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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心理学入门》第一版是在二十多年前，即1979年出版的。借出版
本版之机，我要向一直喜欢和支持本书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在德语国
家、以及荷兰、波兰和西班牙对本书的积极反响激励我对这个第十二版
作全新修订。其中扩充了对发展心理学知识的叙述，使之更加详细：对
人从受孕到死亡的整个一生的变化都进行了叙述和解释。

在各章节文字安排方面，像以前的各个版本一样，我主要遵循以下
原则：

1．科学联系，包括较复杂的联系，用大多数读者所熟悉的语言进行描述。常用的专业术语虽然也作介绍和解释，但是总的说来使用的时候慎之又慎。
2．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面临一个要必须解释清楚的问题。要让感兴趣的人了解某些知识，就不能略过最基础的问题，否则就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甚至

无法理解。因此，在下面的文字安排方面始终注意告诉读者，本书介绍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哪些难题，回答了哪些问题。
3．科学心理学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人。在我们介绍这门科学的知识时，就要始终着眼于这种与人的直接关系。因此，一方面，在本书中

将反复介绍作用于单个人、影响其思想、感觉和行为的条件和结果。相应的信息主要放在信息框里，读者在每一个章节中都能看到；另一方面，心理学不是在实验室中
研究无名无姓的人的科学，更确切地说，心理学这个专业是力求描述和解释每一位读者在自己身上、在朋友或熟人身上都能够观察得到的过程。通过反复提出的“启动
自我体验”，以提醒读者：他正在看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知识。

4．《心理学入门》这本书向读者介绍的是现实的理论，其中列举大量例子反复说明心理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心理学的问题。

我要感谢安雅·沙佩（杜伊斯堡）在本书收尾工作中给予的大力支
持，她用批判的眼光阅读了一二清样并提出了许多有益于改善本书的意
见。我还要衷心感谢乌苏拉·马娅女士，她不厌其烦地为我开启通往巴
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丰富资源的大门。此外她还帮我消除了清样中的大量
不足之处。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汉内洛蕾·米策尔以及安妮·
拜恩女士和沃尔夫冈·拜恩先生，他们完整、认真和仔细地阅读了我的
最终定稿。

最后，我衷心感谢所有给本书以前各个版本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的
读者，同时也希望本版的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在以后出版新版的时候
给予注意和改善。

格尔德·米策尔
2004年冬于杜伊斯堡



1　心理学的宗旨、观点和应用

日常生活中在心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人在与环境的斗争
中会反复遇到一些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应当给予回答，比
如，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做作业？有些人为什么觉得解数学题很困难，而
有些人则毫无困难？许多人本想记住的东西却很快就忘记了，原因何
在？有些人为什么总是很容易跟人发生争吵，而有些人却能待人亲热，
跟人产生亲密友好的感情？有些人在急需他人帮助的时候却孤立无援，
如何解释？

插图1.1　不愿给人提供帮助，用现代化的大都市的人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就能解释吗？

运用常识回答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数不胜数。在日常生活中，
即使没有心理学的帮助，人们也大多会用“健全的理智”来回答这些问
题。比如，有的孩子不肯上学，就说他“懒”；有的孩子解答数学题有困
难，就认为他“没有数学天赋”；有的孩子忘性强，就认为他“记忆力不
好”；有人说，争吵都是由那些“有攻击性”的人引起的；有些人有时不
愿意提供帮助，就被说成是“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有人可能还会补
充解释说，这种情形多数发生在“现代化的大都市的人群”当中。



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表述。心理学家根据自
己的观察，抓住在公众中——比如在媒体或私人闲聊中——激烈争论的
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他们通常会对这些
问题作出另一番表述：人们在特定条件下会比其他条件下更愿意向需要
帮助的人提供帮助吗？那些可以期待人们提供帮助的条件有什么特征？
人们一般说来有愿意不愿意提供帮助的区分吗？

不管在表达这些问题还是在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过程中，心理学家
都要遵循一系列形式上的规则。他们总是期待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做到
能够比“常识心理学家”更好地回答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他们还希望，
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解决现有的“常识”问题，以便使人生活得更
有意义。

本章一览。本章将尝试详细说明心理学家的工作领域，阐明心理学
的一般宗旨。虽然所有的学科代表都在努力改善对人的行为进行描述、
解释、控制，甚至预测和改变的前提，但他们有时区分各不相同的视
角。下面将概括介绍在心理学年轻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几种观点。
接着介绍心理学家经常从事的研究领域。



1.1　研究人的行为和经历是心理学的任务

科学心理学的开端。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是在1879年由威廉
·冯特（1832-1920）在莱比锡正式成立的（其实之前，也就是从1872年
他被聘为教授时起，他就已经在使用这个地方了）。这个以前部分用作
餐厅的地方条件很差。冯特向大学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为他提供好一些
的实验场所，但是他的申请被拒绝了。他们不愿支持一门要求学生研究
自己的思想内容的科学。冯特的几个同事担心，这样做可能会使年轻
人“头脑错乱”（Hilgard，1987）；还有一些人担心，他这样要求学生自
我观察无疑会使他们得精神病（Horthersall，2004）。尽管条件不利，
但是冯特的研究所很快名声鹊起。比如，来参观这家研究机构的人可能
会看到，一个主持实验的人是怎样提供简单的感官刺激并要求自己的测
试对象描述“感受”的。他们花几个小时去听节拍器的节拍，而这个节拍
器时而被调得很快，时而被调得很慢。

内省法。测试对象在被问到对乐器的声响有何感受时，他们解释
说，节拍的快节奏使他们兴奋，而慢节拍的节奏可以使人放松。测试对
象还说，在每个节拍响起以前他们有些紧张的感觉，而节拍一响起就立
即有轻松的感觉。人们称在这里初次系统使用的观察自我的方法为内省
法。冯特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研究人的思想、感觉、情感等。

行为主义者对内省法的批判。冯特也经常使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
许多其他的心理学问题，从而奠定了实验心理学的基石。然而，经常应
用的内省法在几十年后频频遭到批评。美国人约翰·华生认为这种方法
是不科学的，它只会引起对所谓可观察的东西的肆意推测。（Watson，
1913）华生（1878-1958）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在《从一个
行为主义者的立场看心理学》一书的导言中称：“读者找不到任何关于
意识的讨论，得不到任何关于感知、感觉、注意力、观念、意志等概念
的解答。这些词语听起来很响亮，但我肯定不会使用它们。……坦诚地
说，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相信有人能够始终如一地使用这
些概念。”（Watson，1919）

尽管如此，连早期的、激进的行为主义者（英语为behavior）通常
也没有否认诸如饥饿或恐惧这样的个人体验的存在。当然，他们根据获
取知识的科学要求不会承认，像饥饿、口渴、愤怒或者恐惧这样的体验
能够改变行为。（Moore，1995）如果说饥饿是由于之前有机体没有吃
饭，饥饿使有机体狼吞虎咽或细嚼慢咽，那么人们就可以避免饥饿这种
个体事件的发生，因为人们马上就能断定：如果没有吃饭，那迟早会吃
饭。激进行为主义者问，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一连串事件中加进饥饿这种



体验呢？这样做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插图1.2　这张历史照片展现的是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及其创立者威廉·冯特（中）。

观察是认识的基础。至于华生是怎样获取知识的问题，他是这样解
释的：“我们要以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事物为依据。……那么，什么是我
们可以观察的事物呢？我们可以观察行为，即有机体的言和
行。”（Watson，1925）但是归根结底，冯特在他的研究中不是也仅仅
依据测试对象告诉他的事情吗？对华生来说，关键的问题恰恰在于：在
心理学上，人们应当以许多独立的观察者都能接触的研究对象为依据。
思考问题期间的感情、情绪或过程只有人自己能观察到。他所说的局外
人是无法验证的。因此，用华生的话说，借助内省法不能获得任何符合
科学要求的知识。华生的功劳是，在心理学史上较早地反对使用那些给
主观的、从而无法控制的影响留有余地的方法。

虽然冯特和华生的观点非常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他们
两人来说，观察测试对象的言行是他们获得认识的基础。冯特和华生还
一致认为，观察的目标还有行为发生时的条件。当然，哪些心理学事实
（比如感情、注意力、意志）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家在多
大程度上能相信别人所说的话，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
对冯特的方法的批判在其他章节还要作详细介绍。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今天所理解的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
体验及其条件，同时必须夹叙不同观点的代表，按照他们的观点，哪些



条件是可以实现的。大多数当代心理学家也许不会认可华生那种极端的
限制；他们解释说，他们观察人的行为，致力于揭示内在的行为（比如
观念、感情、体验方式）和外在的条件（比如身体特征、社会特征及其
他特征）之间的联系。然而，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觉，这种对心理
学科学的定义就像人们给小汽车的定义差不多，用卡罗勒·瓦德和卡罗
尔·塔夫里斯的话（Wade & Tavris，1993）说，就是“一种把人从一个地
方送到另一个地方的交通工具”。这种定义虽然准确，但是人们从中无
法得知，小汽车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它与公共汽车和火车有什么不
同，或者它的内燃机汽化器是怎么工作的。

显然，上述定义想要努力给人一个关于心理学的清晰画面，只是没
有能够做到。只有仔细观察心理学家的工作，才能接近这一目标：他们
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们试图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他们是怎样解释自
己的结论的，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准备做什么。本书即有这方面的信息。
首先要举例说明，哪些事件可以成为研究工作的动因，在揭示内在联系
之前怎样给概念下定义。



1.2　心理学是研究领域

与常识心理学的界线。所有人都在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运用他们的经
验。他们收集能够帮助自己的知识，以适应周围的环境。在遇到问题时
便会使用以这种方式积累的“常识”，就像在本章开头列举的那样。现有
的答案在“健全理智”的暗示下很可能又得到认同；它们看起来是可信
的，因此人们大多也认为是贴切的。当有人描述他们的个人特征，说的
话虽然好听，但非常一般，几乎没有说服力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相似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随意杜撰的东西他们也宁肯信其有。为
此，信息框1.1中举了一个例子。

信息框1.1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最愿意把对他的性格特征描述看作是贴
切的？在许多杂志和画刊中，首先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经
常会有些专栏描述某些星座的人的人格特征。作者们首先会考虑下
面所描述的规则：首先注意说一些读者听着顺耳的、而且是关于他
们自身的话。这条建议的有效性可以通过一个实验得到证明：请大
学生做一次性格测试，然后把“测试的结果”——适用于所有参加者
的性格特征通知他们，可以完全不考虑每个人对测试题的答
案。“您非常希望别人喜爱和称赞您。您有巨大的、尚未充分发挥
优势的潜能。您有时虽然也暴露出一些性格方面的弱点，但您总能
找到弥补的办法。在性生活方面，您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您看上去
自律和克制，内心却有点焦虑不安。您有时会真的怀疑，您是否作
出了正确的决定或者您做得是否正确。您首先想要有一些调剂和花
样，您一旦感受到约束和限制，就会感到不满。您感到做一个独立
的思想家很自豪，如果别人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证明，您就不愿意
接受。您似乎不愿把自己的私事坦率地告诉别人。您有时是外向
的、讨人喜欢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又可能是内向的、谨慎的，甚至
是拘谨的。您的有些愿望似乎非常不现实。”（Ulrich et al.，1963）

这些大学生们看到这些对他们性格的描述后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呢？79名测试对象中只有五人认为对他们的性格特征描述与事实不
符。其余的人为什么愿意承认这是符合事实的呢？当人们得到正面
的评价（“您能克制”，“您有巨大的潜能”，“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
思想家”）时，大多数人都很愿意接受。此外，上面提到的那些特



征很普通，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贴切的（“您有时会真的怀疑，
您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总而言之，绝不能把测试对象愿意
认为一种所谓只对他个人的性格特征所作的描述是正确的这一点，
看作普遍有效的证明。

1.2.1　科学研究的目的

心理学家是经验科学家（经验主义者）。即使是自认为科学家的
心理学家，在认识方面也是依靠经验。当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的
目标，只有一部分与人们在日常经验的积累过程中遵循的目标相一致。
科学家大多把研究目标分为四类：叙述、解释、预测和监控。下面将举
例说明这些目标。

叙述。叙述是观察的结果，观察的目标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指示所产
生的思想和感觉，或者他们对现状的反应。例子（见第15页(1)）中是对
一个悲剧事件的叙述。虽然新闻记者和心理学家都没有看到这次袭击事
件及其发生的条件（目击者是这个条件的一部分），但是通过仔细询问
目击者，就可以事后弄清那晚发生的事情：一位年轻妇女遇到了袭击，
没有得到他人的帮助，虽然周围住家的许多居民看到了这次袭击事件。
叙述是解释的基础。

解释。解释是尝试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基蒂·吉诺维斯遇袭
无疑是一件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人们在紧急情况下得不到他人
帮助的事情，在一个大城市中决不是第一次发生。因此，当时就这个问
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时目击这种犯罪事件的居民为什么不理会这个
年轻妇女的求救。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于是，新闻记者试图用评论的
方式作出解释。他们把这一悲剧事件的发生归因于大城市的居民。这
里，他们当时的出发点是下面非常普遍的内在联系：“大城市的人在看
到发生紧急情况时，不愿意提供帮助，因为这些人的特点就是‘麻木不
仁’和‘漠不关心’。”

例　子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左右，纽约一位年轻妇女基蒂·吉诺维
斯下班回家，在走下自己的小车到自家门口的路上，遭到一名男子
的袭击，袭击过程长达半个多小时，这名妇女身中数十刀，最终因
伤势过重而身亡。当时至少有38个居民透过窗户目睹了这次袭击事
件，但是没有人出来帮助这位遇难者，甚至连警察也难以理解！难



道不能像好心的撒马利亚人所做的那样（《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
第30-37节）——用油和酒倒在一个遭到强盗袭击的受害者的伤口
上，替他包扎，并把他送到一家客栈吗？难道关心邻居不是每一个
事件目击者的义务吗？

插图1.3　遭到强盗袭击的受害者得到了一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的紧急救助并被送到了客栈。

因为新闻记者回答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无可争辩，他们的回答
就是一种解释。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解释是明白的和可信的。但是，前面
已经说过（见第13页及其下1页），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绝不能满足于
一种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一种解释还必须经得住检验，也就是说：这
种解释所根据的内在联系必须可以构成正确的预测。

预测。根据以因果关系为内容的内在联系，可以推导出未来的发展
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如果说大城市的居民“麻木不仁”和“漠不关
心”并且因此而不愿提供帮助这种内在联系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作出
下面的预测：大城市的人碰到遇难的人的求助，也不会伸出援手。可以
对这种预测加以检验，悄悄地跟踪大城市的人的日常生活。这样就可以
看到他们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情况下会作出什么反应。比如可以记录，他
们在明显迷路的游客向他们问路时，是否袖手旁观；即使前面有一位老



人在人行道上绊了一下，摔倒了而且明显很难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也置
之不理吗？超市收银员眼看着有人晕倒，也无动于衷吗？看到一位明显
有残疾的人的背包破了，里面的苹果掉在地上，他们也不愿意给予帮助
吗？即使看到大城市的人仅仅是在类似上述几种情况下愿意伸出援手，
也不能认为说他们看到急需救助的情况还无动于衷的观点有充分的理
由。

心理学家的目标是，通过研究揭示内在的联系，准确地表达这些内
在联系，使人们能够从中推导出正确的预测。上面已经以研究结果为
例，说明了这种内在联系，信息框1.1就这个研究成果说：如果把一些
人们一听就喜欢的性格特征赋予人们并告诉人们，那他们就会增加信
心，认为这种性格特征是贴切的，虽然这些特征只是随意选择的。

揭示内在的联系，不管是在日常经验的框架内，还是作为科学研究
的成果，都不是目的本身，因为认识可以用来监控发生的事件。

监控。世故的售货员知道，如果对顾客说一些恭维的话——但是仅
限于某种程度——会对顾客作出购买决定产生积极影响。售货员只要了
解和使用这种内在联系，就能比较顺利地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自己所招徕
的顾客，人们也把这些情况称为欲擒故纵。善于欲擒故纵的人都会设法
利用巧妙的手法影响他人的决定和行为方式，从中获利。而一个被忽悠
的顾客可能会立即购买，但这种购买方式并不是对他有利的，而售货员
却可以用来追逐利润。乔治·奥威尔在《1984》这本书中提醒大家注意
这样的危险，政府可以利用科学知识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监控公民的
思想和行为方式。（Orwell，1950）

研究人员也积累了一些可能为他人所滥用的知识，如果说心理学家
尝试监控人的思想和观念，那么，他们最为关切的事情始终是：提高人
们的自制能力或者向他们指出，他们能够通过行动改善自己的生活及生
活条件，比如，从事治疗的心理学家可以帮助他人更好地克服恐惧。从
事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心理学家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家长们积极地
发挥孩子们的智力和社会能力，最后，教育的目的还在于，帮助儿童和
青少年越来越好地支配自己的智力和社会技能，以便使他们能够尽可能
适应相应的环境。在心理学的其他专业领域，比如社会心理学领域，也
有类似的愿望。

震惊是一系列研究的起因。约翰·达莱和比布·拉塔内两位心理学家
就是这样，他们作为大学教员和纽约这个大城市的居民，在听说基蒂·
吉诺维斯凶杀案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也像许多人一样感到震惊。但
是他们也很快认识到，指责居民“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并不能减少大
城市中袭击事件的发生。（Darley & Latané，1968）因此达莱和拉塔内
决定深入研究致使基蒂·吉诺维斯必然死去的条件。这两位研究人员希



望掌握一些知识，从正面去影响大城市居民的相处方式，但不是通过灌
输，而是通过与成年人讨论，是否或者怎样能够把他们的知识付诸实
践。

改善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研究的目的。两位研究人员不久就
认识到，媒体所断言的那种内在联系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大城
市居民不乐于帮助他人，就说他们的人格有问题，这丝毫无助于改善他
们的生活。因此，达莱和拉塔内从周围的环境入手，试图作出解释。他
们怀疑，那些目击基蒂·吉诺维斯遇袭案的、看起来麻木不仁的人难道
在紧急情况下真的不愿意提供基本的帮助吗？是否可以设想，他们不愿
意提供帮助是不是另有原因呢？达莱和拉塔内希望通过研究能够解决这
样的问题，并建议人们（也包括大城市的居民）增强在紧急时提供帮助
的意愿。

达莱和拉塔内探求新的知识，以便能够更好地解释、预测、监控如
今在大城市中频繁出现的那些悲剧事件。那么，他们为了获得这样的知
识，是怎么做的呢？

1.2.2　科学调查的若干特征

批判地分析已有的解释。达莱和拉塔内之所以怀疑那种认为大城
市的所有居民都是“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观点的正确性，就是因为
他们熟悉纽约的生活条件。这种观点有悖于他们的体验。当然，两位心
理学家认为，有些情况可能会对人们（包括大城市的居民）的帮助意愿
产生促进作用，而有些情况则可能会产生阻碍作用。于是，他们作出了
自己的解释，与某些记者截然相反的解释，不过，这种解释暂时还有推
测的成分。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达莱和拉塔内提出许多假设，以便往
后能在多个实验中进行验证。其中一个假设是“如果—那么”的解释。这
种解释是对一个事件的一种可能的但绝不是肯定的解释。因此达莱和拉
塔内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在基蒂·吉诺维斯遇袭时没有人愿意提
供帮助是否与那么多居民成为目击者有内在联系，后来他们把这个问题
改为一个假设：“一个紧急事件的直接目击者越多，单个愿意提供帮助
的人就越少。”两个概念，即“危急状况”和“帮助意愿”是这个假设的组
成部分。

概念性定义与操作性定义的区别。概念是子概念或者具体事物所
归属的等级或范畴（见第309页）。为了能够对一个事件或一个客体进
行分类，必须有定义。定义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概念性定
义和操作性定义。



概念性定义。人们可以通过引用其他概念来定义概念。如果人们认
定，所谓紧急状况就是至少有一个人需要帮助，那么人们在这时使用的
就是一个概念性的定义。（所谓紧急状况可以作如下特征描述：一是至
少涉及一个人，二是这个人必须可以认定是需要帮助的。下面的论断可
以归结为另一个概念性定义：凡是能帮助一个人减少困难的行为，就是
为人提供帮助的行为。这样就马上暴露出概念性定义的一个弱点：这个
弱点本身要追溯到那些需要定义的概念：一种状况在什么时候表现为紧
急状况？

操作性定义。为了避免误解，从事经验研究的心理学家经常借助其
他概念来定义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他们附加提出的要求是，使用操作性
定义，使概念具有可操作性；使用这种操作性定义，将抽象的概念（比
如紧急状况）转化为可观察、可衡量的东西。为了调查在紧急状况下的
救助行为，可以设置比如这样的情景：超市一个女顾客的手提袋突然破
裂。这时，研究人员安排的这一状况的观察者必须尽可能地清楚，他人
——也就是这件事的目击者——的哪些行为、哪些反应可以认定为“提
供了帮助”。由于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可以认定，事件的目击者只要捡
起了掉在地上的部分商品并立即归还给物主，那就是提供了帮助。

每次选择的操作性定义往往都是从大量理论上可能的定义中挑选出
来的，可以设想大量紧急状况：一位老人明显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他
正在犹豫要不要过交通繁忙的马路时，他头上的帽子被风吹走了；一个
小孩站在人行道上哭泣，他的鼻子在流血，因为另一个孩子抢走了他的
玩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都在于紧急状况这个概念的可操作性。
在一项关于在紧急状况下提供帮助的科学研究中，人们必须选择一种或
几种状况，研究人员在选择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在无数“可操作的方
案”中哪个最易操作，当然只能设计测试对象能做到的紧急状况。像基
蒂·吉诺维斯遇袭这样的事件，在科学研究中是无法模拟的。由于这
种“道德上的顾虑”，有责任心的研究人员为自己规定了限度，因而他们
的观察结果仅仅是部分有效。

检验监控条件下所推测的内在联系

在实验中模拟紧急状况。有人在研究中多次决定，在实验中检验
是否真的存在所推测的内在联系。实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检验研究
条件的可能性。因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实验中怎样设计“紧急状
况”。由于上述道德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导演基蒂·吉诺维斯的悲剧事
件。但达莱和拉塔内仍然希望了解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以及激励或妨碍
他们提供帮助的条件，虽然他们在实验中仅限于设计测试对象能作出反



应的紧急状况。
在所有能设想的紧急状况中，达莱和拉塔内作出了如下的选择：实

验者向59个名测试对象（男女大学生）打过招呼后，立即请他们讨论个
人在适应大学生活过程中的问题。（Darley & Latané，1968）为了不让
测试对象知道他人的姓名，他们每人被带到一个单间。在那里，他们各
自通过话筒和耳机与别人进行思想交流，所有的人看样子同样单独坐在
相邻的类似的房间里。这时发生了紧急状况：测试对象在开始思想交流
后不久突然听到“谈话伙伴”说，他感觉不舒服。测试对象还听说，这个
成员患有严重的癫痫病，这次可能马上就要发作了。不一会儿声音变大
了，谈话只是断断续续的，后来由于窒息而中断了。从这些只言片语中
明显能听出求救的意思。达莱和拉塔内认为，这种安排是“紧急状况”的
可操作性刺激定义。然而，实验者并不关心谁是急着救助遇难者的人，
谁不是。更确切地说，达莱和拉塔内的出发点是，发生状况的哪些条件
能够激励或者妨碍人们提供帮助。一个人是一种紧急状况的唯一目击者
还是还有其他目击者，这有决定性的意义吗？于是达莱和拉塔内开始调
查这个问题，他们首先给几个测试对象传达这样的信号：他们是唯一目
击有人发作癫痫的人（条件一）。在下面的实验中又告诉他们，还有另
外一个（条件二）或者两个（条件三）目击者。

自变量和因变量。达莱和拉塔内设计的紧急状况描述了可以影响测
试对象的条件；这些条件由实验者控制。实验心理学中也称此为“影响
值”、“自变特征”或“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测试对象（在条件一、
二和三下）是否对实验者设计的各种条件作出反应，如果有反应，是什
么反应。达莱和拉塔内作了记录，测试对象在六分钟内（第一次得知有
人癫痫发作之后）是否走出房间，走出房间以后，看到假扮的癫痫病人
发作后作出反应有多快。实验者以这种方式操作了“提供帮助”这个概
念。对于实验心理学家来说，这也是“目标值”、“因变特征”或“因变
量”。那么，目标值（测试对象的行为）取决于影响值（在条件一、二
和三下告知紧急状况）吗？下面的表格概括了观察的结果。

表格1.1：紧急状况中所谓的现场目击者的人数与他们作出帮助反应的比例和速度

揭示内在联系。如果测试对象认为自己是紧急事件的唯一目击者，



那么，提供帮助的可能性特别高（85％），他作出反应也比较快（平均
为52秒）。如果测试对象发现还有一个人知道有人求救，那么他提供帮
助的可能性就下降到62％，而且测试对象即使作出反应，也要平均犹豫
93秒，然后才觉得自己应当做些什么。当测试对象发现还有两个目击者
时，他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最低，只有31％。他也会采取行动，但平均需
要在100秒以后。

这个研究结果证实了达莱和拉塔内推测的内在联系：一个紧急状况
的目击者越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就越少，而且考虑是否提供帮助的时
间也越长。提供帮助的责任分给了多个现场目击者，因此落在每个人身
上的分量就减轻了；人们称之为“责任扩散”（责任分解）。

但是，这一实验的结果能够套用到其他紧急状况吗？在其他紧急状
况中，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也取决于现场目击者的数量吗？所揭示的内
在联系必须经得住考验，因为人们根据这种内在联系作出预测，而且预
测的准确性是要验证的。比如，人们根据上述内在联系作出预测：行人
对路边真的或假的处于困境的人的帮助意愿取决于在场的目击者的数
量。因此，在繁华的商业大街上比在僻静的小巷的行人更少，而且更不
愿意去关心无助的人。如果这种预测再次被证实，而且可以此为出发点
（Latané & Nida，1981），那么实验者及其所揭示的内在联系的可信度
就提高了。

行为是许多条件和影响的结果

不同成功概率的预测。如果拿起一块石头，接着把它扔出去，那么
可以有十分把握地预言，石头会再次落到地上。在心理学上不存在可以
据此得出这么肯定和普遍的预测的内在联系。耶稣也曾用好心的撒马利
亚人的比喻表达了这种观点：有一个人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遭
到强盗的袭击。目击这次袭击事件的有三个人：一个牧师、一个利未人
——牧师的助手和一个撒马利亚人，也就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如果问问
大家，上述三个人中谁会提供帮助，大多数人可能首先会说祭司，然后
会说利未人。然而，这两个经常与祈祷、援引圣经和教堂庆典打交道的
人，可能被宗教思想占用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致他们不太注意亟需帮助
的人的困难。这两个教会人士作为公众生活中受尊敬的人物，可能要履
行很多责任，也非常匆忙，担心错过事先的约定。（Darley & Batson，
1973）

根据现场和人身上的特征进行预测。耶稣的比喻还说明，行为预
测不能只根据相对稳固的性格特征，还要考虑人身上（比如由于自己的
思想分散了注意力）和现场（比如情况决定的匆忙赴约）的附加条件。



激励帮助意愿的其他条件。一个以经验为依据的心理学家如果看
到这件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某处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得出这
样的结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为33％（三个被观察者中有一个人帮了
忙）。两千多年以后，一个心理学家作了这样的记录，有多少行人帮助
一个腿上缠着渗血的绷带并在他们面前晕倒的人。从那时起，人们不再
关心有多少人帮了忙，更确切地说，关心提供帮助的意愿取决于哪些条
件。提供帮助的意愿显然也与紧急事件发生的住宅区的大小有关。在人
口少于1000人的村镇约有42％的路人愿意提供帮助，在居住人口为
5000-20000人的地方，愿意提供帮助的人的比率下降到37％，而在百万
人以上的城市，这个比例只有17％。（Amato，1983）在解释这种不同
比例的时候，不应该简单地把提供帮助的意愿与“麻木不仁”和“漠不关
心”的不同程度联系在一起。比如可以看到，农村人走路的速度比城里
人慢。城市越大，在其中生活的人们走路的速度越快（Freedman et al.，
1978）。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人们明显比较匆忙，因此他们没有工夫留
意身边发生的事情。在大城市里，噪音也比较厉害，这似乎也影响个人
提供帮助的意愿。比如，可以看一下，行人对一个胳膊打着石膏、面前
撒了一摞书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僻静的地
方，就会有80％的行人愿意提供帮助，相反，如果发生在割草机制造很
大噪音的地方，那么只有15％的行人愿意提供帮助。（Mathews &
Canon，1975）

插图1.4　对大城市的行人走路的速度比较快的考察与对他们很少愿意提供帮助亟需帮助的人的考察有关吗？

人的特征和现场特征的相互影响。有意思的是，在一个非常小的
镇子上也只有40-100人帮助一个亟需帮助的人。他们的行为取决于什么
呢？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撰写了1000多篇著述和文章，试图回答这个



问题。（Dowd，1984）他们试图寻找能够区分愿意助人者和不愿意助
人者的性格特征，但得到的结果大多令人失望。（Darley et al.，1991）
不过，事实也表明，可能的或事实上的助人者的性格特征与受害者的特
征和发生紧急状况的条件之间有相互影响。可见，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
愿意提供帮助的人，而且还在于另一方即需要帮助并接受帮助的人。

情绪的影响。当一个人突然面对紧急状况，他所作出的反应还与他
当时的情绪有关。一个人心情的好坏是愿否提供帮助的前提
（Berkowitz，1987），而一个悲伤的人可能很长时间也不会去关心亟需
帮助的人，对他来说似乎做什么好事也不能使自己摆脱恶劣的情绪。
（Cunningham et al.，1979）

对紧急状况的适当反应。当人们不清楚是否能真正帮上忙的时
候，提供帮助的意愿会大大受阻；帮不上忙可能会当众出丑，因此人们
也说需要克服“评价恐惧”。（Huston & Karte，1976）比如，一个病人
如果明确说（请喂我一粒红色药片，它放在我外套右边口袋的白色盒子
里），那他获救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别人看来是
由于他自己的过错（比如由于饮酒过度而不能自控，由于“不道德”行为
而染上艾滋病）而陷入困境，那么旁人轻易就会不管不问。（Piliavin et
al.，1969）相反，如果旁人认为一个求助者不是因自己的过错而陷入了
困境（比如在输血后感染上了艾滋病），那么很可能得到同情和帮助。
（Weiner，1993）此外，如果紧急状况的目击者与受害者相互认识，那
就是提供帮助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Rutkowski et al.，1983）

大概率和小概率的预测。心理学家能够为只看到40％的行人愿意
帮助受害者这一现象作出许多解释。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所作的反复研
究过程中，虽然说不清附近的行人谁会提供帮助，但可以说约有40％的
人会帮助受害者。这揭示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也是一个具
有决定意义的界限。因为行为——如上所述——取决于许多条件，而人
们在特定的时间内不可能了解所有的条件，所以人们只能在心理学的范
围内作出大概率或小概率的预测。可见，人们不能说谁会提供帮助，但
可以说十个人中大约有四个人会提供帮助。

知识是提出建议的根据。在相关调查中发现的内在联系虽然只能
进行概率预测，但是仍然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提出建议的根据。比方
说，可以建议病人在突然犯病的时候，明确对偶然在场的人说明，自己
需要怎样帮助。人们在急救培训中对日常生活中典型事故正确处理的练
习越多，就越愿意帮助事故受害者。如果说私人关系能提高在紧急状况
下提供帮助的意愿，那么可以建议较大社区的居民不要与社会隔离，而
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强与邻居的接触。这个一揽子建议还可以不断补充。
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举许多例子说明，心理学家正在利用自己的知识，



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作出贡献。

通过理论归纳不同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紧急状况的观察发现大量内在联系。约翰·达莱、比布·拉塔
内和其他许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特定条件下和事后的行为方式之
间的许多内在联系。他们发现，有些人由于匆忙奔向一个目标因而注意
力受到限制，根本注意不到紧急状况。他们指出，听到呼救不会自动产
生反应。如果同时有许多目击者在场，那么，个人的责任感、从而提供
帮助的意愿都可能被忽视。

理论的特征。通过关于人们对紧急状况的反应的研究，揭示了许多
内在联系，需要加以归纳并总结为一种关于提供帮助的理论。一种理论
应当总括已知的内在联系及其分门别类的相互关系。目前还不存在普遍
规定的规则体系。如果两个心理学家谈论人们对紧急状况的反应，那他
们都会注重许多共同点。但是，每个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独特的、也就是
一次性的经验，制定自己的规则。因此两个人在各自了解的、用来解释
提供帮助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制定的规则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

理论的临时性质。此外，理论往往具有临时的性质。如果人们发现
有的东西与现有的规则不符，那么原则上有两种可能：要么根本不在意
这种偏差，继续坚持目前的规则（俗语说得好：有规则，就有例外）；
要么修改规则，使其再次符合所有观察到的情况。一个思想传统的人可
能始终认为他在30年前所获得的关于男女角色的知识是正确的，并且拒
不承认这期间所发生的性别角色的改变。但是他也可能知道，以前正确
的内在联系与当前男女的行为不再一致。因此，他就会改变对男女行为
的认识并且相应地接受新的规则。结果他获得了一种关于男人和女人
的“新理论”。



1.3　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

取决于人物形象的观点。大多数心理学家都以提高关于人的行为
及其产生条件的知识为己任。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有各种条件。也就是
说，心理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他们从人的
天性出发表现什么形象、他们具有怎样的人物形象。他们在理解科学方
面完全不一致，他们在研究中偏好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些心理学家深
信，在研究过程中应该限于那些可观察到的人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不
可能客观地把握感觉和思维等主观体验和“内心的”过程。有些心理学家
主要关注生理过程，也就是说他们研究神经系统、腺体的功能和感觉器
官的功能。而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则把研究知觉、思维和感觉等视为最重
要的任务。

人们的理论决定观点。显然，把特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当作心理学
研究的对象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许多观点是以不同的知识兴趣，从而
以各自形成的某种理论为基础的。而这些观点反过来又使一些方法显得
比另一些方法更适用。就像人们看了一张漫游图、旅游图、经济图或者
气候图就能了解一个地区的地理一样，各种观点在研究人的过程中增进
了——总括地说——全面理解人及其行为的知识。下面介绍心理学的几
种重要观点：

1.3.1　科学心理学的开端

一个心理物理学家的早期激励。最早按照科学要求从事人的研究
的心理学家关注的是人产生思维和感觉的内在条件（结构主义者），但
同时也关注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功能主义者）。他们想弄清楚，头脑是
怎样构建（“构造”）的或者是怎样“发挥功能”的。这些先驱者中的许多
人都是由一本书启发了自己的工作，这本书就是古斯塔夫·泰奥多尔·费
希纳（1801-1887）于1860年出版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他在书中揭
示了物理事件（如光线或者声音）与心理学上的感觉和知觉之间的联
系，而且还揭示了衡量这些事件的作用的方法。人们可以认为心理学史
就是从这本书的出版开始的。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定，1879年第一
家心理学研究所的建立（参看第10页）是心理学诞生之日。

结构主义：问“这是什么？”19世纪，许多自然科学领域都取得了
巨大进步，因为人们揭示了复杂的联系是怎样构成的。比如，化学家把
分子分解为单个的元素（原子）。他们指出，一个水分子可以分解为氢
原子和氧原子。这些认识给心理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怀



疑，比如说人的大脑是否同样可以归因于这类元素。比如，威廉·冯特
在研究中就以下面的问题为出发点：“什么东西构成了能使人进行思维
的大脑？”冯特的美国学生爱德华·铁钦纳（1867-1927）在回国后把构造
主义介绍给了新大陆。他也像冯特一样希望能够找到人的大脑的组成部
分或者内容，从而以这种方式揭示其构造原理。然而，在美国，有许多
批评家反对他，他们关注的是查理·达尔文（1809-1882）提出的他们认
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功能主义：问“人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达尔文在他关于物
种起源的学说中认为，所有生物屈服于不断适应环境的压力，只有最适
合的人（“状态最好的人”）才能成功地承受这种压力，即只有适者才能
生存，才能繁殖后代。关于适应能力是生物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想法也
决定了威廉·詹姆斯（1842-1910）的思想。他并不热衷于寻找意识的元
素，作为功能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更重要的似乎是澄清这样的问题，
即个体是怎样适应自己的环境的。他得出结论说，意识之所以能够发
展，就是因为它在驾驭个体行为的过程中达到了某种目的。

詹姆斯把意识理解为影像和感觉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流动，而不是一
套无生命的基本粒子。对于功能主义者来说，典型的一个问题是：“人
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为了探索生物是怎样适应自己周围的环
境的，功能主义者主张观察个体的现实行为。

解释生物是怎样适应环境的这一问题，成了行为主义者的最大心
愿，但在他们的观点中也注入了结构主义者的观念，比如，他们相信，
复杂的体验可以分解为元素。

1.3.2　近代的理论观点

接近人的不同的理论途径。关于构造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的概述
已经表明，把人类的行为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各种各样的可能
性。各种观点是以不同的认识兴趣以及各自形成的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
的。而这些观点反过来又使一些方法显得比另一些方法更适用。下面介
绍几种近代的（即影响深远的）心理学观点：

生物学观点

历史根源。生物学观点的历史源远流长。比如，生于约公元前460
年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了类型学，根据这种类型学，人的不同的
气质源于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混合比例。与现
代“生物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极为相似的是，医生们在19世纪中叶发现，



一定的行为方式明显受大脑的某个部分所控制。
历史回顾。1861年4月11日，法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布洛卡见到一

位来自精神病院的病人。这位病人的左腿严重感染。然而，这个人已经
在精神病院度过了21年，这件事情引起了布洛卡的注意。这个病人的声
带虽然完全正常，但他不能说话。布洛卡未能找到机会帮助这位病人，
因为他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六天以后就去世了。接着，这位医生比较详细
地检查了这个病人的大脑。他在一打开头盖骨就有了一项重大发现：大
脑左边靠近额头的地方有许多疤痕非常引人注目。这些疤痕要么源于以
前的某次创伤，要么源于某种疾病。布洛卡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说，一个
健康人说话很可能由大脑某个区域所控制，也就是受他的已死去的病人
受伤的那些区域所控制。

还有一项与此相关的重要发现是德国医生古斯塔夫·弗里奇作出
的。他在战争期间不得不反复治疗那些在战斗中头部受伤的士兵。有
时，伤员的大脑是裸露的，因为头盖骨被打碎了。弗里奇断定，偶然触
碰大脑各个区域的表皮，病人相应部位的肌肉就会抽搐。难道身体的运
动是由大脑直接引起的？弗里奇想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战争结束以
后，这位医生终于有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机会。1870年，他在柏林与同事
一起决定深入研究大脑的机能。据报道，一项决定性的实验由于没有地
方只能在家里的五屉柜上进行：在打开一条狗的头盖骨以后，用电线电
击大脑的各个区域。这时就能观察到，刺激大脑的某个区域，腿部肌肉
就会抽动，而刺激另一区域时，头部肌肉就会有反映。（Price et al.，
1982）

通过“历史回顾”中所说的研究，人们在19世纪就已经发现，在大脑
的某些区域与生物的可观察到的反应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寻找行为、情感、学习和思考的生物学根源。在几十年的时间
里，许多以生物学研究为方向的心理学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人的
行为以及诸如情感、学习和思考等内部过程是否是或者通过什么方式由
大脑的生物学因素或者神经系统的其他部位共同决定的？许多心理生物
学家都对大脑作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主要试图解释以下问题：
在学习的过程中，大脑中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变化？化学物质是怎样作用
于大脑的？行为异常有生化基础吗？另外一些以生物学研究为方向的心
理学家则致力于揭示遗传基因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涵盖各个专业方向的
行为遗传学的代表人物则尝试解释，某些行为方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
性格特征有些是否是由于特定的基因而产生的？

大脑的“命令”向其他部位的传达。大脑是身体的最高“指挥中心”。
但是，大脑的命令是怎样传达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的呢？怎样使心脏快些
或慢些跳动的？双手是怎样知道该抓起某个东西的？一个年轻人的身体



怎么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再长高了？大脑一方面通过神经系统传达
它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神经系统负责高速传递层次极为分明的信
号），另一方面是利用腺，也就是所谓的内分泌系统传达它的信息。荷
尔蒙在这里充当使者，通过循环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到达目的
地。

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在研究大脑和其他神经系统的时候，只拿动
物作研究。因此，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与人类应当慎而又慎。关键的
是，这些研究应当由临床经验来补充。（见信息框1.2）

信息框1.2

由于医学上的原因必须切断大脑两个半球之间的联系时，人
会作出怎样的反应？1908年，一位妇女由于她奇怪的行为方式引起
了医生们的注意。这位病人的左手明显完全失控。她向四周扔枕
头、毁坏医院的物品，甚至试图掐死自己。她努力用右手把左手从
喉咙上拉开。有一位神经病学家怀疑，这位病人两个脑半球之间的
联系可能被破坏了。这位妇女死后，人们打开了她的头盖骨，证实
了这位医生的猜测。（Miller，1983）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位病人
的行为异常该怎样解释呢？

大脑直接位于头盖骨下面。大脑由一个分开的两个半球组成，
许多神经纤维（所谓的胼胝体）把这两半球连接在一起。从插图
1.5可以看出，比如，左半球的视觉神经将感觉数据传递到左边的
视网膜（眼睛的感觉细胞），从左侧视野到达两个视网膜的右边的
感觉信息由右半球传递。图中标明了连接大脑两个半球的“胼胝
体”。



插图1.5　左边和右边的视网膜与大脑相连。视觉神经在通往大脑的路径上相交。大脑左右两半球由神经束，即所谓的胼胝体连接在一起。

两个脑半球通常会交换信息，也就是说它们相互交流反映在两
个视网膜上的信息。但是，如果切断两个脑半球之间的神经联系将
会发生什么呢？实验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医生和哲学家古斯塔夫·
泰奥多尔·费希纳早已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两个脑半球相互
反映对方的影像。（Fechner，1860）如果将两个脑半球分开，人
的意识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费希纳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
形成两种各不相同的意识体验。他当时不会想到，大约在一百年
后，即1961年出现的一种情况会验证他的猜测。当时，两位脑外科
医生决定对一个癫痫病人采取最后措施，切断他的大脑连接路径，
予以救助（Sperry，1982）：在成功地切断大脑连接路径后，会对
病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令人吃惊的是，不仅病人的状态有了非常
显著的改善，而且挺过了这次手术，没有明显的后遗症。不过，大
脑中几百万个神经连接点可能不出一点问题吗？加利福尼亚技术研
究所的罗杰·斯佩里也提出了这个问题。1981年斯佩里因其在这一
领域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Sperry 1964、1982）

为了进行研究，斯佩里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设备，这种设备的主
要特征如插图1.6所示。在病人目光对准视野中心标记的某一点
时，这一设备能够在非常短暂（十分之一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内通
过幻灯显示出来。这样就可以做到，影像的一半只能到达眼睛视网
膜的左侧，而另一半只能到达右侧。



插图1.6　斯佩里研究脑半球分裂的病人所用的设备

比如，当斯佩里在病人视野的右侧展示一把勺子，病人就能说
出他看到了什么。相反，当在病人视野的左侧显示同一个东西时，
病人则沉默、一筹莫展。在第一种情况下，勺子的影像投射到两个
视网膜的左侧，然后传递到左脑，语言中心通常就位于左脑。大脑
的这一部分能够接收和加工语言信息。在第二种情况下，右脑只知
道是勺子，但是由于之前做了手术，它无法将这一信息传递到“精
通语言”的左侧。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他看到
了什么，但是他能够在隔板后面触摸所“感知到的”物体并在多种不
同的物体中挑选出勺子。然而，病人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使用左手，
因为左手是由右脑支配的，而右脑同样也接收到身体左侧的触摸体
验。

在另一次实验中，让脑半球分裂的病人看一张由两个半张脸拼
接的图片。给病人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只能让左脑接收到图片右半
边的信息，而右脑只知道图片左半边的内容。然后让病人看四张完
整的照片，其中也包括那张由两个半张脸拼成的图片。病人能够根
据这四张正常的照片说出他们之前看到的是哪一张吗？这取决于让
他们怎样回答问题。如果让他们用语言回答，那么，他们就会从四
张照片中挑出那张由左脑“看到”的照片。相反，如果让他们用手势
来回答，那么，他们就会指出那张由右脑接收到的照片。（Levy，
1972）



插图1.7　脑半球分裂的病人在回答辨认中提出的问题时，取决于让他们用语言还是手势回答。

脑半球分裂的病人在特定的条件下会找到特殊的方法，以克服
某种困难。在一次实验中，让右脑看一张红色或绿色的卡片。要他
说出所看到的卡片的颜色，这时左脑只能靠猜测，一旦错误地说
出“绿色”，右脑听到后就会动用其支配头部肌肉的能力，“命令”摇
头。左脑接收到这一信息后，在第二次回答时，就会回答是“红
色”而不是“绿色”。（Nebes，1974年）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病人自理并不困难。比如，摇头
就可以让信息传递到眼睛的两个视网膜；双手很容易触摸到物体。
借助于上述方法可以了解两个脑半球的分工。左脑的许多功能都优
于右脑。左脑不仅支配语言能力，而且在解数学题和逻辑推理方面
也占优势。而右脑只支配很低的语言能力；它更具有感觉能力、艺
术能力以及空间想象能力。



插图1.8　人的大脑的分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基本上也赞同生物学的观点，因为他认为人的
思维和行为是由天生的、强大的本能决定的。当然，他并不关心这些动
力可能与大脑的哪些区域有关。

心理分析的观点

神经系统是行为怪异的肇因吗？在大学里做研究是功能主义者的
代表人物的特征。相反，年轻的神经科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辟的
却完全是另一个经验领域。在他的医学生涯初期，他赞同生物学的观
点，同他的医学院老师一样，首先认为，应当在神经系统中寻找产生正
常和怪异行为的根源。事实上，他在医科专业毕业后，最感兴趣的是神
经系统的功能，他最想把对神经系统的继续研究作为他职业生涯的目
标。然而，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弗洛伊德似乎感到，在研究机构谋一
个终身的职位几乎没有希望。因为他需要钱，特别是因为他的结婚计
划，弗洛伊德决定在维也纳开一家诊所。

提出心理分析的最初动因。弗洛伊德依靠他在大学外的研究为自
己奠定了一个崭新的经验基础。他的病人——主要是中上层的富裕女性
——之前往往已经看过其他医生，却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帮助。实际上，
弗洛伊德必须分析一些奇怪的病症。他的病人大多双手没有知觉、双腿



瘫痪或者失聪和失明。神经系统似乎完全正常。因此弗洛伊德开始观察
那些在冯特和他的学生们的实验对象身上从未出现过的行为异常。他在
努力解释病人行为异常的过程中，从他的同事和朋友约瑟夫·布洛伊尔
那里得到了重要的启示。这位朋友告诉他有个病人由于一大堆的问题找
他治疗。由于这位病人——安娜·欧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
作用，因此在信息框1.3中予以详述。

信息框1.3

安娜·欧的病例是如何激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学
的？1880年，很有声望的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接诊了一位
21岁的女病人，她的病例在科学界先是用假名安娜·欧加以描述
的。她忘我地照顾生命垂危的父亲，最后导致精神崩溃。她向医生
描述了许多症状，布洛伊尔起初试图用催眠术加以治疗。

在几乎每一天的治疗过程中，这个病人开始改变之前比较生疏
的谈话内容。她越来越频繁地谈及她的私人想法。接着便发生了一
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安娜·欧的情绪明显总体好转。与此同时，她
以前说过的一些症状消失了。比如，病人在一个炎热的盛夏虽然异
常口渴却拒绝喝水。布洛伊尔因此对她施行催眠术，并让她描述与
她的那些症状相关的经历。只要让她说出这些经历并且再让她强烈
地体验一次，这些症状就会有望消失。安娜·欧拒绝喝水，是因为
她有一次偶然间看到一条狗从她的杯子中喝水。在安娜·欧带着明
显的情绪参与回忆这一经历以后，她要了一杯水并毫不犹豫地把它
喝干了。她从催眠中清醒过来时，杯子还放在嘴边。医生报告中
称，她的症状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复发过。

此外，这个病人还患有右胳膊麻痹症。她在催眠状态下回忆
起，她守在父亲的病榻前时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她在幻觉中突然
看到一条蛇袭击他生病的父亲。然而，安娜·欧发现她无法施救，
因为她无法挪动她靠在椅背上的那条胳膊。实际上，它只是暂时麻
痹了。病人在医生的帮助下将所有病症都归因于那些明显是病症始
作俑者的经历，成功地摆脱了这些病症。安娜·欧自己也把这种治
疗的成功归因于谈话疗法。

然而，布洛伊尔的谈话治疗还起到了另外一种作用。由于经常
见面和其间进行的坦诚的交谈，治疗的第二年医生和病人之间产生
了一种爱慕的关系。布洛伊尔与他的病人在一起度过的时间越来越
多，并且在家中也越来越频繁地谈及他治疗方法的成功。如果没有
妻子的帮助，布洛伊尔可能最终也不会想到，他已经爱上了他的年



轻病人。因此，布洛伊尔立即结束治疗，与自己的妻子踏上了旅
途。起初，布洛伊尔只是与比他小15岁的同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谈过自己治疗安娜·欧的体会，弗洛伊德最终也兑现了承诺，于
1895年他们两人一起完成了这一病例的报告。后来，弗洛伊德反复
把这位年长的同行称为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而布洛伊尔又把这一
荣誉让给了他的病人安娜·欧。（Breuer & Freud，1895）

后来，弗洛伊德认为，他是通过布洛伊尔的病例注意到内心净
化法的（这种方法是使人在强烈的情感参与下再体验一次以前不以
为意的经历）。历史学家当时指出，布洛伊尔可能并没有治愈他的
病人。有些事情表明，安娜·欧在照料她的病危父亲时患上了结核
性脑膜炎。现在，人们知道，安娜·欧就是贝塔·帕彭海姆，她热心
公益事业并为保护妇女权利写了大量的著作。比如，她曾当了12年
的孤儿院院长并建立了一家未婚妇女疗养院。据称，她不允许得到
她照料的人接受精神分析。（Erdeyi，1985；Zimmer，1986；
Sulloway，1979）

插图1.10　安娜·欧（贝塔·帕彭海姆），摄于1882年



在潜意识中寻找临床病根。弗洛伊德从他的同行的报告和自己治
疗病人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说，必须在“潜意识”中寻找病根。弗洛伊德深
信，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潜意识思想、冲动和愿望的影响。他首先
希望通过催眠术进入病人的潜意识。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缺
点：不是所有病人对催眠术都能满意，而且在清醒后不少在催眠时能得
到的记忆会再次消失。因此弗洛伊德提出了“自由联想”的方法。采用这
种方法的时候，让病人放松，随意或者就某一刺激词语说出他能想到的
所有事情；还要让他坦率说出看似可笑和令人不安的想法。弗洛伊德在
这里采用的是一种在古希腊就已经应用的方法。比如，在阿里斯托芬
（约公元前445-385）的喜剧《云》中，苏格拉底引导一个人自由联想
（“任思想驰骋”），以便这个人自己得到关于启示自己的情况。

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区别。根据弗洛伊德的基本设想，人生来就
具有难以控制的无意识的欲望，这种欲望寓于“本我”之中。人一出生，
他的本能就追求某种形式的满足。然而，几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些——
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的和攻击的——欲望追用逐着那些周围的人不以为
然、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地位的人。父母禁止并惩罚孩子那些想要满足欲
望的行为。同时，父亲和母亲在孩子六岁以前就以他们的某种反应对孩
子的性格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孩子在上学前就已形成道德规范（“超
我”）。因为本我的要求与超我的要求是不一致的，所以，在人的发展
过程中很早就已形成一种能够在两种规范之间进行调解的规范，也就
是“自我”。比如，自我设法将“恶的”欲望导向现实生活中人们能够接受
并符合自身道德要求的目标。但是，这种调和行为可能很难获得成功，
所以欲望要求进入意识，从而引起害怕和恐惧，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
的。大多数人多少能够满意地与这些对抗力量实行妥协。然而，弗洛伊
德深信，他的病人都没有成功地采取这种平衡行为。他们的症状表明，
要么过于强大的欲望摆脱了“自我”的控制，而现实生活又不可能让他们
得到满足，要么他们的道德要求太高。

弗洛伊德得到公认的功绩。虽然存在各种有理有据的批评，但是
不能忽视弗洛伊德的伟大功绩。他提高了这样的认识，身体上的病象或
者异常的行为方式不仅是由生理决定的，并且需要进行相应的治疗，更
确切地说，他把这些病象与在他的病人或正常人身上出现的纯粹的心理
过程相联系。他认为，有“心理疾病的人”和“健康人”没有根本的区别，
没有明显的界限。弗洛伊德强调童年早期对于今后发育的重要意义，这
一点与现代儿童心理学的认识相一致，当然，儿童心理学涉及的是另一
种理论背景。最后应当说明，弗洛伊德的研究与只研究意识过程的冯特
的研究相比，明显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现代的心理学家虽然不是
都愿意承认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但是他们可能都赞同这样的说法：



一个人决不能始终并完全记得所有的心理过程。
心理分析的方法论上的缺陷。方法论者对精神分析提出了尖锐的

批评。他们指责其概念的定义不完善——太一般化和“含糊不清”，而且
无法进行评估。他们指出，对于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设想的过程（比如
压抑）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总的说来，有人批评说，精神分析虽然能够
在事后解释各种观察到的事件，但是没有对未来的发展作出预测。这些
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来自当时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圈子，他们自称
行为主义者。

行为主义的观点

自然科学是科学研究的典范。心理学创始人首先具备从生物学角
度研究人的各种条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过医学或生理学的教
育。自然科学对他们来说大多也是科学工作的典范。毫无疑问，促使华
生拒绝内省法（见第12页）的正是自然科学的这种典范。如果心理学要
提出承认心理学是一个科学的研究领域，那么，它的观察就只能仅限于
那些每个人基本都看得到的东西：行为（behavior）及其条件。行为主
义的代表人物无疑为心理学发展成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而没有成为哲学
的一个分支作出了贡献。（Richelle，1995）

巴甫洛夫的实验是华生观点的蓝本。华生的观点受到了俄国生理
学家伊万·巴甫洛夫的强烈影响，关于巴甫洛夫的研究将在第五章（见
第215页）中作详细介绍。巴甫洛夫偶然发现，狗能学会通过流涎对声
音刺激作出反应。他为够说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起初的中性刺激
获得引起某种反应的功能。华生心想，如果说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归因
于天生的反应和条件反射，那么，内省法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激发性
刺激与人们随后作出的反应一样是可观察到和可测量的。冯特所感兴趣
的心理学体验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永远是一个谜。它们本来就像华生的学
生所说，发生在一个黑盒子里，一个容器里，里面一片黑暗，什么也看
不清。为了解释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的行为，人们不必知道，动物在作
出反应以前所发生的过程，甚至无需知道它可能有过什么想法。巴甫洛
夫不需要使用任何模糊的概念去解释条件反射，只需详细描述，每个人
都可观察到的刺激（铃声刺激——食物）是怎样依次引起可测量的反应
（流涎的量）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了一种客观描述、预测和控制
人的行为的方法。



插图1.11　约翰·华生（1878-1958）

过分强调学习对于发育的影响。华生作为心理学家不愿意对生物
体内可能的过程去冥思苦想，所以他不用内在条件去解释人的心理发育
是合乎逻辑的。那么发育是由什么决定呢？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1632-1704）说过，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如“一张白纸”（tabula
rasa），这张白纸要被日后的经验所书写。因此，人们需要研究经验如
何改变人的行为。因此华生和他的学生们几十年如一日，主要研究人的
学习及其条件。他早已兴奋地认识到，有朝一日总能打开学习心理学领
域的知识大门。他写道：“给我几个孩子和一个我可以教育他们的环
境，我保证把他们成为我想要他们成为的人：医生、律师、艺术家、企
业家或者乞丐和小偷”。（Watson，1925年）

动物和人的生物体是被动的生物体。严格的行为主义者认为，人
和动物是被动的生物，他（它）们的行为完全受环境的支配。行为主义
者布尔斯·斯金纳毕生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支配人和动物的
行为，并使之有相应的改变。斯金纳成了行为主义观点的坚定的捍卫
者。在他看来，动物和人的机能就像机器一样；他（它）们对某种刺激
自动作出反应。根据他的观点，思想、感情或者态度不能作为心理学研
究的对象。



华生是刺激—反应（S-R）心理学的催生者。华生向只研究可普遍
可观察到的事物的心理学提出了挑战，并且断定，环境肯定能够无限影
响发育过程，因此他对20世纪上半叶的心理学研究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他是所谓的S-R（S代表Stimulus即刺激，R代表Response即反应）心
理学诞生的催生者；S-R心理学研究产生、保持并改变行为的可观察到
的刺激。行为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无疑仍在影响着现代心理学。

第一台电脑是“认知转变”的形成条件。霍华德·加德纳（Gardner，
1985）报道了1956年的心理学家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同一天所作的报
告为与会者指出了一条崭新的研究之路。众所周知，计算机也分为输入
（输入数据）和输出（在打印机上输出）。但是，人们输入计算机的数
据要怎样处理、计算过程的结果要怎样输出，都是由程序（软件）控制
的。如果计算机根据相应的程序能够加工信息和存储数据，需要时可以
重新从存储器中提取数据，那么人们想必就会研究，相应的过程在人身
上是怎样进行的。人不也是通过感觉器官获取数据，从中选择出一些进
行加工并存储在记忆中，需要时可以再次提取吗？这些心理学家认为，
如果人们可以控制并改变计算机中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加工步骤，那么人
们一定也可以研究发现人的身体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发生的过程。比如，
乔治·米勒在这次大会上报告说，人的短时记忆能够存储七个（也许多
两个或少两个）信息单元。（见第268页）赫伯特·西蒙和艾伦·纽厄尔向
感兴趣的听众介绍说，借助计算机程序模拟人解决问题的情况，第一次
获得成功。

倾向信息理论的心理学家发现了一条解密黑盒子中的过程，并把它
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行之路。从此人们致力于研究认知过程能否使人适应
环境这一问题。这些心理学家也可认为是行为主义者（新行为主义），
因为他们归根结底把人比作机器，等待“外部”的命令并且对于输入的数
据不会做任何逃避外部控制的事情。这样，认知心理学就产生了，它的
诞生时间被定为1956年，也就是上述关于信息理论的大会在波士顿召开
的时间。（Gardner，1985年）根据心理学杂志上的文章或者最近出版
的论文来衡量，传统的行为主义观点的影响不断减弱。（Robins et al.，
1999）尽管如此，行为主义流派直到现在仍然坚持同时认可和研究认知
过程。

传授存在于学生之外的知识。由于输入计算机的数据在现实中早
已存在，所以行为主义者认为，应当向学生传授不依赖他们而独立存在
的知识。认为知识存在于学生之外，而且不依赖学生而独立存在的观点
被称为客观主义。知识只能传授给学生，就像“注入”一个容器一样。如
果传授顺利而且完全成功，那么，学生所记住的知识与环境中存在的知
识就非常一致，如果传授非常理想，则完全一致。



但是，人真的“天生”是被动的，从而原则上可以比作一台机器吗？
把人看作是主动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主的，是不是更为合理？在
以“建构主义”观点为导向的心理学家那里，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一个
清楚的“肯定”。

建构主义的观点

从冯特的元素主义到格式塔心理学。对于冯特和他的学生而言，
有三个重要问题：一、哪些元素是经验的基础？二、这些元素是怎样相
互联系的？三、是什么东西使这些元素相互之间建立联系的？冯特认为
把“元素”拼凑成经验的创造力归功于人的头脑。这种观点遭到了格式塔
心理学家的否定。

格式塔心理学家解释说，意识不能简单地分解为单个元素，接着再
还原为意识。格式塔心理学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插图1.12所示的刺激
模型可以作出回答。

插图1.12　可以证明感觉过程中的顺序趋势的刺激模型

插图所示的单个刺激在感觉者看来呈螺线状。但是，如果他逐一观
察每一个点，那么，他得到的螺线状印象就会消失。必须把这些点看作
一个整体，才能看到一个螺线状。

主动的人的观点。格式塔心理学家还批判地分析了具有传统特色的
行为主义者。传统特色的行为主义者认为，环境刺激对行为有直接的影
响。相反，格式塔心理学家则认为，行为更多地取决于感觉者如何解释
刺激。与行为主义的观点不同，他们将人看作主动的生物。这种生物整
理感觉器官接收到的信息并给它们一个“形状”（“格式塔”）；这种生物
给感官印象一种感觉，赋予它们某种意义。“主动”这一特征与外部运动
过程的强度无关，更确切地说，是说明一个生物体的活动绝大部分是可
以支配的、甚至完全是由它自己支配的。但是，当一个人试图解释先前
存在的东西，并给它某种感觉的时候，他根据的是什么？格式塔心理学
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照样非常模糊。



通过内在的主观建构形成知识。建构主义者——瑞士心理学家让·
皮亚杰（关于他的观点，详见Mietzel，2003年）就是其中之一——强调
已知事物的意义，以便能赋予新的信息以重要性。早在18世纪，出生在
那不勒斯的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就已使用过建构主义
这个概念。（Gruender，1996）建构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的区别在于，
他们解释说，应当通过感觉者去赋予重要性，不依赖于感觉者就没有任
何意义。只要详细考察行为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各自对以下问题的回
答，他们之间的区别就能一目了然：一个正在潜心研读本书的读者怎样
获取新的知识？

行为主义者可能会在他们的回答中指出，本书中所描述的知识在读
者拿到它之前早就存在了。但行为主义者相信，一个读者阅读本书的时
间越长越认真，传递到记忆中并存储起来的知识与书中所描述的知识就
越一致。对行为主义者来说，结论不言而喻，长时间认真阅读《心理学
入门》的两个读者最终在作者想要“传递”给他们的知识方面高度一致。

以建构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会激烈地反对这个结论。他们会在论
证中指出，每位读者都会带着以往在罕见的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去
阅读书中的描述。读者会追溯这些知识，以便理解书中所描述的事件。
所以说，如果两个读者阅读同一本书，试图凭借他们迥然不同的原有知
识分析和理解这本书，那么，他们在读完这本书以后绝不可能构建出一
个完全相同的理解。

建构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不同，他们关注的不是环境，而是首先观
察人。在这一点上与人本主义的观点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建构主义者
和人本主义者认为，个人的或主观的经历是心理学最重要的事件。

人本主义的观点

反对不自觉的和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诊所认识
的病人，有时深受疾病折磨；因此他们不是生活快乐的人。弗洛伊德的
理论反映了这种单方面的经历，因为在他的著作中充斥着怀有敌意的感
情、妒忌、恐惧、压抑等，但没有快乐、乐观、热情或自信。弗洛伊德
说的都是社会必须控制的“恶的”欲望。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是不自由
的，是受着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的力量支配的。在行为主义者看来，自
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行为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来说，生物体的行
为完全取决于环境的条件。生物体——如弗洛伊德所说——其实就
是“牺牲品”。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第三种力量”。20世纪40年代有些循规蹈矩的
心理学家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们控诉说，特别是行为主义及其S-R心



理学把人完全“遗忘”了，而精神分析学则侧重研究人的消极方面，以致
是到了重新考虑引入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的时候
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在这种不满声中诞生的，卡尔·罗杰斯
（1902-1987）和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87）对这个学派的“降生”作
出了重要贡献。这两位心理学家所得到的重要启迪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来
自病人，而是基于他们与大学生和在咨询机构寻求帮助的人的接触。马
斯洛希望，应当通过对健康人的人格的研究提出人格理论，因为“研究
畸形的、缺少活力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只能导致畸形的心理学和
畸形的哲学”。（Maslow，1954）

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设计的蓝图，人可以非常随意地作出自己的
决定，并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与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的观点不同，
他们认为，人有一种不能低估的自身发展的潜力，因此人的目标是自我
实现。（Maslow 1970、1971）一个给其成员施加压力、不能保证他们
的自由的社会，只能把“好”人变成被动的、惊恐的、不满的或好战的生
物。

插图1.13　卡尔·罗杰斯（左）和亚伯拉罕·马斯洛堪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功劳是，打破了行为主义者提出的只限于研究
客观上可观察的事物这个框框。他们宣称，如果不了解一个人的诸如自
我形象、自我设计或自我价值观等主观因素，那么对他的理解就只能是
非常肤浅的。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强调，必须研究人诸如对
爱、乐于助人、或社会归属感的需求。他们解释说，一个孩子如果被剥



夺了人性的爱，那就会像其他没有足够食物和水的孩子一样，很可能死
亡。此外，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还建议研究乐观的生活态度对
于健康的重要性。（见第127页）

但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与那些非常实证的、激励研究的文章相比
也有缺陷，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比如，他们使用了许多没有充分定义
的概念。怎样判定一个人达到了自我实现的目的，对这个问题，他们就
没有明确的回答。比如，如果人们想从亚伯拉罕·马斯洛那里了解到，
哪些人具有达到自我实现这个目的的前提，那么得到的回答将是非常矛
盾的，请看信息框1.4。

毫无疑问，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为心理学能取得对人性的
广泛理解作出了贡献。人本主义心理学首先得到了许多对精神分析学和
行为主义观点表示不满的临床心理学家的支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主要
表达了一种人生哲学。批评者指出，所谓人天生是善的这种论断造成了
不符合科学原则的价值设定。再者，如果一味地满足人们追求自我实现
的要求，那么损害他人利益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此年轻人很清楚，
不得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去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人们为此早已制定
了一个全球通用的、能协同决定公共学校中所有高中课程内容的学习目
标：自我实现要兼顾社会责任。

信息框1.4

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观点，哪些人能够达到自我实现这个
目的？

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他的著作中描述说，许多人根据他的判断
能达到自我实现；这些人处于某种状态，“依靠这种状态他们发挥
了完全的、真正的潜能”。（Maslow，1954；1962）用马斯洛的话
说，这些人心理上是健康的。他们能够在本质上接受自己，不管是
他们的优点还是缺点。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有很强的自主需
求、对人有很好的移情能力；他们极富创造力、不拘束而且有很丰
富的感情生活。马斯洛所所说的自我实现者的例子首先是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爱莉诺·罗斯福和阿尔伯特·施韦泽。一个人必须具备哪
些前提条件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这个目的？亚伯拉罕·马斯洛对这个
问题作了回答（Maslow，1954），但是，他的回答根据安德鲁·内
尔的一项批判性研究（1991年），始终存在争议。首先，马斯洛没
有回答下面的问题：他们通过人生履历中的哪些经验达到了自我实
现这个目的。如果他能回答——通过他的理论论证——，基本需求
的普遍高度满足是否就是人的发展良好的前提及其高度的自我实



现，那就太好了。然而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指导思想
是，某些人格特征，他认为可以视为心理健康的前提条件，所以他
仅能证明，寻找具有这些独特特征的人——正如他所做的——是可
以成功的。（Neher，1991）

马斯洛在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1954）中描述了各种动机的等
级，其中生理上的动机（饥饿、口渴、性等等）列在最下面，列在
上面的是对安全、联系、信任的需求，最后是自我实现。马斯洛断
言，满足低级需求是成功达到自我实现的前提。如果父母希望他们
的孩子成为全面的自我实现者，他们必须根据马斯洛的建议，努力
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只要孩子提出来。事实上，安德鲁·内尔
（Neher，1991）引证米隆的研究时就已经发现，这种教育行为教
育出来的人往往“自我陶醉、利用他人、没有自制力、缺乏基本素
质”。（Millon，1969）

马斯洛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解释
说：“我觉得我现在更加明白，满足基本需求不是达到自我实现的
充分理由。”（Maslow，1971）事实上，被马斯洛称为自我实现者
榜样的许多人，在生活中也经历了许多磨难。这与马斯洛的说法是
一致的，他说：“一个人要做到坚强，必须能承受挫折”。
（Maslow，1962）但是，人们一定会急着问，如果尽可能不让一
个人经历磨难，他能够学会承受挫折吗？面对这种矛盾的说法，马
斯洛最终也没有回答什么是达到高度自我实现的条件这个问题。

不同观点的比较。每一种观点都以最终无法验证的假设为基础。因
此对于观点“正确”或“错误”的问题无法作答。幸亏没有任何理由要决定
支持某种观点。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既然人们从不同的立场看问题，
那么，最好把心理学的事实真相摆出来。行为主义者现在突然提出一个
不同于建构主义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问题。在解释比如为什么有些人
要酗酒时，生物学心理学家就会提出（也许有某种遗传吗？）与行为主
义者（环境中有这方面的诱惑吗？）、心理分析学家（是想通过饮酒克
服恐惧吗？）或建构主义心理学家（在“拿起酒瓶”前有什么想法，喝酒
的时候有什么想法？）不同的问题。在心理学的幼年时期，各种观点的
代表人物就时而发生激烈的争论。人们觉得自己受某个思想流派的束
缚，而且相信，这样能更好地达到理解人及其行为。现在的大多数心理
学家承认，每种观点都有其优缺点。下面一章的研究将表明，每种观点
都能为拓展心理学知识作出贡献。



1.4　应用心理学的若干工作领域

经过至少八个学期的学习，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或者再经过几年的
学习，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只有少数留在教学和研究的学术领域。大
多数心理学家都在大学以外的应用领域工作。

1.4.1　教育心理学

只有教育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是个例外，他们主要在培养教育学家、
尤其是教师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通常
研究学习和记忆的过程。他们提出（并检验）怎样促进公共学校以及继
续教育机构的教学和授课的建议。这一专业领域的许多代表人物是专业
的启发式心理学家。作为启发式心理学家，他们研究怎样改善教学（启
发）。他们关注的不仅是“正常的”学生，而且还关注那些有学习障碍的
学生。有些教育心理学家还把尽可能好地帮助那些有超常天赋的学生这
个问题当作专门的研究课题。

1.4.2　健康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是一个非常新的应用领域。（Haisch & Zeither，1991；
Schwarzer，1997；Stroebe & Stroebe，1998）健康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感
兴趣的是某种生活方式（比如，不喜欢走动、吸烟和饮酒）与健康的关
系。此外，健康心理学家还研究紧张状态和与此相关的风险——死于包
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之间的联系。（见第140、149页）他们还阐
明社会帮助对于病人康复的作用。

1.4.3　环境心理学

环境心理学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
心理学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每个生物都是通过自己的存在改变环境，
但同时，环境也对每一个个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环境心理学家
感兴趣的主要是人们对大城市的生活条件的反应。比如，噪音、相对密
集的人口以及越来越大的危害风险对大城市居民有什么影响？环境心理
学家还与建筑学家在住宅区、房屋和办公室等的设计方面进行合作。此
外，环境心理学家还研究怎样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一问题。



插图1.14　环境心理学家想方设法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以遏制地球上生活条件的日益恶化。

1.4.4　犯罪和司法心理学

那些缺少社会责任感、触犯国家法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指控。在
这一方面心理学家也大有可为。他们研究的就是犯罪和司法心理学（拉
丁文forensis，指古罗马城市设在公共广场的论坛，那里进也行法庭审
判）。司法心理学家协助解决在法庭审判之前和期间可能出现的心理问
题。他们还承担这样的职责：对在押犯及其重返社会（比如，审查是否
适合提前释放）作出评价。判决的出发点是，只有在被告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的场合，指控才能成立。可见，被告必须能够区别善与恶。司
法心理学家可能受法庭委托鉴定被告的责任能力。当然，在事后鉴定一
个人犯罪当时的内心精神状态或者对“屡犯”的问题表态是异常困难的。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科医生在评判同一个案犯时往往作出不同的鉴定。
（Hans，1989）另外，心理学家还参与证人证词的鉴定。（关于这个问
题可参看第287页及本页的图表）

1.4.5　临床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领域

关于一个学习和动机心理学家的经验。许多人认为，所有心理学
家都是从事临床工作的。彼得·格雷所说的经历很典型：“每当我参加一
个聚会并被介绍是心理学家时，人们的反应要么是尴尬和沉默，要么是
开始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已经学会直接告诉他们，我不是那样的心
理学家，不是给人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而是一个研究学习和动机的某
些基础的学者和研究者。”（Gray，1999）公众认为所有心理学家都是
从事临床工作的这种偏见，虽然作过无数次的解释，但似乎仍然根深蒂
固地存在于广大居民的脑海。

临床心理学家的工作领域。许多人把“临床”这个词与收治病人的医
疗机构相联系，也确实有心理学家在医院工作。然而，临床心理学家的
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临床”，如下面以德国1991-1995年的一项调查结果
为依据所作的统计表所示。（Schorr，1991，1995a，1995b）

*　新联邦州与老联邦州相比，大多心理学家在诊所和精神病院工作，很少有自由职业者。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临床心理学家不是像人们根据字面理解
的那样，仅仅从事临床工作。这个专业领域的代表人物也从事教育和职
业咨询的工作，他们不仅研究行为异常，而且参与关于学校、职业和教
育生涯的咨询，还有一些从事婚姻、家庭和生活咨询的非常专业化的机
构，从事诸如有关酗酒、吸毒和性（AIDS）的咨询。此外，有的临床
心理学家还在为智障、自闭症儿童或有行为障碍的人所设的疗养院工
作。

乍一看，临床心理学家的工作领域似乎非常广泛，多种多样。但我
们仍能发现他们工作的一些共有的重点。他们采用诊断学中公认的心理



学工作程序，并在提供咨询或采取治疗措施时以诊断结果为依据。（诊
断和治疗往往是不能明确区分的，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就是将
治疗过程中的进步与当事人起初隐瞒的恐惧心理和矛盾的发现和鉴定相
提并论。）临床心理学家首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所谓的预防，在预防的过
程中，临床心理学家努力阐明并创造条件，尽可能地不让人发生异常的
或偏离正常的行为。近年来，预防越来越受到重视（佩雷斯，Perrez
1998），虽然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为预防措施提供的资金还
远远没有达到要求。

洛塔尔·施密特说，大多数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家接触的都是“各
种紊乱和通过行为和／或体验以及身体的失调表现出来的疾
病。”（Schmidt，2001）但是，“紊乱”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偏离正常
也就是一般的、可以认为是“不正常的”行为方式吗？紊乱什么时候是正
常的，什么时候是不正常的？

界定正常与不正常的行为的困难

例子：考试恐惧症。在参加考试前，大多数人都有过他们认为对自
己的生活总的来说不具典型意义的体验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都说，恐
惧感加剧、食欲减退、失眠，也许还有抽烟越来越多，等等。这种考试
恐惧症可以认为是紊乱吗？可以看作不正常的行为或体验吗？什么是正
常的或不正常的的行为或体验这个问题一下子是说不清楚的。因此，罗
纳德·科默断定：“人们所作的解释什么是精神紊乱这个问题的尝试，通
常与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样多”。（Comer，1991）

“紊乱”是有额外痛苦压力的偏离正常的行为。科默指出，“紊
乱”这个概念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比如，由于性取向观念的
改变，在几十年前还被看作“不正常”或者“紊乱”的现象，现在已被广大
居民阶层所接受。目前，大多数临床心理学家不再把不正常现象，即一
种统计上很少出现的行为当作一种“紊乱”的必要标志。只有当一个人同
时有明显不适，感到不舒服、非常痛苦、可能无法履行日常职责时，他
们才称之为“紊乱”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考试恐惧症非常严重，以致无法
再正常地作考试准备，而且在这种心理影响下感到痛苦，那么这时就会
产生紊乱，可能需要“治疗”，即需要采取心理治疗措施。可见，在出
现“紊乱”的情况下，体验和行为都会受到明显影响。（Bastine，1998）

没有痛苦压力的“紊乱”？当然，对于临床心理学家所认为的“紊
乱”，目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解释。格奥尔格·容尼奇（Jungnitsch，
1999）指出，有一些“缺少疾病观念”的人，虽然被有的医生称为精神紊
乱，但是没有遇到痛苦压力。一个大量抽烟、饮酒、吸食毒品的青年，



由于这些行为在医生眼里可能就是“异常的”，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有损
健康。但是，这个青年本人绝不会将自己的行为看得很严重，而是会认
为，这是得到同龄人认可的前提条件。

临床心理学家在解释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紊乱的问题时，会采用他们
认为各不相同的诊断方法。

通过诊断术把握心理特征

当事人是积极合作者。不管是在咨询还是在治疗过程中，临床心理
学家在参与解决心理问题之前，必须获得关于他们的参与者的一些信
息。心理学家往往喜欢用“参与者”这一称呼，以表示他们期望得到他的
积极合作；希望他不要像传统意义上的病人那样，仅仅被动地接受对自
己的治疗措施。临床心理学家想要借助每次提问，通过观察获得关于当
事人的智力、精力集中能力、情绪稳固性等等特征的信息。当然，区别
在于，这种观察是在自然条件下，在询问、交谈的框架内还是在“规范
的”测验条件下进行的。

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一个人，肯定能更好地对
他进行了解。比如，老师可能会向教育心理学家请教这样的问题，他对
待一个根据他的观察上课时经常捣乱的学生应该怎么办。心理学家通过
在课堂上的观察也许会得到富有教益的启示。这种观察到的捣乱与教师
的某些行为有关系吗？这种“捣乱”行为在其他教师的课堂上也出现吗？
走进教室可能有助于解释这样的问题。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人们一旦
发现有人在观察他们，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因此，心理学家在观
察时应当尽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然，在自然状态下进行观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临床心理学
家通常在咨询室中进行这些必要的观察。但是，他们必须考虑到，要观
察的行为——比如说“捣乱”——在咨询室中与在比如教室这样的自然环
境中，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这种人为设置的环境中，临床心理学家要观
察他的参与者在谈话过程中的表现，而且要尽可能利用测验结果，从而
得到另外的启发。

诊断性谈话。临床心理学家乔治·凯利曾经给他的同行提出一条简
单的建议：“如果你们想知道一个人的思想世界，那就直接去问他，他
会回答你们的。”（Kelly，1958）诊断性谈话是临床心理学最古老的方
法之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知识绝部分来自他与病人的非常深入的
谈话。进行这种谈话的好处在于，可以个别地迎合求助者的问题和需
求。但是批评者们担心，问题的选择过于主观，单独与参与者谈话的心
理学家可能对同一个参与者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临床心理学家的不同



理论流派更是如此。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参与者闭口不谈的东西与
他所说的东西同样重要。与此相反，以行为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只对
实际发生的行为感兴趣。而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临床心理学家很可能主
要关注参与者的主观看法，很少在意这种看法是否与事实相符。因此，
要努力使谈话过程“规范化”；应当保证几个心理学家能独立地得出尽可
能统一的结果。

规范化测试。临床心理学发明了至少类似于诊断性调查规范化的各
种测试方法。一种方法，如果详细地规定了怎样实施、利用和解释，就
是规范化的。通过这些规定，无疑提高了“客观性”，也就是提高了多个
观察者（还有测试环境）取得一致的程度。心理学测试由一系列以书面
或口头形式向参与者提出的问题组成。所有这些测试的共同点是，借助
一系列问题对各种行为方式进行抽样调查（Anastasi，1990），以便能
够从中得出符合测试对象的普遍性结论。（London & Bray，1980）根
据各自确定的目标，决定观察哪些行为方式。心理学家设计了据说可以
推论出各种能力、技巧、兴趣、观念、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为结果的测
试方法。每一种心理测试的设计都受到设计者的某些假设的影响。测试
者要始终牢记这些假设，以便能够正确分析结果。第七章（见第336
页）将详述传统智力测试的几种假设。



插图1.15　心理测试是诊断学框架内应用的最重要的心理学方法之一，心理测试的内容包括测试对象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一个人的回答中可以推断出他的特征。

影响求助者和参与者的方法

咨询和治疗的区别。一个人去向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家寻求帮
助，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心理学家只要经过附加培训就可以进行治
疗。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那些行为明显异常的人（比如严重和持续的
沮丧、酗酒等）和那些明显或有些难以适应某种生活环境的人是可以治
疗的。首先，上面提到的去看临床心理医生的原因，往往就是不容易区
分治疗和咨询。比如，在某种生活环境下，在决策方面需要帮助时，就
可能寻求指导。在指导过程中，经常在考虑诊断结果的同时，首先向寻
求帮助的人传递能够改善他们的决策基础的信息。比如可以提出这样的
问题，考虑到孩子的独特天赋，应该让他就读什么样的进修学校，或者
哪种职业选择更适合临床心理学家诊断出的能力和兴趣。

相反，有些看上去能够治疗的病症却不是简单地给人一些信息就能
治疗的。大多数人想通过治疗（但是往往也不能明确划定与咨询的界
限）引起自身的改变，包括情感方面的改变。比如有些人向治疗医生寻
求帮助，以克服乘坐飞机或当众演讲的恐惧。有些人也许不能独自处理
近亲（生活伴侣、父母亲）的丧事。有些治疗医生擅长帮助人们解决夫
妻共同生活中的问题。参与者去治疗，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不满意，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些人去找治疗医生，是为了在医
生的帮助下更多地了解自己并且更好地充分利用自身的机会。

信息框1.5以几个历史上的例子证明，采取治疗措施绝不是近代的
发明。当然，以前几代人对于下面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看法：哪些行为需
要“治疗”、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否可以治愈和怎样治愈等。

信息框1.5

行为方式“紊乱”和异常的人过去是怎样“治疗”的？治疗“紊乱
的”或异常的行为不是近代的发明。相信魔鬼钻进了人类的身体，
受害者便会表现出奇怪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方式，这种信念可以追
溯到几千年以前。（Coleman et al.，1984）插图1.16展示的是石器
时代的头盖骨，上面明显有凿孔，以便让魔鬼有机会重新离开人的
身体。几个头盖骨都有骨愈合的痕迹，从中可以推断，被治疗者一
定在手术后还活了几年。在古埃及（约公元前1500年）、中国和希
腊都流传着类似的看法。在那里，人们希望能够驱逐这种想象中的
妖魔鬼怪，设法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着魔的人”要服用一种主要



用壁虎血、鳄鱼粪和苍蝇屎混合制成的毒剂。

插图1.16　可以证明史前时期的治疗方法的石器时代的头盖骨。据说只要在行为可能异常的人的头盖骨上凿孔，就可以驱除妖魔鬼怪。

认为异常的行为方式是妖魔鬼怪的杰作这种观念，在中世纪也
广为流传。在15世纪，教士承担了治疗的任务，他们先是用祷告和
圣水驱赶妖魔鬼怪，如果遇到它们的“顽强抵抗”，就设法采用比较
残酷的方法进行驱赶。从马丁·路德1540年的祝酒辞可以看出，他
把“可怜的痴呆”儿童称作“怪婴”或魔鬼的孩子，并且要求溺死他
们，因为一个这样的孩子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妇女可能被
当作女巫而受到迫害。在1478年出版的一部巨著《女巫之锤》中，
两位教士非常详细列举了女巫的特征。他们还描述了能够使这些受
害者招认的方式。在这部著作中，列数了各种极为残忍的拷问方
法。

从16世纪初起，认为人被妖魔鬼怪附体的看法逐渐失去影响
力，而对精神疾病并没有一种继续得到公认的解释取而代之。行为
异常的人越来越多地被安置到特殊的、不能享受人的尊严的疯人院
里。最古老的疯人院可能是伦敦的圣马丽亚疯人院，从1547年
起“傻子”和“疯子”就被送到这里。送到这里的人都要遭受折磨、鞭
笞，而且伙食很差，以致许多人在进来后不久就被饿死。“不良的
血液”被认为是抑郁或神志不清的根源。因此，静脉被定期切开，
让血液流进早已准备好的皮口袋中。（见插图1.17右图）看守者把
病人们提供给公众参观和取乐，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改善自
己的收入。（见插图1.17左图）圣马丽亚疯人院不是一个例外，类
似的收容所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在欧洲还广为流行。



插图1.17　疯人院收容的人被定期放“坏血”，坏血被看作是他们行为紊乱的根源。（右图）18世纪，看“疯子”是一种娱乐，图示的两位女观众就是如此。（左图）

18-19世纪，科学的进步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异常行为的新
的理解。归根结底，这是源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50-377）表达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没有能够得到贯彻，而且被
遗忘了十几个世纪。1793年4月25日（法国大革命时期），医生菲
利普·皮内尔（1745—1826）成为巴黎一所主要安置“精神病人”的
疯人院院长，这对一些病人而言是一种幸运的安排。这位院长上任
（1793年9月2日）后不久，他的提案便得到了批准，大约50位病人
摆脱了禁锢，从此以后，他们可以在整个疯人院自由活动。这位医
生把这些病人当作人，待他们以友好和尊重。这种治疗卓有成效。
可惜，起初模仿皮内尔的人很少。尽管如此，这也是把精神紊乱和
行为异常的人看作病人的一个重要开端。冯特的学生、德国精神病
科医生埃米尔·克雷佩林（1856-1926）在教科书中写道，心理和精
神疾病是大脑病变的结果，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从而他提出了把
行为异常归结为内在根源的器官性异常。

但是，所有的行为紊乱都是器官性的吗？富有争议的奥地利医
生弗兰茨·安东·麦斯默的研究后来据说启发了另外一种观点。当时
在巴黎行医的麦斯默认为，看不见的磁流失去平衡的时候，疾病就
会产生。通过触摸病人的身体部位，麦斯默往往能成功地使病人摆
脱长年的瘫痪及其他病症。他的成功很快就传开了，并最终传到了
学术界。显然，麦斯默使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并能够通过感应作用治
愈他们的疾病，然而，由于他的“理论”和怪异的举止，没有得到承
认。直到巴黎精神病学家让－马丁·沙可（1825-1893）继续麦斯默
的工作、进行系统研究并应用之后，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异常行为方
式的观点。沙可指出，歇斯底里（其症状主要是突发的无力、瘫
痪、听力或视力障碍，找不到器官上的解释）可以用催眠术治疗。
沙可的研究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沙可



和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症状的根源在于病人本身。（见第33页及其
下1页）如果想让病人摆脱病症，就必须对他进行相应的治疗。病
人必须梳理自己尚未克服的事件并解决其中的矛盾。于是就形成了
这样的医学观点：行为异常的根源在于病人本身。

还有一种观点是行为主义者提出的。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将行
为归因于环境的某些条件。（见第11页及下1页和第35页）对于学
习心理学家而言，产生“紊乱”行为的方式原则上与正常行为相同。
可见，人们只须改变行为的后果，就能解决行为紊乱。现在，大多
数心理学家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行为紊乱是相互作用的结
果。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内在的（可能还有遗传的）原因，但他们
同时也考虑到，这些生物学的前提往往可以归因于（可能是不利
的、“致病的”）环境条件。因此，鉴于各种紊乱，治疗学的目标是
影响身体过程、适应环境或同时改变这两种因素。

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20世纪形成的治疗方法数目非常庞大。有些
治疗方法仅限于一个疗程，而有些治疗方法则需要延续几年时间；有些
治疗方法主要针对参与者的认识，而有些治疗方法则是针对情感或行为
的改变；有些治疗方法主要是采取谈话的方式，而有些治疗方法还包括
身体练习。治疗医生将有些方法只用于某个参与者，而将有些方法运用
于许多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他们至少能列出250种不同的心理学治
疗方法（Corsini，2001），而有些研究人员能列出400种之多。
（Karasu，1986）形成如此繁多的治疗方法，主要是由于不断发明新的
治疗方法，而原有的方法绝不会以无效为由而撤消。（Parloff，1993）
尽管如此，如果只选择那些证明至今仍然有效的方法，那么就屈指可数
了，其中包括行为疗法和谈话疗法。（Grawe，1992）心理分析在一片
反对声中是否仍能坚持下去，还很成问题。有些人认为，弗洛伊德的方
法充其量能帮助受过良好教育的健康人更好地了解自我。（Michels，
1990）不管怎么说，如果说有些当事人得到了这种方法的成功治疗，那
么，这种成功也许都被归功于治疗医生积极的情感引导，而几乎不会被
归功于心理分析学的解释和心理分析（Wallerstein，1989）。

1.4.6　劳动心理学、企业和组织心理学

以前的研究

弗里德里克·泰勒与经济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弗雷
德里克·泰勒在参观一家钢铁厂时，特别留意了一组工人，他们正在把



40公斤重的生铁板搬到几米远的一个仓库，最后从那儿装上火车车厢。
泰勒在仔细观察了这些工人的活动流程后就相信，只要对流程作一些改
变就可以把生产力提高四倍。泰勒也许是正确的，劝说工人们认可了泰
勒制定的流程以后，他们的效率就像预期的那样提高了。接着，工资增
加了60％。从那以后，泰勒更多地被视为劳动和组织心理学之父。他对
这一专业领域后来的研究明显产生了影响。根据他的观点，企业领导者
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工人并对他们加以培训。

不过，泰勒认为，“一般的”工人天生就是懒惰的，但是通过金钱的
激励能够使每个人完成单调的、累人的工作（流水线旁的劳动！）。因
此，人被看作“经济人”，主要通过金钱激励来激发积极性（见第315页
及其下1页）。泰勒甚至相信，雇主和雇员有着相同的利益。因此，他
的结论是，“同时满足工人的最高愿望——高工资——和雇主的要求
——商品的低生产成本”——一定是“可能的”。（Taylor，1911）然而，
这种简单的“激励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多种发展趋势促使人们不讲劳
动道德，因而劳动成果的质量也随之下降。难道人的动机还可能由金钱
奖励之外的其他因素决定吗？难道劳动生产率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吗？埃
尔顿·梅奥（Mayo，1933）与几个同仁也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
（Roethlisberger & Dicjson，1939）。

霍桑效应。梅奥和他的小组在芝加哥附近的一家大型电气公司的霍
桑工厂对生产某些电话元件的女工们进行了观察。这些研究人员在得到
第一印象后，就改变了工作场所的许多条件（比如照明设备和休息时
间），并且断定，采取每一项措施都能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研究人员吃
惊地发现，在他们一步一步地恢复原状时，生产效率也提高了（所谓的
霍桑效应）。很明显，女工们作为一项科学研究的参与者得到了重视和
尊重，这种感觉比物理环境重要得多。事实还表明，女工们在组装电话
机时提高了自己的技术，从而乐此不疲，不再感到单调乏味。定期进行
的调查实际上表明，所采取的措施使人减少了疲惫感。由于女工们在工
作岗位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所以她们也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早期认识：对劳动的满意度提高生产效率。尽管梅奥的研究和结
论当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和质疑（Ricem，1982；Walter-Busch，
1989），但他的认识对劳动和组织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许多
心理学家日益关心的是，提高劳动满意度，而劳动满意度显然取决于工
人的社会关系。现在，人们试图通过改善个人与同事和上司的关系来提
高生产效率。心理学家继续致力于改善条件——这里指的是社会条件，
以便使企业员工取得更大成效。直到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影响下，劳
动和组织心理学家才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任务。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影响：自我实现的愿望。埃伯哈德·乌里希认



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自我实现和心理成长的需要受到了关
注”。现在，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尝试在企业里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
条件下能够让雇员把劳动当作自己的事情。泰勒详细规定了个人的工
作，从而剥夺了工人所有的决定权，而现在，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影
响下则要求工人参与决策。工人有机会合理运用并拓展自己的能力。鼓
励企业承认人们对于自我实现、自我负责和自我克制的追求。乌里希解
释说：“对于上司的自我认识来说，他们的任务不再是施加影响和加以
控制，而是给以鼓励、支持和帮助。”（Ulich，2001）

承认并兼顾个体间的差异。泰勒相信，人有劳动的动机，是因为
他们想通过劳动获得尽可能高的收入。梅奥和他的同事们则勾画了一个
在工作岗位上主要受他的社会需要支配的人的形象。以人本主义为取向
的心理学家建议企业要考虑雇员自我实现的愿望，同时介绍了关于人的
观点，默许从中可以充分看出每一个员工的特点。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
的。除此之外，还应该承认，人们的需求各有差异，而且只有当人们提
供给他们适合个人特点的工作条件时，才能兼顾这种差异。

在过去几年中，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有时非常专业，以致在这一框
架下无法恰当地描述他们的工作领域。（Hoyos & Frey，1999）为了对
他们的工作至少有一个管窥，这里列举他们的几种任务和目标：人与工
作条件的相互适应，促进工作满意度的提升。

心理学方法在人员选拔中的发展和应用。

有人认为，在为选择适合的求职者而采取各种措施的时候，心理学
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这是不正确的，阿尔弗雷德·格伯特确
信：“心理学家参与的资格审查不到10％。”（Gebert，1989）在大多数
情况下，都是非专业人员根据求职者的态度决定的。在决定录用哪些求
职者之前，必须弄清楚，他们所具备的条件，是否能满足应聘岗位的要
求。只需对工作加以分析，就可了解这些要求。

工作分析。在人员选拔开始之前必须进行工作分析。进行工作分析
以后，详细描述某个工作岗位或某项工作所要求的能力、知识和行为方
式。人们通过询问那些能出色地满足工作岗位要求的人、了解直接上司
的要求或者认真观察某个工作岗位的工作，获得必要的信息。最有启发
性的是一个人在紧急状况下的行为，比如发生了采用通常的习惯做法无
法解决、要求自发地做出正确反应的事件。

在了解胜任某个工作岗位或者某项职业活动需要哪些能力之后，就
可以开始选择适合的求职者了。

面试。通过面试，可以了解求职者的性格特征和特殊资质，因而面



试的过程和结果，对于聘用求职者通常起到决定性作用。许多研究人员
独立地调查了在面试基础上作出的聘用决策的成果。实际上，通过这种
方式真的能成功挑选到合格的员工吗？还说不定，因为社会心理学家列
举了许多使人产生错觉的错误。（见第457页及其下几页）那些以面试
时留下的印象为依据的决策也是如此。面试者通常过于看重一个人的某
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与将来能否顺利工作毫无关系。（Zedeck &
Cascio，1984）考官当时的心情也可能影响人事决策。（Baron，1987）
因此，毫不奇怪，在认真分析了相关的调查结果后可以综合认定，面试
对于希望将来能顺利就职的人来说不是最好的方法。（Dorfman，
1989）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就试图弥补面试程序的缺陷。采用
标准化的面试可能要好一些。（Hough & Oswald，2000）最好给所有应
聘者提出相同的问题，这样就能获得良好的可比性。（Campion et al.
1998）

心理测试。测试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选择候选人时少犯错误。
（Staufenbiel & Rösler，1999）可以采用的测试方法有：智力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能够很好地预测一个应试者能否在多个工作领域顺利就职
（Schmidt & Hunter，1998）——和性格测试以及职业兴趣测试。
（Hough & Oswald，2000）

当然，围绕测试方法的运用或者至少对测试结果的乐观评价一直争
议不断。（Drenth，1989）争议大多以这样的假设为依据：一些合适的
特征在以后的发展中不会再改变。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些应聘者
经择优录取法被淘汰，而通过培训他们也能很好地完成所要求的任务，
那么淘汰他们不是很可惜吗？改变企业分配的任务不是也能轻松克服那
些吹毛求疵的缺点吗？

评价中心。采用测试的方法在下述情况中也许是特别有理由的：要
获得工作岗位，必须掌握某种娴熟的技能，或者必须取得明确规定的成
绩。这种测试方法可能不适合用于领导岗位干部的选拔。劳动和组织心
理学家为此发明了其他的方法。下面仅以所谓的“评价中心”为例
（Gebert，1989；Krause et al.，2001），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同时对6-12
位候选人作出评价。不对候选人进行面试，而是为他们提出不同的问
题：书面测试、角色扮演和他们所竞聘的岗位的典型工作。多位观察者
对候选人的反应进行评价。这种方法较之其他方法成功率比较高。
（Gaugler et al.，1987）

因人设岗。我们不能总想着去寻找那些在资质及性格特点都非常适
合某个工作岗位的员工。我们同样也要努力创造让工作岗位适应人的条
件。现在的许多岗位需要与复杂的机器打交道，操作失误可能给自身带
来严重的后果。20世纪40年代以前，工作岗位上运转的机器基本上是一



览无余的，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操作失误。在制造机器时只考虑技术方
面。人必须适应机器，容忍可能的危险、无法忍受的工作环境和频繁的
操作失误。人们充其量就是千方百计地通过相应的选择程序找到最能满
足要求的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用的大量设备（雷达、飞机、潜
艇）才要求人们在完全“非自然的”环境中作出复杂的、快速的反应，而
且频繁出现操作失误，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必须将机器设计得更加方便
使用。（Schultz & Schultz，1990）

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人们称之为“人机系统心理学”或工程心
理学。在这个到处是技术设备的世界中，人们已经离不开工程心理学的
服务。核电站的例子尤其让人难忘地证明了这一点。三里岛差点发生灾
难，主要原因在于监控仪器和预警荧屏之间的距离太大。当监控人员在
查看监控仪器时发现危险即将发生时，他们已经来不及赶到另外一个地
方，以阻挡这一灾难性过程的发生（Kantowitz & Sorkin，1983；
Dörner，2003）。在日常用品中，人们往往会忽视工程心理学家在形状
设计方面的一份作用。洗衣机、照相机或者录相机生产出来了，而生产
者事先并不知道，使用者怎样才能够最好地加以使用。（Norman，
2002）比如说，如果一部机器上的不同功能的开关和按钮在外观上（颜
色、样式等）有明显区别，那么操作就方便了。

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满意度。

提高对工作岗位的满意度，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预期了，这种预
期是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影响下产生的（见第39页及其下1页）。然
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工作的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面临的是异常艰巨的
任务。与泰勒的观点（见第51页及其下1页）不同，满意度不仅取决于
报酬的高低，而且还取决于个人的预期、工作岗位的物理条件、同事关
系好坏、上司的公正对待以及其他许多情况。能够简单预测工作满意度
的实际影响吗？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有人希望满意度的提高能够直接导致生产力的
提高，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满意度不一定能对劳动态度产生影响。
（Oskamp & Schultz，1998）尽管如此，是否存在这样一些条件，在这
些条件下不仅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很高，同时生产力也能提高？以前，主
张参与决策的人断言，参与决策的引入能够增强劳动道德、降低旷工时
间、减少辞职人数和提高生产力。（Marrow et al.，1967）有人反复检
验了这种论断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这方面的内在联系绝对不是这么简
单。（Locke & Schweiger，1979）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面对这种矛盾的
结果，明确表述了他们的问题（Vroom & Jago，1988）：在哪些条件



下，哪种参与决策证明是正确的？难道让员工直接参与或者通过选举出
的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吗？所有事务还是仅仅某些事务可以参与决策？上
司对下属的决策参与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他们是否会把下属的决策参
与看成是对其领导角色的挑战，从而予以反对呢？事先如何防止他们作
出这样的反应呢？有些研究成果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这些研究无论过
去还是现在都试图回答怎样提高或者至少保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个问
题。（Brandstätter，1999）

工作积极性是内部和外部条件的结果。对于许多员工来说，最主
要的动机激励是能在工作中证明自己，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在工作中得到
承认并建立满意的社会关系。企业领导也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制定假
设员工能提高工作积极性的计划，方便他们设定自己也高度评价而且可
以实现的目标。在许多企业中，通过这种“目标设定计划”减少了请病假
和偷窃的人数；降低了成本，并且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Locke &
Latham，2002）

对于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来说，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为他们开
辟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在工业企业中是否能创造条件，使员工愿意
并有能力生产出在日益激烈的竞争条件下打开国际市场的产品，也取决
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1.5　后续章节展望

艺术家和哲学家多次说过，人有充分的理由自豪地把自己看作“创
造之王”；还有莎士比亚，他借哈姆雷特嘴这样说道：“人是多么了不起
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
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
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人们可能一看就
会说，人学（现在心理学也已纳入其中）的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狂妄，他
们竟然想通过努力成功地揭露这件“作品”的某些秘密！好奇是人类天性
的一个特征，不过现在是对人类自己的好奇。

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始终致力于解开人的
行为这个谜，即人的行为在各种条件下的多样性。因此，认真阅读以后
各章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定能拓展他关于自身及其同胞的知识。在这
方面，发展心理学（第二、三章）、感觉心理学（第四章）、学习心理
学（第五章）、记忆心理学（第六章）、问题解决行为和智力心理学
（第七章）、动机心理学（第八章）、感情心理学（第九章）及最后的
社会心理学（第十章）的现实认识将对他们有所裨益。虽然许多问题还
有待解决，但是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够凭借自己获得的心理学知识
赞同莎士比亚的观点：“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同时充满好奇
地乐于参与心理学的研究探险，并为进一步破解“人”这个谜作出贡献。

————————————————————
(1) 本书见第多少页，均指德文原版页码。——编注



2　人类的发展心理学：基础和开端

威廉·莎士比亚在话剧《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中假借他笔
下一个英雄的口说：“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
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
着好几个角色。”莎士比亚描述了人“变换的历史”，从孩童开始，以“孩
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为终结，此时人“没有眼睛，没有牙齿，
没有味觉，没有一切”，只等待着帷幕最终落下。莎士比亚的这种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是现代的，因为他不像早期发展心理学的代表
人物那样，认为人的“变换的历史”以达到青壮年为结束，而明显认为以
逝世为结束。人生的“戏剧”——为了沿用这个比喻——实际上有许
多“场”，大多数人都已经经历和将要经历：人生开始于一个男性的和一
个女性的性细胞在母腹中的结合。大约九个月后，一个重约三公斤
的“演员”就登台演出第二幕情景，这些情景都遵循一定的模式：孩子在
12个月大的时候可能会说出第一句有意思的话；六岁时开始上小学；青
少年时站在镜子前为外表费尽心思，并在交友过程中积累最初的恋爱经
验；年轻力壮的时候努力成就事业，也可能已经人为父母；大约在50岁
的时候会第一次发现身体衰老的明显迹象，最终作为“退休人员”面临重
新安排生活日程的任务；在某一天这个不断发展的人可能会经历生活伴
侣的去世，并经常回忆和反思自己的一生。

在人的一生中肯定会发现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不同之处更让人印象
深刻。在人生之初，人有机会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在去世的时候
他却只有一种选择。（Barash, 1979）因此，人的发展绝不像舞台剧的
情节发展那样可以预先规定。可见，发展心理学不能局限于描述“普通
的”人生，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生，更确切地说，发展心理学应当
揭示，人在自身发展的各个阶段应当在何时、怎样和通过什么方式改变
自己。男人和女人由于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人生道路而选择了一条自己
的道路，可以归因于哪些条件和事件？



2.1　发展心理学的目的

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宗旨，只需寥寥数语就能说明。发展心理学的代
表人物观察各种变化，是为了进行描述。但是，他们觉得进行描述还不
够，还想作出预测，并且他们想尽可能明确地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他
们想做得尽善尽美。具体地说，就是以当时经典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为依
据进行解释。

发展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几十年前，玛丽·雪莉就作了一项关于婴
儿早期运动机能发育的研究。（Shirley, 1933）她抽样调查了25个婴
儿，从他们出生到15个月，定期对他们进行观察。她关注的是这些年幼
的测试对象的运动机能在上述的年龄段内的变化。插图2.1展示了她的
观察结果。



插图2.1　婴儿出生后头15个月的运动机能的发育

各个年龄段的变化及其顺序的描述。雪莉不仅观察和记录了她所
观察的婴儿的运动姿态先后变化的顺序，还顺便记录了运动姿态出现进
步的时段。比如她指出，婴儿在出生7个月后能够独立坐着，9个月大时
能够扶着家具站立，11个月大时，牵着他的手就会行走；15个月大时能
够独立行走。

雪莉所做的事情对于所有发展心理学家而言是很典型的：他们关注



的是研究人的变化，然后按年龄整理他们的观察数据。在雪莉进行这项
研究时，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还局限于研究从婴儿出生到成为青年这个
年龄段。当时，发展心理学家扩展了他们的研究所关注的时间段，因为
他们现在研究的是从受孕（单个生命实际形成的时刻）到一个人死亡的
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研究人的整个一生。

探索发育的共性和特殊性。雪莉在研究中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
题，婴儿的运动机能在头15个月中是怎样发育的；她记录了一个婴儿在
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个体之间的差异）。她将所有的测试对
象进行比较，试图找出共同点。雪莉遵循的是成长理论，这种理论认
为，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在的、受遗传支配的影响。如果只是试
图揭示发育的一般过程，那么，也是指一般的研究。这种研究大多仅限
于作出描述。

如果所有婴儿的运动机能都是按雪莉描述的方式发育的，那么，就
没有理由不进行描述。然而，变化绝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的。现在的
孩子总体上说发育比较快；他们达到雪莉所描述的运动状态的时间比30
年代所观察的婴儿要提前2-4个月。这种差别对于那种所谓超越纯粹描
述的解释是一个挑战。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孩子在12个月大时就能独立行
走？为什么存在差别？如果一个发展心理学家只是试图通过研究，解释
单个儿童身上的哪些因素引起了发育过程的特殊性，那么，也是指表意
性研究。人与人（个体）之间在发育过程中出现差异有很多原因，可能
由于遗传，也可能由于环境。



2.2　发展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至少有两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发展心理学的关注，结果引起了
深入的、甚至激烈的讨论。其中一个问题是，一个人的发育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顺利的，还是分阶段或分时期的。此外，发展心理学家几乎从
这个学科诞生之日起就试图解释，环境和个体的遗传对于发育产生了什
么影响，或者说应该怎样看待这二者的共同作用。

2.2.1　发育的连续性或者间歇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不断（连续）上升的道路或者通过台阶
（间歇性）达到某个高度。受这个比喻的启发，发展心理学家很早就开
始讨论，应当把发育过程中的进步想象成像一条向上的路那样连续的、
还是像台阶那样间歇性的。

发育是连续的过程。如果间隔较长时间观察一个婴儿，那么，看到
的主要是量的变化。比如说，女孩和男孩的身高都是逐渐增加的，走路
一年比一年快。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词汇量不断扩大，也许不
是以相同的速度扩大，但是不间断地扩大。

首先，以行为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把发育看作一个连续变化的过
程，他们把这种变化解释为学习过程的结果，而学习过程是受环境支配
的。（见第11页及其下1页）通过体验，个体逐步地获得新的信息元
素，学习者把这些元素拼在一起，就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学习前提。起源
于行为主义观点的信息理论家认为，发育过程中的进步是随着注意力、
记忆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逐步的，也是连续的提高而形成的。他们同时
还相信，环境也能够对发育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说“一般的”（也就是
说大多数）儿童在六岁时才学习读书和写字，那么，行为主义者就把这
看作是相应的环境刺激的结果，但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有目的地训
练这些孩子，那么，他们也许在三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就能掌握这些能
力。

发育是间歇性的过程。仔细观察过自己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孩子在
某个时间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一点在身体方面表现得很明显，有几
年儿童的身高增长很慢，过了一段时间突然蹿高（量的变化），而且身
体的比例也会发生变化（质的变化）。在动物身上也能明显看到这种质
的变化，比如，一只蝌蚪长成一只青蛙。

让·皮亚杰（见88页及其下几页）提出了一种思维发育的理论，支
持质的变化。这一理论认为，大一些的孩子能够理解自然科学的事实，



而小一些的孩子则不能。比如，给学龄前儿童一些不同长度的木棍儿，
并要求他们按照长度排列，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毫无章法，更确切地说，
他们表现的是尝试—错误行为，因为他们还不懂“排序”。而大一些的孩
子则懂得按照所提的问题将木棍儿排序，因此他们认真地对比每一根木
棍儿。这种充分理解的做法与学龄前儿童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既……又……”答案。过去，许多发展心理学家对于发育是一个连
续的还是间歇的过程这个问题，都是支持这种或那种回答。现在，在心
理学领域，有人更主张克服片面的观点。所以，现代发展心理学家大多
认同这样的观点：将有些发育过程描述为连续性的比较好，而有些发育
过程描述成间歇性的比较合适。（Rutter, 1987）至于遗传—环境问题，
也可以用一个“既……又……”这个答案来回答。

2.2.2　遗传—环境问题

遗传（遗传基因）和环境怎样影响发育，围绕这一问题，哲学家、
医生和教育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
描述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以前，先介绍若干生物学基础。

若干生物学基础

受精卵是人类生命的开始。人类生命之初是一个还没有针头大的
单体细胞。这个细胞是男性的精子和女性的卵子结合而成的。这个受精
卵已经包含它要长成的生命体的整个蓝图。

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借助现代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到染色
体，它们存在于每一个身体细胞中（见插图2.2a）。每个人类的性细胞
有23个染色体，而每个身体细胞中的染色体增加一倍，即46个。这些染
色体可以按照大小排列并作相应编码，从图2.2b可以看出，每个编码代
表两个相同形状的染色体，其中一个来自母亲、另一个来自父亲。



插图2.2a　一个细胞的图示，染色体位于细胞核。

插图2.2b　人类的46个染色体

X和Y染色体决定性别。从插图2.2b中还可以看出，一个编码代表
的两个染色体用字母X和Y表示。这些染色体的任务是决定性别，也就
是说，它们决定能发育成一个男孩还是女孩，X染色体只在女性身体细
胞中成对（XX）存在，而男性身体细胞中有一个X和一个Y染色体，细
胞中的一个X染色体来自母亲，而一个男性的精子则提供另外一个X染



色体或一个Y染色体。
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染色体中包含被称为基因的某些部分，它们

支配着决定个体发育的化学过程。基因由一个缩写为DNS（脱氧核糖核
酸）的大分子组成。早在几十年前，一些科学家就已成功地从一个低级
生物体的染色体中分隔出一个基因，并拍了照片。2000万个基因放在一
起大约只有一厘米长。

基因组工程。人们把一个生物体的基因总和称为基因组。（Ridley,
2000）1988年，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启动了基因组工程——德国也参与其
中，其目的是，系统地研究人类基因的结构、功能和调节机制，尤其是
基因在医学上的意义。这项研究得到重视，是因为这项研究为人们了解
遗传因素在身体和精神疾病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可能，遗传性
慢性舞蹈病（亨廷顿舞蹈病）就是一个例子。

例　子

亨廷顿舞蹈病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遗传性疾病，结果导致重
要区域的脑细胞不断衰竭。这种紊乱呈无法控制的跳跃式的运动。
在出现运动机能的紊乱之前，通常会出现精神和神经方面的变化。
如果一个病人患上亨廷顿舞蹈病，病症会越来越严重。这种相对少
见的疾病，现在还无法治愈。（Pinel, 1993）不幸的是，大多人在
40岁之后才会得这种病，这时大多已经人为父母，不再面临是否组
建家庭的问题。当然，根据目前的知识水平，在丈夫和妻子身上最
初出现这种病症以前就能查明，他们是否带有这种疾病的基因。
（Giodani et al., 1995）因此，现在的夫妻能及时知道这种遗传的风
险。

关于基因的作用。父母遗传给孩子的不是固定的行为方式，而仅仅
是在某些反应方面的能力。由基因决定的能力究竟会怎样发展，由一个
人所处的环境条件决定。比如，儿子或女儿从他们父母那里遗传了在跳
高这一体育项目中取得好成绩的前提条件。基因决定了在这一体育项目
中有较强能力所需的身材和肌肉的发育，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在一个不
崇尚和支持跳高的环境中长大，那么，他／她纵然有这些遗传条件（遗
传型）也绝不可能发展成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表现型）。



插图2.3　基因创造能力。怎样发挥这些能力，取决于环境条件。

人类遗传性评估

关于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问题。大多数人的特征是在多种基因
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比如身高和智力就是这样。人们试图通过智力测
试来了解的许多能力，都取决于大量的相互联系的基因；基因的不同组
合决定各种能力的突出程度。（Luciano et al., 2001）在日常的讨论中经
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哪一种因素更为重要，是遗传还是环境？
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每一个特征既取决于环境又取决于遗传。然
而，只要表达得略有不同（Kalat, 1995），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一
个观察者在观察行为中（比如，在需要智力的情景下）的差异时，更多
地取决于遗传的差异，还是环境的差异？在遗传研究中人们使用的遗传
指数用0％-100％表示。一个接近0％的数值表示，在一个人身上观察到
的差异只在很低的程度上能归因于遗传因素，而一个接近100％的数值
则表示，所有的差异都是遗传的。比如，智力的遗传指数在50％-70％
之间（Plomin, 1999），虽然不能把“遗传指数”普遍有效地与人的某些
特征相联系，也就是说，这一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调查的人群，



取决于人所处的环境，取决于调查时所用的测试手段。
童年时期越来越多的自决环境。影响一个人发育的环境的差异不

仅存在于成长发育的过程或具有文化特色的其他国家，环境的变化也会
造成差异，因为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决定他们集体所
处的环境条件。桑德拉·斯卡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认为，一个人的基因
对环境的选择产生影响，因为他喜欢选择，并在选择中积累经验。不
过，在发育的过程中，基因和环境会改变自己共同作用的方式。（Scarr
& McCartney, 1983; Scarr, 1988）

众所周知，孩子小的时侯在哪些特殊环境下成长，主要由父母决
定。孩子小的时侯在哪些特殊环境下成长不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遗传
基因，而是由父母给他们做样子。比如，母亲或者父亲喜欢读书，他们
就会给孩子提供一种有许多书籍和杂志的家庭环境。在这种氛围下读书
的情景经常出现，所以可以唤起孩子对文学的兴趣；喜欢音乐的父母可
能会使孩子早早地学会一种乐器并经常演奏乐曲。

孩子大一些，就应当允许他们积累一些在自己家里难以积累的经
验。在发育的这个进步阶段，孩子会主动寻找适合他的遗传基因的环
境。斯卡与麦卡特尼认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应当允许他们越来越
多地选择小生境的自由，也就是说，让他们在周围寻找那些他们能够积
累经验、符合他们兴趣的小生境。如果一个孩子在他亲生父母身边长
大，他所选择的环境可能也是他的父母所喜欢的——因为生物学的血缘
关系。相反，如果一个孩子是被收养的，他就有与其养父母不同的基
因，由于孩子们现在在选择环境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特别是被收
养的孩子，可能会选择自己的家庭所不支持的环境。比如，具有音乐天
赋的孩子，可能会争取成为学校乐团的一员，用不着强迫他去演奏某种
乐器。好奇的孩子经常会自愿前往当地的图书馆，为课余时间借阅额外
的辅导材料。

斯卡与麦卡特尼认为，环境在一个人发育的各个阶段具有相同的意
义；但是他们认为，遗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是在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而
基因参与了环境条件的选择。



2.3　出生前的发育

胚胎阶段。受精卵在受精后游向子宫，大约在12-14天后到达。在
它的目的地——在此期间已发生了无数次的细胞分裂——这个细胞体在
内膜里扎下根。某些细胞使得子宫内膜部分融解，从而建立母体的营养
供给系统。这样，生命的第一阶段——细胞阶段就结束了，接下来是胚
胎阶段。在接下来的几周中，这个生物体的发育速度之快是后来任何一
个时间段都不能比拟的。怀孕第三周，胚胎已经发育得比最初的卵细胞
大一万倍了。在胚胎阶段结束时，眼睛、鼻子和嘴巴已经成型；而且已
经有了胳膊和腿的雏形。此外，即将发育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大脑；神经
系统在怀孕第一个月发育非常迅速，每一分钟产生25万个新的脑细胞，
到出生时，脑细胞数量将超过1000亿个。

例　子

准妈妈少量喝酒不会伤害胎儿，这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直
到几十年前才被推翻。现在人们知道，孕妇在妊娠期不管喝多少酒
都会对胎儿的发育产生影响。遗憾的是，女人在妊娠期对酒精没有
天然的抵触。（Löser & Bierstedt, 1998）如果一个孕妇喝了大量的
酒，那她必须要估计到，她的孩子在出生时就可能患有“胎儿酒精
综合症”。如果孩子患有“胎儿酒精综合症”，他的成长就会延缓，
脸部也会变形（眼距大，鼻子小而翘，上唇薄）。由于大脑没有充
分发育，所以产生的后果就是智力明显低下，在学龄前就会出现注
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和多动症，一看就知道是行为异常。我们会看
到，这样的孩子很难与其他孩子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他们的行为
可能会严重异常（Fischer et al., 1999; Morlang & Sieber, 2000），最
后可能对学校学习、职业活动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障碍。（Löser
& Bierstedt, 1998）



胎儿阶段。在大约八至九周后，第一个骨细胞生成，从此开始
胎儿阶段，一直到出生；我们称这个未出生的生命为胎儿。插图
2.4介绍了一个12妊娠周的胎儿的身体发育状况，从插图中能清楚
地看到，漂浮在羊水中的胎儿通过脐带与母亲的身体相连。三个月
大的胎儿身长为7.5厘米，平均重量为28克。在胚胎阶段就已基本
成型的器官，现在已经清晰可见。头部的额头、眼睑、嘴巴和下颚
已经形成。骨骼内部的强度不久将越来越强。在此期间，肌肉发育
的快慢，就看胳膊和腿在将近三个月大的时候怎么运动。虽然在受
孕五个月后生成的大脑细胞就已经达到1000亿个，但是直到出生
时，这些细胞之间的大约14万亿个连接点还没有建立完成。



插图2.4　未出生的12妊娠周的孩子

插图2.5　出生时患有胎儿酒精综合症的孩子；异常之处是上唇薄、鼻子小和眼距大，胎儿酒精综合症一目了然。

畸形发生对胎儿的伤害。妊娠期的变化主要遵循一个大体固定的
时间表，这不仅指顺序而且指发生的时间。这种出生前的发育过程在多
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些环境的影响，只有在出现明显的紊乱时才表现出
来，紊乱是畸形发生的结果（畸形发生，源自希腊语，大意是“长成怪
物的东西”）。环境对处在出生前的发育阶段的婴儿产生的有害影响，



人们称之为畸形发生。（Steinhausen, 1995, 2000）比如，母体的病毒感
染，尤其是风疹，就可能导致畸形发生。（见第69页）毒品也能突破胎
盘的防护，影响胚胎或胎儿。（Fried & Watkinson, 1990）妇女在妊娠
期喝酒或吸烟，也会造成对胎儿的伤害。

畸形发生在什么时候会造成伤害？畸形发生已经得到证明，但还
不能有把握地得出它对母腹中的胎儿产生伤害的结论，从这一点可以看
出，遗传与环境在出生前的发育中的共同作用是多么复杂。胎儿的健康
是否受损，不仅取决于他的遗传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外部影响的强弱。
尤为重要的是，畸形发生是在发育的哪个时间段影响弱小的生物体的。
未出生的胎儿在出生前的发育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艰难的阶段。艰难的
阶段是指身体发育的一个或短或长的时间段，在身体发育的过程中，环
境影响可能对生物体产生重大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如果胚胎或胎儿的
器官发育得很快，那么，畸形发生造成伤害的危险就比较大。插图2.6
以表格的形式说明了各个重要的身体器官在哪一个发育阶段要经历的艰
难阶段。

胎儿的受损危险取决于年龄。插图2.6的表格说明，在处于萌芽状
态的生命在子宫膜中着床之前，畸形发生实际上还不起作用。当然，如
果环境条件十分恶劣，也会对还很低级的整个细胞群产生不利影响，甚
至意味着死亡。随着胚胎阶段的开始，在这个小生命直接从母体中吸收
养分之后，有害物质侵入生物体就有了决定性的条件（此时，女人可能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



插图2.6　出生前发育的艰难阶段

由于胎儿的器官在第二至八妊娠周开始发育，所以受到畸形发生伤
害的风险特别大，当然，不像风疹感染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定期发生
在这个时间段。如果准妈妈在受孕后三四周感染风疹，那么孩子在出生
时有50％的可能是瞎、聋、智障或者有心脏病。如果母亲得病的时间晚
一些，在胎儿的眼睛、耳朵、大脑和心脏已经发育之后，那么，新生儿
受到伤害的风险就会明显降低。（Enders, 1998）

出生前阶段是最好的发育阶段。如果我们列举出生前所有可能妨
碍胎儿发育的影响，那么可能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认为出生前的阶段
简直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阶段，其实不然，因为95％的新生儿是完全健
康的，而且剩下的5％的孩子中也只有小小不言的、暂时性的异常，很
容易治疗。（Gosden et al., 1994）



2.4　出生

2.4.1　出生的正常过程

在受孕大约九个月后，就是孩子离开此刻已非常狭小的子宫环境的
时间。对胎儿来说，为出生所作的准备就是通常采用一种“头朝下的体
位”。子宫开始收缩，以帮助孩子穿过子宫颈。

前几年还有人认为，出生对于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惊心
动魄的事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孩子通过分泌抗压荷尔蒙一般能够平
安地克服急剧的变化、适应新的生活条件。

2.4.2　分娩并发症

绝大多数分娩都是顺利的，只在很少的情况下会出现并发症。主要
有三种非正常分娩会对孩子将来的发育产生不利影响：新生儿缺氧、早
产和体重不足。

缺氧

缺氧的原因。新生儿约有百分之一会出现暂时的缺氧现象
（Anoxia），虽然他们这时能忍受的时间比以后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
长，但是，如果在这一危及生命的事件中这种情况持续三四分钟以上，
那么，就会导致脑损伤。（Nelson, 1995）如果脐带在分娩过程中受到
严重缠绕，以致中断通过脐带进行的气体交换，那么就会出现婴儿身体
供氧不足。此外，要是胎盘（Plazenta）过早脱落，也要估计到对供氧
的妨碍。缺氧的第三种原因主要发生在过去，那时只知道给正在分娩的
母亲服用止疼药，而没有考虑到，这种药物也会很快被胎儿体吸收，导
致新生儿呼吸困难。



插图2.7　出生是人生中的一个扣人心弦的事件，但是大多数婴儿都能安全度过。

长时间缺氧的后果。如果供氧确实中断四分钟以上，大脑就很可能
受损。大脑受损的孩子至少在三岁以前表现出运动技能发育迟缓，此
外，孩子的智力也可能受到损害。（Sameroff & Chandler, 1975）

早产

35周或者更早的生产。在正常情况下，受孕后40周，孩子出生。35
周或者更早就终止妊娠，人们称之为早产。因为胎儿的体重主要在出生
前的短时间内显著增加，因此早产儿体重较轻。这种体重不足对于双胞
胎，尤其是多胞胎来说是正常的。妊娠期提前结束首先是因为子宫的空
间不够了。如果妊娠时间不少于七个月，估计很少有长期的伤害。
（Greenberg & Crnic, 1988）如果新生儿的体重特别轻，那么，估计新
生儿在认知和社会情感方面以及行为方面会出现异常。（Wolke, 1998）

体重不足是发育不全的条件。健康的婴儿在出生后的净重平均为
3500克，所谓体重不足是指只有2500克或者更轻的新生儿。如果体重不
足，那么，估计在今后的发育中可能会出现异常。这样的孩子存活的机



会也比较小。他们即使能存活，也往往会被诊断为脑损伤，将来他们的
智力明显低下。（Tomaselli, 1999）运动机能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出
现这些异常不仅是因为出生时体重不足，而且还因为出生时体重比较轻
是由其他不良影响造成的；比如母亲的健康受到了损害，也可能她在妊
娠期内抽烟、饮酒（见第67页及其下1页）或者吸毒。不管是早产儿还
是正常的婴儿，每天都需要给以温柔的按摩，帮助他们健康发育并使他
们的体重快速恢复正常。（Wheeden et al., 1993）如果每天，也就是说
定期按摩早产儿，根据蒂法尼·菲尔德的估计，可能会节省上百万元的
费用。（Field, 2001）

信息框2.1

良好的环境条件能够在出生后消除畸形发生所造成的伤害
吗？1955年，埃米·沃纳和露丝·史密斯开始追踪研究670名同一年
出生在夏威夷考艾岛上的新生儿的发育。（Werner et al., 1971;
Werner & Smith, 1977）对抽样调查的所有这些新生儿的医学研究表
明，16％有中度到严重的并发症，31％有轻度并发症。在他们两岁
时，另外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出生时发现的严重并发症与在此期间
所达到的发育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孩子在婴儿时受到不利影
响越严重，他们两岁后的社会发育和智力发育就越迟缓（Laucht et
al., 1992; Laucht et al., 1998）。当然，在第一次复查时就已经发现
了家庭环境的影响。如果出生时有严重并发症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成
长，而父母与自己的女儿或儿子之间有非常良好的感情关系，为他
们提供许多有助于康复的刺激，那么，这些孩子在社会发育和智力
发育的测试中取得的成绩只是略微低于平均水平。相反，如果出生
时有严重并发症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成长，而父母很少给孩子感情方
面的帮助和有助于康复的刺激，那么这些孩子的测试得分就远远低
于平均值。曼弗雷德·劳赫特与他的同事们认为，不利的环境条件
会造成下列心理社会学的风险因素：单身母亲、早育父母、意外怀
孕、狭小的居住条件与缺乏克服压力的能力。“其实这是一个心理
社会学的风险群，他们生活状况的特点是：贫困、失业、恶劣的居
住条件以及不稳固的伴侣关系。”（Laucht et al., 1992）

沃纳与史密斯在这些孩子满10岁和18岁时再次进行调查以后，
他们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孩子出生时受损越严重，其影响在青少
年时期就越明显，即使他们在一个很有利的环境中成长。（Werner
& Smith, 2001）但是，如果试图解释10岁或者18岁的孩子出现异常
的原因，那么，根据沃纳与史密斯的看法，源于环境缺陷的可能性



要比源于出生时发现的脑损伤的可能性大十倍。在对孩子的发育能
产生积极影响的父母家庭中，孩子往往已经克服了并发症，而且在
社会情感和智力发育方面也都很正常。

沃纳与史密斯的研究表明了什么？这项研究表明，胎儿在母体
中受到的损伤——尤其是严重受损——可能造成终生的影响。但是
沃纳和史密斯的研究成果中也有鼓舞人心的信息：在条件良好的父
母家中，孩子在童年时期也许就克服许多在出生时发现的异常。
（Werner & Smith, 1992）



2.5　童年早期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仍然有人认为，婴儿的天性是消极的，他们需
要大量的时间用于睡眠。我们无法想象，新生儿在清醒的短时间内——
他们平均每天至少睡16个小时——还能抓住机会了解这个世界。现在发
展心理学家在特别富于想象力的研究中得以证明，当时人们是多么小看
了新生儿。艾利森·戈普尼克和他的同事们在《襁褓中的探索精神》一
书中声称，婴儿和幼儿对这个世界的学习和认识超乎我们的想象。该书
作者称这些小生命为“普天下最有效率的学习机器”。（Gopnik, et al.,
1999）这些地球小公民从童年早期开始以前（从出生到两岁的发育阶
段）就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5.1　身体运功机能的发育

身高和体重的显著增加。在第一年里身高会有显著增加。在这一
年结束的时候，孩子的体重增加两倍，身高增加到71-74厘米。此后，
身高的增加缓慢：之后，女孩和男孩的体重每年只增加2000-4000千
克，身高增加5-10厘米。

与生俱来的条件反射。新生儿有一些条件反射，他们可以对某些刺
激经常作出相同的反应。这些条件反射的正常表现在孩子一出生就能检
查出来。只要检查结果是肯定的，就可以得出神经系统完好的结论。

新生儿的条件反射具有适应性的特点。两种条件反射的例子特别能
说明这一点：如果轻轻触摸婴儿的脸颊，他就会把脑袋转向被触摸的方
向。比如，婴儿用这种方式找到母亲的乳头。只要触碰他的嘴唇，就会
引起他吮吸的反射。这种条件反射负责在孩子吮吸、吞咽奶水的同时调
整呼吸，避免奶水流入气管。上述两种以及其他条件反射都是由遗传密
码编制的行为流程。

大脑的发育。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点的数目在出生后迅速增加；在前
三年里，大脑的重量能增加三倍。（Dipietro, 2001）

新生儿已经具备他们应当具备的所有神经细胞，即所谓的神经元。
不过，这么小的孩子神经还没有像今后那样具有传导能力。它们还要被
一个脂肪层，也就是所谓的髓脂质所包裹，在这层髓脂质形成后，神经
纤维的传导能力就能明显加快。高级大脑部分的髓脂质化在出生后不久
就开始了；这一过程在接近青春期时才结束，追加形成单个神经元之间



的连接，这取决于环境对于学习的刺激。
运动系统的发育。新生儿的运动能力还非常有限。但是，这在今后

的几个月中就会迅速改变。从59页上的插图2.1中可以看出，婴儿在第
一年里就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运动系统。在5-10个月的时间段
里，孩子会坐、抓东西、会爬。少数孩子在11个月大时、多数在14个月
大时能够独立行走，而且，他们只要不被监护人阻止，能很容易到达他
们想去的地方。

2.5.2　视力的发育

髓脂质化的过程首先开始于那些连接大脑与感觉器官的神经元。因
此，孩子在第一年中就能具备明显的感觉能力，会看——视觉系统这个
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近视对视野的限制。新生儿视力的最大的局限是近视。比如，只有
当妈妈在新生儿前面18-38厘米远的地方，他们才能看清楚。但是，在
第一年中调焦的能力会显著改善，12个月大的孩子就已经能够像成人一
样清楚地看到不同距离的东西。（Aslin & Smith, 1988）

喜欢复杂的东西。罗伯特·范茨在当时堪称经典的研究中研究了婴
儿对不同刺激图案作出的反应。（Fantz, 1963）他发现，出生几天的婴
儿注视一张标准的脸形图或者黑白圆圈的排列的时间要比注视单一色彩
的画面的时间长。后来的研究为这种偏好提供了解释：研究表明，新生
儿喜欢看黑白对比鲜明的、有曲线的刺激图案。（Banks & Ginsburg,
1985）新生儿注视一张标准的脸形图的时间（见插图2.8A）和一张扭曲
的脸形图（见插图2.8B）的时间一样长，因为他们的复杂性、黑白对比
度以及曲线的数量是相同的。相反，一幅只有黑白对比的脸形图（见插
图2.8C）明显不能吸引年幼的观察者。



插图2.8　不同画法脸形。哪种脸形更能吸引新生儿？（Fantz, 1961）

区分妈妈和生人的脸。婴儿一出生，就为人的脸所吸引，因为刚刚
来到这个世界10分钟的新生儿就已经能转动头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
他们眼前晃动的脸的画面，根本不看其他的图画。（Johnson et al.,
1991）甚至有这样的表示，出生几天的新生儿已经能够分别妈妈的脸与
生人的脸（Pascalis et al., 1995），当然，只能看到头发和部分额头。如
果用围巾遮住脸的上半部分，新生儿就不能区分妈妈和生人。从中可以
推论，孩子在生命之初不能看到一张脸的内在特征，而只注意外在特
征。到三个月大时，孩子才能从照片上认出妈妈。（Barrera & Maurer,
1981）为什么范茨的小测试对象不喜欢长时间地看标准的脸形图，而喜
欢看扭曲的脸形图，喜欢长时间看妈妈的脸，而不喜欢看生人的脸呢？

利用不同的信息和神经病学的过程。可以猜测，新生儿利用的信
息不同于三个月或者更大的婴儿。如果记录下他们注视一张脸的哪部
分，就能发现，一个月大的婴儿主要看一张脸的（上部的）外缘，而一
个月以后会更喜欢看内在的部分，尤其是眼睛。（Maurer & Salapatek,
1976）有人认为，新生儿能够认识妈妈的脸，不像三个月大的孩子那
样，是经过大脑皮层认识成人脸形。（Johnson, 1997）能够辨认和认出
一个人的脸，特别是看护人的脸，是婴儿的社会—情感联系的发育的一
个重要前提。

2.5.3　社会—情感联系的发育



战事后果是联系研究的起因。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事，欧洲
的许多孩子成了孤儿。他们的命运引出了这样的问题：失去父母，尤其
是失去母亲，对于年幼的幸存者以后的发展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950年，英国精神病科医生约翰·鲍尔比开始研究童年早期的社会—情
感联系。（Bowlby, 1958; 1982）这种联系的特征是怎样的？

社会—情感联系的特征。如果一个孩子明显喜欢接近他的主要看护
人，当主要看护人离开他时，他甚至会感到不安，那么，这里就存在社
会—情感联系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孩子在七八个月大的时候与他亲近的
人之间都有这种社会—情感联系，甚至与那些虐待孩子的母亲都有这种
社会—情感联系。（Schneider-Rosen et al., 1985）许多孩子和一个与其
有社会—情感联系的人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觉得安全。有一个关
键阶段，孩子应该与他的主要看护人建立这种联系，以便为以后的发育
创造有利的条件。笼统地说，这个阶段就是一岁的时候。

以前高估了主要看护人喂养作用的意义。在联系研究开始之前，
心理学家曾经认为，婴儿之所以与他的妈妈之间有社会—情感联系，是
因为母亲给他喂奶，满足孩子营养需求。用猴子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表
明，母亲与孩子之间有社会—情感联系，至少不完全是由喂养作用决定
的。

哈里·哈洛在猕猴出生后不久就把它们同母亲分开，并用两只不同
的猴子替代它的母亲。（Harlow, 1959; Harlow and Harlow, 1962）这两
个“母亲”是不会活动的，貌似有躯干、脖子和脑袋。另外，几个人工制
作的“母亲”是用铁丝网做成的，其他的用一种天鹅绒般的、柔软的面料
包装，也很温暖。（见插图2.9）这些小家伙最喜欢与哪个“妈妈”在一起
呢？它们遇到危险时，会奔向哪个“妈妈”呢？



插图2.9　人工制作的猴子“妈妈”，一个用铁丝做成，一个还额外用柔软的材料包装。即便只有铁丝“妈妈”提供食物，在危险的时候，小猴子还是奔向有温暖而柔软的“妈妈”。

把哪个“妈妈”设定为喂食者并不重要；小猴子往往奔向那个温暖而
柔软的“妈妈”，并紧紧拥抱它。用皮毛做的“妈妈”明显能给小家伙安全
感，即便从来没有给它喂过食物。

社会—情感联系确立的三个阶段。约翰·鲍尔比的同事玛丽·安斯沃
思对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婴儿作了研究，并断定，各个地方的社会—情感
联系的发育十分相似。

情感联系确立前的阶段。对于新生儿来说，谁在喂养和照顾他，
显然并不重要。在第一个月里，他对每个接近自己的人的反应基本相
同。即使陌生人也能让一个八周大的孩子微笑，也能顺利地安抚他。在
通常情况下，三个月大的婴儿还处于情感联系确立前的阶段，即使他从
未见过的人抱他，他可能也不会哭闹。

确立情感联系的准备阶段。直到三个月后，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才开始确立情感联系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母亲（或者主要看护
人）会逐渐获得一定程度的优先地位：与陌生人相比，她更受欢迎，而
且这个地球小公民会当着她的面发出明显是表达满意的声音。没有人能
像他的主要看护人那样让一个哭闹的孩子马上安静下来。

确立明显情感联系的阶段。在六七个月后，确立明显情感联系的



阶段就开始了。在这个阶段，婴儿会明显确立与某些人的社会—情感联
系。联系的对象首先是主要看护人，通常是母亲。不久，他还会与周围
其他人确立多重关系：父亲、哥哥、姐姐、祖父母或者保姆；
（Weinraub et al., 1977）也就是说孩子可以确立多重联系。（Field,
1996）与母亲的关系通常在一段时间里会特别亲密，甚至在那些父亲分
担很多看护工作的家庭里也是这样。（Frodi et al., 1983）

社会—情感联系的质的区别

孩子与母亲短暂分隔后的反应。玛丽·安斯沃思根据最初的观察得
出结论说，孩子与母亲之间的联系区别与其说在于程度，不如说在于质
量。（Ainsworth & Wittig, 1969）为了揭开质量这个谜，安斯沃思首先
研究了婴儿在陌生环境下，母亲离开一段时间再回来时对母亲的反应。
安斯沃思通过这些观察，可以区分情感联系的多种质量。

稳固的情感联系。孩子每次与母亲只要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实
验室，多数小测试对象很快就会去玩那里的玩具，当然，他们会不时地
看看，母亲是否还在。只要母亲仍在附近，即使有陌生的女人进来，他
们也不会感到不安。可是，小家伙们一旦发现母亲已经离开房间，只剩
下他和陌生人在一起，马上就会变得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
孩子都会丢下手中的玩具，有些甚至开始哭闹。母亲回来后，他们会显
得很高兴，许多孩子会扑向母亲，要母亲抱着。安斯沃思认为，上述行
为方式表明，母亲与孩子之间已经确立了稳固的情感联系。

不稳固的情感联系。但是，安斯沃思在其他孩子身上也发现了在这
种特殊情景下的其他反应。有些孩子即使母亲在身边也不愿意玩那里的
玩具；有些孩子则显然不在意母亲在不在身边，把他们单独留在那里，
也没有什么不安。安斯沃思认为，这种行为方式表明，孩子对母亲的情
感联系不稳固。母亲离开一段时间再回来时，这些情感联系不稳固的孩
子会产生非常怪异的行为。他们不是友好地迎接母亲，往往对母亲重新
回到房间，毫不在意；有些孩子会紧紧抱住母亲，同时生气地叫喊；可
能还有这样的情况，母亲安慰他们时，他们会推开母亲。

对情感联系的不同质量的解释

感性反应。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孩子确立的情感联系会有不同
的质量。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主要看护人，同时注
意到，母亲对孩子发出的信号作出的反应感性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情感
联系非常稳固，那么母亲会对孩子的叫喊很快作出反应，而且在抱起孩
子时会很温柔。她们在决定是激动地还是平静地对待孩子之前也会考虑



孩子的兴奋程度。（Stern, 1977）如果母亲在家里对孩子的需要反应很
敏感，那么，孩子很可能会在“陌生场合”表现出稳固的情感联系。
（Posada et al., 2002）一个不太敏感的母亲在孩子注视她或喃喃地企求
帮助时可能会不予理会。

孩子的不同性格。其他发展心理学家把不同的情感联系的质量也归
因于孩子的性格。他们考虑到，在父母看来，有些孩子“很单纯”，而有
些孩子则“很难缠”。（Thomas & Chess, 1977, 1984）。与“单纯的”孩子
很容易相处。他们的睡眠时间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表
示自己的需要；他们几乎给什么吃什么。相反，“难缠的”孩子很难适应
新环境。他们经常闹脾气，睡眠时间也不固定。那些让周围人觉得“很
容易”相处的孩子的性格也可能使他们确立稳固的情感联系，而使人感
到“难缠的”孩子的性格会导致情感联系的更不稳固。（Kagan, 1984）

情感联系的不同质量与以后的发展。童年早期所经历的与周围人
的社会关系，会对个人的自我认识和今后对他人的态度产生明显影响。
埃弗雷特·沃特斯及其同事反复调查了那些在12-18个月大的孩子，首次
将他们的情感联系分为“稳固的”或“不稳固的”。（Waters et al., 1979）
这些调查的小对象三岁半时，就有机会在幼儿园里看到自己的行为。

情感联系稳固的孩子社会能力较强。对母亲的情感联系稳固的孩
子在社会交往中大多比较主动：他们经常一起做游戏，能够体谅伙伴的
感受和愿望，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一旦开始某项活动，通常会非常耐
心地做下去。根据观察者的印象，这些孩子比那些早期的情感联系不稳
固的孩子更加好奇，更加好学。情感联系稳固的学龄前儿童表现得比较
成熟，能够更好地体谅别人（他们“比较有同情心”），总的来说，比那
些情感联系不稳固的孩子更有社会能力。（Collins & Gunnar, 1990;
Suess et al., 1992）

情感联系不稳固的孩子社会能力较差。相反，15个月大的情感联
系不稳固的孩子在幼儿园做事往往虎头蛇尾，很多这样的孩子在社会场
合非常害羞。他们几乎没有玩游戏的激情。因此，他们三岁半时在同龄
孩子中特别不受欢迎。

回访11-12岁的孩子。在这些孩子11-12岁时对他们再次进行了观
察，并发现，之前被归为情感联系比较稳定的孩子与那些在童年早期同
母亲的情感联系不稳定的孩子相比，为人处世的能力比较强，社会交往
比较令人满意，而且朋友关系也往往比较友好。（Elicker et al., 1992）
因此，孩子最初的社会情感联系对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在社会方
面。

安斯沃恩在研究中发现，对母亲的情感联系稳固的孩子愿意离开母
亲，去玩有吸引力的玩具。也就是说，孩子有把握脱离主要看护人，说



明他们越来越想在周围环境中积累独立的经验，从而得以基本了解周围
的环境。

2.5.4　认知功能的发育

不久前，甚至连发展心理学家也认为新生儿是未成熟的人，他们活
着只是由于大量天生的条件反射的作用，当时，人们极大地低估了只有
几个月大的孩子的知识和能力。甚至连以观察细致入微而闻名的让·皮
亚杰所作的年龄统计在复查时也大大提前了。皮亚杰没有想到，很小的
孩子就已懂得很多，只不过他们不会表达而已。

例子：物体的恒存性

皮亚杰关于物体恒存性的观察。皮亚杰所作的一次典型调查
是这样的：他在一个约六个月大的孩子能够得着的地方放一个好玩
的玩具，比如一个布娃娃。有意思的是：孩子马上就伸手去拿。过
一会儿再重复这个实验，这次用毛巾盖住玩具的一部分，小测试对
象再次伸手去拿。但是，当皮亚杰在孩子眼前完全盖住布娃娃时，
孩子马上就没有兴趣了。为什么孩子这次不再去拿那个看不见的布
娃娃呢？皮亚杰解释说，六个月大的孩子之所以拘谨，是因为他还
不理解物体的恒存性；他还不知道，物体虽然看不见，但仍然存
在。八个月大的孩子，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八个月大的孩子会寻
找从他视线里消失的玩具。皮亚杰解释说：这说明孩子在某种程度
上已经知道物体的恒存性。

批评者们并没有立即接受皮亚杰的解释。他们认为，六个月大
的孩子很可能已经知道，物体虽然看不见，但还是存在的。他们的
结论是：皮亚杰也许未能找到了解这么小的孩子的途径。事实上，
皮亚杰还没有运用习惯方法。

习惯方法是了解婴儿的最佳途径。众所周知，反复使用同一个刺
激物，孩子对它的兴趣会逐渐减弱。稍有动静或声响，孩子就会竖起耳
朵听，这显然引起了孩子的兴趣。但只要重复几次，孩子的兴趣也会逐
渐减弱。孩子习惯了这种声音就会转向其他新的刺激物。如果拿一只玩
具鸭子在他眼前来回走动，他的眼光会跟着它。但他过一会儿就对这个
玩具没有兴趣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些观察的结果是形成了所谓的
习惯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人们反复使用同一种刺激物后，孩子的兴趣会
减弱这一事实的结果。勒奈·巴亚尔容反复使用这种习惯方法，以检验



皮亚杰关于物体恒存性的观点。
婴儿对“不可能的事情”作何反应。勒奈·巴亚尔容让三个半月大的

婴儿看一个胡萝卜状的人形玩具，将它在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中间有
一块挡板。（见插图2.10）

插图2.10　勒奈·巴亚尔容为了检验三个半月大的婴儿对物体恒存性认识所做的实验。

在习惯阶段，巴亚尔容首先频繁给她的测试对象看一大一小两个胡
萝卜小人，直到小家伙们失去兴趣为止。她发现，不同大小的两个胡萝
卜小人引起孩子们同样大的兴趣，因为他们盯着看的时间一样长。
（Baillargeon & de Vos, 1991）

在实验的下一个阶段，巴亚尔容使用了一个有开口的挡板，给孩子
看的或者是一个可能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可能的事情
是，小胡萝卜人在挡板后面从一边移到另一边时是看不到的。大胡萝卜
人移到挡板后面时，本应能在开口处看到。那么，婴儿对不可能的事情
——大胡萝卜小人在挡板后面移动，在另一边出现，并没有在开口处让



人看到——作何反应呢？巴亚尔容发现，小测试对象注视不可能的事情
比注视可能的事情的时间长得多。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婴儿在等待，
大胡萝卜人一定还在挡板后面。没有在开口处看到大胡萝卜人，孩子们
显然很意外。因此，三个半月大的孩子一定已经知道，有些东西虽然看
不到，比如暂时被盖住了，但它一定还在。这一结论说明，孩子认识物
体恒存性要比皮亚杰设想的早得多。皮亚杰从开头几个月的孩子还非常
有限的表达能力中得出恰当的结论，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再看一下儿童
早期语言能力的发育，就更容易理解这种困难了。

例子：识数

让·皮亚杰认为，一两岁的孩子对数字完全无法理解。这种观
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引起争议。皮亚杰在这一方面也低估了
他的小测试对象吗？几个月大的孩子就可能为以后的数学课打下基
础了吗？

七八个月大的孩子对量的简单比较。普伦蒂斯·斯塔基和同事们为
了测试七八个月大的孩子能否辨别两个量之间存在的差别，同样使用了
习惯方法。（Starkey et al., 1983）他们让测试对象看一些图片，上面画
的都是三个物体。当孩子们明显表现出已经习惯时，试验者就更换图
片，让孩子们看或者只有两个物体，或者只有三个物体的图片。习惯的
影响很明显，因为孩子们现在注视只有两个物体的图片的时间明显要
长，也就是说，他们不注意给他们看的是什么，而是注意所有图片共有
的抽象的特征：物体的数量。因此，孩子们这时肯定有了“三”这个量词
的概念。

在另一次实验中，普伦蒂斯·斯塔基及其同事们再次给六个月大的
孩子看画有两个或三个物体的图片，这些图片是并排放在一起的。同时
用扩音器播放有两个节奏或三个节奏的击鼓声，如果响两声击鼓声（砰
砰），婴儿们的目光就会转向画有两个物体的图片；如果响三声（砰砰
砰），小测试对象的目光则移向画有三个物体的图片。（Starkey et al.,
1983）

对数量的最初的，当然是基本的理解，是理解加减法的前提。婴儿
们难道已经会加减法了吗？



插图2.11　让六个月大的孩子看并排放在一起的画有两个或三个物体的图片，同时播放两个或三个节奏的击鼓声。在“砰砰”响两声时，婴儿们看着画有两个物体的图片，在“砰
砰砰”响三声时，他们会看着画有三个物体的图片。

对简单加减法的基本理解。凯伦·温恩的研究结果表明，五个月大
的孩子明显已经能够辨认数量上的细小变化。（Wynn, 1992）她在一个
小桌子上给测试对象看一只玩具老鼠。看过以后，他在桌子上放了一块
挡板，然后伸出一只手，拿着第二只老鼠躲在挡板后面，再伸出手时已
经是空的（1＋1）。接着，在孩子眼前撤掉挡板，这时让人看到一只或
两只老鼠。如果小测试对象只看见一只老鼠，他们就会长时间地盯着桌
子。人可以这样认为，他们长时间地盯着桌子，说明他们很吃惊，因为
他们期待的是看到两只老鼠。如果我们以两只老鼠开始做游戏，从挡板
后面伸手拿走其中的一只（2-1），孩子的表情也是这样的。他们的目
光也是长时间地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结果：2）。温恩再次以一只老
鼠开始她的“计算题”，并假装把另一只老鼠也放在挡板后面（1＋1），
小测试对象会作出相同的表情。撤掉挡板以后，孩子们看到桌子上有或
者两只，或者三只玩具老鼠。在这一道测试题中，孩子们的目光长时间
地盯着三只老鼠的画面。可见，他们等待的不是随便的一种改变，而是
数量上的某些改变。温恩因此认定，婴儿注视一个出乎意料的、即“错
误的”结果的时间比注视正确结果的时间长。于是，可以得出结论说，
五个月大的孩子不仅已经具备做加减的能力——虽然还相当薄弱——，
而且还能区别是“二个”还是“三个”东西。（Wynn, 1996）

所以，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具备非常简单的、为以后积累经验



的数字理解能力。在五个月大时，这种理解力还很有限，因为他们只能
理解和比较“三”以下的数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孩子早在五六个月大
时就能够依靠这种理解能力取得一些皮亚杰认为在两岁前不可能取得的
成绩。此外，皮亚杰还低估了这一年龄段的孩子的语言能力。

2.5.5　语言能力的发育

人类在生命伊始所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在几年的时间内几乎
毫不费力地学会了母语。他再也不可能把另一种语言——即使下大力气
——掌握到如此熟练的程度。对于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的前提条
件，我们知道什么？下面介绍几点认识：

出生前的影响。人们可能认为，在羊水中游动的未出生的婴儿，在
很大程度上不受——不完全地受——母体外的声音刺激的影响。但是，
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与其他女人的声音相比，婴儿明显更喜欢母亲的声
音。（DeCasper & Fifer, 1980）如果母亲在妊娠期反复朗读一个故事，
那么就会给孩子留下印象，他以后会更喜欢听这个故事，而不喜欢听母
亲以前没有读过的其他故事。（DeCasper & Spence, 1987）我们可以从
这项研究中得出结论，语言能力的发育早在出生前就开始了。

啼哭、咕哝与喃喃自语。新生儿用啼哭来传达最初的需求。两三
个月大的婴儿开始发出咕哝声，其中包含一些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
可能出现的语音。借助习惯方法（见第79页）可以证明，这么小的孩子
就能够区分他周围的环境中根本没出现过的语音，比如日本孩子能够区
分l和r（比如Land和Rand），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丧失这种能
力，因为在日语里这种区别没有意义。（Eimas, 1985）在七八个月大
时，总是能听到孩子喃喃自语，像“咕咕咕咕”或者“嗒嗒嗒嗒”，而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更经常地发出在周围环境的语言中确实存在的语
音。

单音节阶段。孩子大约在一周岁时能说出第一个有意义的词；比如
他称木棍为“杆”，称小狗为“汪汪”。语言心理学家怀疑，孩子们这种表
达是否也可能表示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他们可能想用“杆”来表
达“这是一根木棍”，当然也可能是“我想要这跟木棍！”的意思。孩子们
用一个单词真正想表达什么意思，取决于当时的语境。如果他指着一杯
装有白色液体的杯子说“Mili”时（德语Milch意为牛奶，与“Mili”发音相
近——译者），他可能只是想说出他所看见的东西的名称。如果他在别
的孩子那里看到牛奶，说出同一个词“Mili”时，那就可能表示“我也想喝
牛奶”。

一开始，孩子可能非常狭隘地把某个概念用到某种物体上。比如，



孩子听说邻居家的动物是一条“狗”。很快，小东西就会把学到的名称用
到其他类似的例子上，比如用到在电视上、书本上或大街上看到的四条
腿的动物身上。这时，孩子们往往会犯两类错误：概念的乱用和不敢使
用。

乱用概念。孩子往往不顾含义，试图把新学到的概念到处使用，他
们不仅把那种有四条腿、会吠叫、有一条尾巴的动物叫作“狗”，而且把
这一概念用于其他生物，比如用于猫、松鼠或家兔。孩子在接下来的时
间里一定会学会注意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一定会注意那些只有
狗才具有的特征。

不敢使用概念。只要观察儿童早期的语言行为，就能发现，孩子们
使用概念的局限性小于成年人。一开始，孩子只把邻居家的猎獾狗叫
作“狗”，他们必须靠掌握语言的成年人的帮助下才能知道，牧羊犬和长
卷毛狗也是“狗”。当然，提供语言帮助的质量还取决于环境中的其他许
多因素。

最初的词语组合

从单词表达向短句表达的过渡阶段。孩子大约在18-24个月大时，
开始会把两个单词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还不成句子，因为这明显可以
表达两层意思。比如，洛伊丝·布鲁姆的女儿在爸爸开车离开时说：“爸
爸、车”。（Bloom, 1973）在后来的一个相似的场合她说“车、爸爸”。
显然，这些单词的顺序对于女儿来说毫不重要。她在说两个单词时作了
短暂的停顿，这在说话时是不常见的。听的人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孩子
想表达两种不同的意思（“爸爸在开车”、“爸爸在车里”）。布鲁姆的女
儿也许已经说明她处于从单词向两词句子的过渡阶段。

电报语言。布鲁姆女儿的例子已经表明，许多表述与电报文体有类
似之处。因为孩子省略了那些对于理解不一定需要的词语，比如“这
个”、“那个”、“一个”等。鹦鹉学舌似的小东西关注的只是确定物体的
位置、述说事件和动作。

在这个阶段说出来的句子，语序上已经有一定的规则（句法），下
面的例子就可以说明（Grimm, 1995）：

“开门”（行为者——物体）
“爸爸帽子”（所有者——所有物）
“爸爸睡觉”（行动者——行为）

这种天真的话语可以表达多重关系。说话连贯，没有停顿就表明，
孩子在这期间已经基本了解语言的基础规则。语言发展方面的这种进步
也是周围的人帮忙的结果。



对今后语言发育的展望。孩子在接下来的发育过程中进步会很
快，不久就会说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的短句。原来也许只会说“爸爸
车”，今后很快就会说“这是爸爸的新车”或者“爸爸开车走了”。接着就
会说比较复杂的句子，而且会出现诸如“和”、“或者”这样的词以及定冠
词和不定冠词。

语言发育理论。孩子在短短几年里就能取得显著的成绩：他学习母
语的速度非常快，至少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轻松，轻松得让学习语言的青
少年和成年人感到嫉妒。孩子在开头几年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取得这
么显著成绩？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遗传—环境问题的答案有些相
似。

学习理论方面的解释。行为主义者伯勒斯·斯金纳用条件反射理论
来解释孩子的语言发育。（Skinner, 1957）如果孩子在喃喃自语中发出
一些父母听来似乎有意义的声音，那么父母应当以赞许（“强调”）的口
气来回应。如果稍大一些的孩子说“妈妈、卡迪、奶”，那么妈妈也许可
以这样的问题来回应，“卡特林想让妈妈喂奶吗？”孩子听了就会笑，并
且喝到了奶。如此反复几次，孩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学会了选择合适的
词语作出更好的表达。

从经典的学习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从艾伯特·班杜拉的社会
认知学习理论（见第252页及其下1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父母是榜
样（样板）。因为孩子至少部分地是通过观察和模仿学习语言的。孩子
无疑通过这种方式学会了许多名词和动词。

当然，学习心理学的解释也有某种局限性。小孩子的许多语言表达
我们可能在周围的人中从未听说过。他们一开始也不模仿听到的句子，
更多的是把句子压缩成他们的电报文体。如果妈妈说，爸爸又去买东西
了，孩子可能只重复听到的部分内容“爸爸买东西”。学习心理学根据观
察作出的解释还有一个问题是，父母大多只在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内容
上的错误时才予以纠正，而不会去纠正他们的语法错误。比如，当孩子
说：“昨天我们走了奶奶家”，妈妈可能会马上纠正：“不，昨天我们根
本不是在奶奶家，而是在彼得叔叔家！”而母亲并不会去纠正用错的动
词。另外，这种错误（走了，应用“去了”）也表明，孩子在努力应用规
则而不是简单地模仿他在大人那里听到的。

学习语言的天生的前提条件。1959年，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就
斯金纳的著作作了批判性的评论。他说，孩子早已会说出很多句子，而
且不可想象的是，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句子都有一个榜样。乔姆斯基解释
说，如果一个人按照斯金纳的规则学习语言，那么他得学习一辈子，而
且到最后甚至连最简单的基本知识都掌握不了。他说，语言的独特之处
在于，孩子把单词连在一起，组成他们周围的人以前没有说过的句子。



一个人能组成的新句子的数量实际上是无限的。
语言研究者相信，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学习语言在有些重要的方面

是天生的，他们指出：
——世界上的所有孩子，不管他们生活在多么不同的语言环境中，

语言发育的顺序都是相同的，而且学习的进度也非常接近。这甚至适用
于有自己的手势语言的聋哑儿童。（Goldin-Meadow, 2000）所有的孩子
在一岁时都能说几个单词，然后，在大约两岁的时候都能说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单词组成的句子；三岁的孩子越来越能够按照语法组织句子；最
终，在四岁的时候说出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人说的一样。虽然鼓励说
话的行为在各种文化中完全不同，但天生的语言知识似乎是语言发育遵
循这一顺序的条件。

——乔姆斯基认为，孩子能学会这么复杂的语言（Chomsky,
1980，1991a, b），是因为他们具备一种天生的学习语言的机理；因此
他认为，大脑的某些部分是专门用于学习语言的。从表面结构上看，世
界上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所有的语言共有一种“通用的语法”。
这种语法包含一系列规则，掌握母语的人利用这些规则把意思变成句
子。（Pinker, 1994）这并不是说，某种语言是先天的，而是说，前提
是“天生愿意”使用某种语言；孩子生来就有认识规则的能力，而且随着
神经系统的日益成熟，这种能力为孩子掌握周围独特的语言及其规则创
造了条件。（Marcus, 1999）

——每一个想学会一种语言的人都知道，大脑在学会一门语言过程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年轻人的大脑与老年人相比，具有学习语言的更优
越的条件。艾利克·勒纳伯格解释说，产生这种内在联系，是因为大脑
在从出生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里，更多的是发挥语言功能。
（Lenneberg, 1967）比如，如果一个孩子由于疾病或车祸造成语言障碍
（失语症），往往不治疗就能恢复说话的功能。而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
成年人身上，那么即使进行积极的治疗，也只能恢复部分功能。勒纳伯
格根据这种临床观察认为，年幼的人的大脑功能尚未完全专业化，因而
右脑可以承担受损的（就是主管语言功能的）左脑的任务。相反，已经
过了青春期的人的大脑已高度专业化，大脑的一半不能承担受损的另一
半的任务。在学习第二种语言的过程中也存在可比的联系：如果一个人
在三至七岁之间学习第二种语言，那么他很有希望在长大后能熟练地使
用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过了青春期才开始学习第二种语言，那么，在
通常情况下，成年以后很难熟练使用这种语言。（Johnson & Newport，
1989）

遗传与环境在学习语言过程中的共同作用。斯金纳和乔姆斯基在
试图解释语言学习时都采取了非常极端的立场。同样，在一般的关于遗



传和环境的讨论中，也把遗传和环境“怎样”共同作用这个问题列为解释
语言发育的重点。斯蒂文·平克用下面的话很好地表达了现在的状
况：“因为所有正常的人都会说话，而家里的宠物和植物都不会说话，
虽然他们也深受宠爱，所以遗传因素一定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然而，如果一个孩子在日本长大，说日语，而他如果在加利福
尼亚长大，说英语，那么，环境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遗传或
环境对于学习说话是否重要，或二者哪个‘更重要’，根本不是问题。相
反，我们最大的愿望（也许）在于，弄清楚二者是怎样共同作用
的。”（Pinker, 1994）

可见，应当承认，孩子只有在一个与他说话的环境中才能学会说
话。学龄前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怎么样，儿时的语
言环境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有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
促进预期的语言发育。

促进语言发育

不同的语言环境。在正常的条件下，小生命在出生前的发育阶段
（见第82页）就已经能听得到周围的人的说话。但与此同时，孩子成长
所处的语言环境不管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很大差别。单从量上就能看
出，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在最初的两年半时间里平均
每小时能听到2100个单词，相反，来自工人家庭的孩子只能听到1200多
个单词，而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平均只能听到600个词。
（Hart & Risley, 1989）这些差别很重要，因为语言也是通过模仿来学习
的。孩子听着他人在特定情境中说的话，并表现出愿意模仿这样说话。
父母与婴儿和幼儿说话的方式不同于对大孩子或成人，以便帮助他们学
习说话。

妈妈语。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跟婴儿说话时都会提高声调。他们说得
很慢，同时还会特别加重某些语气。这些就是所谓的妈妈语的语言特
征，反复问孩子同一个问题（“小鼻子在哪里？”、“让我看看你的小鸡
鸡！”），也是妈妈语的特征。这些话会多次重复。跟婴儿说话不同于
跟成年人说话，必须注意方式，否则他们不会用心听，虽然他们一开始
并不理解所听到的话（Fernald & Simon, 1984）。毫无疑问，妈妈语是
婴儿在各自环境中学习所说语言的有利条件。这种帮助的结果是，在随
后的几年里、在学龄前，孩子的语言能力会显著提高：他们在随后的时
间里不仅会大大增加词汇量，而且日益掌握复杂的语法规则。

2.5.6　符号功能



在语言发育的早期阶段就已出现过的一个重要特征，皮亚杰称之
为“符号功能”。他指的是用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的能力，比如，一
个孩子把那个他认为是父亲的人用“Papa”一词来称呼。符号也可以代表
不一样的事物或行为方式。一个孩子拿扫帚当马骑的时候，他是把扫帚
当作马来看待的。

象征性地解决问题。皮亚杰在观察18-24月大的孩子时经常发现，
他们会在思想层面上进行实验。他对儿子劳伦特在一岁四五个月大时的
观察就是一个例证（Piaget, 1973）：

例子

“一岁四五个月大的劳伦特坐在桌旁，我把一片面包放到他面
前，但是他够不着。此外，我在孩子的右手放了一根长约25厘米长
的小木棍。……劳伦特重新看着面包，没有伸手，然后看了一眼小
木棍，突然他拿起小木棍，伸向面包。但是他抓住的是木棍的中
间，而不是顶端，这样木棍就太短了，够不着面包。……但是过了
一会儿，他重新拿起木棍，但这次他抓的是顶端，（是巧合还是有
意的？）并用它把面包扒拉了过来。”

也就是说，劳伦特没有经历尝试到错误的过程。他很可能在想象的
层面上作过了“试验”。他心里明白，把木棍作为延长的手臂来使用，借
助它得到想要的面包片。

通过社会接触促进社会交流。象征性思维在随后几年里会越来越
重要。当一个两岁的孩子说“Mili”（“牛奶”）时，细心的父母就知道，
孩子想要喝白色的、可能是凉的、可饮用的液体。此外，孩子在天真地
扮演角色过程中也有这种思维，孩子会假装他们现在是“爸爸”、“妈
妈”或者“警察”，掌握越来越多的符号系统语言，不仅能使孩子向他人
转达一些东西，同样还能使他们从别人那里知道一些东西，从他们的知
识中受益。这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非常有用。



2.6　学龄前儿童

学龄前的发育应当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象征性思维能让孩子“在
头脑中”通过思考找到解决许多问题的方法。但同时他们会出错，主要
在逻辑上出错。接着，他们会越来越注意同龄人，这种大多在幼儿园实
现的社会接触，可以让孩子积累社会经验，而这些经验是他们在今后的
生活中与他人建立稳固关系的又一个条件。

2.6.1　认知发育

让·皮亚杰在研究儿童的思维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不过，
他也揭示了涉及学龄前这个年龄段儿童的思维能力方面的缺陷，当有人
问他，为什么学龄前的儿童作出的答案是错误的，他只能作出模糊的回
答。以信息理论为取向的发展心理学家为人们作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解
释，而皮亚杰与他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激烈争论。

前运算思维

理解“恒定性”的困难。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皮亚杰让学龄前儿童
看两个装满液体的小口径玻璃杯。然后，当着小观察者的面将液体从小
口径杯倒入旁边的大口径的玻璃杯，然后问观察者：“现在，哪个杯子
里的液体多？”两到六七岁的孩子的回答通常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杯子
里水位高就是水多。

插图2.12　皮亚杰研究理解恒定性的实验。在实验的A部分，学龄前儿童说，两个杯子中的水一样多。但是，如果把大口径杯子中的水倒入小口径杯子里，那么孩子就会说，水
位高的杯子里水多。

不能用逻辑方法纠正错误的感觉。皮亚杰解释说，孩子们作出这
种错误的回答，是因为前运算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受感觉印象的支配，



外观的改变对孩子做出判断的影响大于守恒定律，如果不增加也不减少
某个量，那么这个量保持不变（恒定）。皮亚杰因此得出结论说，学龄
前儿童还不能作运算思维。皮亚杰认为，运算也是一种活动，也是思想
的活动：人们有效地影响世界，是为了了解世界。只要孩子还是处在前
运算思维阶段，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依然有局限，因而不能用讲道理的
方法纠正他们的错误的感觉印象。

专注。在调换玻璃杯这个问题中，学龄前儿童之所以会回答错误，
皮亚杰解释说，因为他们还不能同时注意杯中水位的高度和宽度，也不
知道水位的高度和宽度可以互相弥补。学龄前儿童注意的只是特征；皮
亚杰认为，这是专注，也是前运算思维阶段的缺陷。

对皮亚杰观点的批判

高估孩子的语言理解能力。批评者反驳皮亚杰说，他在提出问题
时对小测试对象的要求往往过高。有些问题表明，学龄前儿童经常误解
他的问题。孩子难道不会想，皮亚杰不过是想知道，凭他们的主观印象
杯子里有多少水吗？难道他们仅仅是不懂皮亚杰所说的“多”这个概念
吗？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只要恰当地表达对同龄孩子提出的问题，哪
怕也是理解恒定性的问题，他们都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在听到错误回答时不要随口说认知不足。有人问皮亚杰，学龄前
儿童为什么对他提出的问题——比如测试对恒定性的理解问题——会回
答错误，他大多会说认知不成熟。他认为，学龄前儿童在能够作运算思
维以前，大脑还得进一步发育。这种解释几乎还是老一套。以信息理论
为取向的发展心理学家在此期间发表了许多文章，填补了皮亚杰留下的
解释空白。

从信息理论观点看认知过程。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见第36页及
其下1页），以信息理论为取向的心理学家是研究人们加工信息的方式
的。因此他们想知道，人们怎样关注并选择某些重要的信息，怎样凭记
忆的内容对信息进行加工、存储，并在需要的时候提取。

回答问题错误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皮亚杰实验中的学龄前儿童
之所以不能正确回答问题，是因为他们还没能充分熟悉回答问题所需的
成功战略。埃利亚纳·维尔皮洛特的一个经典实验为这种不足提供了例
证。（Vurpillot, 1968）维尔皮洛特让学龄前儿童看两张房子的草图（见
插图2.13），要求他们说出，两张草图是否一样或者有哪几个地方不一
样。



插图2.13　两所并排的房子有区别吗？学龄前儿童往往回答错误，因为他们还不会进行系统的比较。

与上学的孩子相比，学龄前儿童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往往出错，因为
他们还不会进行系统的比较，因而确实会忽略画中的差别。稍大的孩子
行动就比较小心，他们反复看多次，似乎在确认，是否有还没有注意到
的东西，总之，他们不会仓促作出回答。

处理系统的其他缺陷。从信息理论的观点看，所谓学龄前儿童认知
系统的许多缺陷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皮亚杰向学龄前儿童提出的问题都
没有得到正确的回答。他的问题也许设计得细节太多，以致他的小测试
对象由于一下子记不住而不能同时处理所有信息；孩子可能由于记不住
重要的信息而无法回答问题；学龄前儿童也可能还不理解解决典型的皮
亚杰问题所必需的所有规则，比如调换杯子的问题（见第88页及其下1
页），在这个问题中必须知道，杯子调换以后，口径大小的改变是可以



相互抵消的。
以信息理论为取向的发展心理学家罗伯特·西格勒认为，学龄前儿

童在回答典型的皮亚杰问题时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还不会利用那
些他们在几年后才用得着的规则。（Siegler & Robinson, 1982）在调换
杯子这个问题上，回答错误的孩子显然使用的是这样的规则：“高杯子
里的水肯定多”。相反，九岁的孩子使用的规则是：“量只有在减少或增
加时才发生变化”。只有理解并运用这一规则，找到对这一问题（杯子
调换以后，哪个杯子里的水多）的正确答案才能成为“轻而易举的
事”。“最成熟的规则”始终是这样一些规则，它们兼顾的是人们对某个
问题的逻辑必要性的理解。

可见，信息理论家列举的出错可能性比皮亚杰多得多，而皮亚杰把
他的测试对象的错误仅仅归因于这一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结构的缺陷。

2.6.2　社会发展

在镜子中认出自己。迈克尔·刘易斯和珍妮·布鲁克斯-冈恩观察到了
孩子们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鼻子上有一个红斑时所作出的反应。
（Lewis & Brooks-Gunn, 1979）他们知道红斑是在自己的鼻子上吗？他
们知道镜子中的孩子不是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而是他自己吗？孩子是
什么时候认出镜子中的自己的呢？

孩子在一岁以前还不知道，他们在镜中看到的是自己；更确切地
说，他们看到镜中的自己，还以为是另外一个孩子。直到15-17个月，
甚至在18个月以后，孩子在镜中发现红斑时才会触摸自己的鼻子。
（Asendorpf et al., 1996）



插图2.14　在镜像中认出自己是自我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孩子认出自己，是迈出了发育中的十分重要的一步，因为认识了自
己也就知道区别分类，比较早地知道自己的年龄和性别：两岁大的孩子
已经能告诉你，他们“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甚至更多，他
们“已经是小伙子了”。当然，他们虽然说自己是“小伙子”，但是还没有
确切知道自己的性别。

熟悉自己的性别角色。斐迪南·梅尔兹认为，“我们是男人还是女
人，是由大自然决定的，而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么，是由文化决定
的。”（Merz, 1979）对于父母和亲人来说，生一个男孩还是女孩意味着
什么？性别对于大多数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父母在告知亲朋好
友孩子的出生时，他们很有可能需要马上回答这样的问题：“是男孩还
是女孩？”只有在回答了性别问题以后，人们才会询问母子的健康。
（Intons-Peterson & Reddel, 1984）婴儿也会很快发现，自己的周围有两
种性别。他们在一周岁以前就能够区别男人和女人。（Fagot &
Leinbach, 1993）因此应当估计到，孩子在生活中很早就能学会注意自



己的性别，以便随后能够作出相应的行为。随着自己性别角色的形成，
他们至少要面临下面三个发育问题（Shephard-Look, 1982）：

性别确认。首先形成的是对自我性别确认的信念；这里的问题是，
自己属于什么性别。孩子在两三岁时大多数都知道自己是男孩还是女
孩。

性别决定的偏好。接着，孩子会形成由性别决定的与性别确认不一
致的偏好。三四岁的孩子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男孩和女孩通常玩什么
玩具，哪些行为方式对他们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合适的。（Ruble &
Martin, 1998）如果给两岁半到三岁半的孩子看一个男孩布娃娃（迈
克）和一个女孩布娃娃（丽莎），那么，所有孩子几乎都知道，两个布
娃娃中的哪一个喜欢做饭、缝纫、玩布娃娃，玩汽车和火车，打架或爬
树。（Kuhn et al., 1978）几年过去，他们上学以后，大多数男孩和女孩
都会说，他们对自己的性别感到满意，而且是因为他们喜欢做某些与他
们的性别相关的事情。比如，男孩对自己的性别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喜
欢踢足球；而女孩会说：“我喜欢做女孩，因为女孩跳舞很
美。”（Biskup & Pfister, 1999）

性别不变性。此外重要的是，性别确定的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也就是说，学龄前儿童什么时候明确地知道，生物学决定的性别在今后
的生活中不会发生变化。什么时候男孩和女孩知道，男孩会长成男人、
女孩会长成女人？当在孩子们见过两种性别的裸体以后，18-24个月大
的孩子中有一半已经懂得，性别不会由于穿上异性的衣服就能改变。
（Bern, 1998）在上学前的这段时间里，对性别确定性的认识得到巩
固，为形成自己的性别角色创造条件。对自己性别角色的形成该作怎样
的解释？

关于自己性别角色的形成的理论。孩子怎样成功地形成自己的性
别角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三种理论；这些理论要么强调学习的
重要性，要么指出人类信息加工的独特性。生物学的解释——至少根据
目前的认识水平——可以忽略，因为汉斯·马丁·特劳特纳总结说：在生
物学因素之间和男孩女孩的行为差别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总之，他
补充说，这种结论是矛盾的。（Trautner, 1993）

学习心理学的解释。毫不奇怪，以行为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在解
释女孩形成女性角色、男孩形成男性角色时，首先强调环境的影响。父
母在孩子还没有确认自己的性别时，就已督促儿子和女儿，行为要符合
自己的性别。在20-24个月大时，女孩在模仿典型的女性行为时，就会
得到父母的认同，而男孩的行为像一个“真正的”小伙子时也会得到肯
定。母亲有可能纵容女儿或儿子偏离预期，而父亲大多非常注意孩子的
角色预期，容不得儿子的行为像“女孩”，比如玩布娃娃。（Langlois &



Downs, 1980）
孩子在观察和模仿其他同性孩子的过程中还会知道典型的性别特

征。（Bandura, 1989）比如，女孩会观察母亲、姐姐、小朋友和电视上
的女英雄的行为，她们可以起着榜样的作用。男孩也是这样。

评论。如果说下面的观点是正确的：性别角色的形成是学习的结
果，那么可以假定，如果向孩子介绍相应的体会，他们已经采取的典型
性别行为、态度等都可以再次发生变化。信息框2.2表明，这根本是不
可能的。生物学的影响似乎参与决定了自己性别角色的形成。

信息框2.2

起初被误作男孩的女孩日后还能形成女性角色吗？妊娠期的
许多并发症之一是子宫过早地排斥胎儿。几年前医生曾尝试用一种
药物来治疗这种病症，该药物中含有黄体酮，而身体会把黄体酮转
化成男性荷尔蒙睾丸激素。这种治疗对于男性胎儿没有副作用。但
是，女性胎儿在经过这种治疗后往往会在出生对带有类似男性的外
生殖器。由于这个原因，这样的女孩往往被父母当作男孩来养育，
直到发现错误为止。外科手术可以解决许多这样的女孩的错误发育
问题。这样的女孩现在发育得怎么样呢？她们起初被当作男孩，直
到改变了她们的外生殖器后，由于别人改变了看法，她们被当作女
孩来看待。

约翰·蒙尼和安克·埃尔哈德对几个已做过这种外科手术的女孩
的发育情况作了几年的跟踪调查。（Money & Ehrhard, 1972）蒙尼
证明，如果在这些女孩18个月大之前进行外科手术，那么她们在形
成女性角色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这种手术在两岁半或三
岁以后进行，那么对这些女孩来说，她们接受"新的"性别角色就比
较困难。许多这样的女孩与她们正常的姐妹和同龄的女孩相比，比
较男孩子气；她们往往更喜欢与男孩子玩，更喜欢玩男孩子的玩
具。（Berenbaum & Snider, 1995）晚做手术的女孩难以完全消除她
们可能确实是男孩这种疑虑。（Ruble & Martin, 1998）

性别基模理论。桑德拉·贝姆在她的性别基模理论中承认，通过学
习和观察，孩子们的发育过程会按照他人对他们作为女孩或男孩的要求
和必须循规蹈矩的看法进行。（Bem, 1995）所谓性别基模，就是对做
一个女孩或男孩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经过整理的知识、信念和偏见。
这种基模的发展越是向前，人们就越能从中看出，作为男孩和女孩，男
人或女人应该怎么穿着，应该玩什么、跟谁玩。学龄前儿童从同龄人那



里得到的体会非常有助于了解性别基模中包含的信息。
转向同龄儿童。孩子快满一周岁时，同龄儿童就对他们显得非常重

要。成年人根本不能替代同龄的男孩和女孩介绍的体会。
与同龄人确立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心领神会的成年人对孩子的要

求不同于同龄儿童。孩子把自己画的画拿给别人看，要求他们评价时，
就能体会到这种区别：父亲和母亲对这个“艺术作品”作出的反应可能是
认可，甚至赞叹，而幼儿园的小女孩和小男孩则会毫无顾忌地说，这幅
画很“无聊”，他们根本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当孩子想跟别人要一样喜
欢的东西时，也会有类似的体会。父母在听到女儿或儿子的相应要求时
可能会立即递给他们铅笔和纸张，而一个同龄的小女孩则会断然拒绝这
类无理要求并让他们自己解决。一个找到了玩伴的孩子可能学会，“如
果我不交换、不把我的东西跟她分享，她就不再跟我玩了”。一个小男
孩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推了他一下，他就打我”，一群玩伴可能会对新
来的伙伴说：“你不要再一起玩了，因为你耍赖！”这类教训在学龄前就
已激励孩子学会设身处地地体谅别人，理解并认可别人跟自己不同的立
场。这些体会对于今后的为人处世非常重要。没有与同龄人的接触，将
来就不能树立对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观念。如果孩子只能拿自己的能力与
大一些的男孩和女孩、甚至与成人相比，那么，他们可能始终只看到自
己的短处，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也就是缺乏自信，将是必然的后果。

通过角色游戏获得社会经验。对学龄前儿童的社会发展非常必要
的一项活动就是角色游戏，男孩和女孩可以扮演妈妈、爸爸、医生、警
察或者老师的角色。这个游戏可以使孩子观察别人做事、更好地理解别
人，同时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担心。

在两人，有时多人的角色游戏中，孩子可以学会依次扮演不同的角
色（比如医生—病人；妈妈—孩子）。如果在游戏伙伴之间发生矛盾，
那么这就是他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很好的锻炼机会。往往可以看到，玩
这种角色游戏的孩子的社会理解力提高得快，因为他们与那些从来或很
少玩角色游戏的孩子相比，会更好地体谅别人，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感觉
和想法。（Youngblade & Dunn, 1995）这些社会体验最迟在孩子入学时
很重要，因为从这时起孩子几乎天天与班上的同龄人在一起。



插图2.15　角色游戏可以使孩子观察别人做事、更好地理解别人，同时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担心。



2.7　入学儿童

孩子差不多在六岁时上学肯定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到了这个年
龄，不管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在社会情感方面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发育，
以致小男孩和小女孩有能力与他人一起接受上课的要求。根据让·皮亚
杰的观察，孩子在上学后不久就能毫无困难地回答那些他们在上学前无
法回答的问题；他们已经具备具体运算的思维。在道德判断方面也有了
进步。以前只根据结果来判断“坏事”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在小学阶段长
会变成参与评价外部状况的孩子。最后，在社会交往方面也会有进步，
因为大一些的小学生说到友谊时，他们指的是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
与青年人或成人特有的关系已经非常相似。

2.7.1　认知发育

皮亚杰坚信，认知发育在七岁时会有决定性的进步。他断言，会从
前运算思维发育成具体运算思维。今天，人们不再把认知能力的改变，
包括学龄前儿童到小学生的过渡阶段的改变，看成断续的过程，而是看
成有规律的过程，这首先应当归功于以信息理论为取向的发展心理学家
的研究。小学生遇到的许多问题，学龄前儿童早已遇到过。

具体运算思维

通过逻辑思维纠正错误的感觉印象。如果用寥寥数语来说明小学
生的认知能力的独特之处，那么可以断言，小男孩和小女孩比学龄前儿
童更具逻辑思维。但是，不能把这种特征理解为学龄前儿童没有判断
力，缺乏逻辑性。四五岁的孩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明确证明自己的逻辑
思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思考问题是跳跃性的，不会寻根究底，
容易受感觉印象的影响。学龄前儿童在调换杯子的问题上的典型反应
（见第88页及其下1页）就是例证：因为细高杯子里的水位高，于是给
他们一个印象：细高杯子里的水比粗矮杯子里多，所以他们的回答大多
是不合逻辑的。他们的头脑中还没有形成同时思考多个问题的全面的逻
辑体系，正在思考具体运算的小家伙也许会屈服于可比的假象，但是，
他们知道，如果不拿走或加入什么东西，一个数量是不变的。小学生掌
握了这一知识，就能纠正错误的感觉印象。

将认知运算应用于具体事物和事件。小学生与学龄前儿童相比，
逻辑地思考问题要系统得多，难道能跟成人一样思考问题吗？皮亚杰否



定了这个问题，因为根据他的观察，小学生只能把运算运用于具体的事
物和事件。比如，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面对这样的题目：“彼得比索尔斯
顿大，但比马克小，请问他们当中谁最大？”。只要提到的男孩真的站
在他面前，至少让他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外表，那么他很可能找到答案。
但是，人们把用字母A、B、C代替名字，并作这样的表述：“A ＞ B，
但A ＜ C；请问A、B、C中谁最大？”，正在思考具体运算的小家伙就
很可能失败，因为他没有直观的基础。

可逆性、补偿性和同一性运算。尽管一个正在思考具体运算的小
家伙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物的对象世界的约束，但是皮亚杰仍把
孩子能够进行多则运算看作认知发育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进步。根据小学
生在正确回答了调换杯子这个问题后作出的解释可以看出这些运算的过
程。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我把水再次倒回第一个杯子中，那么它又会跟以前一样多”；（可逆性运算）
——“第一个杯子里的水要高一些，但是杯子没有这么粗”；（补偿性运算）
——“把水倒入另一个杯子的时候，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同一性运算）

小学生借助可逆性运算，可以在想象中反向思考他所观察到的某个
事件的顺序。补偿性运算可以使孩子认识到，较高的水位被杯子较小的
直径所平衡。最后，孩子通过同一性运算知道，如果不增加，也不减
少，那么水的量是不变的。所有这些运算能使小学生纠正似乎发生了改
变的错误的感觉印象。掌握这些运算使小学生感到奇怪，人们怎么会问
调换杯子是否改变了水的量这样的问题。

记忆的改变

记忆的结构。孩子在入学后，必须越来越多地应付这样的要求：接
收、加工、存储语言表述的各种信息，以便在需要时再次提取。在这方
面所必需的存储器后面会详细地加以描述（见第263页及其下几页）。
现在只作一个简单介绍，各种信息首先进入感觉中枢的寄存器，这个寄
存器具有较高的捕捉能力，但只能非常短暂（最多1.5秒）地存储内
容。通过也包括注意力在内的“控制程序”，选择一些似乎具有显示意义
的内容，转交给存储量非常有限的短期记忆。短期记忆也被称为“工作
记忆”，因为相关的信息必须在这里进行加工，除非不需要转交给能比
较长时间“保存”的长期记忆。首先是短期记忆在小学阶段怎样改变这个
问题，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年龄越大记忆力越好的解释。父母和老师都知道，孩子越大记忆
力越强。但是，怎样解释这方面的内在联系呢？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与一
个学龄前儿童不同，他是怎样做到长时间地记住更多的信息，并在需要



的时候再从记忆中提取的呢？现在对这个问题有非常详细的回答，其中
对“信息加工的速度”、“加工策略的利用”、“元记忆的改善”以及“知识的
基础”都有深入的研究。

信息加工的速度。几乎所有相关结论都一致认为，稍大的孩子与小
一些的孩子相比，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加工信息。（Schneider &
Bjorklund, 1998）这种进步一方面可以归因于神经系统在同期的成熟度
的提高；另一方面，小学生的优势还在于，在学校学会了方法（策
略），借助这些方法能够很好地加工学习内容，从而相对较快、较长久
地存储在长期记忆里。

利用策略过程中的变化。人们把一个人用来改善自身记忆能力的
方法称为记忆策略。孩子首先在小学阶段学会了提高记忆力的许多策
略。（Schneider & Bjorklund, 1998）小学生首先通常使用的记忆策略
是“在头脑中”复习学习材料。

在一项很久以前的研究中，约翰·弗拉维尔及其同事让五岁、七岁
和十岁的孩子好好记住每张图片上所画的东西（其中有一把梳子、一个
苹果和一只猫头鹰）。（Flavell et al., 1966）结果他们明显发现了这样
一种内在联系：孩子越大，他们能从记忆中提取的单词越多。该怎样解
释这种记忆力的提高呢？在展示图片以后和进行记忆测试以前，专业人
员非常仔细地观察孩子的嘴巴，看他们是否在轻声念叨，也就是说“在
头脑中”复习要记住的内容。大一些的孩子比小一些的孩子明显更愿意
或多或少地轻声背诵学习材料；五岁的孩子中只有10％在重复要学习的
内容，七岁的孩子中有60％，而十岁的孩子中有85％。这种复习与记忆
力的差别有因果关系吗？弗拉维尔及其同事也研究了这个问题。
（Keeney et al., 1967）他们鼓励五岁的孩子在记忆测试前轻声念叨应该
记住的学习材料。由于五岁的孩子许多不会主动去重复，因此他们鼓励
这些孩子轻声背诵要记住的东西直到进行记忆力测试。事实上，这些孩
子能够复述更多的单词；复习明显改善了他们的记忆能力。但是，与大
孩子主动去复习不同，许多小孩子只有在对他们提出明确要求以后才会
使用这种策略。许多小孩子为什么不想办法简化学习呢？他们对自己记
忆力的认识可能还不够。

元记忆的改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的使用策略的意愿，只
是部分地说明，大孩子与小孩子相比，为什么记忆力更好。此外，男孩
和女孩在发育过程中也越来越认识自身的记忆力及其作用方式。人们把
这种“对自身记忆力的认识”称为元记忆。一方面，它包括一些一般的信
息，比如，记住许多单词比记住几个单词要难。另一方面，它也能判
断，是否把必须学会的文章看很长时间，才能牢牢记住。

许多学龄前儿童在遇到记忆问题时为什么不主动想办法，对于这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要了解了他们对自身记忆力的认识以后就能得到解
释。如果问五岁的孩子，他们是否经常忘事，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回
答“不会”。（Kreutzer et al., 1975）他们能够记住实验者给他们看的所有
十样东西吗？即使问到这样的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也毫不怀疑他
们能够记住所有东西。（Flavell et al., 1970）这样看来，学龄前儿童喜
欢高估自己的记忆能力。孩子一旦发现——他们大多在学校里积累了为
此所需的经验——自己根本没有很好的记忆力，他们就会知道，想办法
提高记忆力是值得的，而且知道，其中有些办法比其他办法更有用。
（Schneider & Bjorklund, 1998; Schneider & Pressley, 1997）当然，孩子
在发育过程中不仅能够学会，他们的记忆力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比如想
办法提高记忆力，有些甚至能够成为某个领域的著名专家。

知识基础。有些孩子在小学时期就已开始对某些知识领域特别感兴
趣。比如，他们努力去了解关于恐龙的一切；（Chi & Koeske, 1983）
他们收集并创作卡通画（Lindberg, 1980）或者他们成了真正的足球专
家。（Schneider et al., 1989）米切林·石明确指出，在地区冠军杯赛中夺
冠的十岁的孩子在下棋时拥有多么惊人的记忆力。（Micheline Chi,
1978）石让这些年轻的冠军看插图2.16所示的棋子摆放，只让他们看几
秒钟。

插图2.16　棋盘上的棋子摆放是有序的（A）和无序的（B）。出色的棋手能够记住图一的棋子摆放，而记不住图二的棋子摆放。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十岁的象棋专家能够非常轻松地记住棋子的摆
放，只要棋子摆放是有序的，是在下棋中真的可能出现的。难道这些小
棋手具有非常出色的记忆力吗？

专家们良好的知识安排。很明显，这些小专家在已经积累了很多



经验的领域里能够很好地安排自己的知识，出色地理清自己的专业知
识，从而得以具备超常的记忆力。孩子或者少年的年龄越大，他们在一
个或多个专业领域就越能显示出超常的记忆力。由于他们在某个领域中
安排知识的水平很高，所以他们能够非常迅速地加工那些在这一知识或
经验背景下对他们有意义的各种新的信息；由于他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加
工新的信息，所以他们始终有认知储备，而这些储备可以使他们去从事
其他的活动，比如发挥记忆策略，这些策略又使他们在学习上有了额外
的优势。

2.7.2　道德判断力的发育

皮亚杰关于道德判断力发育的观点。让·皮亚杰在研究儿童的思维
发育时就怀疑，孩子对规则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改变，是怎
样改变的。皮亚杰在家乡日内瓦的街道上散步时看到一群孩子在玩玻璃
球，这时，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他的兴趣：“游戏规则是怎么来的？”，于
是他问孩子们，“你们可以随便改变规则吗？”（Piaget, 1932）

他律道德。五岁的孩子在回答皮亚杰的问题时说，规则来自权威，
也可能来自上帝或者父亲，因此不能改变。如果谁想改变，那他一定会
受到惩罚。这个年龄的孩子的判断行为更多的是根据行为将要导致的结
果，而不是根据产生这些行为的意图。皮亚杰认为这些孩子具有“他
律”道德，因为根据他的观察，这些孩子在作出评价时确信，他们应当
接受外部的“规定”。比如，学龄前儿童会怎么评判这样一个小女孩呢？
这个小女孩在妈妈外出时偷偷跑到厨房偷吃蜂蜜，但是不幸把一个杯子
碰到了地上，打破了。而这些孩子会怎样评判一个小男孩呢？这个小男
孩在开门时，不小心碰倒了一个装有15个杯子的托盘，玻璃碎片撒了一
地。他们的评判是非常一致的：打碎15个杯子的人比打碎一个杯子的人
更“不听话”。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会考虑造成损失时的情况。

自律道德。孩子稍大一些，大约到十岁时，才会认识到，规则是公
众约定的结果。他们这样说，为了能够判断某种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
的，必须同时考虑外部情况。皮亚杰认为，这就是自律道德阶段的开
始：他们已经会区分行为的动机和结果了。

在年幼的测试对象看来，不小心打碎15个杯子的孩子与一个在擅自
行动（偷吃蜂蜜）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的孩子相比，应该受到更为
严厉的处罚。而在许多成年人看来，这是非常不公正的评判。我们可以
期望他们在今后的发育中能改善对公平的理解吗？这个问题是劳伦斯·
科尔贝格提出的，他与皮亚杰一样，是研究儿童和青少年道德发育的著
名学者之一。



科尔贝格关于道德判断发育的观点。劳伦斯·科尔贝格，像皮亚杰
一样，给测试对象讲述人们经常处于道德冲突之中的故事。（Kohlberg,
1985; 1987）下面是一个最有名的故事：

例子

海因茨的困境。在欧洲有一位妇女，罹患无法治愈的癌症，生
命垂危。根据医生的诊断，只有一种药物可以帮助她。一位当地的
药剂师不久前发现了这种药物包含的高效物质。生产这种药物本来
成本就很高，但是这位药剂师想要高于生产成本十倍的价钱。病人
的丈夫海因茨费尽心机筹措所需要的钱，但是只筹到一半。在这种
紧急情况下，海因茨恳求药剂师贱卖药物或者先给他药，余款以后
再还，以救他妻子一命。但是，药剂师拒绝了，并且说：“我研发
了这种药物，现在我就是想靠它挣钱！”海因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
下决定铤而走险，为他妻子偷取这种救命的药物。该怎样评价海因
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采取的行为呢？

道德发育的六个阶段：
科尔贝格给不同年龄的孩子讲完这个故事后，他不想要他们回答，

海因茨的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也就是说，赞成和反对偷药的测试对象
可能不相上下。科尔贝格感兴趣的是这样的问题，他们怎样为各自做出
的决定进行辩护。最后，科尔贝格检查了他们的回答并发现，他们根据
的是三种不同的道德水平，每种道德水平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常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作出道德判断的时候，肯定他人（通常
是权威）宣布的规则。这一层面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皮亚杰的他律道德
（见第100页）。在这个层面的第一阶段，测试对象明显希望避免惩
罚。比如，他们认定，海因茨不该偷药，因为这可能会让他坐牢。在第
二阶段作出的判断就会暴露自私自利的愿望，其实是希望，做好事有好
报。比如他们可能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海因茨应该偷药，因为他的妻子
在成功治愈后会表示感激的。

常规层面。在这个阶段，由于之前与他人的接触，现有规则或法律
会引起孩子们内心的思考。在第三阶段，男孩和女孩明显努力地博得他
人的肯定，努力做一个“听话的男孩”或“可爱的女孩”。科尔贝格认为，
孩子们在第四阶段作出的判断是一种“遵纪守法和循规蹈矩”的行为。他
们可能会为偷药的行为辩解，因为否则就违背了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护
生命的戒律。但是偷盗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偷盗明显是触犯法律的行
为。



后常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孩子们不会像从前那样不加批判地接
受现有的规则。达到这个层面的人以一般的内在道德价值为取向，而内
在的道德价值的有效性不取决于他人的认同。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可以
根据抽象的原则判断对或错。在第五阶段，人们在作出判断时虽然也认
为现有法律成问题，但为了社会的利益还必须尊重。比如，在海因茨的
问题上，他们可能会说，他不应当偷药；虽然药剂师的决定应该受到谴
责，但是他的财产是不可侵犯的；这是对他人权利的普遍尊重。在第六
阶段作出的判断表达的完全是可能违背现行法律的个人标准：“海因茨
应该偷药，因为人的生命比世俗的法律更重要。”在科尔贝格看来，最
后这个阶段是一种理想状态。科尔贝格在去世前不久从他的阶段顺序中
删除了最后这个阶段。

卡罗尔·吉利根对科尔贝格的批判

男人的道德和女人的道德。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安提戈涅》
中描写了安提戈涅与国王克瑞翁——她的叔叔之间的冲突的典型事例。
安提戈涅强烈要求安葬她死去的兄长波吕尼克斯，而克瑞翁下令，谁去
安葬就要被判处死刑：波吕尼克斯应该曝尸荒野。安提戈涅的愿望显然
是为家庭尽责，而克瑞翁则遵循国家的利益和他的法令。

插图2.17　女人和男人拥有不同的道德观念，这种说法古今有之。克瑞翁在作决定时觉得要对国家和他的法令负责，而安提戈涅要为家庭的利益说话。

在现代心理学中，是否在道德上区分男孩和女孩，或者男人和女人
的讨论仍然非常活跃。卡罗尔·吉利根再次提出了男人的道德和女人的
道德的问题。（Gilligan, 1982; Gilligan & Attanucci, 1994）吉利根解释
说，男人喜欢在作出道德判断时以“男人的”价值观（公平和正义）为取



向，而女人强调的是“女性的”价值观（同情，社会责任与关心）。因
此，安提戈涅努力隐含着一种女人的道德，相反，克瑞翁的决定隐含着
一种男人的道德。吉利根指责科尔贝格说，他在评价男人和女人对于冲
突的回答，比如他们怎么看待海因茨的问题时，低估了女性的道德。女
孩们在表达对他人的社会责任时，她们的道德发育是处在第三阶段，而
男孩以平等和公平等抽象价值为取向，说明已经达到第五个阶段。然
而，吉利根的指责经得起严格的检验吗？

在个人遇到恐慌时关心是主要的。总的说来，多次验证都没有证
明科尔贝格低估了女性对道德冲突的反应。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在
作出评判时都是以公平和同胞的责任价值为取向的。（Oser & Althof,
1997）母亲和父亲在他们的关心和公平的取向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双
方都喜欢关心自己的孩子。（Clopton & Sorell, 1997）关心取向取决于
个人遇到的恐慌，而不是取决于性别（Nunner-Winkler, 1995）；可见，
男人和女人并不是生活在不同的道德世界。

2.7.3　友情关系的发展

在入学以后，对于许多孩子来说，同龄人对自己的观念和喜欢的活
动（尤其在业余时间）以及外表（穿着、发型）的影响显著增强，而父
母家庭的监管逐渐减少；个体往往喜欢与同龄人在一起这个事实就能说
明同龄人对于个体的重要影响。

对人的感觉的变化。发展友谊的一个前提在于小学时期正在变化的
对人的感觉。有人曾经要求不到七岁的男孩或女孩描述他们很熟悉的
人，要求他们在描述时注重他们的外表或者显著的行为方式。（Damon
& Hart, 1988）一年级的孩子的典型回答是：“我们经常一起上学”，“她
戴眼镜、长头发”或者“如果我不照他说的做，他就打我”。而稍大一些
的小学生在描述别人的时候通常描述性格特征，因为我们经常听人说某
某很“可爱”，招人喜欢，或者认为他或她算术很好。

产生相互信任。在上学前，男孩或女孩可能会认为另外一个孩子是
他的朋友；但这不是说在他／她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她真的信任这个
人，或者当他／她受到攻击时，这个人就会帮助他／她。对一个亲密的
朋友，应当倾吐个人的想法，在他需要帮助或关心的时候能够照顾他。
洛塔尔·卡普曼解释说：“朋友之间应当能相互分享那些不能与别人分享
的东西”，他接着说：“朋友期待从朋友那里得到帮助和认
可。”（Krappmann, 1993）“在许多（绝不是所有）青少年中间存在真正
的”友谊，但是，在小学将要毕业的时候，同性别的两人之间的关系才
具备重要特征，其中，相互倾吐个人想法、愿望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



环。（Sullivan, 1953）但是，在这一时期不仅产生友谊，也会产生分
裂。

性别分隔。几乎在整个小学阶段都能看到，孩子们往往避免与异性
接触。一个男孩可以追逐一个同龄的女孩，一个女孩可以撞一下男孩的
腰部，但是不会在一起活动。如果一个男孩——比如在校园里——要跟
一群女孩站在一起，那他一定会立刻遭到拒绝，同时遭到其他男孩的取
笑。有人把这种导致性别分隔的规矩称为“划界”，因为男孩和女孩都想
方设法维持这个存在于两种性别之间的界限。（Thorne, 1986）这种性
别分隔在下一个发展阶段——青春期早期才会结束，到了12岁以后，这
种分隔才会逐渐消失。关于青春期和成年后的两性之间的关系，将在下
一章中细谈。



3　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发育

在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孩子的外表开始出现急剧变化——有些孩
子要比其他孩子早一些：一个十分稚气的小学生经过几年的发育，已经
成长为年轻人，无论身材还是外貌都已经像成年人。但是，这个年轻人
还不必立即承担成年人的所有责任，因为年轻人还有机会，他们可以慢
慢准备接受社会今后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

他们在成年之前，他们需要作出许多抉择，这些抉择是在一个或长
或短——取决于个人——的过程中形成的结果。这一过程显然是年轻人
努力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他是什么人，他想成为什么人？什么样的职
业活动今后会使他满意？他想追求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方式？他究竟偏爱
哪一种生活方式？年轻人需要作出一系列抉择，比如，婚姻对他来说是
不是问题，他想从事什么职业，他想在哪里生活和怎样生活。人到中
年，回首往事时，感到活得很满意还是很失望，这都取决于他在年轻时
作出的抉择。

现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评价比几十年前更乐观，因为医学的进
步大大提高了生活质量，许多老年人的智力还很活跃，总体上说更富有
活力，因而在整个行为方式方面看比他们父辈和祖父辈在这个年龄时显
得“年轻”。

本章将作一次穿越成人期的“旅行”，并揭示哪些“人生关键事件”会
使人放弃原有的生活习惯，提出新的要求。这是一个有了人生伴侣和事
业升迁、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还能提出什么样的个人目
标，以便重新评价自己。对于一个年届不惑的人来说，“生命已过去了
一半，只剩下另一半”；他通过自我评价，还可以作一次抉择，彻底改
变自我。这一代的许多人即使年龄再大一些也应当遵循作家乔治·艾略
特描绘的指导性目标：“想做本来能做的事情永远不会太晚。”



3.1　青春期

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一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何时和怎样结束儿童时
期、进入或被要求进入成年期，都有自己的观念。在以西方价值为取向
的社会里，在达到成年状态之前还规定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人们把这
一时期称为青年时期或青春期。青年时期从身体的发育成熟开始，但是
年轻人在结束青年时期时仍然不能独立，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
就业准备需要更多时间而延长了青年阶段”。（Kracke & Silbereisen,
1994）

青年人虽然不再被视为孩子，但是他们同时也不能承担成年人的全
部权利和义务。青春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在这一过渡时期会发生哪
些变化？青年人应当满足哪些要求，以便迟早能被视为成年人？信息框
3.1中所表达的批判性的声音认为，少年、青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区别正
在逐渐消失。

信息框3.1

童年、青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吗？
历史变迁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分离。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

曼把童年的形成与古罗马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古罗马第一次产生这
样的观念：保护孩子不受成年人秘密的影响，因为人们羞于在孩子
面前说某些话和做某些事。波兹曼解释说：“没有养成羞耻感，就
不存在童年。”（Postman, 1982）但是这些观念在中世纪首先消失
了。直到15世纪中叶，由于约翰奈斯·谷登堡的发明才再次出现了
转机，因为根据波兹曼的看法，印刷机使人对成年人产生了新的定
义：这个定义是以阅读能力为基础的。与此相应也形成了对儿童的
新看法，而形成这种看法的基础是没有阅读能力。然而又过了大约
200年，这种看法才得以实现，因为直到18世纪人们才逐渐相信，
孩子有自己的身份。因此孩子和成年人日益产生分离，明显的羞耻
感再次形成。成年人再次保护孩子不受诸如金钱、性、暴力、疾病
和死亡等"秘密"的影响。

电视时代的“童年”。首先根据波兹曼的看法，电视自上世纪中
叶以来引领了一场革命，直接导致了童年的消失。年少和年长的观
众坐在一起看电视。波兹曼认为，电视的下述特征助长了童年的消
失：



——电视里的所有节目都是影像故事，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理解差异消失了。
——电视播出以前只属于私人空间的内容，脱口秀和连续剧打破了所有禁忌。
——儿童直接面对充斥着淫荡、暴力和残忍的内容。
——由于电视，有羞耻感的观念遭到蔑视，暴力、性和羞耻感像日常事务一样被渲染。
——无秘密可言，因为儿童和成年人一样可以收看这些节目。

必须注意界定对儿童的信息加工。波兹曼断言，现代媒体能
够同时面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甚至模糊了年龄之间的界限，这
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此——错误也在于此——不一定能得出这样
的结论：大家，比如所有的教育者真的会否定年龄之间的界限。现
代媒体是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里，知道“照顾性空间”，了解
其对儿童和青少年发育的意义是一种文化成就。媒体时代的家长和
老师非常清楚，儿童和青少年对含有暴力和性的节目内容的理解不
同于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此外，他们
还没有多少经验。媒体时代的成年人知道这一点，因此努力帮助孩
子消化经验。儿童和青少年不得不放弃年长者的引导和帮助，这才
是问题，因为父母要忙于工作或者其他家庭之外的日常事务，他们
的孩子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照顾自己。（Elkind, 1981）

童年“消失”过程中的畸形发育的危险。如果年轻人在孩童时
就积累了成年人才应该有的经验，那么，就可能出现到青春期才会
表现出来的畸形发育。艾尔金德认为，对性、毒品、香烟和酒精的
尝试或者对过分的冒险行为的偏好，是对环境的反应，因为环境使
年轻人心理上还未作好充分准备时就接触了大人的经验和问题。但
是，应当帮助那些行为古怪，甚至已经犯罪的青少年，他们生活在
一个“童年正在消失”的社会，因而应当“善待”未满21周岁的青少
年。

3.1.1　入学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发育阶段

青春期年龄段。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具有一定的生理特征。从性尚不
成熟的孩子成为有生殖能力的人这个身体发育过程的最初征兆一旦出
现，早期青春期就开始了。青春期开始以后的一个阶段，即10-14岁的
时候，才谈得上身体的快速成长。（Markefka, 1999）在这一时期，年
轻人与父母和同龄人的社会关系也会发生变化。14-18岁的这一年龄段
也被称为后期青春期，因为孩子们在这几年里越来越不依赖家庭。达到
法定年龄，即年满18周岁，就可以认为青年期行将结束，因为到那个时
候父母的权力行将中止，而年轻人已经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成年初显期。许多青年在达到法定年龄时还没有心理准备，还不能



张口闭口自称成年人，因为确切地说，年轻人要拥有成年人的身份，还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他们认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Arnett, 1997,
1998），按照阿奈特的看法，成年人必须

——完成学业；
——有一份工作，经济上完全独立；
——通过婚姻或同居接受一个伴侣的约束，而且／或者
——承担父母的责任。

杰弗瑞·阿奈特建议，把从十八九岁开始的这段时间称为成年初显
期。（Arnett, 2000）初显期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开始成年期不能一
概而论，必须视个人而定。阿奈特还指出，他发现，18-25岁的人大多
数还在为了职业而接受持续不断的培训和学习，“而30多岁的人大多数
已有稳定的职业；18-25岁的人大多数还没有结婚，而30多岁的人大多
数已经结婚；18-25岁的人大多数没有孩子，而30多岁的人大多数至少
有一个孩子。这样的比较还有很多。成年初显期和早期应该被视为各个
不同的发育阶段”，但是对它们的开始和结束却不能一概而论。
（Arnett, 2000）

3.1.2　身体上的变化

身体加速发育后的比例变化。女孩在9岁半-14岁半时（大多是在10
岁时），男孩一般要晚一些，也就是说在10岁半-16岁时，身体会显著
增高，这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性成熟期。女孩在这一时期身体每年会增高
大约9厘米，男孩平均增高大约10厘米。（Remschmidt, 1992）在身体快
速增高以后，男性在身高上会超过女性。年轻男性的特征是肩宽腰窄，
双腿与躯干相比显得略长；年轻的女性在身体快速增高以后，显得肩窄
臀丰，双腿与躯干相比显得略短。

性成熟期。性成熟期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在身体上获得生殖能力的发
育阶段。在这一阶段，女孩的女性荷尔蒙的分泌显著增加。这种荷尔蒙
促进胸部的发育和第一次月经的出现（初潮）；男孩的男性荷尔蒙会急
剧增加，从而增进肌肉的发育、体毛的增多和声带的变化。个别女孩在
八岁时就出现初潮，有的则到16岁时才会出现；欧洲的大多数女孩经历
这一决定性的事情是在9-13岁，平均年龄为11岁。（Mazur, 1999）大多
数女孩在这一时期是不可能受孕的，因为有受精能力的卵子大多在12-
18个月以后才会产生。（Tanner, 1978）许多女孩在出现第一次月经时
是喜悦和自豪的，因为这证明她们现在不再是孩子了，而是正走在成为
女人的道路上。然而，几乎所有女孩对之后出现的月经都感觉很讨厌，
因为随之会出现一些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伴发症状；因此姑娘们觉得“讨
厌”、“麻烦”和“累赘”。



男孩性成熟期的开始要比女孩晚两年。（Mazur, 1999）男孩第一次
出现遗精的现象，没有多少统计资料可资证明。大多数男孩在14岁
半-15岁时就具备了生育孩子的能力。（Tanner, 1990）

插图3.1展示了不同性别的同龄人的身体差异。图中分别展示三个
同龄的、身材比例各异的男孩和女孩。

插图3.1　同龄的男孩和女孩以发育为条件的身体差异。

早发育和晚发育。青年人在青春期开始时积累了什么样的社会经
验，塑造了什么样的自我形象，基本取决于他们身体发育成熟的早晚。
毫无疑问，对于男孩和女孩来说，最好的事情是身体发育正常，也就是
说与大多数同龄人的发育保持同步。但是，如果成熟的速度出现偏差，
那么，早熟的男孩与晚熟的男孩相比，在有些方面就占有有利的条件。
发育早的男孩更有力量，因此在体育比赛中总是占优。他们大多很自
信，比较喜欢被人推崇，往往被推选担当领导任务（Petersen, 1987;
Tobin-Richards et al., 1983），虽然男孩的性早熟也会带来跟女孩一样的
麻烦。（Mazur, 1999）如果男孩的身高增长明显比同龄人缓慢，那么，
他们往往会对自己身体感到非常不满。（Kracke & Silbereisen, 1994）

如果早熟的女孩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比如她们认为自己的体重超
标，那么她们就会塑造不好的自我形象，因为她们没有理想中的苗条身
材。（Richards et al., 1990; Kracke & Silbereisen, 1994）此外，还可能在
社会环境中产生汤姆·马左所说的冲突，“过早进入性成熟期的女孩在同
龄人中卓尔不群，因为她们身材比较高、显得年龄比较大，而且具备了
第二性征（胸部发育等）。因此人们对她们的行为的预期会超出她们的
实际年龄，她们往往会因自己最初的性征而遭到取笑，她们面临被社会
孤立的危险，可能陷于同父母的冲突。”（Mazur, 1999）当然，对于她
们来说，她们由于早熟的外表更可能较早地与大一些的男孩交往，他们
会带她们吸烟、喝酒和建立性关系。（Silbereisen et al., 1992）早熟的女
孩学习不好和不负责任是屡见不鲜的事情。（Aro & Taipale, 1987;



Simmons et al., 1987）要命的是，她们对于自己面对的要求毫无心理准
备。反正，在咨询机构积累了与青少年打交道的经验的心理学家担心，
现在许多青少年不得不提前履行某些要求，积累父辈们长时间准备积累
的经验。信息框3.1（见第106页及其下1页）介绍了孩子们可能面临的
危险，除非他们有足够的机会享受童年，少年有更多机会成为青年。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体型的变化虽然非常引人瞩目，但大脑也会发
生以成熟为条件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经历了青春期、很可能在进入成年
期后才会结束。（Tanner, 1999）这些变化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青
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新的思维质量。

3.1.3　认知发育

形式运算思维

偏好自然科学问题。让·皮亚杰优先向测试对象提出自然科学方面
的问题，即物理或化学方面的问题。钟摆问题是证明这种偏好的一个例
子。（Inhelder & Piaget, 1955）

例子

皮亚杰把测试对象带到一个房间，房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两根不
同长度的绳子，此外，还有不同重量的钟摆，可以系在绳子的末
端。要求测试对象回答，钟摆运动的频率取决于什么。如果加长绳
子或者给钟摆一个有力的推动，摆动的频率会提高吗？如果从不同
的高度开始摆动，钟摆运动的速度会更快吗？难道上述几种方法都
起作用？（Inhelder & Piaget, 1955）



插图3.2　皮亚杰提出的钟摆问题

具体运算思维者对钟摆问题的回答。十来岁的孩子考虑这个问
题，完全从那些可能给他们指出解决途径的疑问着手。九岁的小男生猜
测“钟摆来回摆动可能取决于钟摆的大小”，一个同龄的小女生可能会认
为取决于钟摆的“重量”。但是，如果让这些具体运算思维者开始验证他
们的猜测，那么，他们的做法就会很没有条理。他们在检验的时候可能
会系上不同重量的钟摆，同时改变绳子的长度。比如，如果他们发现，
用长绳子系轻钟摆要比用短绳子系重钟摆来回摆动得快，那么，他们可
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钟摆摆动的频率既取决于绳子的长度又取决于钟摆
的重量。当这些孩子几年后达到皮亚杰所说的思维的最高阶段时，他们
的解答方式就会有多方面的区别。

形式运算思维者对钟摆问题的回答。回答钟摆问题不可或缺的前
提是，找出可能决定钟摆摆动的四个因素。找出这些因素之后，可以进
行如下假设：钟摆摆动取决于

——绳子的长度；
——钟摆的重量；
——开始摆动的高度；
——对钟摆的推力。

事先不能排除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钟摆摆动的可能性。
当然，提出假设不等于已经回答了问题，接着还要逐一验证四个假

设，因为在系统改变一个因素时，其他因素要保持不变。比如，验证假
设时的步骤是由下面的想法决定的：“如果绳子的长度起作用的话，那
么，我只要改变绳子的长度，钟摆摆动就会发生变化，而系在上面的是



同一个钟摆，其他因素同样保持不变。”形式运算思维者用上述方法系
统地验证了所有假设，最终会发现，“重量假设”是不正确的；而且他们
会发现，钟摆摆动的频率只取决于一个因素：绳子的长度。

总结。处于形式运算思维阶段的青少年，就像在验证假设时所表现
的那样，能够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情。具体运算思维还仅仅局限于可
感知的具体事物，而形式思维者却能突破这个局限，能考虑到抽象的层
面。但是，形式思维者不限于设想可能发生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他们
还具有一种逻辑系统，所以能够验证自己的假设并从观察中得出有说服
力的结论。

对皮亚杰观点的批判。皮亚杰描述了一个认知发育过程，他认为，
只要达到形式运算思维的阶段，这一发展过程就顺利告终。他用来检验
思维能力的题目选自自然科学的课本；这些题目（在学校里也大多如
此）脱离了各种自然联系（“没有前因后果”），而且绝不会像皮亚杰和
英海尔德所希望的那样，使人有兴趣回答。此外，认为一个借助形式运
算能力能够回答某些问题的人，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愿意运用
这种能力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

皮亚杰对抽象思维的高度评价表明了他成长所处的文化背景的特
征。人们至今仍普遍认为，只有发生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的思维才可以
说是科学的。难道从中可以得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新知识的结论吗？那
些被普遍视为“抽象”科学的杰出代表的思维过程是怎样的呢？比如，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会支持上述论点吗？假定他也在非常抽象的
层面上进行思考，其中包含非常复杂的数学符号。爱因斯坦本人也否认
他的知识源自这种思维过程。（Einstein, 1945）更确切地说，他也是使
用直观的想象，用物体和事件的影象进行思考并“发现”，在一定的条件
下从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他第一次发现相对论的时候，他想象怎
样追逐一束光，怎样适应它的速度，然后便看到了由这种情景构成的画
面。这种自我表白绝不是彻底贬低抽象思维，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皮亚杰和许多科学学科推崇备至的没有前因后果的抽象思维，是否
也可能妨碍认识过程。

非常熟悉的问题中的形式运算思维。一个人长期潜心研究某个问
题，他对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熟悉，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会采用形式运算思
维。比如，一个人是物理学专家，他就能借助自己的形式运算思维解决
这个学科的新问题，而不能也不愿意用这种思维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
可见，是否采用形式运算思维，主要取决于本专业的学习前提。因此，
英海尔德和皮亚杰提出的钟摆问题最好由物理系的学生来解答，而英语
系的学生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分析文学风格的任务；这种在各自专业领域
内所使用的思维能力不能成功地运用于陌生的领域。（De List & Staudt,



1980）
成年人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日益熟

悉，所以青春期过后，也更加愿意按照逻辑观点解决冲突和问题。有些
发展心理学家甚至认为，必须承认思维发育的另一个阶段；他们指的是
后形式思维。

后形式思维。皮亚杰认为，达到了形式思维阶段，就是实现了认知
发育这个目标。对皮亚杰的测试对象在分析了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后作
出的回答，只能作出两种评价：它们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然
而，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许多问题不是极其复杂，
附带情感因素的吗？

例子

吉塞拉·拉勃维维夫和同事向不同年龄组的人提出了下面的问
题：杰恩是出了名的酒鬼，尤其是在聚会的时候。杰恩的妻子玛利
亚警告他说，如果他再醉酒回家，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他。（Adams
& Labouvie-Vief, 1987）就在当天晚上，他参加了生意伙伴的一个
聚会，在外待了很长时间。回家时又时浑身酒气。——玛利亚离开
他吗？

年龄小一些的调查对象作出的回答明显是从陈规推导出来的。
玛利亚一定会离开她的丈夫，因为它符合他之前所说的离婚原因。
年龄大一些的调查对象附加考虑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他们的
答案“比较成熟”，因为他们相信，解决问题有很多种可能性。他们
认为玛利亚的警告不是最后通牒，并且承认，他的行为最终要取决
于杰恩是否道歉，是否会对他动粗，玛利亚带着孩子是否能找到住
处，等等。

成年人在回答怎样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往往使用这样的论
断：“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不像皮亚杰的问
题，有正确划一的答案，即使找到了答案，也只能是暂时的。（Steven-
Long, 1990）他们的思维是由逻辑和情感共同决定的，而不是按照纯粹
的逻辑进行思维。（Edelstein & Noam，1982; Rybash et al., 1986）

形式运算思维的高度的文化依赖性。在非工业化国家，比如在第
三世界国家，学校体制不太完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如果向在
这些国家成长的青少年提出典型的皮亚杰式的问题，那么，人们几乎只
能得到错误的回答。（Hutchins, 1980; Rogoff & Lave, 1984）据此能够
得出这些国家的年轻居民思维能力有限、欠发达这样的结论吗？这种说



法必然被视为西方人自负的表现，因为人们只要仔细想想，南太平洋的
居民不需现代化的导航设备，仅靠观察星象的位置、潮水、风向和地理
条件就能够驾驶他们简陋的船只从一个岛屿驶向另一个岛屿，就一定会
说他们具备很完善的形式思维能力。

思维集中于自身：自我中心主义。青少年能够达到的思维发育的
高水平，同时是由一种强烈的倾向决定的，社会各界根据夸张的自我中
心论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让·皮亚杰早就指出，青少年不能完全区分他
们自己的观点和现实生活的客观感觉，他们很容易混淆这二者。特别是
在青春期早期，许多青少年相信，他们会受到同胞的高度关注。此外，
他们往往相信，他们的思想和感受是独一无二的，成年人是完全无法理
解的。大卫·艾尔金德描述了青春期自我中心主义的几种典型的表现形
式。（Elkind, 1967）

幻想观众。因为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能够很好地体谅他人的想法，所
以不禁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人怎样看待自己。他主观上相信，他周围的
人都在关注他青春期的身体变化。女孩会以为，因为自己胖，所以所有
的人看她；而男孩觉得，自己修长的双腿总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在一项
研究中，把穿着印有巴瑞·曼尼洛肖像的T恤的大学生送到一个有其他大
学生的房间，大多数穿着T恤的学生觉得这样出现在别人面前很尴尬；
他们认为房间里至少有一半的人会立即发现这一点。其实只有23％的人
注意到了这一点。（Gilovich et al., 2000, 2002）奇异的发型和装束所引
起的他人关注要比自己想象的少得多，这要归因于“聚光灯效应”。青少
年担心可能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这很可能使他们尽可能离群索居，
躲避他人的目光。年轻的女孩经常长时间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脸，用化
妆品认真地遮盖粉刺，因为她们无疑认为，那个心仪的男孩会立即发现
这个“可恶的瑕疵”，可能因此而不再喜欢她。与许多成年人一样，青少
年也容易产生“被人看透的幻觉”：他们确信，他们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不
知怎么让外人知道了；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同胞，他们
当然不具备这种x光的透视能力。（Gilovich et al., 1998）

相信独特性和不可伤害。一个女孩对母亲说，母亲无法想象，自
己恋爱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Elkind, 1978）这个女孩确信自己的经历
是独一无二的；她坚定地认为，别人、尤其是成年人从未有过这些经
历。恋爱中的女孩可能也不愿意与母亲谈论自己的感觉，因为她们主观
上认为，母亲不懂这些，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女儿的心事。

然而，如果一个人私下认为自然规律不适用于自己，那么，相信自
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也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青少年会因此而认为自己是
不可伤害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是不受任何负面影响的。比如，他
躲过了危险，没有成为交通事故的牺牲品，因此他敢于在公路上高速行



驶和疯狂飙车。同样，年轻的女孩可能会低估怀孕和染上性病的可能
性，因此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就轻率地进行性交。（BzgA, 1998）

评论。艾尔金德认为，青春期早期的男孩和女孩的自我中心论最初
随着形式运算思维的形成而增强，然后，随着年轻人进入成人的角色，
开始考虑同胞的观点。但是，我们确实不能犯错误，认为青少年比较无
知。如果他们心甘情愿地抽烟或吸毒，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他无知了。在
有些方面，比如在性的问题上，他们知道的甚至比他们的父母更多。
（Beyth-Marom et al., 1993; Jacobs & Ganzel, 1993）事实上，青少年之所
以喜欢冒险的经历，就是因为这些经历对他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Arnett & Balle-Jensen, 1993），他们做出危险的动作，是因为想向同
龄人展现勇气。（Stender, 1994）

反正同龄人对进入青春期后的青少年具有特殊的作用。男孩和女孩
面向同龄人，试图适应他们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家庭的关系。家庭的教
育方式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

3.1.4　父母的教育方式

教育方式可以说明，父母怎样设法影响自己的儿女，控制他们的行
为，儿女与父母的关系具有哪些情感特点。父母的教育方式大致具有两
个不同的特征（“尺度”），这两个特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程度。比如，
父母可以按“控制”的尺度加以区分，也就是说，按照他们设法控制孩子
行为的尺度加以区分。另一个尺度是“情感支持”的程度；这里的关键是
父母怎么安排才能对孩子起到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情感支持的
父亲和母亲，会专注地倾听孩子的心声，对他们的愿望作出反应，表现
出关心，理解孩子的苦恼并激发他们的兴趣。运用这两个尺度可以分为
四种教育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一：父母教育方式的分类

在德国，首先由莱因哈德和安妮玛丽·陶施开了教育方式研究的先
河。（Reinhard & Tausch, 1998）这里使用的术语源自狄安娜·鲍姆林德
的研究。（Baumrind, 1991）如上表所示，四种教育方式各有不同。



独裁型教育行为。独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愿望和想法非常不敏感，
他们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则控制儿女的行为；儿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对
各种命令不作任何解释，即使解释也极不充分；因此他们在儿女们的眼
中是专制的。比如，孩子问为什么要做这或做那，母亲仅仅回答
说：“因为我让你做！”命令和戒律默默地靠自身的权威和由此产生的权
力来维护。孩子如果蔑视父母的命令，就一定会受到处罚，甚至可能再
得不到父母的爱。

权威型父母。权威型父母也会明确规定孩子们的行为必须遵守的规
范，而且他们也十分关注这些规范的遵守情况。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样
是控制型的，但是与独裁型父母不同，如果孩子遵守了规则，权威型父
母会用温暖的感情和亲切的关爱“奖励”孩子。权威型的父母对子女虽然
期望很高，但同时他们也以孩子为中心，他们努力去了解并照顾孩子的
思想和感情。孩子在权利方面可以对父母的命令（比如“带上围
巾！”、“最晚十点钟回家！”、“先做完作业再去打网球！”）提出质
疑。与权威型的父母（他们把这种反问看成对他们权威的威胁）相反，
独裁型的父母表示理解，因而愿意解释自己的要求，与子女们讨论这些
要求的必要性，不会满足孩子可能提出的收回成命的要求。权威型的父
母由于以孩子为中心，所以对孩子实际心情十分了解，不会对孩子提出
过分的要求，也不会降低对孩子的标准。因此，这类父母能使自己的要
求适应子女的能力，同时努力按照所取得的进步让他们逐步自立。

放任型教育方式的父母。放任型教育方式的特点是，父母很少对
孩子提出要求或者对孩子的行为进行监督性的干预。放任型风格的父母
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多管孩子，孩子可以凭感觉和愿望想怎么样就怎么
样。父母允许孩子做任何事情，只要不会危及健康和生命。因此人们也
称之为放任型（允许和容忍一切）的教育风格，其中包括不规定明确的
界限，也不提出任何符合孩子当时的能力的行为要求。英国的萨默希尔
学校一直采用放任型教育风格，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用自由挑战当时尚
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型教育风格。（Neill, 1960）根据“自由学校这个革命
性的榜样”的批评者的说法，学生有时会向老师提这样的问题：“今天我
们还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吗？”

疏忽型父母。如果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几近冷漠、毫无感情色彩，
而且几乎不对子女提出任何要求或者凭心情提出要求，那么这就可以称
为放任一冷漠型的教育风格。疏忽型父母要么断然拒绝孩子的要求，要
么被日常的职业活动和私人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没有时间
和精力用来负责任地教育孩子。（Maccoby & Martin, 1983）

教育风格对成长的影响。一般说来，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成长的
影响最为持久。孩子在青春期之前耽误的东西，进入青春期后必须有巨



大的付出才能得到有限的弥补。那么，教育行为属于上述某种风格的父
母在他们的子女身上留下了哪些“痕迹”呢？

自信。权威型父母在教育方式方面以明确的规则为指导。因此往往
知道孩子的愿望。他们就像司机一样，遵守明确的交通规则，因而时刻
知道，在什么时候必须让他人先行，最高时速能开多少或者在什么地方
可以超车。所有司机都必须遵守的明确的交通规则，是安全行驶的重要
前提。如果司机们必须时刻估计其他司机在下一刻将怎么开，那么他们
将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呢？权威型父母给孩子以安全感，对孩子表示热心
和支持；他们的孩子与疏忽型和权威型父母的子女相比，更愿意满足父
母的期望。（Baumrind, 1991; Franz et al., 1991）

自制。权威型父母虽然有明确的要求，但同时也会听取孩子的看
法。因为这类父母关注孩子的特性，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求孩子，尤
其在青春期，日益增强自制力。年少的孩子在家庭中必须达到某些要
求，但是权威型父母还会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他们认为这不是专制的，
而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因而他们更加愿意给孩子以温暖和支持，哪怕
是在出现代际冲突的时候。（Steinberg, 1999）以孩子为中心的父母在
孩子上小学后仍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控制，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更懂
得增强孩子的自制力。（Maccoby, 1980）父母努力理解孩子，由此形
成的明确规则在通常情况下会使孩子下决心将这些规则视为自身的行为
准则。

社会技巧。如上所述，权威型父母给孩子以温暖和尊重。这种父母
和子女的关系的质量可能会使孩子很容易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同龄人，
这在小学阶段就会表现出来，在青春期和成年后更为明显。
（Baumrind, 1991; Franz et al., 1991）总之，这类父母的孩子往往深受喜
爱，他们能够走近别人，往往能担当领导的任务。（Baumrind, 1991）
相反，独裁型和疏忽型父母的孩子往往会养成某些不利于建立稳定社会
关系的特性；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因为他们缺乏自制力，他们具
有较强的攻击性并且情绪化，动辄就拳脚相加，因此往往被人看成是再
不愿意看到的人。（Baumrind, 1991）

古怪的行为方式。那些被父母忽视的孩子早在三岁时就往往表现出
攻击性和对抗性，而且往往秉性难移，甚至到青春期时也不能做到自我
克制。（Loeb et al., 1980）这些孩子在青少年时期不愿意上学，同时往
往会采取愤世嫉俗的行为方式。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中的经历可能又使他
们难以自己确立远大的目标。这种背景很可能成为他们滥用毒品的温
床，他们往往不去上学或者不参加工作，由此可能成为触犯法律的人。
（Lamborn et al., 1991; Kurdeck & Fine, 1994）青少年在家里感到不自
在，他们就会较早地与那些往往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的同龄人



拉帮结伙。

3.1.5　重新调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权威型父母之所以首先对孩子的成长施加鼓励性影响，是因为他们
以孩子为中心，只向孩子提那些他们有能力达到的要求。这类父母支持
年轻人解决在青春期要面对的最重要的成长问题。青少年必须解决哪些
成长问题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父母家庭？家里的哪些事情可以表明对
自主的强烈追求？怎样鼓励这种对独立的追求？

独立的组成部分。肯尼思与安娜·沙利文发现，“青春期的目的就在
于一个近乎矛盾的问题：要提高自身对父母的独立性，同时又要维持与
他们的感情联系与交流。”（Sullivan & Sullivan, 1980）青少年为了独立
要实现与父母心理上的分离，就必须解决以下四个问题（Moore, 1984,
1987; Hoffman，1984）：

——功能上的独立：一个青年人实现了功能上的独立，他就应当能够解决自己的事情以及在父母的些微支持下，履行一个公民的其他责任；
——观点上的独立：一个青年人达到了观点上的独立，他就应当认识到，自己代表的是独立于父母的自己的观点和价值；
——情感上的独立：青年男女争取好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像小孩子那样是为了博得父母的赞许、认可和情感上的肯定，就说明他们已经获得情感上的独立；父母不再

需要适时地提醒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用不着再用赞许和认可的目光来回应子女的成功，因为青年人这时已经能独立地感受他们的成绩所带来的情感上的结果（喜悦、自豪或满
足）。同时父母，尤其是母亲，和孩子，尤其是儿子，在取得功能上的独立后，能比较坦率地表达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爱好。（Sullivan & Sullivan, 1980）女孩与男孩相比，在某
种程度上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情感（Moore, 1987）；

——内心矛盾的独立：让青年人做一些他们认为父母不会同意的事情，这时他们就会出现内心矛盾的独立，除非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过度的恐惧或负罪感。

但是，如果儿女，尤其是在青春期早期，开始为自己要求更多的独
立性，那么，家里实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太多的矛盾和冲突。

父母和子女的冲突。在进入青春期早期后，子女将面临的成长问题
是，从童年时期或多或少监护他们的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独立。因此毫不
奇怪，尤其在12-15岁的时候（Fend, 1998），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特别
是与母亲之间（Pinquart & Srugies, 1999），发生冲突的频率会提高。青
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每周平均至少发生一次。（Seiffge-Krenke &
Shulman, 1993）即使家庭冲突不是十分激烈（Hurrelmann, 1990），冲
突双方也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否则，特别是父母一方会降低对孩子的
满意度，他们大多会觉得已经尽力了。（Collins, 1997）玛娅·施托尔希
也强调指出，父母需要为处于青春期早期的孩子作出巨大贡献，而作出
这种贡献是尝试增强父母的承受能力，理由是，父母仅仅是“为了孩子
的人格发育提供一面实验的镜子”。此外，父母应当考虑到，“这种实验
通常总会有结束的时候”。（Storch, 1994）



插图3.3　特别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早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之间经常会因琐碎的事情而发生沖突。

实际上，家庭与青春期早期的子女发生的冲突既不会很严重，也不
会持续很久。（Fend, 1998; Storch, 1994）争吵都是为了一些比较琐碎的
事情，比如青少年的外貌、择友、房间凌乱、适度承担家务的意愿；相
反，在价值观和内心深处的信念问题上，很少发生争吵；几十年来家庭
争吵的话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Shellstudie，1985）

父母和孩子的不同看法。尤蒂特·斯梅塔娜深入研究了父母和孩子
在发生冲突时所说的话，并发现，他们之间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父母
通常用道德的或者社会常规的眼光看待冲突，他们的信念是，他们有义
务纠正孩子的举止和行为；因此他们努力不让孩子违反常规。而强烈追
求独立的青少年认为，在父母试图伤害他的个人权利、试图影响他的决
定时，必须捍卫自己的权利，反抗“经常”挑刺的父母。（Smetana, 1995;
Yau &Smetana，1996）

但是，十几岁的孩子会继续坚持他们的独立性。父母会逐步承认，
他们原来低估了青春期孩子的认知能力。（Collins, 1997）接着，父母
不会再去尝试影响子女的个人事务。如果就11-16岁的青少年与父母可
能发生争论的问题，比如晚上很晚回家，进行讨论，就可以看出，这一
年龄段的权力对比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儿子越大，他们对讨论产生的
影响就越大，比如他们总是打断父母的话，与父亲或母亲相比有越来越
多的话语权，同时也可以看出，父母与儿子的观点也越来越接近。
（Jacob, 1974）直到青春期后期，家庭中的权力斗争才会恢复正常。
（Storch, 1994; Furman & Buhrmester，1992）

许多父母肯定把经常与子女发生的、有时很激烈的争吵当成负担。
然而，父母应该知道，这些冲突是家庭成员关系重组的一个正常过程。



如果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早期后从来不与父母产生意见分歧，那才是值得
忧虑的呢，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寻求身份的过程根本没有发生，或者过早
地结束了。

3.1.6　寻找自我身份

依赖文化环境的身份危机

身份危机。争取独立仅仅是青少年的一个成长问题。另外，他们还
要面对一个身份的问题：“我是谁，我希望是谁？”青少年在找到一个对
他有约束力的回答之前，就在经历埃利克·埃里克森所说的“身份危
机”。（Erikson, 1963）使用“危机”一词是为了提醒人们：青少年处于一
种情感混乱、非常激动的状态；当然，这一年龄段的人遇到这样的情感
非常状态是很少的。事实上，埃里克森也只是想用这一概念说明，青少
年在无法回答自己所面临的当前和未来生活中的角色问题，并感到这是
一种挑战时，心理上是不踏实、不舒服的。

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寻求身份。生活在一个非常僵化、一成不
变的社会中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清楚地、明确地回答关于他当前和未
来生活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中，人们能够明确地回答一个
孩子什么时候成人这个问题。而在许多原始民族里，青年人必须经历持
续六至八周的所谓成人式，才能知道自己在部落里将要扮演的角色
（Van Gennep, 1986），同时熟悉部落的习俗和秘密。年轻人什么时候
结婚、跟谁结婚，他将来要为部落的生活作什么贡献以及其他许多事情
早就由部落的长者替他决定了。



插图3.4　成人式为年轻人明确规定，什么时候他们该放弃孩子的角色、被部落看作成年人。他们的其他社会关系、他们要为部落的生活作什么贡献都由长者决定（例如科萨
人）。

如果一个在欧洲国家生活的年轻人问别人，“我什么时候是成
人？”那么，他就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回答可能
不同于老师，而老师的回答可能又不同于医生或同龄的朋友。就连青少
年本身对于诸如什么时候结婚、应不应该结婚、该从事什么职业或者应
该与父母同住多长时间这类问题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Coleman,
1995）在一个非常传统的部落里能够清楚地回答的问题，在西方工业国
家里可能会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困惑。如果一个青少年分别问他的医
生、老师、父母和社会工作者，他什么时候成人，那么，他一定会得到
迥然不同的答案。（Coleman, 1995）

启动自我体验



第1、2、4、6、9和11个问题说明主要考虑个人；第3、5、7、8、
10和12个问题主要考虑集体。您赞同哪几个问题，就可以判断您的基本
立场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

一个青年人如果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一个亚洲国家，向年长者提出
今后的人生规划这个问题，那么，他势必又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欧洲的
大多数文化，包括德国文化的特征是个人主义的，也就是说，欧洲人相
信，成年人应以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为取向，最终由自己决定自己的未
来。相反，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亚洲文化背景下，人们期望个人在与
他人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Kitayama & Markus, 1995），因为个人
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集体的幸福比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更重要。因此
亚洲人比较喜欢自我批评，而不太需要培养太强的自尊心。（S. H.
Heine et al, 1999）

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使用的格言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差异。比
如，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德国，人们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而在传
统的、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们恪守“出头的椽子
先烂”这个箴言。（Markus & Kitayama，1991）

因此，德国的青年人与亚洲或日本的青年人不同，他们必须经历很
多的磨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自己努力去回答关于自己的存在和命运的



问题。在青春期晚期，特别是在准成人期的年轻人就应当最终独立决
定：他还需要为今后的学习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打算从事什么职业，
在什么地方居住，是否寻找生活伴侣，是否打算结婚，如果打算结婚，
那么什么时候结婚，与谁结婚；倾向什么样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在性行
为方面认为应当遵循哪些准则，等等。因此，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
化背景下，青年人有非常多的选择可能性。对他们来说，必须澄清各种
形形色色的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并将此当作挑战来应对，但是
害怕或拖延决策也很可能使人更加困惑。

根据詹姆斯·玛西亚的观点在确定身份时加以区别。詹姆斯·玛西亚
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能把青年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他把每种类型
称为身份）。（Marcia, 1980）他作出这种区别的依据是，一方面，看
一个人能否积极地体验和了解各种不同状况下的自己，另一方面看他能
否为自己和将来的人生道路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下表能说明四种类型
按照一种模式所作的整理：

表二：玛西亚所提出的四种类型取决于个人完成的调查和作出的有约束力的决策

不明确的身份。身份不明确的年轻人在外人看来是麻木不仁、无动
于衷和漠不关心的。不管他们是否经历了危机，总之，他们显然没有想
方设法去努力规划今后的人生道路，没有作出有朝一日从事或希望从事
什么职业或个人信仰什么宗教的决策。

延缓期。处于这一时期的人正在经历身份危机，但是他们努力去创
造各种条件，以便在某个时候能够作出决定。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年人怀
疑他们在儿童时期学到的许多东西：信仰、家庭的政治观点，等等，但
苦于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来取而代之。比如，人们这次见到他们时，
他们狂热地拥护某种宗教和政治信仰，但下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可能
又会令人吃惊地说，他们再次批判自己的观点，并认定他们不可能再回
到这些观点。

承接的身份。以承接的身份为特色的年轻人作出了有约束力的决
策，事先不会经历身份危机或者相应的严重冲突，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
人的，特别是父母的信念和观点。如果问承接身份的人的政治看法，他
们也许会回答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信仰
天主教，他们可能会回答说，他们的父母信奉这一宗教，他们是在这种
宗教生活中长大成人的。承接身份的人不愿意走确定自己身份的、无疑



比较艰辛的道路。
争取的身份。已经取得身份的人站在一条道路的终点，而在它的起

点曾经遇到危机。青年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大多作出了长期的努力，所
以他们曾一度面对许多问题，他们虽然暂时找到了答案，但是不少人又
会反复怀疑自己。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克服危机，是因为他们终于给自
己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凡是能够找到这种“成熟”身份的人，都是分析
了别人的价值观、观点和信念，无疑由此而得到鼓励，但是最后不是不
加批判地照单全收，而是找到了自己的、独立的答案。

身份与年龄。埃利克·埃里克森认为，身份危机发生在青春期早
期，会在大多数青年人的青春期晚期结束。但是这种观点在验证中没有
得到证实。菲利普·梅尔曼（Meilman, 1979）研究了12-24岁的年轻人的
身份后发现，身份的形成有一个清楚的顺序。大多数青年人在12-18岁
时身份还不明确，要不就是承接了某种身份。大多数被调查的青年人在
准成人期开始以前，通常不会早于21岁，都会进入延缓期或者争取到了
身份。

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寻求身份阶段在步入成人期后就结束了。
一生中每一个重大事件，不管是私人方面的（亲属的去世、离异），还
是工作方面的（失业），都可能导致再次提出自我身份的问题
（Waterman & Archer, 1990）：我是谁？我出了什么事情？我应当成为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功地重新塑造我本人？



3.2　成人期

说明从少年期到青春期的过渡比较容易，但谁也说不清楚步入成人
期时具有哪些特征。芭芭拉·汉森·勒默认为，“成年期并不是以某个年龄
开始的，这是在经济等方面相对独立于父母的一个阶段。”（Lemme,
2001）这时，青年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个愿意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
全责，已经找到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并能把父母当作平等的成人对待
的人才是一个成年人。（Arnett, 1995）当然，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一
个16岁的人就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但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一个
30岁的人还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决定是否把一个青年人看作成年人，
绝不能只依据客观存在的特征，而且还要取决于他是否感觉到自己是成
年人。那么，应该怎样把握和理解青年人进入成人期后的发展？

3.2.1　成年期发展的若干基础

成人期的发展阶段。50年前或者更早以前，翻开一本书名中使用
了“发展心理学”这一概念的教科书，只能了解到少年期和青春期的变
化。“发展”这一概念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阐释为增长和成长。那时
人们认为，在人生的前二十年，人的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青春期结束时
就已经达到。之后，成年人停留——当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在这种很
高的发展水平上，之后就开始衰老。人们是在衰减和损耗的意义上使
用“衰老”这一概念的。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曾经说过，高龄的人“是
一艘破败的船”。这种说法反映了过分强调老年人不断衰竭的一种时代
精神。因此，以前进行老年人变化的研究，抽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患病
的老年人，几乎没有“正常”的老年人。我们发现，将患病、残疾和陷入
困境的比较年长的人普遍称为老年人（Butler, 1988），没有区分年龄和
疾病。

然而，撇开这种方法论的错误不谈，不能忽视的还有，在西方的文
化中，轻视高龄老人是渊源流长的。因此直到今天询问一个成年人的年
龄是不礼貌的。而在亚洲，人们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日本的老年
人——虽然媒体报道大多比较夸张——总的来说比欧美许多国家的老年
人更受重视。（Takada, 1993）这个远东国家的人在庆祝60大寿时会穿
上一件红马甲，象征年逾花甲，获得新生（Kimmel, 1988）。

发展是增益和损益之比。今天，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发展是
一个不仅涵盖成长和增益，而且涵盖损益的过程。（Baltes, 1987; Baltes
& Baltes, 1998）当然，这两个方面对发展的影响在一生中不是同等强度



的。插图3.5按照保罗·巴尔特斯的说法为人们设想增益和损益之比的变
化提供了可能。

插图3.5　在人的整个一生中的增益和损益之比：年龄越大，损益也越大，而增益越少。

从插图中可以看出，在人生早期，比如少年期和青春期也不是只有
增益，比如说，胎儿大脑里的细胞就比在以后的人生中所使用的多。因
此，在人生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大脑的损耗，一些没有与其他细胞
建立联系的神经细胞会死亡。（Cowan, 1979）同时，到了年龄比较大
的时候仍会发生增益，这是常年累积经验或获得智慧的结果。

发展心理学家长期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增益或损益过程中发生的变
化，可能的话，说明哪些变化是在生理的严格控制之下的，因而是不可
避免的。

主要的和次要的衰老。将衰老这个概念区分为“重要的”和“次要
的”衰老，应当归功于埃瓦尔德·布塞。（Busse, 1969; 1987）衰老的这两
个性状是遗传—环境问题的另一种表达。（见第62页）主要的衰老是由
遗传因素决定的、在年龄较大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一个类似成熟
过程的控制。相反，所谓次要的衰老是指整个环境对衰老过程产生的影
响——取决于个人的生活习惯。实际上，这个过程只能理解为理论上的
量，因为没有环境的影响就不能发展。当然，怎样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
质量这个问题，由于布塞的区分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推动。比如，如果人
们想知道，骨密度在年龄较大的时候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在许多人的体
检中发现，骨密度是逐渐降低的，而且这种现象在女性身上出现的时间
早于男性。（见第146页及其下1页）当然，骨密度的降低是遗传因素和
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解答下面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即一个
人通过改变营养方式或某种方式和强度的体育运动，是否能够减缓骨骼
强度的降低。（见第147页）



外行人习惯于把变化——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的变化——完全归因于
生物学的影响。这种观点必须加以驳斥，因为这样一来就擅自抹杀了环
境的影响。相反，人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可塑性，这就说明，人是会变
化的，这取决于各自的生活环境和经验。许多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比
如记忆力、肌肉力量、耐力，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通过锻炼都可以得到
改善，尽管锻炼的好处会受到年龄的限制；一个人的年龄越大，在生物
学上设定的、对变化能起促进作用的余地就越小。

成功地颐养天年。人类发展的可塑性原则上为提出成功地解决颐养
天年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问题的关键不仅涉及对目前生活的满足，而
且涉及对未来的展望。如果一个人不再认为未来有人生价值，那么他就
不可能设想成功地颐养天年。成功颐养天年的人会“一如既往地成长和
学习，一如既往地利用以前积累的经验，顺利地应对眼前，并为未来的
发展设定目标”。（Fisher, 1993）一项对几十年人生的纵向研究表明，
那些最健康、最满意和最幸福的老人具有下列特征：

——乐观主义：他们兴趣盎然、满怀信心地面对未来；
——感激和宽容：他们专注于生活中的大事；
——移情能力（移情）：他们体谅别人的感受，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他们寻求与他人的联系，能够给予和获得社会支持。（Vaillant, 2002）

运用某些策略也是成功地颐养天年所不可或缺的。
互通有无，达到优化选择。衰老完全是一个持续衰退的过程，这

种从前非常一致的看法在今天已经几乎没有拥护者，因为损益同时会得
到增益的平衡。保尔·巴尔特斯把成功地适应认知衰老描述为成功地颐
养天年。（Baltes, 1987）这是一个尽可能少地付出认知努力的过程，而
同时养成平衡（补偿）的能力，以平衡产生的损益。老年人努力专注于
那些他们在生活中已经成为行家的领域。

例子

1903年生于乌克兰的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1989年时
——他去世前几个月——极为完美地演奏了海顿、李斯特、肖邦等
人的作品，以致两年后他的音乐会录音还获得了众人渴求的格莱美
奖。他在最后一张唱片录制完成后四天去世，离他早已签约的在德
国举办的两场音乐会还有一个月。（Schonberg, 1992）一位85岁的
老人怎么还能取得这么杰出的成就？身体日益衰减的霍洛维茨成功
地为他日益衰减的精细运动技巧找到了补偿，因为他只挑选那些在
技术方面要求较低的曲目。他总是弹奏得缓慢一些，而且越来越重
视对乐曲的阐释。



插图3.6　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他去世前几天还能极其完美地完成钢琴演奏，音乐会门票销售一空。为了弥补日益衰退的精细运动技巧，他运用了一些策
略。

古典音乐作曲家去世前不久也会发生某些变化。他们在暮年创作的
作品相对短小而且克制，结构也比以前的作品简单，但是由于其特殊的
美，这些最后的创作往往成为音乐史上经典的保留曲目。（Simonton,
1989）迪恩·基思·西蒙顿解释说：“人生的最后阶段可以成为而且往往就
是创造力惊人的阶段。”（Simonton, 1991）

减缓认知衰退过程的策略。提摩西·萨尔特豪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
点。（Salthouse, 1991）他描述了老年人的三种不同策略，借助这些策
略他们多少可以阻挡认知能力的衰退。

——调节。老年人不要从事那些要求他们达到认知能力或体能极限
的活动，而从事那些可以发挥他们的丰富经验的活动，萨尔特豪斯称这
种做法为调节。比如，年老的运动员可以做年轻运动员的教练。其他在
经济生活中曾身居高位的人，可以充当顾问，继续发挥余热。在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祖父母看护项目。人们要求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去
照顾那些特别需要关照的孩子。对已经年迈的看护妈妈或看护爸爸的调



查显示，他们在认知能力，尤其在记忆力方面胜过那些没有承担照顾任
务的人。那些承担过照顾任务的老年人认为，重要的是，由此积累的经
验可以影响需要帮助的孩子的人生，让他们保持积极性，同时还能以这
种方式体验自身的价值：“感觉还是有人需要的。”（Fischer, 1995）老
年人愿意而且能够承担责任重大的任务的时间越长，总的来说就越有可
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他们认知能力衰退的几率就越小。（Hultsch et
al.，1999）老年人应该尽可能多做那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相反，
如果他们只做一些“消磨时光”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越来越不满意，结
果健康也会受到损害。（Everard，1999）

——补偿。老年人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能力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是
因为他们完成了补偿。比如，经验丰富的中年秘书为了弥补越来越慢的
反应速度，设法比年轻同事阅读更长的需要抄录的文字。这样他们就有
更多的时间用来敲击键盘。（Salthouse, 1984）人们只要经常使用诸如
便条等外在的记事和提醒手段，就能弥补由于年龄增长而日益衰退的记
忆力。

——干预。干预就是尝试通过专门的训练使认知能力恢复到以前某
个时期的水平。做法类似于在那些由于大脑受伤而说话困难、必须重新
学习像从前那样说话的病人身上使用的治疗措施。老年人即使明显不能
恢复以前的能力，通过附加的训练总会有所裨益。

应该注意的是，老年人不要过早地依赖他人，而是要坚持尽可能地
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点算是对上述萨尔特豪斯的策略的补
充。

——保持一种具有高度控制能力的主观印象。埃伦·兰格和朱迪思·
罗丁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现，如果委托养老院的老人做一些小事情，
让他们自己负责，并让他们自己决定怎么做，那么他们的精神会更兴
奋，感觉更幸福，与他人的接触更多。比如，让他们有机会根据自己的
喜好摆放房间里的家具，照料盆栽花卉或者自己选择看电影的时间。
（Langer & Rodin, 1976）这样，老年人就会感到应当对日常生活保持某
种控制。当然，选择的可能性也不能太多，否则就会出现巴里·施瓦茨
所说的“自由的暴君”（Schwartz, 2000）：如果一个人必须从30种可能性
中选择一种，那么他对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感到满意，相反，只让他从三
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他反而会感到满意。（Iyengar & Lepper, 1999；
2000）

如果人们主观上认为，由于生活状况的改变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
制，那么可能会出现可怕的后果。首先，老年人如果突然遇到经济困
难，那么他们将会对生活越来越不满意，甚至会意志消沉。（N. Krause
et al.，1991）



因此，一个人的行为举止，特别是到了晚年会发生多大变化，完全
取决于个人及其生活方式。凡是保持积极心态并继续接受新的挑战的
人，虽然不能完全抵御能力的衰退，但是至少能延缓功能逐渐衰退的进
程或者得到补偿。因此，对待成年人不能像对待年轻人那样，根据年龄
划一地区分各种变化。

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发展。如果研究孩子在人生头几个月
的发育，比如运动机能的发育（见第59页），那么，可以很好地按时间
区分各种变化。一个人年龄越大，他的发展情况就越取决于他的特殊的
环境和特殊的生活方式。由于这种原因，成年期的许多变化不能像年轻
时那样简单地按照年龄来区分。这种看法首先得到了讲究背景的心理学
家的赞同；他们指出，一个人所处的环境（“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他的发展，甚至使他越来越有别于其他同时出生的人。保尔·巴尔特
斯在1979年区分了对人一生发展的三种影响：标准与年龄相关的影响、
标准与历史相关的影响和非标准的影响。（Baltes et al.，1980）

标准与年龄相关的影响。标准与年龄相关的影响一方面是指那些
普遍的变化，也就是说几乎在同龄人身上都能观察到的变化，因为这些
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显然受遗传因素的支配。比如，九岁的女孩或十一岁
的男孩大多会出现性成熟的迹象；所有女性在五十岁前后几乎都会停经
（源自两个希腊词汇，意为月和止），也就是今后再没有月经了。但
是，前面（见第64页）已经说过，遗传对发育从来不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是与环境一起对发育产生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在过去一百年
中，为什么性成熟的年龄越来越早。1840年，女孩子的初潮到17岁时才
出现，而现在的女孩在14周岁生日时，也就是说在12-13岁时大多就会
出现初潮。（Kluge, 1998; Malina, 1979）人类皮肤的发育是另一个例
子，可以说明遗传和环境的共同影响。

例子

18-50岁的人，皮肤的“年轻化”大多是有一定的时间顺序的，
旧的皮肤细胞大约在20天后脱落，被新的细胞所替代。到了50岁后
这一过程就会日益缓慢，旧的细胞在25天后才能为新的细胞所替
代；60岁以后，这一代谢过程要持续31天，70岁以后甚至要达到37
天。尽管这一标准值是通过大量调查得出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地
从年龄推断皮肤的特性，因为衰老的生物学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会加
速。也就是说，太阳的紫外线会影响在细胞核中进行的、调节细胞
代谢的过程。一个人如果经常不加保护地在太阳下暴晒，皮肤就可
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出现皱纹，显得干燥和枯黄。由于有些人比



其他人更注意保护和护理皮肤，所以他们的皮肤特性明显有别于同
龄人（遗传方面的差别可能只起很小的作用）是毫不奇怪的。在一
项研究中发现，一位最老的测试对象的皮肤代谢的速度非常快，几
乎像大多数二三十岁的人一样。在同一项研究中，有这样一个人，
他只有20岁，他的皮肤却像通常50岁的人。（Kligman et al.，
1995）

插图3.7　一个人如果经常不加保护地在太阳下暴晒，皮肤就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出现皱纹，显得干燥和枯黄。（图为格蕾丝·凯利和加里·格兰特在阿尔弗雷德·
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在尼斯的屋顶上》中沐日光浴的情景，美国1955年版）

另一方面，标准与年龄相关的影响可能是社会标准化的结果；它们
是社会协议的结果。大约在一百年前，社会规定的标准年龄在一个成人
的生活中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妇女，她们最晚在什么年龄结束
教育，什么时候必须结婚，什么时候生第一个孩子，从社会的角度看，
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规定。那么，这些年龄标准在今天仍然起作用吗？研
究社会学的专家指出，工业国家的居民近来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自己决
定举行人生大事的时间，一般说来他们都能自己支配。（Neugarten,
1980）男人和女人可以在成年早期结婚，同样也可以在成年中期或晚期
结婚。女人可以在18岁，同样也可以在30岁或40岁时生第一个孩子。许
多人想在18-23岁之间开始到大学学习，但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
在离开忙碌的职业生涯后再进行深造。这样，像结婚、为人父母、离
婚、退休等事件正在成为非标准的事件（见下文）。由于这个原因，同
龄的成年人在一生中的差别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别也可
以按照其他分类来解释，这一点下面再谈。

标准与历史相关的影响。所谓标准与历史相关的影响是指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特有的事件或生活状况。比如，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发生了
饥荒、时疫和战争，经济萧条时期与经济繁荣的历史阶段交替出现。技
术的进步，比如，汽车和电视的广泛普及也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特定生活条件下成长的人可能与晚一些或早一些出生、经历了取决于
历史的事件的人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效应。社会科学家把
群体理解为所有在一个短时期内出生的、因而共同体验过某些人生大事
和生活条件的人。有些人，尤其在青年时期见证过战争和贫穷的人，在
价值观、看法和能力方面可能有别于那些在福利社会成长的人。

非标准的影响。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积累很大程度上由自己的唯一
性和个体性决定的经验。这种影响与年龄只有很少的关系，甚至没有关
系，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它们可能伴随着正面的经历（出乎
意料的升职、获得重要的嘉奖或者中彩票头奖），也可能伴随着负面的
经历（比如患重病）。这些都是“重大的”人生事件，往往会引起一个人
生活状况的变化（Horlacher, 2000；Weber, 2000），从而要求一个人重
新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在一场严重的事故中截瘫的人就会面临一个“重
大”问题，即在身体严重受损后完全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适时的和不适时的人生大事。如果说非标准的事件或重大的人生
事件是不能预测的，那么，就可以推测，发展心理学家根本就不会关心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然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事件发生频
率上绝不是均等地分布于人生的各个阶段。比如，生病和死亡事件在成
年期很少发生，更多的是发生在人生的晚年。离婚和结婚的事情也是如
此，主要出现在成年期，到了六七十岁就很少出现。如果一件人生大事
在一个时间段频繁发生，比如离婚事件都发生在成年期前半段，伯尼斯
·纽加顿就称之为“适时的事件”。（Neugarten, 1979）如果一对夫妻在老
年时期还长期分居，那就是“不适时的”事件，因为离婚在老年时期是比
较鲜见的。

一件事是适时地还是不适时地发生，纽加顿认为很重要，因为根据
观察，处理的可能性是不同的。不适时地发生的事情很难处理，因为它
们很少发生，因而给人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相反，如果一件人生大事
适时地发生，那么，同龄的朋友或熟人可能已经经历过这种事，他们更
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帮助和支持，可以帮助处理这件事，并且为顺利适应
改变后的生活状况提供良好的前提。

虽然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虽然（特别是）
成年人越来越独立地决定他们人生中的大事，但是心理学家仍在寻找共
相，即那些与环境条件不相关的变化。下面几节将介绍这方面的事情。

3.2.2　所选择的领域的发展



许多人记得，有人曾问过他们这样的问题：将来想做什么，将来不
想做什么？这个问题令人困扰，因为它似乎是矛盾的。事实上，一个人
活着都希望不要早逝，而希望长寿。但是同时，人们又给老年人的生活
打上非常负面的标记，相关的调查往往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年人遭受
疾病的折磨，有时必须忍受感觉器官的明显退化，智力上远远落后于年
轻人，而且记忆力也大不如以前。这些特征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真的
是贴切的吗？一个六七十的人的前景真的这么暗淡，以致他们的生活质
量差得不值一提吗？

早期研究对老年人衰退的夸张。有人认为，老年人的生活与智力
和身体上的衰退密切相关，这种看法不仅广泛存在于民间，而且过去也
曾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比如，1933年一项关于青年人和成年人智力的
研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果。（Jones & Conrad, 1933）当时人们发现，20
岁的人得到的测试分值最高。因此人们以为智力是缓慢地、但不断地下
降的。绝大多数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在某个方面不太方便，从而需要
帮助的老年人。然而，只要集中研究那些一开始就有残障的人就会发
现，老年人大多被描述为虚弱的、贫苦的、不幸的和无能的人。
（Sherman, 1993）

强调长处和增益的可能性。有些研究对琼斯和康拉德的研究成果
作了批判性的检验，证实智力发育并非很早就能达到顶点，更确切地说
他们指出，有些人甚至在高龄的时候仍然具有很强的智力。（Schaie,
1974; 1995）如果给65-95岁之间的人提供解决相应问题的策略，那么，
他们的空间和逻辑思维能力仍然能够提高。（Saczynski et al.，2002）
在身体发育方面也表明，成年人的保持绩效能力的时间比原来设想的更
长。由于这种原因，许多心理学家在此期间不再探寻成年期会发生哪些
衰退过程，更确切地说，他们试图证明，成年人在他的生活中能保持许
多长处，甚至一如既往的具有增益的可能性。（Cohen, 1993）下面介绍
他们在智力和身体方面的研究成果。

智力能力的发育。人的智力具有哪些特征，将在其他地方作详细介
绍，所以这里首先只谈结论：智力一方面能使人适应环境，另一方面能
使环境满足人的需要。许多人直到老年时期仍能利用智力的这种适应功
能。当然，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把智力区分为雷蒙德·卡特尔称
为一般智力的次要因素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Cattell, 1971），那
么，不仅存在增益，也存在损益。

流体智力及其发育。所谓流体智力就是处理信息的基本能力。一个
人是否能够迅速而抽象地思维，怎样解答逻辑问题，都取决于流体智
力；流体智力完全是由工作记忆的过程决定的。（见第270页）在典型
的智力测试中是通过类比题（比如医生对病人，律师对什么人？）或者



完成数字序列（如2-5-12-27-？）来测试的。插图3.8展示的是一个人在
一生中的流体智力的变化。

插图3.8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在一生中的变化。流体智力在中年之初就开始减弱，而晶体智力直到老年还在增强。

如插图3.8所示，流体智力在成年早期结束后就已经达到最高值。
（Horn & Cattell, 1967）流体智力从此是否会减弱，还有争议。克里斯
托弗·赫尔佐格和沃纳·夏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流体智力在一段时间
内可以保持不变，比如50多岁-70多岁，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特质。
（Herzog & Schaie, 1988）流体智力在晚年的减弱因为特殊脑细胞的减
少。（Cockburn & Smith, 1991）借助专业方法（即PET扫描）可以研究
大脑各部分的活动。这样就可以发现，老年人前额大脑各部分的活动明
显减少，而大脑皮层的其他部分继续保持不变。（Grady et al.，1995;
West, 1996）活动减少的那部分大脑负责工作记忆（见第270页）和解答
某些智力题，从这部分大脑可以判断流体智力。其他智力直到晚年几乎
不受影响。

晶体智力及其发育。晶体智力以知识为基础，这些知识来自经验并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在智力测试中，通过解答以一
般性知识和词汇理解为内容的问题可以测试这种能力。借助于晶体智力
可以回答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比如支配每月的收入，在超市中找到
需要的商品，在收款处交钱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流体智力通常已经
减弱时，晶体智力的能力仍能保持很长时间（McArdle et al.，2002），
甚至在整个成年期还有所增强。（Schaie, 1993；Sinnott, 1994）

智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晶体智力——是记忆。如果没
有早已存储的，遇到问题可以迅速而安全地使用的知识，那么，一个人
就不可能处乱不惊。晶体智力在成年期多少也有细微的衰退，这似乎与



老年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抱怨——记忆力越来越成问题——相矛盾。如果
真的像这些人所说的，记忆力衰退了，那么，他们在中年时处理日常问
题的能力不早就受到严重影响了吗？

记忆力的培养。人在记忆中保存那些目前已经获得的关于自己、他
人和环境的知识。如果没有这种能够记住之前学到的东西的能力，一个
成年人就等同于一个无助的新生儿。一个人失去记忆也会失去自己的身
份。（见第121页）因此，人们非常担心晚年记忆力会严重下降，甚至
出现病态的下降。这种对晚年会失去记忆的恐惧广泛流传。威廉·莎士
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也借用贵族雅克的口谈及了人生的最后阶
段：“以这段古怪的多事的历史而告终的最后一幕，是童年的再现，全
然遗忘……”大多数人在到达成年晚期时记忆力一定会明显衰退吗？他
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越来越难以记住新事物、不能再次想起以前经历
过的事情吗？

处理、存储和提取的区分。当人们想从记忆中提取一些他们之前
从未记忆过的内容时，也会经常抱怨记忆力不好。要更好地理解记忆
力，就必须区分三个基本过程。这三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比喻加以说明。
如果在办公室里想把一份档案归档，那就必须首先决定将它放入哪一个
文件夹。“书面意向书”不能与“账单”放入同一个文件夹。因此，在归档
之前首先要作出决定，将一份文件放入哪个文件夹。这个过程叫作“处
理”。将文件贴上特定的标签归档之后，就具备了把文件夹放回书架的
前提，此后这份文件将与其他文件一起被保存或“存储”在这里。以后再
需要这个文件时，就可以在相应的文件夹里寻找；记忆心理学中将最后
一个步骤称为“提取”。如果没有将一份书面凭证归档或放“错”了文件夹
（放入了存储其他文件的文件夹），或者虽然归档正确，但是在翻阅文
件夹里的所有文件时粗心大意，那么，这份书面凭证就找不到了，或花
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或提取。人们徒劳地搜肠刮肚，或费了很大劲才能想
起某件事，他们的这种困难同样可以用处理、存储或提取信息过程中的
错误来解释。（Zacks et al.，2000）

老年人在处理、存储和提取信息过程中的困难。为新的信息贴上
一个合适的“标签”，对于老年人来说要比年轻人困难得多。他们在本能
上不愿意比如按字母顺序整理学习材料或创建“备忘记号”。（Craik &
Jennings, 1992）如果让老年人回答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那么，与年轻
人相比，尤其处于劣势。

比如，如果给老年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复述的一组数字（2-8-
4-6-3-9-7-5），那么，他们在复述时并不会比年轻人出更多的错。但
是，如果另外要求他们倒着复述这组数字，那么，他们就会明显落后
（Craik & Jennings, 1992），他们也许不具有年轻人那样的处理能力。



（Zacks et al.，2000）
在存储过程中很可能记忆内容非常模糊，以致再也找不到。

（Giambra & Arenberg, 1993）在提取信息的过程中，高龄老人自发回答
常识方面的问题（比如，爱尔兰的首都叫什么？谁是第一位联邦德国总
统）比较困难。但是，给他们提示几个选择答案，让他们选择一个正确
答案时，他们的记忆力可以与年轻人一决高低。（Lovelace, 1990）那
么，他们真的感觉到或主观想象到时间的压力时，他们会作出什么反应
呢？

在真的感觉到或主观想象到时间压力时的记忆能力。年轻人大多
能毫不费劲地比较迅速地想起记忆的内容。在智力测试中通常都有时间
规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答题。成年人岁数越大，他的记忆力在
答题是受时间压力的影响就越大。相反，如果让老年人有机会“平静
地”答题，那么，他们的记忆能力又会与年轻人不相上下。当然，即使
有充足的时间，年轻人的记忆力还是优于老年人。（Arenberg &
Robertson-Tchabo，1977）

但是，时间限制并不一定是由外部设定的。如果老年人参加相对轻
松的聊天并且发现，他们不能迅速地，而是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想起要找
的概念，那么，他们就会激动，这又会额外增加他们从记忆中提取内容
的困难。如果给老年人一片镇静剂，（137）缓解他们内心的激动，同
时减轻他们的恐惧，那么，他们的记忆力会明显改善。（Eisdorfer et al.,
1970）

没有动力学习看似没有意义的内容。在学习班上经常会介绍一些
学员不会很快觉得有意义的内容。记住这些内容需要额外的努力。参加
这种班的年轻人也许能记住这些没有意义的内容，但是老年人大多没有
动力去记忆这些内容。他们不愿意为那些他们认为没有用处的内容耗费
精力。他们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在回答一英里等于多少英尺的
问题时说，“我不知道。我两分钟内就能在任意一本工具书中查到答
案，为什么要浪费精力来记这些东西？”（Papalia et al.，2002）

认知变化的生物学基础

老年人大脑重量的减少和脑细胞的损失。如果人们相信，衰老在
很大程度上与认知能力的衰退有关（见第125页），那么，就会专注从
人的大脑中发现相应的变化。在确定了老人死去后的大脑重量以后，人
们以为已经发现：这个器官在70岁时已失去总重量的5％，80岁时，损
失已达10％，十年后甚至会达到20％。（Wisniewski & Terry, 1976）脑
细胞（神经元）的损失，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即负责高级认知过程的那



部分大脑的损失，似乎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老年人能力的衰退。（Ivy
et al.，1992）

细胞死亡可能有生理学上的原因，因为可以预计，老年人的大脑供
血（血液为细胞提供氧气、营养和其他极其重要的物质）越来越差。
（Ivy et al.，1992）然而，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活到80
岁，甚至90岁，而脑细胞没有多大的损失。怎样解释这样的差别呢？格
温·艾维和他的同事认为，一个人脑细胞损失的量还取决于他的精神状
态。（Ivy et al., 1992）如果他在选择职业时总是毫无要求，那么，就可
能引起脑细胞活力的衰退，而脑细胞活力的衰退又会导致血液流入减
少，因为没有活力的细胞不需要太多的营养和氧气等。至于怎样增强老
年人的大脑活力，下面再谈（见第139页及其下1页），这里首先介绍另
外几种基本联系。

高龄老人的脑细胞虽然会死亡，但也不一定出现能力的衰退。必须
仔细观察大脑的组成部分及其细胞，才能更好地理解生物学和认知变化
之间的联系。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石。神经系统的基石是细胞，也叫神经
元，在人体中有数以亿计的细胞（仅在大脑中就有1000亿个）。
（Williams & Herrup, 1988）一个神经元就是一个专业化的细胞，它与
其他神经元交换信息，最终把命令传递给肌肉和腺体。一个神经元由三
部分组成，如插图3.9所示。

插图3.9　通过突触连接在一起的两个神经元示意图。

每个细胞都有一个细胞核，它以化学形式包含每个个体的结构。树
突（源于希腊语dentron，意为“树”）是一些分叉的突起，它们从其他神
经元接收信息并传达给细胞。一个神经元的信息通过一条细长的神经纤
维来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人们称之为主突或轴突；这些神经纤维在末
端分叉并且有小块的末梢结。当信息——可能是作为动作电位，通过轴
突传导并最终到达末梢结时，必须随之向另一个神经元传递。这个由一



个充满液体的缝隙组成的传递点叫作突触。也就是说，一个神经元的信
息由轴突传到树突或者直接传到另一个神经元的细胞体。突触是一把钥
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人在认知过程，归根结底在行为方面的巨大区
别。神经系统拥有的突触越多，交换信息或处理信息的能力就越强。突
触的数量又取决于用于信息交换的轴突和树突的数量。

人的大脑的可塑性。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损失脑细胞，不仅在高龄
时期，而且在生命之初就会损失。（见第126页）但是，这种损失肯定
不会影响认知功能，因为当大脑失去几个神经元时，之前这些死去的细
胞所执行的功能一般会由其他神经元来接管。如果神经细胞死亡，周边
存活的细胞大多能长出新的树突和轴突，以重新弥补生成的空缺。
（Coleman & Flood, 1986）这样，现有的突触和与其他神经元的连接的
数目就会增加。（Selkoe, 1992）而且能生成新的细胞。乌尔里希·伯格
丹和他的研究小组让年轻人学习直观的运动项目：杂耍球。（Draganski
et al., 2004）事实证明，大脑皮层的两个细胞区域由于这种训练而得到
明显拓展，这种训练结束三个月后可以发现，这种物质的量又变小了，
不过，没有缩回到训练之前的量。传统观点认为，脑细胞在成年期不再
增加，这种观点可能与这一研究的成果明显相悖。大脑弥补损失和适应
新要求的能力叫作可塑性。大脑只有遇到严重损伤，比如创伤或重击，
才可能造成认知方面的亏空，这种亏空只有花大力气才能弥补，甚至再
也无法弥补。

保持大脑尽可能高的可塑性。如果老年人保持良好心态，也就是
说总能为自己创造在认知方面有所要求的环境，那么脑细胞的供血可能
因为较高的需求而比较充足，可以防止神经元的死亡。甚至视频游戏也
能帮助七八十岁的老人保持认知方面的能力。（Goldstein et al.，1997）
几项动物实验的重要研究也证明，脑细胞的死亡还取决于刺激的程度。
那些在实验室里虽然吃得很好，但很无聊的老鼠脑细胞死亡很多，因为
它们的一生是在缺乏刺激的笼子里度过的。（Black et al.，1987）

人们首先不能低估定期的有氧锻炼对于保持健康的大脑和快速信息
处理的意义。（Woodruff-Pak, 1993）如果老年人定期活动身体，那他
们的反应速度不会差于年轻的大学生。定期进行体育锻炼，至少能减缓
常见的老年人处理信息变慢的速度。（Bashore & Goddard, 1993）信息
框3.2建议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为健康而善始而终创造机会。

信息框3.2

为了健康长寿，需要怎么做？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寿命取决
于遗传因素，但与此同时，一个人能活多久，他在晚年能享有怎样



的健康，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和信念。按照生物学
的规定，每个人一帆风顺地度过晚年，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有些人
90多岁了，还比其他晚出生20年的人更健康和活跃。（Baltes &
Mayer, 2001）有些老年学研究人员估计，高龄时期的衰退只有30％
是基因造成的，剩下的70％是由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心理因素造成
的。（Rowe & Kahn，1998）

只要重视下面的联系，就能为老年人的健康和长寿创造一个良
好的前提：

——不要久坐不起，而要定期进行体育运动。定期进行体育活
动不仅能促进心脏的血液循环，而且能强健骨骼和肌肉，减少身体
的脂肪含量；

——健康的饮食优先。膳食应低热量，高营养。因此建议多吃
新鲜蔬菜和水果。餐桌上应定期摆上牛奶和奶制品以及全麦产品。
膳食中应尽量少含动物性脂肪。（Arens-Azevedo & Behr-Völzer，
2002；Volkert，2002）

——不要有压力。只有很少人能够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中成
长，但是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压力会影响免
疫系统。（见第147页及其下几页）压力重重的人往往成为传染的
牺牲品。（Cohen，1996）

——彻底戒烟。吸烟与呼吸系统疾病（肺癌）的关系已经得到
证实。在所有癌症中，肺癌是致人死亡最多的祸首。（Stamatiadis-
Smidt & Zur Hausen，1998）

——坦诚面对信仰问题。首先在最近一段时间有许多证据证
明，有宗教信仰的人（不管信仰哪一种宗教）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相比，总的来说更幸福、更健康，也更长寿。信仰显然给他们希
望，给他们指明了人生的意义。信仰显然对免疫系统产生影响，反
过来又对健康产生促进作用。（见第149页及其下1页）这样也就有
了对抗疾病，甚至对抗艾滋病和癌症的盾牌。（Harrer, 2001；
Plante, 2001；Koenig & Harvey, 2002）

许多人大约在进入中年时才注意到，认知能力会下降，生病是
可能的，死亡是可预见的、具体的结果。下面将详细探讨尤其是在
这一年龄段的许多人所考虑的问题。

3.2.3　人到中年



年轻人在青年时期就知道——因为他的家人经常告诉他——，
他“前面的路还很长”。从统计学的观点看，青年人确实有很好的人生预
期。相反，罗伯特·巴特勒描述说，年纪大一些的人们都喜欢“回顾人
生”（Butler 1963; 1968），是为了赋予自己的人生一种全新的、以一个
人的身份为基础的意义。（Ernst, 2002）问题在于，从乐观展望到回顾
这种时间观的转折发生在发展过程中的那个时间段。

一个人不仅能乐观地展望看似美好的未来，而且能回顾性地总结到
目前为止的人生作为，需要哪些条件？时机不是以年龄来衡量的，因为
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作为人到中年所遇到的时机促使许多
人作出某种人生总结。从中会像很多人断言的那样产生所谓的中年危机
吗？

例子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回顾从出生以来所度过的时光，而到了
中年的某个时候就只会看到生命结束前还剩下的时间。伯尼斯·纽
加顿采访了许多中年人。有些受访者还主动谈到他们改变了的时间
观，他们说：“在35岁之前，我轻松地面对未来。由于还有足够的
时间去做各种事情，欣赏各种东西，完成各种计划……而现在我经
常问自己，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我喜欢做的事情
吗？”（Neugarten, 1979）

人到中年：人生的高潮还是终点的开端。中年期大约从40岁开
始，60岁或65岁结束，虽然很难说明这一人生阶段的明确界限。一个女
人在42岁时生下一个孩子，她会把自己看作中年人吗？一个男人在56岁
时由于健康的原因不得不提前告别忙碌的职业活动，他还算是中年人
吗？这一人生阶段是人生的高潮，还是牢骚满腹、问题成堆的一段时
间，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普遍有效的答案，因为它取决于个人的命运。毫
无疑问，人到中年，许多人感觉自己在私人生活和职业活动中都达到了
人生的目标。大多已为人父母，抚养孩子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可以再
一次感到独立自主，除非他们需要照顾自己的父母。如果调查在政治
界、管理层和经济活动中的领导人的年龄，就能发现，他们大多是在40
岁和60岁之间。人生中再也没有一个年龄段适合担任这么高的领导职
位。当然，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评价这一人生阶段。许多人认为，他
们属于年轻人的时间不长了，即使他们可能还感觉自己“年轻”。然而，
他们的身体已经告诉他们，衰老的过程开始虽然很慢，但已是不可遏
止。难道终点就要来临了吗？



身体对人生终点的明确暗示。人到了四五十岁，首先会从身体上
接收到衰退过程已经开始的明确信号。原来拥有的肌肉力量以及青年人
和成年人看似用之不竭的能量已经不复存在。此外经常会痛苦地发现，
看书需要戴眼镜了。皮肤的弹性越来越差，皱纹初显，女人到了五十岁
就会停经（绝经），因而当事人紧张地意识到，生育年龄已经过去。当
然，如信息框3.3所说，女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对绝经作出不同的
反应，也就是说，她们对这种事有不同的评价。

信息框3.3

对更年期的消极反应是生物学决定的吗？女人们报告称在更
年期经常出现诸如潮热、出汗或心悸等病痛。潮热往往造成睡眠障
碍，而睡眠不足又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和疲倦乏力，最终
影响工作效力。这些反应可以解释为，卵巢只分泌少量的雌激素和
黄体酮——这两者是最主要的女性荷尔蒙。更年期女性的病痛完全
是或者主要是生物学决定的吗？有人指出，女人对更年期身体变化
作出什么反应，还取决于文化背景。人类学家马扎·弗林特就认
为，她所调查的普遍处于更年期的印度妇女都说没有任何症状。
（Flint, 1982）被调查的印度妇女在育龄时期的社会交往仅限于自
己的亲属，而她们在绝经后可以在许多社会场合与男人和女人相
处。弗林特认为，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感谢到达绝经期。

对日本妇女也作过类似的研究。她们不像西方社会的妇女，这
一年龄段的人很少说到暴汗的事。在传统的日本，绝经被视为正常
的事情，绝对不像美国和欧洲那样把绝经当作了不起的事情。在日
本，不论男人和女人，也是到高龄时才摆脱日常义务；他们在接下
来的人生阶段中才有机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日本的老年人不仅由
于其智慧受到尊敬，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绝经后的女人也是这
样。（Lock, 1995）

男人睾丸激素的分泌逐渐减少。男人在四十岁时前列腺就开始增
大，排尿不畅。但是许多人仍有生育能力，有些人甚至年纪很大仍有生
育能力。睾丸激素分泌减少可能会使有些男人产生失落、恐惧、易怒和
失眠。（Sternbach，1998）

社会方面的改变。进入中年，许多人在中年期还在积累有关重新适
应的经验。五十岁左右的人在某个时期会达到职业生涯的顶峰，他们不
再指望进一步的升迁。他们的孩子已进入青春期，越来越追求独立。最
小的孩子也会迟早离开他们，最后剩下一个“空巢”。自己父母的去世使



他们意识到，从此以后他们夫妻关系可能也已经经受时间的考验，因而
已经习惯成自然。长期以来，这些和其他许多事情都使人提出这样的问
题：它们是否说明，中年危机的发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中年危机：人到中年的危机？中年危机这一概念是心理分析学家
艾略特·雅克早在60年代创造的。（Jacques, 1965; 1969）雅克断言，这
种危机的产生，是因为人知道自己是会死的。他们进入中年就知道，他
们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实现青少年时期的梦想了。设法摆
脱这种失望，从而再次为了自己扭转命运的人，必然会有这样的感觉：
从头做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大众媒体在70年代紧紧抓住中年危机这一
话题推波助澜，并且设计了一个40岁男人的形象：“遗弃妻儿，在城里
有公寓，戴着金项链，开着红色跑车”。（Lemme, 2001）正如雷纳特·
丘泽维茨-哈夫纳和彼得·丘泽维茨（Chotjewitz-Haefner, R. & Chotjewitz,
P. O.，1977）所断言的，中年危机难道主要是追名逐利、推销自己的评
论家的发明，而不是发展心理学至今未发现的一种现象？总之，在研究
了名人的传记之后不能忽视的是，生活突然发生巨大转折的男人是存在
的。（Von Hollander, 1958）这种突然变化至少在特殊的情况下难道不
是中年危机的基础吗？画家保罗·高更（1848-1903）就是一个例子。他
起初作为银行家和成功的证券经纪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他35岁时，
其老板陷于经济困境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1885年，他离开妻子和五
个孩子，结束了其普通市民的生活，此后作为艺术家靠微薄的收入维持
生计。隐居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岛，极不喜欢西方文明；因此，在短短
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插图3.10　画家保罗·高更在35岁时发生了彻底变化——这难道是中年危机的一个例证？（《手拿调色板的自画像》，1893年左右）

有些男人肯定会这样评价中年时期的经历：“有些希望落空了，有
些机会永远失去了”。（Clausen, 1986）成年人这个人生阶段也肯定有极
不愉快的冲突、失望和忧虑，这些也许可以认为是一场危机，但是其他
年龄段的人也不会没有这样的经历。（Wethington, 2000）关键问题
是，这些经历是否真的引起了使他们以后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反应。
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答案很不统一，有些研究似乎证实了中
年危机的发生，而另一些研究者更喜欢称之为“中年转变”。

人到中年，对经验的激烈反应。丹尼尔·列文森的一项研究供证明
了中年危机的发生，在研究中，据说在少数40-45岁的美国白种男人身
上验证了雅克的论断。列文森发现，危机的各种症状在他抽样调查中占
很高的比例：这些人意志消沉、情绪起伏不定并且牢骚满腹。
（Levinson, 1978;1980; 1986）被调查者有不少说自己浑身没劲、难以入
眠、甚至失眠、普遍感觉疲惫乏力；在社会情感方面有孤独感、恐惧感
或挫折感。列文森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他对男人的认识也适用于女



人。（Levinson & Levinson, 1996）
现在，说到列文森挑选的这些人也许会认为，他们是在战后时期的

特定条件下长大的，这可能促进中年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得出中年危机
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发生的结论吗？许多证据都不能证明，在人生中
年会频繁发生这种戏剧性的事件。比如，保尔·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
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中年危机。问卷内容包括可能出现的内心迷茫
的感觉、力不从心的感觉、对伴侣或职业的满意度。他们将问卷发放给
35-70岁的男人，发现在这一年龄跨度内没有一个年龄段出现过上述症
状，在这个年龄段至少没有一个被调查者经历过危机。（MacCrae &
Costa, 2003）麦克雷和科斯塔的研究绝对没有排除人们在中年某个时期
经历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危机在什么时候发生则取决于每个人所处的
环境。伊姆加德·拉斯曼-施蓬瑟尔和鲁道夫·施蓬瑟尔在查阅有关中年危
机的文献后也发现：“近代研究基本表明，人到中年会普遍发生危机的
问题是被明确否定的。”（Rathsmann-Sponsel & Sponsel, R.，2002）乌
苏拉·勒尔和尤塔·策尔纳在查阅1978年的统计年鉴后发现，二三十岁的
人甚至比五六十岁的人更容易发生危机。（Lehr & Zerner，1979）

事实上，在18-34岁这个年龄段里，有消极情绪的人所占的比例最
高，随后人数会加速减少，直到大约65岁，之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变
化；当然，在晚年时期，由于疾病和丧事引起的反应，有消极情绪的人
数会有所增加。（Carstensen et al.，2000; Charles et al.，2001）人们在
成年后期显然会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专注于积极向上。
（Mroczek & Kolarz，1998）

3.2.4　身体变化：成功养生的其他例子

许多65-75岁的人自己说，他们还不属于“老人”，他们把自己归
为“中年人”。（Neugarten, 1977）他们并不比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更不
满意。（Mrozczek & Kolarz, 1998）从中不能得出结论说六七十岁的人
没有痛苦。但是在身体方面，许多退休人员有能力而且愿意从事之前由
于职业和家庭责任不得不放弃的新的兴趣和活动，如果七八十岁的人仍
能从事可以体验自身价值的活动，如果他们表现出满意并充分积极地听
从医生的健康建议，那么他们就具备了很好的条件，总体来说能够比其
他早已退出积极的生活、对生活主要表现出不满的人享有更好的健康。

如果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人体的大多数器官直至高龄时期仍能执行
它所分担的生物学功能。以几个器官或器官系统为例可以说明，要达到
长寿绝对不能完全回避人施加的影响。



心脏血液循环系统的变化

心脏血液循环系统疾病是第一死因。在德国，估计每两个联邦公
民中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脏血液循环系统疾病，因为这是第一死因。这一
系统有心脏和血管组成，职责是为身体输送所有重要的营养和氧气并清
除组织的垃圾。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危险越来越大，因为血管壁增厚并逐渐失去
弹性（动脉硬化症）。每个正在衰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种变化。
当血管变窄，以致无法再为重要器官保障足够的供血时，就会生病。沉
积物首先附在心脏供血的血管上（即“心脏冠状血管”）；这种疾病就是
冠心病，这些血管如果完全堵塞，就会发生心机梗塞。

定期参加体育活动，延年益寿。定期参加体育运动，是促进健
康、延年益寿的非常有效的措施。（Baumann, 1992; Meusel, 1999）体
育活动能改善血液的流动性，降低血压，减少产生血栓的风险。身体活
动还能刺激形成并行循环（侧枝），可以改善血管变窄后的血液流通。
运动后每分钟的心跳应该暂时达到的数值为180减去年龄，也就是说，
60岁的人应该是每分钟120次（180-60）。当然，建议人们，特别是老
年人，要根据彻底的健康检查测定个人的承受能力，锻炼要适应各自的
能力。（Wollring, 2002）定期的体育锻炼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饮食
不当所带来的后果。

动脉硬化是胆固醇超标的后果。人体中的胆固醇有三分之一是食
物输送的，约有三分之二是人体自己制造的。胆固醇只存在于动物性食
物，植物性食物中是没有的。人们不仅需要胆固醇来建造细胞壁，而且
要用它来制造雌性激素、孕激素和雄性激素等性荷尔蒙。水溶性差的胆
固醇必须与蛋白质结合，才能在血液里更好地输送。胆固醇分为“好”胆
固醇（HDL）和“坏”胆固醇（LDL）。如果血液里有太多的“坏”胆固
醇，就有在血管壁上形成上述阻碍血液流通的沉积物的危险。“好”胆固
醇能够吸收血管壁上沉积的“坏”胆固醇，并输送到肝脏，在肝脏转化成
胆汁酸，然后输送到肠子并排出体外。

胆固醇超标的原因之一是严重的脂肪代谢紊乱，当然也可能是由另
一种疾病造成的。饮食对胆固醇超标也起一定的（虽然是次要的）作
用。因此，低脂饮食能够降低心脏血液循环系统受损的风险。所以，爱
吃肥猪肉或牛肉并且经常吃鸡蛋和奶油的人，其血液循环系统受损的风
险就比较高，而那些爱吃家禽（鹅等高脂肪的动物除外）、鱼、植物油
以及全麦面包和全麦面条等粗粮制品的人，这种风险就比较低。
（Schmiedel, 1996）

支撑系统和运动系统的变化。老年人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是运



动系统的衰退。在对老年人的观察中，经常一眼就能看到弯曲的体态、
明显缓慢的动作、肌肉力量的减弱。鉴于这些变化还产生这样一个问
题：这是重要的衰老的不可逆转的后果（见第126页）还是一种久坐、
不活动的生活方式的结果。

骨密度的变化。骨骼是一个不断进行合成和分解过程的细胞系统。
大约在25-30岁之间，合成过程不再能跟上分解过程的步伐。骨消融不
断增加，骨密度相应降低。90岁时，女性在最差的情况下甚至能丧失
90％的骨质，而男性则丧失10-25％（Kiebzak, 1991）。可见这里存在明
显的性别差异。

如果正常的骨质分解加重，就会出现代谢疾病，骨骼因此而日益失
去坚固性（骨质疏松）。后果是令人痛苦的骨折。特别是女性在进入绝
经期后更要防止出现骨质疏松。雌性激素在这方面能起重要作用，因为
这种荷尔蒙能使女性血液里的钙含量保持稳定，还支持骨生成。如果在
绝经后雌性激素的分泌下降，那么，骨骼中的钙含量也会下减少。
（Stoppard, 1999）相反，男性很少会有这种情况。

预防骨消融的措施。人体必须持续供给钙质，这要通过健康的饮食
来实现。如果日常的膳食不再能够满足身体对钙的需求，那么，人体就
会动用存储在骨骼中的储备钙。如果人体的钙供给长期不足，那么就会
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女性进入绝经期后每天对钙的需求是1000毫克。
人体需要维生素D，以便能够加工钙。

航天积累的经验表明，即使年轻的宇航员在长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
后，钙损失也特别大。这同样适用于不得不长期卧床的人。
（Whitbourne, 2001）改变久坐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每天运动
（跑步、瑜伽、骑车等）或者定期参加体育锻炼，可以缓减骨质疏松。
此外必须有充足的钙补给（每天约1200-1500毫克，通过吃奶制品以及
花椰菜和卷心菜等蔬菜，否则就要服用相应的药剂）。因为骨消融在四
十多岁就已经开始了（Mundy, 1994），尤其是女性，应该及时采取有
效的措施。

肌肉的变化。如果让一个人去完成他青壮年时期曾经完成过的挑战
肌肉力量的任务，那么就会发现，在成年早期——二三十岁时——肌肉
力量的值最高（Spirduso, 1995），之后——尤其是在50岁以后逐渐降
低。（Fiatarone & Evans, 1993）问题是：肌肉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
弱是否是重要的衰老的结果。而大量研究成果又表明，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是否定的。肌肉不使用，就会萎缩。如果心脏血液循环系统或衰弱的
肺功能不能再为肌肉提供足够的氧气，肌肉就会丧失功能。
（Botwinick, 1984）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通过体育锻炼都能增强肌
肉的力量。比如，在一项研究中，鼓励37位87岁的老人参加适合他们年



龄的活动，结果他们的肌肉力量平均提高了113％。（Fiatarone et al.，
1994）可见，每个年龄段的人只要适当参加锻炼，肌肉的力量都能得到
明显提高。

免疫系统的变化

免疫系统的任务。在人的周围总是存在微生物；其中主要是细菌、
病毒和真菌，它们一旦侵入身体，就可能生病，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
但是，人类也不会毫无保护地听任这些“侵略者”的摆布，因为免疫系统
不仅能保护人免受这些微生物的侵害，还能保护自身体内产生的反常
的、突变的细胞（癌细胞）的伤害。免疫系统的保护措施是识别和消灭
细菌、病毒和真菌。

免疫系统和晚年。免疫系统保护人体不受病原菌伤害的可能性，尤
其在老年时期减少了。免疫系统识别突变细胞的能力在晚年也下降了。
成年晚期的人癌症频发可能也与免疫系统不断衰弱有关。有些科学家甚
至想得更多，他们检验了这样的可能性：在生命最后人体是否丧失了区
分自身和外来细胞的能力。（Miller, 1995; Weksler, 1981）结果是人体
攻击自身的重要细胞。（Spence, 1995）因此，由于晚年免疫系统的变
化，人体保护自身抵御微生物入侵的能力减弱了，而且还主动地摧毁自
己。（Spirduso, 1995）当然，这种说法不具有普遍性。一个人的免疫系
统作出什么反应，不仅是年龄的问题，而且还取决于个人的特点和所处
的环境。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的认识可以证明这一点。

心理神经免疫学（PNI）。心理神经免疫学（PNI）是最近形成的
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心理学家、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
共同合作，研究心理过程（因此是心理学科）、神经系统及腺系统（因
此是神经学科）和免疫系统（因此是免疫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
（Hennig, 1998; Schedlowski & Tewes, 1996）从前，这些学科是相互完
全独立的；人们以为，免疫系统完全不依赖于神经系统和腺系统而行使
自己的功能。今天，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
作用。人们只要对心理神经免疫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就能够得到许多证
据，可以证明，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态度、感情和行为对自身身体产生生
物化学的或生理学的影响。因此，一个人可能增强或削弱自己的免疫系
统。

对免疫系统的有害影响。接触同一传染源的两个人或几个人可能
并不会因此而必然生病，这是日常的生活经验。事实上只有那些处于高
度紧张状态或正好情绪比较消极和低落的人，在感冒盛行时被传染的危
险最大。（Cohen，1996；Cohen et al.，1998；Schüssler & Schubert，



2001）

例子

在谢尔登·科恩的一项不无道德问题的研究中，400名志愿的测
试对象接受了鼻孔喷雾，雾剂中或者含有五种已知的感冒病毒中的
一种，或者——在对照组中——仅仅含有盐水。此外，参与者还就
过去一年中遇到的应急事件、他们个人对能否应对日常要求的评估
以及诸如愤怒和挫折等负面情感宣泄的频率等接受了调查。基于这
些数据把参与者按照压力指数分类，压力指数从3（最小压力）到
12（最大压力）。每天依次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可能被病
毒传染的测试对象都有被感染的迹象，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患上
感冒。总的说来，被感染甚至患病的可能性与参与者日常的压力水
平成正比。

所谓压力，就是指一个人处于某种环境，而他对环境给他提出
的要求不能作出适当反应，也就是说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苛求，从而
产生负面情绪。考试是一种典型的压力状态。事实已证明，许多学
生的免疫系统在考试期间比本学年其他时间弱。（Jemmott et al.，
1985；Glaser et al., 1986、1993）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也会给人造成
压力。（见第132页）比如，遇到婚姻问题或离婚问题，工作丢了
或不得不处理近亲的丧事（Herbert & Cohen, 1993；Justice,
1991），这时免疫系统一定很脆弱。因此，比如人们对那些妻子死
于乳腺癌的男人作了长期调查结果证明，这些鳏夫的免疫能力在丧
妻后的悲痛的一个月内显著下降，有些人甚至在一年后还停留在很
低的水平上。（Schleifer, 1983）免疫系统的这些变化是生活中的突
发事件造成的必然结果吗？或者说，亲属或看护人能否鉴于当事人
的压力体验增强他的免疫系统呢？

增强免疫系统的可能性。有句谚语说得好：“笑是最好的药”。关于
笑和幽默的疗效的说法在人类历史的许多时期都能得到证明。比如，圣
经中说：“喜乐如良药使人健康，忧愁如恶疾致人死亡”（《旧约·箴
言》第17章第22节）。法国外科医生昂利·德·蒙蒂维尔（约1260-1320）
强调，必须改变病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使他高兴和快乐，亲人和朋友应
该逗他开心，给他讲笑话。（Walsh, 1928）马克·吐温也非常清楚幽默
的作用，他说：“幽默出现的时刻，我们的铁石心肠顿时软化，我们的
怨恨怒气一扫而光；恶劣情绪烟消云散，心情显得阳光灿
烂。”（Twain, 1897; 1996）



幽默使人发笑，而笑又能对生活意愿产生直接影响，从生活意愿方
面又能促进病人的康复过程。佩蒂·伍顿说：“笑是一种愉快的经历……
它使我们感觉到力量和克制；在笑的时候我们感到无忧无愁、浑身轻
松、充满希望。”（Wooten, 1993）此外，还可以证明，开怀大笑具有直
接刺激免疫系统的作用。（Berk, L. 1989）但是，这些作用真的是笑本
身的结果吗？洛特·马丁（Martin, 2001）解释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即
幽默可以使人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和解释充满压力的状况。有突出幽默感
的人总是笑脸常开，他们不把充满压力的状况看成威胁，而是看成挑
战。那么，笑本身难道一点不起作用吗？

罗纳德·伯克在总结他30年相关研究的结果时说：“幽默能促进身体
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这相当于有氧锻炼的健身效果。”治疗医生米夏埃
尔·蒂策指出，在笑的过程中，肺部会得到大量的氧气，这样，他解释
说，就对血液中的物质起到了“净化”作用。（Titze, 2001）与此同时，
加强的呼吸频率又会引起心率的变化，而最终会降低血压。蒂策还介绍
了把笑这个动作系统地运用于治疗儿童疾病的方法。

例子

贝亚·阿米登搜集了一些有趣滑稽的书籍和录音带，把它们放
在小推车（在德国的儿童诊所中大多被称为“玩具车”）上，在各个
病房中穿梭。她给小病人们朗读小车上装载的书中的故事，和他们
一起听录音带。“她这样做，经常能使有些患重病的孩子发
笑。”（Titze & Eschenröder, 1998）由于经常这样使人发笑，所以
使人养成了一种乐观的心情，这种乐观的心情不仅能缓减医务人员
的压力，而且证明具有一定的疗效。

当然，对于老年人的医务人员和看护人员来说，如果他们的病人状
态很不好，那么他们想保持一种好心情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知
道，医生喜欢痛苦的幽默，否则他们就根本无法承受个别病人的痛苦；
他们也是用这种幽默来抵抗压力。

当然，我们不仅要给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模仿其他人大笑的样
子，或者给他们讲笑话，而且还要达到许多其他条件，以便能够发挥笑
的疗效。首先，对老年人的话作出幽默反应时要明白，他们对此会怎么
理解。米夏埃尔·蒂策和克里斯托夫·埃申勒德提醒说，“老年病人害怕得
不到别人的尊重，可能会把治疗医生的幽默当成侮辱。”（Titze &
Eschenröder, 1998）但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他们已经有一种乐
观的基本态度，如果让他们保持练习克制的感觉（见第129页），如果



他们能感到生活对他们还有意义，比如通过承担责任重大的任务（见第
126页），如果他们与朋友或他人关系良好，在困难的时候能得到他们
的帮助，那么就具备了健康长寿和个人幸福的前提。（Salovey et al.,
2000; Taylor et al., 2000）

插图3.11　笑会增强免疫系统。为老年人创造一个快乐的环境，就是为他们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3.3　人生的终点

理查德·卡利什试图用比较的形式（本书稍改动）直观地描述以西
方价值观为取向的工业国家的人对待亲属“死亡”这一人生大事的态度。
（Craig & Baucum, 2001）客人应邀参加一个高雅的晚宴，他走进餐
厅，吃惊地发现一条棕色的大狗安静地蹲在桌边。客人看了看晚宴的其
他来宾，在他们的神色中看到了震惊和迷惑。但是，为了不让主人尴
尬，谁也不愿意说出心里的不痛快。这顿晚餐用了很长时间，且悄无声
息，偶尔会插入几句不咸不淡、不关痛痒的话。卡利什问道，一个人行
将就木，没有一个人跟他谈他的现状，也不许这个将死之人对自己面临
的死亡发表看法，这样的情形难道少见吗？现在，许多人生活在一个死
一样沉寂的社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解释说，“归根结底，没有人以
为自己会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潜意识中都深信自己不会
死。”这是一百年来的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对待死亡的观念无疑已经
成为普遍害怕死亡的条件。

3.3.1　近期历史上关于死亡的观念的改变

几百年前的死亡。几百年前，人们面对死亡的几率要比现在高得
多。事实上，人的生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能终结。婴儿的死亡率很
高，许多孩子不到十岁就被埋葬了，因为典型的儿童疾病在医学上无法
治愈。19世纪以前，40％-50％的人不满十岁就死了。（van Dülmen,
1999）流行病使各个年龄段的人得了不治之症。因此，死亡被看作一件
平常的事情，甚至被当作一种解脱——从巨大痛苦中解脱——而广受欢
迎。

当时，死亡的时间比较短，因为癌症、心脏和其他内脏的疾病一经
发现，已到晚期，已经没有治愈的机会。一旦通知病人死期在即——他
们大多由于受伤或传染病——只会拖延几个小时，最多几天，其死期就
会来临。（Lynn，1991）

临终的人通常在家人或朋友的陪伴下度过最后的时光。（Schmitz-
Scherzer, 2001）人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学会了这种照料义务。
（Mischke,1996）葬礼的准备工作在家中进行。葬礼在自家的墓地或公
共墓地举行。当然，根据玛丽安妮·米施克的论断，从12世纪开始，人
们对死亡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Mischke, 1996）在随后几个世纪中，
死亡越来越个性化。当时，认为死亡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越来越少，
因此，把死亡看作生命终结的人越来越多，由此而产生了现代社会的信



念：人应当“尽可能积极地、尽可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因为“生命只有
一次”。

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死亡。现在，许多人的寿命很长，一些危及生
命的疾病能够提前作出诊断，因此人们在死亡之前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命
运。医生竭尽全力——也是对司法强制作出的反应——借助科技手段尽
可能推迟死亡，尽管病人本人或其亲属主张早点结束生命，也就是说要
求有尊严地、自然地死去。因此，与过去相比，人们在死亡阶段通常要
遭受更多的痛苦、比以前的几代人更为虚弱、更需要他人的照顾。尽管
如此，过去几十年中还是为怎样避免过早死亡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金
钱；相反，几乎没有为以减轻临终者的痛苦为目的的研究提供公共资
金。利益集团致力于老年人的健康，支持避免残障和改善诊断的研究，
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对生活日益不便的人士的照顾。安乐死
运动以后，临终者的命运才得到逐步改善。（Lynn, 1991）

死亡的可能性越集中于高龄人群，广大公众就越觉得死亡是“模糊
的和抽象的”。（Fulton & Owen, 1987-1988）照顾和护理临终者已经成
为专家的任务。现在，约有70％-80％的人是在医院、疗养院或类似的
机构去世的。（Schmitz-Scherzer, 2001）很多临终者肯定都知道，亲属
不愿意与他们接触；看望他们的人不敢跟他们谈起死亡。尸首由看护人
员和殡葬公司的工作人员处理，为他们送行“最后一段路程”。临终者往
往孤独无援，不得不放弃临终时有人陪伴的要求，而根据莱因哈德·施
米茨-舍尔策的观点，临终陪伴也应考虑以下需要：

——让临终者感到身体舒服；
——让他觉得没有被遗弃；
——让他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让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周围人的关注和重视。

确认死亡的生物学定义。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要没有呼
吸，没有心跳，大脑不再出现反应，就可以宣布他已经死亡。当然，随
着大量维持生命过程的技术设备的引入和应用，在个别情况下，死亡的
认定非常困难，也就是说，生物学上的死亡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更确
切地说，是一个过程。（Medina, 1996）人体的所有器官不是同时死亡
的。如果进行人工呼吸，那么，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人可能仍保持大
脑功能；借助心肺机可以维持血液循环。对于昏迷的病人来说，他的大
脑可能已经停止工作，而机器可以延续他的身体过程。是否关闭仪器，
有时必须经专家鉴定后由法庭来裁决。在个别情况下是否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不惜代价地推迟死亡，最近在许多社会团体的参与下，就这
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激烈和针锋相对的讨论。



3.3.2　对死亡的恐惧

世界观预防死亡恐惧。兰道夫·奥克斯曼认为：“人绝对有把握的就
是知道自己会死：他的存在的消失和毁灭。”成年人原则上都知道，自
己的生命随时都会突然地结束。奥克斯曼形象地解释说：“一个人如果
不能否认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这种始终存在的危险一定会战胜他，这
种恐惧一定会把他吓呆。”（Ochsmann, 1993）恐怖处理理论的代表人
物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所有恐惧的根源。（Greenberg et al.,
1995）为了能够防止产生这种可怕的想法，担心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结
束的“恐怖”，人们利用自己越来越高的认知能力创立不仅使持久性，而
且使“秩序、可预见性和意义进入这个宇宙的世界观。”（Ochsmann,
1993）有了秩序和预见性，就可以避免突然的、令人讨厌的意外，甚至
有可能控制不幸事件的发生。

防止死亡恐惧的不同条件。如果有意识地想想，人不会长生不
老，那么，往往就不会去考虑那些真正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可怕事情，
而会考虑自己和别人夸张地描述自己的健康和抵抗力。他们自以为成为
意外事故或疾病的牺牲者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可能还下决心戒烟、开始
减肥或者加强体育锻炼。此外，大多数人还可能以某种方式整天忙碌，
以便不去想自己会不会死的问题。（Pyszczynski et al., 2000）文化提供
另外的保护，因为文化会向人们传达“世界是公正的”这种观念。
（Lerner, 1965; Lerner & Miller, 1978）形成这种观念是因为人们相信，
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每个人所得到的是他该得的，而每个人该得到的都
会得到：好人会有好报，恶人会有恶报。（见第473页及其下1页）接受
了这种观念，死亡的来临及其后果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宗教给信徒
灌输类似的观念，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决定他们死后会遭遇
的命运，是下“地狱”还是升“天堂”。许多人还试图给人们制造他们“不
死”的印象，他们把能够比个人的存在更长久的东西，比如思想和贡
献，留给社会，或者生孩子，从而使自己的许多影子还可以在自己死后
继续活着。（Pyszczynski et al, 2000）其实，许多成年人是不太怕死
的，因为他们在生活中达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目标。这也同样适用于另
一些人，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他人受益，是一种享受。
（Neimeyer & Chapman，1980-1981）

与死亡过程和死亡事件相矛盾的经历。在许多以西方观念为取向
的社会里，20-25岁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死人的只占4％。（Hahn,
1968）他们是在一个似乎否认死亡的社会里长大的，因为死亡通告一般
都说：某个人“走了”或者“安静地睡着了”；人们“安葬了离去者”，离去
者“终于找到了安宁”。人们对死亡讳莫如深、不愿意回想悲伤的事情，



这种情结与恐怖管理理论是一致的，是克服自身对死亡的恐惧的一种策
略。（Pyszczynski et al., 1998; 2000）当然，很明显，人们一方面害怕使
用诸如“死亡”或者“去世”这样的字眼，另一方面又喜欢观看那些描写死
亡和谋杀的非常恐怖，甚至血腥场面的电影。电视中关于死亡的的叙述
和报道太多，以致一个21岁的人可能在电视上已看过成百上千次的死亡
事件。（DeSpelder & Strickland, 2004）在荧屏中看到死亡场面的人也许
以为，这种恐怖的事情只会在假想的世界中，而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发
生。

怕死与年龄。对死亡的恐惧有意无意地可以说出迥然不同的理由，
最主要的可能有：担心在去世前经受肉体的痛苦、临终时孤立无援、不
再存在、不能再继续在世时养成的兴趣和爱好。人们可能会想到自己的
死对未亡人造成的后果，并担心自己的过错会受到惩罚。（Schulz &
Salthouse, 1999）

人们可能认为，一个人的年龄越大，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这与
高龄人死亡的可能性大有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大量调查结果证
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中年时期最为强烈，老年时期最弱，青年时期
居中。（Gesser et al., 1987-1988; Thorson & Powell, 1990）事实上，人到
中年，在自己的身体初现衰老迹象以后，需要积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人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个发展问题并不是说要人们从此不
再谈论死亡。老年人比年轻人甚至更频繁地想到死亡，只不过他们不像
中年人那样害怕死亡。

3.3.3　面临死亡时的情感反应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开拓性研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为了
与病人闲聊他们的命运，在他们的病床前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
（Kübler-Rose, 1969; 1974）在这一过程中库伯勒-罗斯关注的是，这些
大多为50岁左右的人，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得出
的结论是，她的病人有以下五种反应：

1．否认。库伯勒-罗斯调查的许多病人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简单否认无法治愈这种诊断（“这一定是搞错了”）。
2．发怒。当病情的发展无法再否认时，癌症病人就开始发怒（“为什么偏偏让我赶上了？”）；他们甚至可能对其他健康的人表现出嫉妒。
3．交涉。病人试图通过交涉推迟面临的死亡。他们向上帝承诺，做好事，以求延长生命（“让我多活几天，我也会作出回报的。”）。
4．沮丧。病人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越是真正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就越会产生沮丧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和自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和所有

家庭事务告别了。
5．认命。只要死亡没有在诊断后迅速来临，病人就能够接受他的明显不再能扭转的命运。他们既不高兴也不悲伤，更确切地说，是甘心认命。



插图3.12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为了与行将就木的人交谈，在他们的病床前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同时发现了他们面临死亡时的情感反应。

对库伯勒-罗斯认识的批判声音。每个癌症病人真的都会经历库伯
勒-罗斯所描述的情感反应的顺序吗？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研
究。总的说来，整个研究的结果表明，死亡过程没有一个可以总结的顺
序。（Kastenbaum, 1998; Howe, 1992）库伯勒-罗斯没有充分考虑到，
人们得知自己患有致命的疾病后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病人的年龄和
疾病的种类都起一定的作用。库伯勒-罗斯所调查的病人大多是六十岁
左右；这个相对年轻的年龄段的人还不愿意相信为他们作出的灾难性诊
断；他们愤怒的是，这么早就被判定要死。另外一些研究死亡的学者发
现，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不断在否认和认同之间徘徊。他们在整个死亡
过程中的表现非常不同，情感反应也变化无常，比如愤怒、冷漠、害
怕、希望、怀疑、震惊等等，出现的顺序是很难预测的。今天他们可能
还乐观地谈论康复，憧憬着很快能够出院，第二天可能就心灰意冷，以
为死期马上就会到来。（Shneidman, 1973; 1980）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年龄大的人要比年轻的人更容易接受这一点。人们在得到死期不远的消
息后会作出什么样反应，宗教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

通过宗教暗示减轻死亡的痛苦。1974年，著作家厄内斯特·贝克尔
被送入医院，当时他已处于癌症晚期。贝克尔一生中撰写了许多著作，
探讨了人们与面临的死亡进行的抗争，比如《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死亡
的动力》。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只要对世间的事情作
出宗教暗示，就会减轻死亡的痛苦：“能减轻死亡痛苦的，就是知道在
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的背后，存在着宇宙的巨大创造力，它只需要我们
完成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使命”。（Keen, 1974）

临终者会说出自己直到去世前不久的整个经历。在大脑丧失功能



后，是否还有体验，不得而知。目前仅有的报告来自那些濒临死亡、但
是通过急救措施“重新捡回生命”的人。信息框3.4介绍有关濒临死亡的人
的体验的报告。

信息框3.3

濒临死亡的人能体验到什么？
雷蒙·穆迪设计的濒死体验。目前有许多关于几乎被淹死、从

而濒临死亡的人的报告。有人心跳骤停；手术室里偶尔也会发生这
样的事情：病人“眼看着”就要死了。雷蒙·穆迪在成功地研究了许
多这样的案例后，记下这类体验。从许多当事人的惊人相似的报告
中，穆迪设计了典型的“濒死体验”：在一个独特的场合，病人听到
了医生对他的死亡宣告。“他突然听到一种难听的响声，这种声音
非常刺耳；与此同时，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在非常迅速地穿过一
个长长的、黑暗的隧道。然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飘然而去，
然而周围的一切依然照旧；他似乎成了一个旁观者，隔着一段距离
看着自己的身体。他的感情受到深深的震动，自己仿佛从这个孤独
的观察位置参与复活的尝试。”（Moody, 1975）

濒死体验的心理学上的重要结果。人们通过濒死体验记得的
这种感觉可能是大脑的发明，大脑某些部位的供血不足会导致产生
这样的幻想。（Persinger, 1999；Persinger & Richards, 1995）此
外，濒死体验引人注目的还有，许多当事人随后说，他们因此而在
为人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面对生死有一种全新的评价，不同
的信念和态度。（Grayson, 1993）许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说，他们
不再拼命挣钱，不再看重任何竞争，也不再追求物质上的富足，而
是比从前更关心别人的幸福（Groth-Marnath & Summers, 1998；
Kinnier et al., 2001）；他们还说，濒死体验使他们相信上帝的存
在，从此以后他们在生活中将把宗教价值置于首位。（Schröter-
Kunhardt, 1993）最后，还应当注意地是，这些濒临死亡的人没有
提到任何他们感到害怕和痛苦的体验。精神病学曾经利用了这种反
应。比如，斯坦尼斯拉夫·葛罗夫让患不治的癌症病人服某种药
（所谓的致幻药），这种药一般能使人产生幻觉和错觉，也能使人
获得濒死体验。他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病人的宗教信心，打消他们对
死亡的恐惧；许多病人都说，他们的情绪好多了。（Grof &
Halifax, 1977）

寻找形成濒死体验的原因。在寻求对濒死体验的解释时，人
们反复研究了这样的问题：当事人的大脑出了什么事。米夏埃尔·



施罗特-昆哈特非常彻底地研究了这个现象，他总结说：“这种体验
产生不能归因于大脑缺氧和二氧化碳过剩，因为在氧气含量正常的
情况下这种现象也会出现。身体自身的鸦片剂对这种体验的产生似
乎也起了某种作用。”（Schröter-Kunhardt, 1993）施罗特-昆哈特坚
持这样的信念：“我认为，濒死体验是明显地间接暗示了人死后的
生活。”



4　感觉心理学

海伦·凯勒早在幼年早期就由于一场重病而丧失了体验听觉和视觉
世界的能力。由于耳不聪眼不明，她只能用剩下的感觉器官来感觉周围
的环境。后来她在自传中写道：“有时，孤独的感觉像一场冰冷的雾向
我袭来，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坐在关闭了的生活大门之前等待，里面是
亮光和音乐以及欢乐的人群；但是我被禁止入内。命运无声又无情地封
锁了我的道路……无尽的沉默笼罩着我的灵魂”。（Keller, 1917）海伦·
凯勒的命运极富戏剧性，因为她无法再支配那些感觉器官，而人们通常
主要依靠这些感觉器官来熟悉环境。海伦·凯勒经常问自己，其他“正常
的”人在说到亮光和音乐时，会说些什么。当耳不聪眼不明的人提出这
个问题时，他们首先想知道的，不是物理事件，更确切地说，他们感兴
趣的是其他人用正常的感觉器官所获得的体验。而这样的体验终究是无
法言述的。因此伊萨克·阿西莫夫对此解释说：“我们每个人就像自己感
觉器官的囚犯。我们可能会知道苹果对别人而言看起来怎样、摸起来怎
样、吃起来怎样吗？绝对不能，就像我们不能进入别人的大脑一
样。”（Asimov, 1979）海伦·凯勒的问题就是如此，她不能进入其他能
看、能听者的“大脑”。

健康人虽然知道自己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体验，他们可以进入颜色
和声音的世界，但是，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真的与感觉器官物理地
感觉到的东西相一致吗？记录的刺激必须转换成神经系统的语言，这样
才能传输到大脑。来自感觉器官的数据在大脑里加工以后就被称为知
觉。本章将探讨的内容是，至少看起来混乱的物理事件最终是怎样形成
有条不紊的感觉的。在这之前要介绍感觉器官的几个普遍特征。以视觉
器官为例，说明物理事件是怎样翻译成神经系统的语言的。大脑整理相
关信息并试图查明，它们“意味着”什么。在这一过程中大脑也会出错。



插图4.1　海伦·凯勒在17个月大时，由于传染病而丧失了视力和听力。



4.1　感觉系统

一个人从外界获悉了什么，完全取决于他的感觉器官的结构和效
率。如果他被突然剥夺了这些了解环境的能力，他就没有任何活下去的
机会。一个走在荒野中的人必须能区分温驯的狗和危险的狼，否则他就
无法采取措施，毫不迟疑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毫无疑问，一个功能
良好的大脑有助于及时发现危险并选择合适的防御措施。然而，如果感
觉器官不能给大脑传达任何信息，那么大脑这个中枢，这个极其重要的
器官也就是多余的了。因此首要的问题是，来自一个人所处环境的信息
在最终到达大脑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此外还将介绍，刺激阈对体验
的获得能起怎样的作用。在心理物理学的框架下就这些问题进行的经典
研究已经发现，是否能越过刺激阈，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近期在
信号发觉论的框架下所进行的研究中，人们才得以证明，一个人是否认
识某种刺激的意义，还取决于他的预期和他的实际动机。

4.1.1　感觉器官的一般功能

我们还可以将感觉器官称为接收环境刺激的大门。这个大门不仅接
收刺激，而且从一开始就负责防止所有随时接触身体的东西都“进来”。
感觉器官还负责把接收到的刺激进行转换，以便它们能够继续传递给感
觉神经系统。

对接收到的刺激进行选择。实际上，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真正承
受物理和化学刺激的轰炸。对一个人来说，绝对的安静简直一刻也难以
忍受。如果人为地创造完全屏蔽外界的任何刺激的条件，那么，大脑不
久就会开始自己制造十分近似于幻想的刺激。（Bexton et al., 1954）当
然，刺激作用过于强大和过于复杂，人们也不能承受。因此，在感觉器
官层面上需要进行选择。比如，那些看不见和听不见的X射线、无线电
波和电视波、紫外线和低频红外线每时每刻都会接触身体。

接收器是感觉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感觉，诸如鲜花的香
味、婴儿的开怀大笑或者在一个凉爽的夏夜皮肤所感觉到的湿度，都开
始于接收器（感觉细胞），这些接收器是各个专门的感觉器官的重要组
成部分，受着某种能量的刺激。这些能量可以分为电能、机械能和化学
能。例如，眼睛的接收器（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见第173页）能够对
一部分电磁能量作出反应。

启动自我体验



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来亲身体验在下一节中将要讨论的信
息转换。（戴隐形眼镜和眼睛异常的读者不宜做这样的实验！）请
您将指尖紧紧地按在眼睑上，必须稍微压住眼睛。30秒之后，人们
通常会“看见”星星或者其他的黑白形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
是因为接收器多少也会对压力作出反应，而视网膜上的感觉细胞会
将这种压力转化成光体验。

能量向神经系统的语言的转换。感觉器官的所有接收器的任务
是，转换电能、机械能或化学能，以便使其中包含的信息转换成神经系
统的语言。我们把这个转换过程称为能量转换或者编码。在电视摄像机
中也会进行这种能量转换，即将光学信息转换成电子信号。

通过神经纤维传递刺激。对1938年发现的墨鱼大神经纤维的研究
首次证明了神经细胞传递刺激的方式，同时发现，神经细胞（也称神经
元）中的刺激传递是一个电化学过程。接收器能够激活神经元中的这个
过程。博动在神经轨道上的产生和传递大体类似于导火线。人们可以在
导火线的近处点起一堆火，可能首先就会发现，导火线虽然被烤热了，
但不会点燃。因为必须达到一个严格的热值，导火线才能被点燃。如果
慢慢地缩短火堆和导火线之间的距离，温度就会逐渐升高，只要一超过
阈限值，导火线就会被点燃。接着，火花就以一定的速度点燃导火线。
如果一开始就用大火点燃导火线，火花的大小和运动速度能改变吗？回
答是否定的，因为导火线是按照非此即彼的原则工作的。这就是说，起
初的热值要么足以点燃导火线，要么点不着。只要一达到阈限值，即使
扩大起初所使用的火堆，也不能使火花的大小和移动的速度发生变化。
神经元原则上也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必须达到神经元的阈限值，博动
才能按照非此即彼的原则进行传递。一根导火线燃烧完以后就再不能产
生火花，而神经导体在短暂停顿（所谓的不应期）后能够传导另一个博
动。在这方面类似于手枪，手枪只有再次上膛才能再次“射击”。

处理刺激强度的区别。只有了解了神经细胞的刺激传递，才能解释
神经系统处理刺激强度的区别的方式。当接收器记录到特别强烈的刺激
（非常明亮的光、嘈杂的声音等）时，就不让神经细胞继续传递更强的
博动。由于各个神经细胞具有不同的最高阈限值（见第162页），所以
刺激传导给多少神经元，将取决于感官刺激的强度。因此，注视烛光激
活的神经细胞少于注视明亮的聚光灯，单位时间内传递的博动也更少。

感觉器官的适应。阅读本书首先刺激的是视网膜上的接收器。当
然，读者的感觉器官很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刺激，因为街道上的噪音、隔
壁房间的收音机或者书桌上花束的香味也会刺激他的感觉器官。这些刺
激为什么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呢？答案是，很可能是适应了（习以



为常）。
所谓适应，就是指某种刺激的强度一成不变地对感觉器官产生影

响，但人们在习惯一段时间后就越来越不重视。人们在洗澡的时候就会
有这种感觉，皮肤在第一次接触水时会感到很凉，可是在泡入水中不久
后就会觉得很舒服。适应性往往发生在感觉细胞的层面上，当然在其他
情况下，也可由传递和处理接收器信息的神经系统来完成，而且小实验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Matlin & Foley，1996）

启动自我体验

您做这个小实验需要一种有淡淡气味的液体（比如香水或者
醋）。您先用棉团堵住一个鼻孔，然后把装有这种液体的小瓶子放
到鼻子下面；估计在大约五六分钟以后您就适应了，也就是说，经
过这么几分钟，您再闻这种液体就不会感觉到像一开始那么剌激
了。然后，如果您迅速地将棉团从ー个鼻孔塞到另一个鼻孔并再闻
一下，那您就会发现，您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尽管现在受到刺激
的是鼻子另一边的细胞。显然，至少大脑的某些部分已经适应这种
气味，而这些部分就是嗅觉细胞发出的信号的接收器。

4.1.2　心理物理学

显而易见，心理学领域最初的研究目标是澄清（物理）刺激如何产
生的这个问题，以便引起个体的关注。刺激必须发生多大的变化才能被
视为有别于原来的刺激？研究这个问题的心理学研究领域，至今仍以心
理物理学这个名称而为人所知。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研究课题是，物
理刺激的质量（例如光刺激或声音）与由它们所引起的反应之间存在什
么关系。这些反应通常是这样查明的：请测试对象对刺激作出评价，比
如，他们是否感觉到了刺激，这个刺激是否不同于前一刺激，或者是否
与前一刺激具有相同的质量。心理物理学家在描述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会
使用诸如绝对阈限和差别阈限这样的概念。

差别阈限。在一个典型的心理物理学实验中让测试对象蒙上眼睛，
然后在他们每只手上放一些东西。这样反复做几轮，每次从他们的手上
拿走一些东西，然后再原封不动地放回去（标准刺激）。有些东西的重
量保持不变，有些则用一种较轻的或较重的东西进行替换（比较刺
激）。在每一轮中都要请测试对象比较两个东西的重量。这两个东西是
一样重吗，还是至少有一个东西的重量发生了变化？测试结果通常是测



试对象不会发现微小的重量差别。然而，只要扩大重量差别，测试对象
就很可能说比较刺激太轻或太重。实验者的目的在于，调查人们能感觉
到的最小的重量差别。我们把这种由同一个感觉器官感觉到的两个刺激
之间的最小的差别称为差别阈限，并用缩写“jnd”（源自英语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表示。这个阈限可以适用于整个感觉区域。有些
人在某个感觉区域的差别阈限高于另一些人，而且会随着所处的情况而
发生变化。因此，心理学家把差别阈限定义为一个人在50％的情况下能
感觉到的可能最小的刺激变化。确定差别阈限很重要，比如在汽车工业
中座位的设计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要使乘坐者感觉不到汽车的震动，
坐位应有怎样的柔软度。（Mansfield & Griffin, 2000）

韦伯定律。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韦伯（1795-1878）是系统研究差
别阈限的第一人。他在寻找一个强度刚好能使人感觉到的刺激的数值
时，起初看到了一个混乱的情景。在几次实验中，他增加了重量，而且
比以往的实验增加很多，以便让测试对象认识差别。然而他最终发现，
刚好可以认定的差别取决于标准刺激的强度。他发现的定律证明，标准
刺激越强，刚好能感觉到的刺激的强度就越大。可见，起初微弱的刺激
不需增强太多就能使人感觉到。

根据韦伯的发现，一个刺激要改变多少才能使人感觉到差别，取决
于各个感觉区域。人在音量的高低方面要比在味觉方面更敏感。音量只
要改变0.33％，大多数人就能感觉到其中的差别，而味觉刺激的浓度必
须改变20％才能使人感觉到变化。重量必须增加或减少2％，人们才能
感觉到差别。我们自己做一个实验就会相信，如果我们增加一种很轻的
或比较重的东西的重量，即使是增加同样的重量，我们也会作出不同的
反应。

启动自我体验

为了做个小实验，需要两个信封和三枚等值的硬币。（Coren
et al.，1999）在其中一个信封中放入一个一欧元的硬币，在另一个
信封里放入两个一欧元硬币。当您分别拎起两个信封的一角，你会
明显感觉到重量不一样。现在您用一双鞋来重复这一试验：您把其
中一个信封放进左脚鞋，另外一个放入右脚鞋。您举起两只鞋子时
还能感觉到重量不一样吗？实际的重量差别仍与原来一样为一枚一
欧元硬币的重量。

绝对阈限。心理物理学家感兴趣的另一个阈限值是绝对阈限。它所
表示的是一个在50％的情况下足以让人感觉到的刺激的强度，也就是从



感觉不到到感觉到的过程。如果要确定光的绝对阈限，那就必须确定，
多亮的光才能让观察者在50％的情况下说他能看到，在50％的情况下说
他看不到。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绝对的、即不可改变的极限值，因为一
个人在某些条件下（比如疲倦、注意力不集中）会认为这个极限值太
高，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又会认为太低。然而，大多数人会估计不足，这
个阈限对他们健康的感觉器官来说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是多么低。心理学
家尤金·加兰特用下述例子令人印象深刻地说明了人类最重要的感官的
高度敏感性（Galanter，1962）：

——在一个晴朗的黑夜，从50公里的远处仍能看到烛光；
——在非常安静的情况下，距离六米远仍能听到钟表的滴答声；
——把一勺糖溶入在7.5升水中，仍能感觉到甜味；
——把一滴香水撒在三居室的住房里，仍能触动嗅觉器官；
——蜜蜂的翅膀距离人的脸颊一厘米，触觉器官就会作出反应。

当然，这类微弱的刺激只有在全神贯注时才能感觉到（见第199页
及其下几页）。希望各个感觉器官还有更高的敏感度当然是不现实的。
比如，听觉的绝对阈限是20赫兹，如果这个阈限值再低一些，那么人们
每动一下就会听到自己肌肉的响声。在醒着的时候总能听到自己身体的
声音难道是好事吗？

如果我们了解心理物理学家的认识，那么就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印
象：在研究中完全忽视了测试对象是人这个事实。迄今为止，人的感觉
都是被这样描述的，仿佛只需要某种越过特定阈限的刺激，就能被大脑
接收和加工。这种印象必须消除，因为一个刺激是否被记录，还取决于
心理上的影响。人的感觉不仅仅是被动的记录。



4.2　感觉数据的解析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机械过程在大脑接管接收到的
感觉数据的瞬间就被打破了，也就是说，这些数据会根据熟悉的内容和
现有的期望得到解析，而这个过程往往说明，处理这些数据的个体会添
加一些自己的内容。感觉始终是一个个体的过程。人们感觉到的东西与
感觉器官向他传达的东西绝对不一致。信息框4.1讲述了一个例子，这
个例子说明，对视觉数据的（错误）分析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4.2.1　感受和感觉之间的区别

在观看插图4.2时，第一眼可能只看到一个毫无意义的黑白图案。
在得到这个模糊的第一印象后，人们会立即在画面中努力寻找有意义的
和熟悉的内容。

插图4.2　如果这个画面在观察者的印象中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黑白图案，那么说明人们的感受至少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只要将这个画面安排得让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
义的整体，人们就会说这是感觉。

信息框4.1



对视觉数据的错误分析会导致飞机坠毁吗？
在1965年8月到1966年2月的这段时间里，航空飞行每隔一段时

间就遭遇一次严重的灾难。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有四架飞机在着陆时
坠毁。（Kraft, 1978）这些灾难总共夺去了264人的生命。在地面上
坠毁的总是同一型号的飞机：波音727。这在这种喷气式飞机的制
造公司引起了深深的不安。因为波音727刚刚投放巿场，所以人们
很容易联想到技术问题。在深入调查没有得到任何能够支持这一怀
疑的结果之后，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人的失误是否也能起到一定
作用呢。事后人们精确模拟了事故的现场及其条件后终于发现，事
故总是发生在与毗邻大片空旷区域的大城市或被大片空旷区域，比
如湖泊（芝加哥、盐湖城）、海湾（东京）或者无人区（辛辛那
提），包围的城市。每次着陆事故虽然都发生在夜里，但是当时的
能见度却显得非常好。

在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位心理学家康拉德·克拉夫特的领导下，
首先精确模拟了每次事故发生的现场。调查结果更加使人怀疑
是“人的失误”起了作用。但是错误在哪儿呢？经过进一步的检测终
于得到了答案。在白天，飞行员能很好地认出城巿和跑道和及其周
围的空旷区域，并计算出自己飞行的区域。而在夜里，他们只能看
到城巿和机场的灯光。飞行员草率马虎，没有看高度表。克拉夫特
估计，他们可能把灯火通明的城巿看成了平坦的跑道，从他们的角
度看不会感觉到它的高度，而事实上这一地方是一块高地，也就是
说，飞行员低估了自己的飞行高度。他们降低被他们误以为过高的
高度，从而使飞机过早接触地面，最终造成坠机。

这些错误不能归因于飞行员的感觉器官传递给他们的刺激感
觉。飞行员只有在对视觉信息进行处理以后才能对自己所处的、可
能发生灾难的环境作出判断。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心理学家为什么
要研究视觉感觉。

克拉夫特是感觉心理学领域的专家。他建议航空管理当局以后
禁止飞行员在夜间着陆时只凭感觉行事。他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各种
仪表上的数据。

根据这一定规则，来自感觉器官的信息是可以处理的，这种处
理能力是生物为了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而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形成
的。而对人类来说，只是在近代制造飞机后才有了加工利用感觉器
官从高空获得的数据的必要性；因此，飞行员成为感觉错误的牺牲
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所处是一个还没有进化到万事倶备的时
代。



感觉数据的选择、整理和分析。大多数人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在插
图4.2的画面中认出是一条狗，一条黑白斑点狗，画面中表现的似乎是
这条狗正在用鼻子嗅地面。只要有这种发现，就说明有某种感觉。所谓
感觉就是一系列认知过程的结果，在这些过程中，感觉数据（这也经常
被称为信息）得到选择、整理和分析。但是，产生感觉的基础是什么
呢？

区分感受和感觉的可疑作用。观察者感觉到一条狗，无疑是以来
自眼睛的感觉细胞并通过神经连接传递到大脑的信息为基础的。信息框
4.2将探讨的是，如果没有已感觉细胞的参与，人类是否也能产生感
觉。

对于感觉数据经过神经传递到达大脑这种正常情况来说，有理由认
为在看到的瞬间就有“感受”吗？事实上，有些著作家实际上就是持这样
的观点，因为他们早已把“对基本的刺激事实的第一反映”称为感受。
（Zimbardo & Gerrig, 1996）然而不能忽视，早在对刺激事实产生“第一
反映”之前，以感觉器官的消息为基础的整理过程就已经开始了。没有
经过大脑的提前整理和任何分析，在短暂的瞬间也能知道和描述“感
受”（即来自感觉器官的信息还没有被大脑作过任何形式加工的）“感
受”，难道可能吗？许多感觉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都持否定态度。布鲁
斯·戈德斯坦认为，虽然推测感觉和感受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很有意
思，但是这种区分完全没有用处。（Goldstein, 2001）与其这样，倒不
如专注于研究来自环境的信息，怎样选择、整理和分析感觉过程中的这
些被感觉器官记录的信息。有助于这项研究取得成果的还有在信号发现
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研究。

信息框4.2

存在超感觉的感觉吗？
几个世纪以来以及在现实的所有已知的文化中，人们一直在探

讨这样一个问题：单个的人不以任何化学或物理上可测量的感官刺
激为基础是否就能产生感觉。（Shells, 1978）

超感觉的感觉的各种不同种类
这种超感觉的感觉包括：
——灵觉：没有任何感觉器官的参与就能对事件或物体产生感

觉；
——心电感应（源自希腊语。Tele ＝ 远；pathos ＝ 感觉）或

者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思想转递（可能相距很远）；
——未来想象或对未来发生的事情的预言；



——与亡灵接触；
——在自己身体以外的经验：有些濒死者在成功复苏后说，他

们离开过自己的身体并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见第
156页及下1页）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通灵学的研究领域，此外通灵学还研究心灵
致动，这种观点认为，思想过程可以影响物理事实。

研究超感觉的感觉的经典实验。对超感觉的感觉进行科学研
究，是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在一项典型的实验中，一位测试对
象（“发送者”）拿到一堆混在一起的卡片，其中五种图形分别出现
五次。（Rhine, 1934）“发送者”依次拿起卡片并专注于卡片的内
容，并且很明确地想将内容告诉隔壁的一个人（“接收者”）。如果
接收者的回答完全是随机的，那么，在总共25张卡片中应有五张能
答对。

插图4.3　用于实验超感觉的感觉的、画有不同图形的卡片。

心理学对超感觉持特别谨慎的态度的理由。虽然在这类实验
中答对的数目总是超过所谓的偶然预期值，但是现代心理学对于已
证明的感觉外感觉的所有观点都表示怀疑，因为这些早期实验所取
得的大量结果现在不用超感觉力量也能得到解释。（Akock, 1990）
同样，弗赖堡心理学边缘学科研究所所长埃伯哈德·鲍尔也说：“经
过整整一个世纪的研究可以稍有把握地确认，类似‘超感觉的感
觉’或‘心灵致动’这样的传统的、以经典物理学为取向的概念是站不
住脚的。”（Huber, 2000）这种观点绝不是断然否定感觉外感觉的
研究，理由如下：

——经过科学的验证，对超感觉的感觉的某些具体例子来说，
揭露了谎言，至少揭露了巧妙的蒙骗，而且可以作出物理学的解
释；（Hoppe, 1998）

——所验证的每一个例子都未能明确排除偶然性这种解释；
（Alcock, 1990; Milton & Wiseman, 1999）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细化，在超感觉的感觉方面的研究结
果虽然越来越少，但还有不少，数量仍然超过人们对偶然性的期
待；

——所公布的观察到的例子似乎没有规则可循。因此它们不可
能发展为一种理论，对观察到的东西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1964年以来，著名的魔术师和超感觉现象的怀疑者詹姆斯·兰
迪一直在口袋里装着一张面值为10000美元的现金支票；只要在科
学监控下能够明确证明自己的超感觉的感觉的人，就可以得到这张
支票。（Randi, 1982; 1987）然而这张钞票始终在兰迪的口袋里。

相信超感觉的可能理由。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众相信，至少是有
一些人能够产生超感觉的感觉？他们明显希望生活得更有意义，并且对
人在死后还有生命的说法感觉深信不疑。

4.2.2　信号发现理论

在同时发生的背景噪音下接受刺激。人们力求在经典心理物理学
的范围内确定阈限值时认为，人只能对实际提供的刺激的存在或不存在
作出反应。但是，难道真的存在只有一种刺激到达感觉器官的情况吗？
除了实验者提供的刺激外，很可能还有其他来源的声音进入测试对象的
耳朵。比如，我们可能同时会听到马路上的噪音或者小鸟的叫声；可能
还听到隔壁房间的声响。自己的身体也会产生听觉刺激（呼吸、心跳或
者“神经性的嗡嗡声”）。可见，这一点表明，“绝对阈限值”这个概念有
误导性，因为不管所提供的刺激是否被觉察到，不仅取决于这种刺激的
绝对强度和感觉器官的敏感度，而且还取决于它是否明显强于其他
的“干扰”刺激，何况心理因素也能对判断产生影响。（Irtel, 1996）

心理因素对决策产生影响。必须始终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心理
因素，比如判断者的动机或特定的预期等，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当孩子
晚上第一次独处一室时，由于感觉害怕，他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往常不理
会的可疑声响；而在对老年人作听力测试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他
们不愿在别人面前暴露真正的听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像
比较年轻的人那样错误地坚持认为，他们听到了提供的听力刺激。
（Gordon-Salant, 1986）在一项研究中，人们给一些妈妈播放婴儿的哭
声录音（Donovan et al., 1997），其中一半的母亲误以为这种情绪宣泄
来自“难缠的”孩子，而另一半母亲以为是来自“单纯的”孩子。（见第78
页）事实上所有人听到的是同一个录音。误以为这种哭声来自“难缠
的”孩子的人，听力阈限值低于以为来自“单纯的”孩子的人。

借助信号发现理论的方法，可用数学方式计算出错误因素，比如背
景声音、注意力的改变、偏见等等影响判断的程度。用这种方式可以相
当准确地计算一个感觉器官的能力。此外，还可以说存在最不可能作出
某些错误判断的条件。

提高命中率，同时也提高出错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必须达到



一个尽可能高的命中率：医生绝不能忽视X光片上的癌瘤的最初症象；
空中军事侦察必须及时发现敌方飞行物的入侵；机场的安全检查部门必
须透视检查行李箱，查检可疑物品。众所周知，在恐怖活动甚嚣尘上的
时期，这种检查还要更加仔细；在这种情况下，危险信号即使再弱或者
再没有把握，也必须认真查验，以求达到最高的命中率。当然，可以证
明，只有错误犯得越多，侦查成果才可能越大；信号发现理论称这种情
况为“错误的警报”。下面的例子表明，一次“错误的警报”在国际关系紧
张的时期能够决定许多人的生死。

例子

1983年9月26日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坐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处
秘密地下室，前苏联在这里始终监视着卫星发回的关于美国发射导
弹的数据。就在几周前，苏联的飞行员击落了一架韩国航空公司的
客机。午夜刚过，彼得罗夫突然发现一个红色警示灯亮了。一台电
脑计算出了上述卫星发回的信号：美国发射了一枚导弹。此后不
久，又接连四次出现其他飞行器起飞的信号。然而，在得到第一次
警报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彼得罗夫判定这一定是一次错误的警
报。教官反复对他说过，敌方使用核武器将是猛烈的，将是一次这
样的进攻，企图一下子就使苏联丧失防御能力。但是萤屏上显示只
有五枚导弹，因此彼得罗夫心想：“如果他们要发动一场战争，那
么，他们绝不可能只使用五枚导弹。”

彼得罗夫的决策值得注意，因为人们原则上都喜欢期望获得能
证实现有猜测的信息，而不会去寻找可能驳倒现有猜测的暗示；我
们把这种倾向称为“确认偏差”。（见第329页及其下1页）斯坦尼斯
拉夫·彼得罗夫能够克服这种人性爱好，没有成为错误爱好的牺牲
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定是一次错误的警报。他因此而可能
避免了一场核灾难。人们在这次事件后很快排除了计算机程序的故
障；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至今还在等待他的幸运判断得到认
可。（Hoffmann, 1999）

机场“安全检查窗口”可能也会出现错误警报：对乘客和他们的行李
检查得越严格，就有越多的人必须打开自己的箱包，却没有发现可疑物
品。



插图4.4　随着机场对乘客和行李检查级别的提高，出现错误警报的频率无疑也随之提高。越来越多的乘客必须打开自己的箱包，接受检查，尽管他们没有携带危险物品。

下章概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关注的过程没有限于某个感觉领
域。在看、听、嗅等方面都可以研究阈限值和适应性。所有感觉器官都
接收刺激，并经过选择后把它们转化成神经搏动，以便酌情通知大脑。
但是，各个感觉器官是怎样工作和发挥作用的呢？这个问题将以视觉器
官和视觉系统为例作出回答，视觉器官给人们传递关于周围环境的极其
重要的知识。



4.3　视觉器官的结构和作用方式

为了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人们首先使用自己的视觉器官。视觉器
官的重要作用在日常用语中就能体现出来。比如，人们把特别聪明的人
称为“聪明的”脑袋，而且可能断定他们拥有“辉煌的”思想；如果在困难
的情况下找不到出路，人们会说“在黑暗中摸索”；如果最终突然想到一
种有成功希望的办法，人们就会说“恍然大悟”。鉴于视觉器官对人类的
突出作用，所以选择它，并以它为例来揭示眼睛接收到的物理能量最终
变成视觉的、涉及“看”这种功能的感觉印象的过程。

4.3.1　电磁波是视觉感觉印象的基础

光波是电磁波谱中的一小段。人的视网膜上的接收器能以特殊形
式辨别电磁能量的方位，我们将这种能量称为光，它是视觉的、
与“看”有关的感觉的基础。除此之外，如插图4.5表明的，还存在其他电
磁波，比如电磁波方面还有X射线波、雷达波和无线电波，当然，在人
类没有接收这些方面的电磁波的器官。对于物理学家而言，光是在波长
和强度方面不同的电磁波。

插图4.5　可见光是电磁波谱中的一小段

光的两个物理特征：强度和波长。观察看到的光的亮度，取决于
光的强度。与聚光灯相比，烛光的强度微乎其微。人类可看见的光的波
长是380－760纳米（一纳米等于一米的十亿分之一）。英国物理学家伊
萨克·牛顿（1643－1727）1704年在剑桥大学的研究中发现，照进他房
间的阳光可以用棱镜进行分解，阳光穿过棱镜后形成一个色谱，这个色
谱宛如人工的彩虹。而每一种可感觉到的颜色都与特定的波长相吻合



（人们往往喜欢用波长，而不是频率这个概念，二者之间有着固定的关
系：频率越高波长越短）。380纳米的波长在观察者看来是蓝色的，而
700纳米的波长他就会感觉是红色的。眼睛经常看到的大多数颜色是由
多种波长组成的。纯粹的红色或蓝色具有很高的饱和度。如果一种颜色
由多种波长组成，那么它的饱和度就很低。

4.3.2　接受物理能量并转化为神经搏动

眼睛具有与照相机类似的结构。照相机的结构在很多方面都很像
人的眼睛，当然二者之间也有区别，因为人进入“视觉世界”毕竟是通过
一个器官实现的。眼睛自身的感觉器官（接收器）位于视网膜
（Retina）上。在光线到达接收器之前，要经过多个“组件”，它们为保
护眼睛内部的敏感部位，控制光线射入的强度，并负责在视网膜上形成
清晰的图像。从插图4.6可以看到光束反射的路径：它先像一个向上的
箭头反射，然后到达眼睛。

插图4.6　人的眼睛的横截面

光线最先到达眼睛的透明角膜（Cornea）。角膜要完成两个任务：
一是要保护位于角膜后面的易受伤的部位，二是要第一次折射光束线，
以便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清晰的图像。在眨眼时反射性地分散在眼睛上
的泪液可以改善角膜的光学特性。角膜后面紧挨着的是虹膜（Iris），
它把颜色告诉眼睛（通常是蓝色或褐色）。虹膜是不透明的。到达眼睛
内部的光束必须经过一个口子，即瞳孔，它借助肌肉的力量可以放大或



缩小，以便调节光线的强度。眼睛的这一部位可以完成类似于照相机光
圈的任务。接着开始工作的是晶状体，它也很像照相机中的某个元件，
但是它不必到处移动，而是可以在肌肉的影响下放大或缩小自己的直
径，以便能够在眼睛的后壁（视网膜）上投射清晰的缩小的映像。

接收器位于视网膜上，它将电磁能量转化成神经系统的语言。需要
注意的是，光线经过晶状体是头足倒置的。不过，这种180度的倒转不
会使人感觉到困难，因为人们对此早已习惯了。就像尝试带反射镜的人
一样，持续使用最多一周以后，感觉映像就会重新颠倒过来，佩戴者会
因此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找回空间的方位感。（Stratton,
1897）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在因斯布鲁克，行人看到一些骑摩托的人
也许很吃惊：他们戴着奇怪的眼镜骑着摩托车招摇过市。他们戴的是反
光镜！显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颠倒的世界”，以致能够在繁忙的道
路上有惊无险地穿行。（Kohler, 1956）

两种接收器：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网膜上有两种接收器：视
锥细胞和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大约有600万个，主要集中在视网膜中
心，所谓的视网膜中央凹（Fovea centralis），负责辨色。视杆细胞约有
1.2亿个，主要位于视网膜的边缘，不在视网膜中央凹。如果在一个黑
夜里看向星空，就能感觉到这两种接收器的不同位置。因为只有当头部
稍为偏离不太亮的星星的时候，才能看到它。当人们直接看它时，也就
是说，它的映像投射在视网膜的中心，即中央凹时，它就从感觉中消失
了。视锥细胞是专门对付强光的，微弱的光线不足以刺激它。只要做一
个小试验（如下），我们就会相信，外缘——因为没有视锥细胞——是
不能辫色的。

因为视杆细胞不能辫色，而视锥细胞只能对强光作出反应，所以人
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除了黑色——仅能看见不同层次的灰色。但
是，因为视杆细胞在3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后就会完全适应黑暗，所以
在光线不足的环境里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辨明方向。

启动自我体验

为了通过小实验证明视网膜外边缘是不能辨色的，您需要几支
不同颜色的铅笔，但是要一样粗细、一样长短。请您闭着眼睛抽取
一支铅笔，先把铅笔放在脑后。然后睁开眼睛，缓慢地把铅笔从脑
后转到眼前。当您第一次，也就是还很模糊地看到它时，您几乎很
难分辨它的颜色。



4.3.3　中枢神经系统处理和传递视觉信息

加工视网膜上的视觉刺激。我们可以认为，每个接收器是与大脑
直接相连的。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视神经大约只有100万个轴
突，即通往大脑的通道。因此，远不是每个视锥细胞和每个视杆细胞都
有“直接的接口”的。插图4.7以极其简化的方式表明，视网膜的哪些组成
部分和横向联接负责加工来自接收器的光学信息（这些信息起初质量很
差），最终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能力相对较低的视神经。

插图4.7　眼睛视网膜的横截面

光线绝不是首先到达接收器，更确切地说，它必须先穿过多个细胞
层（也必须给它们供血），才能到达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光线在接收
器内引起化学过程，从而产生搏动，而博动首先被传递到两极细胞（神
经细胞有两个极：一个轴突和一个树突），然后传递到神经节细胞，神
经节细胞再用它们长长的神经轴突把信息传递给大脑。其他的细胞（比
如所谓的水平细胞）在视网膜的中间层负责不同两极细胞间的信息交
流。这个复杂的网络可以进行非常简单的加工处理。



大多数两极细胞从多个接收器接收信息。这是通过被称为聚合（会
聚）的过程实现的。聚合主要发生在视网膜的边缘部位，那里有许多视
杆细胞，而很少发生在视锥细胞集中的中央凹。在许多接受器只与少量
两极细胞对接的地方一定会丢失必要的信息。因此，视网膜中央的视敏
度要比边缘部位高得多。

在观看插图4.8中各种灰色正方形时所产生的感觉印象，也要归因
于已在视网膜中进行的加工过程。图中哪个正方形最暗，哪个最亮？

插图4.8　不同亮度对比图。图中的哪个正方形最暗，哪个最亮？

在评价一个正方形的亮度时还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越暗，正
方形看起来就越亮。根据感觉印象灰色正方形的亮度从左到右越来越
暗。但是，如果用一张纸剪出四个大小合适的洞，透过小洞只露出内部
的正方形，那么人们就会看到，所有正方形都是一样亮的。这种错觉的
产生可能是水平细胞在起作用。水平细胞会强化差别。两个接收器接收
的往往是不一样多的光线。当二者之间出现差别时，这种差别在连接细
胞的帮助下会扩大，因为源自受到弱刺激的接收器的搏动会额外受到阻
碍。因此，大脑会以夸张的方式接收到关于接收器的不同强度的刺激的
信息。这种夸张对于一个想要熟悉房间环境的人来说非常有好处。物体
的棱角和边缘对观察者来说显得很突出，因为它们分别投射出了各个从
明到暗的过渡。通过视网膜中的上述过程，棱角显得更加对比鲜明，因
而更容易辨别。

视网膜上的盲点。神经节细胞的轴突集合成为视神经，视神经把在
某种程度上已经加工的视觉信息从视网膜内部传导出来。因为在视神经
的出口没有感受器，所以就形成一个盲点，参照插图4.9很容易证明这
个盲点。人们只需闭上右眼，然后用左眼距离约30厘米看那颗星花。左
边的文字是模糊的，因为是在视野的边缘看到它们的。只要慢慢往前缩
小观看的距离，这些文字一旦进入盲点上，就看不见了。在日常生活
中，人们不会意识到这个盲点，因为感觉系统合理地弥补了视野中缺失
的这一部分。（Rolls & Deco, 2002）



插图4.9　自我尝试证明盲点图示左边的文字不见了

视神经交叉（Chiasma opticum）。神经节细胞的轴突不是直接通
往大脑的。两个视网膜的视神经相遇并通过视觉交叉（Chiasma
opticum）相互连接在一起。视神经的鼻子部分（源自两个视网膜的各
一半，位于鼻子附近）相交以后，通往两个脑半球的只是相应的视网膜
面。（见第27页插图1.5）如果没有这样的分隔，就不可能观察脑半球
分裂的病人。（参看信息框1.2）至于视觉刺激经过的其他的站点，这
里不再叙述。还要说明的是，来自视网膜接收器的信息被投射到大脑皮
层后侧的两个部位（视觉皮层）上，在那里进行深度加工。这种加工的
结果——在下面的章节中叙述——最终形成感觉印象。



4.4　解释色觉的理论

色觉是大脑的结构。视锥细胞是色觉的基础这一发现还有待解决一
个重要的问题：色觉是怎样产生的？辨色能力正常的人至少能够区分大
约700万种颜色的细小差别或色值。（Birbaumer & Schmidt, 2003）物理
学上早已众所周知，波长到达一个物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些波长
被“吸收”了，有些波长则被反射了。色觉取决于物体反射哪种波长。一
个橙子不是橙色的，只在观察者看来是“橙色”的，因为它反射了较长的
波长（电磁波谱中的低频）和一些中等长度的波长，而把其他波长“吸
收了”。所感觉的颜色总是大脑结构的产物。有一些物体反射所有波
长，不进行任何选择。“黑色”物体反射所有波长中的5％，而“白色”物
体则反射约80％。所以，“黑的”或“白的”这种色感取决于反射光的量。
那么，大脑和感觉器官是怎样从波长中产生色觉的呢？19世纪就已提出
的两种理论对此作了解释。

扬和亥姆霍兹的三色理论。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1773－
1829）把不同的颜色投射到墙上，使它们部分重叠。他在这个“光色”试
验中发现，使用三种基本颜色“红”、“绿”和“蓝”能够制造出可见光谱中
的所有颜色（颜料盒的颜色是所谓的“表面色”，它们的基本色
是“红”、“绿”和“蓝”）。当他把这三种颜色同时投射到同一位置时，根
本不会产生任何色觉；在这种情况下，扬只看到了“白色”光。作了这种
观察以后发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三种基本色是否可能与三种感受器相对
应。大约50年后，这种可能性使生理学家海尔曼·冯·亥姆霍兹着了迷
（1821－1894）。他进一步研究了扬提出的三色理论。（Helmholtz,
1856）为了纪念这两位科学家作出的贡献，人们至今仍称三色理论为扬
—亥姆霍兹理论。

就像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沃尔德通过实验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
在人类眼睛的视网膜中确实有三种视锥细胞，它们分别对某些波长特别
敏感：430纳米、530纳米和560纳米。因此，将这些视锥细胞称
作“蓝”、“绿”和“红”是不太确切的（之所以不太确切，是因为涉及波
长，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紫”、“蓝绿”和“黄绿”，如果只刺激一种视锥细
胞，那么，只能看见“紫”、“绿”，和“黄红”。（Hubel, 1988）。每个视
锥细胞系统对某些波长的反应非常强烈，对于相邻的波长虽然也有反
应，但是比较弱。视锥细胞不能单独传递有关感觉到的颜色的消息，更
确切地说，多个视锥细胞系统共同合作，才能传递一种色觉。比如，当
波长为550纳米的光到达视网膜时，人们就感觉到“绿黄色”。对物理的
光刺激，“红色”视锥细胞的反应比“绿色”的要强一些，“蓝色”视锥细胞



反应最弱。
扬—亥姆霍兹理论原则上虽然至今没有引起怀疑，但是，有些现象

根据这种理论还不能作出解释。比如，有些人不能辨别某些颜色。人们
称之为色盲。完全没有色觉的人很少。我们经常遇到不能辨别某些颜色
的人，约有2％的男人和1％的女人不能辨别红色和绿色。黄蓝色盲很少
见。色盲为什么通常都不能辨别某几对颜色呢？扬—亥姆霍兹理论对某
些后象也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当人们注视一个蓝色图案约
30秒钟后，接着把目光移到一个白色平面上时，看到的是所谓的互补色
——黄色。另一位生理学家埃瓦尔德·黑林（1834－1918）认为，这些
现象是对科学提出的挑战。

黑林的余色理论。黑林与自己的同行亥姆霍兹一致认为，人类的眼
睛肯定有三种不同的接收器系统。色盲这种现象与后象（这是人们在注
视一个有色图案后想象的一种颜色现象），黑林据此猜想，在接收器中
会发生相互排斥的过程。（Hering, 1905）他在“余色理论”中认为，在眼
睛、大脑或者两者中，存在三种相互排斥的过程——一种是红—绿色
觉，一种是黄—蓝色觉，还有一种是不同于其他两种的黑—白色觉。每
一对颜色只有一种颜色在某个时刻起作用。第三对颜色，即黑—白颜色
的反应方式可以相互混合，所以能形成灰色。辨色的过程可以设想如
下：每一对颜色都有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所谓的辨色素），这种物质
遇到光就会分解，随后又会重组。这种分解和重组以相互对立的作用方
式产生两种可能的色觉中的一种。比如，如果较长的波长激发了一对红
—绿颜色中的红成分，那么，就会抑制绿色成分；如果中等波长激发了
绿色的成份，就会抑制红色成分。如果激发一对黑—白颜色的成份，那
么，只会产生一种颜色的明或暗，而不是颜色本身。如果一对颜色中的
两个成份同时被激发，那么，结果就会是相互抑制。可见，如果一束光
含有同样多的蓝色和黄色，那么人们看到的只是灰色。如果两种波长，
一种较短的（蓝色）和一种较长的（红色）同时到达视网膜时会怎么样
呢？根据黑林的理论，光中较短的波长会激发蓝—黄配对的颜色中的蓝
色成份，接着会抑制其中的黄色成分。较长的波长会激发红色的成份，
反过来又会抑制绿色的成份。因此，感觉者就会看到紫色，因为这是蓝
色和红色的一种混合。

黑林能够用自己的理论解释色盲的人难以辨别红色和绿色或蓝色和
黄色的原因，因为在这两种颜色中，显然是某个接收器系统失灵，这时
取得后象的经验也可以理解了。如果我们注视一个黄色的画面30秒钟，
那么，蓝—黄这对颜色的平衡就会被打破：黄色成份逐渐“疲惫”，因此
这种平衡就会向蓝色倾斜；在长时间注视一个绿色画面时，绿色成份逐
渐变弱，因而红色就突显现出来。



色觉是信息加工各个阶段的顺序。这两种理论究竟是哪一种更出
色，生理学家已经争论了将近100年。事实最终表明，色觉是如此复
杂，以致这两种理论都需要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扬—亥姆霍兹理
论能够更好地解释视网膜的作用过程，认为视网膜中确实有三种视锥细
胞。在信息加工的后期阶段，视网膜和大脑中的细胞明显遵循黑林在他
的理论中所描述的原则，也就是说，视网膜二者兼具，视网膜既是接收
器，同时又是大脑的外延部分（大脑和视网膜的分离在胎儿发育早期就
已开始），视网膜通过一束粗大的神经——视神经与大脑相连。生理学
家找到了由红色印象激发（启动）、绿色印象抑制（关闭）的神经细
胞；有的神经由蓝色印象激发、黄色印象抑制。只有系统研究视网膜中
各个视锥细胞系统的共同作用和大脑中某些神经元的启动与关闭，才能
解释色觉的基础。（Gegenfurtner & Sharpe, 2001）



4.5　形状感觉

如果我们看一眼周围，那么我们通常看到的许多物体都是通过形状
相互区分的。人类身上发生了那些加工过程才会对这些形状产生感觉
呢？这是所谓的探测器和感觉者在记忆里已经存储的内容的一种复杂的
共同作用。

4.5.1　加工视觉信息的等级结构

休伯尔和威塞尔发现的特征探测器。如上所述，视网膜的接收器接
收的由视觉神经传递的信息最终到达视交叉处。大脑这一部位的细胞对
信号作出什么反应，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在研究
中始终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人们把小线圈（微电极）植入动物的
视交叉处并记录各个细胞作出的反应，以求回答这个问题。两位神经生
理学家戴维·休伯尔和托斯登·威塞尔用光点刺激实验动物，他们期待，
脑细胞会以某种方式对此作出反应。插图4.10是他们实验安排的示意
图。这两位研究人员一定很困惑，因为他们在研究开始时一再看到，本
应是接收来自视网膜上的信号的视交叉处的细胞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
有一天，这个谜底被意外地揭开了。（Hubel & Wiesel, 1962; 1963）休
伯尔和威塞尔使用的一张幻灯片的玻璃框出现了一道裂缝。这张幻灯片
提供的刺激没有引起皮层细胞的任何反应。但是，从幻灯机中取出这张
幻灯片时，被观察的细胞开始用电子信号对裂缝处活动的阴影作出剧烈
反应。休伯尔和威塞尔对他们这个偶然发现作了详细研究，并很快发
现，这种特殊的细胞对单一的光点几乎没有反应，更确切地说，只按程
序对斜线有所反应。另一些细胞只对图片中心的垂直线有反应。有的细
胞对位于刺激源别处的水平线有反应，或者只在直线相交形成一个直角
的情况下才“启动”。休伯尔和威塞尔在1981年凭借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
尔奖。现在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探测器细胞专门对复杂的刺激作出反
应；比如，颞叶中的有些细胞主要负责对人脸有反应。（Kanwisher,
2000）这类细胞的存在可以说明婴儿喜欢注视人的脸部的原因。这类细
胞的发育可能是进化的结果，而这样的进化使远古时代的人类轻易就能
区分敌友。



插图4.10　休伯尔和威塞尔为了研究视交叉处的细胞所设计的实验图，这些细胞对个别的刺激特征（线、角等）的反应尤为敏感。将微电极导出的脉冲放大并通过一个示波器
显示出来。

特征分析：组合成形状。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认识形状和样式是
特征分析的结果。（Lindsay & Norman, 1977; Maguire et al., 1990）根据
这种观点，认识过程是以诸如直线、折线和角这样的简单形状开始的，
它们经过加工后被感觉成综合的形状，比如感觉是三角，是正方形或者
是自行车。插图4.11说明了根据这种理论感觉字母R的方式。

插图4.11　感觉字母R的特征分析过程。在特征探测器记录某些刺激特征后，高级组织的神经元开始工作，特征分析就是通过它们完成的。由这些神经元组合成的形状与已存储
在记忆里的形状相比较。其他的神经元对特征分析结果进行评价并作出判断，所接受的刺激可能是字母表中的哪个字母。

根据插图4.11所举的例子，让观察者看字母R（第一阶段），多个
探测器记录了这一比较复杂的刺激的各个特征，比如直线和角（第二阶



段），高级组织的神经元将特征探测器所传递的信息与视觉记忆中的内
容相比较，以便确定，哪个已存储的字母具有所看到的部分或全部特
征。某个字母（或某个物体）具有合适的特征越多，对这类神经元的刺
激就越大（第三阶段）。最终判断所接受的刺激最有可能是哪个字母。
通过各种元素的组合感觉字母R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一过程从
刺激接收器开始，然后从那里一直到达更高级的脑细胞。

读者之所以能阅读本页，因为读者的视觉系统能够看到每个字母的
组成部分的各个特征。人们需要12个特征（水平线、垂直线、斜线，开
放和闭合的线条、点等等）来充分描述字母表中26个字母的特征。

特征探测器在解释人的感觉方面的局限。毫无争议的是，上面所
说的神经元在感觉过程的早期阶段起一定作用。但是，特征探测器单独
并不能说明意识到的各种各样的视觉经验。（He et al., 1996）它们在感
觉过程的早期阶段可能起某种作用，但是它们还要经过大脑的大部分都
参与的其他非常复杂的过程。感觉不仅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且也
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考虑上下文。如果我们明确看到感觉形状和样式的方式，那么就会
发现，高级的大脑中心可以“命令”低级加工水平的中心，应当向上发送
哪些信息。比如，这样一种从上到下的过程，这样一种从上到下的加工
是由考虑上下文的期待引起的。插图4.12举了这方面的两个例子。

插图4.12　自上而下过程的例子，这些过程可能改变刺激的含义。

如果书写不清楚，人们仅凭一项特征就无法判定，一个刺激物应该
读作“H”还是读作“A”。但是，如果像插图4.12那样设计一种上下文的关
系，那读者就有望读懂。因此，同一个的刺激物/-\有时可读作“A”，有
时可读作“H”。同样，I3要么意味着“B”，要么意味着“13”。这种感觉的
产生仅仅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是无法解释的。大脑明显能够考虑到不清
楚的符号所处的上下文联系。在一种情况下，这个模棱两可的符号一定
是“A”，因为它处在刺激物“DAS”的中间是有意义的；在第二种情况
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符号读作“H”，因为与“REA”不同，“REH”似乎是



有意义的。同样，我们从周围环境可以推断，I3是一个数字还是一个字
母。认知引导的过程还能够使人读懂一段很难辨认的文字：（M n k nn
uch in ei em S tz vi e Zei hen w gfall n la sen.“一个句子可以抽掉很多字
母”），这句话并不难懂，因为大脑通常都知道，哪些字母在德语中是
经常搭配在一起的。可以用这种知识来填补缺失的字母。

当然，在看插图4.13所示的建筑物时，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
种过程间就出现了大脑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观察者无法没有矛盾地
解释这个复杂的刺激物。

插图4.13　这个建筑物有几根柱子？

4.5.2　形状感觉中的格式塔原则



“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我们面前的书桌时，
便使无数的接收器把物理能量转化为神经搏动。但是，尽管如此，观察
者还是看不到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所记录的各个刺激。毫无疑问，即使
我们首先把感觉场中的大量线条、圆形和角完全有意识地组合成有意义
的整体，我们也会产生巨大的困惑。在接收器把所记录的刺激通知大脑
之后，大脑就立即开始进行组织，也就是说，把接收到的信息组合成有
意义的整体。

比如，当我们注视放在面前桌上的一支铅笔时，我们把这个有用的
书写工具看作一个整体或者一种形态。之前必须完成的过程，即接收器
记录这种刺激物，分析和组合所看到的特征，在有意识的感觉之前就已
经完成。对于观察者来说，感觉整个客体显然比看到并说出各个特征的
名字更容易。从看书桌这一小小的自我实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
意识的感觉是对整体而言的。

在第一章中就已介绍了与结构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格式塔心理学家的
观点。结构主义者研究感官体验的基本要素，因为他们相信，感觉是在
组合这些要素之后产生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反对这种要素论观点，他们
认为，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他们描述了许多原则，人们正是根据这
些原则把感官数据组织成为感觉。插图4.14可以说明他们的观点。



插图4.14　由圆圈组成的八要素图，每个圆圈中有三条线组成。观察者真的只看到各个要素，还是感觉可以看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即一个立方体的整个布局吗？

结构主义者在研究中具体关注的也许是要素，即八个圆圈。但是，
他们同时可能会忽略观察者只有把目光投向整个画面时才会感觉到的一
些东西，也就是说，那些白色线条会组合成为三维的立方体（所谓的内
克尔立方体）。感觉者甚至可能在那些事实上不存在物理刺激的地方看
到立方体的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错觉轮廓”（Bradley
& Petry, 1977），“任何认为感觉是由各种感官感受组成的理论都不能解
释这种现象”，（Goldstein, 2001）只有在注视整个图解画面时才能使大
脑设计那些在注视要素时无法看到的错觉轮廓。在这一点上，整体确实
大于各部分的总和。

关于图形与背景的原则。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物理环境时，我们可能
看到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放在桌上的一本书和悬挂在天花板上的一
盏灯。这样的观察结果可以表明，知觉场具有基本的秩序：一种物体
（画、书和灯）——人们大多称之为图形——通常从一个背景中凸显出
来。实际上，视交叉处的细胞对图形的反应比对背景的反应更活跃。
（Lamme, 1995）这种图形—背景的关系在其他感觉领域也存在。比
如，我们在音乐厅把歌声感觉为前景，我们毫无困难就把歌声看作从背
景——乐团的音乐中凸显出来的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格式塔心理学家早就认为，图形—背景的区别是感觉的一种基本的
秩序效果。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这种区别效果与一个人的学习经
验无关。事实表明，在眼科手术后平生第一次能看见东西的人，很快就
能够在图形和背景之间作出区别。（von Senden，1960）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难看出一幅画的图形和背景。图形是一个具有
明确界限的整体；而背景似乎是可以无形扩展的。图形与背景的界限越
不清楚，就越不能看清图形，比如看大雾中的雪人。艺术家创作了一些
提示刺激安排得很巧妙的刺激图，以致观察者不能立即区分图形和背
景；这就是可逆图。插图4.15举了这方面的两个例子。





插图4.15　可逆图，在这种图中可以将图形看作背景，将背景看作图形：
A：鲁宾的面孔/花瓶幻觉

B：莫里茨·埃舍尔的木刻画

大多数人在看A图时，首先会把一个从黑暗的背景中凸显出来的花
瓶看作图形，然后，他们才会把黑色的背景也看作一个图形：会看到两
张相对的面孔。莫里茨·埃舍尔的木刻是另一个例子，人们在这张木刻
画中看到的图形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对所展示的图片作重新安排
可以使人按照意愿看出这个或那个整体，这也取决于观察者的经验，如
下例所示：

格式塔心理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格式塔定理；要素怎样组合成更
高级的形状，都取决于这些定理。插图4.16各用一个例子表现了感觉安
排的著名定理。



插图4.16　格式塔定理的例子，据说能解释人们安排自己对形状的感觉。

例　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家禽养殖场场主主
要想出售公鸡，而不想卖母鸡，因为母鸡下蛋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收
入。当然，区分小鸡仔的性别是极其困难的。要能区分小鸡仔的性
别需要多年的深入实践。两位实验心理学家埃尔文·比德曼与马格
丽特·悉福拉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们解剖了小鸡仔，最终得以
告诉鉴别小鸡仔性别的生手，应该注意的是，性别鉴定员必须学会
观察小鸡仔屁股的一个特定部位，区别这个部位是凸的（往外拱）
还是凹的（往里拱）。（Biederman & Shiffrar，1987）但是，学员
在经过严格的培训后，仍不能达到经验丰富的专家那样的准确率，
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问题的关键在那里。专家们鉴别一个小鸡仔性
别的速度非常快，大约只需要半秒钟。只有广泛而长期地积累经验
以后，人的视觉系统才能应用自如，观察者才能驾轻就熟地辨认和
区别两幅可能的刺激画面中的一幅。（Crist et al., 2001）

就近定理。插图中A部分说明就近定理。靠近的两条线让人感觉是
一组。如果一个人在房间里，这个房间有两个窗户——可能仅被一道窄
墙隔开，那么他就会以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描述就近定理。在这个房间里
还有其他例子吗？

完整性定理。现在，如果像插图B部分那样加上几道横线，这个整
体就被“破坏”，并创造出新的图形：完整性定理决定整体印象。房间的
窗户为这个定理提供了一个例子，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为一个整体。在一
个房间里还能找出那些例子呢？

近似性定理。插图C部分表现的是许多黑点，观察者能够拼成阿拉
伯数字2；之所以会形成一个“2”，是因为形成“2”的点是相似的。相似
的点被看作一个整体，规则曲线定理无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规则曲线定理。插图D部分是规则曲线定理的一个例子。这个定理



为就近定理作了补充，因为根据这个定理，一幅画可能被感觉为两个画
面。人们可以设想有一条垂直线贯穿画面的中心点，以致这个中心点的
左右两边各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中心点只有认真看才看得到。而根
据规则曲线定理很容易就能感觉到两条相交于中心的小弧度曲线。

规则形状定理。最后要说的是规则形状定理或简洁定理。只要一个
刺激画面有些不够完整，我们就喜欢给以补充，以便看到一个“规则
的”形状。“规则”这一概念在这里表示有规则、对称或者完整的意思。
插图4.16的E部分有这样一些黑色斑点，看起来就像一只猫。

对格式塔定理的批判性评价。布鲁斯·哥尔德施泰因批判性地评价
说，“感觉的格式塔定理显然只有在运用于为它们专门设计的例子时才
发挥作用；它的作用绝不可能像用于这些典型例子时那样明
确。”（Goldstein，2001）因此，有些感觉心理学家千方百计地寻找那
些会使人们作出“意外”反应的图形。雅可布·贝克举了一个证明格式塔
定理不精确的例子：他用下列符号T、T和┙构成一幅图。然后他转身
问测试对象：“根据你们的看法，将那个用字母填充的区域归入垂直的T
群，才能使这两个符号群之间的界线变得更模糊？”（Beck，1966）如
果我们遵循格式塔心理学的定理，那么，我们一定会根据近似性定理将
垂直的T群和倾斜的T群归为一组。贝克的许多（遗憾不是全部！）测
试对象回答说，他们也许会轻易把T群和┙群看作一个整体，而把倾斜
的T群看作单独的一组。

格式塔定理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对自己在同一幅
画面中看到的整体会千差万别。尽管如此，他们能感觉到整体，这一点
是无可争辩的。他们所有人都根据简洁定理（“规则形状定理”）对刺激
特征进行了整理（这是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功劳，因为他们说明了这一
点）。这一定理说明，“人们总是喜欢组成最简单、最理想和最稳定的
总体形状”。（Müsseler，2002）约亨·米塞勒认为，这个原则是一个抽
象的自上而下安排的原则，这就是上述格式塔定理的源头。今天还有许
多感觉心理学家表示，他们的研究是受了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观念的启
发。

麦克斯·韦特海默（1880-1943）的一项实验为格式塔心理学的诞生
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他对似动现象很感兴趣，所谓似动现象就是观察
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交替出现两个不同光点时所感觉到的一种现象。



4.6　对运动的感觉

韦特海默为研究似动现象而做的实验。麦克斯·韦特海默在一个黑
暗的房间里相隔一段距离放置两盏灯，并短暂地交替关闭其中的一盏，
他从中得到了重要的发现。观察者告诉他，他们的印象是，光点在两盏
灯之间来回移动；也就是说，他们在客观上没有光源的地方也看到了
光。他们描述了一种似动现象。今天，人们把韦特海默创造的这种效应
称为“频闪运动”。

创造频闪运动后发现了行星冥王星。此外，一次类似的实验最终
导致发现了行星冥王星。20世纪30年代，克莱德·汤博在天空中搜寻新
的行星。因此，他每隔几天就拍摄夜晚星空中的同一区域。但是，这位
天文学家遇到的巨大困难是，要在两张照片的同一位置始终出现的大量
的星星中辨认一个运动的点（与恒星不同，行星是运动的）。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他把同属一组的两张照片放进一个投射仪，交替把这两张照
片投射到荧幕上。在其中一组中，他发现了一个来回运动的光点；这就
是那颗现在以冥王星的名字闻名天下的行星（Tombaugh & Moore，
1980）。

通过缩小和放大客体感觉物体的运动。经常看电影的人可能知
道，在投射到屏幕上的物体迅速变大时会有一种感觉印象：似乎有一种
突然迫近的错觉，往往使观众为了抵御臆想的危险而迅速往后避让。人
的大脑在构建运动印象时有时按照这样的规则：物体变小时，观察者会
感觉遥远，而物体变大时观察者则有迫近的感觉。但是，客体的变大或
变小以及它们在视网膜上的位置不是解释为运动的唯一的刺激特征。通
过头部和眼睛的运动，视网膜上的投影也不断变动，但是不会产生这样
的印象：周围环境也在相应地运动。也就是说，大脑在不断利用头部和
眼睛在运动中得到的信息。当人们把视线从左至右地扫过书桌时，虽然
视网膜上的图像也同时改变，但是人们知道桌子是静止不动的。只有当
一个物体在自己眼前从一侧挪到另一侧而眼睛和头部保持不动时，观察
者才知道物体在移动。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知识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大
脑出现紊乱才会对运动的感觉受产生影响，只有这时当事人才会觉得找
不着东南西北。信息框4.3介绍了这种大脑紊乱以及由此在日常生活中
造成的困难。

信息框4.3



患有运动视觉障碍的人怎样度过每一天？约瑟夫·齐尔介绍了
一位患有严重运动视觉障碍的女患者的情况。（Zihl，1998; Zihl et
al., 1983; 1991）比如，她几乎不能把茶或咖啡倒入杯子，因为液体
在她看来就像凝固的钢块。她倒茶或咖啡总是收不住手，因为她感
觉不到杯子里液体平面的变化。此外，她在就诊时也很困难，因为
她不理解医生的运动，尤其是嘴唇的运动。当这位病人在一个有多
人的房间里时，她感到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些人突然在这儿
又突然在那儿，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挪动。”过马路对于这位女士
来说有生命危险，因为她不能准确判断汽车的速度。及时发现汽车
对她来说没有问题，但她却不能感觉它在靠近：“我刚看见汽车
时，感觉它还很远。但我想过马路时，却发现它已经到了身
边。”当然，这位女患者在经过训练后学会了根据越来越大的汽车
响声来判断汽车的距离。（Zihl et al., 1983）也就是说，其他感官
对运动的感觉是正常的，比如，她可以感觉到拐杖可以延长自己的
胳膊，哪怕穿过房间的噪声源也能感觉到。但是，由感官造成的对
运动的感觉与一个重要器官的障碍，比如眼睛的障碍是不能相提并
论的。

对其他生物的运动的感觉。齐尔的一个女病人说，她由于自身的
毛病尤其对他人的运动感到不知所措。在物种的进化过程中，及时发现
其他生物的运动的条件可能很早就形成了。极想捉住一只令人讨厌的苍
蝇的人，也许就有这样的体会：这种昆虫的运动感竟然这么出色。但
是，人类在这方面也有很强的能力，瑞典心理学家冈纳·约翰森在研究
中发现，人在这方面同样具备超凡的能力。（Johansson，1975；1994）
他将10-12个小光源固定在人体上（见插图4.18），然后，在一个黑暗的
房间里，将这个如此装备的人拍摄下来，而他——按照实验者的指令
——先是静止不动地站着，然后做各种不同的动作。最后，约翰森把这
个影片放给测试对象看，并请他们解释所看到的东西。



插图4.18　布置在人体上的光点，拍成影片后放给测试对象看。测试对象只能看见光点，他们会怎样解释这些静止的和运动的光点？

测试对象在影片第一部分中看到静止的人体上的光点时，他们说，
他们感觉这些光点仅仅是一个偶然构成的图案。但是，当影片中的人一
开始运动，大多数测试对象就很快（也就是十分之一秒）看出这是一个
正在行走的人。他们在解释时不是依据单个的光点，而是注视这些光点
的整体排列。观看这些光点的人甚至能够根据感觉到的运动说出，这是
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男人。（Cutting et al., 1978；Runseon & Frykholm，
1986）

对于一个人来说，及时发现一个正在逼近自己的攻击者可能是生命
攸关的；此外，他必须判断这个可能的敌人实际距离自己还有多远，因
为根据这两种信息可以及时考虑在敌人面前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4.7　用单眼或双眼观看时的距离感觉

一种生物如果具备很强的判断距离的能力，就能提高生存的机会，
而人类具备多种条件，可以快速而准确地捕捉到相应的信息。其中有些
条件与双眼的功能密切相关。当然，还可以利用视野的暗示刺激，通过
视野的暗示刺激，甚至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也能作出距离判断。

观察距离的暗示刺激

眼部肌肉的暗示刺激。在双眼都有视力时利用的暗示刺激，是双眼
在注视一个不断靠近的物体时转向鼻子的过程中得到的。（见下面的启
动自我体验）

两个视网膜成像或多或少的重合。下面的事实可以形成另一种暗
示刺激：在注视一个刺激物时，两个视网膜上所产生的图像不是完全重
合的；两个眼球轴根据大小毕竟相距约六厘米。人们自己也可以简单地
加以验证：先用一只眼睛、然后用另一只眼睛注视15厘米远处的一支铅
笔，每只眼睛都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到这支铅笔的，因此，当两只眼睛交
替看一个物体时，所看到的物体似乎是跳跃的。一个物体距离眼睛越
远，对视网膜成像的影响就越小，跳跃也越小。可见，视网膜成像差别
的大小可以说明一个物体所在的距离：成像越是不同，物体的距离就越
近。

启动自我体验

您只要从最远的距离看您的食指，然后慢慢拉近距离，那您就
会发现，您的两只眼睛是向内侧转动的。您的大脑会记录这种聚
合，因为它会从相关肌肉的接收器那里得到相应的信息。您如果把
食指贴近眼睛，您会感觉到相关肌肉的紧张，最后甚至会有点疼
痛。您的大脑在收到来自肌肉接收器的信息后得出结论：您的双眼
向内侧转得越多，物体与您身体的距离就越近。只有当所看到的物
体与眼睛的距离不超过120厘米时，才能通过聚合来判断距离。

单眼观看时的暗示刺激。有些人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但也能熟
悉周围的环境。如果斜视得不到及时的纠正，也会严重损坏一只眼睛的
视力。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的人也能判断距离吗？一项相关研究表明，
他们在判断距离时不会犯太大的错误。当然，这种“成绩”是以学习过程



为前提的；人们只要在日常的活动中，比如骑自行车时，短暂地遮上一
只眼睛，那么，就很容易验证这一点。突然不能判断距离，人们很可能
会感到害怕，而一个斜视的骑车人却早就克服了这一点。只有一只眼睛
有视力的人会利用许多暗示刺激，这些暗示刺激是一只眼睛独立于另一
只记录的。插图4.19举了几个例子。

插图4.19　在用一只眼睛判断一个物体的距离时对暗示刺激的选择

在看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时，人们也许可以发现，其中一个物体有
些遮挡另一个物体。根据这种“遮挡”可以认为，这个不能完全看到的物
体位于另一个物体的后面。只要感觉者知道这两个物体大小相同，那么
几乎可以认为，相比之下，显得较小的物体距离自己远一些；在这方面
可以利用“大小恒常性”原则。在看远处时，人们通常会发现，物体与观
察者的距离越大，它们就越显得挤在一起。比如，如果眼前是一条直线
延伸的街道，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透视”印象，似乎街道的两边在远处
交汇了。比如，人们在有些波浪的海面上判断距离时也会感觉到这种暗
示刺激。此外，表面往往是这样一种结构：距离越远，基本特点就越模
糊，它们显得挤在一起。插图4.19还描述了另一种暗示刺激：在看一个
宽阔的画面时，人们会根据一个物体的相对较远的背景认为：它比其他
物体距离自己更近。

荒谬的画面。有些艺术家运用了所谓距离感觉的暗示刺激，结果形
成了荒谬的画面。插图4.20再现了英国艺术家威廉·霍加斯1754年所创作
的一幅铜版画，并冠名为“错误的表现法”：画中的有些景物看起来与其
他细节不协调。



插图4.20　威廉·霍加斯的铜版画，由于使用了富有想象力的暗示刺激，使观察者觉得与自己的距离感觉有很大的差距。

大脑的校正：感觉的恒常性

大小恒常性。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时，与这个人的距离越远，这个
人在他的视网膜上出现的映像就越小。但是，在看的人的感觉中，他所
看到的这个人并不小。不管这个人站在什么地方，他给人的感觉是一样
大的。大小恒常性是校正过程的结果。大脑了解人类的平均大小，首先



根据映像的大小判断距离，然后再进行校正。
形状恒常性。大脑进行比较“计算”，以便在从不同视角观看一个物

体时，使它保持相同的形状。人们只要用拇指和食指垂直捏住一枚硬
币，就可以亲自演示这种“形状恒常性”。这枚硬币在视网膜上投下一个
圆形的映像。旋转硬币，圆形就会变成逐渐扁平的椭圆形。视网膜尽管
记录了这种形状变化，但是硬币在人们的感觉中始终是圆形的。

颜色恒常性。在色觉中也有类似的恒常性：如果在太阳光下、在晨
曦中或者在人工照明下看一个红色物体，它的颜色看起来始终是一样
的。颜色恒常性因此也表明，感觉印象是主动过程的结果。

视觉错觉。由于大脑所作的校正，一个物体的特征（即大小、形状
和颜色）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都是“相对的”，因此，熟悉的物体的大
小、颜色和形状在看的人的感觉者中是恒常的。熟悉这个世界因此也变
得很容易。当然，在特定条件下，由于这个“校正”过程也会产生视觉错
觉，插图4.21举了这方面的几个例子。信息框4.4则介绍了一些比较文化
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证明，许多视觉错觉都是缺乏学习的结果。

插图4.21　视觉错觉的例子
A：两条水平线是平行的吗？
B：两条垂直线不一样长吗？
C：两条水平线不一样长吗？

A图中的水平线在看的人的感觉中略有弯曲，虽然用一根尺子就能
证明，它们是水平的。插图4.21中间是米勒-莱尔错觉：两条垂直线被错
误地感觉为长度不同。C图所表现的庞佐错觉使感觉者产生错误的印
象：两条水平线不一样长。此外，不仅视觉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也就是
说，只要蒙上测试对象的眼睛，让他们触摸一个三维立体的刺激物，他
们就会作出相同的判断。（Millar & Al-Attar，2002）这些错觉是怎样产
生的呢？

解释视觉错觉。阿曼德·梯叶里早在1896年就认为，大多数错觉之
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感觉过程是这样对待感觉器官所记录的刺激的，仿
佛这是来自三维世界的真实物体。插图4.21所选择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种
观点是正确的。

如果人们认为，插图4.21的A中的两条水平线位于两个底部相接的



椎体上，那么，它们就会在视网膜上形成略微弯曲的线条，但是在感觉
中下——在校正过程的影响下——似乎是平行的。米勒-莱尔错觉与庞
佐错觉一样，大多被解释（尽管不一致）为负责形成大小恒常性的过程
的结果。插图4.22表明，哪些环境事实可以使人相应地产生这两种错
觉。

插图4.22　图解米勒-莱尔错觉（A）和庞佐错觉（B）。C图示的刺激安排表明，没有距离暗示也会产生错觉。

米勒-莱尔错觉可以用大多数人在观看三维空间的各种建筑物的墙
角和棱角的体会来解释。插图4.22的A中的两张照片确实有明显同样长
的直线，所以左边照片中的直线看起来远一些，这是因为上述大脑为保
持大小恒常性所作的校正过程被放大了。如果把这两条直线与它们各自
所属的上下墙角一起剥离建筑背景，那么，剩下的图案就会构成插图
4.21的B，这时同样的校正过程就会导致产生错觉。插图4.21的C中的两
条从上至下倾斜的线条，与铁路的枕木相似（见插图4.22的B）：上面
的水平线与下面的相比距离观察者远一些。因为两条线反映在视网膜上
的映像是一样大的，所以人们就会感觉上面的线更长一些，这与大小恒
常性原则相一致。

解释感觉错觉的局限性。毫无疑问，现有对上述错觉所作的解释
看起来明白易懂，这可能就是它的魅力所在。然而，将这些解释运用于
所有现象，还很不够。比如，当人们在看插图4.22的C所安排的刺激
时，就会产生错觉，也就是说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两条线的长度不
同，尽管没有容易产生长度错觉的箭头。右侧的图案感觉大一些，所以
看的人会明显感觉图中所示的直线一定也长一些。（Rock，1978）在这
里，可能格式塔心理学的完整性原则（见第185页）也有助于低估左侧



而高估右侧的图案。像米勒-莱尔或庞佐这样的视觉错觉显然是受了许
多影响的结果。人的感觉是在许多组织原则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所以可
以估计，这些组织原则也会导致产生视觉错觉。

月亮错觉

月亮的不同大小——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上
述所有的错觉都是由人为安排的刺激造成的，这种形式的刺激在自然界
中是不会出现的。相反，有一种错觉在现实中就能观察到，这种错觉
——月亮错觉自古以来就困扰着人们。当月亮在地平线上升起时看起来
非常大，但是，当它从地平线上升以后并最终升到空中时似乎变小了。
这个天体离开地平线向天空移动时，为什么在观察者的眼里会变小了
呢？

我们只要设法将地平线上的月亮和天空的月亮分别拍摄下来，就会
发现，这两张照片中的月亮是一样大的。我们还可以用报纸卷成筒来观
察月亮，用这种方法能够发现地平线上的月亮变小了。阿拉伯天文学家
伊本·阿尔-海塔姆（阿尔哈增）生活在11世纪，他是第一位认识到必须
将月亮错觉完全归因于主观原因的科学家。（Ross & Plug，2002）但是
该如何解释这种错觉呢？

解释月亮错觉。关于月亮错觉最著名的解释认为，在观察者和地平
线之间的地面使人觉得距离非常遥远，因为在他眼前有大树、灌木、房
子或者大片的农田。相反，当月亮高高挂在天上时，就没有任何距离的
刺激。因此大脑可能得出结论：地平线上的月亮比较远，而且像所有远
处的物体一样被放大了。（Kaufmann & Rock，1989）人们称之为表面
距离假设的这种解释使人一目了然，因为它找到了人们在判断距离时会
造成错觉的原因，当然，尽管如此，它也没有得到各方面的普遍赞同。

月亮在哪个位置会使人觉得特别远，我们就这个问题问了许多人，
他们一开始都说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要求他们作出判断时，许多人
说，月亮在地平线上时看起来近一些；这样他们就说出了一种与表面距
离假设相矛盾的距离判断。其实，有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个矛盾。
（Boring，1943）人们称之为“大小-距离悖论”。表面距离假设还有其他
的缺点：月亮错觉在非常黑暗的夜里也会出现，而且也会被飞行在高空
的、不会受到任何距离刺激的飞行员看见。相反，对于许多人来说，只
要他们背对着地平线上的月亮，弯腰从双腿间看月亮，就不会产生这种
错觉。

关于月亮错觉的另一种理论认为，不应当考虑人们感觉的与月亮的
距离，而应当考虑视角，即与观看周围物体可比的视角。（Baird et al.,



1990）根据这种理论，如果观察者周围比较大的物体，月亮就会显得比
较小；挂在天空的月亮周围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天体，所以月亮在观察者
看来就比较小。

月亮错觉是一种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理
论（参看：Hershenson，1989），当然，这些理论至今没有一种能够“脱
颖而出”。（Ross & Plug，2002）世界的“外部”并不是像人们感觉的那
样的，月亮错觉为此又提供了一个证明。



4.8　文化对感觉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的叙述也许已经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感觉是根据
普遍适用于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规律产生的。然而，对各种不同文化的研
究表明，每个人经历过的视觉错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信息框4.4中所
叙述的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的经历直观地证明，只有在感觉者有地方体验
观察远距离的物体时，他的大脑才能校正远处物体的大小。比如，生活
在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的许多孩子几乎没有机会接触书本。因此毫不奇
怪，他们没有经验，所以很难确认图画中描绘的距离暗示刺激。比如，
如果让生活在非洲农村地区的孩子看描绘距离刺激的画面，那他们也许
会说，一棵树长在房顶上，其实这棵树表示距离观察者远一些，是长在
房子的后面。（Liddell，1997）

信息框4.4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某些经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成人的视
觉？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考察并长期研究了刚果境内茂密的雨
林地区的一个小部落，许多俾格米人之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生活的地
方。（Turnbull，1962）特恩布尔带着一个名为肯格的俾格米人作
了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肯格是第一次看到山外有山。当他突
然在几公里远的地方看到几只水牛在悠闲地吃草时，他问道：“这
是什么虫子？”特恩布尔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他很快明
白了，肯格之前完全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根本没有机会体验远距
离的感觉。此外，他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水牛。因此，他是在根据已
有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是很不够的）解释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当
特恩布尔告诉肯格，这些虫子是水牛时，他哈哈大笑，说不要用这
么愚蠢的谎言来骗他。他想知道“什么是水牛，为什么这么小”。特
恩布尔告诉他，这种水牛比他在森林中见过的那种水牛可能要大一
倍。肯格一下子显得兴趣索然。他显然不想再听这种天方夜谭了。

他们二人继续开车前行，直到距离这群水牛大约1.5公里的地
方。距离这群水牛越近，肯格一定觉得这些“虫子”越来越大。特恩
布尔后来谈到他的研究时说：“我始终不明白，他（肯格）心里究
竟想的是什么——他是在想这些虫子变成了水牛，还是想这是小水
牛在他们靠近时迅速长大了。特恩布尔只听他说，这不是真正的水
牛。”



理解米勒-莱尔错觉的必要经验。穆勒-莱尔错觉作为一种现象在欧
洲人和美洲人中间比较常见，而在非洲一些部落的居民中间则比较少
见。（Segall et al., 1966）我们在解释这种区别时必须考虑到美洲人和欧
洲人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的环境中，房屋、房间、街道和其他大量的日
常用品都是以角和线为特征的。相反，在一些非洲部落中，他们的周围
很少能感觉到角和边，只能感觉到许多圆形。（见插图4.23）这些非洲
部落的居民一定会把米勒-莱尔错觉中的两条垂直线看作一样长。

插图4.23　祖鲁村一览，这个村的居民的周围有许多圆形。

缺乏与距离刺激打交道的经验。如果人们听到生活在茂密的热带
雨林中的居民在运用大小恒常性方面明显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那也许
会感到惊讶。然而，如果环境在一个人的幼年时期没有给他熟悉距离暗
示刺激的机会，那么他在解释只以学者的知识为前提的画面时同样也会
让人忍俊不禁。插图4.24举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Deregowski，
1973）



插图4.24　矛头瞄准的是哪个动物呢？有些非洲部落的居民不熟悉图画中是通过改变大小来表示距离的，因此他们的回答会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大多数人大相径庭。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猎人的矛头瞄准的是前面的羚羊，同时他们
也看到了背景中的大象，大象在画面中显得比较小。它站在一个山丘
上，在它的前面还有一个山丘。而非洲某些偏僻地区的居民会说，图中
大象与猎人的距离比较近（没有考虑距离暗示），所以矛头瞄准的应该
是大象。（Hudson，1960）

解释黑白照片的前提。解释普通的照片明显也是有条件的，而这些
条件在世界各地不是都具备的。如果成年人在出生以来还没有见过照
片，那么他们充其量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理解画面的内容。在照相还没
有在世界各地普及的时候，可以进行具有启发意义的观察。当时给尼亚
萨兰（今非洲东南部马拉维共和国境内）的居民看一条狗的黑白照片，
他们就说不出照片中的内容，即使告诉他们所拍摄动物的名字，他们也
会显得满脸不相信。人们必须告诉这个地方的人这种动物各个身体部位
（“这是尾巴，这是耳朵”），直到他们最终能看懂这个黑白画面。经过
认真进行研究，传教士的这些观察现在已经得到证实。（Deregowski，
1980）



4.9　人的意识

前面已经指出，大量刺激确实随时能够到达人的肌体，只有部分感
觉器官负责记录这些刺激。（见第159页及其下1页）人的感觉器官只有
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才能感觉到电磁和声音的刺激，而且这些刺激必须
超过绝对阈限。（见第163页及其下1页）此外，大脑不能整体加工各个
接收器记录的每一个刺激。因此，人的意识必须承担保护加工系统免遭
刺激泛滥的任务；这一点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在这方面作了选择，
而负责选择的是注意力的集中过程。下面先就意识的特征作一个简短的
说明，然后再详细介绍注意力的问题。

4.9.1　意识的特征

历史变迁中对意识研究的兴趣。心理学的先驱之一威廉·冯特对意
识潜心进行了研究；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华生在很大程度上终止了
冯特及其学生的早期研究，因为他认为所有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过程都是
不科学的。（见第11页及其下1页）直到发生认知转变后——大约在20
世纪60年代初——才重新焕发了人们对刺激和“有机体”的反应之间发生
的所有过程的兴趣。最近，意识研究甚至得到了额外的推动，因为现在
许多学科的科学家，特别是哲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
参与了这一研究。马库斯·基佛综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意
识”这个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特征。（Kiefer，2002）在这方面特别有意义
的是：清醒状态、内部和外界刺激的体验质量以及控制过程。

清醒状态的不同程度。每个人根据自我观察都能知道，清醒状态不
是一成不变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疲劳，通常在这个时候就会想到睡
觉。正在睡觉的人并没有完全屏蔽外界的刺激，但是这些刺激通常不会
进入他的意识，尤其是在熟睡阶段。一个人只有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
（昏迷）下才不能被外界刺激唤醒。但是，即使在清醒状态下也不能保
证感觉到内在和外界的刺激，因为清醒的程度各不相同。一个人在打盹
的时候，虽然还没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外界的刺激必须达到某种强度
才能把他惊醒。一个人在最清醒的状态下，反应相对较高，这种状态被
称为警觉。比如，那些坐在电子设备前、要即时记录突发的变化并能作
出相应反应的人估计就是这种状态。如果将做梦暂时撇开不谈，那么，
一个人只有在或多或少清醒的状态下才有感觉体验。

个人对视觉感觉和思想的体验。一个人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注意
到所有内在和外界的刺激物，因为这大大超过了他的认知加工能力。意



识在某一时刻只能认真加工很少的几种刺激物，而许多其他刺激物都会
被忽略。比如，读者正专注于阅读一段文字的时候，他可能就无暇顾及
周围的其他刺激物了；他可能很长时间不会注意到它们，它们似乎是不
变的。只有当原本从远处听来比较微弱的冰箱声响突然变大的时候，才
有可能迟早引起他的注意。

阅读和理解一本教科书的文章时精力必须高度集中，这会让人疲
倦，并且只能坚持有限的时间。为了恢复疲劳，许多人会在意识比较清
醒的时候做一些活动，以便恢复疲劳，体验一下放松的感觉。比如，在
公园里“悠闲地”散步，就可以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人们可能会想
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想到昨天晚上的约会，想到将来的项目，甚至会
想到今天还要为晚饭买些什么东西等问题。当人们任“自己的思想漫
游”时，人们会体会到，意识的内容是如何不断变化的，而人们却没有
体会到自己的变化。因此，威廉·詹姆斯将意识比作“河流”。（James，
1902）这个比喻很直观，因为意识就是这样，河流始终是那条河流，虽
然内容（水——思想）在不断发生变化。

控制行为和思想。一个人由于有意识，所以不仅能感受内在和外界
的刺激物，还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他有自由成为最终自己
说了算的人，此刻要想些什么、体验什么感情以及想要开始或结束哪些
活动。一个人在努力解决一个难题、回答一个问题或者决定比如是去打
网球还是为准备不久以后的考试而继续进行学习的时候，说明他的意识
是健全的。他的意识设定的前提是，他之所以可以作出去打网球的决
定，是因为他被下面的话成功地打动了：暂时的调剂只会有助于今后的
学习。

控制自我选择过程的界限。不管是体验内在或外界的刺激还是控
制行为和思想，都必须作出选择。没有人能够同时注意到瞬间可体验到
的所有内在和外界的刺激，他必须减少刺激的数量。这也适用于瞬间进
入他的意识的思想和感情。有意识地作出这种选择也许是不容易的，首
先是不可能毫无困难地简单“切断”那些让人觉得难堪的或不舒服的思想
或回忆；这些思想或回忆非但不可能被成功地赶走，反而总是萦绕在脑
海。因此，必须设定界限，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不能一味地想自己心
中回想的那些事情。”（Wegner，1992）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
哪个“指挥部”负责指挥注意力。一个人在什么时候能够支配自己的注意
力，在什么时候比如刺激太多而“分散”注意力，而且难以集中注意力？
当然，只有在确定了注意力的某些特征之后，才能解释这些问题。

4.9.2　意识和注意力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知道，他们不可能注意到周围发生的所有事
情，在做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时，尤其不可能。注意力有时有助于将瞬
间接收到的数据的数量减少到可处理的程度。但是，这样的选择也会犯
错误，在有些情况下只会使人感到尴尬，在有些情况可能造成灾难。

被朋友孤立。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大型活动场所期
望得到一个坐位，在长时间的寻找之后终于找到一个空座位，就毫不犹
豫地走过去坐下来。第二天，朋友们问他，为什么把他们丢在一边。朋
友们说，他们想方设法用夸张的手势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他似乎看到了
他们，但是没有作出反应。他只能向朋友们“道歉”说，他真的没有看见
他们。

忽视多次警报酿成悲惨的事故。1972年6月14日，东方航空公司的
一架飞往迈阿密（弗罗里达州）国际机场的客机开始降落时，驾驶舱的
飞行员发现有一盏灯显示起落架发生故障。飞行员随即启动自动飞行系
统，使飞机保持在同一飞行高度。驾驶舱里的飞行员集中注意力，想弄
清警报灯为什么会亮这个问题。由于事后无法查清的原因，自动飞行系
统显示飞机的控制器正在缓慢降低飞行高度。驾驶舱里的音响和视觉信
号显示，情况非常危急。然而，飞行员正忙于处理已显示的故障，他们
因把注意力过于集中于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所有的警报。当他们发
现更严重的问题时，灾难已经不可避免。（Wiener，1977）这一悲惨的
着陆过程非常惨痛地证明，在必须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压力下，注意力
的集中必须有限度。我们发现，当面对不能自动解决或按老办法解决的
情况时，注意力是多么重要。

上述在观众席和驾驶舱中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在有
些情况下，应该注意的信息偏偏没有进入人们的意识。当别人事后提醒
他们多加注意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疏忽”的反应甚至非常难以令人理
解。尽管如此，他们的体验还可以说是“正常的”。他们是“因注意不集
中而失去判断力”（英语：inattentional blindness）的受害者。（Mack &
Rock，1998）如果人们看不到明显就“在眼皮底下”的东西，那么，注意
力就极有可能专注于另一个刺激物。（Mack，2002）因此，受害者大
多也是很差的证人：他们只关注侵犯他们的人使用的凶器，很少或者根
本不注意攻击者的外表，比如他的衣着、体型、头发的颜色或者其他特
征，而这些特征也许有助于查明他的身份。（Steblay，1992）

有限的注意力。人们坚信，他们能发现并记住周围存在和发生的所
有事情。如果哪一次没注意到个别细节，那他们会说，这一定是例外。
（Simons & Chabris，1999）这是他们的一种错觉，事实上他们没注意
到的事情非常多，他们几个月、甚至几年来每天都会多次看自己手腕上
的表，以便知道时间，然而，他们看了这么久，“凭记忆”能立即说出，



表盘上的“12”是什么样子或者在12的位置上有什么图案吗？如果给他们
看十张一枚流通中的硬币的图片，其中九张各有一处小错误，那么，他
们中许多人的回答也是不确定的。上面的头像是谁？他的目光朝向哪？
硬币上方绘的是什么？只有很少的人能说出这枚硬币的正确图案，虽然
人们在这几年已经无数次看过这枚硬币。（Nickerson & Adams，
1979）他们做不到的原因很可能不像人们猜测的那样，是由于记忆力不
好，而是由于注意力的容量有限。

注意力是挑选的过程

所谓注意力，其实是一个过程，即认知系统决定选择哪些信息需要
进一步加工的过程。上述失事飞机的飞行员由于注意力不集中造成了许
多乘客的悲剧，因为驾驶舱的负责人没有发现那些救人性命的信息。注
意力集中的过程可以说是受命首先传递还是拒绝感觉器官得到的印象，
但是这二者不是同时发生的。（Posner & Petersen，1990）人们给测试
对象的两只耳朵播放不同的信息并研究他们有选择地听的能力，从而研
究注意力的选择特性。

有选择地听。人们给测试对象带上耳机，通过一部仪器的两个声道
向他们的两只耳朵播放不同的语言信息，从而研究他们有选择地听的能
力。这种实验安排也称双耳分听（希腊语：dichotomein）。实验时，测
试对象的任务是，比如把注意力集中在右耳上并复述听到的内容。而另
一只耳朵即左耳朵听到的、应当忽略的信息会怎么样呢？第一次“用单
耳或双耳辨别语言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如果让测试对象把全部注意
力集中于第一声道的内容，那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会注意另一个
声道的信息。（Cherry，1953）他们最多注意到让他们忽略的第二声道
上说话人的性别或者音调的突兀改变，但是没有注意到所说的内容，同
样，也没有发现说话人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Cherry &
Taylor，1954）。

有选择地看。人们也许认为，有选择地看要比有选择地听更容易，
因为人们用眼睛毕竟比用耳朵更容易选择想看的东西。然而，研究结果
表明，在让测试对象忽略的视觉信息中只发现一些表面的特征；他们并
没有理解实际含义。（Rock & Gutman，1981）罗伯特·贝克伦与丹尼尔
·瑟沃尼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注意力具有非常强烈的选择性和忽
视性。（Becklen & Cervone，1983）这两位研究人员给几个在相互传球
的人拍摄了两段录像。在其中一段录像中这些人穿黑色球衣，在另一段
中穿白色球衣。然后他们通过电子特技把两段录像同时重叠地投放在一
个显示器上。这样就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打球的似乎有六个人，有



一个球员有时甚至穿过另一个球员。要求测试对象在看录像时始终只注
意穿黑色上衣的球员，并且看到其中一个球员投篮时就按一下按钮。测
试对象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段大约一分钟长的录像放到一半时出
现了一个画面，而且每一个临时的（没有专门安排的）观众都看到了这
个画面：一个打着黑色雨伞的女人溜达着走过球场，画面约有5.5秒
钟；她直接穿过了几个球员，也穿过了刚被抛出的篮球。（见插图
4.25）

插图4.25　贝克伦与瑟沃尼把篮球队员的两段录像重叠地投放在同一个荧幕上。要求测试对象注意穿黑色球衣的球员。他们当中多数人没有看到那个打着雨伞的女人。

在录像放映结束后立即询问85位测试对象，其中只有九位看到了这
个女人。大多数测试对象由于高度专注于球员而根本没有看见那个奇怪
的散步女人。而没有特别安排任务的观众却几乎都看到了那个女人。
（Neisser，1979）这种盲视显然是高度专注于所安排的任务的结果，而
不是记忆力失灵的结果，因为甚至在那个女人出现后立即停止播放，测
试对象仍然说没看到她。（Simons & Chabris，1999）

变化的盲视。上面描述了这样的情景，人们只要专注于某个问题，
就会对现场的其他事物“视而不见”。问题是：人们用眼睛盯着一个画
面，这个画面的许多细节却没有进入他们的注意力的焦点，这时他们是
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丹尼尔·列文与丹尼尔·西蒙斯就这个问题回答



说：“如果我们对丰富多彩的视觉世界加以观察，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
奇怪，我们为什么不能（认知地）描述每个事物的每个视觉细节，相
反，我们只能专注于某些重要的事物。”（Levin & Simons，1997）列文
和西蒙斯所做的几项实验证明，很多细节是不会引起观察者的重视的。
他们给测试对象播放了几段录像，内容是两个女人在相互交谈。她们的
聊天过程用不断交替的摄像位置来表现。在每次切换时场景中都有一个
小细节发生变化。比如，一个女人经常系着一条围巾，但是有一个镜头
中没有系。女人面前的餐具在一个镜头中从红色变成了白色，而且明显
在这个盘子里的食物也突然换到了另一个盘子里。插图4.26叙述了影片
中的两个例子。影片的观众发现了这些毫无缘由的变化了吗？调查结果
表明，在十个观众中只有一个说，发现了一个变化，而实际上有九个变
化。即使明确要求测试对象注意这些不一致的地方，他们平均也只能发
现九个变化中的两个。

插图4.26　丹尼尔·西蒙斯和丹尼尔·列文拍摄的影片中的例子，画面是两个女人在谈话。在镜头每次切换后场景中的细节都会发生变化。比如，其中一个女人经常系着一条围
巾，而在影片的一个短暂的场景中却没有系。

西蒙斯和列文对这个相当重要的研究结论还感觉不是很满意。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关注这样的变化吗？在进一步的实验中，一个陌生



人在大学校园里询问几个行人，去学校图书馆怎么走。（Simons &
Levin，1998；这两个研究的录像可在以下网址中找到：
http://viscog.beckman.uiuc.edu/djs-lab/demos.html）在短暂的交谈中，实
验者安排的两个人抬着一扇大门穿过问路者和行人，挡住了问路者的目
光，使他看不到对面的行人，这时其中一个“搬门人”站到他的位置上。
这个悄悄替换了的人继续与行人谈话，仿佛这期间什么都没发生。全部
参与实验的行人中只有大约一半吃惊地发现，他们现在是在与另外一个
人说话。显然在搬门这个小插曲之前，他们高度专注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或展开的地图，以致无暇顾及问路者的外貌。

奇怪的是，主要是年纪稍大的人没有发现谈话对象替换了。西蒙斯
和列文认为，年纪稍大的行人把原先跟他说话的那个人简单看作“一个
大学生”。由于他的“替身”看起来也像“大学生”，所以年纪稍大的行人
就可能默认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人们对于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许
多东西只作表面的加工（Schacter，1999），而且这些仅作了表面加工
的东西也会很快被遗忘；（见第275页及其下1页）因次，许多行人不会
注意谈话对象的改变。

列文和西蒙斯把上述测试对象的行为视为变化的盲视（英语：
change blindness）的例子。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注意相应的细
节，那么，即使发生很大的变化，也不会发现。（Kiefer，2002；
Rensink et al., 1997）值得注意的是，事先明确提醒测试对象要特别注意
可能发生的变化，可他们往往还是发现不了变化，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在有些情况下完全可以同时注意两个信息源，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就
不行了。

有意和无意的关注。人们怎样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呢？原则上说，人
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可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如果有意地全神贯注于为完
成某项任务所必需的信息，那么，这种关注就是有意的。意愿、期望或
愿望是明确有意识地控制注意力的后盾。一个学生应该注意什么，并不
取决于他以前积累的经验。一个第一次进入某个专业领域的人，会把注
意力集中于人们告诉他的许多细节。而在学习过程中领先的人都知道，
有些信息重要，有些信息不太重要；因此，他有意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
他认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失事飞机上飞行员的反应和在座无虚席的活
动场所对朋友的漠视证明，有意的关注会使当事人忽略一些从客观角度
看很重要的事情。因此由此造成的疏忽或错误很难让人理解，因为人们
通常认为，只要控制（有意的）注意力就能发现所有重要的信息。

当然，周围环境的其他特征也会引起无意的关注。“大”是吸引注意
力的刺激特征之一。读者翻开这一页可能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个用黑体
印刷的单词，因为它明显大于其他单词。在所有国家，警车和救护车的



鸣笛声也被认为是一个响亮的、几乎无法忽视的信号。此外，“运动”也
易于吸引人们的眼球；认真看过现代广告方式的人都能为此举出许多例
子。当然，只有当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才会对“大”和“运动”这类特征
自动作出反应，如果一个人正在全神贯注于某个事情，那么，他甚至连
警笛也会听不到。

解释有选择的注意力。一个人对于自己没有十分注意的消息只能复
述很少的内容，这是怎么回事，长期以来人们试图通过研究来解释这个
问题。一种关于有选择的注意力的比较陈旧的理论认为，只让少数重要
的信息进入意识，这是过滤器的责任。但是，这样一种过滤器在哪里
呢？是在信息离开感觉器官以后还是晚一些，也就是说，处于一个较高
的水平，即至少是在作了某种程度的加工之后吗？其他的解释认为，过
滤器更多的是以减弱信号的方式工作的。最后，还有一种注意力资源理
论也参加了讨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可以比
较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注意力了吗？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分析，应该有助
于澄清这个问题。

过滤器理论。人类的信息加工系统的功效无疑是惊人的，哪怕房间
里的其他声音再大，人们也能听懂直接谈话对象的话。人们怎么能继续
谈话而忽略其他的声音呢？唐纳德·布罗德本特认为，那些经过感觉器
官进入的、没有引起注意的信息暂时存放在一个过渡性存储器里（这种
存储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感觉中枢登记处，见第264页及其下1页），然
后就删除了。（Broadbent，1958）因此，这种拒绝接收的感觉数据根本
没有到达人的大脑。但是，布罗德本特在解释鸡尾酒会效应时陷入了困
境。（见第206页）在双耳分听实验中，一些重要信息，比如自己的名
字等，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尽管人们专注于另一个声道的信息，布
罗德本特的过滤器理论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现象。

人们不同意布罗德本特的理论，但并没有要完全放弃关于有效的过
滤器的设想，而是建议把过滤器“安装”到人类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更高的
层面上；信息在全部经过检验、确认了内容的重要性以后才会被过滤出
去。（Norman，1968）所以，在酒会上，一个正在与客人聊天的人，
可能把全部注意力都给了客人；而同时也在意识层面上检验其他人的谈
话，看看是否含有重要的信息；如果没有，过滤器就绝不会让它们进入
意识。

注意力的资源论。被忽略的信息是否迟早会进入信息加工的过程，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眼前的观察。因此越来越多
的人否认在加工过程中存在过滤器的观点，更确切地说，注意力的资源
是有限的，这一事实越来越受到重视。

人们把注意力的分配比作瓶颈，来自感觉器官的信息流受它的限



制。如果一个信息已经进入瓶颈，另一个信息就很难通过，甚至根本无
法通过。人们越是专注于一件事情，他就越是不可能关注其他事情。开
车的人都知道，如果交通状况需要他全神贯注，他就不得不忽略广播中
的语言节目。当然，不要以为注意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固定不变的。

熟练的骑车人或汽车驾驶员很清楚，在骑车或开车时听音乐或语言
节目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碍。但是，这些人却无法做到在阅读一篇文章的
同时与他人交谈。如果同时做两件需要目不转睛的事情，那么，他们很
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为什么人们在有些条件下能同时做两件事情，而
在其他情况下则显得无能为力？只要联想到开车人或骑车人，就不难回
答这个问题：当人们在做一件自动化程度很高的事情时，不需要太多的
注意力，因此还有足够的注意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即使两件事情
都需要集中注意力，也完全可以做到，除非它们需要的是同一种注意
力。（Wickens et al., 1992）也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需要集中注意力去
加工接收到的信息，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完成特定的
动作。娴熟的钢琴家能够运用两种不同的注意力，即使在他第一次弹奏
一首新曲子时也能一边看乐谱架上的乐谱，也就是集中注意力加工接收
到的信息，一边集中注意力完成手上的动作，即弹奏应当弹奏的琴键。
（Wickens，1989）然而，当人们集中注意力同时进行两项需要同一感
官通道（比如“需要用眼睛”）的工作时，注意力的资源就会达到临界。
（Kastner et al.，1998）相反，同时进行两项需要不同感觉领域的注意
力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后面谈到人类的工作记忆时还要作详细叙述，
见第270页及其下1页）。比如，学生们坚持认为，他们能够一边听音
乐，一边还有足够的注意力完成家庭作业中的课文阅读，这时家长们不
要对他们的说法嗤之以鼻。而当他们专心收听广播中的语言节目时，他
们就没有足够的注意力资源用于背诵课文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
加工内容的重叠（在这两种情况下关注的都是语言内容）。

无意识的感觉。1956年，一家美国广告公司的发言人詹姆斯·维卡
里声称，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广告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完全改变消费者
的购买行为。信息框4.5将详细介绍这种方法。

运用双耳分听研究无意识的感觉。彻里在一开始研究双耳分听时
就已经发现，信息在被测试对象忽略时也能得到加工。对双耳分听的进
一步研究可以首先证明彻里在前几年说过的话：如果通过单独的声道对
测试对象说一些互不关联的词语，那么，测试对象事后一个词语都记不
住。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一个重复了35次的概念。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也作了一种与目前已知的观察不完全一致的观察：当人们通过单独的
声道告诉测试对象他自己的名字时，他注意到的概率是三分之一。
（Moray，1959）许多人可能在聚会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例　子

经常参加聚会的人可能还记得经历过下面这种情景：当他们与
一位客人交谈时，会忽略其他人的谈话，除非听到有人提起自己的
名字。在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他们会立即设法从这一明显谈论自
己的交谈中多听到点内容。把注意力转向原本他人在私下进行的、
毫不引人注意的交谈的某些内容，人们称之为“鸡尾酒会效应”。显
然，有些事情虽然在人们注意力的焦点之外，但人们至少在某种程
度上也会关注它们的重要性。

在意识层面下对感觉者的认知过程产生影响的信息，绝对不是
感觉者认为重要的信息。这一点可以通过实验得到证明，在实验时
同样使用双耳分听的方法。（MacKay，1973）

请测试对象把注意力集中于一只耳朵（比如右耳）所听到的信
息，不过，通过这个声道播放的句子的意思是多义的。比如这样一
个句子：“昨天他们向银行／长椅（德语单词“Bank”兼有“银
行”和“长椅”。——译者）投掷石块”。这里的问题是，投掷石块的
目标是一家银行还是一把椅子？在另一个单独的耳机中，有个声音
提到一些对这个句子具有解释作用的概念，在这个例子中就
是“钱”或者是“坐”。插图4.27将概述这一部分的实验程序。



插图4.27　如果测试对象专注于一侧耳机中的多义的话语，那么，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就与通过单独的另一侧的耳机告诉他们的概念相一致。

信息框4.5

通过播放意识阈限之下的信息能够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吗？
非常短暂地播放刺激对电影观众的所谓影响。詹姆斯·维卡里

几十年前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他能有效地改变消费者的购买
行为，他的方法没有人能提出反对意见；他已经在新泽西州的一家
电影院里成功地验证了他的做法；来看电影的观众甚至没有发现是
他的方法产生了影响。他的这番话使他名噪一时。那么，维卡里说
做了什么了呢？

他说，在电影放映过程中，他每隔五秒钟就非常短暂地向观众
插播“喝可口可乐”和“吃爆米花”的广告语。他说在进行这种阈限下
的插播尝试后销售量明显有了提高。当然，在此期间有人对维卡里
的结论的可靠性提出了很大质疑（Pratkanis，1992）：“维卡里所说
的销量大增是谎言，他从未在荧幕上投放任何内容。这整个事件只
是他为了拯救举步维艰的广告公司而设的一场骗局。”（Strahan et
al., 2002）

在潜意识中影响人的可能性很有限。维卡里所描述的方法就
是短暂地插播刺激，观众不能有意识地去感觉这种刺激。检验广告



中这类刺激的有效性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的是，不能证明可以有目
的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Trappey，1996）

可以影响对人的看法。如果在一部电影中不偏不倚地表现一个
人，并且非常短暂地向观众插播令人偷快的（如可爱的小猫）或令
人恶心的（如骷髅）刺激，那么，这种意识层面下的插播可以影响
观众对这个人的评价。（Krosnick et al., 1992）

根据目前的知识水平，能否通过下意识的感觉影响人，可以作
出下列判断（Bar & Biederman，1998；Ott，1998）：

——这种影响的效果一般很小，只能在可控的实验条件下得到
证明；

——大多数研究表明，意识层面下的信息对人的影响只能持续
很短的时间，也就是说，几分钟后就不能证明了（Greenwald et al.,
1996）；

——如果人们本来就想采取措施，达到一个目标，那么，一个
下意识的广告语还能加强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行为：一个口渴
的人，短暂地看到一个与口渴相关的广告语，他就比没有看到这个
广告语、但同样口渴的人喝水要多一些。（Strahan et al., 2002）

测试对象事后凭记忆不能复述“钱”或“坐”的概念；他们可能也忽略
了“钱”或“坐”这两单词。尽管如此，通过第二个声道播放的概念在某种
程度上也得到了加工，当询问测试对象听到了哪句话时，他们都说出了
那句与同时播放的概念相一致的话。可见，如果告诉测试对象“钱”这个
概念，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认定，他们已经听过一句与意思相近的话（他
们向储蓄所投掷石块）。但只要无意中告诉他们“坐”这个概念，那么他
们往往就会以为，他们那只耳朵听到的是“他们向长椅投掷石块”这句
话。

一个人虽然没有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但他的信息加工系统明显
没有完全忽略这件事情。那么，能否既不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又不让他
意识到产生这种情绪的条件呢？

短时间播放刺激对情感的影响。乌尔夫·丁伯格和他的同事间隔时
间很短（1/20秒）地向测试对象播放图片，以致测试对象无法有意识地
记住这些图片，图片表现的是高兴的表情，生气的表情或一般的表情。
（Dimberg et al., 2000）借助能把脸部肌肉的微小变化都记录下的测量
仪器可以证明，画面激发了测试对象的那部分形成高兴或沮丧表情的肌
肉。可见，人们如果看到表现某种情绪或包含其他情绪信号的脸部表情
的图片，那么，他们自己的脸部肌肉也会模仿画面上的表情，从而产生



相应的感情。因此，神经系统甚至在非常短暂的播放时间内也能记下图
片的内容。在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在同样很短暂地——因此他们并未
觉察——向他们播放诸如“没人喜欢我！”这样的录音以后，他们表现出
情绪很激动；相反，如果播放诸如“没有人抬起这个”这样的录音，他们
就毫无反应。（Masling et al., 1991）

信息框4.6

观察一个混淆一顶帽子和自己妻子的男人。奥利弗·萨克斯描
述他的一个名叫Dr. P的病人的典型的行为方式：“他伸出手抓向他
妻子的脑袋，并试图拿起来戴上它，显然，他把自己的妻子与一顶
帽子混淆了！”（Sacks, 1985）Dr. P是一位天才的歌唱家和音乐
家，任教于一所音乐学校。他的学生早就觉得很奇怪，自己的老师
竟然不能从脸上认出他们；但是，只要一跟他说话，他就能立即知
道谁在跟他说话。Dr. P不能从脸上认出自已熟悉的人，却能在根本
没有人的地方看到人家的脸。比如，人们看到他在沿着路边漫步的
时候，会温柔地抚摸一个停车计时器或一个消防栓的顶部，他错误
地把它们当成了孩子的脑袋。他不能辨认别人的面孔（视觉失认
症）。有些病人不能辨认熟人的面孔，有些病人甚至不能把一张脸
认作脸。Dr. P就患有视觉（或光学）失认症（Aphasie），因此他
不能辨认日常生活中形状复杂的物体。（Karnath & Thier, 2003）患
有视觉失认症的人会利用其他的刺激线索，如声音、活动的特点或
诸如熟人的典型衣着等特征辨认他人。

人们起初以为，Dr. P的问题是视力不好的结果，然而，经检
查，他的视力很好：这个病人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地上的针，但
是，当萨克斯递给他一枝玫瑰花后问他，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他却
回答说：“约15厘米长，红色、有皱褶、还有一根笔直的绿色枝杆
的东西……它不象其他东西那样有简单的对称性，虽然它也许具有
自己的较高级的对称性。”Dr. P手里拿着那个东西思索了一会儿，
最后冒险猜测说，这可能是一种花。“请您闻一下！”医生敦促他
说。这位病人接着就大声说：“太棒了，多么美妙的香味啊！”Dr. P
能从它的气味，却不能从它的外观上认出这种花，虽然他能发现并
组合它的所有特征，比如杆是绿色的以及杆的长度。Dr. P患的是大
脑紊乱症，这可能是一次没有被立即发现的脑部撞击的后果。患这
种病的人虽然能看到物体也能发现其特征，却不能把它们组合成一
个有意义的整体。



脑损伤病人的潜意识感觉。有些人遭受过脑损伤，因而不能辨认
别人的脸型。广大公众之所以知道这种疾病，是因为神经学家奥利弗·
萨克斯在一本通俗易懂、可读性很强的著作中对此作了描述。信息框
4.6将再现他的病人Dr．P身上的一些现象。

在一项研究中，让患有视觉失认症的两个女人看一些陌生人、朋友
和亲戚的照片。同时通过测量皮肤的电子电阻来把握她们的内心反应。
（见第412页）由于她们不能辨认脸型，所以他们不能认出照片上朋友
和亲戚的脸型。尽管如此，当他们看见朋友或亲戚不同于陌生人的脸型
时，她们皮肤的电子电阻还是增大了。可见，这两个女人潜意识里还是
能区别熟人和生人的脸型的，虽然她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能力。
（Tranel & Damasio, 1985）这项研究的结果还证明，很大一部分信息能
够进入人的潜意识。



5　学习的基本过程

提到“学习”这一概念，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学校。但是，事实上
人们不仅在学校里学习，而且在与环境作斗争的各个地方学习。学习是
一个日常生活的过程，因此，除个别例外，人们根本不注意这个过程。
但是，如果想知道过去所有的学习过程对现实行为有多大的影响，那么
只需要设想一下，一个成年人的所有学习成果假如一下子从大脑里消
失，那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没有其他人关心照顾他，他就很难生活下
去。

心理学对生活和长寿这个过程表现出的兴趣表明，学习对于每个
人、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和长寿的机会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科学研究领
域，没有一个课题做过这么大量的研究。尤其是行为主义者，他们对环
境抱乐观主义态度，所以特别研究了学习的问题。本章将介绍一些学习
形式，比如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反射或者桑代克的工具性条件反射，
它们为行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铺平了道路，当然还要介绍斯金
纳、班杜拉、托尔曼等人的贡献。



5.1　学习是行为变化的过程

人一生都在变化。这些变化是以许多影响为条件的，但是学习过程
对于变化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人们学会新的运动能力、
获得新的知识、产生新的想法，同样还有对环境中某些事件的恐惧反
应。人们不断学习，理解新的概念，以变化了的方式解决问题，在积累
了一些经验以后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一个心理学家认定这些变化可能
是学习过程的结果，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学习是一个不可观察的过程。应该怎样理解“学习”，心理学家很难
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学生可以坐在教室里，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
然而，看到这一情形以后就能说这个学生在学习吗？一个学生是否在学
习，从外在的行为方式上只能去猜测，因为真正的学习过程是观察不到
的。

学习是以比较持久的行为变化为基础的过程。学习往往被定义为
一个以比较持久的行为变化为基础的过程，是练习或经验的结果。所
谓“学习”，就是作为经验的结果比较持久地发生行为变化。也有一些行
为变化不能表明学习过程，因为它们在生物学上是可以论证的；比如在
吸毒后发生的行为变化，有些行为变化是疲惫、成熟过程或受伤的结
果。

插图5.1　一个学生是否在学习，通过行为观察只能作出猜测。图片中哪个孩子看似在进行学习？

行为变化是经验的结果。如果说有了经验才能开始学习，那么这
就同时说明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以一个清醒的、积极与环境作



斗争的生物体为前提。这样就排除了一个睡眠中的生物体也会学习的可
能性，这一论断有悖于早期关于睡眠中学习的研究结果，当然，早期的
研究有方法上的缺陷，但后来的研究也不能证明睡眠状态下的学习过
程。信息框5.1将介绍关于人在睡觉时是否能够学习这一问题的具体详
情。

信息框5.1

人在睡眠中或在深度放松的状态下能有效地学习吗？据估
计，寿命正常的人的“睡眠时间”平均为22年。难道人们不想至少把
这些时间中的一部分用于学习，比如学习外语吗？似乎存在这样的
可能性：先把学习内容录在磁带上，然后只要记着在睡觉时打开复
读机。在这种条件下真的能指望启动学习过程吗？总之，在广告中
有这样说法：使用某种复读机能在睡眠中进行有效的学习。

为回答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最初研究确实得出了肯定的结论。比
如，路易斯·瑟斯顿早在1916年就声称，他成功地把为海员举办的
莫尔斯电码培训班缩短了三周，因为他把部分课程安排在学员的睡
觉时间。（Simon & Emmons, 1955）但是，这种“成功”后来由于方
法上的缺陷而遭到质疑。主要缺陷是没有监控睡眠的深度。弥补这
一缺陷是可能的，因为人从清醒状态进入睡眠状态时，大脑的电子
活动会发生变化。（Ogilvie et al., 1989）可见，人们根据脑电波的
导出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一个人是否真的睡着了。人在证明确实睡
熟了以后真的能够学习吗？

答案是，在睡眠中加工含有事实（姓名、数字、事件、外语
等）的学习材料并在清醒状态下复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当然，其他
学习过程，比如以条件反射为内容的学习过程（后面还会谈到，见
第214页及其下几页），在睡眠中完全可能被激活。（Badia,
1990）

比较持久的行为变化。由于吸食有改变意识作用的毒品、由于疲惫
或者由于动力减弱而引起的行为变化，只是暂时的、大多是短暂的行为
改变。为了能界定这类影响，有人曾经建议，只有出现了“比较持久的
行为改变”才能称为学习。疲惫现象睡一觉很快就能消除，而学习的影
响则能保持很久，有人如是说。一个学会了游泳的人，即使20年或更长
的时间没有机会练习，也依然能浮在水面上。

区别学习和行为。将学习与行为区别开来的必要性已经间接地谈过
了。学习不同于行为，学习是不可观察的；观察学习有许多困难。行为



取决于学习过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行为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和
事件。经历过考试的人都有这种体会。他的知识水平比在考试的压力下
能发挥出来的也许要高得多。回答问题吃力，也许是健康状况不佳或有
考试恐惧感。

在说明了学习的特征以后，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学习是在什么条
件下进行的？怎么解释人们在有些条件下会表现出行为改变，而在其他
条件下则不会？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助于学习的理论来回答；
学习的理论——就本章所介绍的而言——一看就知道源自行为主义。



5.2　学习的理论

学习的理论是关于学习及其条件的设想的总和。学习心理学家不
仅观察行为的变化，而且还致力于解释行为的变化。同时，他们从假设
出发，认为假设必须经得住检验，也就是说，他们根据假设可以作出预
言，而这些预言反过来又会多少——取决于理论的质量——得到验证。
人们把关于学习及其条件的假设的总和称为学习的理论。

人类观是学习的理论的组成部分。学习心理学家掌握哪一种理
论，完全取决于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比如，重要的是，他们是否首
先认为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生物；他们是否认为人的行为始终是对环境
条件的某种反应，或者认为行为也可能自发地产生。高尔顿·奧尔波特
说，“学习理论家都是哲学家，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还不是。”（Allport,
1961）

每种学习的理论的有限的解释值。当然，学习心理学家的理论不
仅取决于他们的人类观，而且还取决于他们是在哪个学习场合观察一个
人的。为了说明一个人怎么能够学会在红灯亮时停步，所涉及的过程也
许完全不同于在设法解答一道高数题时所涉及的过程。因此，每种学习
理论的解释值是有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理论还没有诞生。尽管
如此，后面的叙述将表明，可以列举许多过程，以便说明各种不同的复
杂场合下的学习。

5.2.1　经典的条件反射

联想式的学习。所谓经典的条件反射就是一个被系统激发的过程，
人们通过这个过程，在一种刺激和一种反应之间学会某种联想。早在两
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人们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一起重复经历
的事件是可以使人产生联想的，也就是说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学作品中
也不乏联想式学习的例子。

例　子

西班牙诗人洛佩·德·维加（1562－1635）在《少女的神父》中
讲述了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的故事。这个修道士因为反复犯错误而被
罚蹲在地上吃饭。当时，修道院里的许多猫总是惹他生气，因为它
们经常偷吃他最好的食物。他想赶走这些猫，但始终没有成功。从



此，修道士想了另一个办法：在某个漆黑的夜里，他把所有猫都装
进一个口袋。他先咳嗽一声，然后狠狠地打击这些猫。“它们声嘶
力竭地嚎叫。”修道士接着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打。先咳嗽一
声，然后再打。结果表明，这些猫只要听到咳嗽声，就会“声嘶力
竭地嚎叫”。然后，他把这些猫从袋子里放出来。从此，修道士每
当蹲在地上吃饭时，总是留心观察周围的情况。他说，“如果有一
只猫接近我的食物，我只需咳嗽一下；然后它就会像其他猫那样躲
得远远的！”很明显，这些猫在修道士的咳嗽声和痛苦的事情（挨
打）之间产生了一种联想。

埃德温·特维特迈尔发现的经典条件发射。1904年，宾夕法尼亚大
学的一个学生介绍了他在学习膝跳反射时的认识，许多人在做医学检查
时都知道这种反射。医生用橡皮锤敲击膝盖下面某个点时，那条腿便会
立即向前弹起。特维特迈尔在研究中，在橡皮锤敲击之前先让人敲一下
铃。这样反复试验几次，每次总是在锤子敲击以前响起铃声，他最终发
现，只要听到铃声响起，小腿也会立即向前弹起。然而，特维特迈尔很
倒霉，因为该系列报告的负责人威廉·詹姆斯认为他的报告很无聊，于
是他直接宣布午休，没有像通常那样安排听众展开讨论。（Coon,
1982）由于没有多少人感兴趣，特维特迈尔没有这项研究继续进行下
去。

伊万·巴甫洛夫发现的经典条件反射。几乎在特维特迈尔进行这项
研究的同时，俄国一位生理学家也注意到了相同的问题。他就是伊万·
巴甫洛夫。起初，也就是在19世纪60年代，巴甫洛夫想做一名牧师。然
而，在他学习神学期间，内阁在政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今后允许把西
方国家的出版物翻译成俄文。于是巴甫洛夫就了解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
源理论，并因此激发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Windholz, 1997）从此
他转向生理学的研究并成为这一专业领域的公认的代表人物；1904年，
他因对狗的消化系统所作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插图5.2　伊万·巴甫洛夫（1849－1936）

俄国革命时期的新的执政者很快就认识到巴甫洛夫这位科学家的重
要作用。他们为他提供额外的食品补助。但是，巴甫洛夫最关心的是继
续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接受这种补贴的条件是，他的同事和他养的狗
都必须有饭吃。（Bolles, 1979）此外，他养的狗每天能生成201升胃



液，他将这些胃液当作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非常令人怀疑！）出
售，从中筹到了他每年的研究经费的一半。（Babkin, 1949）显然，他
认为科学研究高于一切。他对一名助手没有准时参加实验所作出的反应
也能证明这一点。这个年轻人在道歉时解释说，他为了不致卷进巷战而
绕了道儿。“教授先生，革命爆发了，大街上还开了火！”但是，巴甫洛
夫对这样的道歉不以为然，他回答说：“您在实验室工作，革命不是照
样进行吗？如果下次再爆发革命，那请您最好早一点起
床！”（Hothersall, 2004）

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巴甫洛夫的发现（1953－1955）是“心理学史
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Dewsbury, 1997）他所发现的条件反射过程是
最早被深入研究的过程，因此人们将这种学习形式称为经典条件反射。
（Hilgard & Marquis, 1940）他的认识当时几乎无人不晓。尽管如此，再
讲述一次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巴甫洛夫所创造的概念，至今仍有60％
以上在为研究动物的学习行为的心理学家所使用。（Bower & Hilgard,
1981）那些在下面将要描述的实验中所发现的联系可能因为过于简单，
以致乍一看来似乎很没有意思；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经典条件反射也能
帮助生物成功地适应环境。（Hergenhahn & Olson, 1993）

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

外部情况是巴甫洛夫作出发现的诱因。巴甫洛夫是一位专门研究
消化系统的生理学家，因而他非常了解这样的事实：用食物碰触狗的口
腔黏膜会反射性地引起唾液腺的活动。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感到困惑
的是，他的实验动物——他一直用狗作实验——有时食物还没到跟前就
开始流涎。他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所以他感到非常不安。他测试了
各种可能的影响，看它们是否能够引起唾液分泌。最终他发现，使他的
实验动物产生反应的是，助手走进实验室而且盘子咔咔作响。巴甫洛夫
未能从生理学上解释这一现象。这些动物为什么还没有接触到食物就会
分泌唾液？难道唾液分泌除了天生的还有其他诱因吗？学习过程难道是
这些动物作出怪异反应的原因吗？这些问题深深吸引着他，以致他毫不
犹豫地终止了迄今为止的研究，以便有时间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

天生的反射是经典条件反射的出发点。巴甫洛夫的研究像原来一
样，反射仍然是他研究的出发点。所谓反射就是对某种特定的刺激作出
的自动反应。这种反射性的刺激—反应联系是天生的，也就是说不是学
习的结果。人们把反射性地引起某种反应的刺激称为无条件反射刺激
（英语缩写：UCS，其中UC代表无条件反射的，unconditioned, S代表刺
激：Stimulus）。这种无条件反射的刺激会引起一种无条件反应（英语



缩写：UCR, 其中R代表反应：Response）。
从中性刺激到条件反射刺激。巴甫洛夫在实验中发现，各种影响

始终是可以高度控制的。显然，唾液腺不仅对天生的刺激，而且对其他
刺激感兴趣。为了不让实验动物接受巴甫洛夫不允许的影响，实验在一
个隔音的房间里进行。实验动物被固定在一个专门设计的支架上（见插
图5.3）。通过一根细管，狗的唾液能被直接导出并流进一个用来测量
流出量的、有刻度的容器中。

插图5.3　伊万·巴甫洛夫用于研究条件反射的设备

巴甫洛夫想知道，一种无条件反应，即唾液分泌，是否毫无例外地
以无条件刺激为前提，或者说，其他的刺激是否也能起到诱发的作用。
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巴甫洛夫深信，在发出铃声的刺激后，唾液腺不会
开始工作；也就是说，在这种特殊的反应方面，声音刺激是中性刺激
（英语缩写：NS, neutral stimulus）。实验动物对于铃声的反应仅仅是有
些不安，但不会分泌唾液。这一实验完成后，巴甫洛夫发出铃声信号
（中性刺激）后，接着就端上食物（无条件刺激），而食物自然而然就
使实验动物流涎。他把这一过程（NS→UCS→UCR）重复了多遍。最
后，他进行了一项重大创新：他只发出铃声信号，而不提供食物
（UCS）。在实验条件改变后，巴甫洛夫发现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现
象：在铃响时也会出现流口水的反应。这样，原本中性的刺激获得了条



件刺激的功能（英语缩写CS，其中C代表有条件的：conditioned）。只
要一个条件刺激引起反射行为（在这里是流涎），人们就称之为条件反
射（CR）。巴甫洛夫最初把这种条件反射称为“精神上的”反射。但
是，后来他很讨厌这个概念，如果他的同事继续使用这个概念，就必须
被罚五戈比。（Stagner, 1988）

通过实验条件的微小改变，巴甫洛夫发现，在学习阶段，如果中性
刺激早于无条件刺激（即NS→UCS），且间隔时间非常短暂（半秒到1
秒），那么，才会出现条件反射。如果中性刺激和无条件刺激同时出
现，那么，估计只会出现微弱的条件反射。（Hall, 1989）这就仿佛是
没有栅栏的铁路道口的警示灯，只有在火车到达前闪光才能起作用。一
个中性的刺激如果在无条件刺激之后出现，那么决不会提供条件刺激；
如果信号灯在火车通过以后才闪光，那也就没用了。巴甫洛夫特别喜欢
狗，目的是在狗身上研究条件反射。当时有大量证据证明，人也有各种
可能学会将中性刺激变成某种条件刺激。

经典条件反射在动物世界的各种动物身上，甚至蠕虫身上都能出
现。因此，这是一个真正基础的学习过程，就像巴甫洛夫已经发现的那
样，经典条件反射还可用其他一些原则来说明：忘却、高级条件反射、
刺激泛化和刺激鉴别。

例　子

长期以来，流行的做法就是借助经典条件反射治疗夜间尿床
症。为此，人们把孩子放在一张专门的床垫上，尿液一流到床垫上
就会立即接通电路，这样一个由电池驱动的警报器就会发出警报。
这个警报器具有无条件刺激（UCR）的功能，它会叫醒孩子去上厕
所。在发出警报以前，有些刺激可能会告示膀胱已满；它们最初是
中性刺激（NS），因为它们不会使孩子苏醒。在多次中性刺激以
后，膀胱的刺激就成为一个条件刺激，它会使孩子及时苏醒。这一
技术至今仍是治疗夜间尿床的最有效的方法。（Mellon & McGrath,
2000）

经典条件反射的其他原则。如果人们发现巴甫洛夫的狗是怎样学
会对铃声作出流涎反应的，那么很可能就会本能地提出以下问题：能使
这种学习过程倒回去吗？人们根据这种已经学会的CS―CR联系能出现
其他的经典条件反射吗？与铃声相似的其他刺激也能引起流涎吗？能教
会狗只对特定质量的声音作出反应吗？

高级的条件反射。一种已经学会的CS－CR联系可以成为更高一级



的条件反射的基础：一种条件刺激（CS），如果可靠地获得了某种引
起条件反应（CR）的功能，那么，就可以像无条件刺激一样加以使
用。比如，巴甫洛夫的一个同事发现，测试对象在注射吗啡（UCS）以
后有恶心和呕吐（UCR）的反应。后来他观察到，在注射（CS1）以
前，刚刚看到注射器就同样能引起呕吐（CR）。此外，他还发现，引
起恶心的刺激（CS2, 3.）通常出现在看到注射器以前，比如看到在皮肤
上擦酒精、装注射器的盒子，甚至注射室，这些刺激虽然离不开CS，
但与UCS没有直接的关系。显然，CS能够承担UCS的功能，从而使更高
一级的条件反射成为可能。在语言方面，已经有许多词语成了条件刺激
的例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提到他们曾经爱过的人的名字就足以让他们
熟悉的“春心荡漾”再次苏醒。

如果说能使人产生高级的条件反射，那么就可以激励人们获得许多
其他的S－R联系。尤其在广告中，人们经常使用这一学习原则。约翰·
华生在大学毕业后成了一个广告专家，他对同事们说：“为了让你们的
顾客有所反应，你们必须对他们说一些让他们感到害怕、感到有些愤
怒、能引起他们的情感反应或者他们爱听的话，或者迎合他们的某些根
深蒂固的心理动机或习惯动机！”（Buckley, 1982）

广告专家比华生更清楚，进入他们视线的消费者在什么情况下会作
出积极的反应。特伦斯·辛普及其同事们在一项研究中，向测试对象放
映一些不同的画面（山上的瀑布、海上的落日、驶向天际的帆船、灯光
浪漫的小岛）（UCS），测试对象在模拟测试中就已对这些画面作出了
非常积极的反应（UCR）。在放映这些画面的过程中插播7.5秒一种清
凉饮料的广告。（Shimp et al., 1991）结果表明，测试对象在条件反射
形成后即把对这些画面的情感转嫁到了这种饮料上。根据乌尔里希·加
齐扎德的总结（Ghazizadeh, 1987），在广告实践中使用最多的无条件
刺激主要有：色情、社会幸福、假日气氛、享受自然、梦幻世界、活
跃、朝气、排他性和男子汉气概。选择得当的音乐（UCS）也能引起消
费者的积极体验（UCR）。如果人们总是在情景音乐响起以前推出一种
促销商品（NS），那么就有很好的机会使它变成一种条件刺激
（CS），引起人们的愉悦体验（CR）。（Nemetz, 1992a, 1992b）总
之，可以断定，借助经典条件反射能够卓有成效地影响人们对某个产品
或商标的看法。（Grossman & Till, 1998）不过，也有高级的条件反射
引起意外效果的情况，医学领域就有这样的例子。

例　子

有些人看见医生或护士（两个CS）就感到害怕（CR），以致



他们一看到白大褂血压立即就会升高。这种害怕是由于高级的条件
反射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测量血压就可能得出“高血
压”（Hypertonie）这个错误诊断。有些医生把这种病人称为“白大
褂高血压患者”。（Myers et al., 1996）

CS－CR联系的遗忘（消退）。条件反射原则上是为了适应。比
如，一条小狗学着把某种气味刺激与某种危险动物出现的情景相联系，
因此它能及时撤到安全的地方。但是生活条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的。对于一只正在长大的狗来说，原来感到危险的动物可能不再危险
了。以前学会的联系——一种特殊的气味刺激表示有危险动物靠近并使
它作出保护反应——就不再有意义了。因此这种联系可能就被遗忘了。
人们把这种遗忘的过程称为消退。

当巴甫洛夫完成用铃声刺激实验动物的唾液分泌以后，他问道，如
果在铃声——无条件刺激——响过后不立即端上食物，那会怎么样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反复只提供条件刺激。在这一过程中他观察到，
唾液分泌逐渐减少，趋向消退。与取得某S－R联系一样，这也需要多
次重复：只提供CS，同时不提供UCS。因此，遗忘一种联系与取得一种
联系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在消退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会看到条件反射
在提供条件刺激后反复出现的现象，虽然这种学到的联系从表面看已经
被遗忘了。人们把这种在消退时期自动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自动恢复。
这种自动恢复的出现表明，所谓消退不是遗忘过去的学习经验，因为从
表面上看，某种学会的反应虽然在消退后消失了，但是，它并没有被遗
忘。（Bouton, 2000; Rescorla, 2001）

对类似刺激的反应的扩大：泛化。几乎不存在两个完全相似的事
件或事物。交通信号灯不是到处都一样的，颜色在有的情况下可能鲜亮
一些，而在有的情况下则暗淡一些。这是为了迎合行人和司机的心理，
刺激物在外观上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一回事并做出同
样的反应。如果一个生物体不仅能对条件刺激，而且能对类似于原刺激
的刺激条件反射，那么人们就称之为泛化。

巴甫洛夫在试验中还研究了泛化的过程。他的狗在作出成功的条件
反射后，不仅能对铃声，而且能对类似于铃声的刺激作出反应。因此，
蜂鸣声和锣声也能引起流涎。可见，在提供类似于原刺激的刺激时，也
会有条件反射，虽然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泛化也是有限的，否则就会失去其适应性价值。比如，一个
司机已经学会对交通信号灯的红灯作出反应，如果他一看到红色的小轿
车、红色的海报或行人的红色毛衣就停车，那么他就无法前行了。

泛化的界限：鉴别。泛化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学生不用对某个特征



的每一次改变专门作出反应。铃声尖一些或哑一些、音量小一些或大一
些，它的意义通常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泛化就可能没有
用了，比如，路人和司机不能辨别交通灯的红灯和环境中其他的红色刺
激。对于怕蛇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能辨别无害的和危险的动
物，那他就能泰然处之。许多人讨厌牙医的电钻，但是却能把它与工匠
的电钻区分开来。人们把这种学习区别的过程称为鉴别。学习鉴别也是
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学习对两种相似的刺激作出不同的反
应。

巴甫洛夫的狗也必须学习辨别尖一些的声音和哑一些的声音，因为
只有尖一些的声音响过之后才会得到无条件的刺激（食物）。在它只对
高音、而不再对低音做出流涎反应后，学习过程就结束了。

经典条件反射的应用可能性。阿道司·赫胥黎（Huxley, 1894－
1963）是一位对学习心理学研究极为厌恶的作家，因为他担心这种研究
及其认识会为完全操纵人类创造条件。1932年，赫胥黎在他的小说《美
丽新世界》中描写了这样的情节：将来人们可能会利用经典条件反射规
律教育婴儿，以便使他们成为比如工匠。为了做到这一点，只要他们一
靠近被禁止的物体，比如书籍或鲜花（NS），人们就电击他们
（UCS）。孩子们对电击的反应是拼命地哭喊。他们幼小的身体蜷缩成
一团并变得僵硬。实验负责人说，“这种残忍的情形重复200次就足以让
这些孩子在整个一生中都不会燃起对书本和植物的兴趣。”

在赫胥黎的黑色预言发表一个半多世纪之后，可以断定，确实存在
应用经典条件反射的学习规律的可能性；但是人们也许宁愿强调学习规
律的作用的积极面，比如在解释恐惧反应、毒瘾和厌食方面。

学会作出恐惧的反应。早在3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就发
现，那些在学校里由于错误行为受到惩罚的学生对于书本和其他学习用
品有恐惧反应。（Locke, 1690）约翰·华生和罗莎莉·雷纳第一个试图通
过实验证明，这类恐惧反应可能是由于经典条件反射产生的。（Watson
& Rayner, 1920）

华生和雷纳在恐惧—条件反射的实验中，研究了一个11个月大、名
叫艾伯特、他们认为没有感情的男孩。华生给这个孩子看一只白鼠，孩
子起初没有害怕的反应。后来，华生先给孩子看白鼠，然后用锤子敲击
钢管，发出巨大的响声。在这样的实验过程重复七次之后，艾伯特即使
看到老鼠以后没有听见响声，也会对老鼠产生害怕的反应。艾伯特的恐
惧还转嫁到其他与老鼠相似的东西上，比如他在看到兔子和毛皮大衣时
也会害怕。（见插图5.4）这就是泛化。



插图5.4　在艾伯特学会看到老鼠就害怕之后，他把这种反应也泛化到类似的刺激上，比如兔子。

在后来的实验中，华生和雷纳的结论没有再得到验证。事实上，从
今天的观点看，这项研究不仅在伦理上非常令人忧虑，而且还有许多荒
谬之处（Samuelson, 1980），并且在方法上也有明显的缺陷。现在我们
知道，有些中性刺激（比如老鼠）比其他的刺激（比如玩具鸭子）更容
易成为害怕反应的条件诱因。但是，只要产生条件反射，大多就会持续
很长时间。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5年后，有些老兵仍对战场上
的隆隆炮声有着强烈的情感反应。（Edwards & Acker, 1972）

应当考虑到伦理问题，因为科学家让一个孩子学会作出恐惧的反应
之后，他是不会遗忘的。在进行这项实验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相应的方
法。华生和雷纳决定重新消除艾伯特的恐惧，然而他们发现，他们曾经
的测试对象再也找不到了。

反条件反射。华生和雷纳的实验结束三年后，有一个孩子酷似“稍
微长大了一点的艾伯特”。玛丽·卡弗·琼斯发现了34个月大的彼得，她认
为他是健康的而且各方面都很正常。（Jones, 1924a; 1924b）不过，他对
兔子、老鼠、毛皮大衣、羽毛和棉花等有夸张的恐惧反应，但这这种恐
惧反应不是通过实验制造的、而是“天生”的。为了治疗这种恐惧症，琼
斯在“华生博士的指导下”使用了一种会形成反条件反射的方法。使用这
种方法时是尝试把引起恐惧的条件刺激（比如兔子）与一种与恐惧反射



相对立的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彼得对于小点心和甜食的喜爱就
很有用。在实验开始时，琼斯把兔子放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而彼得在
吃他的美食。他开始时警惕地看着兔子，但是仍在继续吃他的东西。这
时慢慢地将兔子移向他身边。最后，彼得一只手拿甜食，另一只手抚摸
兔子。琼斯认为，恐惧与美食享受是矛盾的。她借助反条件反射成功地
消除了孩子的恐惧反应。

对毒品（海洛因）的反应。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不明白，为什么
吸毒者在注射海洛因后会死亡，虽然他们——事后查明——选择的是他
们已经适应了的剂量。只有运用经典条件反射的学习原则才能解释这种
情况。

如果一个吸毒者注射了海洛因（UCS），作为自然反应（UCR），
他的身体会产生一种物质，保护身体不受超剂量的伤害。（Siegel,
2001）如果总在同一个空间环境下注射海洛因，那么，这种环境的某些
特征就会逐渐获得条件刺激的功能，引起身体上的反应，保护身体的安
全。但是，如果吸毒者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注射海洛因，那么，就会缺乏
及时调节身体的条件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海洛因就发挥了它的不可遏
止的功效，因此，就不能排除患重病甚至——如果最后呼吸完全受阻
——死亡的可能性。对那些所谓“超剂量”服用后侥幸逃脱死亡的人的调
查显示，70％的人注射的都是正常剂量的毒品，只不过在一个新的环境
下身体对毒品还不适应。（Siegel, 1984）

厌食。临床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回忆说，他有一次与妻子在饭
店吃饭，点了他最爱吃的菜：贝亚恩酱汁牛排（NS）。（Seligman &
Hager, 1972）他感觉这道菜很好吃。不久以后，塞利格曼身上就出现了
感冒的最初症状（UCS），因而感到很不舒服（UCR）。当然生病与他
最爱吃的菜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当塞利格曼又有机会吃他最爱吃
的那道菜时，他发现，这道菜很不合他的胃口。塞利格曼对原本喜欢的
菜的态度怎么样发生变化了呢？约翰·加西亚的某些研究可能会给人深
刻的启示。（Garcia & Koelling, 1966, Garcia et al., 1966）

加西亚是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长期的放射性辐射对生物体的影
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实验室中让老鼠每周接受八小时的辐射。老鼠出
现恶心就是接受辐射的后果。在后来的几周中，它们在辐射房中时，几
乎连水都不再喝。但是，当它们一回到笼子，不再接受试验辐射之后，
它们的饮食就与平常一样多。老鼠的行为难道与辐射有关吗？加西亚为
了检验这一猜测，把老鼠再次放进辐射房里，这次当然没有施加辐射。
但老鼠还是不肯喝水。因此，加西亚只能放弃他的猜测并重新开始寻找
可能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他突然想起，辐射房里的饮水瓶是塑料瓶，
而平时在笼子里用的是玻璃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使用的塑料瓶改变



了水的味道。塑料味道与之后的恶心之间可能形成巴甫洛夫意义上的学
习CS－CR联系吗？加西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他给老鼠喂甜水
（NS），其中掺入一种没有味道的物质（UCS），不过，这种物质在
一个小时或一个多小时以后会让老鼠感到恶心（UCR）。在它们从不适
的状态中恢复之后，再次给它们喂甜水解渴，但是它们喝得很少，相
反，它们更喜欢喝普通的白水。显然，老鼠已经学会把甜水与恶心的感
觉相联系。中性刺激和无条件刺激摆放得远一些，就能形成条件反射
吗？加西亚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深信这一点。

不久就有人提出质疑，他们在批评加西亚时指出，只要先后两秒钟
提供NS和UCS，比如对于唾液分泌这种条件反射来说，就已经有了最
为有利的条件。（Beecroft, 1966）加西亚的结论的一个批评者因此还表
示，他认为这种所谓的联系“比布谷鸟挂钟里有鸟粪更为不可能”。
（Seligman & Hager, 1972）但是，加西亚并没有受这些不客观的批判的
影响。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反复证明，他的结论是正确的。（De La
Casa & Lubow, 2000）塞利格曼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改变了自己的观
念，不再喜欢他多年来喜欢的菜肴。妊娠期也可能产生厌食的感觉。在
怀孕期间女人经常会觉得恶心，接着还可能呕吐；在这种状态下她们以
后或许会不愿意吃与这些症状有关的食物。（Baylay et al., 2002）现在
我们知道，CS和UCS之间的长时间间隔比短时间间隔更能使人产生厌食
的感觉。（Schafe et al., 1995）此外，还有人指出，厌食产生的原因主
要是气味这种CS，而不是味觉。（Bartoshuk, 1991）

形成厌食的感觉可以保护畜群不受食肉动物的伤害。美国西部的
牧场主也定期利用形成厌食感觉的可能性。他们的羊群经常遭到狼群的
攻击并被咬死。因此，加西亚在需要保护的羊圈外放置了含有某种物质
的羊肉，这种物质是致病的。狼吃了这种羊肉就会生病并产生厌食的感
觉。后来人们看到，这些之前的攻击者只要一看到羊就仓皇逃窜。
（Garcia et al., 1977; Gustavson et al., 1974）信息框5.2表明，厌食感觉在
人类生活中也是有意义的。

免疫系统反应的条件反射。免疫功能可以形成条件反射的最早的
传说源自19世纪。比如，麦肯齐在1896年报道说，他用一朵人造的玫瑰
花让一位过敏病人打了一个所谓的“玫瑰花喷嚏”。巴甫洛夫教职的后继
者也在大量的研究中证明，动物和人类的免疫反应都可能形成条件反
射。“虽然这些结果表明，免疫系统的反应是可以形成条件反射的，而
且作者在专著中强调了这一发现对于临床治疗的重要意义，但是这项实
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Meier et al., 2002）



插图5.5　约翰·加西亚给狼群喂食羊肉，这些羊肉由于加入了某种物质（氯化锂），因而作为无条件反应可使狼产生眩晕和恶心的感觉。狼群下次再遇到活羊时，一开始还是
会攻击它们的猎物（见图片上半部分）。但是羊肉的味道和气味在这期间已经获得了条件刺激的功能，狼群闻到这种气味就会后退（见图片下半部分）。

信息框5.2

怎样才能使癌症病人在化疗期间食欲不减？
化疗引起的食欲减退。病人食欲减退是化疗的众多意外的副作

用之一。病人往往不想吃饭，其后果是体重下降，他们抵御感染的
能力也同时下降。但是，许多病人为什么在化疗期间越来越厌食？
一位在癌症诊所工作的儿科医生就这一问题请教了自己的妻子伊伦
纳·伯恩斯坦，她是一位心理学家，非常了解约翰·加西亚的研究。
因此，伯恩斯坦考虑，病人产生厌食行为是否是由于某种学习行为
呢？（Bernstein, 1978）

癌症病人没有食欲难道是经典条件反射的结果吗？约翰·加西
亚的研究为伯恩斯坦在一家儿童诊所进行研究给予了重要启示。她
的问题是，在动物研究中已经众所周知的联系能用于人类吗？她考
虑，化疗作为无条件刺激可能引起恶心和呕吐（UCR）。在化疗前
吃的饭（原本是中性刺激NS），能够获得条件刺激的功能，从而
引起恶心（CR）并同时产生厌食的感觉吗？

提供一顿“替代餐”。厌食主要源自一些有特殊味道的食物。因
此，伯恩斯坦在餐后给2－16岁的癌症患者（他们是安排的一个实



验小组）一份冰激凌，这种冰激凌完全是另一种味道（枫糖浆）。
对照小组的病人接受化疗，但是没有冰激凌。两到四周后，伯恩斯
坦再次去看望这些病人，让他们选择是再要一份冰激凌还是跟她
玩。实验小组中只有21％的儿童选择冰激凌，而对照小组约有70％
的病人选择冰激凌。这种反应表明，实验小组中的成员已经厌烦所
提供的冰激凌，可见，只要人们注意将化疗前的最后一餐做得有特
色并有他们觉得不寻常的味道，那么就可能降低他们在治疗过程中
食欲越来越不振的风险。

伯恩斯坦从其他的调查结果中得知，有人对熟悉的饭菜也会产
生厌恶。当然，这一点在那些没有得到枫糖味冰激凌的病人身上表
现得尤为明显。伯恩斯坦考虑，难道在化疗前不能给孩子们提供一
顿“替代”餐吗（可以是任何一种他们不认识的食物）？在最好的情
况下，病人会把化疗的副作用归咎到这顿不熟悉的饭菜上，但不会
归咎到日常所吃的饭菜上。在这种情况下，就能防止食欲逐渐减
退，从而防止体重下降。伯恩斯坦的“替代餐”治疗在许多病人，但
不是所有病人身上都取得了成功。有些病人的恶心是由癌症本身引
起的，这些病人对任何时间吃的食物都会产生厌恶。（Bernstein &
Borson, 1986）

免疫系统——在其他地方已经作过介绍（见第147页及其下几页）
——能借助某种物质而削弱或增强。（Barker, 2001）因此罗伯特·爱德
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能利用这种物质通过经典条件反射来影响免疫
反应。当爱德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时，大
多数医生对这样的问题不以为然，因为当时在免疫学领域还普遍认为，
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这一点前面已经作过介绍（见
第148页）。然而，爱德尔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客观，因为他作为心理学
家不了解医学上的这些陈旧观点（Ader, 1993）；虽然医学界对他的观
念持保守态度，但他还是成功地争取到免疫学家尼古拉斯·科恩作为他
的研究同行。他们在最初的研究中使用了一种抑制免疫系统的物质（环
磷酰胺）（Ader & Cohen, 1982）；插图5.6用图示说明了他的操作方
式。他先给老鼠注射这种激素（UCS），接着老鼠就出现恶心的症状并
且免疫力开始下降（UCR）。爱德尔和科恩用糖水作为中性刺激。在注
射前喝糖水能产生厌食感觉吗？事实正是这样。当老鼠虽然不肯喝但被
强迫喝下糖水以后，其中几只得病了，几只甚至死了。爱德尔和科恩对
这种不治的反应是这样解释的：糖水获得了条件刺激的功能并因此成为
抑制免疫反应的诱因。当时的其他许多研究本来是可以证实这种解释
的。（Exton et al., 2000）当时曼弗雷德·舍德洛夫斯基的研究小组就第



一次成功地通过条件反射在人类身上实现了对免疫系统的抑制。
（Goebel et al., 2002; Meier et al., 2002）

插图5.6　免疫系统的条件反射的抑制。爱德尔和科恩先让老鼠喝糖水，然后给它们注射一种能抑制免疫系统（还能引起恶心）的物质。在重复几次后他们发现，糖水也能抑制
免疫系统。

直到现在人们仍在继续试图解释，经典条件反射在人体内是通过哪
种联络方式产生这种作用的（Ader, 2003; Ader & Cohen, 1993）；但是
我们现在知道，交感神经系统（见第410页及其下1页）的纤维与免疫系
统的每个器官都有联系，它们对淋巴细胞的生成（淋巴细胞是人体原有
的特殊的免疫细胞）产生影响。爱德尔与科恩的研究影响非常深远，因
为他们撼动了长期以来认为免疫系统依赖于大脑和心理过程而运作的观
点。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导致产生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心理神经免
疫学”。（见第148页及其下1页）

安慰剂效应。目前还没人有把握地认识到，在人类身上能否将经典
条件反射成功地应用于疾病的治疗。当然，经典条件反射至少能够部分
地解释安慰剂的作用。所谓安慰剂效应就是给测试对象服用一种仅仅含
钙的物质，这种物质对人体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作用，但能减缓大多数
不舒服的症状，因为测试对象希望得到这样的效果。该怎样解释安慰剂
效应呢？病人会把能减轻他的病症（UCR）的某种药物（UCS）与一个
灰色的圆瓶子，甚至与医生的治疗室或者白大褂（CS）联系起来。有
了这种体验之后，单是灰色的圆瓶子或医生的白大褂就能引起条件反应
（CR）。（Ader, 1997）比如，借助这种安慰剂效应还能降低人体中的
血糖含量。（Stock-horst et al., 2000）

生物学准备心理。加西亚在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个另外的认识：巴甫
洛夫认为，任何一个中性刺激只要适当地与无条件刺激建立联系，就都



能成为条件刺激，而加西亚认为情况要复杂得多。一只老鼠喝了糖水以
后（由于辐射）会感到恶心，从此就学会不喝糖水；相反，光学或声学
刺激在老鼠身上就不能成为条件刺激。如果喝了糖水以后再给以能引起
疼痛反应的电刺激，那么，它们就不会讨厌糖水。从当时的许多观察研
究中可以看出，各种动物都明显具备一种生物学准备心理，随时准备快
一些或慢一些学会（S－R）联系。比如，在通常情况下，通过经典条
件反射可以使人非常容易地对蛇或蜘蛛产生恐惧；而且对这些动物的恐
惧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就很难消除。（Soares & Öhman, 1993）相反，门
把手或立体声装置、鲜花或者贝壳则很难成为引起恐惧的条件刺激。
（Cook et al., 1986；Öhman & Soares, 1994）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显然
已经学会很快发现那些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动物并产生恐惧的感觉。
（Öhman et al., 2001; Öhman & Mineka, 2001）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史前时
代是猎人或采集者，他们一定经常同毒蛇和毒蜘蛛作斗争。这些天生就
知道躲避攻击者的祖先的后代就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并且比其他没有这
种遗传配置的人更能繁殖后代。而现在，许多人不再惧怕毒蛇和毒蜘
蛛，是因为他们遗传了早在史前时代就已获得的适应能力。（Cosmides
et al., 1992）

5.2.2　工具性条件反射

当时，伊万·巴甫洛夫正在研究怎样用条件刺激或无条件刺激引起
动物的反应，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李·桑代克（1874－
1949）感兴趣的是行为方式与其后果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个问题。桑
代克是威廉·詹姆斯（见第25页）最勤奋的学生之一，对他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极其对生物的适应行为的解释。但是，单个的动
物是怎样适应环境的呢？桑代克打算通过动物试验弄清这个问题。他最
初在哈佛大学注册攻读博士学位。他先在宿舍里用母鸡作实验。母鸡只
要走出桑代克用书搭成的迷宫就能得到食物奖赏。然而，他的房东禁止
他在宿舍里“养鸡”，并用解除合同相要挟，因从此他不得不中止这项研
究。后来，詹姆斯让他的学生在自家的地下室里继续进行研究。
（Murchison et al., 1961）由于对一个女人（他后来娶了她）的失望，桑
代克离开波士顿，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进行研究。在那里他开
始研究不安分的猫。他用原来装橙子的旧木箱做了15个如插图5.7中所
示的迷笼。桑代克用这些笼子研究了在重要方面不同于巴甫洛夫的行为
方式。



插图5.7　桑代克使用的一个迷笼。为了吃到放在笼子外面的食物，他的猫学会通过压下杠杆来开门。

反应性的和工具性或操作性的行为。巴甫洛夫按照伯尔赫斯·弗雷
德里克·斯金纳所作的区分，研究实验者控制何时发生的反应性或应答
性行为；（Skinner, 1953）这就是由无条件刺激或条件刺激所引起的行
为。与此相反，生物体还有最初不受外界控制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
式可能是有内在的刺激引起的（但是斯金纳不同意这种关于起因的猜
测）。人类和动物及其行为方式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人们也称之为
影响性行为，桑代克称之为工具性行为，而斯金纳（见第231页及其下
几页）则称之为操作性行为。

尝试—错误行为。桑代克所设计的问题情景基本上是相互可比的：
他把一只饥饿的猫放进笼子里（见插图5.7）。这只猫在笼子里必须采
取行动（比如拉动绳子或者压下杠杆），才能打开笼子的门闩，够得到
放在笼外的食物，猫第一次被关进笼子后通常会做什么，桑代克在博士
论文中作了如下描述：“它尝试从每个孔往外钻。它抓挠栅栏杆和铁
丝。它把爪子伸进每一个孔，抓挠一切它能够得到的东西……它并不关
注放在笼子外面的食物，而只是本能地想努力走出笼子。在激烈的挣扎
中，猫在整个笼子里都留下了抓痕，它可能会拉动绳子或绳套，或者压
下杠杆，从而打开笼门。”（Thorndike, 1898）

桑代克发现，在第一次实验中，将猫第一次关进笼子以后，猫所表
现出的行为方式有先后顺序，这是偶然的。因此桑代克称之为尝试—错
误行为（他更喜欢尝试－成功这一概念［Chance, 1999］，以便确认行



为方式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这只猫迟早（比如在四分钟后）会压下
杠杆，打开笼子的门，然后走上通往食物的道路。从开始尝试到打开笼
门的时间作了详细记录。在另一次试验中，桑代克再次把这只猫关进笼
子，并记录了这只猫从采取工具性行为方式，到最后打开笼门所需的时
间。桑代克发现，失败的尝试次数逐渐减少，也就是说，这只猫被再次
关进笼子里后，尝试—错误的行为越来越少。那种能使它获得自由的行
为方式出现得越来越早。因此，猫已经学会通过尝试—错误达到目的。
比如，在第七次实验中，猫花30秒钟就打开了笼门，而在第24次实验
中，它只花七秒钟就打开了笼门。

效果律。但是，这只猫是怎样从错误中学习，一次一次地重复尝
试，并越来越快地采取成功的行为方式的呢？桑代克认为，学习过程遵
循的是效果律：根据这一规律，失败的冲动会“淡化”，而那些导致成功
的特别冲动会被随后的愉悦感所“强化”。可见，一种行为方式如果导致
一个错误，就会产生厌恶感（英语：annoyer）。这种（引起厌恶感
的）行为方式和迷笼的刺激条件之间的联系因此而被削弱了。只有极少
数的行为方式能引起满足感（英语：satisfier），因为采取这些行为方式
最终能打开笼门并能通向食物。它们与迷笼刺激之间的联系因此而加强
了。效果律说明，采取某种行为方式的频律取决于结果。

效果律的方法论缺陷。效果律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不能忽视的。桑代
克发现，有些行为方式出现的频律很高，而有些则很低。行为方式出现
的频率发生变化，是否真的取决于其结果，还有待验证。桑代克在发现
某种行为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频繁出现以后，他只能推测，这种行为
变化是由于其愉悦的效果而产生的。

工具性行为。桑代克在努力解释动物的适应性行为的过程中，达到
了一个重要的阶段目标。他成功地证明，动物在新的环境下会采取尝试
—错误行为，以便清除障碍，达到诱人的目标。桑代克把这种最终达到
目标的行为称为工具性行为。因此，桑代克将他研究的学习方式称为工
具性条件反射。（Thorndike, 1905）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某种行为方式
成为为生物体获得奖励的工具，那么，这种行为方式就会得到强化（英
语：strengthened）。斯金纳也曾研究工具性行为，但他使用了另一个名
称，因为他要解释的问题与桑代克有本质区别。

5.2.3　操作性条件反射



插图5.8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斯金纳：从失败的作家到激进的行为主义者。伯尔赫斯·弗雷德里
克·斯金纳（1904－1990）起初想成为一名作家。他甚至在纽约的格林
尼治村住了六个月，以便体验无拘无束的艺术家的创作氛围。但是他很
快就发现，他说不出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度过了“黑色的一年”。斯金纳
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已经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差一点被淹死，但是
终于获救了。”（Skinner, 1976）一本杂志介绍的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
意，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介绍约翰·华生的行为主义。此外，他还特别
崇拜巴甫洛夫：在他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挂着一张他非常珍爱的有巴甫洛
夫亲笔签名的照片。（Catania & Laties, 1999）斯金纳埋头苦读华生的
著作，并且对此非常着迷，因为他在此后不久即1928年就决定申请到哈
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直到1936年才完成自己的研究。接着，他
离开哈佛，但为了从事研究，1948年又回到了哈佛，通过这些研究他一
跃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Korn et al., 1991）他并不怀疑
诸如思想、感觉、期望等“内在因素”的存在，但是他“作为激进的行为
主义者”深信，这类“个人的事情”在科学研究中不能用于解释行为方



式。（Delprato & Midgley, 1992；Baum & Heath, 1992）斯金纳在学术
生涯中很早就成了一个行为主义的狂热追随者。在博士考试中请他说出
这种观点的某些不足时，他竟然什么也说不出来。（Skinner, 1979）

操作性行为方式及其条件反射。斯金纳把生物体作用于环境的各
种活动称为操作性行为方式。这些活动是不由自主的行为方式，比如演
讲者的手势，摇头，将勺子放到嘴边或者对他人友善的微笑。在经典条
件反射的情况下，一种条件反应对引起这种反应的刺激不产生任何影响
（巴甫洛夫的狗流涎对于是否响铃或什么时候响铃不产生影响），而操
作性行为方式的后果会对这种行为以后出现的频率产生影响。一种生物
学习某种行为方式，因为学会以后会得到强化（见下文），或者不学某
种行为方式，因为学习之后会得到惩罚，人们称这一过程为操作性条件
反射。因此，工具性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具有共同的特征：行为方式作为
其后果的作用会发生变化。但是，对于斯金纳来说，行为方式的工具性
质根本不是他关注的重点，更确切地说，他认为重要的是解释怎样控制
行为方式这个问题。

寻求最可能的行为控制。如前所述，桑代克做实验是为了查明动
物适应环境的方式，而斯金纳则试图回答怎样控制动物和人类的行为这
个问题。比如，桑代克的猫什么时候压下杠杆，每隔多长时间压一次，
然后摆脱实验者的影响。但是，怎样使猫在此地此刻表现出某种行为方
式，而在彼地彼时不能这么做呢？这些问题是斯金纳研究的重点。为了
说明桑代克和斯金纳的不同意愿，似乎应当分别用工具性和操作性的名
称来区别他们所研究的条件反射。

斯金纳是指望借助条件反射控制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吗？斯金纳就
这个问题回答说，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故意”脸红。“脸红与失色、流
泪、流涎、流汗一样是不受操作性条件反射控制的”。（Skinner, 1953）
从信息框5.3可以看出，斯金纳的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必定会遭到批
判。

利用斯金纳笼子研究行为克制力。斯金纳像桑代克一样，也设计
了一个笼子，并利用这个笼子研究动物的学习行为。这个如插图5.9所
示的笼子的基本结构闻名遐迩，被称为“斯金纳笼子”。（顺便说一下，
斯金纳不喜欢这个名称，因此他从未使用过这个名称。［Skinner,
1983］）让老鼠在笼子里学会按压一个杠杆以获得食丸。在工具性条件
反射过程中记录实验动物压下杠杆所需的时间，而在操作性条件过程中
则记录一种行为方式（比如按压杠杆）在单位时间内出现的频率。斯金
纳明白，只有比桑代克更为彻底地揭示行为方式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
才能支配动物的行为；他把这种关系称为行为克制力，并区分为正面鼓
励和负面鼓励、消退和惩罚。他很快就明白，要支配行为还需要额外的



刺激，即辨别的刺激。

插图5.9　斯金纳笼子。让老鼠在笼子里学会按压一个杠杆以获得食丸。

信息框5.3

人们能够学会影响那些通常由身体自动调节的身体机能吗？
有些新的科学认识往往不是预期的，而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偶然间
获得的。对于约瑟夫·卡米亚来说也是这样，他在50年代末进行了
关于睡眠的研究。当时他发现，在头盖骨外侧可导出的微弱脑电流
在休息的状态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式——即所谓的α波。他想在
研究过程中自问，如果他在α波出现时立即告诉测试对象，他们是
否能对某种放松程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他的一个测试对象在
控制脑电波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她甚至都能够发射摩斯码
（学会切断α波相对容易，而要加强α波则非常困难）。无论如何，
通过条件反射作用来影响生理过程似乎是可能的，而根据传统认
识，生理过程是不受意识控制的。有关生理过程的数据的通报（或
汇报）被称为反馈（英语：Biofeedback）。这是一项技术，……意
思是“用技术手段直接反馈身体信号。目的是学会控制这些生理过
程”。（Bruns & Praun, 2002）最早进行今天被称为“反馈”的科学研
究是在1885年。当时俄国的一位医生说，他的一个病人能够“通过
完全有意识的意志力”控制心跳，而且能够把心率每分钟提高到30
次。（Tarchanoff, 1885）研究反馈获得的最初成功立即使人欢欣鼓
舞，这种方法被运用于4000多项研究。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从



最初的反馈研究中得知，α波的活力可以增强，是因为人们把α波的
出现直接告诉了测试对象；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又能达到高度的放松
状态。通过重复最初的实验，研究人员发现，之所以产生当时所描
述的效果，是因为测试对象闭着眼睛非常安静地坐在实验仪器前
面；他们得到的关于脑电波的反馈显然没有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Plotkin, 1979）这些报告最终使人们冷静了下来，并逐渐认识到
最初对反馈的预期太高了。（Zeier, 1997）不过，恰如其分地运用
这一方法，还是很有希望取得疗效的。（Hermann, 2002）

虽然借助于反馈这种手段——仅举几例——能降低血压
（Nakao et al., 2000；Zeier, 1997），慢性头痛和偏头痛也能借助这
种方法得以减轻，因为病人能学会控制自己的肌肉（Bruns &
Praun, 2002；Zeier, 1997），相反，用反馈法治疗背痛的疗效却没
有很大的把握（Kröner-Herwig, 2002）。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种疗法总的来说非常昂贵，何况还有比较便宜的疗法也能取得同
样的疗效。

通过鼓励提高行为方式出现的频率

初级鼓励物。在动物试验中大多使用初级鼓励物，就是那些满足动
物某种生物学需求的鼓励物，比如氧气、食物、水、温暖和性。人们往
往断言，这些刺激的鼓励功能无需学习。这种说法——至少对于人类
——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哪些食物具有鼓励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各自的文化。中国人心目中的许多“美食”，会引起大多数欧洲人的反
感，甚至恶心。

初级鼓励物原则上虽然能达到显著的效果，但是也有某些不足。比
如，如果把食物或者水给一个当时不饿也不渴的人，那么它们就不会起
作用。对于一个口渴的人来说一杯水无疑具有鼓励物的性质，但是，对
于一个刚喝完一瓶水的人来说，这就不是刺激。

如果仅凭初级鼓励物改变行为，那么，行为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就非
常小；但是通过学习就将初级鼓励物上升为二级鼓励物。

二级鼓励物。将刺激与初级鼓励物相结合，同样也能获得鼓励物的
功能，人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二级鼓励物（或称条件反射鼓励物）。比如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黑猩猩学会了用筹码在自动售货机上换取葡萄
（Wolfe, 1936）。对于黑猩猩来说，筹码显然具有二级鼓励物的功能，
如果将自动售货机设置得远一些，它们就无法用筹码换到葡萄，它们也
愿意通过劳动挣得筹码。黑猩猩甚至会偷取和积攒筹码。很明显，它们



使用筹码就像人们使用钱一样。二级鼓励物的其他例子还有诸如良好的
分数、受到关注、表扬以及赞美。所有这些鼓励物都可以冠以“正面鼓
励”的名称。

正面鼓励。了解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作用的最好途径就是描述
他最早的一个实验：一只饥饿的老鼠被关在一个斯金纳笼子中。
（Skinner, 1938）一开始人们在这只老鼠身上观察到了被桑代克称为尝
试—错误行为的行为方式。这只老鼠迟早也会表现出一种明显无需学习
的行为方式：按下眼前的杠杆。这种操作性行为方式在实验的第一个小
时中出现了八次。后来斯金纳改变了实验条件：从第二个小时起在每次
按压杠杆后都会有一个小食丸落进碗里。因为每次按压都被一个记录器
（见插图5.10）记录了下来，所以也可以从记录中看出，这种操作性行
为方式出现的频率在提供食丸后逐渐增加。最后老鼠能在一小时内按压
杠杆300次。这就是学习：某种操作性行为方式出现的频率增加了。

插图5.10　记录斯金纳笼子中实验动物的操作性行为方式的仪器。

为了解释观察到的这种行为变化，斯金纳与桑代克一样追溯了行为
结果。由于斯金纳自认为是彻底的行为主义者，所以他避而不谈结果的
好坏。相反，他下了这样的定义：正面鼓励物是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发
生在某种行为方式之后，并能提高该行为方式出现的频率。如果在动物
的行为方式之后发生某种鼓励物刺激，那么人们也说，它被鼓励了或者
得到了鼓励。

例　子

如果斯金纳笼子里的老鼠在五分钟内按压了一次杠杆并因此而
得到一颗食丸，老鼠因此而更为频繁地表现出操作性行为方式，比
如在五分钟内按压杠杆15次，那么根据斯金纳的看法，喂食就是一
种正面鼓励物刺激。



正面鼓励和奖赏的区别。鼓励物刺激与在日常用语中所使用的词
语“奖赏”的含义往往是相同的。但是，斯金纳在定义鼓励物刺激时非常
谨慎。斯金纳认为，只有在某种行为方式之后出现的、可测量这种行为
方式出现的频率的刺激，才具有鼓励物的作用。可见，某种作为奖赏设
想的措施想要具有鼓励的性质，某种行为方式必须在给予奖赏以后频繁
出现。但什么是鼓励物刺激呢？一种刺激怎样能使某种作为其后果出现
的行为方式以后更为频繁地出现呢？

刺激怎样成为鼓励物？斯金纳的实验仪器是这样设计的，杠杆被每
压下一次就提供一颗食丸。由于此后杠杆会被比较快地重复压下，所以
他认为食丸具有鼓励物的属性。然而，大卫·普雷马克在研究过程中形
成了另外一种看法。（Premack, 1959）根据他的看法，斯金纳为老鼠提
供食丸，仅仅使老鼠有机会以某种活动对食丸作出反应。普雷马克断
言，在斯金纳的实验中起鼓励物刺激作用的是动物的进食行为。普雷马
克认为，在现实中，动物的一切行为方式都可以按其出现的频率分成等
级，其中最诱人的在最顶层，最不诱人的因此想要避免的在最底层。普
雷马克的原理是：

——出现频率较高的行为方式（比如进食）鼓励出现频率较低的行为方式（比如按压杠杆）；
——某种行为方式的出现频率取决于个体。（Premack, 1965）

在某个时间证明的等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可能改变。他在一项实验
中让孩子们决定，是吃甜食还是玩自动弹球机。（Premack, 1959）由于
许多测试对象决定玩弹球机，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行为的等级高于
吃甜食。普雷马克本来确实可以鼓励吃甜食，因为他鼓励了玩弹球机的
机会。然而，他起初并没有成功地借助甜食来鼓励玩弹球机的频率。不
过，只要孩子们过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这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们
感觉越来越饿，鼓励物等级的排序就会明显发生变化，最终能够用吃的
机会来鼓励玩弹球机的行为。

例　子

父母们早就把普雷马克原理应用于教育措施。他们先让孩子完
成不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做家庭作业），然后才允许他们做愿意做
的活动（比如玩耍）：“你做完家庭作业就可以玩！”

负面鼓励。人们做梦都在想一个行为仅受正面鼓励物控制的世界。
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在负面鼓励过程中，事先就要避免某种讨
厌的刺激或者终止这种刺激的影响。讨厌的刺激的特征是，采取逃跑或



回避的行为，以对这种刺激的出现作出反应。
斯金纳的实验动物在实验中想必已经知道，它们不仅得到过食丸，

而且在其他的实验过程中还受到过电击。当然，它们可以通过按压杠杆
关掉这种讨厌的刺激。由于某种行为方式（比如按压杠杆）而没有出现
讨厌的刺激（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件——“非行为主义的”表达——就会
给人愉快的体验），斯金纳称之为负面鼓励。他的实验动物已经学会，
如果按下杠杆，痛苦的电击就不会出现或者可以结束这种痛苦。每次出
现（负面）鼓励物刺激后，就会加快按压杠杆的速度，可见，按压杠杆
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样，如果在采取某种行为方式以后可以终止或者
事先能避免某种讨厌的刺激，那么这种行为方式就会得到鼓励。

例　子

驾驶机动车时必须系安全带，但人们发现驾驶员经常“忘记”系
安全带。于是立法者决定，对不系安全带的驾驶员处以罚款。罚款
就是讨厌的刺激的一个例子，及时系上安全带就可以避免这种刺
激。事实上，被罚款的危险就是一种负面鼓励物，因为在实行系安
全带义务以后，行车时系安全带越来越正常了。

“负面鼓励”这个概念使许多学生感到困惑，这可能是因为“负面”这
个单词按他们的理解就是不愉快。比如，他们经常会问，在采取某种行
为方式之后出现的这样一种“负面”事件怎么能够提高这种行为方式出现
的频率呢？如果记得有些体验是以负面鼓励物的终结而愉快地结束的：
成功地避免或终止某种讨厌的刺激，那么，也许就好理解了。

不要混淆负面鼓励与惩罚（见第238页及其下1页）这两个概念。负
面鼓励不能终止某种行为方式，更确切地说，相反，只能提高某种行为
方式出现的可能性。

在此以前，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考虑到：应当怎样对待动物，才能自
动地绝对不发生某种预期的行为方式？桑代克也许等待了很长时间，他
的猫才终于按下杠杆。为使某种预期的行为方式早点出现，实验者能做
点什么吗？

塑造能加快预期的行为方式的出现。实验者等待实验动物的某种
行为方式，看来他的耐心要经受巨大考验，甚至可能白等一场。如果老
鼠根本不想按压笼子里的杠杆，斯金纳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就
可以塑造行为方式。这种方法要求实验者鼓励每一个接近最终预期的行
为方式。

为了促使老鼠按压杠杆，只要它向杠杆的方向看一眼，实验者就给



它一颗食丸。当老鼠向杠杆靠近时再实行下一步鼓励，当老鼠触动杠杆
时再给它一颗食丸，如此反复。借助这个逐步接近的过程，差不多就能
加快每种行为方式的出现。然而，这种基本的操作说起来比较容易，实
际操作就困难了。斯金纳借助塑造（结合各种操作性行为方式）毕竟成
功地教会了鸽子打乒乓球，教会了狮子骑马。

例　子

不言而喻，对于人类来说，塑造主要用于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或
者年龄非常小的测试对象。比如有一项研究的目的是让一个44个月
大的孩子进行体育活动。（Johnston et al., 1966）首先要让他克服
对攀援架的恐惧。在“治疗”开始后，在孩子走向攀援架的时候，体
育老师微笑着跟他说话；相反，在他离开攀援架的时候，老师就不
关心他。每达到一个阶段目标，都要提高一点要求。一开始，在他
靠近攀援架两米左右的地方时，只要加强关心就行了；然后，哪怕
他只走近仅半米，积极的结果就会出现，并接近预期的行为；在接
下来的塑造过程中，至少要求他触摸到攀援架，最终孩子开始爬上
攀援架。在研究即将结束时，孩子把他70％的时间都用在了攀援架
上。

减少操作性行为方式的出现频率

惩罚能抑制操作性行为方式。为老鼠提供一种他们千方百计想避
免的讨厌刺激，能够阻止某种行为方式再次出现。在斯金纳的实验中，
老鼠每次按压杠杆都会遭到电击，很快老鼠就不再表现出这种操作性行
为方式。在某种行为之后会出现一种讨厌的刺激，它的出现频率会从此
越来越低，甚至可能根本不再出现——至少暂时不再出现，学习心理学
家就把这一过程称为惩罚。

然而，在施行惩罚的情况下，某种行为方式是消除不了的，这种行
为方式的出现仅仅被抑制罢了，因为在消除不良后果之后，这种行为方
式一般还会再次出现。只有在必须快速抑制某种行为方式的时候，惩罚
才是适用的。比如，可以用惩罚来防止孩子不经意跑到车水马龙的大街
上或者不会游泳的孩子停留在水深浪大的河边。同样，这种方法还能防
止孩子偶然触摸炙热的炉灶或者欺负弟弟妹妹。在有些情况下惩罚是快
速而有效地防止某种行为方式出现的一个好方法。然而不能忽视的是，
惩罚方法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没有用”。美国对108580名犯人出狱后所作



的跟踪调查显示，62％的人在三年内再次触犯法律；41％的人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再次回到狱中。（Beck & Shipley, 1989）同样，有些父母虽然
惩罚了孩子，但是未能让孩子改掉那些不良的行为方式。难道这类现象
不是对惩罚效果的质疑吗？

惩罚的后果不可预测。如果认为可以始终抑制某种行为方式，只要
有这种行为就及时而严厉地给以惩罚，那么，这是一种非常机械的看
法。其实，惩罚是一种效果很难预测的行为结果。因此，如果真的使用
插图5.11中所示的“鞭打机”，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非常值得怀疑。

插图5.11　鞭打机的使用是基于对行为及其条件的非常机械的看法。其实惩罚的效果是很难预测的。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所设想的惩罚措施对以后的行为会产生怎样
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评价的功能。也就是说，非常重要的是，接受惩罚
的人怎样看待对自己实施的惩罚措施，比如他可能认为这种惩罚是公平
的或不公平的。可能是他咎由自取，也可能是环境使然。一个人会作出
怎样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主观判断。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如果执行惩罚措施前后不一，那么这种措施就可能很快变成一种负
面鼓励。比如，在居民区超速行驶的司机估计会受到惩罚，如果他没有
受到惩罚，那就满足了负面鼓励的条件（见第236页及其下1页），这就
是说，他的错误驾驶行为（超速驾驶）得到了鼓励！

此外，惩罚的效果还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社会情感关系。孩子
会与父母建立积极的关系，因为父母经常对他们友好地微笑，称赞并认



可子女的成绩，也就是说，孩子们一直在努力维持与这些亲人的接触；
相反，他们会回避对自己不断批评、喋喋不休的父母。所以，经常惩罚
别人的人不可能对行为产生影响。这个论断对于日常的教育具有直接的
意义。与孩子建立了友好而亲密关系的父母更有可能用偶尔的惩罚取得
预期的效果。反之，那些对孩子冷若冰霜、漠不关心的父母，即使采用
同样的措施，也很可能不起作用。

惩罚应当尽量不给社会情感关系造成负担。因此，人们在试图改变
某种行为时不要仅仅使用这一种方法。但是还应当注意的是，惩罚措施
一开始仅仅为了表示某种行为方式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观点认为，应当
考虑受惩罚者在某种情况下是否能够表现出人们预期的行为方式，这种
行为方式往往必须先得到鼓励。可见，母亲不要一味地惩罚粗心大意地
穿越马路的孩子，同时还要教会孩子按规定先查看道路状况再过马路。
成功的教育方式可系统适用于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规则。（Walberg,
1987）现代监狱制度也不再重视惩罚，在服刑期间大多会为他们提供学
习的机会，让他们养成那些社会欢迎的行为方式，方便他们在出狱后融
入社会。

如果人们想不仅抑制某些操作性行为方式，而且还想有效地防止它
们的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采用消退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
上与经典的条件反射非常相似。

彻底撤消所有鼓励物刺激：消退。如果在操作性条件反射过程中
始终远离之前在某种行为方式之后出现的鼓励物刺激，那么，这种行为
方式有望渐渐降回到开始学习阶段之前达到的水平。在撤消鼓励物之
后，各种操作性行为方式出现的频率可能会短时提高，但是，如果还没
有消除鼓励物刺激，那这种行为方式最终会出现得越来越少。

例　子

正常的自动售货机在投入足够的硬币后通常会吐出商品。但
是，如果某天一个顾客投了硬币却没有得到商品，他会怎么办呢？
他最多会再尝试一次，但是如果再次得不到商品（鼓励刺激），他
就不会再往自动售货机里投钱。他的投币行为——至少在一台缺货
的自动售货机前——已经发生消退。

部分鼓励妨碍消退。想像以下情景：两个人站在自动柜员机前。其
中一个人想要一盒烟，但是他的努力白费了，自动售货机并没有吐出他
想要的商品。这位失望的顾客接着没有再往售货机里投币并转身离开
了。第二个人站在博彩游戏机前，他也一分未赢。但是他继续一个接一



个地往机器里投币。为什么这两个人在上述情景中的表现如此不同呢？
斯金纳的答案是，两台机器吐出鼓励物的过程是不同的。自动售货

机通常在投入足够的硬币后就会吐出商品（“持续鼓励”）；游戏机只是
偶尔才吐出赢利，而且什么时候吐出赢利是不可预料的。人们把这种情
况称为“部分鼓励”。

例　子

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合都会出现部分鼓励。母亲不可能对孩
子的每种行为方式都表态；她只是偶尔表态。学生也不会指望每次
举手发言都能被老师点到。垂钓者没有不时地通过鱼咬钩而得到鼓
励，他们可能也不会再有耐心。

有些情况使斯金纳产生了只对动物进行部分鼓励的想法。他在一个
星期五下午发现，食丸的储备不多了，而他又不想用周末的部分时间来
做食丸。因此他决定，仅仅不时地对行为方式进行鼓励，以此使储备能
维持几天。（Skinner，1979）在这一过程中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他发
现，以前被部分鼓励的行为方式很难通过减除或消退重新撤消。这样，
上述两位自动售货机使用者的不同行为也就有了解释。自动售货机的顾
客依照以往的经验都期待在投币后吐出商品。因此，如果这台特殊的自
动售货机没有吐出商品，这种行为方式很快就消退了。相反，玩博彩机
的人之前只是被部分鼓励，因此，他虽然一分未赢，但还会继续投币。
应当注意的是，操作性行为方式是不能通过彻底消减鼓励物刺激而被完
全消除的。在一次成功的消退发生以后，操作性行为方式出现的频率仅
仅达到持续或部分鼓励之前的水平。

获得和执行行为控制的必要条件

辨别刺激。鼓励和惩罚往往是作为某种行为方式的后果才出现的，
这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一个特征。因此，人们虽然可以提高或降低某种
行为方式出现的频率，但是，仅凭行为的后果是不可能控制行为的。如
果斯金纳仅仅断定，行为方式出现的频率能够因其后果而自行改变，那
么，他只不过对桑代克的认识作了些许补充。当然，斯金纳研究的不是
工具性行为方式，而是操作性行为方式，也就是那种他想要控制的行为
方式。只有使用了一定的刺激才能实行控制，而这样的刺激必须能说
明，某种行为方式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什么时候是不合适的。在日常生
活中存在大量的辨别刺激。



人必须重视辨别刺激，因为辨别刺激能给学生提供必要的暗示。这
些刺激帮助单个的人注意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可能会在特定的
行为方式之后出现鼓励。人们应当学会区分有积极结果的行为方式和其
他不可能得到鼓励的行为方式。斯金纳早已鼓励老鼠进行这样的学习。

区分辨别刺激：正面刺激和负面刺激。如232页上的插图5.9所示，
在笼子的内部有一盏灯。动物必须学会，只有灯亮了按压杠杆才会得到
食物奖赏。如果学习成功，这盏灯便起到了辨别刺激的作用，就能说明
某种行为方式（按压杠杆）具有积极结果（正面刺激）。这样一来，老
鼠的行为受到了刺激的控制。很快，有经验的老鼠在灯灭的时候就不再
按压杠杆了。相反，灯一亮就会立即产生人们预期的操作性反应。信息
框5.4说明，一匹马由于重视辨别刺激给观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似
乎熟悉基本运算。还有一些辨别刺激（负面刺激）表明，某些行为方式
的出现会导致消极的后果。比如，在斯金纳的实验中，老鼠已经知道，
在灯亮时按压杠杆会遭到电击。在十字路口闯红灯的人一定会受到处
罚。对大多数交通参与者来说红绿灯就起了辨别刺激（负面刺激）的作
用，但不是正面刺激，因为人们在遵守交通规则时很少会受到表扬。

例　子

辨别刺激负责让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作出恰当的行为。在上学
后不久，小学生就一定会学会，在校园里可以到处跑，但是在教室
里通常不能乱跑；在高速公路上可以匀速行驶，但在有红灯的路口
最好还是停车；在体育比赛时可以大声呼喊激励自己的队伍；但在
进行笔试的时候大声呼喊不会增强自己的实力；在聚会时讲笑话可
以调节气氛，但是葬礼上人们对此很可能缺乏心理准备。

信息框5.4

教师怎样教会一匹马计算和“其他技巧”？
一匹似乎掌握基本运算和其他技巧的马。冯·奥斯登先生不仅

是一位热情的教师，还是一位马匹爱好者。他在四年的时间内每天
都努力教他的马“汉斯”运算知识。起初，汉斯学会用前蹄敲击地面
回答问题。经过四年的紧张教学，冯·奥斯登先生能够真正在客人
面前展示他的巨大成绩。（Pfungst, 1907）“聪明的汉斯”——在这
期间他的马荣膺这样的称号——会加减乘除、求根、阅读等等。



辨别刺激是回答行为的诱因。这匹马“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能
力”威名远播之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拜访了冯·奥斯登先生。他们
最初也认为这确实是一匹非常有天赋的马。直到心理学家奥斯卡·
芬斯特发现，如果把汉斯的眼睛蒙上，它就不能正确回答问题。显
然，它必须看着人才能作出正确答案。此外，奇怪的是，如果观众
自己都不会解答问题，那么汉斯的答案总是错误的。芬斯特还发现
了这匹马回答问题的方式。如果那时他就知道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
反射理论，那么，他在深入研究后也许就会作出下面的解释：在每
次作出正确回答后，冯·奥斯登先生都会用胡萝卜和其他可口的草
料对它进行鼓励。这匹马已经学会留意观众的某种行为方式，当人
们向它提问时，提问者和其他观众都会低下头，以便听马蹄敲击的
次数。低头起了辨别刺激的作用，因为人们低头以后，马就开始用
蹄子敲击地面。它不断地重复敲击动作，直到到达正确的数字，因
为这时观众又会无意地作出一种反应。反应因人而异，但是通常会
扬起头或一部分脸，比如眉毛。这种反应对汉斯来说也起了辨别刺
激的作用，如果他还接着敲击，就不会得到鼓励。



插图5.12　聪明的汉斯与他的老师冯·奥斯登先生，面前是两个题板。

辨别刺激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都
受辨别刺激（正面刺激和负面刺激）的调节。没有辨别刺激，所有社会
交往都无法顺利进行。一个人在向另一个人求助之前都会注意他的表
情，看他此刻是否愿意交谈。一个正在努力追求一个女孩的年轻人，会
非常小心地留意女孩的所有举动，看其中是否有些表现（比如微笑）可
以理解为开始亲密接触的邀请。同样，在日常上课和教学活动中，人们
也千方百计地尝试用辨别刺激影响孩子的行为。比如，老师要求学
生：“请看黑板！”；妈妈请求女儿：“帮我铺桌布！”。可能一个手势就
足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受学生尊敬的老师也许只要板起面孔就能传递
这样的信号：再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比如与同桌说话）就不客气了。

辨别刺激表明，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某种行为后果。上面提到的
要求和请求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每次都会得到预期的结果，有时甚至会得
到完全拒绝。然而，学习心理学家不是不能解释这类反应。他们指出，
辨别刺激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能预告可能出现的积极或消极结
果。可见，如果人们虽然按照相应的要求采取了预期的行为，但根本没
有得到鼓励，那么，辨别刺激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因此，预告消极结果
的辨别刺激也是这样。如果学生一再经历与同桌聊天却根本没有或者很
少受到惩罚，那么老师的“严肃面孔”也就失去了作为负面刺激的作用，
如果它曾经起过这种作用的话。

5.2.4　从认知角度看条件反射

对于巴甫洛夫、桑代克和斯金纳来说，用认知过程来解释实验动物
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学习心理学家的思维方式深深地植根于行为
主义。但是，借助于认知过程不是恰好可以发现条件反射理论的共同点
吗？批评者断定，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之所以成为可能，主
要是因为它们能帮助人类和动物发现并理解什么会导致什么（Young,
1995）：在一个条件反射刺激（比如铃声）之后，通常至少会出现一个
无条件反射刺激（食物），而一种操作性行为方式则会产生某种后果。
无论是经典条件反射还是操作性条件反射之所以非常可能形成，不仅是
因为学生能自动建立联想，而且因为个体能学会发现环境中的规律，而
认识这些规律则使他们能够适应环境。

从认知角度解释经典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是学会预期。对于传统的学习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来说，经



典条件反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之间产生
更加紧密的联系。然而，这种机械主义观点的批评者却怀疑，一个中性
刺激之所以能成为条件刺激，只是因为它非常频繁地与无条件刺激联系
在一起。也就是说，经典条件反射正如玛丽安娜·哈迈尔与汉斯－约阿
希姆·格拉毕茨所强调的那样，不是一个“没有思想地完成的”、简单
的、机械的反射过程。（Hammerl & Grabitz, 1994）以认知为取向的心
理学家质疑说，巴甫洛夫的实验动物已经有了预期，这难道不是更加可
能的吗？

瑞斯克拉对预期的证明。罗伯特·瑞斯克拉是最早在认知转变后
（见第36页）不再满足于对经典条件反射的纯机械主义解释的学习心理
学家之一。他解释说，“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不是一个单调的过程，动
物通过这一过程在两个偶然一起出现的刺激间建立起或好或坏的联系。
应该把动物看作信息搜集者，它结合先前的理解，运用感觉到的事件间
的逻辑关系，对世界构成一个高清晰的影像。”（Rescorla, 1988）因
此，瑞斯克拉在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经典条件反射是这样一个
过程，动物通过这个过程学会让一个事件预告另一个事件。

为了证明他的结论，瑞斯克拉安排在每次声响（CS）后紧接着出
现一次电击（UCS），重复20次，实验动物也不会再接受下一次电击，
因此CS→UCS这个次序出现的概率是100％。在另一组实验中，老鼠同
样经历了20次声响→电击，此外，它们还遭受了20次事先没有声响的电
击。（Rescorla, 1968）也就是说，在后面这一组中，CS→UCS出现的概
率为50％。因此，两组老鼠经历了同样多的CS→UCS，但是与第二组相
比，声响对于第一组来说是一个更为可信的预告电击的信号。那么，现
在两组的老鼠会作出什么反应呢？瑞斯克拉发现，第一组的条件刺激引
起的反应比第二组更为强烈。如果老鼠已经知道，在每次声响后百分之
百会出现一次电击，那么，它们就能在再次出现声响信号时更为确定地
预知将会出现一个痛苦的刺激。可见，条件反射的关键明显在于，在条
件刺激出现后如何正确地预测无条件刺激的到来。

阻滞。根据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只要在每个声音刺激或
光刺激出现后间隔适当的时间给一个无条件刺激，这些刺激就会变成条
件刺激。但是这一点并不正确，下面的实验表明，利昂·卡民与巴甫洛
夫的做法一样，也是先通过多次在中性刺激之后给予电击（UCS）的方
法使老鼠学会，对声响信号产生恐惧反应（Kamin, 1969）。那么，如
果除了声响信号这一条件刺激（CS）外再增加一个灯光信号（NS），
随后再给予电击刺激，这些动物会作何反应呢？这个灯光刺激也会成为
条件刺激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老鼠对灯光刺激只有微弱
的反应。已经形成的条件刺激（铃声刺激）阻滞灯光刺激成为条件刺



激。（Kamin, 1969；Blaisdell et al., 1999）以认知为取向的心理学家对
这种阻滞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由于在瑞斯克拉的实验中声音刺激已经预
告电击事件，所以灯光刺激不再具有信息价值，因为灯光刺激不能预告
铃声信号没有预告的东西。由于这种新的刺激不能预告不快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所以实验动物无需关注这种刺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灯光
刺激也就不会成为条件刺激。（Rescorla et al., 1985）因此，以认知为取
向的心理学家认为，预期在经典条件反射中很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从认知角度解释操作性条件反射

斯金纳对认知科学的最后的批判性言论。斯金纳也遭到了许多同
行的批判，他们指责他低估了认知过程的重要性。1990年，斯金纳在死
于白血病的八天前，致信美国心理学协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最后
一次表达对“认知科学”的批判，当时他解释说，这是向世纪之交时的内
省法的倒退。斯金纳到死都不能理解，诸如预期或想象等认知过程怎么
能在心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Skinner, 1990）关于斯金纳的固执，唐
纳德·诺曼评论说，他的问题在于他是在信息化时代之前成长起来的，
由于这个原因他不理解信息、知识和结算等概念。（Norman, 1990）对
于习得性无助、隐性学习、建立认知地图以及观察学习的研究能够说
明，为了能在需要时立即就能使用，发现、提取、处理和存储信息是多
么的重要。

在感知没有控制的可能性时习得无助

塞利格曼的经典实验。马丁·塞利格曼在实验中使用一个吊笼，其
结构如插图5.13所示。（Seligman & Maier, 1967）这个笼子的底部是一
块铁格板，通过它将电击传到实验动物身上。笼子用一个小挡板隔成两
格，每格的顶部都有一盏灯，灯亮是痛苦电击的提前预告。



插图5.13　马丁·塞利格曼为研究习得性无助的产生所使用的吊笼。

塞利格曼把狗放在笼子的一个格中，它会受到能觉察到但没有伤害
的电击。起初它无法逃脱电击，后来塞利格曼给它机会，跨越障碍就可
以及时逃脱电击。通常来说，狗会很快学会，在灯亮后可以逃跑，以躲
避痛苦的刺激。而长时间被动接受电击的狗却只能躲在角落里呜咽，根
本不去尝试跨跃障碍，逃到安全的地方。它们作出这样的反应似乎是知
道，痛苦的电击无论如何都会出现，根本没有机会逃脱。马丁·塞利格
曼把这种被动的听天由命称为“习得性无助”，这可以理解为一种习得性
无能，不能克服困难，不能积极地抵制痛苦（讨厌）的事情。
（Seligman, 1975；1992）由于这种业已形成的无能便产生某种预期，
认为有些事情是无法把握的。（Meyer, 2000）动物们经过多次实验也知
道，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于避免或消除痛苦的刺激是无足轻重的。相反，
如果测试对象是人，只要告诉他们，他们没有支配的能力，也就是说他
们只能无奈地接受周围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产生无助感。

例　子

马丁·塞利格曼描述了一个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的士兵。
（Seligman, 1992）这个士兵起初令人惊讶地能够很好地适应原本
难以忍受的监舍条件。他的健康状况之所以比较好，是因为看守告
诉他，只要他愿意合作，就能在某一天获释。这个承诺让他产生了
希望，从而没有出现那种在囚犯中广泛蔓延的无助症状。随着所期
待的获释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位士兵的情绪也越来越好。然而，他



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了；他们显然没有要释放他的意思。在这个戏剧
化的转变之后，他立即就产生了习得性无助感，接踵而来的是沮
丧。此后，他拒绝喝水吃饭，不久就死亡了。这个囚犯起初虽然没
有任何支配权，但他并没有产生无助感，直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之
后，他才感到无助。

无助感的泛化。对于为什么会产生习得性无助这个问题，还没有完
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产生这种状况可能不完全是由
于个体的行为方式及其后果。可想而知，动物和人都会产生一般的预
期：什么也不做就可以躲避痛苦的刺激，并且他们会把这种无助感转嫁
到其他许多事情上（泛化），甚至转嫁到他们有可能支配环境的情况
上。（Maier & Jackson, 1979）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根本不去利用这期
间得到的支配机会，而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不做任何尝试去改变自己的
命运，他们的反应是无可奈何、无比沮丧。当然，是否会真地形成这种
泛化，还取决于怎样解释所经历的不可抗力的事件。（Abramson et al.,
1978）

无助感的产生取决于对不幸事件的先入为主的解释。塞利格曼最
初提出的习得性无助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不是所有人都是听天由
命和无所事事的，很多人都会对长期的贫困、失败或各种痛苦的经历作
出反应。人们观察了许多不得不忍受艰辛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比如他们
经历了父亲或母亲的早逝、父母离异或者不得不长期忍受贫困及其后
果。然而，他们虽然命运多舛却养成了乐观的人生观，而且他们从来不
缺少积极面对困难局面的意愿。（Haggerty, 1994；Stewart, 1997）怎样
解释这些不同的反应呢？答案是，个中原因远比塞利格曼起初设想的要
复杂。经历惨痛的、完全不受当事人支配的生活条件仅仅是产生无助感
的一个条件。如上所述，把讨厌的经历归咎于什么原因也很重要。比
如，中学生或大学生取得的成绩如果低于预期，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
产生无助感，除非他们把考砸不是归咎于总的能力差，而是归咎于状态
不好；比如他们解释说：“我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Metalsky et al.,
1993）塞利格曼把这种情况称为“悲观的解释风格”。（Seligman, 1990）
相反，如果他们找到了特殊原因（“我数学不行”、“这门课我不感兴
趣”），那么，他们一般都不会降低自我价值感，遇到可能的问题时也
不会感到无助。（Alloy et al., 1984；Anderson et al., 1984）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跳出了原本严格的刺激—反
应框架并注重认知因素，从而受到了广泛关注。大大推动关于学习的研
究，并兼顾认知因素的实际上是新行为主义者。



5.2.5　爱德华·托尔曼的认知学习理论

托尔曼是独立的具有独特观点的行为主义者。在托尔曼从事研究
的时期（主要是1920－1940年），他的同行们还丝毫没有想到用认知过
程来解释行为变化这种练习结果，就这一点而言，托尔曼的研究值得尊
重。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决定到德国学习，以便提高自己的外语水
平，这对他的学术生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吉森大学，他听了格式塔
心理学的课程，据他后来自己说，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Hothersall, 2004）1918年，他在结束了哈佛大学的学业以后，在波士
顿西北大学短暂地担任过讲师，然后离开那里，以便接受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聘任。在那里，人们的思想比美国东海岸自由得多。这肯定有
助于他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他的一本书的标题《动物和人的目的性行
为》就清楚地表明，他的思想有别于以行为主义为取向的美国同行。由
于他认为动物是被动的，所以他本人也是行为主义者，但是，他与当时
的学习心理学家不同，他努力“把行为理论与知识、思想、计划、结论
和目的等概念联系起来”。（Bower & Hilgard, 1981）他研究老鼠怎样在
迷宫中活动，在研究中他并没有发现，老鼠只是机械地、无意识地穿梭
于通道。各种迹象表明，老鼠有某种愿望，并想学会怎样实现这些愿
望。（Hothersall, 2004）托尔曼为了解释实验结果而选取的两个概念
——隐性学习和认知地图——表明，他的想法与其他人是多么不同。



插图5.14　对于考虑到认知过程的学习心理学家来说，条件反射不是一个机械行进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老鼠学会等待发生某些事件的过程。
图中：结论是，你必须明白，你必须作出什么反应，然后你就明确作出这种反应。

隐性学习。托尔曼让老鼠在一个迷宫中奔跑，在奔跑中必须避免进
入死胡同，以便尽快从起点到达终点，即放有食物的地方。（Tolman &
Honzik, 1930）第一组老鼠的练习每天都有所进步，它们到达目的地的
速度越来越快，这与工具性条件反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在16天的
时间里能够越来越少地犯错误，即不走进死胡同。



插图5.15　爱德华·托尔曼为研究老鼠在不同鼓励条件下的学习所使用的迷宫草图。

在十天的时间内，托尔曼让第二组老鼠在迷宫里自由行走，即使它
们到达目的地也不会得到食物。根据条件反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
能发生学习行为，因为不存在任何鼓励。但是，托尔曼在第十一天第一
次在终点放有食物，在第十二天，老鼠们就能几乎没有一只进死胡同，
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可见，在唯一的一次鼓励以后，它们的行
为就能突然改变，因为它们能像第一组老鼠一样快地到达目的地。对于
第二组的老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赶上第一组的“成绩”，托尔曼怎么
解释呢？

托尔曼深信，老鼠们在没有得到鼓励的时候也能学习迷宫的结构；
他解释说，没有同时的行为变化，也能进行学习。在最初的十天里，第
二组老鼠进行了隐性学习，也就是说，学习起初是隐藏的、是不通过行
为表现出来的。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形成了知识，但是只在有助于
解决问题时才能使用。但是，托尔曼解释说，这种隐性学习不仅在实验



条件下可以发生，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甚至特别能发挥重要
作用。（Tolman, 1932）人们每天都走同一条路，并且记得，哪家店在
哪里，银行、停车场等在哪里，而这种学习也是隐性的，因为人们只在
需要解决某个问题时才会用到这些早已获得的知识。

人们是如何想象老鼠们在最初十天里所获得的知识的呢？它们在这
段时间内记住了行为要素的顺序了吗？比如“先直走，然后左拐，再右
拐”。托尔曼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答复。通过隐性学习，不能学会
特殊的、每次都有结果的行为方式，更确切地说，可以学会这个世界有
怎样的秩序、哪条路通往什么地方。

认知地图。认知地图可以设想为一种思想映像，一种认知图象。人
们对自己的居住地，至少是所居住的城区，都会画成这种认知地图。要
从当前的位置到一个地方，人们肯定不会回忆要右拐、左拐和直走多少
次才能到达目的地，更确切地说，根据之前走过的路在思想层面上画出
一幅指向目的地的地图。根据这张认知地图就可以从任意一个出发点
——即便是绕远——到达目的地。托尔曼相信，老鼠也是根据经验画成
认知地图的，尽管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行为变化、也没有得到鼓
励。他断言，老鼠也能取得认识。（Tolman & Honzik，1930）

5.2.6　从尝试行为和失败行为到认识

沃尔夫冈·科勒在特内里费岛用猩猩所做的实验。格式塔心理学家
是早期条件反射实验最激烈的批评者。（见第37页及其下1页）在他们
看来，巴甫洛夫和桑代克所描述的学习过于机械。他们首先批判的是实
验条件，在那样的条件下，实验动物无非只能对外部刺激被动地作出反
应或者表现出尝试—错误行为。格式塔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也是这
类批评者之一。（Köhle, 191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居住在特内里
费岛，他在那里的活动一直是个谜。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关注过这个
谜，甚至认为科勒是在那里从事间谍活动。（Ley, 1990）这种怀疑虽然
最终也没被推翻，但是仍应谨慎对待。总之，科勒的得到明确证明的，
继而众所周知的工作，是研究猩猩在困境中的行为。

通过认识而不是通过尝试—错误找到解决办法。猩猩的任务是，
拿到不能简单够到的水果。比如，科勒把香蕉挂在笼子顶上，猩猩要把
眼前的箱子叠放在一起才能够得到；猩猩的另一项任务是借助于一根木
棍够到放在笼子外面的香蕉。科勒最聪明的猩猩苏丹先是尝试伸出胳膊
去拿，然后再尝试用手头的木棍去够。但是由于距离太远，它的努力没
有成功。在失败后它休息了一会。突然，它看到一根较长的、也放在笼
子外面的木棍。它先用短木棍够到这根长木棍，然后再用它够到水果。



科勒不同于桑代克对猫的观察，他强调，他的猩猩是突然找到解决
办法的，之前并没有尝试任何有随机顺序的行为方式。它们一旦找到解
决办法，就会立即进行尝试。科勒还断言，解决问题需要的是认识、调
整感觉场，而不是尝试—错误行为。

科勒的猩猩也进行以前的尝试—错误学习。科勒认为，他的研究
结果已经证明，克服困境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他认为，而且这样的认识
使“盲目的尝试”成为多余。然而，这位格式塔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忽视了
实验动物已有的学习史，只不过他不知道罢了。这些动物是为了科勒的
研究特意从德国当时的殖民地喀麦隆进口的。（Ley, 1990）而科勒可能
从未怀疑，猩猩在人为制造的困境中的行为可能受了之前的经历的影
响。尝试—错误行为很可能在这些动物之前的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总之，现在已经证明，出生后从未使用过木棍的猩猩解决不了科勒的难
题。但是，只要给它们三天的时间玩木棍或长条的东西，就足以为猩猩
解决木棍—香蕉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Birch, 1945）在玩耍时它
们就会自己创造——最初很可能也是通过尝试—错误——能够“认识”的
学习条件。桑代克就批评过关于动物有惊人思考能力的报道。他认为，
观察者只看到漫长而艰辛的“尝试—错误—跌跌撞撞”的过程的最终产
物。（Glickman, 1977）

5.2.7　在观察中学习

条件反射论者无法解释的一次观察。许多男孩女孩都是在青春期
开始时抽的第一支烟。当事后追问起他们抽第一支烟时的体验时，大多
数人回答说感觉很不好。他们吸进第一口烟后，就剧烈地咳嗽，甚至感
到恶心。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来推断，他们有了这种不愉快的体验
后就会停止吸烟。但许多受访者却说，他们虽然有了第一次负面体验，
但以后迟早还会再次点燃香烟。许多人会频繁地表现出一种行为方式，
尽管这种行为方式起初是与不愉快的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该如何
解释呢？答案是，这些男孩和女孩看过别人抽烟并对这一幕印象深刻。
可能在他们心目中抽烟很“酷”，这又激起了他们自己也要表现很“酷”的
愿望。他们会在以后的尝试中逐渐改善吸烟的技巧。这显然不是操作性
条件反射，而是观察学习，这为许多年轻人抽烟铺平了道路。

阿尔伯特·班杜拉大大推动了观察学习的研究。爱德华·桑代克早已
研究过这样的问题：猫通过观察其他有实验经验的动物是否能较快地学
会打开笼子门，然而，他没有得到模仿学习的任何启示。（Thorndike,
1898）现在，人们通过其他研究已经知道，即使是没有经验的猫也能很
快地学会打开启笼子的机关，除非它们没有机会观察有经验的动物。



（John et al., 1968）人们从当时进行的其他动物心理学研究中得知，母
鸡通过观察其他母鸡跟哪些动物打架大多取胜、跟哪些打架会失败，学
会了它们可以跟哪些动物打架，又该避开哪些动物。（Hogue et al.,
1996）玛丽·卡弗·琼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尝试帮助儿童克服对兔子的
恐惧，他让儿童观察那些无所顾忌地与兔子玩耍的同龄人。（Jones,
1924）当然，系统地研究观察学习是从阿尔伯特·班杜拉才开始的，他
是约翰·多拉德与尼尔·米勒所创建的社会学习理论（Dollard & Miller,
1950）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班杜拉是在研究犯罪青少年的家庭时注意到了观察学习的重要性。
他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往往都好勇斗狠。毕竟孩子在一岁半时就能记
住榜样的行为。（Borg-Laufs, 1999）他自问，孩子通过条件反射学会好
斗，这可能吗？班杜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用条件反射理论设定的
条件来解释孩子的行为太牵强了。他得出结论说，观察一定在攻击发生
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班杜拉特别给自己的理论增加了一个决定性的元
素，即认知过程；因此，他提出了学习的社会认知理论。

用一个比喻阐明观察学习。阿尔伯特·班杜拉用下面的故事来解释
他关于观察学习的观点：一个农夫为了解闷买了一只鹦鹉。（Bandura,
1967；1986）然后他花了几个晚上教鹦鹉说话。他极为耐心地不断重复
一个要求：“叫叔叔！”但是不管他费多大劲儿，鹦鹉还是没有任何反
应。从此，这个失望的农夫拿着一根小棍，鹦鹉每次拒绝说话，他就敲
它的头，不过这么做还是不管用。最后农夫抓起这个有羽毛的客人，扔
到了鸡窝里。过了不一会儿，农夫就听到鸡窝里传出一声尖叫，他立刻
跑过去，吃惊地看到鹦鹉一边拿着木棍打受到惊吓的母鸡，一边大
喊“叫叔叔！叫叔叔！”班杜拉明确强调，他当然不想把这个故事误解为
一篇训练鹦鹉的文章，但是这个故事也许能很好地说明社会学习的过
程。

学习榜样的三种效果。班杜拉用一个比喻说明：

——观察者通过榜样学习怎样获得一种之前保留行为中从未有过的新的行为方式。
——榜样的行为能加强或削弱观察者的行为方式；它将为某种行为方式设置或消除障碍。
——榜样的行为具有辨别刺激的作用，会引发之前学会的同一类型的行为方式。（Baade et al., 1984）

典型实验：模仿看到的攻击行为。许多年前，阿尔伯特·班杜拉就
与两个助手做了一项实验，测试对象是学龄前儿童。（Bandura et al.,
1963）这项实验是让孩子们观看成年人（榜样）殴打橡胶玩偶，他的攻
击行为是边打边骂，以拳打、锤击和脚踢等虐待玩偶。另一组孩子则观
看一个成年人友好地对待玩偶。“表演”结束后，孩子们被带到另外一个
房间，那里有很多好玩的玩具；然而，实验者告诉他们，不能碰这些玩
具，因为这是为其他孩子准备的（一个能使人丧气的条件）。最后，这



些测试对象被带到第三个房间，里面有许多玩具，包括充气玩偶。在这
里班杜拉和同事们开始悄悄观察孩子们的行为。

结果是，起初看过攻击性榜样的孩子们明显也想殴打橡胶玩偶，同
时模仿榜样的谩骂和攻击行为。另一组没有看过攻击性成年人的孩子明
显不想恶意地对待橡胶玩偶。

重视榜样所经历的行为后果。来自第一测试小组的孩子（攻击性
榜样）的行为接近这样一种猜测：他们是在盲目地模仿成年人所表演的
攻击性行为方式。然而，他们没有机械地重复所看到的每个行为方式；
孩子们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可见，关键在于，
榜样的行为方式是得到奖赏还是惩罚。如果孩子们看到，榜样得到了另
一个成年人的表扬，甚至得到了糖果或饮料等奖赏，那么，这些小测试
对象模仿的意愿就会增强。相反，如果榜样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谴责
并被称为“坏人”，那么，这些小观察者模仿的意愿就会大大减弱。
（Bandura, 1965）榜样的特征还对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否会被模仿产生影
响。观察者更愿意模仿一个在他们看来有力量的人。友善、有爱心、会
关心人的榜样比那些用权威和不友善的方式对待小观察者的人更容易成
为孩子的榜样。这样的论断使人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在电视里经常播出
的暴力画面是否也会引起模仿。信息框5.5就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信息框5.5

电视播放暴力画面会增强观众的攻击性吗？
攻击性在流行电视后发生的变化。几年前，加拿大西北部的

三个村庄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兴趣，因为这三个村庄当时是非常罕
见的居住区，那里还不能收看电视。当传来这里也要开播电视节目
的消息时，泰尼斯·威廉姆斯及其同事趁此机会，在电视开播之前
和其后两年对村民作了调查。（Williams, 1986）在许多研究结果
中，这个研究小组所发现的以下因果联系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调
查期间，语言和肢体攻击的统计数据明显增加，而且男孩和女孩都
一样；在电视开播之前攻击性有高有低的孩子身上出现了这种变
化。（Joy et al., 1986）那么，可以认为电视会增强观众的攻击性
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电视就是一种影响广泛的、会增强观众
攻击性的工具，因为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电视机的数量比厕所
还要多（Bushman & Huesman, 2001）。

看电视的习惯与攻击性之间的联系。在德国，电视中暴力画
面的比例也非常高。周·格勒贝尔与乌利·格莱兴结合自己的一项研
究称：“德国的电视节目几乎有一半至少涉及一次某种形式的攻击



或威胁。”（Groebel & Gleich, 1993）根据相关的统计，德国的电视
节目每周播出4000次谋杀案。（Rand, 1992）如果总结一下大量调
查的结果，确实能得出以下因果联系：在电视中越是频繁地播出含
暴力内容的影片，出现攻击性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大。
（Anderson & Bushman, 2002）布拉德·布什曼与罗威尔·休斯曼解释
说：“电视中的血腥场面与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就像抽烟与癌症那么
密切。”（Bushman & Huesman, 2001）然而，对这种因果联系的阐
释并不明确：经常观看电视中的暴力画面会增强观众的攻击性吗？
有些调查结果非常接近这个结论。（Hogben, 1998；Smith &
Donnerstein, 1998）相反，如果限制孩子看电视和录像的时间，行
为中的攻击性就会减少。（Robinson et al. 2001）与此同时，那些
以前就很好斗的观众由于自己的兴趣在这方面日益浓厚而更经常性
地观看含有暴力画面的影片。（Bushman, 1995）当然，这种已经
得到证实的因果联系事实上丝毫没有说明个体对这些暴力画面的反
应。因此，回答下面的问题才是比较有裨益的：观众个人是否或怎
样受到那些含有攻击性内容的电影的影响，取决于哪些因素。

插图5.16　观众经常看电视中的暴力画面会增强攻击。

影响对暴力画面产生模仿意愿的因素。基本可以断定，年幼
的孩子比大一些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暴力情节的影响。因为年幼的孩



子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剧中的人物及其行为只是虛构的故事。
（McKenna & Ossoff, 1998）如果看这种影片的年幼观众由于其表
演方式而以为，攻击是解决人际矛盾的有效手段，那么，他们就会
有很强的意愿去模仿一再看到的暴力行为。（Huesmarnn et al,
1997；Groebel & Gleich, 1993）因此，父母应当与孩子讨论电视节
目的情节，引导他们对所看到的内容的感觉和理解。（Groebel,
1988）

动作片歪曲现实。为了娱乐大众所制作的影片并不是对现实的
真实反映。在美国制作的每一集动作片中警察至少会开一次枪，而
实际上芝加哥每个警察平均27年才用一次枪。（Radecki, 1989）此
外，摄像机通常会对准故事中凯旋的英雄，而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
在大多数场景中都避而不谈。（Groebel & Gleich, 1993）

经常观看含有暴力画面的影片的其他后果。批评电视上经常
播出暴力画面的人不仅担心观众的攻击性会增强，而且他们认为，
经常播出血腥的场面有可能使观众变得麻木。攻击性行为原本会引
起观众的抗拒，而不断重播这种场面，观众就会觉得习以为常，也
就懒得多管闲事。（Donnerstein et al., 1995）赫伯特·泽尔格认为，
直接模仿在媒体中所表现的暴力行为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存在这
样的风险，即“（看似成功的）攻击性榜样逐渐改变人们对暴力的
价值观、标准和观念，他们对暴力无动于衷，并把暴力当作解决问
题的手段。”（Selg, 1993）因此，经常在影片中看到暴力，暴力就
可能成为可以容忍的。（Füllgrabe, 2002）此外，还可能出现下面
这种相互作用：好斗的孩子往往得不到同龄人的喜欢。他们往往由
于遭到社会的拒绝，所以他们的时间大多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他
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往往是用暴力解决冲突，然而，这对解决人际关
系问题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这样一来，这些孩子在适应社会方面的
困难就会有增无减。（Eron, 1982；1987）

总之，《迈阿密风云》、《法律与秩序》等电视连续剧的制片
人迪克·沃尔夫在一次讨论中所说的话值得令人深思：

沃尔夫：我有一个八岁大和一个五岁大的孩子，他们还没有看
过我制作的任何一部片子。

主持人：为什么没有看？
沃尔夫：为什么没有看？因为这些片子很血腥。

模仿意愿取决于自我实现的预期。人们不是每看到一个别人的行
为就立即想到模仿。人们在观看顶尖运动员的表演时会对他们的行为方
式感到惊奇，而不会想要立即努力取得一样的成绩。人们只在有相应的



自我实现的预期时才会想到去模仿别人的行为。关于自我实现的预期这
个概念在其他地方还要作详细论述，（见第392页及其下1页）这个概念
的意思是说，人们主观上相信自己能够解决某个问题或者也能取得同样
的成绩。也比如，看到一个田径运动员跳远，就能想象出自己在这一方
面能否做到，并预测自己哪一天能否也有机会取得差不多的成绩。这样
的因果联系也可运用于治疗。如果病人相信或者能够让他相信，他们也
扛得住痛苦的经历，那么，表现疼痛的顽强承受力的榜样（实际上是录
像中播放的）就能为治疗疼痛病人提供很好的帮助。（Neumann et al.,
2000）

代理的鼓励与惩罚。班杜拉得以证明，孩子们的某种行为方式出现
的频率可能会提高，虽然他们没有得到鼓励，成年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如此。班杜拉实验中的孩子得到了一种代理的鼓励，所以说，如果人们
看到榜样的行为得到了鼓励，接着他们身上的这种行为方式出现的可能
性增大，那么这就是代理的鼓励。相反，如果榜样的行为受到惩罚，那
么这就是代理的惩罚，除非观察者对这种行为感到满意。（Bandura，
1977）

习得行为方式却没有同时表现出来。在操作性条件反射中，有机
体首先表现出某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必须立即得到鼓励，才能发
生比较持久的变化。班杜拉在研究中已经证明，人们学会对某种刺激作
出新的反应或通过观察他人而学会某种新的行为方式。比如，他们在电
影中看到，演员是怎样形成条件反射的：先给一个声音信号（CS），
然后马上朝眼睛轻轻一吹，他们就会对这个声音信号作出眨眼的反应。
重复播放这一镜头，观众也会对这种声响作出同样的反应，尽管他们本
身并未受到无条件刺激。（Bernal & Berger, 1976）

例　子

在安第斯国家秘鲁，年轻的女孩长年在一旁观看母亲织布，很
久以后她们才有机会坐在织布机前织布。当她们终于可以主动参与
这个生产过程时，她们仅凭观察就已经学会了织布的所有工序，甚
至能织出反映各自部落传统的复杂花样。（Franquemont, 1979）

当然，通过观察，人们学习并记住所看到的行为，并不会分毫不差
地重复这种行为。孩子们看一个成年人劳动，学到的确切地说是一个公
式（见第287页及其下1页），得到的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其中只包括行
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包括具体细节。（Bandura, 1986）此后，这个
公式就成为产生新的行为方式的基础。在班杜拉的实验中，孩子观看成



年人殴打橡胶玩偶，他们便模仿了一些重要的行为特征，但不是模仿得
一模一样。

班杜拉在最初的实验中说明，观察者会很愿意模仿榜样，除非榜样
没有明显鼓励自己的行为。后来班杜拉承认，人的行为不仅受环境的控
制，而且还能自我控制，因为有些鼓励物刺激是不受人们自己自由支配
的。

对自身行为的自我控制

对自身行为的自我鼓励与自我惩罚。通过观察，学生会模仿老师
的行为，他们觉得老师的行为是值得学习的，是榜样，而且他们相信自
己也能做到。但是，榜样的行为很可能无法直接模仿，因为这种模仿很
复杂，必须先做一些练习才能做到。小提琴的弓法、花样滑冰中优美的
双前外一周半跳以及高尔夫中的成功开球，这些动作对老师来说轻而易
举，但对学生来说，往往要经历艰苦的学习过程才能基本完成这些动
作。在这方面，学生应当自己设定要达到的目标，并尽可能精确地控制
自己的练习进度。如果他们对练习的收获感到满意，那他们就可以自我
鼓励；如果他们没有实现预期，也可以自我惩罚。在自我鼓励时，学生
可以允许自己吃点零食（比如允许自己吃个冰激凌），或者允许自己做
一件普雷马克所说的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见第236页）各种形式的自
我拒绝预期的消费品或者活动都适合充当自我惩罚。比如，学生可以规
定得到鼓励或者惩罚的条件：“如果我今天能练习三个小时，我就去看
电影或买一本新书，奖励自己。如果我没有达到练习目标，今天晚上就
给爸爸洗车！”

内在鼓励和内在惩罚。操作性条件反射过程中的鼓励物刺激大多是
物质形式的，而伯纳德·韦纳等动机研究人员则强调成功与失败后产生
的情绪上的后果。（Weiner，1986 ）阿尔伯特·班杜拉也强调，人们自
身可以制定强制性的好坏标准，以评价自身的行为。（Bandura，
1977；1989）个人可以用这些标准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也是班杜拉所说
的“自我调节”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人们的行为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是正
面的，那么人们就会自己感到满意，可能还会感到高兴或自豪。这种情
况就是内在鼓励，因为行为的结果是自己正面体验到的感觉。比如，人
们会因为成功做了一个好蛋糕而高兴，尽管没有别人在场。相反，如果
人们在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绩时产生不满或失望，那就会自己
给自己内在惩罚。

可惜，行为的自我调节并不总是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获得成功。这是
因为有意的奖赏不会自动成为鼓励；也不是所有有意的惩罚都能抑制行



为。

例　子

心理学家罗恩·阿什以轶事的形式讲述了他为戒烟作出的努
力。（Ash，1986）因为他受够了头发和衣服里的烟味，同时也考
虑到健康的原因，首先吓着他的是，只要一上楼梯就气喘吁吁，因
此他决定运用自我调节的办法，通过使用内在惩罚来戒烟。从此，
他决心只在看枯燥乏味但很有名望的学术杂志（比如《心理学公
报》）时才抽烟。他以为，如果他成功地把抽烟与乏味联系起来，
那么想抽烟的愿望就会逐渐消失。在这种自我尝试开始两个月以
后，他还是在抽烟，而且一支没有减少。当然，他慢慢开始喜欢看
学术杂志了。

一个改变自身行为的计划。虽然斯金纳宣称他有意控制动物和人
类的行为，是为了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是他的学生却发现，用操作性条
件反射可以改变自身的行为。大卫·华生与罗兰·萨普推荐采取以下步
骤，摆脱某种心理依赖：

1．选择需要改变的行为。这个计划框架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列出
想要改变的行为方式，而且要列举尽量具体的事例，比如，多少是情不
自禁地伸手拿烟的动作、在就餐时间以外不停嘴地吃东西、每天用在学
习上的时间和学习情况。

2．记录目标活动的情况和频率。要尽量详细地记录进行目标活动
的情况和频率：在就餐时间以外吃了什么东西，吃了多少？是不是主要
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学习？学习时间多长？有没有间
断？

3．规定目标行为。为了能使行为逐渐向所希望的方向改变，应该
设定现实的目标。到这个星期结束，每天的抽烟量要减少到多少支？到
下个周末，期间还允许吃几次零食？在计划结束时体重减轻多少？每天
用于学习的时间能达到几个小时？

4．选择鼓励物。如果实现了每次设定的目标，就必须确定用什么
东西奖励自己。看一场电影？吃一两块美味的巧克力？与朋友一起打网
球？

5．不断记录自己的进步。要详细记录想要进行的活动和不想进行
的活动的次数。

6．达到目标行为后的奖励。如果达到了每次设定的目标，就可以



给自己奖励；如果没达到目标，必须诚实地对待自己并且放弃奖励。
7．不断检查，甚至修改所设定的目标。如果在自我控制的过程中

发生变化，那么，就存在继续努力的正当理由。如果没有进步，就应当
检查所设定的目标以及所选择的鼓励物是否合适。（Watson & Tharp，
2001）

如果觉得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不足以独立完成这样的计划，那么找机
会向专业人士请教。行为治疗师受这方面的专门培训，他们可以帮助制
定符合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的计划。



6　记忆心理学

通过记忆获得和保持个人身份。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保持，即在
记忆中记住所学到的东西，那么，他就是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他也没
有经验用于未来的构建。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就会像新生儿一样无知。
如果没有记忆，就没有日常的习惯，就不会穿衣、不会使用刀叉、不会
打开房间的电灯，等等，也就不会知道自己是谁；一个人有了记忆才知
道自己的身份，最后就是完全不知所措。几乎所有的智力测试都有测试
记忆力这个项目。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人都清楚拥有正常记忆力的意
义，因为很多人认为，年老时记忆力会大为减退，于是每每想到这一点
就难以忍受，甚至比想到感觉器官的功能减退更加难以忍受。

超常记忆力的例证。有些研究结果证明，人类具有超长的记忆力。
比如，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的记忆中存储了几乎难以令人置信
的信息量。他能记住大约250部交响乐、100部歌剧和其他很多曲目的所
有乐器的每一个音符。（Marek，1975）拉尔夫·哈伯和同事们让测试对
象看照片，每隔10秒钟一张，一共2560张照片。（Haber & Standing，
1969）几天后，从这一堆照片中拿出一些和新照片放在一起给测试对象
看。他们能将已经看过的照片正确无误地挑出来，正确率达90％，甚至
在时隔四个月以后，还有80％以上的人能正确指出他们看过的照片。有
些人对字句过眼不忘，而且出错率非常低。（Shepard，1967）从学校
毕业几十年后，从前的同学重新聚会，也可以证明良好的记忆力。有些
人阔别三十多年，仍能从照片一眼认出老同学，而且准确率在90％以
上。当然，记住名字的准确率就没有这么高了。有些人从学校毕业几年
后，就不记得同学的名字了；但不容忽视的是，完全忘却要在15年后。
（Bahrick et al.，1975）

记忆犯错率的例证：证言。还应当观察记忆力的另一面。比如，
事件的目击者事后怎么能可靠地回想起事件的经过？（见信息框6.2）
电视的新闻节目报道了一起袭击事件，时间为12秒。随后，请观众从六
个人中找出袭击者。在给电视台打电话指认的2000名观众中，能够正确
指认犯罪嫌疑人的达15％。所以准确率在随机选择的范围内。在另外一
项研究中，一位教授在大学校园里遭到“袭击”，目击者有141人。他们
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关于体重、年龄和衣着的描述）只有25％可以认
为是差不多准确的。七周以后，原来的目击者只有40％的人能从六张照
片中正确地找出犯罪嫌疑人。大约25％的人将无关的观众指认为袭击
者。甚至教授本人也将一个无关的男子指认为凶手。（Buckhout，



1974）
日常的自我观察可以表明，人既有良好的记忆力，也有令人不安的

记忆缺失。此外，人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对此该如何解释呢？人
们是如何设想记忆力的呢？记忆是如何工作的呢？怎样才能提高记忆力
呢？几十年来，有关记忆的研究始终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下一章将概
要叙述这项研究的成果。



6.1　记忆是信息处理

记忆活动是“刻录”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记忆比作一块蜡，经
历在上面留下痕迹。现在仍然流行的概念“刻录”反映了与柏拉图的想象
的明确联系。蜡块软的时候，经历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刻录在上面。反
之，在硬的蜡块上“刻录”，就会非常困难。上课时为了“刻录”，要求不
断地、单调地复习教材，出发点是，学生必须被动地练习，这很明显是
以错误的记忆观念为基础的，把记忆比作了硬蜡块。

记忆活动是主动的、有序的过程。用一个学习和记忆的小问题，
就可以很容易证明，记忆活动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启动自我体验

在一项小实验中，依次向测试对象列出60个属于多种范畴（男
名、蔬菜、动物、手工业者，等等）的单词，让他们注意这些单
词，比如：克劳斯、菠菜、斑马、钳工、前外一周半跳、牙医、香
菜、鼬鼠，等等。列举完这些单词之后，要求根据记忆尽可能多地
写出这些单词。在仔细检查记忆效果的时候就会发现，测试对象复
述这些单词的顺序与原来列举时的随机顺序完全不一样，更确切地
说，测试对象将这些单词重新归了类，即按照一定的范畴依次说出
每个单词，可能先是一些蔬菜类的单词，再是一些手工业者的名
称，然后是很多男名，等等。显然，学生不是“被动的刻录者”，而
是“主动的归类者”。如果不允许使用这种自发的归类能力，记忆能
力就会变得非常差。如果告诉测试对象，他们的记忆力较差，他们
在课下可以将学习材料进行分类，他们的记忆能力就很可能得到改
善。（Bousfield，1953）

阿特金森—谢弗林记忆模型。记忆心理学家从实验结果中得出结
论，将记忆比作蜡块是不恰当的。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将各种复杂的研
究结果进行整理和阐释。理查德·阿特金森和理查德·谢弗林进行了一次
广为人知的实验，将各种不同的记忆研究的结果加以整理。（Atkison &
Shiffrin，1968；1971）他们认为，各种存储系统的作用是过一段时间复
述学到的东西。这个系统分为感觉记录器、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他们
认为，记忆活动由许多活跃的过程组成，在这些过程中，对学习内容进
行挑选、加工，并与已有的知识建立联系。学生笼统地称为“记住
的”和“遗忘的”内容，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过程来形成，也就是说取决



于它们是否是在感觉记录器、短期记忆还是长期记忆中形成的。插图
6.1尝试以简单的形式复述阿特金森和谢弗林的观点，当然作了重要修
改。

插图6.1　试解人的记忆过程。感觉记录器中没有被传入工作记忆的信息可能就永远消失了。工作记忆只能极为短期储存信息，除非在“在头脑中”进行了复习。工作记忆的内容
如果进入长期记忆，就可能长久地停留在那里，但是不能保证，可以从长期记忆中提取。

“工作存储器”是具有许多扩展功能的“短时存储器”。阿特金森和
谢弗林在70年代初认为，短期记忆是一个存储器，它短时保存少量信
息，随后将其中一部分信息转变为长期记忆。然而，后来的研究结果证
明，这个系统不仅是一个被动的信息中间存储器，它还主动进行加工。
因此，现代记忆心理学家称之为进行“同步”加工的工作存储器，也就是
说，对感觉记录器接收到的信息同时以各种方式进行加工。此外，工作
存储器是意识过程同记忆进行联系的“地方”。

6.1.1　感觉记录器：感官刺激的入口

存储时间很短，存储量很大。感觉记录器原封不动地暂时存储来
自各个感觉器官的信息。比如，视觉受到刺激，人们会看到余象；人们
可以相信这种余象。

启动自我体验



您只要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站在距离大约六米远的一面镜子
前面，就可以亲自体验到由于感官记录器而引起的余象生成。然
后，您拿起手电筒，打开后直接对准镜子。然后，您快速转动手电
筒（每秒一圈），您就能看到一个仿佛完整的圆圈。只要您放慢转
动手电筒的速度，光束后面似乎有一条“闪光的尾巴”。

由于感觉数据的这种暂时存保，所以感觉者还有时间决定，搜索记
录器中是否还有值得重视和进一步加工的信息。早在几十年以前，有人
就做了研究感觉记录器的经典实验。

乔治·斯珀林研究视觉感官记录器的实验。斯珀林感兴趣的问题
是，如果在极短的时间内，即50毫秒（二十分之一秒）内，让人看一个
刺激画面，他们会看到什么。（Sperling，1960）斯珀林让人看的是一
个由九个或如插图6.2所示的12个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刺激画面。



插图6.2　为测试感觉记忆而展示50毫秒的刺激画面。

在短暂展示这样的刺激画面后，斯珀林询问测试对象，他们能说出
图中的几个符号。他们平均只能说出十二个字母或四五个数字，即35-
40％。然而，测试对象告诉斯珀林，他们看到的不止四五个字母或数
字。他们告诉斯珀林说，当他们记下第一个符号时，其他的符号就忘记
了。这句话引起了斯珀林的注意。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可能，复述所看到
的东西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存储能力更加有限？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改
变一下实验安排。

在另外一项实验中，斯珀林还是让测试对象快速看插图6.2所示的
符号。但他事先和实验参加者约定：他们在听到高音量时，只需复述上
面的一排符号；听到中音量时只需复述中间的一排符号；听到低音量是



复述下面的一排符号。然而这项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符号播放结束以
后，立即响起音响信号。在这样的条件下，大部分测试对象每次都能够
正确无误地复述应当复述的那一行符号。但是，只要音响信号延缓0.3
秒，大部分测试对象就只能正确复述两个符号。如果实验组织者在停播
刺激画面一秒钟以后，再向测试对象发出音响信号，那么，他们的准确
率会下降到这项实验的第一部分（没有声音信号）的水平。

这样的实验结果表明，测试对象一定拥有一种存储器，他们由于有
这种存储器，所以在实验组织者结束图片播放以后，还能记得这些字母
和数字。但是在不到一秒之后，原来记得的东西又消失了。

“感觉记录器”这个名称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每一个感觉区域都分
别有一个存储器。眼睛接收到的信息，进入视觉记录器，也可称为图像
记录器（ikonischer Speicher，源自希腊语eikon，意为图像）。听到的内
容暂时进入听觉记录器（也叫音响记录器），依次类推。听觉记录器的
存储时间大约是视觉记录器的四倍。（Lu et al.，1992）

电影放映适应了图像记录器。感觉记录器的特点已被十分巧妙地
用于电影和电视技术。一部电影由依次快速播放（每秒24张）的许多单
个图片组成。更换画面的时候，客观上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但是感觉记
录器可以弥补每次画面更换之间的瞬间，从而使观众觉得放映过程是连
续的。原来的电影技术在更换画面时还不能完全适应感觉记录器的特
点，因此，老电影的画面看起来不流畅。

6.1.2　短期记忆

人人都知道，一个人存储信息的能力是不在乎一秒钟的。然而，斯
珀林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信息如果不丢失，就应该能从感觉记录器中
快速提取。在短时间内应当注意，让具有保存价值的信息进入短时存储
器，并在那里得到加工。当然，短期记忆的理解能力与感觉记录器相比
特别低。因此，只有从感觉记录器的大量信息中选择短期记忆能理解的
量，各个过程才能运行。下面还要探讨这个“控制过程”，比如，有哪些
东西与信息一起传递给短期记忆。

控制过程减少信息量

注意力从感觉记录器中选择信息。斯珀林的测试对象花一秒多钟
就能毫不费劲地记住三四个字母。但是，他们只能记住音响提示的那一
行符号。很明显，这种声音信号在选择哪些能够传递到短期记忆的符号
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声音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答案很简单：



信号能够让使测试对象的注意力集中于存储在感觉记录器中的刺激物的
某些细节。注意力总是有所选择的。（见第204页及其下1页）可见，注
意力监督那些每次短时存储在感觉记录器中的信息的选择，并能让理解
力非常低的短期记忆所接受。因此，注意力承担着一项重要的监督作
用。

所选择的信息量因重要性的归属而产生依赖。除了注意力，重要
性的归属也起到控制作用。为了理解这一过程，我们必须知道，信息内
容在感觉记录器中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加工；存储在那里的感官刺激还相
当于物理刺激的特征。（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见第160页］，这时已
经发生变化，因为感觉器官将诸如光刺激转化为神经冲动，而神经冲动
随后进入图像存储器。）

比如，斯珀林提供的刺激画面中最上面一行中的一个符号（见插图
6.2），是由—和／两根线条组成的。这两个刺激符号的特征以及它们
的特殊组合，成年测试对象无疑在以前就看到过，并保存在长期记忆
中。因此，测试对象能够认出这个刺激物的形象，他们称之为“7”。测
试对象借助于长期记忆中存储的信息，能够赋予自己所关注的感觉记录
器中的某些内容以意义。在上述例子中，赋予意义是通过语言命名完成
的。此外，刺激物“7”由于人们对它所代表的数量、它在序数字中的顺
序等等的认识获得意义。测试对象用单词“7”代替了图像存储器中的内
容。

短期记忆的一些特征

存储时间短。大家知道，找出来只用了一次的电话号码，很快就会
忘记。而咨询者向咨询台询问的号码，多数人过一会儿还能复述出来。
但是，如果咨询台工作人员不仅回答了咨询者想要的电话号码，而且还
向他问好，那么咨询者的记忆力会发生变化吗？仅仅这种附加的友好问
候就足以影响咨询者的记忆。（Schilling & Weaver，1983）怎么解释这
种快速遗忘呢？原因在于短期记忆的存储时间比较短暂。劳埃德·彼得
森和玛格丽特·彼得森在一项实验中向测试对象说了三个毫无意义地组
合在一起的辅音字母（比如，VGR），以及（为了转移他们对辅音组合
的注意力）另外一个数字（比如，657），让他们从这个数字开始依次
减三倒数（654、651、648等等）。（Peterson，& Peterson，1959）结
果表明，测试对象在间隔15秒后就不能正确无误地复述那几个辅音字
母；所记住的内容在18秒后完全不记得了。短期记忆的存储时间很可能
短于15秒。（Baddeley，2002）

“在头脑中复习”以延长记忆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彼得森夫妇用



减法题阻止了测试对象对本来可以记住的三个辅音字母的继续关注。只
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短期记忆的内容在几秒钟后会忘记。当然，延长如
此短暂的记忆时间也是可能的：不断重复短期记忆中的材料，不管是大
声说出来还是在“头脑”中默念。由于复习首先具有在忘记以前记住某些
内容的功能，所以又称“保持复习”。当然，如果这种常态的复习因突然
事件而中断，结果就可能丢失记忆信息。电话咨询台回答号码之后的友
好表示（“祝您愉快！”）就足以转移咨询人的注意力，从而使短期记忆
中本来已经知道的答案又消失了。

有限的存储能力。记忆心理学的先驱海尔曼·艾宾浩斯早已发现自
己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这一点至今天仍然值得重视。（Ebbinghaus，
1885）他学习了几千个毫无意义的音节（比如，VAK、RUL、BES等
等）。当时他就发现，自己在看过一次之后不可能记住七个以上的音
节。人们不难相信这种局限是普遍存在的。1769347这七个数字，每次
看大约一秒钟以后，能够凭记忆正确地复述出来吗？大部分人在上述条
件下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完整复述这七个数字。但是，如果将数字增加到
14个，还能达到同样的记忆效果吗？49162536496481这组数字，如果只
看几秒钟，也能记住吗？几乎没有一个人在短暂地看一眼后能够准确地
复述这组数字。这样的任务只有经过非常良好的记忆训练之后，或者凭
借自己原有的知识发现学习材料的规律性以后才能完成；关于后一种情
况，下面还要作深入的探讨。

制造有意义的单位。多年前，乔治·米勒对当时能接触到的众多记
忆实验的结果进行研究后发现：数字“七”在实验中出现得特别频繁；因
此他称之为神奇的数字。（Miller，1956a）也就是说，不管是学习毫无
意义的音节，学习数字还是没有上下关联的单词，都是无关紧要的，平
均的记忆能力始终接近七个单位，有时略高于七，有时略低于七。

关于短期记忆的理解能力的列表，绝不能理解为一个不变的量。这
可以用一个例子予以说明。下面是两个列表，表中字母以不同方式组
合。两个列表中的字母数相同，即都是13个。哪个列表在短时间阅读之
后能够更容易记住呢？

表一：RT LUS ANA TOB MW
表二：RTL USA NATO BMW

大多数学员能够更容易地记住表二，因为它是由四个“有意义的单
位”组成的。大多数学员在表一中不会发现在他们看来有意义的字母组
合。他们可能需要12个存储空间来处理表一，而在处理表二时可以轻松
地压缩信息量，以致只需要四个存储空间，记忆活动因此大为减少。



米勒发现，人们将很多单个信息组合成有意义的单位，所以认为自
己短期记忆的理解能力比较低下（7 ± 2）。一种简单的方式就是分组。
比如，如果要迅速记住一个六位数的电话号码，人们就很可能不是一个
一个地记住这些数字，而是进行以下分组：12 48 16。另外还有很多方
法，可以将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元素组合成有意义的单位。

例　子

要将似乎毫无意义的字母序列“HSMIAECN”马上记住，对很多
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单位已经超出了米勒所断言的理解
能力的极限。但是，只要能够将HSMIAECN这八个字母转换成一
个有意义的单词MASCHINE，那么，就有可以将能够记住的字母
增加到25－50个。如果最后还能将单词组成有意义的句子，那么，
能够记住的字母按照一定的顺序可以增加到400个，而不必记住五
个以上的有意义的单位。

可见，重要的是，尽管短期记忆只能同时存储几个单位，但是在进
行有意义的组合时，每个单位都可能是由许多单个的信息组成的。米勒
就这个发现找到了一个形象的比较：“就像人们将他所有的钱装入一个
钱包，而这个钱包只能装七个硬币。但是，不管这些硬币是芬尼还是便
士，对钱包来说都是一样的。”（Miller，1956b）

原有知识和记忆活动。每个学员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整理效果，一方
面取决于他的记忆材料，另一方面取决于他原有的知识。一个学数学的
人在前面提到的有14位组成的一串数字中，可能很快就能发现自己熟悉
的东西：这串数字依次由2－9的平方组成，即22（＝4）、32（＝9）、
42（＝16），等等。这样赋予意义以后，一长串数字就可以变成几个有
意义的单位。

国际象棋大师构建的有意义的单位。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记
住第99页上的插图2.16中的A图所示的棋盘上的棋子摆放呢？这个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一个几乎不会下象棋的人，就会根据
不同于熟练棋手的条件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看到这幅插图却不知道棋子名称的人，当然会尝试将棋子的分
布用语言来表述（“下一排从左至右：第一格白塔（车），第二格白马
（马），第五格一位女士（皇后）……”等等）。这种做法无疑极为费
时，它需要比短期记忆同时所能理解的更多的有意义的单位。

对可望成为国际象棋大师的棋手的研究表明，他们只要看平均五秒
钟，就能几乎正确无误地复述棋子的摆放位置。这个结果难道能够证明



棋手具有超常的记忆力吗？当然不能，因为只有在棋盘上的棋子摆放是
下棋意义上的摆放时，他们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反之，如果随机排放
棋子，即以实际上不会出现的顺序排列，那么，棋手记住棋子摆放所需
要的时间就会与一个非棋手一样多。

顶级的棋手就是专家。他们在观看棋子的分布时，我们只要仔细观
察他们的视线移动，就可以发现形成有意义的单位的方式方法。首先，
他们的目光首先注视每一颗他们认为在战略上特别重要的棋子。记住这
些重要的棋子以后，他们就能很快掌握周围的情况，即看到，周围哪些
棋子处于攻击的位置，哪些棋子正面临危险，等等。（Chase &
Simon，1973；Saariluoma，1985）毫无疑问，将多个棋子理解为彼此具
有某种联系的整体，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量经验积累的结果。实
际上，所有顶级棋手几乎都是从孩提时期开始下棋的。

短期记忆是“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一个主动而复杂的系统。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
就认为，短期记忆是一个能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比较被动地存储少量
信息的系统。前面已经说过的彼得森夫妇的研究可以表明，这个系统的
功能远远不只是短时存储；他们的测试对象能够记住毫无意义的辅音组
合，同时还能进行运算。同样，棋手不仅能“在头脑中”记住棋子的摆
放，而且同时还能进行战略上的考虑。

启动自我体验

您通过自我观察也能发现工作记忆的运行过程。为此您可以计
算一道算术题的结果，比如7×45。可能的计算步骤是：首先您确定
7×40=280，然后您必须暂时记住这一结果，同时进行下一个计算步
骤：7×5=最后您将这两个结果相加，最终得出315这个总数。

在分析数学题和其他许多问题时，需要一个既能暂时存储，同时又
能主动加工信息的系统。这个系统能使人在重复随机安排的数列时，还
能解答一个思考题。（Baddeley & Hitch，1974）因此，艾伦·巴德利建
议，将这个系统称为工作记忆。（Baddeley，1992；2002）可见，短期
记忆的概念涉及存储系统的被动部分，而工作记忆涵盖主动的过程。如
插图6.1所示，工作记忆至少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音符条块、一个空
间视觉记事簿和一个中央执行机构。

音符条块。早期研究已经表明，短期记忆首先（不完全是！）将信



息转换成音符条块（“音符编码”），即转换成声音。比如，人们在看过
一个电话号码后，将数字转化成语言，轻声默念或“在头脑中”重复，试
图暂时记忆。通过分析记忆错误可以获得音符符号的线索。每个人都可
以轻松地重复罗伯特·康拉德的实验过程。（Conrad，1964）

例　子

康拉德让测试对象用极短的时间看六个辅音字母，比如
FLSBHK，然后要求他们立刻复述。（Conrad，1964）康拉德发
现，测试对象凭记忆有时会说出根本没有让他们看的字母。在他们
作出错误的回答时，说错的字母在发音上同正确的字母非常相似。
如果他们说出了上述字母，那么记录下来就是：FLSBHK；测试对
象显然因发音相似而用B代替了P；在另一轮实验中将K换成H。测
试对象将字母“K”转化成“Kaa”，但是随后只记住了“aa”，后来只能
记起“aa”来，并由此自己设想为“Haa”。

人们将感觉到的刺激转换成音符符号，大多是语言符号之后，就能
够重复。巴德利称这种重复为“音符条块”，类似前面提到的短期记忆特
征时所说的保持复习。可见，通过音符条块可存储并重复语言信息。此
外，音符条块对于理解长句子也有意义，因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
先听到的单词暂时存储在工作记忆中，以便能够让它们同句子末尾的单
词相联系。

空间视觉记事簿。巴德利称空间视觉记事簿是工作记忆的另一个组
成部分，它负责存储和处理视觉和空间的信息。人们拿起写字台上的某
个东西，从各个角度看一遍，然后闭上眼睛，想象这个物品从正面、后
面、侧面看是什么样子，这时就需要使用空间视觉记事簿。巴德利区分
音符条块和空间视觉记事簿的原因在于，根据他的研究，可以同时完成
听到的语言任务和视觉空间任务，二者互不干扰。（Hale et al.，1996）
此外，借助某种大脑生理学方法可以证明，大脑可以在不同的位置处理
上述两种任务。（Cabeza & Nyberg，1997；Courtney et al.，1996；Awh
et al.，1999）人类的工作记忆中很可能还有感受嗅觉、味觉和触觉的存
储器；但是，这样的存储器还没有得到类似听觉和视觉存储器那样深入
的研究。

中央执行机构。艾伦·巴德利在谈到自己对工作记忆的看法时解释
说，这个系统的特点是，不仅能存储和处理视觉信息和语言信息，同时
还是一个认知过程的控制中心。（Baddeley，2002）有些控制过程负责
整理（安排）和比较工作记忆内部的信息，有些控制过程负责协调另外



两个组成部分内部的信息。特别有意义的是注意力集中、编码和提取的
过程。而中央执行机构就负责控制这些过程。中央执行机构是负责人的
计划和行动的主管机构。（Pechtold & Jankowski，2000）

神经学可以证明中央执行机构的存在，因为根据对脑垂体前部受伤
的病人的研究，这样的病人无法作出决定，比如，他们坐在餐馆里，需
要几个小时才能最终决定要点什么菜；他们特别容易分散注意力，比如
他们想要去购物，偶然发现附近有张报纸，于是就坐下来看报，而忘记
了本来要做的事情。（Pechtold & Jankowski，2000）此外，这种病人开
始做某件事情，即使做完了，还会继续做下去；人们称这种情况为“反
复不止”。这种说法证明，中央执行机构或者说注意力监控系统受到了
干扰。

控制注意力。正如第四章已经证明的（见第204页），注意力总是
要进行某种选择；它不能同时注意暂时存储在工作记忆中的所有信息。
控制注意力的主管机构是中央执行机构。人们自己试一下就能看到，这
种控制是如何进行的。

启动自我体验

您选择一位测试对象，给他读出一串数字，比如：2，24，
13，49，99，35，27，84，17，50。第一个问题是，您要求测试对
象复述之前听到的数字。您读完“2，24”之后，测试对象一定能复
述2。在您说出“13”后，他必定说出24。在测试对象熟练掌握这个
问题后，您改变一下测试条件，要求测试对象复述倒数第三个数
字。即在听到“2，24，13”后，必须说出2，听到“49”后，必须说出
24，依次类推。然后您反复询问测试对象，他们是如何集中注意力
来回答问题的。

在上面举的例子中，回答问题的测试对象，通过自我观察可以发
现，他们的注意力始终摇摆于记住新数字和复述一个可以从记忆中提取
的数字之间。注意力是由中央执行机构控制的。如果实验组织者说出数
字，但是测试对象一时没有注意，就很可能不会将这一信息传入工作记
忆：测试对象就无法作出回答。

将新信息传入长期记忆

生物学基础。一些大脑解剖学家认为，颞叶内部的大块前端结构看
上去像海马，因此他们称之为海马区（希腊语：hippokampos，意为神



话传说中的巨兽海马）。海马区在将新信息从工作记忆传到长期记忆过
程中起很大作用；（Zola & Squire，2000）这个脑结构虽然不含任何存
储的内容，但是它能启动使新信息在大脑其他位置存储的过程。
（Gluck & Myers，1997）一个病人使人发现了海马区对记忆的意义，
信息框6.1详细叙述了这个病人的遭遇。

信息框6.1

通往长期记忆的入口因外科手术而封闭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呢？

H. M.是一位年轻人，生于1926年，七岁时骑自行车发生了事
故。三年后他出现了轻微的癫痫症状，16岁时发作得极为厉害，随
着年龄的增长，癫痫发作得愈加频繁，也愈加严重。最后医生觉
得，再也无法用药物来缓解病痛了，而H. M.已经丧失了工作能
力，于是他们决定于1953年进行手术，切除了颞脑的两侧。病人当
时27岁。（Milner et al.，1968）自那之后，关于H. M.的各种学术
著作数不胜数，很可能超过了神经学和心理学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
病例。（Ogden & Corkin，1991）就连H. M.死后，他的大脑还用于
研究目的。他一直自愿为研究服务。不幸的是，他因病情恶化而始
终没有知道，自己对学术界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Corkin，
2002）

H. M.手术后恢复得比较快。他的语言行为没有发生变化；他
的智力能力（通过智力测试）也维持不变；他的社交行为和感觉反
应也完全正常。当然，他的记忆功能明显遭到了特别严重的损害。
他能够记得手术之前发生的事情和情况，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困
难。但是，他再也不能将新信息传入长期记忆。比如，他在外科手
术后10个月，与家人一起搬进另外一所房子，新房子离原来的住处
非常近。搬家后一年，H. M.还总是记不住自己的新住址。如果让
他一个人走出去，他总是回到从前的住处。

为了消磨时间，H. M.玩拼图游戏或者看报。他能专心致志地
不断重复同一种游戏，因为他始终觉得这种游戏是新鲜的。同样，
H. M.专心阅读同一张报纸，他从来记不住报纸的内容。手术后13
年，他被送去住院三天。他差一点让夜班护士发疯，因为他不断摇
铃呼叫护士，问她自己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们可以让H. M.能做一些他能做的事情，除非他不能“在脑
中”复习，记住不该记的内容。有一次，苏珊娜·科金向H. M.说出五
个数字，请他记住。在计划的测试开始以前，不要去叫她。她在一



个多小时后才返回。但是H. M.能够正确复述这些数字。他在这段
时间内都在不断地复习这些数字。（Ogderi & Corkin，1991）

H. M.头脑中证明存在一些“记忆孤岛”。他是一个从七岁起就
不断接受定期检查的人，比如知道自己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他也知
道自己有记忆困难。比如，他记得，在自己身上施行的手术再也不
会在类似的病人身上实施了。这样的记忆对于这个总是低估自己年
纪，不认识自己照片的人，仅仅是例外。（Ogden & Corkin，
1991）

当然，这个明显的缺陷没有影响所有领域。首先，H. M.的内
隐记忆似乎是正常的。（见第279页）比如，他在这段时间里能略
微认出自己住过的房子。他还能指出邻居家的方位。值得注意的还
有他的学习能力：要求他在困难的条件下画人像。一种专用的仪器
可以通过镜子控制他画画的手。通过反复练习，画画能力不断提
高。但是，H. M.坐到镜子前面时，每次都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见
过这面镜子。

插图6.3　画刺激图形，通过镜子完全控制手的活动。

只要听听这个病人在两次测试之间所说的话，就能大致了解他
的体验状态。他突然目光向上，以一种非常恐惧的表情说道：“现
在我要自问，是否做错了什么事。您看，这一刻在我看来，一切都
很清楚；但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正是我感到不安的地
方。仿佛刚刚从梦中醒来似的。我就是什么也想不起
来。”（Milner，1966；Milner et al.，1968）医生们从H. M.身上积
累了经验，后来再也没有做过这种手术。



患老年性痴呆症的老年人也可证明海马区对新信息传入长期记忆的
意义，因为他们随着病情的恶化，越来越不能长期存储信息。他们遇到
这种困难显然是由于部分海马区已经损毁。（Pantel et al.，1996；
Rossler et al.，2002）生物心理学家关注的是大脑的生理学过程，因为这
些过程与学习和记忆直接相关。记忆心理学家问道，一个信息是否传入
长期记忆，取决于哪些在心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过程？他们的回答是
自动处理和整理复习。

自动处理。通过编码过程，工作记忆中的内容得以传入长期记忆。
绝对不是所有的编码过程都需要集中注意力。如果一个人对于某个领域
非常了解，一般情况下就能很快记住来自这个领域的其他信息。称得上
大师级的棋手可以毫无困难地记住棋盘上重要棋子的摆放。（见第269
页及其下1页）如果问一个人，他在哪儿听的报告，他肯定能说出非常
完整和准确的信息，而无须费很大努力将地点信息传入长期记忆。他可
能还记得，自己昨天和谁、在什么地方吃的午饭，了解这些情况不需要
进行特别的练习。在所有能迅速而持久地记忆新信息的场合都进行了自
动处理。有些学员错误地认为，他们随便通读一篇教材，自动处理系统
就能将它传入长期记忆。只有在考试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要是多作
一些努力该多好啊。

整理复习。在学校处理大部分信息的其他活动都需要接受中央执行
机构的控制。在学校传授的知识必须借助已有知识来掌握。而在已经熟
悉的基础上能够理解新信息就是因为整理复习（Postman，1975）；这
需要集中注意力。通过整理复习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加工，取决于整理
复习的质量。通过这样的整理，新信息就与长期记忆中已经储存的内容
建立了联系。整理复习与深度加工具有很多共同点。

不同深度的加工。费格斯·克雷克和罗伯特·洛克哈特认为，对学习
内容加工得越深，保存的时间就越长。（Craik & Lockhart，1972；
Lockhart & Craik，1990）为了检验这个论断，让测试对象在很短的时间
内接连看60个单词（Craik & Tulving，1975），但是不告诉他们，这是
一个有关记忆的实验。每次让他们看一个单词以前都要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需要浅显的、中等的和比较深的处理（对哪个词提出哪个问题
可以随机决定）。例如，让他们看“Haus”（房子）这个词以前，可以提
出一个相当浅显的针对这个单词的外形的问题：“这个词是大写的
吗？”然后让他们看另一个词，比如“Tier”，这个问题是要鼓励他们进行
深入的、声学的编码：“这个单词与Bier押韵吗？”如果还需要进一步深
加工，那么，在让他们看“香肠”这个单词时，提出一个需要琢磨的问
题，“这个词适合用于下面这个句子吗：‘小男孩喜欢将夹在两片面包之
间’？”然后给测试对象提出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从另外180个单词中



选出60个单词中原来有过的单词。这时就能发现，测试对象对一个单词
越是进行深加工，再次认出这个单词的可能性就越大。克雷克及其同事
认为，最能促进记忆的是将学习材料按意思编码。下面一个例子表明，
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区别在于加工学习内容的“深度”。

例　子

约翰·布兰斯福德及其同事给五年级的学生指定几篇课文，请
他们认真复习，准备随后的考试；同时附加告诉他们在复习过程中
应注意的细节，例如，向他们描述两种不同用途的飞去来器：一种
是可以飞回来的，一种不能飞回来。（Bransford et. al.
1982）“好”学生往往会回答说，他们自己就会针对课文提出问题，
比如：不能飞回来的飞去来器是什么样子？既然它不能飞回来，为
什么还要叫飞去来器？可见，这些学生就飞去来器这个问题进行非
常深入的思考，甚至想到课文想说明什么。而差“一点”的学生在阅
读时只考虑读完。

经过“深”加工的学习材料容易记住，而只是简单复习的学习材
料就不容易记住，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与浅加工相比，“深”加工
可以使新信息与长期记忆中已有的知识建立更紧密的联系。（Ellis
& Hunt，1993）

记忆能力取决于编码和提取的条件。克雷克和洛克哈特最早建
议，为促进记忆力，要尽可能进行深度加工。这个建议片面关注编码，
即只关注学习内容向记忆的传递。但是，成功的记忆效果不仅取决于进
行编码的条件，而且取决于从记忆中提取的条件。整理复习的目标是，
在已经储存的记忆内容和新信息之间建立联系。但是，在这方面同时还
形成其他联系，比如同环境的刺激特征的联系、同学员的现实感受的联
系，这些联系在以后提取的过程中能起重要的作用。对很多人来说，都
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在自己家中打算到一个房间找某种东西。于是他
们走进那个房间，却发现自己不知道去那里想要干什么。因此他们又退
回到原来的房间，在那里又想起了原来的想法。原来哪个房间的刺激特
征显然具有另外一个房间没有的提取功能。可见，在一种情况下是否能
够成功地回想，不但取决于进行编码条件，而且取决于再次提取所学到
的记忆内容的条件。最后，学习活动的目的不仅是将学习内容传入记
忆，而是更确切地说，在需要时提取这些学习内容。在什么条件下有利
于提取，在什么条件下不利于提取（想起）记忆内容，还要进一步加以
叙述，（见第296页及其下1页），下面首先介绍长期记忆的一些特征。



6.1.3　长期记忆

长期记忆的特征

非常长的存储时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记忆——比如强调自
己的记忆力强或弱——，通常都是指长期记忆。信息传入工作记忆以
后，不是消失了，就是经过处理了，因此它们能够存储在长期记忆中。
长期记忆中存储的信息，有几分钟的、几小时的、几天的，还有几年
的。这种接收能力是无限的。当然，在长期记忆中存储的信息并非都是
可以使用的，好比一个图书馆，在它的藏书中虽然有某一本书，但是读
者找不到，因为人们把它放错了位置。

如果随意问人们，两年前的9月的第三周的星期一他们在干什么，
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怀疑自己的记忆能力。当彼得·林赛和唐纳德·诺曼
向大学生们了解他们在已过去很长时间的某一天中的活动情况时，大学
生们的反应首先是非常迷惑，而且反问：“我怎么还可能记
得！？”（Lindsay & Norman，1977）但是，当这些大学生受到鼓励以
后，至少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学生的回答如下：

——好吧，我想想，两年前……
——当时我在P城上高中；
——我当时是12年级；
——9月的第三周——刚刚过完暑假；新学年刚开始……
——让我想一想。我记得，周一下午我们总是上化学课。那时我很可能在化学教室；
——我不知道，我可能在化学教室。
——等一下——这肯定是开学的第三周。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学元素周期表——一张很大的、引人注目的表格。我想，要求我们学这种东西的人一定是疯了。
——天啊，我认为，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当时坐在……

人们不能从这样的记忆能力得出结论说，信息一旦传入长期记忆，
就永远不会丢失。比如，脑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就断言，大脑
像“连续不断的有声电影”记录过去。（Penfield，1957）而主流记忆心
理学家不认同这一观点，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长期记忆中的信息只
是相对持久地保存。（Barsalou，1992）人类根本没有不丢失信息的存
储器！

无法测量的存储量。应当看到，能长久保存信息的记忆存储器，具
有相当大的存储量。本章一开始就举了这方面的例子。（见第261页）
当然，人们只有很好地整理（“组合”）这些信息，才能顺利地从长期记
忆中提取。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可以理解，记忆心理学家几十年来为什
么一直致力于解释长期记忆如何组合信息这个问题。下面的大篇幅叙述
就是为了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新信息只能按照每个个体既有的规
则“编码”，即：传入长期记忆。

各种类型的长期记忆。一个网球运动员，只有在记忆中掌握了关于
这种运动的丰富知识，才能成功地与对手较量。他首先必须熟悉规则，



从中了解如何计分等等，根据得分最后决出胜负。此外，他在比赛中每
次必须记得，比如刚才哪边发的球；他还应当知道，怎样打好正手球和
反手球。因此，一个运动员要动用加拿大心理学家恩德尔·塔尔文所区
分的各种类型的存储器。（Tulving，1972；1986）此外，一个训练有素
的网球运动员在比赛中还会展示很多确保战胜众多对手的明显优势，但
是，如果问他，他是如何做到在关键时刻不失误的，他肯定无言以对：
他无法解释，因为这是内隐记忆的一部分。（见插图6.4）

插图6.4　长期记忆由多种存储器组成。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在研究病人H. M．的过程中发现，记忆也
是内隐的，也就是说，人们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存储这些信息的。
（见信息框6.1，见第273页及其下1页）例如，他的医生创造了一个几
十年来广为人知的刺激环境：当时，医生的手中藏了一根针，在握手时
会针刺病人。第二天，H. M．的表现好像是从未见过这位医生似的。但
是，当再次握手时，病人开始有些犹豫，然后缩回了手。这种行为表
明，H. M．还有些记得这个医生。他有某种内隐记忆。（Hugdahl，
1995）所谓内隐记忆，就是人们动用原来储存的、无意识地、非故意地
提取的、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随时支配的知识。

人们将内隐记忆分为很多种类。其中之一就是经典条件反射的结



果，比如，病人H. M．对医生暗藏“针”的手的反应。此外，还可以归为
内隐记忆的是人们称之为“习惯”的所有活动，因为人们能够自动完成这
些活动。汽车驾驶员遇到红灯停车时，通常无需有意识地观望，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的脚同样会松开油门，“自动”踩上刹车；训练有素的秘书
借助于内隐记忆可以极为迅速地打印文章。H. M．也是一个例子，这个
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之间的区别。

例　子

H. M.在冰上滑倒以后，需要一支拐杖，而这支拐杖是专门制
作的，为了便于携带是可以容易折叠的。借助于内隐记忆，H. M.
很快学会了折叠拐杖，最后，折叠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他的指导老
师。如果问为什么需要使用拐杖，那他就会动用他的外显记忆，但
是，他因为之前的外科手术而无法使用外显记忆，因此他无法回答
这个问题。（Kosslyn，2003）

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的区别是，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想起所有信
息；外显记忆的内容可以在提取后进入短期记忆，并在那里进行处
理：然后思考所提取的信息并加以利用，最后理解新的学习内容。
训练有素的秘书还能记住键盘上的字母顺序并流利地背诵出来吗？
要完成这个任务，她就必须动用外显记忆。

陈述性记忆。如果问一位秘书，键盘上从上往下第二排右数第三个
是什么字母，她就需要明显储存在陈述性记忆中的知识；这是实际的知
识，是可以表达和“阐释”的知识。陈述性记忆储存概念、定义、人名、
日期和事实；这是一种“知识，即”（我知道，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一座
著名建筑）。插图6.4表明，塔尔文区分了语义记忆（储存一般知识的
记忆）和情景记忆（经历记忆）。如果问一个人，法国的首都是哪个城
市，或《浮士德》的作者是谁，他也许已经不记得自己何时何地知道这
些答案的。一般知识的习得时间和地点都消失了，只有关于这个世界的
一般知识，比如，规则、概念和事实保存了下来。

相反，情景记忆储存了人们亲身经历的、仍然还能记得的事情；人
们还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还记得18岁生日时的庆祝活
动。”“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昨天的网球对手以他厉害的正手攻击给
我制造的麻烦。”“今天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坐飞机去西班牙时，在飞
机起飞以前，一位友善的空姐给了我彩笔和画本，我整个旅途中都在画
画，而没有朝窗外看一眼。”上述（见第277页）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在两
年前的九月的第三周的周一下午在做什么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就应归



功于运转明显良好的情景记忆。
人们所说的自传记忆，是储存的所有生活经历；当一个人设计个人

形象时，就要动用这种记忆中的内容。（Fivush，2001）一个人如果没
有这种自传记忆，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见第261页）

尽管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都属于陈述性记忆，但神经学的研究结果
证明，如果要完成这两种记忆形式的任务，就需要激活大脑的各个部
位。（Wiggs et al.，1999）

程序性记忆。内隐记忆存储的知识内容是“记得的”，比如可以“改
写”为：“我知道怎样拉小提琴，怎样骑自行车或怎样使用电脑键
盘。”塔尔文称这种知识内容为程序性记忆，是运动过程的存储器。在
这个存储器中还存储经典条件反射（见第214页及其下几页）和操作性
条件反射（见第231页及其下1页）的学习结果（即习得的刺激—反应关
系）。比如，程序性记忆能够使人在看到某张照片时回想起因为与画面
上表现的事件形成生条件反射而产生的感情。（Tulving，1985）

记忆内容的组合。如果图书馆里的书籍随机摆放在书架上，那么读
者为找一本书就得花费相当大的精力，甚至很可能做无用功。馆藏书刊
没有经过整理和组合，图书馆的使用率就会极为低下。同样，如果长期
记忆中的知识内容没有经过整理，就不能被提取。但是，人的大脑是如
何整理知识内容的呢？记忆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
在餐馆里，如果顾客很多，用餐量很大，那么，有时就能发现，长期记
忆也是按照一定规则整理知识内容的。对一个无需作记录就可以记住二
十种菜品的侍者的系统研究表明，这个人对全部菜品按意义作了分类。
如果妨碍他的这种整理能力，他就不能完整地记住这些菜品。
（Ericsson & Polson，1988）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人人都非常熟悉的
体验，因为这种体验平均每周就会出现一次，年龄越大，出现的频率越
高：话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Brown，1991）

话在嘴边现象。人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某一个单词自己肯定知
道，“就在嘴边”，但就是想不起来，需要拼命去回想。罗杰尔·布朗和
戴维·麦克尼尔深入研究了这种体验，并获得了关于语义记忆的顺序的
有益启示。（Brown & McNeil，1966）年龄越大就越有这样的体验
（Heine et al.，1999），会让人觉得非常沮丧；但这为记忆研究提供了
极有教益的启示：储存的记忆内容怎么会“丢失”，又怎么能重新提取。
（Schwartz，2002）比如，布朗和麦克尼尔问测试对象某种小船的名
字，这种船在港口、在日本和中国的河流上，靠摇动船尾的橹航行，多
半也使用帆。两位研究人员还问：“船员有时拿在手中，用来确定船的
位置的仪器叫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在关键时刻想不起来的词，测试对象能用



什么方法来表示。通常情况下，他们能答出音节的数量和开头的字母。
比如：他们努力回忆“Sampan”（舢板，日本和中国的一种小船）时，能
想起的名词有“Siam”、“Sarong”或“Saipan”（臆造的），有人还想
到“Dschunke”（中国的一种帆船）、“Hausboot”（家用小船）
或“Barkasse”（大舢板）。测试对象寻找的“就在嘴边”的词，说出来却
是错误的，这些单词的共性，使布朗和麦克尼尔断定，长期记忆中的单
词不仅是根据声音特征（“Sampan”、“Saipan”和“Sarong”的发音很相
似）存储的，而且还依据视觉特征（“Sampan”、“Saipan”和“Sarong”的
拼写很相似），甚至根据意思
（“Sampan”、“Siam”、“Sarong”和“Dschunke”都是远东的物
品；“Sampan”、“Dschunke”、“Hausboot”和“Barkasse”都是船的名称）
存储的。可见，在人的记忆中，一个单词显然不像一本书在图书馆那
样，放在某个位置，人们有时能说出一个要找的词的很多特征，却说不
出这个词，因为明显找不到其他重要的特征。因此很多人也难以说出插
图6.5所示的仪器是“六分仪”。

插图6.5　从前行船时，用来确定船舶位置的这种仪器叫什么？



如果有一个单词“就在嘴边”，通常有助于发挥“自由联想”，即挖空
心思，回想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想起的尽可能多的单词。由于在长期记忆
中存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单词彼此是有联系的，所以迟早找到要找的单
词，是非常可能的。当时有些心理学家就认为，长期记忆具有组合，即
整理自己的内容的功能，因此有些记忆研究人员称之为网络，因为他们
认为，记忆内容像一个彼此交织在一起的网络。一种现在看来虽然已经
陈旧，但依然值得一提的网络理论试图解释，语言信息是如何按意思组
合在一起的。

语义网络。亚里士多德早就提醒人们注意，单词之间是有联系的。
如果请一个人列举以字母A开头的单词或红色的物品，那么利用相似性
的组合原则就可以找到答案。因此，救火车和樱桃这两个单词之间就存
在联系，因为二者都是红色的。如果问人们，他们听到面包这个单词
时，自动想到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很多人都会回答说是黄油。网络理
论认为，长期记忆的顺序就仿佛是很多单词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如插图
6.6所示，这种理论称单词为节点。一个节点就是一个单词——比如“街
道”、“房屋”、“苹果”或“紫罗兰”——，它们通过通道与其他节点相联
系。



插图6.6　这张示意图以图表的形式表明了人的长期记忆除了极小的选择外可以存储的单词之间的联系。两个单词之间的连接线越短，它们在记忆中的联系就越密切。

艾伦·克林斯和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测试对象认为，有些单词之间
的联系是明显不同的。（Collins & Loftus，1975）他们设想“红色”时，
首先想到的是“玫瑰”，而不是“苹果”和“云彩”。克林斯和洛夫特斯认
为，语义网络内部存在某种传输活动；传输活动是沿着一个单词联系另
一个单词的通道传输的；他们还认为，传输活动强度是递减的，距离另
一个单词的距离越远，就越弱。

序列处理和分配知识是近代网络理论的特征。语义网络理论首先



考虑的是长期记忆的实际内容。近代网络理论还涵盖视觉表象和运动技
巧。现在，在对大脑的神经元如何工作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之后，有人提
出了平行分配处理理论。（MeClelland & Rumelhart，1985；
Smolensky，1995）下面扼要介绍这一复杂理论的两个特征：

——平行处理，而非序列处理。很多计算机都是序列处理，即逐
步处理各种信息的。语义网络理论也是从信息的序列处理出发的。这种
做法多么浪费时间，可以从下面的问题得到解答（Matlin，1999）：请
找出一件橙色的物品，它在地里生长，是一种蔬菜，兔子喜欢吃。这是
什么？——如果用序列处理的方法，人们首先要在长期记忆中搜索所有
橙色东西；然后搜寻在地里生长的所有植物，最后还要归纳各种兔子爱
吃的蔬菜。这种序列处理的方法太浪费时间。实际上，一个人在通常情
况下都能很快回答说“胡萝卜”，因为他的认智系统可以并行搜索：测试
适合某种物品的所有特征的处理过程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复杂的知识是由整个大脑分配的。早在几十年前，查理·拉什
利就拿老鼠做实验，让它们学习穿越迷宫。（Lashley，1950）在30多年
的时间里，他系统地扰乱了老鼠大脑部分，因为他想以这种方式找到存
储学习结果的特殊位置。然而，他意外地发现，确实不存在可以储存迷
宫实验结果的特殊的大脑区域。最后，拉什利根据实验得出结论说，记
忆内容并非处于大脑中可以精确界定的位置。现在，人们不会无条件认
同这一结论了。如果一种动物（比如家兔）由于经典条件反射而学会了
用眨眼对声音作出反应，那么，就可以非常精确地确定这种学习结果在
大脑中所处的位置。（Thompson，1994；2000）而拉什利的老鼠学习
了一大堆复杂的内容，它们包括来自各个感官，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信息。因此，拉什利的老鼠的记忆被分散了，并且被存储在大脑的各个
部位。可见，复杂的知识内容是由一个信息束组成的；储存信息的各个
部分是由整个大脑分配的，在需要解决某个复杂问题时，就可以全部提
取。（Squire et al.，1992）这个论点符合平行分区处理的理论，根据这
一理论，知识单元通过整个网络体现为一定的提取范例。

因此，人是有区别的，这取决于整理某个区域的信息的程度。整理
得越好，从记忆中提取信息就越快捷越准确。

有限的记忆可靠性。有人将记忆比作录音带或录像带，可以真实地
储存所记录的内容，以后还可以复述。然而，这样的比喻具有误导性。
事实上，长期记忆中的旧信息不乏被新信息所更替（Baddeley，
1990）；已经记住的信息也包括以前传说的事情的细节。（Roediger et
al.，1993）由于记忆会在回忆过程中进行重构，所以人们不能完全相信
自己的回忆都是正确的。

重构的记忆。乌里希·奈瑟将通过回忆来完成的任务非常形象地比



作考古学家的工作。（Neisser，1967）考古学家大多只能找到建筑、城
墙的断壁残垣和陶器残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将所找到的残
片进行合理的拼合，补充缺失的部分，从而恢复原貌。重构人的记忆一
个最著名的例证是由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提供的。
（Bartlett，1932）他让测试对象阅读讲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陌生的人的
故事。在让测试对象复述这些故事时，他们出错了，但具有启发性：他
们为了能够讲述得更有意思，漏掉了一些细节或者作了修改，甚至增加
了故事中原本没有的情节。巴特利特根据实验得出结论说，人只能记住
在以后的回忆中能够用得上的核心内容，以便补充其他内容，从而形成
合理的联系。巴特利特在解释中使用了“公式”这一概念。（见第28页）
人们在复述以前的谈话细节或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经历时，表现确实与巴
特利特的研究相似。（Schacter，1996；2001）

例　子

主动模仿亨利·罗伊蒂格和凯瑟琳·麦克德莫特实验中的做法，
就有可能亲自体验到重构记忆的过程。（Roediger & McDemott，
1995）首先，请看字母表中的单词。每个单词只能看一遍，每次看
的时间不得超过1-2秒。然后合上字母表，搜索——不能再翻字母
表——那些您记住的单词，在所谓的记忆表中复写下来。

字母表：
床、做梦、打鼾、假寐、休息、困倦、打盹、打呵欠、醒着、

打瞌睡、疲倦、被子、
现在合上字母表！→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为了进行重构记忆的实验挑选了不同年龄的兄
弟姐妹。（Loftus，1993）比如，在实验中，姐姐告诉自己14岁的弟
弟，他五岁时在一家购物中心是如何走失的。这件事虽然确实是编造
的，但姐姐要把它讲得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后来问起弟弟这件事件时，
他说他好像记得有这件事；他甚至补充了事件发生时的细节，比如他声
称，还能清楚地记得照顾自己的那个男人的法兰绒衬衫；他描述了与亲
人分离时的感受，还说仍然记得自己回来后如何遭到母亲的责骂。这项
实验重复进行多次，有很多兄弟姐妹参与了，结果表明，四分之一的参
加者都犯了类似的记忆错觉。（Loftus & Pickrell，1995）在每次实验结
束之前，都告知测试对象，刚在对他讲的故事是虚构的，根本没有发生
过；但是却再也不能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了：不管别人怎么劝说，他们



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曾经在超市一度脱离过母亲。对以前事件的错误记
忆还包括很多细节，像真正的记忆一样生动真实。（Payne et al.，
1997）因此，对过去的记忆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件的详细记录，而是重
构某些事件发生过程的结果，这些事件受现实感情和期望的共同影响。
（Ross & Buehler，1994）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实验中的14岁孩子，错误地硬说自己五岁时在
超市一度走失过，而在调查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回忆源于什么：
这件事是姐姐告诉他的，还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显然他确信是后者。因
而他是来源错误的受害者。

错误的记忆是来源错误的结果。玛西娅·约翰逊（Johnson，1996；
Mitchell & Johnson，2000）认为，记忆内容不是对故事来源的注解：是
亲身经历的？是别人讲述的？还是从电影或报纸上报道中看到的？一个
人要想起某种记忆内容，就必须确定其来源。一般情况下，确定来源并
不特别困难，确定来源是自发的，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一个过程就已
经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从多个可能的来源中选择了一个。在某
些情况下，不能直接区别可能的来源，人们就会尝试有意识地解释记忆
内容的来源问题，也就是说，会把记忆内容错误地归于某个来源。在这
种情况下，人们以为自己真的亲历了某件事，尽管这是他从电视新闻或
报纸上看到的。对有些人来说，来源错误造成的错误记忆有不少像对真
实情况的回忆，因为他们确信来源可靠，坚信自己没有记错。
（Lampinen et al.，1999）

请您列出自己的记忆表！请您将自己的记忆表与上一页的学习表进
行比较。您的记忆表中收入了“睡觉”这个单词了吗？很多学生都记错
了“睡觉”这个单词，因为这个单词与学习表中的很多单词有关联，可
见，这个错误是在记忆过程中产生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误，是重
构记忆的结果。

但是，洛夫特斯研究的14岁孩子在回忆自己当时在超市发生的事情
时还作了粉饰，他增加了姐姐没有告诉他的细节。那么这些虚构的细节
从何而来的呢？这些细节可能来自另外一个类似的事件。当然，测试对
象也可能动用了某个公式的内容，而这个公式能以非常普通的形式概括
测试对象对“儿童在商场或超市走失”这个主题的了解。

例　子

大学生多次去过教授的办公室以后，作为这种经历的结果，他
们形成了依次总结自己对教授办公室的了解的公式。威廉·布鲁尔
和詹姆斯·特雷耶斯研究了这个公式对新信息的编码和存储产生的



影响。（Brewer & Treyens，1981）在实验中，他们找借口请测试
对象到一位教授的办公室稍事休息一会儿。35秒钟后他们就请测试
对象到另一个房间，向测试对象提出了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记忆
问题：请他们详细描述刚才他们稍事休息的那个教授办公室。对于
这个问题，测试对象毫无困难地就想起了教授办公室里一般都有的
东西，比如，写字台和它前面的椅子，等等。但是，他们也犯了富
有教益的错误：三分之一的测试对象声称看到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书
籍。葡萄酒和野餐筐这两样不是教授办公室常备的东西，布鲁尔和
特雷耶斯却有意放进那个房间，而很多测试对象对此完全视而不
见。

认知公式。所谓公式就是一个认知单元，认知单元能有序地总结某
个事件的顺序（情景记忆）或对象（语义记忆）。比如，人们根据“餐
馆公式”可以知道，进入餐馆后如何行事：坐在餐桌旁，等候菜单，点
菜，吃饭，最后结账和买单。公式对信息的编码和储存以及提取都产生
影响。

公式有助于保存与自己的内容相一致的信息。因此，布鲁尔和特雷
耶斯的测试对象能毫无困难地记起同办公室公式相一致的物品。书籍也
是这一公式的组成部分。因此测试对象在回忆过程中动用了这个公式，
当然，这个公式在上述例子中使他们说了错话。由于葡萄酒不是办公室
常备的，所以大部分测试对象在记忆测试中都没有记住它。人们在尝试
恢复自己的记忆内容时（见第284页及其下1页），公式会诱导人们对以
前看过的东西进行合理的猜想。

信息框6.2

如何相信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
证人是最不可靠的证据。如果有人发誓说，自己“亲眼目睹”了

某件事，那么，人们一般会非常相信他们的话。特别是法庭的判决
会受到证词的决定性影响，虽然法官也公开承认，“证人是最不可
靠的证据”。（Brenner，1984）证词的客观性有据可查的难道真的
很小吗？是的，托马斯·舒尔茨明确强调这个观点。他说，一个人
在对于证词至关重要的情况下，是“很差的观察者，还特别容易受
骗”，因为，他继续解释说，“我们的感觉装备和记忆装备对于证词
中的重要元素来说……非常蹩脚”。（Schulz，1991）由于这种“蹩
脚的装备”，所以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证人将无关的人指认为凶
手（Sporer et al.，1996；Wells，1993），错误地复述案件的重大细



节（Loftus，1991），或者将根本不在犯罪现场，而是在其他地方
见过的人指认为犯罪嫌疑人。（Schacter et al.，1998）

他人群体成员的外貌看起来是一样的。如果让证人指认在他
看来属于他人群体的成员，即与自己不同种族的人，就可能发生另
一类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喜欢说，这一种族的人长得都
一样（“那是一个黑人”，“……一个阿拉伯人”），而忽视各种不同
的特征（Levin，2000）；给人这种表面一样的感觉，是因为注意
力分散时可能出现的干扰。（见第199页及其下几页）结果很容易
出现这样的情况：证人认错这样的人，将他在犯罪现场看到的只是
表面相像的人错误地指认为凶手。（Rothgerber，1997）

提问时的用词也影响证词。诱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证人
的证词，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本来早就能够明确加以证明。（Loftus
& Palmer，1974）她让测试对象看有关车祸的电影，随后她分发了
问卷。问卷要求“证人”估计汽车在发生车祸瞬间的速度。“两辆汽
车相撞前的行驶速度有多快？”“相撞”一词在其他版本的问卷中换
成了另外的单词（“撞车”、“互碰”、“刮蹭”等等）。结果清楚地表
明，对速度的估计还取决于用词。一周后，再次问测试对象：“您
看到碎玻璃片了吗？”影片中并没有出现玻璃碎片。回答还是取决
于用词。如果测试对象在看完电影后听到的是“互碰”，错误地说看
到碎片的人的比例就比较高。而那些看到“刮蹭”一词的测试对象出
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小。（Loftus & Palmer，1974）

插图6.7　事故目击者事后能否正确地回忆起细节，还取决于问题的提法。观众观看关于车祸的电影，其中没有表现碎玻璃片。但是，如果提问时用的“互碰”，那么
他们就会错误地硬说看到了碎片。

提高记忆内容的内在协调性。犯罪案件过去的时间越长，证
人对这个案件回忆得越频繁，他们就越喜欢添枝加叶，特别是在他
们个人关注判决结果的时候。（Dershowitz，1986）如果证人反复
回想这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就会用臆想填补自己记忆的空白，对看
到的东西反复进行思考，最终就会把臆想当作自己亲眼看到的事
实。（Roediger et al.，1993）

看到严重犯罪过程的人会更加激动，更加恐惧。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也可能成为袭击或打斗场面的目击者，而这些场面的危险性
会使目击者感到激动不安（心跳加快，呼吸加速，血压升高以及肾
上腺素激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判断和最终避
开危险，而不是将其传入长期记忆，这是非常可能的。（Schulz，
1991）

使记忆适应自己的预言。当人们听到一件事情的结果时，他们
往往断言，自己早就知道，特别是在事情的结果客观上几乎无法
——至少不能明确——预测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回首往
事的错误”。当人们知道有人已经对嫌疑人提出指控以后，可以说
出关于嫌疑人行为的记忆时，就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比如，加里·
威尔斯和埃米·布拉德菲尔德让测试对象看有关犯罪的影片，然后
让他们看五张可能是罪犯的照片。（Wells & Bradfield，1998）虽
然照片中没有真正的罪犯，但是每个测试对象都从中挑出了一张，
认为这个人就是罪犯。然后，故意告诉几个测试对象：“好！您认
出了犯罪嫌疑人！”接着问所有的测试对象，他们各自对嫌疑人的
认定有多大把握。那些得到错误信息，即所谓已经正确指认嫌疑人
的测试对象，与其他实验参与者相比，都说对自己的记忆非常有把
握。

虚假的自信。在回首往事的错误的影响下，证人可能非常自
信，在审讯中说出了可靠的记忆。但是，一般来说，应该考虑到，
证人在法庭上硬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而非谎言”时，他们是高估自
己。仔细的测试表明，主观上的肯定性与证词的准确性之间没有联
系；人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看到了某个事件，实际上只不过是
记忆错觉。（Sporer et al.，1995）

当洛夫特斯14岁的测试对象硬说自己幼年时在超市脱离过母亲，或
者当布鲁尔和特雷耶斯的大学生们硬说教授办公室里有书籍，而忽视葡
萄酒瓶和野餐筐时，没有人因为这种不完备的记忆而考虑到任何负面后
果。在法庭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证人作伪证，被告就会面临非常
严重的后果；信息框6.2表明，在这样的条件下，证人错误地陈述所见
到的事情，可能造成多大的危险。

重构的记忆首先可以改变记忆内容，可以使复述与长期记忆的内容
不一致。一般来说，人们不愿意承认记忆错误是重构记忆的结果，而多
数人会坦率地承认忘记了某些东西。

文化对公式形成的影响。一个人成长的文化背景，无疑对他的记忆
能力产生影响，因为保存文化无非就是传承存储的知识——将经验、习
俗和习惯传承给后代。王琦调查了一群年轻人的早期记忆，这些人有的



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美国），有的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中国）
长大。（Wang，Q.，2001）调查结果大相径庭。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
下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多半涉及与个人情感相关的经历。相反，中国的
调查对象更多地记住的是其他人，比如家庭成员或邻居参与的活动；因
此谈到的都是集体完成的习惯性活动。由于早期经历对最早的公式产生
重要影响，而这种最早的公式反过来又参与决定对以后的经历的编码和
记忆。王琦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形成不同
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人们在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感知自己和世界。

遗忘及其解释

遗忘是人类的普遍体验。人们——尤其是到中年以后——就会经常
抱怨自己记忆力减退。比如，海尔曼·艾宾浩斯在学会了几千个没有意
义的音节后，总是发现，20分钟后就差不多忘记了40％。
（Ebbinghaus，1885）同样，在学校熟读的课程在中年以后记住的很
少。哈里·巴瑞克调查了曾在学校学过西班牙语的成年人，问他们学校
毕业之后再也没有复习过的单词，还能记多长时间。（Bahrick，1984）
巴瑞克发现，语言班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记忆力下降比较快。当然，在
三五年后还记得的微乎其微的知识，在以后的50年中都不会忘记。

有一句著名谚语的意思大致是说：遗忘是人的天性。但是，以前有
意认真学习的东西到后来似乎就不能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
迎来了很多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解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遗忘，就是以前确实可以证明是记忆内容的信息找不到了。

“痕迹”的消失。大家知道，旅行者在沙漠上行走会留下足迹，但这
些足迹不会永久保留；更确切地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会消失不
见。可以这样认为，获得的信息表现为一种也会消失的“记忆痕迹”吗？
在认同这一点以前，应当考虑到，时间不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一块
生铁为什么会生锈？不是因为“时间的侵蚀”，而是因为铁分子氧化了，
从而生锈。沙漠中的足迹消失了，是因为风雨等的作用。事实上，“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遗忘不是普遍的：如果请演员复述他们两年前在舞台
上说过的台词，有些演员能立刻正确地复述出来，虽然他们在此期间排
练过很多其他剧本。（Noice & Noice，2002）因此，需要说明的是，哪
些过程消除了记忆痕迹。

信息的简单删除似乎在感觉记录器和短期记忆中起很大作用。但
是，同样应当考虑到，新的信息会替代旧的信息。短期记忆的储存能力
是有限的，所以没有复习的信息就会像从已经堆满的书架上“掉落”一
样。但长期记忆的内容是否也能简单删除，至今未能得到证明。



前后所学的内容相互干扰。人们有时笑谈一个花花公子的故事：
他每一次新的猎艳都会忘记前女友的名字。干扰理论（干扰＝相互干
扰）可以用于遗忘。这种理论断言，新学的东西会严重影响已有的记忆
内容（这种情况也称回溯性障碍或回溯性干扰），或者旧知识使新知识
难以存储（前瞻性障碍或前瞻性干扰）。插图6.8阐明这两种相互干扰
的区别。

插图6.8　前瞻性和回溯性干扰（障碍）。长期记忆的遗忘大部分可以归因于信息的相互干扰。如果是前瞻性干扰，那么旧信息对新信息产生严重影响；如果是回溯性干扰，那
么新信息对旧信息产生严重影响。

第一节课学习法语的人，如果下一节课安排的是西班牙语，就会产
生前瞻性干扰。但法语课也会严重影响西班牙语课上学习内容的记忆，
从而产生回溯性干扰。干扰理论预言，如果两个课堂上的学习材料具有
相似性，就会产生更加强烈的相互干扰。因此，同时学习罗曼语族的语
言，比如西班牙语和法语，相互之间的影响就要大于同时学习法语和俄
语。

艾宾浩斯发现自己会迅速遗忘没有意义的音节，这在大部分大学生
身上都不会发生。即使过了24小时，他们还能正确复述这些音节的
85％。（Koppenaal，1963）艾宾浩斯一生中学会了几千个没有意义的
音节，他是个人的学习方法，从而也是前瞻性干扰的受害者。他将前后
所学的没有意义的音节都混在一起，结果是很快忘记这些没有意义的音
节。

从干扰理论可能仓促得出这样的结论：立刻停止一切学习活动，因
为这样就只有已有的记忆内容受到干扰了。但是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以
前，应当考虑到，还有一种更接近现实的、免受干扰的可能性；这种干
扰首先作用于没有意义的、费解的学习材料。而经过很好整理的记忆材
料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影响。本章第二部分将要告诉大家，如何通过一定
的练习对学习材料的安排产生影响。



注意力分散时的干扰。注意力分散时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
烦人的健忘；与此相关的体验在通常情况下归因于记忆力不强。实际上
这是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或“心不在焉”（Schacter，1999；2001）。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记不得自己的眼镜、钥匙或信封放在哪里了。类似
的情况还有抱怨自己记不起别人介绍过的人的名字。这时就该想到，可
能在别人介绍的时候自己没有或不够注意所介绍的人名。在听人介绍的
时候同时还在想其他的事情，于是分散了注意力，从而形成了干扰。后
来想不起这个名字，并不是说忘记了，而是没有得到编码：它找不到通
往长期记忆的通道。

例　子

广告行业也应当考虑到，他们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得到深
度加工，因为注意力还瞄着其他的事情。比如，在描写色情、暴力
或中性情节的影片中插播广告短片；休息时间插播关于爆米花、玉
米片和洗涤剂的广告。节目一播完或一天以后，调查电视观众对广
告内容的记忆情况。结果表明，看色情和暴力影片的观众记住的内
容，明显少于那些看中性情节的电影的观众。出现这一结果肯定有
很多原因，不过起主要作用的也许是，观看色情和暴力影片的观众
潜意识中过于关注影片的内容，而不在意广告的内容。（Bushman
& Bonacci，2002）

其他种族的人的外貌看上去似乎“都一样”，这也可归因于注意力分
散时产生的干扰。人们在观察本族群的人的外貌是，原则上都能看出并
记住哪怕细微的特征。但是，如果一个土生土长的中欧人遇到一个中国
人或一个黑人，他不会注意所有实际存在的差异，以便记住这个人面部
确实存在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因注意力不集中而产生编码方面
的问题。

虚假遗忘是缺少提取刺激的结果。要处理大量往来通信的大公
司，大多会请对方在查询或回复时说明收到的文件号。这能够快速、准
确地提醒收件人，通信对象的文件存放在档案室的哪个地方。如果写信
时忘记写文件号，寄信人收到的答复可能是，不能满足他的请求。在上
述情况下所说的文件号，在记忆心理学上也叫提取刺激。恩德尔·塔尔
文认为，这种所谓的忘记实际上是未能成功地找到记忆中的信息。
（Tulving，1974）前面谈到的“话在嘴边”现象的体验就是一个例子，某
个记忆内容虽然存在，但是因为缺乏提取刺激——至少暂时——无法提
取。塔尔文在实验中让人背诵很多单词。在记忆测试中，测试对象对其



中很多单词都想不起来。但是，塔尔文只要提供提取信号（“它的首字
母是P”，“它是鸟嘴形”或者“它是‘Tisch’的谐音”），记忆效果就会明显
改善。如果没有提取信号，测试对象往往会说自己已经忘记所要找的单
词。

编码特性原则。编码特性原则说明，在学会的时刻形成的各种联
想，都会成为有效的提取信号。（Tulving & Thomson，1973）

例　子

在一项研究中，要求测试对象在水下30米处背诵一串单词。后
来的测试表明，他们在水下能比陆地上正确复述出更多的单词。
（Godden & Badddey，1975）水下存在的特征在进行记忆测试时能
起到提取信号的作用；因为在陆地上进行记忆测试没有这种环境刺
激，离开水下的环境记忆效果就比较差。另一项选择在截然不同的
环境下进行的研究，可以证实这项“潜水员”实验的结果。（Smith
& Vela，2001）

因此，编码和记忆提取最好都在相同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进行。人
们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觉得当时的心情很轻松，很愉快，那么他
们再次遇到这种心情的时候就很可能记得这种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很多
细节。（Bower，1994）相反，如果他们的心情很悲伤，那么就可能很
难从记忆中提取过去经历的细节，即使想方设法使自己开心也不会改善
记忆。（Eich & Macaulay，2000）如果要求熟练掌握两门语言，比如英
语和俄语的人，列举自己经历过的事情，那么提问时所用的语言对他们
的回忆起决定性作用。比如，用英语提问，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同这种语
言有关的事情，而用俄语提问，他们就会说出更多与俄语相关的事情。
（Marian & Neisser，2000）演员能够背下大段台词，然后复述出来，即
使几个月后也仍然能记得，即使他们在此期间已经饰演了别的角色。当
然，只要当他们有可能做出像在舞台上演出时那样的动作，摆出同样的
姿势，就能很好地想起以前记住的台词。在这时动作就是他们的提取信
号。（Noice & Noice，1999；2001）



插图6.9　演员能够记住大段台词，好几个月都不会忘，即使这段时间已经饰演了别的角色。他们在舞台上的动作是他们的提取信号。（纽伦堡国家剧院：《感觉良好》。演
员：马蒂亚斯·朗格、塔尼亚·库布勒、迈克尔·诺瓦克、安德烈亚斯·乌泽。摄影：马里翁·比尔勒）

编码特性原则还对测试对象在测试中回答问题的方式起决定性作
用。在探索最佳备考状态的过程中，编码特性原则对考生提出的要求，
通常是不能完全达到的：即备考的房间最好就是进行考试的房间。如果
学习和考试的环境不一样，考生就会觉得似乎不知道所提问题的答案，
虽然他们只是缺乏提取实际掌握的知识的刺激，只要在自己的工作室就
有这种刺激。

有动机的遗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指
出，遗忘具有动机的基础。（见第31页及其下几页）他认为，想象、情
感和冲动在自我似乎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能排挤出意识。在受到这种
排挤的情况下，记忆内容虽然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并没有消失；它们只
是由于产生了恐惧感或负疚感而远离了意识。迄今为止，关于有动机的
遗忘的说明完全来自临床医学。心理学家虽然还未能通过实验明确证明
排挤的过程，但是毕竟已经能够指出，带着恐惧感掌握的学习内容不能
像平时那样容易记住。（Guenther，1988；Reisner，1996）此外，托马
斯·科勒和他的研究小组还证明，“不愉快的想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
成”。而且不太容易从记忆中提取，不管是短期记忆还是长期记忆。
（Köhler et al.，2002）

精神分析断言，严重的、很大程度上同恐惧相关的经历会受到排
斥，这种说法无论如何没有得到普遍证实。如果存在这种排斥机制，那
么，这种机制必定首先会在曾经从诸如火灾、飞机坠毁或大地震等事故
中死里逃生的人身上得以证明；估计还可以从亲眼目睹父亲或母亲被杀
害的儿童身上得以证明。（Malmquist，1986）遇到这种不幸的人事后
说，会做噩梦，会痛苦地、被迫地想起所经历的事情，但大多数人没有



提到遗忘（Malmquist，1986）；在事后对这些人的调查中，他们说，
暂时不想回忆那种可怕的事情（Arrigo & Pezdek，1997），同时补充
说，他们之所以不愿回想那种悲惨的经历，是因为他们不想，而不是因
为不能。（Pope et al.，1998）这种暂时的“不想”是不是一种遗忘，这种
遗忘是否与排斥有关，心理学界至今还存在争议。不应断言遗忘就是弗
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的愿望和恐惧的体现，也许还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
性。

有计划的遗忘。人们每天可能要做很多事情，有些以后要做的事情
或要采取的措施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还要去银行取钱，口袋里的信件
要去邮寄，要到市场上买苹果，在回家的路上还要别忘了买面包。所有
这些例子都是以后需要做的事情的计划。这种面向今后的记忆是“前瞻
性记忆”的一种功能。尽管这样的计划可用寥寥数语来表达（别忘了预
约晚上六点看医生），但前瞻性记忆要求很多认知功能，马蒂亚斯·克
里格列举了其中几种：

——意图的形成，
——意图的继续，
——故意的计划的引导，
——计划的实施。（Kliegel et al.，2002）

可见，人们不仅要作计划，在计划完成之前要始终全神贯注，而且
要在开始之前就及时将必要的注意力集中到要做的事情上，尽管人们可
能正在忙别的事情；否则就会遗忘。

有人说，前瞻性记忆的可靠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降低。这种说
法贴切吗？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贴切”或“不贴切”来回答，因为在实
验研究中，大多数人都认定老年人的前瞻性记忆会衰退（Vogels et al.，
2002），而人们同时又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及时服药），他们的
记忆力和年轻人没有什么差别。（Rendell & Thomson，1999）及时“想
起”某种行为很可能取决于个人的动机，而且还取决于是否同时采取了
促进及时记忆的措施并养成了促进及时记忆的习惯。（Anderson &
Craik，2000）



6.2　记忆能力的提高

在日常生活中，无须特别努力就能学会和记住各种联系。关于如何
采取措施，提高记忆力的问题，首先产生于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与
教占据中心地位。无论学习材料编得多么好，表达得多么清晰，但还需
要学生付出努力和艰辛以后加以消化吸收，使其尽可能保留在记忆中。
至于如何支持记忆活动这个问题，下面提出若干建议，作为回答。

6.2.1　设计练习活动的建议

有效练习的条件

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材料。注意力对接收和加工新的信息具有很
大的意义，大多数读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本书已经“读了”很多页，而
脑子里却同时在想别的事情。如果他们最终意识到自己“走神”了，他们
也就会立刻想到，刚刚读过的书中的内容大部分或完全没有记住。读书
时，为别的事情而分心，就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来处理书中的内容。

在要求学生抄写课文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存在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
题。如果他们只是机械地、没有特别专注地完成这项作业，那么，再重
复几次也不会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机械地完成的练习虽然使人忙得
不亦乐乎，但是可以认为对学习和记忆的影响极小。

尽可能不受干扰。如果一直只须机械地完成作业，那么，这样的作
业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集中太多注意力就能完成。相反，要求高的作业
则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甚至极端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背景噪音或其
他干扰就可能降低学习效果，除非它们没有影响注意力。在做学校布置
的作业时，一定要考虑到，同时开电视机就会对工作记忆的过程产生影
响。（Armstrong & Sopory，1997）学生只有在分析眼前的作业的动机
特别强烈时，才能完全不受周边环境的干扰。这么高的动机程度在完成
一般的家庭作业时是不需要的。不同于电视机发出的那种干扰刺激，是
否也能吸引学习的注意力，取决于它们需要经过哪些感官渠道。（见第
205页及其下1页）能够全神贯注地学习的最佳条件，始终是一个没有任
何干扰的房间。

避免机械的复习。不断复习的作用只能延长短期记忆的内容的存储
时间。单纯的复习能将内容传入长期记忆的几率非常少，心理学家埃德
蒙德·桑福德在几十年前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很
多年来，我习惯为家人诵读晨祷……保守估计，在过去的25年中，这段



祷文我至少读了5000遍，一般情况下每天一次，基本上连续几周不间断
地读，我不用集中注意力就能——几乎自动地——读。”（Sanford，
1917）过了上述这段时间以后，桑福德发现，自己记住的不过三四句
话，也就是说不看书就背不出来。由于同样的原因，仅仅将教材上的课
文阅读一遍或几遍是不行的；要长久地记住其中描写的内容，就必须对
其进行更加深入的加工。

用自己的话复述所见所闻。阅读一篇文章，应当经常有停顿，用
自己的话复述看到的内容，进行简单的概括。（Pressley et al.，1989a；
1989b）通过用自己的话复述有上下文联系的一段话，就能做到使阅读
成为主动的过程，以便从长期记忆中提取已经储存的信息。此外，重要
的是，应当检查自己是否已经完全理解所学的内容。如果学生确信自己
已经达到很高的理解水平，他们就应当告诉别人自己掌握的内容，并在
需要的时候给他们释疑解惑。（Brown et al.，1983）主动看完一章后，
建议作一个回顾。读者可以尝试再次回想主要内容，而且要检验一下，
是否能回答原来提出的问题。

主动寻找问题和例证。在对学习材料，比如需要掌握的文章进行深
度加工时，可以就听到或看到的内容积极提出并尝试回答问题。
（Heiman，1987）提出问题和随后努力回答问题的过程可以刺激思维过
程，促进对新信息的理解，这反过来又能促进长期记忆。学生尝试自己
寻找例证（即不仅仅接受别人提供的例子）来理解新信息，也能达到类
似的效果。

创造视觉表象。就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寻找问题和例证，能够促进理
解，从而促进记忆，而创造视觉表象可以为编码提供另一个可能性。艾
伦·帕维奥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总结说，总的来说，图片内容比语言信
息更容易记住。（Paivio，1979）他用“双层编码理论”解释自己的发
现：图片可以多种形式加以储存。比如，要记住“苹果”一词，人们可以
先用语言描述，再以图片的形式储存。而抽象的概念，比如“真
理”和“公正”不能立刻转化为图片形式；帕维奥断言，这就是具体内容
比抽象内容更好记的原因。（Paivio，1986）当然，创造生动的表象不
能让所有学生都以同样的方式促进记忆（Bellezza，1996）：人们如何
将内容转化为生动的表象，以帮助学习，下面还要详细阐述。（见第
299页及其下1页）

自我联系效应。如果人们发现，信息对本人具有重要意义或者在一
定条件下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就会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当然，人们即
使不将信息同自己相联系，也可能进行现实生活中所说的对信息的深度
加工。但是，只要考虑到，如何转化信息，才能做好作业，促进个人的
记忆，这就是建立了可以进行深度加工的自我联系。



启动自我体验

人们只要将信息同个人的体验联系起来，就可能进行特别深入
的加工。您也能够实际运用这一论断吗？一般心理学问题研讨班的
很多学生，在听过几次课以后大多能够用例子说明感觉的格式塔原
则（见第182页及其下几页），他们还能阐释局部鼓励的概念（见
或者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认真的复习。（见第275页）但是，将
自我联系效应运用于学习内容，还需要进行更深度的加工。比如，
研讨班的所有参加者都是感知者，他们也需要相互鼓励，在现实的
研讨班中寻找格式塔原则的、发现自我的例证吗？所有学员都有学
习经验，他们因此也要相互鼓励，描述自己体验到的局部鼓励的例
证吗？研讨班上的所有人都有与自己的记忆有关的体验。还需要要
求他们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他们在幼年时的某个场合是如何自己完
成某些作业的吗？仅仅学会自我联系效应这个概念是不够的；要深
刻掌握这个概念，还必须尝试运用！如果您将来在研讨班上还要讲
述这样的问题，请您鼓励参加者结合自己和个人的经验来理解所讲
述的联系！

起初，在记忆心理学界有人认为，学习内容必须始终结合学生个
人，他们才能深刻理解。但是，如果鼓励学生结合比如自己的母亲理解
新信息，也会达到超常的记忆效果。（Symons & Johnson，1997）根据
这个结论，可以总结说，结合个人或对个人关系重大的事实来理解学习
内容，对个人的记忆是有促进作用的。

超出最低限度的继续学习：反复学习。不愿意做练习题始终是最
不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以后还必须长时间复习需要掌握的内容。必须专
心致志地、积极主动地分析学习内容，越是经常复习，记忆效果就越
好。如果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背一首诗或别的语言材料，那么，他们只
要能够自如地背诵，就不用复习了。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掌握了内容
以后还继续做作业，这样能促进记忆吗？学习心理学试图用“反复学
习”这个关键词来解释这个问题。所谓反复学习是指，凭记忆已经能够
自如复述，还要继续做练习。反复学习和记忆之间存在联系：做练习题
的时间越长，往后正确复述记忆内容的可能性就越大。（Driskell et
al.，1992）

反复学习具有提高记忆力的作用，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例
子。有些人几十年没有再骑过自行车或者很长时间再没有游过泳，但
是，如果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练过，即反复学习过，那么，后来虽然很长



时间没有练习，让他们骑车或游泳也几乎毫无困难。祖父母辈有时候还
能流利地背诵久远的学生时代的诗歌，令人印象深刻。“老式学校”非常
注重背诵，鼓励学生反复学习，以便使他们达到持久的记忆效果。“老
式学校”虽然没有——像原来认为的那样——使大家提高了记忆力，但
肯定使大家巩固了每次反复学习的内容。

分散型练习代替密集型练习。另外一个促进记忆的建议是，不时
地中断练习，将学习分成多个阶段。研究已经非常明确地证明了分散学
习对记忆的促进作用，以致有些记忆心理学家甚至称之为实验证实的最
完善的认识之一。（Dempster，1988；Payne & Wenger，1992）两个学
习时段的间隔比较大一些，比如间隔24小时，对学习材料的记忆就特别
好。（Zechmeister & Nyberg，1982）

从前，有人认为，学习材料是有潜在意义的，通过深入学习可以挖
掘它们的意义。但是，如果认为材料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学生不能直接
挖掘其意义，那么，如何记住这些材料呢？为了这个目的，一千多年
来，人们已经开发出了记忆术。

6.2.2　记忆术

通过记忆术整理表面上没有意义的学习材料。每个人当学生的时
候，都一定作过考试准备，肯定使用过记忆支撑或“题解本”。这样的例
子散见于历史专业（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地理学（伊勒河、勒
克河、伊萨河、因河，从右侧流入多瑙河）或者德国语言学（“切记，
l，n，r后，绝不跟tz和ck！”）。在心理学中，称这类拐棍为记忆术，
所谓记忆术就是能支持牢记学习材料的措施。记忆术与其说与练习的方
式、频率和时间有关，倒不如说与如何整理学生认为没有意义的学习材
料有关。借助于记忆术整理学习材料，可以支持传入长期记忆的进程。
（见第275页）各种记忆术的共性是，学生已经掌握能够运用的知识
（比如拥有关键词或有了空间认识），进而能借助这些知识组织新信
息，是它们发挥作用的前提。此外，还要有提取刺激可供使用。（见第
293页及其下1页）早在古代，就已运用记忆术来提高记忆能力。

罗马和雅典的大演说家借助记忆术能够不看文稿仅凭记忆复述长篇
演讲稿。在马戏场和杂耍剧中表演的“记忆艺人”，也善于运用记忆术。
心理学家早就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艺术作品”进行科学研究。当然，
这种观念现今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记忆术并不是戏法，而是提
高记忆力的措施的巧妙运用。

编造句子和故事。众所周知，学习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单词是非常
困难的。在戈登·鲍威尔和迈克尔·克拉克的实验中，要求测试对象记住



12张单词表，每张表上有10个毫无关联的单词。（Bower & Clark，
1969）比如，一张表上是下列单词：吃饭，神经，老师，洪水，木桶，
裂缝，车辆，码头，艺术家，城堡。接着进行记忆测试，只告诉测试对
象每张表上的第一个单词，其余的九个要求测试对象凭记忆加以补充。
随后的记忆测试一般都不会有好成绩。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测试对象
能记得每张表的两个以上单词。不花更多的时间背诵就可能提高对这些
单词的记忆吗？鲍威尔和克拉克为其他测试对象也设置了同样的试题，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另外要求这些人，按上述顺序将单词变成一个
自编的小故事的组成部分。

测试对象觉得这个额外要求并不困难，因为他们花了平均不足两分
钟就造出了相应的句子。一个兼顾上述10个单词的“故事”如下：“一天
吃晚饭的时候，我特发神经，想把老师请来。每天都发生洪水，盛雨水
的木桶已经有裂缝，肯定会裂开。当然码头上有一辆车，可以开车带这
个艺术家去我的城堡。”读者也许认为，这样的造句对背诵没有什么帮
助。读者可以为自己编造自己的“故事”，但听众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然而，意义在于，通过这种自编故事，记忆力是否得到了改善。鲍威尔
和克拉克的实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测试对象借助编造的故事对
单词表印象深刻，凭记忆能复述几乎所有的单词。

关键词使用法。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必须在
一定时间内记住一串数字。上面描述的要求造句或编故事的方法，不能
直接运用于数字。当然，尽管如此，只要想办法给每一个可能的数字规
定一个关键词并安排相应的提取刺激，照样可以合理地使用数字。下面
是人们必须首先记住的数字韵律诗的一个例子：

Eins（1）ist in Mainz
Zwo（2）ist ein Floh
Drei（3）ist aus Brei
Vier（4）ist ein Tier

Fünf（5）sind die Struempf
Sechs（6）ist'ne Hex'

Sieben（7）ist wie Lieben
Acht（8）ist die Nacht

Neun（9）ist'ne Scheun'
Null（0）ist Felix Krull

如果人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记住一串数字8-2-5-7-6-4，就必须首先
找到每个数字所属的关键词；根据上述韵律诗可以知道：Nacht，



Floh，Strümpf，Lieben，Hex'，Tier。这几个单词就是造句（比如“In der
Nacht kommt der Floh，um in die Strümpf ‘der leben Hex’ ein seltsames
Tier zu stecken”［夜里来了一只跳蚤，后来这只罕见的动物钻进了迷人
女子的袜子］）的基础，句子中的单词通过记忆中储存的韵律很容易就
能转变为数字。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铭记数字韵诗，关键词使用
法才能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

位置学习法。另外一个记忆术可能在公元前500年就已开始使用。
当时有一位希腊抒情诗人名叫西蒙尼德。传说他有一天应邀参加节日宴
会，以便与宾客探讨他的诗歌。他突然不得不中断朗诵，走到屋外接收
一个消息。他在外面的时候，屋顶塌陷了，所有客人都因这个不测之祸
而丧命，并且因面目全非而无法辨认。然而，西蒙尼德事后还能回想起
宴会厅和客人的画面。据说，他后来能够描述出所有遇难者所在的位
置。因此，他对遇难者的身份辨认起了决定性作用。根据这次经历，西
蒙尼德计划发明一种以生动表象和房间里的某些物品的联系为基础的记
忆术。虽然西蒙尼德从未将他的记忆术形成文字，但他的学生争相作了
笔录，比如有一本书叫《论公共演讲》，当然这本书的作者无从查考。

西蒙尼德努力传播这个新发明的方法，他要求学生“在想象中”穿过
一座他们非常熟悉的建筑的各个房间；要求他们在每个房间选择一个想
象中希望记住的位置。在穿行的时候，这些位置有固定不变的顺序。他
建议学生，每隔五个或十个位置作个记号，比如在那里记下五或十的符
号。他还建议学生，尽可能选择不同的地方，比如，窗洞、桌子、雕
像；这样做也许能抗拒干扰的影响的影响。（见第291页）后来，要求
学生回忆记住的物品，这时他们在想象层面上再次行走原来的路线，以
便依次“采集”在各个位置所作的记号。对各个位置的实际情况的想象可
以当作提取刺激加以使用。17世纪一位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制作的一幅版
画对位置学习法（也称位置法）作了某些解释（见插图6.10）。



插图6.10　17世纪的一幅版画的画面可用于解释位置学习法。

这幅版画表现的是，在穿过修道院时依次走过了哪些“地方”。即，
人们从柱廊（最上一行）开始，走过图书馆（中间一行），最后来到小
礼拜堂（最下一行）。生活在修道院的修士们走这条路线也许毫无困
难。（每隔五站就出现手的画面，每隔十站出现十字架的画面，将记忆
内容分成一目了然的单位。）

如果一位修士比如要记住一些单词，那他必须首先将这些单词转化
为直观的想象画面，然后按照规定的顺序将它们与版画上的各个物品相
联系。在后来回想的时候，他必须在想象中重复走过修道院的路线。

尽管现在有记事日历、记事本和类似的东西，偶尔使用位置学习
法，对记住购物清单、指示或约会还是有用的。插图6.11列举了几个例
子，说明人们如何才能记住下面的商品：香肠、面包、牛奶、啤酒、梨
和牙膏。人们想象走进自己家的门厅，在衣柜里放下香肠；接着走进卧
室；在这里一眼看到壁炉，上面放着面包；接着走进厨房，那里画着一
头奶牛，是为了记住牛奶，等等。选择这些例子是考虑到，人们如果选
择特别的地方安放要记住的物品，特别有利于提高记忆力。



插图6.11　位置学习法是记住购物清单的辅助手段。

位置学习法按理解最适合运用于涉及具体物品的概念。虽然有很多
抽象的概念，比如“平等”、“和平”、“爱”和“贫穷”。但在这种情况下也
可以应用位置学习法，那就是用具体的符号代替抽象的概念。比
如，“平等”可以用一个蒙着眼睛手拿天平的女性形象来代表；“和平”可
以用大家熟悉的白鸽作符号，而心和箭则能使人想到“爱情”。“贫困”可
以用一个打开的空空如也的钱袋来表示。

位置学习法能促进记忆，一方面是因为它以记忆中已经存在的顺序
为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一般更容易记住图像，而记不住概念。将
记忆材料转化成生动想像的能力越强，记忆能力就可能越强。当然，这
种转化过于出色，就可能对思维产生不利影响。信息框6.3以一个实例
阐述个中联系。

信息框6.3

出色的记忆是值得追求的功能吗？俄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
里亚1968年公布了一个名叫S．的案例。S．是卢里亚在30年的时间
里反复进行研究的新闻记者。S．拥有出色的记忆力；他能记得他
遇到的所有事件的各个细节。卢里亚在第一次调查中要求他记住很
长的毫无关联的单词和数字。S．始终能够正确无误地复述记忆材
料。他凭记忆能毫无困难地倒背单词和数字表。甚至在学习和复述
间隔的时间很长的情况下，也没有影响他的记忆力。

进一步的研究很快表明，S．使用了位置学习法，也就是说，
他将记忆材料转化成生动的想象，并“在想象中”漫步走过一条熟悉
的街道时分配这些记忆材料。他后来在回想阶段复述这次“漫
步”时，他犯了具有启发性的错误。他“忽视”了一样东西，而这件
东西好像是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有一次他没有注意到一枚鸡蛋，
他在想象中鸡蛋是放在一面白墙前面的。卢里亚在叙述中总结说，
这个案例一定不是记忆缺失，而是感知错误。

将数字和单词完全强迫性地转化为生动的画面这种非凡能力，
对S．来说却是大问题。他觉得很难跟上讲故事和谈话的节奏，因
为他的想象画面实在太过离谱；这样一来，理解别人的故事和谈话



就非常困难。甚至连简单的句子他也觉得难以理解。比如，S．读
这句话：“工作已经正常开始。”“工作”一词立刻使他想到工厂的画
面；但是接下来的“正常”这个单词使他想到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红
润的妇女，想到一个“正常的”妇女。最后他要加工“已经开始”这个
词组。S．问：“这个词组是什么意思？那里有一个工厂，还有一个
正常的妇女，这一切怎么协调呢？我需要丟掉什么东西，才能想象
出一件事情呢？”

S．面临的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他需要能帮助他抑制非
凡想象力的方法；他必须想办法至少跟上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别人
的谈话。

S．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专心致志地进行选择是多么重要，将
数字和单词转变为图像的过分浓厚的兴趣对任何智力思维的基础
——进行抽象和概括的影响多么巨大。



7　问题的解决及其前提

设置问题情境进行智力测试。沃尔夫冈·科勒尔（见第251页及其下
1页）在特内里费岛进行实验，尝试测试动物的智力情况。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专家学者在如何理解智力的问题上尽管无法取得一致的意
见，但科勒尔对自己所作的测试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毫不怀疑：必须
对被测试的动物设置问题；他选择了智商最高的动物之一，类人猿——
黑猩猩。如果让这种动物觉得有希望吃到散发着香气的香蕉，就应当假
设它有想得到这种水果的动机。事实上科勒尔对这种动物设置的情境并
不简单：他将香蕉放在被测试动物够不着的地方。四周围着栅栏，黑猩
猩无法靠近它渴望的水果。这样动物就处于一个典型的问题情境之中：
它们想要达到某种目的，选择什么样的途径达到这个目的，它们事先并
不知道。

通过思考解决科勒尔设置的问题。如上所述，科勒尔在被测试动
物身上并没有发现“盲目的尝试”或尝试，失败，再尝试，再失败的行
为。动物在“认识到”自己面临问题情境之前，他们的行为方式，用科勒
尔的话来阐释，可以归结为思考。我们今天每当谈到思考，仍然指长时
间的思维调整，直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然这要归因于现有的知
识。科勒尔明显忽略了一点：他用作实验的黑猩猩以前生活在原始森林
中的时候也许已经积累了使用树枝的丰富经验。为了找到棍棒，这种动
物很可能会运用它们在长期记忆中存储的相应知识。当然这种知识必须
通过思维进行调整，以便能运用到科勒尔设计的实验中。不管怎么说，
根据科勒尔的报道，很多动物都能利用自己现有的知识，先用长一些的
树枝将栅栏外面的短树枝拨向自己。当类人猿拿到这两根树枝时，它们
就会发现，将这两根树枝接在一起会变长，就能够到放在较远处的香蕉
并得到它。

本章概览。与今天相比，科勒尔对顺利解决问题的过程当然还了解
不多。这些年来，心理学家对人们在追寻目标的道路上如何排除障碍的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后面的章节中需要叙述的是，人们在解决问
题、作出评价、决策和结论时，思维起什么样的作用。所有这些认知过
程归根结底是为了适应环境。能够全面适应环境的能力要归功于智力。
关于这种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这些能力，因为人们现在谈的
都是多方面的智力——将在本章的第二节予以叙述。



7.1　思维

威廉·冯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从而对心理学作为
独立的科学得到人们的承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了通过内省法研究人
的“精神”已经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见第11页及其下1页）当然这种方
法仍处于初始阶段，因为它提供的结果不是很可靠。行为主义使“个体
事件”的研究成为禁忌，甚至在其他方面有很强研究能力的美国也压制
对思维进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只有活跃在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家能与
行为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献身于对人的思维的研究。

直到认知发生变化之后思维才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成为科学研究的对
象；在此期间，思维心理学是心理学内部最活跃的研究领域。（Hunt，
1999）

大部分人一般情况下是怎么思考的呢？行为主义者约翰·华生
（Watson，1913）将思维定义为自我对话。但是，如果说思维始终是在
使用言语内容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很难将
思想转化成语言。事实上在进行思维的时候往往还要动用形象的概念。

7.1.1　形象的表象：没有感官刺激的感觉

通过记忆提取形成形象的表象。我们知道，几乎所有伟大思想家
的思维都受到形象的表象内容的影响。（Kosslyn，1980）他们涉及的
仿佛是通过视觉产生的表象；但是，这种表象并不是由感官刺激而引起
的，而是由记忆提取产生的。

启动自我体验

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如果不运用形象性表象，是几乎或者
根本不能解决的。您可以毫无困难地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但在提
出问题的时候必须设计相应的情景：字母表中哪个字母是由一条曲
线构成的？

来自其他感觉的情景。很多人完全知道自己可以创造形象性表象；
比方他们解释说，“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有一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更
确切地说，人们还可以从其他感觉器官，比如听觉、味觉和触觉，获得
表象。迄今为止对形象性表象的研究最为深入。因此下面首先叙述这方
面的认识。



视觉和形象性表象的比较。斯蒂芬·科斯林进行了大量实验，以便
阐释人们如何处理形象性表象的问题。人们处理形象性表象的方式和那
些由视觉刺激引起的感觉一样吗？科斯林在他的一次著名的实验中，向
测试对象展示了如插图7.1所示的想象的岛屿图。

插图7.1　科斯林在研究如何“阅读”形象性画面时使用的想象的岛屿图的缩微版。测试对象在表象图中从一点走到另一点。

科斯林请测试对象看这幅上面画有茅舍、树木和草地等等的地图，
直到他们能够在记忆中复原这幅图。在测试对象形成形象性表象之后，
实验主持人说出地图上的两个点（比如说茅舍和草地）。然后让测试对
象想象自己如何从一点走到另一点。科斯林证实，测试对象思考中走过
这段距离所需要的时间，与地图上的实际距离相吻合。测试对象在想象
中走完这两地之间的路程，同他用眼睛看真正的地图上这段路程所需要
的时间是一样的。

根据科斯林的结论还可以断定，人们处理表象同处理真实的、用眼
睛看到的画面是一样的。（Kosslyn & Thompson，2000）这个深刻的问
题说明了人们处理表象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们也可以操纵表象。

表象的操纵。心理学家在实验中不仅要求测试对象仔细观察表象画
面的细节，而且要求他们做一些事情。

为了解决沃尔施莱格夫妇的问题，必须转动表象画面上的每一个刺
激形象，直到它们呈垂直状，像一个真正的字母B为止，然后才能将这



个被转动过的表象画面同记忆中提取的“真正的”B相比较。沃尔施莱格
夫妇记录了测试对象转动表象画面所需要的时间。同时他们断定，如果
测试对象转动刺激形象的幅度大一些，回答问题的时间就要长一些。他
们需要用大部分时间来使插图7.2最左边的刺激形象转到垂直的位置。
因为转动的幅度先是大于100°，然后需要转动180°，可右边第二个B只
需转动45°，因此测试对象可以比较快地回答问题。沃尔施莱格夫妇的
测试对象在头脑中转动刺激形象的动作，像将手中的木质或塑料刺激形
象调整成垂直位置一样。从这种比较的结果中能够得出形象性表象也和
相应的实物一样可以操纵的结论吗？

插图7.2　这五个字母B中哪两个的角度是左右相反的？

启动自我体验

安德烈亚斯和阿斯特里德·沃尔施莱格夫妇（Andreas & Astrid
Wohlschläger，1998）在实验中利用了一个我们在自己的实验中也
可以解决的问题。为此请看下面的刺激形象。其中两个B的角度左
右相反；请找出是哪两个？请记下观察各个图形并回答问题所需要
的时间。

形象性表象同视觉画面的比较。人们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形象性表
象所显示的每一个特征也可以在视觉画面中找到。实际上，形象性表象
活动的大脑区域和视觉画面是一样的。（O'Craven & Kanwisher，
2000）但是也有区别：表象画面和视觉画面虽然类似，但是并不完全相
同。（Reisberg & Chambers，1991）其中一个区别可以用插图7.3所示的
素描加以说明。



插图7.3　这画的是什么？

德伯兰·钱伯斯和丹尼尔·赖斯贝格（Chambers & Reisberg，1985）
让测试对象看插图7.3所示的素描，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幅素描。
然后请测试对象根据看到的素描形成表象。钱伯斯和赖斯贝格将这幅素
描收走后，请测试对象“检查”自己的表象画面，以便描述它所表示的内
容。因为画面是颠倒的（参看插图4.15的例子），所以有的测试对象从
左边“看”是鸭子的脑袋，有的测试对象从右边“看”是兔子的脑袋。然后
再问测试对象，他们在表象中还看到了什么别的东西。除了上面所说
的，没有一个人还能说出别的来，即使给他们一些帮助，给他们一些提
示也不行。然后请测试对象画出刚才所示的画面，并观摩自己的作品。
这时所有测试对象都能毫无困难地看到另一种动物的脑袋。钱伯斯和赖
斯贝格对此的观察表明，表象画面和视觉画面肯定有所区别。看到的画
面一经解释，就会丧失其多义性，也许会解释成是鸭子，也许会解释成
是兔子。可见，解释是通过概念进行的。除了使用表象画面，思考时也
要运用概念。

7.1.2　概念的形成和运用

在每个人的周围每天都在发生数不胜数的事件。没有两个事件看起
来是完全一样的。要对每一个刺激都作出独特的反应是不可能的。人们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感到困惑怎么办呢？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
怎样才能做到井井有条，又能保证适应环境呢？人将周围发生的事件和
其他事件分门别类，因为他们使用概念。而这样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呢？有什么用呢？可以预先想到的有：它们在思维的时候能起到很大作



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决定思维过程的结果。
概念是范畴。所谓概念，就是表象层面上可以将事物、事件或者状

况进行分门别类的范畴。在“家具”这一范畴中，就可以将外表非常不同
的东西进行分类，比如分为桌子、椅子、沙发和书架。一件东西有四条
腿，有水平的平面和靠背，就叫作“椅子”。当然还有一些非常抽象的概
念，比如“公正”和“真理”，这也是范畴，因为使用“公正”这一概念的
人，就能概括那些表现为“公正”的行为，并将这种行为与人们认为“不
公正”的行为相区别。

概念有助于减少复杂性。由于有了“家具”这一概念，与别人交谈的
时候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你想告诉别人，自己打算为卧室添置家
具，就用不着说得非常具体，比如用不着说需要购买一个书架、一张桌
子、四把椅子和两张沙发，等等。由于借助概念可以减少这个世界的复
杂性，所以人们不再感到困惑，不会对环境感到不适应。当然，人们要
选择概念的抽象程度，所以要调整各种需求：司机也许需要区分道路上
的是刚下的雪、积雪还是融雪；已经适应北极生存条件的爱斯基摩人同
样也需要区分多种不同的雪：他们对飘雪、脏雪、结块的雪都使用不同
的概念。（Whore，1956）在阿拉伯地区，甚至有6000个区分骆驼的概
念：其中包括挤奶的骆驼、骑乘的骆驼和作战的骆驼；其他概念突出区
别骆驼的品种和产地；还有一些称呼表示不同的妊娠期和对人们具有重
要意义的、在日常生活中与骆驼相关的特征。（Thomas，1937）

用概念开发信息。概念可以用来开发那些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信息。
比如，人们经常可以在公路和人行道旁边看到的一种植物——巨大的爵
床属植物（大力神亚灌木）；这种植物可以长到五米高，拥有粗壮的枝
干，开出雪白的伞状花，直径可以到60厘米。（见插图7.4）如果能对
这种植物从概念上进行分类，根据现有的知识（但愿！）就可以发现，
这种植物是碰不得的，因为它的汁含有一种有毒物质（呋喃香豆素类化
合物Furancumarine），皮肤接触后会引起发红发痒的湿疹。阳光照射会
引起化学反应，造成严重灼伤（光过敏反应）。因此，概念可以超越人
看得到的东西，借助于所获得的信息可以对不同的情况和事件作出适当
的反应。



插图7.4　如果一个游人能够将这种植物从概念上进行分类，从而知道，它属于爵床属植物，那么，他就可以发现它的其他一些无法直接看到的特征：它含有有毒物质。

当然，只有在积累一定的经验，从中取得一定的认识的前提下，概
念才能具有上述功能。而问题在于概念是怎样形成的。

学会使用概念。如果需要确定面前的几何图形是否可以归类为三角
形，只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说是或者不是就
可以了。然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和事情也能作这样明确的分类吗？
所看到的事物都具备可以毫无争议地进行分类的特征吗？答案是，将自
然物体明确地归为一类是非常困难的。回答区分植物界和动物界的问题
需要采取完全不同于回答区分几何图形的方法。

形式的或逻辑的概念。几何图形容易区分，因为它们有明确的定
义。比如，一个有三条边，内角和等于180°的图形只能是三角形，而四
条边相等，每个角都是90°的图形只能是正方形。不管是在形式的概念
还是在逻辑的概念下，对象的归属始终是明确的。然而，在日常生活
中，大多数对象、状况和事件是不能直接分类的。比如，在插图7.5所
描述的物品具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呢？



插图7.5　在日常生活中，供人坐的家具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观察者也许很难在“椅子”身上发现可以归类的特征，以便同其他坐具区分开来。

自然的概念。由于在区分日常用品时难以找到明确的共同特征，所
以埃林诺尔·罗什（Rosch，1973）设法寻找其他的分类可能性。她还注
意到，区分自然物品的范畴往往是不精确的。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
能够毫不犹豫地将鸡归为鸟类吗？18岁的人是青年人还是成年人？

罗什问测试对象认识哪些水果和那些鸟的时候，他们会比别人更多
更迅速地举出一些例子。（Rosch et al.，1976）在向他们提出关于水果
的问题以后，他们会很快地想到“苹果”和“橘子”，而很少提到“西
瓜”或“西红柿”。将“麻雀”作为鸟的例子，显然毫无困难，但是，在测
试对象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往往要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才提
到“鸡”和“企鹅”。因此罗什就自己的观察解释说，“典型例子”是在概念
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典型例子就是以它为典型代表的一个范畴（或一
个类）的反映。一种可以分类的物品越是类似于典型例子，它们拥有的
共同点越多，人们就能越迅速地确认并称之为一个概念的例子。

显然，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并非都划一地注意一件物品的所有特
征。人们更多的是关注那些经常出现的、能用来区分其他物品的特征。
比如，提到关于鸟的问题时，学员可能就会想到，鸟是小小的，有翅
膀，能飞。由于“麻雀”和“欧鸲”具有这些特征，所以它们就能比“天
鹅”和“企鹅”更快地被确归为鸟类。比如，有一位心理学家就这种已经
证明了的内在联系作了这样的评论：“从生物学角度讲，企鹅确实属于
鸟类。但问题在于，究竟为什么要我们非得承认动物学家在这个问题上
的话语权呢。”（Oden，1987）

概念之间的关系：命题。概念是思维的基石。如果回归到插图
6.6（第283页）描述的网络中所列举的概念，就可以断定：“救火车是货
车。”这种认定就是一个“命题”的例子。命题是一个可以判断某种说法
正确与否的信息单位的最小的意思、内涵或者说一种特性。（Schunk，



2000）仅凭“救火车”这个概念不能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解释，因为这对提
出是否符合“救火车”的含义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可以作出比如下
面这种很有意思的表述：“红色的救火车是货车”。这句话中有两个命
题：一、“救火车是红色的”；二、上述定理，“救火车是货车”。因此，
借助命题可以展现各种知识和推测。所谓命题，始终由一个主体（陈述
所需的概念）和客体（通过它陈述主体）组成；陈述的内容可能是正确
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信息框（见第287页）也可以标明为分门别类收
集的命题。

插图7.6　在概念学习的过程中，提出典型例子明显有利于区分自然的概念。有些鸟（比如欧鸲）与其他鸟（比如企鹅）相比可以作为鸟的更好的例子。

7.1.3　推断性思维

推断性思维可以帮助人们总结他们目前还不认识的东西。因此，一
种知识如果人人皆知就无需再去考虑。借助命题可以知道社区新购的救
火车的颜色，只要回忆起已经了解的内在联系：

“所有的救火车都是红色的。”
“我们有了一辆新的救火车。”
因此：
“我们的新救火车是红色的。”

这个从两个已知的内在联系（所有的救火车都是红色的——我们有
了一辆新的救火车）得出的结论人们称为演绎性思维，而归纳性思维是
人们从经验研究中取得的。

演绎性（逻辑）思维



演绎是从一般到具体的途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根据演绎
的方法得出结论，却不知道演绎的使用方法。演绎思维的典型特征是，
从一个或若干一般的、真实的内在联系（前提）中，依靠逻辑规则得出
关于具体的真实结论；同时人们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如果在
星期六问一个人，他今天是否上班，这个人就会回答说：“周六我不上
班”（第一个普遍的内在联系），那么肯定可以得出结论：他今天（第
二个内在联系：今天是周六）不上班。这个结论所依据的内在联系和由
此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说是三段论法。三段论法的构成：一是两个都具有
相同概念的前提，二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在这里，只要结论所依据的前
提是正确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关于周末工作行为的论断很容易以三段
论的形式来表达：

1．前提：周六我不上班。
2．前提：今天是周六。
结论：今天我不上班。

被广泛误解的逻辑规则。大家普遍容易产生的误解源自这样的假
设：按照逻辑从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
得出正确结论的每一个前提必须都是正确的。如果两个前提中有一个确
认是错误的，那么得出的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

1．前提：周六人们不上班。
2．前提：今天是周六。
结论：今天没有人上班。

在这个例子中，得出的结论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错误的，
因为第一个前提所依据的判断是不符合事实的：周末有很多人要上班。
因此一个结论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符合逻辑；更确切地说，结
论的准确与否完全取决于前提的正确与否。在广告宣传中，人们经常设
法诱使受众从符合广告人的需要的前提中得出逻辑正确的结论。比如，
人们在广告中把希望将衣物洗得白而又白这样的愿望强加给潜在的顾客
（前提一），他们就向顾客解释说，只要购买他们的产品，就能实现自
己的愿望（前提二），并且希望顾客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购买这种产
品，才能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标；做广告的厂家希望这样包装自己的信
息，以便能够让自己所承诺的消费者不加批判地接受前提二，并信以为
真地在逻辑上作出购买决定以后，才怀疑使用竞争对手的产品是否也能
达到自己的目标。

如果人们在分析三段论的过程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那么，绝不能
说他们是肤浅的。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总是逻辑地考虑问题，而是也使
用在多数情况下屡试不爽的策略。因此，人们在认为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也愿意接受一种结论，而不去充分验证，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逻辑



前提。（Klauer et al.，2000）

归纳性思维

归纳是从具体到一般。日常生活经常向从经验或观察中得出的结论
提出挑战，因为这些结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也就是具有抽样的性
质。归纳性思维使人们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得出最基础性的、不论怎样
是可能实现的、但逻辑上不太有把握的结论；在进行归纳的时候，人们
选择的是从具体到一般的方法。比如，一个人断定他的伞不见了。接着
他就设法回想，自己平时习惯将雨伞放在哪里，上一次下雨的时候自己
在哪里待过。这样的回想虽然绝不能保证一定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认
真回想，至少有可能重新找到雨伞。

归纳性推论是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从事经验研究的心理学家和其
他社会学家，在进行实验和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其结果以证实或摒弃
他们的假设——的时候，就要追溯到归纳性思维。（见第17页）他们试
图根据所选择的案例揭示一般的内在联系。但愿他们在进行大范围的抽
样调查以后能证明自己的猜想或理论，但他们绝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
性：新的信息会对他们以前的认识提出质疑。因此研究结果原则上并不
是证明；研究结果充其量只能向科学家证明他们以前作出的结论的正确
性；绝不能绝对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今后的研究有朝一日会对以前的认
识提出质疑或者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

日常生活中的归纳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验：首先对
自己经常打交道的朋友、熟人和同事作出评价，然后是对附近餐馆的服
务质量以及超市提供的商品作出评价。在这方面，要作出可靠的评价，
经验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但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使用这些经验，可能是
不切实际的。那么，对一个人需要接触多少次、接触多长时间，才能对
他作出准确的评价呢？对一家餐馆，去多少次才能对它的服务质量和性
价比作出良好的评价呢？按照形式逻辑的说法，对经验基础的要求非常
高，以致几乎不可能满足。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主观地作出判
断，观察了多少次，积累了多少经验就足以作出评价。人们因此经常选
择“简化的程序”或者简单的法则，这些法则在实际生活中虽然经受了考
验，但是同时在作出评价时也面临犯下严重错误的危险。人们也称这种
简易程序为“启发学”（Heuristiken）。

决策：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在一天当中，人们经常要面对决策的问题。每天早晨，人们就必须
回答，是闹钟一响就起床呢，还是过几分钟再起床。还有足够的时间好



好洗一个澡，还是只能草草冲一下？早餐是否考虑再加一瓶果酱？作出
这样的决策大多没有问题，因为所有需要考虑的要点都很明确。但是如
果需要作出比较困难的决策，那怎么办呢？

通过经济人假设（Homo Oeconomicus）作出的最佳决策。在经济
学上，英国国民经济学家和金融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为经济人
假设成为人人皆知的专业概念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由此描述了一个具有
极高的理性、因而能够作出最佳决策的人。经济人假设具有以下特征
（Frey & Benz，i. V）：

——他掌握涉及自己作出决策的所有选择的完整信息；他还知道自己作出这种决策后将要承担的后果。
——他完全根据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作出决策：为了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被视为理性的，而其他的措施则被视为非理性的。
——他是利己的，这就意味着在任何具体情况下，他都要权衡自己的收益和成本。成本与收益平衡，支出与收入平衡。

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有一些心理学家才对人们始终都能作出理性的
决策这一观点表示怀疑。始终能作出理性的决策之所以不可能，因为一
个人可支配的对于决策所需要的时间和必要的知识总是非常有限的。赫
伯特·西蒙是经济人假设这个人物形象的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他的著
作获1978年诺贝尔奖。

有局限的理性。西蒙（Simon，1957）绝对没有断言，人们始终都
是受自己的非理性所支配，也就是说一般都可以视为没有理性的；当
然，他们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只动用“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在典型的决策环境下，经常采用的策略不能达到最好的结
果，但可以达到良好的，至少是令人满意的结果；西蒙称这种策略
叫“足够满意”“satisficing”。这个词是由“satisfy”（满意）和“suffice”（充
足）组合而成。Satisficing的意思是，人们在作出一项决策的时候，要
首先考虑各种可能的结果，也就是说要长时间考虑一个又一个结果，直
到找到符合自己眼前利益的那一个结果。然后他就为这个结果作出决
策，不再去考虑其他可能的结果是否能够带来最大的利益或者造成最小
的损失。需要作出决策的人，用西蒙的话说，只考虑少数几个可能的结
果。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想购买一台新照相机的时候，显然不会将市场
上提供的所有相机都仔细研究一遍，而是到一家商店随便看看，看到自
己满意的就买。顾客虽然知道还有其他选择，但是他不会一家一家去
找，因为一个人的信息处理系统是有限的，所以他往往作出西蒙称为不
能达到最佳结果的“非理性的”决策。

为公平行为决策，即使有暂时的损失。现代人的决策行为也可能
受了传统的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些传承下来的前提条件可能是先辈们在
长达50000多年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从事狩
猎，又从事采集。（Allman，1994）当时每个共同体大约有100人。
（Leakey & Lewin，1992）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或者抵御外敌，一个部



落的人必须合作。由于人们彼此熟悉，所以他们相信，帮助他人能够得
到回报。如果表现自私，必定受到惩罚。人类的公正观念可能就产生于
共同生活的这种早期形式，并传承下来。合作精神——有别于其他生物
——至今还在这样一些人身上表现出来：他们彼此非亲非故，可能彼此
今生再不会重逢，也从不指望从中谋取个人利益。（Fehr & Gächter，
2002）

处罚同胞，鼓励合作行为。但是，如果自己的信任被他人滥用，
感到自己被他人利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恩斯特·费尔和他的同事安排了一个每次有四
人参加的游戏。每个参加者得到20法郎酬金后，让他们决定打算向一个
公益项目投入多少钱。这个公益项目的特点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即
使没有投资的人，也能从中受益。这项实验的负责人收集所有人的投资
款项，加倍后平分给每一个人。在这个游戏中表现自私、投资少却收益
多的人，就是搭便车的人。这时，那些对集体付出多的人对这样的行为
会有什么反应呢？费尔和盖希特断定，付出多的参加者会对爱占便宜的
人感到恼火，他们会对那些逃避为集体支付相应款项的人生气，因为这
些人破坏了公平原则。（Fehr & Gächter，2002）费尔和盖希特在了解
到这种情绪反应后，为那些慷慨的参加者提供了处罚自私者的机会，当
然他们必须为这一举措支付一笔费用，也就是说，处罚是有成本的；这
样他们还愿意负担这个成本吗？实际上经常有人受罚，但是最终受益的
是集体，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爱占便宜的人就会越来越合作，支付他
们理应支付的款项。在这场游戏中，通过处罚这一间接的途径创造了一
种包括被处罚者在内人人能受益的社会条件。

情绪消极，会作出非理性的决策。费尔和盖希特感兴趣的还有，
如果实验因为这个举措而中断，参加者是否会受到处罚。如果真的发生
这样一种情况，处罚者只能接受损失，而且不能指望自己的教育措施最
终让所有的人受益。结果表明，经济人假设再也不会在被处罚者中间复
活：处罚者违背理性，决定发泄怒气，因高额罚款而增加自己的损失，
而不是至少要保全自己的财产。（Fehr & Gächter，2002）不管怎么
说，西蒙所说的有局限的理性反正要受到被煽起的激情的负面影响。

在没有把握决策的时候经常应用的启发式。如果一点把握都没
有，要进行决策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没有可以从中推
导出最佳决策方案的明确原则。而且人们要假以时日，也许要在遥远的
将来，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人们为了减少决策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于是就想到了启发式。启发学在多数情况下证明是有用
的，但有时也会让人误入歧途，因为人们对其局限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这是“两位秉性倔强而又截然不同的人”——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和



丹尼尔·卡尼曼的功绩，“他们曾经提醒他们共同的朋友，他们永远不可
能相互达成一致”。（McKean，1985）然而，话是这样说，他们自从
1968年在以色列第一次相遇以后，便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成果卓著的合
作。研究启发学及其对人们的判断力的影响是他们的工作领域之一。下
面介绍几种启发式。

可得性启发式。如果人们对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件印象深刻，他们就
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再发生了。特维尔斯基和卡尼
曼称这种情况为可得性启发式。（Tversky & Kahneman，1982）实际上
任何人都不能真正摆脱这种倾向。

启动自我体验

下面列举的是可能导致许多人丧命的一些自然灾害、疾病、犯
罪行为等等。这些可能的死亡原因成对编排。请您在最常见的一对
原因处打（×）。

（　）在家里和业余时间死亡
（　）自杀
（　）公交事故中死亡
（　）交通事故死亡
（　）被谋杀
（　）不幸死亡的行人
请您打完（×）后再继续往下阅读。

只要查阅上述死亡事件的统计说明，就能看到下面的数据：
在家里和业余时间死亡：11431
自杀：11163
公交事故中死亡：17
交通事故死亡：7588
被谋杀：2664
不幸死亡的行人：812

资料来源：2004年统计年鉴，2002年联邦劳动保护和工业医学部

左栏列举的死亡事件的发生率都高于右栏。对上述作出错误说明的
人，很可能成为可得性启发式的牺牲品。这种启发式之所以产生，是因
为媒体对戏剧性事件及其发生率和死亡率的极其频繁和令人印象深刻的
报道。由于频繁的报道，人们很容易回想这种事件。如果人们很容易就



能回忆起某个事件（例如飞机失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种事情
发生的可能性很大。（Tversky & Kahneman，1982）人们如何估计危险
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恐惧心理和其他情绪，而不是取决于对可
能性的冷静分析。（Löwenstein et al.，2001；Slovic，2000）。同样，
人们对核事故的恐惧很可能也是由可得性启发式引起的。

例　子

公众为什么不太相信关于复杂的新技术，比如核电站的安全性
的研究成果？保尔·斯洛维奇解释说，关键在于工程师们试图介绍
所有可能有缺陷的流程，希望能够说明一些微不足道的缺陷根本不
可能同时造成灾难。但是斯洛维奇又补充解释说，就是因为有人向
人们直观描述了事故发生的过程，因为他向人们解释说，发生灾难
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并且向他证明了这些缺陷不可能依次发生的原
因。因此，人们随时都能回想起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反过来
又能让人认为，这样的事故很可能发生。（McKean，1985）

可得性启发式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也是人们对飞机产生恐惧的根源，
因而许多人不愿意选择飞机作为交通工具。飞行恐惧者开车送飞机乘客
去机场虽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发生事故的危险更高；然而他们自己却
不愿意乘坐最有安全保障的飞机。成为飞机坠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是非
常小的。即使每天任选一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搭乘，也需要21000年
才能达到统计资料提供的死亡事故发生率。（Bryant，1996）飞行恐惧
者可能是媒体的受害者，因为在报纸上看到飞机失事照片的概率要比看
到死于癌症的报道概率高几千倍。

在做博彩广告的彩票公司和其他公司在其广告中系统地利用了支配
启发式的作用，他们定期介绍幸运的赢家，而从来不介绍失望的输家。
于是在受众的记忆中就留下了大赢家的生动画面，而正是这一点使他们
满怀希望，使自己很快也成为博彩活动的受益者。



插图7.7　在媒体上看到坠毁飞机残骸画面的概率很高，因此很多人不敢乘坐飞机，因为他们认为，乘坐飞机很可能成为飞机失事的牺牲品。那么，可得性启发式怎么解释这种
恐惧呢？

锚定和调整启发式。如果根本没有核实或没有充分核实信息
（“锚”）对现实判断的适用性，就听信这些信息，那么，锚定和调整启
发式就会对决策产生影响。比如，询问测试对象，已有多少非洲国家加
入联合国。测试者在等待回答之前，转动一种类似抽彩轮盘的转盘，而
测试对象在一旁观看。测试者从0-100之间随意选择一个数字，让测试
对象告诉测试者，他心目中的数字比抽彩轮盘指定的数字大还是小，然
后再说出自己的猜测。虽然测试对象很清楚，抽彩轮盘选出的数字只是
随机出现的，但还是可以用作他们作出判断的锚。如果轮盘指出的数字
是10，测试对象就认为有25个非洲国家已加入联合国；而如果轮盘指出
的数字是65，他们的判断就是45。也就是说，测试对象受到了随意指定
的锚的影响，从而决定倾向于正确的数字，尽管距离正确的答案非常遥
远。（Tversky & Kahneman，1974）

私人在出售小汽车的时候往往希望锚定和调整启发式能够起作用，
因为人们已经将可能的购买者称为“谈判基础”，无疑希望这个基础能起
到“锚”的作用，在决定性的购买谈判中不要离题太远。

这种启发式对诉讼程序中的辩护问题无疑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
为法官在宣布结束取证以后，检察官有可能在总结性的起诉书中重新综
合事实，然后建议相应的量刑尺度。这里引用的类似拘禁期限或者金额
（在罚款的情况下）的惩罚，可以起到“锚”的作用。如果辩护人（正如
在大多数情况下）认为检察官建议的处罚没有充分考虑其委托人的利
益，那么他必须为降低量刑尺度而辩护，而这个为法官和陪审员设定



的“锚”可能会增加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
先入为主效应。在决策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可以选择：如果看

到同一个内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理性”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启
动自我体验”可以检验自己对这种不同的说法作出的反应方式。

启动自我体验

一个外科医生向病人提出两个手术方案，供他选择。
（Marteau，1989）他根据自己的意见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

方案1：做这种手术，死亡的风险为10％。
方案2：做这种手术，活命的机会为90％。

屠宰场现在有特价牛肉馅供应。如果你是顾客，愿意买哪一种
肉馅？（Levin & Garth，1988）

第一种：含75％的瘦肉。
第二种：只含25％的肥肉。

在信息框“启动自我体验”中复述的问题中，很多人只关注一种说法
中所包含的自己关注的部分（“活命的机会”、“瘦肉”），而不是按照辨
证的观点对这个说法进行全面的比较；因此他们以为，他们发现了两种
选择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差别。这种先入为主效应可能会
使顾客犯错误，在比较经过巧妙措辞的特价供应时得出错误的结论。信
息框7.1列举了另外几个先入为主效应的例子。

信息框7.1

在日常作出购物决定的时候，逻辑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人
们完全可以接受一杯冰镇鲜果汁2.65欧元的售价，那么为什么定价
不超过1.50欧元呢？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海滩上的一个游客问陪同，他马上要去一
下电话亭，回来时是否需要给他带一瓶冰镇啤酒？这种饮料最高售
价该是多少？答案并不完全取决于啤酒的质量，还取决于他在什么
地方买。如果这个沙滩游客打算到人气不太旺的商店购买，他询问
的均价大多在1.5欧元左右。但是如果他打算在高档的假日酒店购
买，那么价格的上限会达到2.65欧元（平均价格）。可见，人们购
买同样质量的商品，在食品店的收银台不愿出2.00欧元，而同时在



酒店却愿意支付2.50欧元。（Thaler，1985）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对一系列的日常采购进行

了跟踪调查，冷静的观察者会表现得前后矛盾，不合常理。
（Kahneman & Tversky，1982、1988）比如，一个顾客听说有一家
商店自己想要的微型计算器售价为15欧元，而在一家需要20分钟路
程的分店，同样的产品以特价10欧就能买到。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
都愿为节省这5欧元而去走这一段路。如果他们要买一个价格为125
欧元的计算器，他们还会去另一家分店买特价120欧元的计算器
吗？走这20分钟的路程，虽然可以省下5欧元，但大部分顾客会认
为不划算；所以很多人宁愿购买标价为125欧元的计算器。
（Tversky & Kahneman，1984）

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在另外一次调查中，让被调查者假定，他
去看话剧，到了剧院却发现自己的价值25欧元的入场券丟了。他会
再花25欧元补一张票吗？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表示否定。（Tversky
& Kahneman，1982）他们放弃的原因可能是认为花50欧元看一场
话剧不值得。如果将事件发生的顺序稍微改变一下，人们又会作出
怎样的反应呢？假如一个想看话剧的人在剧院售票处发现自己今天
在某个地方丟了25欧元。他会因此不看话剧了吗？在后一种场合，
多数人会花25欧元买票，虽然在这两种场合都是花费50欧元。看一
场话剧演出花了25欧元，他认为也是值得的！一个人只要只计算成
本，不计算损失，花钱就非常容易。（Slovic et al.，1982）

购物决策不仅取决于各自的成本，而且取决于那些经过理性思
考本来可以抵制的影响。要购买一辆新车的人，在作出购买决定以
前可能都要研究那些以很多事例为依据的瑕疵统计资料，此外还会
阅读专业杂志上的评论。读了这些材料，他就可能决定购买一辆沃
尔沃。但是在去汽车专卖店的路上，他遇到了自己的邻居，后者说
他自己就有一辆沃尔沃，并作了详细讲述，说它经常抛锚。简直是
一场真正的灾难，买了一辆十足的“蹩脚汽车”！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人还会相信那些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统计材料，而不相信
一个人亲口说出的话吗？（Nisbett & Ross，1980）

后见之明是错误决策的原因。前面提到的后见之明也可能是作出错
误决策的前提。（见第289页）如果一个人在结果或事件发生之后声
称“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他就有犯这种错误的嫌疑。这种错误说明人
们喜欢提醒别人用事后的信息来验证自己的预言。（Stahlberg，et al.，
1993）他们根据事后的认识，将实际发生的结果或事件视为不可避免
的；同时他们过高估计自己预测事件发生的能力。这种后见之明在很多



领域都存在，比如在医学领域（“我当时就说过，这是肺炎！”）；在政
治领域（“我早就知道这个党会获胜！”）、军事部署方面（“我早就知
道，这场战争打不赢！”）或者福利政策的发展方面（“我不是早跟你们
说过，失业率会继续增加吗！”）。

后见之明首先可以认为是理性地调整有限的认知资源，因为人们在
试图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时，似乎是理性的，他们只关注实际发生的事
件或结果，而不是设法花时间去澄清，为什么没有出现另外的事件或结
果。（Hoffrage，et al.，2000）尽管如此，这种策略仍能诱导人们满足
于不符合所有可能的——包括变化了的——事件顺序的解释。有很多判
断是由于后见之明而作出的，并产生了可怕的后果。记者乔·克拉科尔
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例　子

克拉科尔参加了1996年以灾难告终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
他的五名同伴在可怕的暴风雪中遇难；克拉科尔自己用尽全力得以
幸免于难。（Krakauer，1998）探险队的登山向导也在这次灾难中
丧生。他经验非常丰富，已经多次成功地引导登顶。因为“后见之
明”，这位向导可能将自己迄今的成功归结为自己独特的能力，而
没有考虑到，是否每次幸运的经历还可能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因
此这位向导根本不会想到，他以前顺利引导登顶遇到的都是好天
气。后见之明可能导致这位向导凭借以前的成功过高估计自己的能
力。由于过于关注自己的能力，他可能没有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成
功的背后还有其他的条件和因素在起作用。这也导致了一次探险的
失败。在作自己这最后一次悲剧性探险之前，他在准备阶段作出的
决定中，就没有或几乎没有想到发生可怕的暴风雪的可能性。

完成的决策中的过分自信。有些人由于自己的“有限理性”（见第
315页及其下1页），使用大量启发式，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决策能力，这
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原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
但是研究结果表明，这正好走到了事情的反面。他们作出了某些困难的
决策以后，就特别喜欢高看自己的决策能力。（Plous，1993；Soll，
1996）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就是过于自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
了对苏联的战争；林登·约翰逊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发动了对北越的侵
略；由于同样过于自信，萨达姆·侯赛因突袭了科威特。这么过份的自
信是怎么形成的呢？丹尼尔·卡尼曼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的精神
抑制着不自信。我们不仅坚信，我们比实际存在更多地了解政治，了解



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伴侣，而且坚信，凡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都是不重
要的。”（McKean，1985）因此，这些人大多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决策
是以可疑的假设为基础的；此外，他们喜欢选择的感觉，因为他们首先
关注的是那些支持自己决策的因素，听不进别人提出的改变决策的建
议。（Baron，1994）

损失的扩大。不愿意承认决策失误，也许是人们的一个通病。如果
是真的决策失误，在有些情况可能导致“损失扩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这是一个决策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不愿意
放弃各自选择的方案；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为追求一个目标已经投入
了很多，而迄今的收益却不尽人意，放弃这个目标吧，又阻力重重，因
此人们尽管主观上认为前景不妙，但还是继续追求这个目
标。”（Brandstttäter，1998）放弃这个目标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呢？维
罗尼卡·布兰德施太特估计，一个人在面临失败的威胁时会继续追求自
己的目标，“以便不让人说自己投入的资源打水漂，以便维护自己的面
子，以便不让人将自己看作失败者，以便不承认以前的所有努力都是白
费，以便到头来不至于两手空空。”此外，一味地想避免出现不良后
果，也会限制理性。



7.2　问题的解决

问题情境的特征。

在心理学上，问题情境是指个体为达到某种目标而作出的大量努力
遭到失败的情况。桑代克实验中的饿猫，当笼子的栅栏挡住它获取食物
的路径时就表现为问题情境。科勒尔的大猩猩在发现自己的胳膊太短，
无法够到栅栏外放置的香蕉之后，它也遇到了障碍。动物最终如何解决
问题，桑代克的回答是尝试和失败行为（见第230页及其下1页），而科
勒尔的回答是顿悟（见第251页及其下1页）。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桑代
克和科勒尔都对研究问题的解决给予了重要提示，心理学家对这一过程
的兴趣也经久不衰。如今人们对于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促进作
用，哪些因素起阻碍作用，比桑代克和科勒尔知道的更为清楚。他们二
人提出的都是定义明确的问题。

定义明确的问题。

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定义明确的问题（well-
defined problems）。这里指的是问题的提出、提出问题的初始情况和目
标以及为得到解决而可以采取的措施都是可以明确描述的；只要找到唯
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定义明确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启动自我体验

在火车—飞鸟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
唯一的一个答案。这个问题如下：

两列火车相距50公里。凌晨两点钟两列火车驶出车站，相向对
开。在它们起程时一只鸟儿从第一列火车出发，向第二列火车飞
去。鸟儿在与第二列火车相遇后返回，以便飞向第一列火车。这只
鸟儿就这样不断往返，直到两列火车相遇。

两列火车的时速都是25公里，而鸟儿的时速是100公里。
请问这只鸟儿直到两列火车相遇一共飞了多少公里？

定义不明确的问题。在学校和实验室的条件之外，人们发现，几乎
所有的问题要么是初始情况不明确，要么是答案不明确，甚至两者都不
明确；而且，发现一种或多种解决方法还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因为在日



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与已经发生过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Voss & Post，1988）

信息框1.1

根据杰里·阿德勒和卡罗尔·霍尔的报道，事情发生在1995年6月
的最后一周，波拉·狄克逊在去香港机场的途中从摩托车上甩了下
来。（Adler & Hall，1995）她至少以为自己挺过了这场事故，因
为她及时赶上了去伦敦的航班，并登上了飞机。当飞机在10000米
的高空飞越孟加拉湾时，狄克逊小姐的手臂开始感觉疼痛。当时正
好有两位医生在飞机上，他们给她的胳膊上了临时夹板。但是不久
以后，其中的一位医生，一家英国诊所的矫形外科主任大夫安格斯
·华莱士教授就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的姑娘作进一步的照料：她说她
胸部特别疼痛。这位医生马上就意识到，波拉·狄克逊的状况比他
开始认为的要严重得多。她的一根肋骨伤了肋膜；因此在胸腔内产
生了一个气泡，越来越压迫肺部的扩张。英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能
够飞往的下一个机场是德里；但是华莱士教授担心，着陆时气压的
增加会对他的病人产生致命的影响，特别是她目前的情况非常严
重。但是，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波拉·狄克逊时刻都面临生命危
险。这位医生最后对病人说：“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必须为您
进行手术！”在正常装备的手术室里，可以在肺部萎缩，也就是叠
合的情况下切开胸壁，插入一根能够导出空气的导管。但是，在一
架普通的飞机机舱中，大夫面对必然要进行的救命手术，却面临一
个不寻常的问题：他在一架波音747飞机上怎么做这样的手术？

这位需要进行紧急手术的医生，面临着一个不寻常的问题，他
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他漫长的从业经历中，他积累的
只是在手术室里的经验，那里设备装备齐全，还有很多医生在旁边
协助，而现在这些经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尽管如此，怎
么才能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呢？一般情况下，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
都需要经历一定的步骤。

7.2.1　解决问题的过程的研究

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证明，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例
如，一个人没有带钥匙，一阵风吹来，把门关上了，于是只能待在门
外。在休息日发现忘了购买必要的日用品。郊游时带了啤酒，但没有带



开瓶的启子。上述各例原则上都是有多种解决方案的问题。
如果人们碰到这类所谓需要分析的问题，该怎么办？为什么有些人

能比别人更快地找到答案？心理学曾经试图解释这样的问题。回答这类
问题的一种可能性是，应当仔细地查看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
如果把解决问题的复杂过程分成几个阶段，那么，这个问题自然就会迎
刃而解，因为这些阶段事实上相互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善于思考的人
可能会长时间地摇摆于各个阶段之间；也许还会回到开始阶段，从头重
新考虑。

通过情境和目标分析争取理解

情境和目标分析。问题情境总是与不能一下子回答的问题同时出现
的。

例　子

薯片生产厂家对这种薄脆薯片最初使用的包装不满意。所使用
的塑料袋占了很大的空间。而且薯片在卖给顾客之前已经破碎。很
明显，这就产生了问题情境，因为心怀不满的顾客的态度明确表
明，他们的目的——应当向他们提供毫无瑕疵的商品——没有达
到。如何消除这种弊端呢？也许可以创造不致破碎的包装条件和运
输条件？

在探索这种令人不满的状况的过程中，薯片生产厂家——问题
情境开始时基本都是这样——面临着两个问题：

1、现有的情况怎么样？
2、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需要尽可能仔细地分析情境和目标，以便首先获得对问题情境

的了解。因此，问题如下，薯片制成了，但包装空间太大，并且在
到达顾客手中以前往往已经破碎。

关注对解决问题起重要作用的特征。一个人是否理解问题情境，
特别是在遇到复杂问题时，关键首先在于，他所关注的是什么。但是关
注过程往往是有所选择的。（见第200页及其下1页）因此，关键是寻找
解决办法的人觉得问题情境的哪些方面非常重要。就薯片来说，色泽和
形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堆在一起容易碎裂。如果发现了薯片的易碎性
特征，就是向解决问题过程的第一阶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理解了问题
情境之后，就可以寻求消除那些不尽人意的特征的可能性。



在没有充分理解问题情境之前避免提出解决方案。在分析某个问
题时，尚未充分了解问题的实质就提出解决方案，无疑会减少成功解决
问题的机会。（Blatt & Stein，1959）越是认真地努力去首先全面了解
某个问题，往后解决问题的各个阶段就会越顺利。只要将行家，即在某
个领域顺利工作很多年——至少10年以上——的人（Ericsson &
Charness，1994；Ericsson et al.，1993）与新手作一个比较，通常会得
出这样的结论：行家为了首先全面了解一个问题，通常会花费很多时
间。（Chi et al.，1981）行家会比较迅速地注意到问题的本质，而新手
更多的是关注表面特征。因此专家在问题解决过程的早期就能恰当地勾
画问题。但什么是恰当的勾画呢？这要取决于各个不同的问题情境。

用图表勾画问题。很多人虽然能够很好地理解火车—飞鸟问题（见
第323页），但是，他们在随后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却觉得很困难，
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找到最好的表现形式。为了更好地理解所描述的
问题情境，可以用图示的方法进行描述，也就是说，可以在想象中或者
在纸上画出与插图7.8描述的主要部分相一致的草图。这样的草图无疑
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就能想到。（“飞鸟共飞了多少公里？”）那么，这种
表现形式真的能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方便吗？

插图7.8　表示火车—飞鸟问题的可能性

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手段—目的分析。艾伦·纽厄尔和赫伯特·西蒙根据自己在计算机编
程方面的经验，认为解决问题的一般策略是存在的。（Newell &
Simon，1972）他们以手段—目的分析为例，在运用这种启发学的同
时，在解决问题的每一个阶段找出那些能够缩小现状和所追求的目标之



间的距离的办法。当然，一些非常熟悉某一方面问题的专家经过深入研
究后得出结论说，他们绝对没有动用一般的策略，更确切的说，他们能
够迅速地辨别某个问题的类型，然后搜索自己的记忆，决定采用他们认
为最经得住考验的解决办法。（Chi et al.，1988）当然，将问题进行分
解，逐一加以解决的方法有时证明也是有效的。比如，医生必须在英国
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导出狄克逊小姐由于受伤而积压在胸腔内的气体。幸
运的是，医生在飞机上的急救箱中找到了一把解剖刀，得以切开波拉·
狄克逊锁骨以下的胸腔。然后华莱士教授试着将自己碰巧带在身边的塑
料管插入胸腔；但是塑料管太软了，无法插入厚实的肌肉。华莱士教授
将挂大衣的金属衣架上的铁丝卸下来，插到塑料管里，解决了这个子问
题。但是，解决了这个子问题立即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子问题：怎样给铁
丝消毒呢？他想到飞机上有酒精含量很高的饮品；于是他用一瓶五星库
瓦西耶酒（即拿破仑酒——译者注）给器具消毒。这位大夫将管子的另
一端放入半瓶满的矿泉水瓶中，防止另外的空气通过管子进入病人体
内。华莱士教授还运用了手段—目的分析法，依次解决了所有的子问
题。随着每一个子问题的解决，华莱士教授距离总共大约10分钟的手术
成功的目的，仅一步之遥。“大约12小时后，第32次航班在伦敦降落，
狄克逊女士已经感觉良好，接着还用了早餐，而华莱士教授为了表示感
谢也喝完了剩下的库瓦西耶酒。”（Adler & Hall，1995）

火车—飞鸟问题的解决方法。当人们遇到如图7.8所示的火车—飞
鸟问题的时候，他们大多会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试图计算出鸟儿每次
需要飞行的距离，而且鸟儿每调一次头，距离都会缩短，以便最终计算
出鸟儿飞行的总路程。如果计算不出错，用这个方法确实可以求出答
案。但是很多人在确定飞鸟第一次和对面的火车相遇的地点时就会遇到
麻烦。他们采用这种方法一旦在这一点上失败，就很可能回到起点上，
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问题情景。他们很可能迟早会注意到，鸟儿的飞行
距离和火车的高速之间存在固定的关系。只要用另一种方式表述目标的
确定（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么，这个问题就有完全不同的表述
方式：“鸟儿飞行的是哪一段距离？”这个问题可以变成“鸟儿会飞多长
距离？”为了就下面的分步思考寻找答案，现在提出更优惠的条件
（Darley et al.，1991）：

1．两列火车开动前，它们之间的距离是50公里。
2．两列火车以相同的速度行进，所以它们必须分别行驶25公里以
后才能相遇。
3．两列火车都以25公里的时速行驶，所以它们在行驶一小时后相
遇。



4．鸟儿以100公里的时速飞行。
5．如果两列火车行驶一小时后相遇，那么，鸟儿在这段时间内肯
定飞了100公里。

算法解决方法。火车—飞鸟的问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明确的步骤
解决的，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都一样。只要不出错，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的最后关头必定能得到唯一正确的结果。相应的结果也适用于其
他很多问题。如果要将混在一起的字母排列成有含义的单词，那么，可
以有计划地尝试各种可能的组合，直到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按照一定
的步骤，就必然能找到一定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电子计算机的程序员所
说的“算法”。比如，awl这三个字母可以有六种不同组合（包括原来的
组合）：alw、lwa、law、wla、wal。可见，只要选择三个字母，使之
至少排列出一个有含义的单词，那么，根据最多六种有规则变化的组合
可能性，就可以确保找到答案。为了既快速又可靠地达到希望的目的，
在一定的问题情境下，比如，在应用数学公式或者制定食谱的时候，可
以运用算法解决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有人发现，比如
要将四个字母组成一个有含义的单词，就得经过24种组合以后才能得到
答案。而BDEEEERB这几个字母，甚至可以有40320种不同的组合。所
以，如果采用算法的解决方案去试验各种可能的组合，那么，在不利的
情况下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组合成ERDBEERE（草莓）这个词。如上
所述，火车—飞鸟的问题也可以用这种费劲的方法来解决。

启动自我体验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不是花大量时间去探讨各种理论上可能
的解决方案，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以后才解决问题的。比如，人们
在食品超巿购物时虽然不知道芥末放在哪儿，但也不会将通道两边
的所有货架都仔细找一遍。他们一开始就不会去看那些存放面食、
果酱和饮料的货架。同样，在设法组合一个有含义的单词时，也不
会去考虑所有理论上可能的字母组合，而是考虑这些（比如erd，
be，bee，ere等）比那些（比如bd，eee，drb等）更可能组合。程
序员称运用已有经验采取的省时省力的策略为启发式方法，当然也
不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另见第328页及其下1页）
人们在存在多个正确的解决方案的问题情境中也采用这种方法：汽
车无法启动了，我怎么去上班？商店关门了，我怎么弄到一些晚餐
用的食品？有穿堂风，窗户却总是关上，我怎么办？在这些情境



中，人们往往选择那些过去已经使用过的办法，同时希望采用这些
办法能“正确地”并且比较快地解决当前的问题。

寻找参照物。利用参照物在不少图解表述的层面上证明是一种特别
有效的启发式战略。例如，传说约翰·谷滕堡发明印刷机就是由一个参
照物得到重大启发的：他是在想到葡萄榨汁器的形象后设计印刷机的，
而葡萄榨汁器是他的家乡美因茨地区常见的一种器具。（Koesler，
1964）

生产薯片的厂家在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随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
否可能在大自然中找到答案。于是人们开始系统地寻找，最后树叶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树叶的形状和大小都与薯片差不多。秋天，树叶落在地
上干枯之后，人们同样可以轻易将其弄碎。但是，潮湿的树叶可以叠在
一起包装，而且将它们烘干以后形状也不会轻易改变。人们就是这样找
到了答案：将薯片加湿，设法切成相同的形状，叠放在稳固的圆形包装
筒中。（Rice，1984）



插图7.9　图示这种薯片圆形包装筒既节省空间，又能防止破碎。它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发明出来的。

在采取某些寻找战略的时候，人们可以利用自己通过经验形成的有
关某些事件发生的频率的知识（比如往往优先选择的字母组合）。在信
息框7.1已经用很多例子证明，采取这种启发式战略，在某些条件下可
以不考虑逻辑问题。

当然，寻找参照物，只是个建议，真正去实行往往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发现类似以前确实存在过的情境。这方面原因至
少部分在于，人们在努力理解现有的问题时，往往过多地关注问题的表
面特征，从而不太注意问题的深层意义。（Reeves & Weisberg 1993，
1994）

确认偏差。华莱士教授在处理波拉·狄克逊的问题时，根据其描述
的症状的特征首先诊断为手臂骨折，马上为她上了夹板。他采取这些措
施之后——也许已经镇静下来——又重新开始观察。但是情况很快表
明，他成了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受害者；而苏联军官斯坦尼



斯拉夫·彼得罗夫在监测导弹预警系统时就避免了这种确认偏差。（见
第169页）确认偏差和锚定启发式（见第319页）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
果为了解释所作出的诊断结果将貌似合理的假设设定为“锚”，那么，几
乎或根本不会愿意再次怀疑已经作出的解释，以便寻求其他可能的解
释。只有在找不到其他解释的时候，才能有十分的把握认为，所作的假
设具有坚实的基础。因此，华莱士教授在刚开始检查时就根本没有考虑
到，狄克逊小姐的疼痛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可见，确认偏差指的是这样
一种倾向：只关注那些与已作出的决定和已获得的信念相一致的信息，
而忽视那些与所作出的判断相矛盾的信息。这种错误在医学领域还可能
导致误诊。

例　子

夏达雅举例说明，确认偏差可以危险地使医生在寻找某些病症
的病因时受到怎样的限制：有一个病人告诉一位年轻的女医生，他
发高烧，并且嗓子疼。（Halpern，1984）这位女医生于是就断定
他患了流感。她问病人：“您浑身都疼吗？”病人回答说“是”。“这
种症状开始几天了吗？”病人又作了肯定的回答。意识到可能存在
确认偏差以后“我们就应当明白，女医生一定会寻找驳回自己流感
诊断的证据。她还会问一些通常与流感无关的病因，如斑疹或者关
节炎”。

评估可能的解决方案。对所作出的每一个解决方案都要进行评估。
它是否真地能够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本来是很容易回答的。例如，如果
汽车不能启动，那么只要在发动机上作些变动就能很快检查出故障是否
已经排除。有些问题的情况则不一样，可能会引出多个、可能还有创造
性的解决方案。有人要求年轻人说出日常用品的独特的用途（Johnson
et al.，1968），比如问他们用锤子、直尺或砖头能做什么东西，包括不
寻常的东西。然后请测试对象对自己的答案作出评估。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的评估绝不会同那些独立的专家的评价相一致。在某个领域还没有
积累什么经验的人，可能会找到好的或坏的解决方法。然而，新手还没
有掌握合适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意见。而长期深入地研究某个领域的
人，就会逐渐提高评估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长期从事专业工作的科
学家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已经积累了经验的艺术家（音乐家、画家
等），具有良好的条件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的不太好的论文中区分出优秀
论文。



7.2.2　早期经验妨碍问题的解决

实验思维心理学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在遇到问题时为
什么会比其他人更快、更多地找到解决办法。人们可能发现，凡是以前
已经积累了解决类似问题的经验的人，都能提高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
是在一定条件下，这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人们觉得很难利用不
同于自己习惯的对象。此外，由于缺乏变通的程式化的训练，在解决问
题的时候还会产生“盲目性”。

信息框1.1

“我侄子到我家看我的时候，每次乘电梯只坐到五层。而我住
在六层。因此他还得再爬很多级楼梯到我家里。”请您尽可能说出
几个原因，侄子为什么总是提前下电梯，再爬很多级楼梯到达目的
地。

约翰·布兰斯福德和巴里·斯坦因曾经向自己的学生们提出同样
的问题。典型的答案是：“他在途中还要拜访其他人”，“他喜欢走
路”，“爬楼梯有益健康”或者“电梯只到五层”。（Bransford &
Stein，1984）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侄子因为个子太矮，无法够到五
层以上的按钮。学生们在寻找答案时显然受到了限制。

机能固着。难以运用不同于习惯的对象，可以归因于机能固着。如
果不是机能固着经常遮掩人们的视野，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能很容
易得得到解决。比如，人们可能想不到，在紧急情况下用剪刀也可以拧
下螺丝，用核桃夹（钳子）可以开启果酱瓶，用纸篓充当学步车（见插
图7.10）——儿童心理学家肯定不会完全同意这一点。有一个人先遭到
抢劫，然后又被锁在自己汽车的行李箱中，最终是克服机能固着救了他
的命。氧气耗尽后，这个人打开了备用轮胎的气门，漏出的空气让这个
被困者得以活到被解救出来。华莱士教授一定也是多次克服机能固着，
因为他违反常规使用了库瓦西耶酒、熨斗和矿泉水。第332页的东克尔
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怎么说的呢？



插图7.10　克服机能固着

在解决东克尔问题时，人们长时间找不到解决办法，如何将盒子看
作容器，即可以盛放东西的物品。克服机能固着以后，很快就发现盒子
的四壁也可以做支架。插图7.12表明，东克尔问题的测试对象怎样解决
问题。



插图7.11　卡尔·东克尔证明机能固着的蜡烛实验：如何将蜡烛固定在墙上，点燃后不往地上滴烛泪？



插图7.12　卡尔·东克尔解决蜡烛问题的方法：必须克服只将盒子看作容器的机能固着；只要发现盒子的四壁也可以充当支架，就找到了解决方案。

拖延克服机能固着。如果人们遇到问题时产生机能固着，即存在困
难，只看见现有的东西，而忽视这些东西的不同于习惯的功能，那么，
就应当休息一下或者“搁置一夜再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伟大的发现和发
明不是在高度集中的阶段，而是在放松的过程中，比如在散步时、在看
电影时，甚至在睡梦之中作出的。信息框7.2就将叙述这种创造性梦境
的两个例子。

启动自我体验

证明机能固着的著名实验是由格式塔心理学家卡尔·东克尔完
成的。给测试对象在桌子上放置一根蜡烛、一盒钉子和一盒火柴。
（Duncker，1935）他们的任务是将蜡烛垂直固定在墙上，点燃后
不往地上滴烛泪。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信息框7.1



可以在睡梦中解决问题吗？
弗洛伊德认为，人可以在梦中表达自己在清醒状态下认为是威

胁的愿望和想象。（Freud，1900）当然，弗洛伊德还观察到，一
个人在清醒状态下得到的体验，也会进入他的梦境。弗洛伊德称之
为Tagesresten（“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现代对成年人的梦的研
究证明，大部分梦与白天较深的情感体验有关（Kramer，1994）；
梦的内容也同做梦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Hall，1966）。如果问人
们生活中有哪些让他们操心的问题，后来再问他们梦到了什么，那
么他们就会回答说，他们梦见了自己白天所有的担忧和恐惧。
（Hurovitz et al.，1999）比如，对即将面临的考试存在顾虑的学生
会梦见自己毫无准备就坐到了考官面前、参加了另外的考试或者找
不到考场。（Halliday，1993）

梦在特定的睡眠阶段发生。在所谓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也就
是说，只要具备下列条件，就特别容易做梦：

——在清醒感觉状态下发挥作用的大脑区域以及思想和运动过
程在这个睡眠阶段特别活跃；

——来自感官和肌肉的信息受到压制。（Domhoff，2001；
Solms，2000）

做梦时大脑皮层很清醒，足以创造生动的情景；这些情景不受
感觉器官的传递和意志过程的影响。因此它们绝对不是没有意义
的，因为可以在认知过程的帮助下，尝试阐释复杂的、也是来自大
脑深层的神经刺激。艾伦·霍布森甚至认为，大脑的“目标无疑是探
索重要性，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即在供它支配的数据为此很少提
供或没有提供基础的情况下，也被认为是重要的”。（Hobson，
1988）如果做梦的人在清醒的时候已经长时间考虑过某个问题，那
么，这可能就是探索恢复正常的倾向，就是已经接近问题的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产生一种“幸运的”想法，比如化学家奥古斯
特·凯库勒在1890年的科学家代表大会上这样描述了自己的梦
境：“……原子又在我眼前转动，在我智慧的眼前呈现的是大量相
互重叠在一起的画面，我能认出大型的、独特的结构和长链，这些
结构像长蛇一样相互缠绕。突然发生了什么？有一条蛇咬住了自己
的尾巴，构成一个圆形，在我的眼前旋转。我当时觉得仿佛见到了
闪电，这时我醒了。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吧，到那时我们也许
就知道什么是真理了。”（Anschütz，1929）

值得注意的是，大脑在人做梦时寻找意义和规则的每一个过程



的结果，也可以在实验条件下得到证明。马凯和鲁比让自己的测试
对象根据两个预定的规则重新排列数字顺序。实验组织者没有告诉
他们，自己还准备了第三个规则，而根据这个规则可以较快地解决
问题。（Maquet & Ruby，2004）一部分测试对象在问题解决后可
以睡八个小时，而另一部分人在这段时间不能睡觉。第二天，实验
显示，整晚睡觉的人明显要比那些通宵未睡的人更容易发现那条没
有明说的规则。马凯和鲁比解释说，睡眠不足或者其他被剥夺睡眠
的后果，作为对所观察的区别的解释，可以排除在外，更确切地
说，在睡眠当中发现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认识规则是极有可能的。

观念对问题解决的限制。亚伯拉罕·陆钦斯早在几十年前就成功进
行了观念效应的经典演示。（Luchins，1942）如果人们考虑到当时给
测试对象提出的问题，那么他自己就能获得这种效应。

关于自我体验的练习

问题要求每次量出一定量的水（表中的D栏）。可供使用的是三个
不同容积的按升计算的量杯A、B、C。比如，如果有两个量杯，一个容
积29升，另一个3升，那么怎么量出20升水？首先用29升的量杯盛满
水，然后将水倒入3升的量杯，倒3次，剩下的水就是20升。同样，用三
个可用的量杯A、B、C倒水，也可以解决下面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至五都可以通过B-A-2C的公式得到解决。同样
方法也可以用于问题六和七。当然，这两个问题用A－C和A＋C的公式
更容易解决。

如果一个人对某个问题情境的反应在过去已经反复得到确认，或者



用学习心理学的话说，已经得到强化，那么，他就有非常大的决心在将
来同样也会作出这样的反应，虽然可能还有更快的成功解决的方法。这
样就形成了陆钦斯所说的观念。于是人们便囿于一种“惯例”，这种惯例
使人顽固地坚守至今惯用的方法，虽然他因此要走不少弯路。

陆钦斯指出，不同知识水平和不同年龄的人面对这些简单的问题都
会变得“盲目”，他们只要事先对前五个问题加以分析，就都会用比较复
杂的公式来回答问题。克服这种“盲目性”或观念的最佳方法是变换练
习，也就是说，在选择练习题的时候尽可能做到灵活处理。

用专业知识克服问题情境中的障碍。机能固着和某些惯例的形成
无疑表明对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有用的。但是它们也会妨碍
新颖的、创造性想法的产生。人们在谈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时说，他
之所以能够获得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独特的、意义深刻的认识，是因为他
之前没有学好哲学和数学。这种说法虽然明显夸张，但也有一定的道
理。如果爱因斯坦的思想过份拘泥于当时的自然科学，那么，他无疑很
难——也许根本不可能——摆脱当时的自然科学，任由新思想自由驰
骋。当然，爱因斯坦同那些物理知识主要来源于中学课程的人相比，还
拥有另外一个优势：他拥有专业知识，这使他能够发现物理学门外汉无
法发现的内在联系。



7.3　解决问题的行为是智力的表现

智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当今的心理学家，
都会无条件赞成这样的说法：智力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某种联系。但是
在回答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智力这个问题时，却众说纷纭。这个答案难道
不是通过研究按照“比奈智力标尺”（Binet Skalen）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智
力测试而找到的吗？当代的智力研究者对所谓的智商测试很有意见。

传统的智力测试是不完备的方法。罗伯特·斯滕伯格（Sternberg，
1991a）讽刺性地认为，死亡、税收和糟糕的智力测试是这个世界谁也
无法回避的事件。他在小学时就经历了不愉快的智力测试，因为他非常
害怕考试，所以成绩总是勉强及格。（Sternberg，1991b）在他六年级
时，因为考试成绩太差，校长决定让他同五年级的学生一起再考一次。
他在这些年纪小一些的同学中感到自信了一点，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这次他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Miele，1995）这种测试方式想必
激发了他的兴趣，因为到七年级时他就为同学们做了自己的智力测试。
大学毕业后，他从一份年鉴中援引了这样的话：“智力是最让人误解的
人格特征。”（Dorsey，1987）这些早期的多少有些负面的体验也许使
斯滕伯格后来成了传统智力测试的坚决反对者。正如罗伯特·斯滕伯格
和理查德·瓦格纳（Sternberg & Wagner，1986）所指出的，几十年来通
过智力测试进行的智力研究，“产生了无数不可预计的和不幸的结果”。
人们过多地注重于智力，却不注重智力理论的研究。智力测试的发明者
和使用者首先没有考虑到，他们利用自己的考试方法究竟想测试什么。

在简短介绍经典的智力测试的特征以后应当指出，现代智力研究应
当走什么道路，才能走出传统智力研究深陷其中的死胡同。但是首先需
要解释的是，怎样说明心理学家所理解的智力的特征。

7.3.1　智力的特征

毫无疑问，智力是心理学家一百多年来试图定义的一个概念。无论
是以前还是现在，他们的观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但也不能排除随时都
存在取得一致的可能性。

通过学习适应环境。1921年，人们请求著名的研究人员介绍他们的
观点。当时非常著名的14个研究人员的回答虽然五花八门（Thorndike et
al.，1921），但是也有共同点。高度一致的是，智力能够使自己的载体
适应环境。能否很好地、迅速地适应环境，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取决于
个人动用自己经验的能力。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关键不是克服智力测



试中的那些困难的能力，而是适应总的环境要求的能力，因此，一个人
在学校能够取得怎样的成绩，如何适应职场环境，如何建立自己的社会
关系等等，都取决于自己的智力。

元认知和文化的意义。60多年以后，斯滕伯格再次去求教专家，请
他们介绍关于智力的观点。（Sternberg & Detterman，1986）很多人的
回答还是认为，适应能力和学习与智力这个概念紧密相关。此外，专家
们还指出了元认知的意义，即人们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思维过程的能力。
专家们还反复强调文化的意义：有些事情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智力的行
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则被看成是另外一回事。

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还在于，如何评价智力的各个组成部分。比
如，在津巴布韦，智力这个单词是“ngware”，它的含义很广，主要指处
理社会关系方面的“三思而后行”和“谨慎小心”。在非洲众多的文化中，
智力的显著特征是，人们负责任地参与涉及自己家庭的各种事务，表现
出合作与配合。（Sternberg，2000）在中国，人们则把社会交往能力和
自我认识能力视为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Yang & Sternberg，1997）
所以要防止直接照搬在以西方观念为取向的文化中形成的智力概念。

7.3.2　探求智力测试方法：途径和歧途

原先没有兴趣揭示个体之间的差异。在中世纪，人们首先感兴趣
的是突出人的一般特征。在等级社会中，人的声望和职业在出生时就已
经注定。那么，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还有什么意义呢？一意孤行要去
研究这种差别的人，必然得不到愉快的结果。路易十六认为博马舍的喜
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是有伤风化的，因为其中
表现了这样的可能性，身份低下的理发师比他高贵的主人更加聪明。即
使是以莱比锡的威廉·冯特为中心的第一批实验心理学家也对人的行为
差异没有兴趣。更确切地说，他们千方百计揭示人的共性。他们虽然不
否认，有些人比如说对于一按开关以后的灯光刺激的反应要比另一些人
快。但是，安娜·安娜斯塔西（Anastasi，1990）断言，这种差别对于年
轻的实验心理学而言，是令人厌烦的错误影响的结果，只会导致一般的
内在联系的揭示更加困难。

医学家、生物学家和教育家寻求关于个体间差异的解释。冯特和
他的学生们探索人的行为的一般规律，而其他人，主要是医学家、生物
学家则致力于发明测试“精神能力”或者“精神功能”的方法。上个世纪
末，阿尔弗雷德·比奈批判地分析了当时他所了解的测试方法。（Binet
& Henri，1895）通过研究他认识到，在创造自己的测试方法时应当避
免哪些缺陷。后来比奈用自己的“标尺”进行测试，大获成功，以致很快



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但是人们感兴趣的只是测试方法，而不是比奈天才
的想象力。人们发明了大量所谓的智商测试方法，但都没有充分的理论
基础。

有些测量方法是比奈“标尺”的先导。

加耳的颅相学理论。奥地利医生弗兰茨·加耳（Gall，1758-1828）
声称，他从小就对研究大脑有兴趣。他发现，他的一些记忆力惊人的朋
友的眼部都很突出。因此小加耳就怀疑，难道是发达的记忆力挤压眼
部，使其前突吗？于是他不断思考，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掌管记
忆的部分一定在大脑的前部。1812年，加耳写道：“我情不自禁地想
到，这种形状外突的眼睛是记忆力良好的标志……，其他能力为什么就
没有这种看得见的外部特征呢？”（Blakemore，1977）因此，加耳提出
了自己的颅相学理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一个人的头盖骨的隆起
形状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某些个性特征。他的观点很快就得到了人们的
极大拥护。查理·达尔文都几乎成了这一学说的受害者。1836年，达尔
文打算乘船进行历史考察（他正是在这次考察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物种起
源的观点），而船长一开始就拒绝他上船，因为他的鼻子看起来不像一
个水手。（Fancher，1990）



插图7.13　加耳去世以后很长时间，颅相学还有很多追随者。图中这台制造于1907年的测量仪器据说能以最高的精确度测量出头盖骨的凹凸。

探求培养高品质人种的择优方法。加耳和当时其他人的研究也激
发了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Galton，1822-1911）的兴
趣，他还是剑桥大学的年轻大学生时就已经对成绩的差异非常感兴趣。
当他最终从自己的表兄查理·达尔文那里得知，大自然选择回报最勤奋
的人。这立刻激发了他系统研究这一原理的兴趣。人的能力为什么不能
测量，最后根据所取得的结果培养出高品质的人类呢？他认为，如果只
允许最有天赋的男人和女人生育后代，那么这个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他
虽然注意到，自己的观点必定遭到批判，但是这似乎并没有使他感到不
安，因为他写道：“有人反对逐渐灭绝低等种族，这种观点基本上不能
理解。”（Galton，1883）为了挑选所谓适合做父母的人，高尔顿致力于
寻求一种合适的测试方法。（他本人虽然找到了合适的妻子；但他们的



结合却令人奇怪地没有生育孩子。）然而在对9000多人的头颅进行测量
之后，他不得不得出头颅大小和智力能力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
（Gould，1997）但是，高尔顿找到了解决方法。当时他写道：“我们获
得关于外部事件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似乎是来自我们的感官，感官感觉
到细微差异的能力越强，我们能够使用的判断力和智力的基础就越宽
广。”（Galton，1883）因此，高尔顿决定借助设置的问题来测定“智力
能力”，这些问题要求测试对象对所提供的刺激快速作出反应，并区分
感官领域和感觉领域。这里只有一个困难：高尔顿得出的测量值同通常
所说的智力能力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公认为成就显著的人在回答高尔顿
的问题时多半不如“普通”人；因此，用这种方法测试智力是不合适的。

用比奈“标尺”检查有学习障碍的学生

对诊断“智障”患者的兴趣。高尔顿在英国千方百计地寻找天赋特别
高的男人和女人，而在法国，首先是医生们正在研究这样的问题：正常
人和那些有智力“缺陷”的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有些医生正在想办法，
为那些精神异常的人提供专门的练习机会。阿尔弗雷德·比奈（1857-
1911）终于加入了法国同行的行列。大卫·霍斯塞尔将比奈描述为一个
只管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Hothersall，2004）但是，比
奈在经过最初的学术挫折之后，开始重振旗鼓，尽管起初没有得到人们
的承认。他通过对自己的女儿玛德琳和爱丽丝的大量观察，产生了深入
研究这些问题的兴趣。他发现，她们在行走时肢体运动完全不一样。于
是比奈怀疑，他的两个女儿在思考问题时是否也不一样。最后，他将兴
趣转向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在比奈的强烈要求下，巴黎公共教育部
于1904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是委员会成员之一。该委员会的职责
是，为帮助智障儿童的学习提出建议。

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智力测验。比奈和他的同事泰奥多尔·西蒙受
托合作提出了一套测试题，共有30个问题。当时促使他坚持这样的信
念，学习进步比较缓慢的孩子较之同龄孩子来说，掌握的知识水平比较
低。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一个12岁的学生如果知道的东西只相当于大多
数10岁的孩子，那么他就可以算是学习进步缓慢的孩子。比奈想通过自
己的努力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认知水平。他试图用自己设计的问题
测试他认为所有学生都同样应当学习的内容。这些问题据说考虑了各种
功能，特别是判断力、理解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然后他将自己设计的这
些测试题交给巴黎的大批学生去回答。接着，他将这些问题分门别类，
确认一个年龄段的学生有多少回答正确。如果同一个年龄段的学生有
70％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是正确的，那么，他就选择这个问题供这个年龄



段使用。比如，如果有70％的七岁孩子能够正确地说出右手和左耳，而
六岁孩子对这个问题只有55％回答正确，那么他就将这个水平的问题归
于七岁孩子的测试题。

在测试的时候，先让学生们回答最简单的问题；然后再让他们回答
比较复杂的问题。只要逼得孩子无法回答，测试即告终止。现代智力测
试基本上就是这样提出和实施的。

1908年，比奈发表了智力测试题的修订本。在这个稿本中第一次出
现了他提出的智力年龄（Intelligenzalter）的概念，缩写IA。如果一个七
岁的孩子从简单的问题开始，正确回答了大多数七岁的孩子都能回答的
问题，但是回答不出适合八岁孩子的问题，那么，这个八岁孩子的智力
年龄就明显是七岁。反之，如果一个七岁的孩子只能回答大多数四岁孩
子就能回答的问题，甚至回答不出为五岁孩子设计的问题，那么他的智
力年龄就是四岁。最后，如果这些学生中有某个学生能够回答大多数十
岁孩子所能回答的问题，那么他的智力年龄就是十岁。各个年龄段的孩
子大多数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请参看下表；这个表综合了1911年出
版的比奈测试题第三稿中的针对各个年龄段的问题。

3岁：
1、指出眼睛、鼻子和嘴巴。
2、重复说出两个已经说过的数字。
3、说出图片的具体内容。
4、说出自己的姓。
5、学说六个音节的句子。
7岁：
1、指出右手和左耳。
2、解释一幅图片。
3、满足先后依次提出的要求（比如：“把钥匙放到椅子上，将桌子
上的书递给我，开门。”）。
4、算出六枚硬币的总值。
5、说出四种基本颜色。
12岁：
1、反驳关于两条直线长度的错误说法。
2、根据规定的三个单词造句。
3、在三分钟内说出60个单词。
4、将顺序打乱的句子中的词汇还原成意思连贯的句子。（比
如，“保护一条他的主人狗非常勇敢的”）
15岁：



1、重复七个数字。
2、在一分钟内找出一个词的三个韵脚。
3、重复有26个音节的句子。
4、看图说话。
5、解释内容。

比奈的第一个“标尺”闻名后，批评者就众说纷纭。有人说，这种方
法没有在物理测量中能够看到的真正的零点。比奈辩称，这样说虽然没
有错，但是他也不想把握智力的绝对量，他所关注的仅仅是根据智力能
力将人进行分类。另一些人指出，他的测试不能评估智力的先天成分。
比奈对此解释说，提出这种批评是出于误解。他指出学生们眼前的智力
能力，是想帮助他们。（Tuddenham，1962）他认为智力是可以改变
的。他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计划，学习计划应当考虑学生的条件；他的
目标不是让学生适应固定的学习内容。

比奈警告不要滥用他的方法。比奈生前就已经知道，他的测试方
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是，他觉得这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因
为他同时看到，他的智力标尺被运用到了与他的本意毫不相关、甚至使
他感到深恶痛觉的地方。在他英年早逝——他去世时才54岁——之前出
版的最后一本书中，他还再次呼吁，坚决反对人们滥用他的方法。
（Binet，1913）但是他的警告没有引起重视。

智商是个性特征的测量值

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1916年，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特
曼出版了“比奈–西蒙标尺”的美国版，这个版本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标
准，用它来同其他各种智力测试相比较。特曼在自己修订的比奈测试方
法中首次采用了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施特恩于1912年提出的智商概念
（IQ）。智商表示智力年龄（IA）和实际年龄（LA）的关系。为了避
免出现小数，得出结果都要乘以100。公式如下：

与比奈不同的是，施特恩寻求的是一个其意义不会随着年龄而改变
的值。根据他提出的公式，假如一个八岁孩子的智力年龄也是八岁，那
么他的智商等于8÷8×100＝100。如果这个八岁的孩子能够回答比他年龄
大的孩子所能回答的问题，那么他的智商相应地就超过100。比如，利
用比奈的测试方法，如果一个八岁孩子能够回答十岁孩子平均能够回答



的所有问题，那么他的智商等于10÷8×100＝125。反之，假如这个孩子
回答问题的正确率只相当于六岁孩子的平均水平，那么他的智商等于
6÷8×100＝75

智力是一种不变的能力。智力年龄的不同在智商上也有相应的反
映。但是智商同时也表示一种变化了的直观形象。如果一个八岁孩子被
证明只有六岁孩子的智力年龄，那么，在比奈看来，这个孩子就意味着
落在了自己同龄人的后面。比奈希望，通过额外的帮助能够加快智力的
发展。他认为，原则上可以恢复智力年龄和实际年龄的统一。而特曼等
人则认为，智商是通过智力特征测试得出的值。所以人们才“有”诸如
75、100或125的智商。这样的数字是否会给人这样的印象：难道智力特
征的突出程度也可以像其他诸如身高、体重等一样可以测量的吗？特曼
和其他的测试者不否认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因此他们有时也会违背自己
的信念，否则智力就成了个性特征，而人的个性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据
说个性特征呈正态分布，但是，这种关于性格特征在居民中呈正态分布
的假说原则上是无法检测的。测试对象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智力突出程
度同自己的体重一样是可以测量的。事实上，他们的测试结果只是同其
他人相比较而言。相应地，智商提供的不过是比较的结果。由此可见，
智商只是一个比较结果的答复，也就是说是一个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值。由于这个原因，标准（比较值）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定期进行检测，
最终根据新的经验得出新的值。

智力是一种天生的能力。特曼还深信，智力强弱归根结底是由遗传
决定的。这种关于不变性（稳定性）的假设没有经过检验，而是从一开
始就被认为具有杜撰的性质。间隔一段时间，再对同一个测试对象进行
测试（所谓的测试—再测试方法），撤换一些丝毫不会形成意料之中的
答案高度重复一致的题目。

保持再次测试结果的高度一致是必要的，因为智商测试的设计者
——与比奈不同——兴趣在于，预测将来的绩效行为。如果绩效行为具
有稳定的特征，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与这种预测相关的始终是择
优：智商高的人与智商低的人相比，更受人尊重。正如信息框7.3所显
示的，智商测试自发明之日起就被用来压制社会弱势群体。

根据智商测试结果预测成绩。阿尔弗雷德·比奈在设计测试题目时
曾经考虑过这样一个原则，但在心理学界很快被人遗忘了：他想寻找在
学校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以便给予帮助。因此，他的测试题目都选自
学校的课本。比奈之后的测试者，比如特曼等人检查的通常也完全是或
至少大部分是学校教授的内容。但是，这些测试者与比奈相反，建议人
们采用他们的测试方法，以便能够就学校之外获得的成功作出预言。他
们期望借助从学校功课中摘录的测试题目，预言一个测试对象能否成为



成功的银行家、优秀的军官或可靠的行政官员。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
的，他们试图查明，智力的绩效行为究竟取决于哪些能力。

信息框7.3

难道以前的智商测试是被用来压制和排斥社会弱势群体的
吗？

弗兰西斯·高尔顿爵士早已知道，只要有一种测量智力的工
具，那么，这种工具就能为实现自己主观想象的培养优等种族的思
想作出巨大贡献。高尔顿的困难在于，当时还没有可供使用的合适
的测试方法。但是，高尔顿对通过测试来区分不同智力的人的兴趣
非常大，因此他生前研究了各种他认为有用于自己的目的的工具。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的时候，就有两种测试方法可供使
用，一种是语言测试（陆军甲种测试Army Alpha），一种是非语言
测试（陆军乙种测试Army Beta），当时用这两种方法对大约150万
新兵的智力进行了测试。人们希望一方面能够找出“弱智的”士兵，
另一方面能够挑选有潜力的军官。测试有不少是在拥挤而喧闹的房
间内进行的。让负责测试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基斯感到意外的
是，所有测试对象的平均智力年龄仅仅达到13岁（Yerkes，
1921）；因此，参加这一范围广泛的抽样调查的大部分人都要被归
为“弱智”一类。测试结果最差的人是黑人士兵和来自东欧和南欧移
民家庭的士兵。美国人知道这一结果后，很多人担心这些移民会威
胁到民族的智力，因为他们会将劣等基因带入居民之中。刘易斯·
特曼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智商在70-80分之间的情况“在美国西
南部的西班牙–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家庭以及黑人家庭中非常普
遍”。“他们的愚蠢似乎可以归因于人种，无论如何是他们家族谱系
的组成部分。”特曼还知道对待这些人的孩子们的最好方法：把他
们与常人分开，安置在特殊的班级里，因为“他们不懂抽象思维，
当然可以把他们中的很多人培养成为勤奋的工人。”当时特曼不无
遗憾地写道：“当时不可能说服社会，禁止他们生育后代，尽
管……他们的超常繁殖是一个严峻的问题。”（Terman，1916）威
胁看起来非常巨大，因此，著名的教育学家亨利·戈达德受托从源
头上遏制这种趋势。这位“研究所长”带着匆忙翻译的比奈测试题目
赶往众多移民的目的地——埃利斯岛。那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埃利
斯岛的移民，大多数不懂英语或者英语水平极差，刚一到达，就要
接受戈达德的测试。这些在恶劣得不可想象的条件下接受测试的人
取得了戈达德所需要的成绩。他在发表于美国一家刑事杂志上的文



章中声称，“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
87％的俄罗斯人是‘弱智’。”（Goddard，1917）后来，他再次比较
仔细地审阅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以后，修正了自己的判断，认为平
均“只有”40％的人是弱智。戈达德肯定不是断言某些民族的成员智
力较低是遗传决定的这种论断的第一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越来越认同这种当时在具有影响力的圈子里广为流传的偏见。
（Gelb，1986）

插图7.1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新兵的大规模智力测试通常是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

莱昂·卡明断言：“自从智商测试引进美国以来，或多或少地被
故意当作压制社会弱势群体——穷人、外来者和少数民族的工
具。”（Kamin，1973）戈达德（Goddard，1917）认为来自意大利
的移民中有79％的人是“弱智”，今天，意大利裔的美国大学生的智
商已经超过平均值。（Ceci，1996）黑人心理学家罗伯特·威廉斯坦
白地说：“我差一点成为测试的牺牲品。我15岁时的智商测试得分
是82分，仅仅多了3分，否则就得被安排到特殊的学校去。我的指
导教师根据这个分数，建议我学做泥瓦匠，因为我的‘手脚很灵
活’。”（Williams，1974）当然，由于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的社会
变化，原来黑人和白人在智商测试中通常存在的差异缩小了。
（Barnett & Camilli，2002）黑人青少年的比较有利的智力发展是
由多种条件决定的，比如，有利的智力发展可以归因于更好的营养



（Grigorenko，2003），适度的家庭帮助（Phillips et al.，1998）以
及成功的学前培养计划（Ramey et al.，1999；Ramey，1999）等
等。

智力理论：是一种还是多种能力？

心理学家从上个世纪初就开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智力由一种还是
多种能力构成。人们首先试图通过分析传统智商测试的结果来回答这个
问题，得出的答案却大相径庭。

斯皮尔曼的理论。引起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注意的是，
在测试中成绩优秀的人，在其他方面也能超过平均水平。（Spearman，
1904a，b）许多学生的成绩单证实了他的观察：各个科目的成绩往往非
常一致，也就是说，一些学生各科成绩都比较好，而另一些学生则全部
或几乎全部功课不及格。斯皮尔曼因此得出结论说，存在一种一般的智
力能力，每一个人的成绩都取决于这种能力。他称这种能力为“g”（英
语general的缩写，意即“一般”）。当然，斯皮尔曼也不否认，这种一致
不是绝对的。有些“好”学生的成绩也不是平衡的。比如，一个学生可能
外语要比别的科目好些，而数学要差些。斯皮尔曼承认，完成每一功课
除了“g”因素以外，还取决于特殊能力。他称这种能力为“s”（英语
specific的缩写，意即“特殊”）。解数学题一方面取决于一般能力，另一
方面还取决于与数字打交道的特殊能力。斯皮尔曼认为，所有人都具备
一般能力，当然突出程度有所不同。

瑟斯顿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路易斯·瑟斯顿同样将测试结果相互
比较，但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Thurstone，1938）他根据自己的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一次智力测试的成绩取决于七种基本能力。他称之
为“基本因素”。这种测试的内容包括：语言水平、表达流畅、运算技
能、空间想象、理解速度、记忆力和推理能力。瑟斯顿认为这些能力是
彼此独立的。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在“语言水平”测试中可能取得良好
成绩，而在“运算技能”测试中就可能成绩一般，在“记忆力”和“空间想
象”的测试中可能又是另一种样子。

寻求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观点。斯皮尔曼和瑟斯顿根据自己对
智商测试结果的分析，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今天，这两种观点有一
种得到应用了吗？现代智力理论的大多数代表人物都承认，要解释人的
智力行为，就必须既要追溯一般的能力，又要追溯特殊的能力。斯皮尔
曼所说的“g”也表示一个人处理信息的一般速度；这种速度也可以通过
不以特殊知识为前提的测试题来测试。



例　子

弗兰西斯·高尔顿爵士早已想到，智力的高低可能取决于中枢
神经系统。因此他在测试智力的时候也采取刺激测试对象的办法，
使其尽可能快地回答问题。近年来，研究人员又重新开始研究这一
思想。比如，艾恩·戴瑞和康·斯托夫只给他们的测试对象非常短的
时间观察以下图形（Deary & Stough，1996）：

测试对象必须说出，图中左边的垂直线还是右边的垂直线略
短。给予观察的时间在经常变换的，以便测定测试对象能够回答问
题的最短时间。同时还表明，智商较高的测试对象回答这种选择题
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观察时间”比较短）。从中可以得出结论，智
商测试也可理解为信息处理的一般过程，而并非实际知识。控制认
知过程的大脑中枢在观察时间内变得格外活跃。（Deary et al.，
2001）这也充分说明，在分析像上述这么简单的问题时，观察时间
与智力有着密切的联系。（Grunik & Kranzler，2001；Vigil-Colet &
Codorniu-Rage，2002）

回答智力测试题所需要的那部分大脑容量的大小和通过中枢神经系
统处理信息的速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斯皮尔曼所说的“g”也可以得
到实现，因为为了回答智力测验中的各种问题，大脑各部位都会活跃起
来，也就是说，那些对于注意力集中的过程和工作记忆都很重要的部位
都会活跃起来。（Duncan et al.，2000）因此，瑟斯顿关于基本智力的
思想也不是轻易能够驳到的，更确切地说，他的思想由于多元智力理论
——一种建立在另外的观察基础上的、因而以不同的面目和内容出现的
理论——而获得了新生。在对这一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首先应该
指出一个人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给予关注的发展过程：智商测试的成绩
自从开始第一次智商测试以来不断提高。

近百年来智商测试成绩不断提高。

弗林效应。自从提出进行第一次智力测试以来，设计者不得不定期



用更难的测试题来替代测试中使用过的题目，因为成绩在不断提高。回
答正确的题目总数，即“总分”的平均值，近百年来，从一个十年到下一
个十年，从一代到下一代，不断提高，平均每十年提高三个智商值。人
们称这种提高为弗林效应，这是表示对这种提高的发现者詹姆斯·弗林
的承认。（Flynn，1984）这一效应在很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和欧洲各国都有反映，不但表现在以学
校知识为前提的问题上，而且——甚至非常突出地——表现在要求逻辑
推理思维的非语言问题上。（Flynn，1998）这一发展过程是多么具有
戏剧性，弗林根据荷兰的测试数据举例作了说明（顺便说一句，在荷
兰，长期以来都用非语言的测试来对有兵役义务的人实行检查；由于检
查结果都已存档，所以对研究智力的发展具有非常宝贵的启发作用。）
有一位一直从事青春期学生教育的女老师，她的测试总分在接下来的几
十年中并没有变化，但她的成绩只相当于她的学生。1952年，这位女教
师25岁，她的非语言智力测试成绩好于她75％的学生；1967年，她的总
分成绩相当于学生的平均值；最后到1982年，这位老师已经55岁，她教
授的男女学生有75％总分超过她本人。如何解释测试结果的这种提高
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很多似乎很有道理的答案，但没有完全令人
信服的答案。因为整个时段不长，所以不可能存在遗传方面的原因。

卫生保健的改善。在弗林效应首先出现的国家中，几代人以来，身
高和寿命都有提高，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应归因于卫生保健的改善和饮食
条件。（Martorell，1998；Sigman & Whaley，1998）此外，这些国家
还对准妈妈提供了良好的咨询，因此她们在怀孕期间就很少或不再抽
烟，几乎不喝酒，等等。（见第67页及其下1页）但是，在相关的饮食
和卫生保健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的最近几年，弗林效应仍在发挥作
用。（Martorell，1998）

进一步促进教育。教育的不断提高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
（Williams，1998）：其一、自从上个世纪初以来，每一代儿童的父母
受教育的水平都逐步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父母受
教育的水平高，他们孩子的智力也就高。（Flynn，1998）在同期内，
教育体制也在不断改善。但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期内主要是非
语言方面的成绩提高了，而不是学校主要教授的语言理解、一般知识和
数学等方面的学识提高了呢？（Flynn，1999）

电视片和视频游戏的影响。最后作一个猜测：电视片和视频游戏
可能在人的智力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Neisser，1997）但是这种解释
也有不足，因为自从上个世纪初以来，智力绩效行为就有发展，也就是
说，早在这些媒体“诞生”之前就有发展。尽管如此，据帕特里克·格林
菲尔德（Greenfield，1998）解释说，电脑游戏导致人们对“语言表达失



去兴趣，同时形成一种与其说是以语言，倒不如说是以象形图片为基础
的国际性的理解方式。”

智力测试成绩的提高并不表示智力的提高。詹姆斯·弗林（Flynn，
1998）认为，在上一个世纪，尽管智商测试的成绩提高了，但是这并不
说明人的智力也提高了。于是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智商测试实际上究
竟测试的是什么？霍华德·加得纳并不指望会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回
答，因为他想了解的并不是智力测试的结果，他关注的是在一种文化背
景下能得到高度评价的能力和成绩。

扩展的智力观点。这里介绍的智力理论都是与传统的智商测试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这表明所设计的问题主要是测试语言的、逻辑数学的和
空间思维等方面的问题。（Gardner & Hatch，1989）特别是认知心理学
家对主张为测试而测试，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测试对象在规定时间
内能够回答多少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发展的认知观点关注的是“智
力”的很多种类，并且考虑到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在所有考虑到
发展的智力观点的理论都是霍华德·加德纳和罗伯特·斯滕伯格提出来
的。

霍华德·加德纳提出多元智能理论。霍华德·加德纳在医院工作了很
多年，在那里有机会对脑损伤的病人进行研究。当时引起他注意的是，
大脑受损的部位通常影响“某种”能力，而其他能力明显没有受到影响。
比如，有些人丧失了自己的数学运算能力，而语言表达能力仍然正常。
同样，有些病人在语言表达方面显得非常困难，而唱歌却能同大脑受损
之前唱得一样顺畅。因此加德纳怀疑，人的有些能力是否受制于大脑的
不同区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必然能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人的能力
的某些独立性。实际上，加德纳还作了他认为能证明自己的猜测的其他
方面的研究。比如，孩子学习自己的母语学得非常快，而大多数孩子则
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解复杂的数学题。所谓的神童很早就在诸如数
学、音乐等领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而同时在其他领域则维持一般的水
平。所有这些研究使加德纳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智力是多方面
的，也就是说一定存在多种独立的智力形式。

接着，加德纳首先建议区分智力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传统的智力测
试中所发现的内容都是智力的不同组成部分（Gardner，1985）：

——语言能力，指新闻记者和律师所掌握的那种熟练应用语言的能力；
——逻辑数学思维能力，指优秀科学家和电脑工程师所具备的迅速处理抽象信号的能力；
——空间感知能力，指建筑师和外科医生必须要掌握的在思维层面上的空间关系的能力；
——音乐能力，指优秀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所具备的理解音乐和作曲的能力；
——身体运动能力，指杰出的舞蹈家和田径运动员所具备的计划和调节身体运动过程的能力；
——个人内省的能力，指理解自我的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指卓越的政治家和销售人员所表现出来的理解他人和进行社交的能力；
——自然主义的能力，指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林学家所具备的对大自然认真观察的能力；（Gardner，1985）
——存在能力，指加德纳起初称之为克制的、研究“存在论这个大问题”的能力（Gardner，1999）。

对加德纳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加德纳对智力的定义无疑比传统的



智力测试者更加宽泛。由于传统的智力测试是非认知性的，也就是说不
考虑人际交往能力，所以多元智能理论就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传统的智
力测试只能模糊得不能再模糊地预言一个人以后的职业成功与否，而在
很多职业部门人与人交往的能力起着很大的作用。此外，内省能力和人
际交往能力也表明是同感情方面的能力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第九章
（见第454页及其下1页）将作详细评述。加德纳将音乐能力和运动能力
也看作智力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难道是说智
力这个概念水分太大了吗？加德纳的论文的最大缺陷在于，他认为非认
知的智力“没有经过经验的测试，即使经过经验的测试也不能证明非认
知的智力。工”（Schuler，2002）

插图7.15　有些智力研究者，特别是霍华德·加德纳，认为身体的表现运动也应归因于智力能力。



斯滕伯格的三重智力理论。同加德纳一样，罗伯特·斯滕伯格认
为，对智力这个概念应当比传统的智力测试者作出更为宽泛的定义。
（Sternberg，1988）斯滕伯格同时认为，加德纳所说的某些“智力”是特
殊天赋。比如，如果一个人只有很低的加德纳所说的音乐智力，很难区
分不同音调的高低，那么，他也许就没有任何希望适应任何一个社会。
相反，如果一个人缺乏斯滕伯格称之为“智力”的能力，那么他实际上在
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都会明显遇到符合各种要求的困难，比如，遇到进
行逻辑推论的困难。

三重智力理论由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子理论”构成，它们一起构
成斯滕伯格所称的“智力”。这三种子理论如下：

分析能力（与分析成分有关的智力）。这涉及智力和个人的内心世
界的关系，即涉及一个人的认知过程。传统的智力测试主要测试分析能
力。斯滕伯格承认，分析能力是在大中学校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但是
劝告工商企业界，要成功地招录新人，就不能只将分析能力方面的优良
成绩作为前提（Sternberg，1996；Sternberg & Williams，1997），因为
智力测试的题目与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比较无聊。杰奎琳·古德诺也尖
刻地问道，在正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请一个成年人倒数一组规定的数
字、搭建积木或者回答什么是灌木丛和蚂蚁的共同点。（Goodnow，
1986）她坦白地说：“比如，我对纽约和巴黎之间相距多少公里（智力
测试中的典型的题目）根本就不感兴趣，我认为这种问题实在太愚
蠢……相反，我极为感兴趣的是，这两地之间需要飞行多少小时，因为
这才是——我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知道的，但没有人提这样的问
题。”

创造能力（与经验相关的能力）。这方面涉及过去的经验和智力之
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涉及个人在过去获得的知识如何决定他的实际行
动的问题。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积累越来越多的经验，他正是靠这些
经验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斯滕伯格将这些经验区分为两类：
推陈出新和自然而然。如果遇到新的问题，那么，往往必须寻找创造性
的解决办法去解决；如果遇到相同的或者类似的问题，那么解决问题往
往很快，因为当时解决问题的过程已经有了很多先例，所以自然而然就
能解决。

实践能力（与背景相关的能力）。这里涉及个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之
间的关系。斯滕伯格断言，一个人能够成功地适应自己成长和继续生活
的环境，但并不能保证他能够同样成功地适应另一种环境或文化。一个
孩子在开头几年对环境还不太适应。对音乐有强烈兴趣的父母带给孩子
的挑战，要大于通过朗读和跟孩子说话，比较强调语言内容的父母。由
于代际之间的生物血缘关系，父母就有条件使孩子特别接近环境，而孩



子也可以感受到遗传的因素。（见第64页及其下1页）当然，如果人们
预先发现，自己在这个环境中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罗伯特·斯
滕伯格建议他们主动寻找自己能够更好地适应的环境。他断言：“如果
可能的话，有能力的人会选择那种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的环境。
（Sternberg，1984）如果他们不能选择这样的环境，那么，他就会设法
改造自己所处的环境，以便使环境更加有利于自己。”

7.3.3　智力研究之路：从结果到过程

直到不久前，智力理论都以人在相应的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为依
据。人们计算回答“正确”的问题，最终根据总分确定智商的高低。为什
么有些人在这种测试中能够取得比其他人更好的成绩？对于这个问题，
传统的智力研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理论基础而未能作出回答。不久前心
理学家才借助信息理论的设备，对“为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

从注重智力测试的结果到测试结果产生的过程。斯滕伯格转向智
力研究领域的动机，主要是由一家著名的测试题出版公司经理的言论激
发的。这位经理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自豪地解释说，他们公司出版的测
试题版本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修订过。尽管斯滕伯格当时还在大学学习，
但他对这种言论感到非常吃惊：一个人怎么能够对某个科学领域几十年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而感到自豪呢？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会因本专业的知
识始终停留在20年代的水平而感到自豪吗？在当时的斯滕伯格看来，这
种测试研究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毫无成效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思想不一
定完全错误，因为很简单，这里存在产生新思想的必然性。斯滕伯格在
后来的研究中，认识到了更好地理解测试结果的必要性。“我不看重分
数，我关心的是人们在分析测试题的时候想了些什么。”（Sternberg，
1991b）他所选择的道路为最终弥补几十年来被忽视的理论研究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斯滕伯格没有像其他人诸如斯皮尔曼和瑟斯顿（见第344
页）那样，用因素（能力）来解释智力测试的结果，而是将问题纳入自
己感兴趣的视角，即智力行为依据的是哪些认知过程。

解决问题过程中的认知步骤。比如，罗伯特·斯滕伯格研究的问题
是，在回答很多传统智力测试的组成部分——类比题的时候，必须逐步
经历哪些认知过程。（Sternberg，1979）例如，向一个青年或者成年测
试对象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

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同医生与_________一样吗？
（a）病人
（b）医科大学生



测试对象回答这样的问题一般需要2.4秒钟。在斯滕伯格将这样的
题目投影到银幕上以后，测试对象是会具体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处理与
这个问题有关的信息至少需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

——识别。首先必须将那些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信息在大脑中过一
遍，同时需要回想已知的关于律师的特点：熟知法律，作为别人的法律
顾问出庭，收取律师费等等。此外还必须意识到，当事人是指那些获得
专业帮助，并且应当支付酬金的人。

——推断。必须推断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重要的
是发现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律师是通过为当事人服务而获得
酬金，而当事人接受服务并支付酬金。

——特征的鉴定。在这一个步骤上必须看到，在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回答问题的人必须看到，医生和律师具有共性，因
为他们都提供服务获得酬金，而当事人和病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共
性，因为他们都是接受服务的人，并因此都必须支付酬金。

——应用。律师和医生之间、当事人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理清以后，
就可以进行相互比较，从而找到这个选择题的答案。

——作答。说出找到的答案：“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同医生与病人
一样。”

寻找好成绩和差成绩之间的差异。斯滕伯格明确了认知过程的顺
序，从而就为自己将不同的人在各个步骤方面进行比较提供了可能。比
如他指出，智力比较强的人在第一个步骤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而完成
其他步骤则比智力较弱的人要快。（Galotti，1989）斯滕伯格以图书管
理员为例，对这一结论作了解释。图书管理员只有花费很多时间，认真
进行图书编目，才能够方便读者快速找到所需要的图书。对大师级的棋
手的研究表明，他们能够极为迅速地识别棋盘上重要棋子的排列。（见
第99页、第269页及其下1页）这一认识有助于人们发现对解决智力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的认知过程的其他因素。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就有可能采取
针对性的训练方法，从而针对性地开发智力的这些组成部分。
（Sternberg，1981）

研究解决问题和“智力”行为的共同点。不久以前，从事解决问题
的行为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智力研究者的支持。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两
个原本互不相关的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才发现自己的共同点。



8　动机心理学

在伊甸园犯原罪的动机问题。圣经以动机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开
篇，也许不是偶然的；它是为了强调动机对人类行为的重要性：亚当和
夏娃能够抵挡采摘“智慧树”上充满诱惑的果实的欲望吗？而这是明令禁
止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接受蛇的诱惑呢？在被逐出伊甸园之后，该隐是
第一个犯罪的人，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这里再次提出了动机的问
题。

法庭审理过程中的动机调查。在心理学界内外都确信，人的行为
不是由偶然事件确定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法官对被告人说：“任何
人做事都是有原因的。”他认为这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原则，因此必须充
分说明进行这么冗长而令人疲惫的审讯的理由。他希望最终能够揭露犯
罪的动机。

在侦探小说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案例中寻找动机。侦探小说的
作者给读者描绘一个犯罪情节，向他们展示一系列人物，这些人中每一
个都可能是嫌疑犯，从而制造了紧张气氛。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巧妙
地为读者提供这样的信息，一会儿这个人有犯罪动机，一会儿那个人有
犯罪动机，从而制造紧张气氛。

人们之所以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的心理分析产生浓厚的兴
趣，毫无疑问是因为他关于人无意识中存在强大的动机这一重要解释。
弗洛伊德在关键的问题上甚至超过了侦探小说的作家，因为他认为，做
梦、出现口误、开玩笑其实都有动机，当然这还需要人们去发现。他的
观点就像一个侦探寻找罪犯的蛛丝马迹一样，让他的听众和读者产生兴
趣，不仅对别人，而且也对自己产生兴趣。

最古老的动机理论：找乐，避免寡欢。历史上可能最早的关于行
为动机的解释认为，人要么找乐，要么竭力避免寡欢。如果事情果真如
此，那么还应当说明，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当众自焚，心甘情愿地跳入冰
冷的水中，或者在特定的时刻毫不犹豫地为他人而牺牲。

本章概览。心理学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可以收集到很多关于人的
行为不是为了寻乐、避免寡欢的证据。本章将介绍一些心理学理论以及
每种理论所作的阐释。以身体动机（吃饭）、社会动机（好斗）和学习
或绩效动机为例，揭示心理学在阐释行为的动机方面存在的可能性和局
限性。



8.1　有动机的行为：特征描述和阐释

“动机”这个概念源于拉丁文“movere”，差不多意为“启动”。动机心
理学试图解释，生物为什么运动，并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所选择的
目标。这种行为应当怎么解释？人的动机非常复杂，以致无法将它们完
全归于某种理论。比如，为什么有些人食量非常大，远远超出自身维持
生命的需要？为什么有些人在某些条件下要极为残酷地对待别人，而在
其他条件下却能够想到帮助别人，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一个科学家为什
么能花费几乎毕生的精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回答上述每一个问题都
需要运用不同的动机理论。

动机心理学首先要确定，究竟需要解释什么，然后才开始寻找答
案。心理学被公认为科学以后，经过数十年才认识到有朝一日不依赖传
统的解释而理解动机心理学的必要性。因此，一方面需要可以观察的、
值得解释的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些行为作出解释。（见第14页及其
下1页）

8.1.1　有动机的行为的特征

只要翻阅动机心理学的文献，就很快能发现，“动机”这个概念往往
不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保尔和安娜·克莱因
吉娜仔细查阅了当时所有的资料，试图找到总共102种定义的共性。
（Paul & Anne Kleinginna，1981）后来，动机心理学家基本达成一致的
是，动机是一种内在条件，使有机体开始目的明确的运动，也就是说，
使有机体时间或长或短地开始行动。为了预知何时有可能出现，何时不
可能出现这种有动机的行为，就必须附加了解具有刺激或促进作用的条
件。

行动是有动机的行为的前提。如果说动机与概略的“启动”有关，那
么，它就可以从行为中表现出来。但是，这还不能仅仅设想为“外在
的”、容易判断的行为。认定一种动物在敌人面前装死是没有动机的，
这无疑是错误的结论，也就是说，心跳和其他心理过程的测量可以证
明，机体在装死状态下非常活跃。

有动机的行为的持续性。很多心理学家认为，生物的活跃程度还
可以从行为的持久性或持续性上表现出来。一个饥饿的人即使明知没有
希望，比如家里储备的食物没有了，食品店关门了，附近唯一的商店恰
好今天不开门，也不会半途而废，放弃寻求食物的想法。面对这些困
难，这个饥饿的人还会耐心地继续寻找食物。有些动机明确的研究人



员，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某个难题，虽然多次失败，也不肯放弃。当然，
非常明确的是，不能根据行为的持久程度推断出相应动机的强弱，因为
行为还取决于可供选择的其他可能性。上述那个饥饿的人在寻找食物时
要是遇到自己的女朋友，说不定就会马上“忘记”自己的饥饿。

不同程度的强度。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也可以根据动机推断出行为
的强度。一只已经六个小时没有吃到食物的老鼠，也会不惜动用最后的
力气爬到有食物的地方。如插图8.1所示，将这个小动物的身体系在弹
簧秤的拉杆上，就可以看到它的拉力有多大。可以肯定，另外一只已有
10小时，甚至12小时没有吃到食物的老鼠看到食物时使用的拉力会更
大。

插图8.1　测量一只饥饿的老鼠冲向食物时的拉力的装置。

当然，直接根据饥饿的程度推断出拉力的大小，可能是草率的，因
为小动物的行为也是由以前学到的经验共同决定的。如果老鼠在以前的
实验中已经知道，只要付出一定强度的拉力就能获取食物，那么，它很
可能不管动机的强弱而始终付出同样的努力去获取食物。

有些心理学家似乎不愿意探索机体的活跃程度和基本的动机之间的
联系，因为生物原则上始终都是以某种形式活动的。因此他们建议，在
研究中应高度关注这样的问题：生物在什么条件下会放弃某种活动，而
开始其他的活动。因此人们关注的应当是行为的目的性这个特征。

有动机的行为的目的性。人渴了，就会从冰箱里拿饮料；人累
了，就会设法找一个休息的地方。每一个目标（冰箱里的饮料、床）都
为行为指明方向。观察者感到真正头疼的是，生物在任何时候的行动都
多于所追求的目标。在社交活动中，人们除了吃饭也许还有社交的目
的，甚至生意上的目的。脑、手和脚的同时活动可能会被观察者（合理
地或不合理地）归为“偶然”。观察者把这种活动归为“偶然”之后，就会
不再关注这些主观想象的或真是偶然发生的活动。他只关注那些自己
（最近的主观的）印象中表现为目的性特征的行为因素。



总而言之，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的是多方面的，幅度从消除身体的
不适（比如摄取食物和饮料）以及疼痛的刺激开始，经过性接触，直到
分析获得新的刺激印象的目标（好奇）。由于学习的影响，可能的行为
目的的数量似乎是无限增长的。

在观察者的印象中归为目的明确的行为，可以成为解释的基础。生
物为什么此刻追求这种目标而不是另一种目标？有些人为什么能够比别
人更加耐心而发奋地追求这一目标？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脱离描述
的层面，进入解释的层面。

8.1.2　觉察到有目的的行为方式的差别是进行解释的前提

没有充分观察行为就草率作出解释。第一章中批评了一些新闻记
者的评论，因为他们将大城市的居民草率地一概评价为“麻木不
仁”和“漠不关心”；说很多居民事实上都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呼救声，但
是没有人施以援手。（见第15页）这些新闻记者尽管至少采访了38个目
击者，但他们仍然不足以向读者作出这样的解释。只有在一个唯一的场
合看到一个人或几个人采取这样的行为，才能这样描述和述说。如果这
些记者仅仅局限于描述基蒂·吉诺维斯遇袭事件的目击者的行为，并称
之为“漠不关心”，那么，这种说法的适用性就可能遭到批判，因为在适
当表述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也往往不一致。当然，人们原则上无法
商定起一个统一的表述。人们如果想推翻对行为方式的表述，并且有兴
趣作出解释，那么就必须收集另外的观察数据。

观察人们，以发现个体本人和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行为差异。记
者们只根据当局的调查结果就作出判断，而调查当局的结果表明，至少
38名目击者对那名处于困境的年轻女子没有施以援手。因而有两个问题
没有得到回答，如果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就可能发现个体本人和个体之
间的差异。

个体本人的差异。那些没有为那位年轻女子提供帮助的目击者，在
另外一个同样是一个人或几个人陷入困境的场合，又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呢？

个体之间的差异。这些目击者在帮助陷于困境的人的决心方面存在
差异吗？其中有些人是否比其他人更愿意提供帮助？

认真研究个体本人在提供帮助时的差异以后再尝试作出解释。达
利和拉塔内发现了新闻记者所作评论的不当之处，并指出，必须首先观
察和发现人们是否和怎样在各种不同的紧急情况下作出反应，然后才能
作出解释。达利和拉塔内在深入研究以后，得以列举各种场合的特征，
在这些场合，人们提供援助的决心是有大有小的。这两位研究人员并没



有得出居民们，即基蒂·吉诺维斯遇袭事件的目击者作为大城市的居
民“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结论。基于自己的研究结论，更确切地
说，达利和拉塔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指出，在很多目击者同时在场的
情况下，个体的援助决心会减弱。此外，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发生争吵是
司空见怪的事情，在多数情况下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他们继续解
释说，偶然看到这种事情的人不会简单地就认为情况紧急，因而认识到
施以援手的紧迫性。

循环推论。那些报道基蒂·吉诺维斯遇袭事件的新闻记者们所写的
评论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的论断是基于循环推论，也就是说，在兜圈
子。对于为什么没有人为年轻女子提供帮助的问题，新闻记者们答复
说，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居民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如果读者追问，新闻
记者们是如何知道大城市的居民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他们又会回答
说，大城市的居民对陷入困境的路人的呼救声无动于衷。这种循环推论
（不过是这样的意思：“大城市的居民是‘麻木不仁’，因为他们是‘麻木
不仁的’”）既不能回答大城市居民们为什么不提供帮助的问题，也不能
证明大城市居民的麻木不仁。其中一个结论只是用来支持另一个结论。
心理学家们上个世纪初为本能概念作出的解释，也是以循环推论为基础
的。

8.1.3　为有动机行为所作的解释和虚假解释：本能论

本能的特征。上个世纪初，许多心理学家受查理·达尔文的启发，
认为人类有目的的行为应当归因于本能。本能在生物学上的意思是说，
某些刺激——内部或外部的刺激——引起协调的，但一成不变的维护生
存和物种的行为次序。（Tinbergen，1951）本能在动物的行为方式中就
起着这样的作用，比如鸟类筑巢，蜘蛛结网，大马哈鱼洄游产卵。但
是，人类的行为难道也是由本能决定的吗？比如，在心理学学科向科学
发展的早期阶段，詹姆斯·迈克杜格尔（1871-1938）断言，人类的行为
很可能是由本能决定的，本能可以使人们自作主张，还可以激起好战欲
望和社会本能。



插图8.2　动物，比如图示蜘蛛网中的蜘蛛的协调的，但一成不变的行为次序，是由本能引起的。

为本能引起的有目的的行为起名而不作解释。麦克杜格尔鼓励许
多同时代人去探索人类的其他本能。于是，这些人极力赞成给各种不同
的有动机的行为起一个名字。为了表达启动上述每一种行为的，并使其
保持方向的某种东西，人们就简单地使用“本能”这一概念。毫不奇怪，
大量以这种方式区分的本能的行为方式很快就会无法辨认。从一个统计
表中可以看出，1924年的统计就已经统计到数千种本能。（Bernard，
1924）这样的统计报告出来以后，那些非常关注这种畸形发展的批评者
们就立刻发表评论。比如，当时就有如下讽刺性评论：“如果（一个
人）与一个伙伴同行，那么驱使他这样做的就是他的‘合群本能’；如果
他一人独行，那就是他的‘不合群本能’；如果他打斗，那就是他的好斗
本能；如果他对别人乐善好施，那就是他无私的本能；如果他转动大拇
指，那就是他转动大拇指的本能；如果不转动大拇指，那就是他没有转
动大拇指的本能。这样一来，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魔力来解释——借用魔
力这个单词。”（Holt，1931）早期的本能心理学家后来都因不得不解
释区别而失败了。如果有人确实具有好斗的本能，那么就产生这样的问



题：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贯地表现出好斗性。因此从今天的动机研究的角
度看，超越命名、作出解释是必然的。驱力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解释。
此外，也应当为那些对驱力起着活跃作用的内在的或外在的事件或条件
定名，因为这些事件和条件可以说取决于所要解释的有目的行为。

驱力理论

驱力是对有目的的行为方式的解释。同本能一样，驱力服务于生
物学过程。驱力理论家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现存的身体需求（赤
字），一种生理上的缺失，“驱使”机体采取某种行为方式，以便消除现
有的不足和化解内心的紧张。（Hull，1943；1952）如果这种行为方式
获得成功，那么驱力就会减弱（“驱力削减”），紧张随之也会纾解。如
果说某种行为在驱力减弱的过程中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当驱力再次膨
胀时，这种行为很可能再次发生。（见214页及其下几页：条件反射理
论）

奠定体内环境稳定的调节过程：体内环境稳定。1932年，沃尔特·
坎农出版了一部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书名是《身体的智慧》。
他在书中指出，只有体内的某些物质的量和其他特质在一个相当固定的
范围内发生变动，生命才能继续。比如，体温不能升得太高，也不能降
得太低；同样氧气、矿物质、水和食物的量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波
动。（Cannon，1932）坎农在这里引入体内环境稳定这个概念，用来指
称那些负责基本的身体机能只在有限范围内变动的机理，这种机理同时
也能使某些变动很快恢复平衡。这种调节机理至今还是解释许多动机理
论观点的基础，比如人们以此解释对饥饿和口渴的调节。（Woods &
Seeley，2000）如果生理条件过度偏离最佳状态，身体就会启动过程
（“驱力”），旨在通过采取相应的刺激行为使身体重新恢复平衡。

行为主义者欣喜地接受了驱力这个概念，并且主张在做学习实验之
前不要给实验动物喂食和水，因为他们确信，动物们如果没有驱力就不
会有学习积极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需要解除的疼痛，没有饥饿和干
渴，即体内保持（并继续）正常状态，那么，机体就是迟钝的。如果机
体没有任何生理需求，那它真的就没有动机了吗？在这种状态下甚至还
会麻木吗？

驱力理论批判。驱力理论在20世纪40-50年代还特别受传统的行为
主义者的欢迎，后来逐渐失去吸引力，因为它是以经不起检验的假设为
基础的。动物和人类已经不仅在有生理需求的时候才要吃喝。
（McSweeney & Swindell，1999）驱力理论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它低估
了外部刺激的作用。人类即使在饥饿的状态下也会受一些食物，而不是



另外一些食物的引诱，认为身体的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以后，机体就会
麻木，也是不确切的。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即驱力理论在行为主义者中还很有市场时，
哈里·哈洛就已经证明，猴子即使在没有任何刺激或回报的情况下，也
会花费几个小时去打开一把难开的锁。（Harlow，1953a，1953b）（见
插图8.3）如果把这样一只动物关进没有刺激的黑笼子里，它就会乘
机“工作”，透过短时打开的窗户观看别的动物或转圈行驶的电动火车。
（Butler & Harlow，1954）我们也可以说，突破迄今为止千篇一律的经
验和使之发生变化的刺激，对于机体而言就具有刺激值。

插图8.3　小猴子们表现出明显的好奇行为：它们摸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努力克服诸如打开挂钩之类的困难，除了这种活动本身好玩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原因。

刺激理论

通过学习产生正反面刺激。爱德华·托尔曼早已强调了认知因素对
学习和动机的意义；他指出，甚至动物也期望通过一定的方式达到一定
目的。（Tolman，1932）（见第229页及其下1页）机体根据以往的学习
经验期望达到对自己具有正面价值的目的。欲望“驱使”（推）机体，而
具有吸引力的目标，即具有刺激性的目标，对其施加引力（拉）。已经
知道价值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具有刺激性的目标：报酬、金钱和他人
的承认。在考试中取得（期望的）好成绩以及职业升迁都可以成为人们
为之努力争取达到的高刺激值的目标。其他事情则可能具有负面的刺激
值，比如，考试中可能失利或者失去他人的认可，是人们竭力避免的具
有负面刺激值的事情。



驱力和刺激的共同作用。刺激与驱力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比
如，将下一顿饭推迟一段时间，由此产生的身体需求由于“进食驱力”而
形成要求吃饭的行为。与此同时，刺激会决定人们挑选哪些食物来充
饥。人们喜欢哪些食物，又取决于各自的学习经验。

驱力理论和刺激理论的解释值的界限。利用驱力和刺激可以解释
追求或规避目标的多种行为方式，但无法回答人们为什么——有些人无
疑比其他人更——喜欢制造，而不是缓减或消除紧张和激动状态的问
题。那些热衷于跳伞、在S形回旋滑道上驾驶或者色情表演等刺激活动
的人，追求的并不是放松，而是具有生理刺激的体验；它们的刺激值就
在于这种效果。

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上个世纪40-50年代，动机心理学还往往
认为，驱力是由于“内在的”作用，而刺激是由于“外在的”作用。现在很
多心理学家已经将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作了区分；他们使用两个区分同
样来自“内在的”和“外在的”概念。

内在动机。行为主义的驱力理论的缺陷，也由于哈洛等人的研究已
经一目了然，根据他们的观察，猴子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并不是要消除
明显的身体不适。哈洛试验中的猴子摆弄板上的挂钩和环套，除了这项
活动自身好玩以外，没有其他刺激。（见插图8.3）哈洛的描述就是内
在动机的典型例子。如果人们出于内在原因从事某项活动，也就是说，
他们之所以从事这项活动，是因为这项活动能带来乐趣，那么，他们就
是受了内在动机的驱使。比如，他们从事一项活动，仅仅因为好奇。因
此，受内部动机驱使的活动仅仅是因为这项活动本身，而不是因为从中
可能产生的结果。（Schiefele，2001；Schiefele & Köller，2001）玩耍
为内在动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小孩子爬滑梯、涂鸦、瞎捣鼓，都
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同样，人们业余爱好活动也是受内在动机的驱
使。

外在动机。传统的行为主义者认为，机体完全受外在动机的驱使。
桑代克的猫和斯金纳的老鼠只是在欲望减弱，疼痛消除时才学习行为方
式。因此，根据这种观点，行为方式仅仅是达到某些目标的“工具”；目
标一旦达到，人们就没有理由再继续进行原来的活动。孩子们之所以参
与做家务，是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获得报酬，或者希望借此避免丧失特
权，在这种场合他们就是受外在动机的驱使；他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心
甘情愿的，而是因为与此相关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内在动机和外在
动机往往共同决定行为。人们只要亲自观察可能也会发现这一点。

启动自我体验



您为什么研究这本书？是来自外界的压力，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读完和研究完吗？这本书能使您取得优秀的毕业成绩吗？如果您对
其中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回答“是”，那么就存在一种外在动机。您觉
得这本书，至少部分章节，有意思吗？您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
下，这本书的叙述能激发您的好奇心，使您自愿去阅读吗？如果
是，那么您阅读这本书就是基于内在的动机。您也许会得出这样的
结论：您阅读这本书是由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共同决定的。

削弱内在动机的可能性：过度理由效应。如果人们的由内在动机
驱使的行为是有偿的，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削弱”，即受损害，这一点
显然早就是常识了。

下面的事例中的裁缝（参看第361页）使用了一种明显不同于斯金
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见第231页及其下几页）的联系。自发的、
即由内在动机驱使的行为方式，真会因为报酬而中止吗？马克·莱珀、
理查德·尼斯伯特及其同事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了这个问题。（Lepper &
Nisbert et al.，1973）他们让学龄前儿童做一项由内部动机驱使的活动。
这些儿童可以用彩笔画画。他们对几个孩子说，将会给他们的作品发
奖，奖品是一张带镀金五星和红蝴蝶结的奖状。这个小组的每个孩子在
六分钟后确实都得到了所说的奖品。而其他的测试对象则没有给予得奖
的期望，他们也确实空手而归。一个星期以后，心理学家又回来观察这
些孩子在自由活动时的情况。他们发现，期待自己的绘画活动得奖并且
也得了奖的第一组孩子，拿起画笔的主动性比第二组的测试对象差得
多。而且得过奖励的孩子画画总体上少于实验前。心理学家就这种观察
结果解释说，奖励明显“削弱”了孩子的内在动机。这种奖励削弱内在动
机的现象已得到上百次研究的证实。（Deci et al.，1999）这种现象被解
释为过度理由效应的结果：一个人做一件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感兴
趣，二是有回报——的事情，总有太多的理由（过度理由）。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内在动机就会贬值。（Tang & Hall，1995）

例　子

内森·奥斯伯（Ausubel，1948）在《犹太民俗宝库》中讲了一
个裁缝的故事。这个裁缝在他所在的城巿的主要街道上开了一家小
商店。然而，这条街上的地痞们想把他撵出这个地方，于是他们每
天站在商店的门口，呼叫“犹太人！犹太人！”裁缝对地痞们的行为
感到非常不安，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对
付他们的主意。第二天，当这些小无赖又站到他的门前时，他对他



们说：“从今天起，每个叫我‘犹太人’的人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十分
钱。”小无赖们满意这个“报酬”，第二天他们又很高兴来了，继续
叫“犹太人！犹太人！”裁缝微笑着来到门口，对他的“客人
们”说：“十分钱太多了，今天我只给你们五分。”无赖们对这五分
钱也很满意，因此他们第三天又来了。但是这次他们得到的更少。
他们失望地问：“为什么只给我们一分钱？”裁缝回答说，他给不起
更多的钱。可是无赖们不满意了：“难道你以为我们会为了这微不
足道的一分钱来叫你‘犹太人’吗？”“那你们可以把它扔掉呀。”经过
这次争吵以后，裁缝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些“不速之客”登门。

报酬的两种可能功能的区别。报酬原则上说有两种不同的功能。
（Pittman & Heller, 1987）如果接受报酬的人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如
为报酬而工作，那么物质刺激一旦取消，工作就无法继续。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考虑的是，其他人会因报酬的发放或扣留而控制行为发生的时间
和所追求的目标。具有这种控制作用的报酬，最可能削弱内在动机。但
是，报酬还有信息反馈的作用：行为人可以从报酬上得知自己所创造的
绩效。因此报酬还是对行为人能力的一种肯定。

人们从事一项活动还取决于如何解释自己的动机。如果将自己从事
的某项活动解释为“好玩”，那么可以归因于人们服从自己的控制。但
是，如果获取报酬是由于“外在的”原因（“我为了让父母亲高兴而去做
这件事”，“我为了挣钱”），那么，说事情很有意思，理由就不充分
了，在这种场合是说不过去的。



8.2　关于具体动机的理论

有动机的行为的复杂性。在其他章节（见第214页）已经指出，由
于人类学习的复杂性，不可能将所有可能的解释归结为一种理论。同
样，人的行为追求的不同目标也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有些人的食量比
别人大，人们为什么会设定不同的社会目标——比如，有些人喜欢频繁
的社交活动，而另一些人则喜欢独处——，为什么成绩不能对所有人产
生同样的吸引力，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独立的动机
理论。比如，只要对三个不同动机领域的解释方案进行分析，就能明
白，现有理论的共同点非常少。进食行为（同喝水、睡觉、避免疼痛等
一样）无疑能确保身体的生理需求。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理论却难以
用来解释人们对社会状况的不同反应。谁要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产生
彼此采取攻击性行为的动机——折磨和伤害对方，那么，他在现有的进
食动机理论中是无法得到回答的。而在其他思想领域，关于学习动机的
解释又频见于报端。那么，如何激发学员的学习意愿，才能使他们努力
取得预定的成绩呢？

本节概览。迄今为止所叙述的心理学理论都特别具体说明了动机的
某种来源，而且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都分别提交了能更好地解释进食、
好斗和工作等有动机的行为方式的论文，他们的一些认识将在以后的章
节中予以关注。

8.2.1　进食行为及其解释

为了解释人体如何控制饥饿以及通常会马上开始的进食行为，首先
要澄清几个基本问题：机体为什么一定要进食？饥饿是如何引起的，吃
饱的感觉又是如何产生的？

控制进食行为的内在条件

能量的体内平衡。消化过程的任务是将食物转化为氨基酸、脂肪酸
和糖分（葡萄糖），以便使这些物质能被血液吸收。葡萄糖是人体的主
要能量捐献者。它能很快转化为热量，而且可以进入任何组织。洗漱、
穿衣、走路、爬楼梯和提东西等日常活动可以消耗人体大约三分之一的
能量。剩下的三分之二能量为了产生热量、心脏跳动、呼吸和大脑活动
等维持生命机能而“燃烧”。人体在静止时为执行生命必需的功能所积累
的能量，叫作“基础代谢”。一个人活动越多，他需要的热量就越多。如



果人体摄取的能量同所消耗的能量持平，那么，就是处于能量内在平衡
状态。如果人体摄取的能量超过消耗，那么就是能量正平衡。反之，摄
取的能量少于消耗，就是能量负平衡。

能量储备的存储。人类摄取食物不仅为生命重要机能和维持生存拥
有足够的能量，而且还要使人体能够存储能量储备。人体的脂肪组织是
最重要的能量存储器。肝脏始终监控着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需要时可
以随时动用能量储备。瘦高的人现存的脂肪储备可以维持大约一个月；
而一个肥胖的人的能量储备可维持一年多的基本生命进程。（Levine et
al.，1999）

饥饿和饱足的生物学信号。如果问人们，他们在人体的什么部位
有饥饿的感觉，他们通常会回答说胃。这个人体器官真的这么重要，饥
饿感是从它产生的吗？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胃切除的癌症患者，在进行
外科手术之后还是按时有饥饿感和饱足感。（Inglefinger，1944）事实
上，饥饿的产生和饱足感是由脑部两个不同的系统控制的（Moran &
Sakai, 2003）：

——一是在机体中产生进食感的系统；
——二是在机体中产生饱足感的系统。

一方面，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下降得非常低，就会产生饥饿感。
（Campfield et al.，1996）另一方面，人体的能量储备下降时，肝脏就
会向大脑发出通知。（Woods et al.，2000）人体的其他信号则会导致停
止进食。胃掌握饮食成分的营养值的记录器，因此能够通知大脑，吃得
已经足够了，可以停止进食了。（Furness et al.，1999）但是，胃切除
的人也有饱足感，所以一定还有其他的控制机理。最近人们发现了20多
种不同的化学“信使”，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人体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比较稳定的体重。（Schwartz et al.，2000；Woods et al.，2000）

在消化器官中产生的大量荷尔蒙，吸收营养物质以后，是通过血液
循环系统传输给大脑的，它们在大脑中刺激几个方面的记录器，最后导
致产生饱足感。（Degen et al.，2001）当然，饥饿感和饱足感不是直接
取决于人体的能量需求（Woods & Seeley, 2002），而是还取决于现有
哪些食品，有多少可以实际使用。

在吃饭时，每一道食用的菜肴的刺激值就已经在逐渐降低。即使是
最爱吃的菜，每吃一口，它的刺激值就丧失一点；人们称之为“典型感
官性饱足”。（Guinard & Brun, 1998；Raynor & Epstein, 2001）如果还
有其他的菜肴，又会产生还想吃的念头。这种“典型感官性饱足”在进化
生物学上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防止营养的单一化。



遗传和文化因素对食物选择和饮食习惯的影响

遗传对食物选择的影响。对食物的某些爱好和偏爱可能在史前时
期就产生了。甜食和咸食通常被视为可口的和营养的，而苦涩的东西往
往含有有毒成分。由此可能产生一种人类遗传特征中就存在的倾向：与
苦涩的食品相比，人们更喜欢甜和咸的食品。（Rozin, 1999）白菜和花
椰菜中有一种化学物质，人们会以不同方式对它们作出过敏反应；这可
能也是由遗传条件共同决定的。（Tepper, 1998）每一种学习体验无疑
都对人类的饮食习惯产生较大影响。

产生口味喜好是学习过程的结果。只要去东方国家的市场看看，
就能很快发现，在其他文化中很多明显可以食用的食物，大部分欧洲人
看见就会感到恶心。原则上可以说，任何一种有营养价值的物质，世界
各地的人都可以食用。（Rozin, 1999）口味爱好和偏爱的产生是很多条
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经典条件反射的结果。（见214页及其
下几页）什么东西“好吃”和什么东西“人”不能吃，文化起了决定性作
用。一种食物，只要将其与其他已经获得正面评价的食物相搭配，就会
被归为“好吃的”一类。（Capaldi, 1996）如果一杯苹果汁中有一只蜘
蛛，人们还愿意喝吗？如果这只蜘蛛经过了严格消过毒，人们还不愿意
喝吗？很多人不仅不愿意喝这种饮料，而且有了这次经历后会说，他们
对苹果汁永远没有胃口了。（Rozin et al., 1996）

促使进食的外在条件。文化不仅决定了吃什么，而且决定了什么时
候吃。很多人往往在自己习惯吃饭的时间感觉到饥饿，确实可以证明，
这个时候人体内正在大量释放引起饥饿的荷尔蒙。（Woods et al.，
2000）如果一个人吃饭，他还会参照上次什么时候吃和吃了多少：早饭
吃得比较晚，午饭就会吃得少。（Woods et al.，2000）然而，与大家一
起吃饭，饥饿感对吃多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在一组被调查者中，大约
60％-70％的人坦然承认，他们不是独自吃饭时，会吃得更多
（Clendenen et al., 1994），他们在聚餐时确实吃得较多。（deCastro
2002）

为什么人们在不饿时也会吃东西，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他们有时
吃东西，是因为无聊、寂寞或悲伤，他们认为吃点东西可以缓减自己的
消极情绪。问题在于，既然有这么多的食品的“诱惑”，人们随着时间的
推移，究竟如何才能保持“正常的”体重基本不变。



插图8.4　对很多人来说，吃饭是一种社交经历。他们在聚会中不太关注自己的饥饿感，而吃得更多。

长期控制体重

半年严格节食后恢复原来的体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
们关心的是，怎么解释营养不良对当时众多战俘产生的影响。在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有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Keys et al.，1945）他们让36
名年龄在20-33岁之间的男性志愿者饥饿半年，即每天的营养需求从大
约3500卡路里下降到1570卡路里。虽然营养受到严格限制，但是这种人
为的条件还是不能同自然饥饿地区的人所面临的条件相提并论。此外，
实验对象长期处于医生的监控之下，健康问题会及时得到解决。

实验对象的体重在半年后平均下降了25％。绝对地说，他们的体重
虽然减轻得很明显，但与预计的低热量造成的体重减轻还是不能同日而
语。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使基础代谢下降了大约40％。值得注意的
是，研究对象在“饥饿”阶段结束后体又增加了，最后又恢复了原来的体
重。他们恢复原先的体重是什么原因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先介绍
另一项研究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不是让人挨饿，而是让人多吃。

信息框8.1



长期严格节食，人性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安塞尔·凯斯及其同事们的饥饿研究中，在节食开始后，对

研究对象来说，食物很快成为最大的话题。（Keys et al.，1950）
他们设法借阅关于饮食的文献资料；有些人钻研烹饪艺术，有些人
收集食谱，或者通过自己的想象设计菜肴，有些研究对象甚至非常
认真地考虑要辞职，改行做厨师。

他们过度关注食物，从而逐渐淡化其他方面的兴趣和活动。研
究对象往往出现情绪波动，许多人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神经。挨饿
的人对自己的共同环境越来越没有感觉，对幽默越来越不理解。同
样，挨饿的人的社会行为也有很大变化；他们通常好斗和无礼。男
人们对自己女友越来越不关心，有些人甚至干脆终止现存的关系。
同样，道德也受到影响，有些实验对象偷盗食物和其他家用什物。
在节食期间，参加实验的男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性。

插图8.5　“挨锇”实验的对象。

过度进食后恢复原有体重。在另一项研究中，实验对象不仅不需
要明显减少自己每天的饮食，而且正好相反：实验者要求15位体型瘦削
的人，在几个月之内每天要比平时多吃（每天最多10000大卡）。实验



表明，体重适中的人“增肥”并不比超重的人“减肥”更加容易。实验主持
人当时写道：“我们知道，对于一般的年轻人来说，希望增加体重是一
项辛苦活。”但是，不管怎么说，实验对象的体重在六个月内大多数增
加了25％。“增肥阶段”一旦结束，这些原本瘦削的人每天又能吃自己的
习惯的食物，除了两人外，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体重。（Sims, 1974）
人体在一段时间的节食和过度饮食以后又非常有规律地恢复原先的体
重，这该怎么解释呢？

保持个体体重的标准值。大脑明显控制着体重、进食和新陈代谢
的过程，目的是将体重调整到某个固定的标准，就是人们所说的体重标
准值。威廉·贝内特和焦尔·古林认为，一个人的体重标准值（英语：
Set-point）应由“不考虑体重时”保持的体重来确定。（Bennet & Gurin，
1982）“标准阈”（英语：settling-point）（Pinel et al.，2000）或“偏离
阈”（英语：range或zone）的概念无疑更为正确，因为在短时间内体重
明显有轻微波动，人们将标准值比作很多住宅里将温度调到相应的理想
温度的调节器。研究表明，长期破坏人体的调节系统是不容易的。体重
变化只受自由意志的控制。（Cuntz, 2002）

“人体的调节器”——标准值控制器，似乎能在较长的时间内正常发
挥作用，如果有规律地出现细微的，但持续存在的“错误”，会产生什么
结果呢？福尔克尔·普德尔和约阿希姆·韦斯顿赫费解释说，如果内在的
调节系统因出现错误而每天消耗的热量太少，只相当于一只中等大小的
苹果、一颗夹心巧克力或一杯牛奶，那么体重每年就会增加2.5公
斤。“照此推算，体重在10年间就会增长25公斤。当然，也许很少有人
在一生中会遇到这样的波动。”（Pudel & Westenhöfer, 2003）

标准值遗传规定。一个人的标准值的大小取决于什么呢？研究标准
值的理论家们认为，每个机体内部的某些基础代谢是由遗传决定的，肥
胖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往往也肥胖。收养的孩子直到成年，体重更像自己
的亲生父母，而不像在其饮食习惯下长大的养父母。（Stunkard, et al.，
1986）但并不能因此认为，青少年时期的营养习惯对体重的发展没有影
响。父母对儿女保持或超过平均体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几岁
的孩子营养就不健康，就面临标准值升高，形成脂肪堆积的危险。
（Grilo & Pogue-Geile, 1991；Wardle et al.，2001）



插图8.6　体重的增加受先天的影响很大。但是饮食习惯，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饮食习惯，也绝不能小视。

基础代谢：个体间的差异和一生中的变化。日常观察表明，食量
比较大的人体重不一定都会超标。这与个体间基础代谢方面存在的差异
有关。此外，基础代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减弱。基础代谢在体重快
速增加时最为活跃，成年以后就会变得缓慢而且持续减缓，也就是说，
人的年龄越大，保持基本身体机能所需的营养物质或热量就越少。随着
基础代谢的减缓，需要满足基本能量需求的食物就越少。进入成年期以
后，很多人必须根据体重的变化更加有意识地控制每天的饮食！

超重及其后果

增加健康风险。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人们的平均体重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都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体重超标（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Ernährung, 1996），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约旦河西岸的巴
勒斯坦人体重超标已经很严重。（Abdul-Rahim et al.，2003）这种国际
性的发展趋势非常令人忧虑，因为这不仅是外表问题，更重要的是医学
问题：联邦德国的公民有20％因为体重超标而危及健康，因为高血压、
静脉硬化、胆结石和关节劳损都与此密切相关。（Wirth, 2003）非
常“胖”的人还容易被人偏见和歧视（Teachman, 2003），此外，人们往
往认为，身体肥胖、体重超标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是他们“意志薄
弱”，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等等。然而，研究迄今未能证明，与正常人



相比，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区分体重超标的人。（Falth et al.，2002）那
么，究竟如何确认一个人的体重是否超标呢？

体重指数（BMI）。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一个人的体重指数
大于30，就是体重超标。根据下列公式可以确定体重指数：根据下列公
式可以确定体重指数：

如果一个人体重76公斤，身高180厘米，那么他的体重指数就是
23.5（正常体重），可以根据下表测算结果：

“肥胖”是指体内堆积过多的脂肪组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令人忧
虑的是因体内脂肪过多而造成的超重，不是运动员因为高强度训练而形
成的超平均值的肌肉的超重，体重指数为25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这又如
何解释呢？

能量正平衡产生的原因。如果撇开疾病的原因不谈，那么，造成
体重超标只有一种可能性：人体通过日常的营养摄入的能量超过实际需
要；这样就形成能量正平衡。什么条件可以导致形成这种不利的平衡
呢？首先是现在的生活方式为此提供了很多理由：

——可口的食物。与从前相比，现在食物特别丰富可口，人们甚至
在根本不饿的时候也想吃。

——咖啡馆正效应。咖啡馆里有很多食物品种可供自助，餐馆里菜



肴更是品种繁多，可以吃了这道，吃那道。这种状况就会导致产生“典
型的感官性饱足”，所以可以预料，大家会吃得更多。这可以称为“咖啡
馆正效应”。（Raynor & Epstein, 2001）服务员则期望这种效应，他们在
客人用完丰富的正餐之后还要递上甜点菜单。

——坐着的生活方式。以前几代人的大部时间都是在农业和手工业
企业从事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的上班族都是坐车去上班，乘电梯
而不爬楼梯，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的，即使在家看电视也坐着使
用遥控器。

——记忆的错觉。很多人深信，自己的营养比同龄人的平均营养更
健康。当人们用统计资料告诉他们，他们这个年龄段应当改变一下生活
方式，少喝一点酒、少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他们就自圆其说，声称自
己难得有这样一回。

——丰富的食品供应。进化生物学的代表人物指出，荒野中的动物
很难提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下一顿食物。约翰·皮尼尔及其同事解释
说：“温血动物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因为它们在醒着的时间内大部分
都在寻找食物，一旦找到就立即吃掉，对它们而言是否马上需要含不含
能量的食物，是无关紧要的，结果体内就存储了过多的能量，以备将来
食物短缺时的需要。”（Pinel et al.，2000）也许正是这种生物的遗传，
至今还使人体将不立即需要的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存储下来。生活在亚利
桑那州的皮马印第安人，就是由于这种祖先遗传下来的身体存储能量的
倾向而对健康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例　子

直到1940年前后，皮马印第安人还没有超重现象。他们以在亚
利桑那州索诺兰沙漠中采集的水果和蔬菜为生；由于他们所生存的
地区非常干旱，只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可以获得这些食物。为了生
存，他们就在收获时节尽可能多吃，尽可能节省和储备由此产生的
能量。与欧洲裔美洲人相比，他们的基础代谢非常低。（Ravussin
et al., 1988）此后，皮马印第安人的营养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今
天也拥有与同样的美洲人同样多的食物。因此，大多数现在还活着
的皮马印第安人体重都超标；许多人体重超过200公斤，因而超过
全国平均体重的八倍。此外，他们患糖尿病的机率非常高。
（Nelson et al., 1997）这一发展过程是遗传条件和环境条件相互作
用的结果，因为其他生活在墨西哥的皮马印第安人，没有改变传统
的生活习惯，仍然保持匀称的身材，而且健康得多。（Esparza et
al.，2000）



为了减轻体重采取的理智的和非理智的措施

瘦身是今天西方主流社会的最高价值。现在，工业国家的许多人
——主要是女性——都非常想保持尽可能苗条的身材或者在需要的情况
下积极主动地追求这样的身材。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二分之一的女
性和四分之一的男性至少采用一种减肥疗法。（Westenhöfer, 1996；
Pudel & Westenhöfer, 2003）这一问题不仅在传统的工业国家存在，而且
在亚洲国家也同样存在，比如在中国，80％的大中学生都在设法减轻自
己的体重，至少有时认为自己“太胖”。（Huon et al., 2002）当然，希望
拥有一个苗条身材还仅仅是最近的事情。总的来说，女性从20世纪下半
叶起对自己的形象就越来越不满。（Feingold & Mazella, 1998；Owen &
Laufel-Seller，2000）因此，比如约翰·休斯顿断言：“今天被认为体重超
标的人，在一个时期曾经被视为正常，那个时期不像现在，丰满是时
尚。”（Houston，1985）如何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对苗条身材的评价
所发生的变化呢？媒体在这方面无疑起了作用。

时尚杂志、促销手段和一些玩具产品的影响。看看时尚杂志上的
女模特，很快就会发现，她们的身段大多数都非常苗条。但是，即使是
T形台上的超级模特也达不到芭比娃娃的标准。如果将芭比娃娃的标准
移植到正常身高的女性身上，那么，她们胸围应该是82厘米，腰围41厘
米，臀围73厘米；这样的身材比例在女性中不足10万分之一。（Norton
et al.，1996）如果这种非常流行的娃娃在小孩中间成为女性身材的“文
化理想”，那么，就不得不让人担忧了。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千方百计
的节食，希望在少年或成年时能够拥有一个修长完美的身材，而这在大
自然中是极为少见的，也根本不符合个人的标准值。



插图8.7　现在，许多人都给苗条身材以极高的评价，因此很多人想通过节食获得与自己的标准值根本不相符的形象。

主观感受到减轻体重的压力。不少节食的人说，媒体参与影响了他
们对苗条身材的希望。实际上还广泛存在对体重偏重的人的偏见。在一
个崇尚苗条的社会，对个人及其社会关系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体
重偏离普遍认为的标准值太远，许多人的自我价值观就会下降。同样，
他们对别人的吸引力或者至少希望能有的吸引力会降低（Wadden &
Stunkard，1985）；甚至在求职的时候，身材苗条的人成功的希望会大
一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苗条的外形。要达到这个
目标，原则上有两种可能性：



——经常运动，包括体育锻炼；
——减少饮食；努力成为“节食者”。（Herman & Mack, 1975）

每天适度地减少热量的摄取无疑是达到理想体重的适宜措施。当
然，很多人意志薄弱，不能持之以恒地控制饮食。

节食后能量消耗的减少。福尔克尔·普德尔和约阿希姆·韦斯顿赫费
研究了这样的问题：肥胖的人，也就是脂肪很多的人，是否真的能量消
耗偏少，是否因此造成了体重超标和肥胖。他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
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认为肥胖的人是由极低的能量消耗造成
的。”（Pudel & Westenhöfer, 2003）但是，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又提出
这样的问题：一个人能量消耗少是否就会体重超标，成为胖子。他们认
为，“一个人的能量消耗比较少，是成为胖子的一个危险因素。”一个人
如果采取了节食措施，他的体重还会超标，还会成为胖子吗？身体无疑
要适应“节食期”，而且行事要非常理性：他消耗较少的能量。可见，一
个人如果节食成功，真的减轻了体重，能量消耗虽然降低了，但是与减
轻的体重相比也是正常的。结果是，一个人节食成功以后必须少吃，但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苛求。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明确指出，能量消耗虽然
减少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减轻体重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
人们在节食成功以后，必须继续改变饮食行为和运动行为。

重复节食使能量消耗持续减少吗（溜溜球效应）？早在80年代就
有人认为，重复节食会使能量消耗的持续减少。也就是说，一个人越是
频繁地重复节食，他为了至少保持现在的体重，吃得就越少。因此人们
称之为“溜溜球效应”。现在可以证明，人体在节食后不能一成不变地保
持降低了的能量消耗。静止代谢虽然在节食后会降低，但是在四周以后
又会恢复正常。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明确指出，对营养行为作必要的调
节，虽然不能轻易减轻体重，但“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样减轻体重也
不是不可能的”。

信息框8.2

在进行专业指导下的痩身疗法过程中应采取哪些措施？
“不无巨大经济利益”的痩身疗法。在一个身材苗条被视为时

尚的社会里，每天都有无数个痩身治疗班开班和结业。但是，所介
绍或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检
验。自由巿场上推介几乎数不胜数的措施和方法，这些措施和方法
虽然都保证能减轻体重，但是正如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指出的，其
中“不无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其目的是“从减肥经济这个以百万
计的蛋糕上分得一块”。（Pudel & Westenhöfer, 2003）但同时这方



面也有成功的例子，西蒙内·门施和于尔根·马克格拉夫指出，90年
代由于采用了改良的治疗方法，肥胖的人体重减轻了10％。
（Munsch & Markgraf, 2003）弗兰茨·彼得曼和尤塔·哈林在肥胖症
治疗方面所采用的行为治疗方法很有特色。（Petermann & Häring,
2003a）请注意下面的具体介绍：

必须自我控制每次进食。超过平均体重的人只有自己下决心
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才能减轻体重。他们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自己
的饮食习惯。为了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比如，要求实验项目的参
加者坚持精确记录自己在什么场合（比如在看电视、社交活动的场
合）、什么时间吃了什么东西，建议他们将所有可以在吃饭时间以
外能吃的东西（比如饼干、巧克力或薯片）都排除在家庭预算以
外；如果让体重超标的人挨饿，那么，他们抵制实验的自我调节能
力与其说很强，倒不如说很薄弱。（Vohs & Heatherton, 2000）他
们据说都是在吃饱以后去购物的。

必须了解食品的卡路里含量。要减轻体重，就必须降低每日
三餐的卡路里含量。但这个目的不是简单地少吃一点就可以达到
的，因为人体必须不断地摄取营养物质，以维持各个机能的运转。
因此，公认的研究项目都要向参加者传授相关的营养科学知识以及
有关各种食物的卡路里含量和营养价值（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
质）。

必须定期进行体育活动。除了坚持节食以外，体育活动也非
常重要，因为通过体育活动可以消耗卡路里。专业人员推荐进行体
育活动，当然不仅因为体育活动可以消粍能量（这一点通常被高
估）；他们还希望产生其他的效用。适度的体育活动可以增强肌肉
组织，从而形成更多能快速燃烧卡路里的组织，而基础代谢不会减
缓。（Wadden et al.，1997）

社会鼓励和自我奖赏的重要性。瘦身治疗班提出的要求，说
起来容易，但个人要始终如一地达到这些要求就非常困难。因此大
家都要关心，给每个实验参加者以鼓励和社会支持，同情他们的命
运。为了支持他们放弃旧的习惯，遵循新的规则，应当更多地鼓励
实验参加者奖赏自己的每一个进步，比如，当他们在某个时间成功
地抵制了某种“被禁”食物的诱惑时，应当允许他们去看场电影或买
件衣服。

父母与其让孩子以后采取治疗措施，倒不如现在多加照顾。
但是，即使在专业人士指导下的瘦身疗法，也别指望会发生什么奇
迹。很久以前就已成定论的东西，今天对它们来说还是原则性的：



参加减肥班的人大多半途而废，而坚持完成减肥班学业的人体重大
多没有减下来。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减肥成功的人五年后有95％
在又回到原来的体重。（Stroebe, 2002）体重减轻的人后来大多又
恢复到原来的体重。（Stunkard, 1975）可见，长期减肥是非常费力
的。少数成功减肥的人花费的费用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专业人员建
议尽可能全面地告诉未来的父母，应当教育自己的孩子养成良好的
饮食习惯，以便及时防止体重超标。（Taylor, 2003；Petermann &
Häring, 2003b）

灵活进食而不是固定控制。显然，节食对一些人来说是有效的减
重方法。他们以坚强的决心长期控制饮食，但是，他们也指出，饮食酌
情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人不喜欢暴饮暴食，不像普德尔和韦斯顿
赫费观察到的那些人那样，只按照预定计划和节食规定严格控制饮食。
按照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的说法，他们“吃东西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
更确切地说，是履行一种义务，他们不履行这种义务会感到良心不
安。”（Pudel & Westenhöfer，2003）

8.2.2　攻击行为及其解释

2002年4月26日早晨，爱尔福特一位19岁的中学生罗伯特·施泰因豪
泽与父母告别；父母还以为儿子去参加高中毕业考试。10∶45分，这个
年轻人进入文理中学，到厕所换上黑色衣服，戴上面具。不久人们就听
到楼里响起枪声。罗伯特·施泰因豪泽接连枪杀了15个人。两个警察赶
到时，这个案犯又将枪指向其中一名警察，让他成为自己枪杀的第16个
人。最后他自杀身亡。

这个疯狂的射手令爱尔福特和整个德国的人感到震惊。很多人知道
这件事情后都问，一个19岁的中学生能这样攻击自己的同学？为什么没
有人，包括他的父母或同学，发现罗伯特·施泰因豪泽制造一场最终酿
成人类灾难的迹象呢？

攻击性行为的特征。大多数人可能相信自己知道“攻击”这个单词的
含义。但是当你阅读相关的心理学书籍和文章，看到其中给这个单词所
下的定义时，你定会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早在1983年，这类文献就对这
个单词作了250多种不同的特征描述。（Harré & Lamb, 1983）幸运的
是，大部分定义差别并不大，还可以找出它们的共同之处。那么，心理
学家可以借用现有的哪些特征，将一种行为定义为“攻击性行为”呢？

故意伤害甚至蓄意杀人的行为。在这种场合，所谓攻击性行为就
是指一个人（原则上也可以是多个人）试图直接或间接地伤害他人或其



财物，或者事实上已经造成伤害。（Björkquist & Niemelä, 1992；
Rechtien, 1997）法官不指控这种攻击性行为，是为了谨慎起见，因为法
官们宣布的惩罚也可能造成不幸，甚至伤害。沃尔夫冈·雷希蒂安补充
说：“一种具有伤害故意的行为只有在违反社会标准的时候才是攻击性
行为。”（Rechtien，1997）在这个限制条件下，雷希蒂安指出：“只要
符合法律规定，律师、法官和法警（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应视为
具攻击性的行为。”罗伯特·施泰因豪泽无疑表现出了攻击性，这是与上
述定义相一致的，因为从事后的侦查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为了用武
器枪杀自己的同学，可能还有老师已经作了长时间的准备。他杀死别
人，至少伤害别人的意图是决定性的，因而完全可以将他的行为定性为
攻击性行为。医生给哭闹的小孩子打针，从表面看他虽然伤害了小病
人，但是，他并不是故意让病人遭受痛苦，而是在履行救助义务时发生
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银行抢劫犯无视警察让他站住的命令而逃跑，
警察只好开枪，对这名警察的评价也是这样：警察开枪之前已经向逃犯
发出警告，可见他珍视逃犯的生命。同样，一个居民在家清扫阳台，不
小心碰到了花盆，花盆掉向人行道，砸伤了一个过路的女人。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通常也不会指责这个不小心的居民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花盆。

信息框1.1

下面的描述可以检验是否存在符合上述攻击性行为特征的四种
行为方式：

入室盗窃犯将锤子砸向想阻拦自己的房主，但是没有击中。他
在慌乱之中撞到了这家的小女儿；小姑娘摔倒了，膝盖受伤。盗窃
犯为了快点逃走，举拳砸破大门玻璃，他的手受伤流血。

母亲赶快给女儿清洗伤口，贴上创口贴。母亲问女儿：“疼
吗？”。女儿突然一耸肩膀叫道：“哎呦！”她生气地夺过母亲手里
拿的水碗，把它扔到地上摔得粉碎。“你就不能小心点？”……“坏
妈妈！”

上述场景中，哪种行为属于攻击性行为？“用锤子砸”是一种，因为
盗窃犯具有伤人的意图。他自己造成的受伤虽然也可视为攻击性行为，
但是玻璃碎片刺伤手背却不是故意的。同样，盗窃犯撞倒这家女儿也不
是攻击性行为，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女儿将水碗摔破明显是攻击性行
为，最后骂母亲也是攻击性行为。

区别工具性攻击和敌意性攻击。寻找一个符合所有情形的特征有
哪些困难，请看下面的例子：刽子手受法庭委托行刑；拳击运动员将对



手打得鼻子流血；猎人射杀了一只生病的动物。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每
一个场合，都存在伤害他者（人或动物）的故意。很多心理学家可能都
愿意将这种行为称为攻击性行为，但是，他们提醒大家注意，这种伤害
不是主要目的，更确切地说，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次要结果。处决罪犯
是保护社会再遭侵害；拳击手只是向公众展示他的体育优势；猎人终究
也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些情况可以称之为工具性攻击行为。这种行为与
敌意性攻击行为——比如罗伯特·施泰因豪泽那样以故意伤害他人为首
要目标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顺便提一下在作出这种判断过程中的
评价。死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可能经常争论，刽子手的工作是否能一概
而论都归为敌意性攻击行为；很多猎人明确否认射杀动物是攻击性行
为。这种观点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人们只将攻击这个概念用于描述在社
会上被负面评价的行为。

攻击性行为的确认也取决于主观评价。只有通盘考虑了行为发生
时的各种情况，才能确定是工具性攻击行为还是敌意性攻击行为。一个
参加某个团伙的年轻人殴打一个行人，因为他感到受了这个人侮辱了
（敌意性攻击），或者因为他将打人这件事看作向同伴展示勇气的检验
（工具性攻击）。另外，对这同一种行为实施者和观察者通常会作出不
同的解释。如果一个人对他人采取以侮辱和伤害为目的措施，是为了提
升自我价值，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认为具有工具性特征。采取这种方
式似乎也是以此为理由的。一个人在左车道强行挤轧另一个开车的人，
他在接着必须作出解释的时候就会辩解说，为了赶时间他不得不对“那
个慢吞吞的新手”采取措施。相反，被挤轧的人和其他目击者都会异口
同声地说，他们看到的行为明显是敌意性攻击行为。因此在日常生活
中，很难减少因攻击而引起的冲突，因为除了极个别例外，人们同样不
会相信情绪激动的进攻者，认为他的行为具有各种敌意性攻击的特征，
根本不容辩解。

攻击性行为的解释。

“人性本恶。”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Hobbes, 1588-1679）在17
世纪见证了很多宗教战争和内战。人类公开解决冲突的方式方法，使他
没有理由认为人是理性的。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说，人类首先相
信自己的力量并热中于赢得对他人的优势。霍布斯认为，因为人对人是
狼（homo homini lupus），如果国家无力建立秩序，规范个人的行为，
那么人们很快就会自相残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观察了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的侵略性行为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弗洛伊德认为——行为
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后来也认为，机体内不断积聚攻击性能量，超



过压力最终就会释放。（Lorenz, 1963）这种“蒸汽锅炉理论”现在已证
明是不正确的。但是洛伦茨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认为，攻击性行为不是
自我毁灭；更确切地说，这种行为有助于适应和生存。

整个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人性本恶”这个论断。人类学家阿
什利·蒙塔古利用最古老的文献得以证明，在5600年间一共爆发了14600
场战争，也就是说每年爆发2.6场战争。（Montagu, 1976）因为这一数
据是在60年代早期统计的，所以根本没有包括远东（比如越南）战争、
柬埔寨的种族屠杀以及在阿拉伯半岛、非洲、南美和欧洲（在前南斯拉
夫地区）发生的大量冲突。

插图8.8　人类自有历史至今，战争频仍，这似乎可以证明“人性本恶”这一论断。（图示：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战役中，希腊人将波斯人赶回他们的战舰。）

为和平共处所作的巨大努力有目共睹。媒体相信，（大多数可以
作出负面评价的）重大事件会得到受众的关注，因此在选择新闻时也就
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尽管如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常的观察是否也没
有为多数人为和平共处所作的努力提供大量启示。

启动自我体验



您可以利用下次参观一个城巿的机会，观察攻击性行为发生的
频率。您等了多久才看到一个行人谩骂，甚至殴打另一个人或几个
人？人们明显和睦相处与平等对待的事情与明显互相攻击的行为发
生的比例有多高？在结束参观以后，您会考虑总的观察结果，会为
人类更爱好和睦相处还是更具攻击性提出证明吗？

爱德华·威尔逊（Wilson, 1975）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这结论说，来
到地球的火星来客很可能难以看到攻击性行为，因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
下都不会采取暴力行为。火星来客很难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故意
要毁坏财务或伤害他人。关于人类具有攻击性的论断似乎——至少乍一
看——是充满矛盾的。

攻击性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对人的攻击本能天生论的驳斥。对于人类和动物如何能具有攻击
本能这个问题，行为主义生物学家的回答大多要引用查理·达尔文的物
种起源（进化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种更强壮或者更有适应能力的
生物拥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比如，雄性动物为争夺雌性动物而战，还要
驱逐自己领地上的入侵者，保护幼崽。在这种冲突中，往往是更强大、
更机敏的动物获胜。同时这也为它们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前提。个体的
遗传结构就是以这种优势为条件的，所以更有可能遗传给后代。当然，
如果因此认为，该死的人类由于进化而不得不采取攻击性行为，那么，
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以丰富的例证驳斥了人
的攻击本能天生论。他写道：“攻击本能是天生的这种说法给人这样的
印象：人是不折不扣的机器，受自己的祖先，‘杀人犯’猿身上继承的根
深蒂固的本能所驱使。这种理论勾画了一幅悲惨的画面。如果这是正确
的，那么人种的未来就真的是令人沮丧的，希望渺茫的。”（Montagu,
1976）

攻击性行为和逃跑行为都是可能的适应性的表现。有人认为，攻
击性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成为生物的遗传结构的一部分，这是片面的
观点。在这方面毫无争议的是，攻击性行为能够确保一种生物或一个种
群的生存。发动攻击不是同时也有很大的危险吗？自愿参加战斗的人，
始终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受伤或战死。在有些情况下，发动攻击能够拯救
生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因为危险太大，所以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或
者干脆逃跑，以避免战斗，可能更具有达尔文所说的适应能力。
（Maynard-Smith, 1974）

文化差异



攻击意愿部分是不同文化价值的结果。如果将不同的人类群体作
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有些群体相当平和，有些群体则非常具有攻击
性，但即使具有攻击性的群体也不是永远具有攻击性。（Montagu,
1976）归根结底，一个群体的成员是否愿意采取攻击性行为解决人际冲
突，文化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Cohen et al.，1996）美国的杀人犯罪
率很高，被视为具有攻击性的社会，而其他国家则可以视为非常“爱好
和平的”国家。各个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方面也会发生变化：比
如，300年前瑞典人的暴力犯罪率在西方世界是最高的，而现在则是最
低的。（Lagerspetz, 1985）这种发展被视为社会和文化变化的结果。

爱好和平的社会。布鲁斯·伯恩塔描述了25种典型的爱好和平的群
体。居住在马来西亚热带雨林中的奇旺族（Chewong）的语言中甚至没
有吵架、斗争、侵略或者战争等概念。（Bonta, 1997）爱斯基摩人的屋
库—因纽特文化将攻击性行为视为社会无能的表现，最能说明这一点的
是，他们的语言将“攻击”一词解释为“幼稚”。（Oatley, 1993）在很多群
体中，攻击性行为明显不起或只起很小的作用，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伯
恩塔得出的结论是，他研究的大多数群体都拒绝竞争，在各个生活领域
加强合作。这种区别部分地源自社会根据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构进
行划分。（见第123页）文化人类学家通过比较证明，人是具有攻击性
的还是爱好和平的，绝对不是取决于人的天性；更确切地说，人成长和
生活的文化背景对人的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

性别差异。如果问朋友和熟人，性别在攻击意愿上是否存在差异，
那么，就会得到相当一致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
性。生物学知识丰富的调查对象会设法援引动物王国的研究来论证自己
的答案。雌性想生育健康、生存能力强的后代，因此偏爱强壮的雄性。
雄性必须战胜其他同性来展示自己的力量，才能博得雌性的好感。在人
类的进化过程中，难道男人的基因保留更强的攻击性？

男性发生肢体攻击的可能性较高。如果我们通过攻击一词的定
义，只考虑那些通过身体侵犯故意伤害他人的措施，那么就可以发现，
女人的攻击性行为比较少，她们害怕这样的行为会伤害别人，反过来伤
及自己或引发负罪感。（Eagly & Steffen, 1986）只要查阅18世纪以前的
历史资料，就能发现，男性暴力犯罪比例高于女性：“进攻越猛烈，男
人获得优势的机会就越大。”（Ellis & Coontz, 1990）典型的性别差异在
幼年时期就已显露。人们在观察了3-6岁的孩子后发现，男孩子肢体攻
击行为相对比女孩子多。但是当他们进入成年早期，性别差异会减少，
这主要是因为15-18岁的少男身体攻击行为不断减少，而同时语言的和
间接的攻击性行为则更为频繁。（Loeber & Hay, 1997）当然，女孩或
女人是否具有攻击性行为，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委内瑞拉的玛格



丽塔岛（Margarita），女孩子们很早就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知道，攻击
性行为，包括肢体攻击是做女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岛上
的居民来说，女性的攻击是受人欢迎的行为。（Cook, 1992）

女性发生关系型攻击的可能性较高。布里特·盖伦和马里昂·安德伍
德严格区分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攻击性行为，并且形象地描述说：“男
孩子喜欢用拳头打斗，但打一会儿就不打了；女孩子喜欢打嘴仗，一开
始就停不下来。”（Galen & &erwood, 1997）请问，女性如何表现典型
的攻击？女人的攻击绝不比男人少；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女人
生性平和，男人爱好动怒”，这种说法不过是神话。（Micus, 2002）因
为女人天生没有男人肌肉强壮，所以她们谨防成为肢体报复的牺牲品。
由于女人比男人更重视社会交往中的社会关系和信任，所以她们认为，
如果在社交方面受到伤害，就会感到非常痛苦。（Crick & Rose, 2000；
Crick et al.，1999）这种“关系型攻击”或者“间接攻击”可能有多种表现形
式，比如，一个女孩想向她原来的朋友委婉地说明，今后她要与他人建
立朋友关系。（“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这位朋友就会让她感觉
到，不欢迎她参加即将举行的生日聚会。（“我再也不会邀请你参加我
的生日聚会！”）从此背后议论对方或者传播谣言（“丹尼尔说，你的样
子很傻！”）。由于怨恨对方，所以传播对方在私密谈话中所说的内
容。如果将15-18岁的少男少女作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很多国家，
比如芬兰、以色列、意大利和波兰的女孩子的间接攻击性行为多于男孩
子。（Österman et al.，1998）即使成年人，也有相应的性别差异。
（Micus, 2002）因此，男人比女人更具攻击性的说法虽然很流行，但只
要将各种形式的攻击性行为加以比较，就不可能得到证明。此外克里斯
丁娜·米库斯提醒人们注意，在比较两性的攻击性行为时必须考虑环境
条件：“面对身份显赫的人，几乎所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很难
表达不愉快的感情。”米库斯解释说，由于女性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方面的地位往往不如男性，所以在比较男人和女人表现出来的攻击性行
为的差异时必须考虑到附加的立场：“平和不是女性行为的主要特性，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女性由于地位比较下，表现得比较平
和。”（Micus，2002）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们——小孩和成年人——进行
互相攻击？什么事件、什么环境条件有可能引起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沮丧型攻击的假设

沮丧是尝试达到目标的障碍。生物学家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为什
么人和动物能够产生攻击性行为，这种行为对生物有什么作用，而心理



学家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是，攻击性行为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时
候可能发生攻击性行为？30年代末，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些心理学家集中
精力研究了一种他们称之为“沮丧”的状态。（Dollard et al.，1939）所谓
沮丧，就是人们正在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努力，但是他追求目标的行为受
到了阻碍，也就是说，他未能达到目标。一个匆忙赶公交车的人，就在
到达目的地之前，看到公交车“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开走了，就可能感到
沮丧。沮丧总是会引发攻击性行为吗？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作了大量研
究，试图解释这个问题。

沮丧型攻击假说的最初版本。罗伯特·西尔斯和同事们在一次实验
中，邀请大学生参加聚会，声称聚会在晚上开始，其间要观察疲劳的过
程。（Sears et al.，1940）实际上主人要反复让客人感到沮丧：既不让
年轻人抽烟，也不让他们说话；突然打断年轻人的社交游戏；答应的热
早餐也没有送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测试对象在这个夜晚越来越
怒不可遏。他们诅咒这种实验，怀疑实验组织者的精神有问题。有一个
大学生信笔涂鸦（见插图8.9），问他画的是什么，他立刻回答说：心
理学家！



插图8.9　一个一再感到沮丧的实验参加者所作的明显带有攻击性的涂鸦。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在完成似乎可以证明他们所说的沮丧和攻击之
间的联系的实验以后，决定在1939年公布沮丧性攻击的假设。这一假设
包含两个观点：

——沮丧总会引起某种形式的攻击性行为；
——攻击始终是沮丧的结果。

沮丧型攻击假说的有限适用性。有人断言，沮丧的结果就是攻
击，当然，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Berkowitz, 1989）其一，沮丧
情绪产生后只有在短时间内具有攻击倾向。（Green et al.，1998）经过
较长时间的沮丧，比如一小时后，几乎就不再有攻击的意愿（Buvinic &
Berkowitz，1976）；其二，可以肯定，甚至比较强烈的沮丧也不会总是
引发攻击性行为，它可能同时引起恐惧和消沉。纳粹时期集中营里的囚
犯只能苦苦煎熬，沮丧的程度无疑最强烈，持续的时间最长，但是囚犯
们却依然表现得非常冷漠和消沉，而没有发生公开的攻击性行为。1945
年盟国军队在这些关押在集中营的、即将释放囚犯的脸上清楚地可以看



到这种冷漠。集中营的囚犯必须忍受着极端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的生
活条件。如果这些感到沮丧的人认为，禁锢他们的目标明确的行为是非
法的和专制的，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不断发动攻击。
（Batson et al., 2000）如果一个人借助“社会认知解释模式”能对一件令
许多人感到沮丧的事情抱无所谓的态度，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攻击性的
反应。（Mischel et al.，1996）比如，对这样的事情可以作如下解
释：“如果这次我没有搭上想上的公交车，那我就等下一班
车。”——“公交车从‘我的鼻子底下’开走，肯定是因为司机没有看到
我。”

同样，沮丧型攻击假说的第二种说法的普遍适用性也值得怀疑。攻
击性行为难道真的总是由沮丧引起的吗？一个受雇杀人的杀手在行动之
前先要感到沮丧吗？难道战时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一直要等到某种愿望没
有实现，产生沮丧情绪后才向居民区投掷炸弹吗？一个销售员难道感到
沮丧后，才攻击性地向顾客提供商品吗？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场足球
比赛之后，球迷会上街游行，打破橱窗玻璃，毁坏汽车，攻击行人，但
是他们采取这些破坏行为通常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自己支持的球队
赢得了胜利。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原来断言，沮丧和攻击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这种论断显然过于狭隘。因此，莱昂纳德·伯科威茨通过潜心研究，全
面驳倒了这一理论。

插图8.10　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即将释放的囚犯。他们在极端令人沮丧的环境下没有作出攻击性反应，而是显得非常冷漠和消沉。



经过修正的沮丧型攻击假说

沮丧是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之一，会使人产生消极情绪。伯科威茨
解释说，沮丧可以（但并非必然）导致攻击性行为（Berkowitz, 1988；
1989），前提是，沮丧可能引起情感层面的愤怒或像其他人所说的内心
激动。（Zillmann, 1994）根据这一被修正了的观点，攻击性行为产生于
消极的、不愉快的情绪，而不是产生于先前的沮丧。但是人们产生消极
情绪不仅是对沮丧作出的反应，在其他条件下，比如身体不适，觉得自
我价值感受到伤害或者酷热的天气等等的条件下也可能产生沮丧。这些
诱因条件可能提高普遍激动的程度，同时情不自禁地采取攻击性行为。
（Carlson et al.，）

高涨的激动情绪向其他情景的转移。疯狂的球迷在自己的球队获
胜之后不会感到沮丧，但他们在“自己的”球员当着观众的面成功断球以
后很可能极为激动。根据多尔夫·齐尔曼的“激动转移理论”，这种在特
定场合（体育场）产生的强烈的激动情绪，只能缓慢地消退，并可能转
移到其他场合。（Zillmann, 1994；1996）因此，当观众在比赛结束后来
到大街上时，他们在足球场上产生的激动情绪还没有减退。齐尔曼认
为，这时很可能发生攻击性行为，除非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过分的激动
——在前一个场合产生的激动尚未消退——，将激动产生的原因正确地
归之于上一个场合，而不是归之于眼前的场合。如果发生了一起引起消
极情绪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很可能会将攻击性行为发生的原因强加给
臆想的人和事。个中原因可以用他人挑衅的例子来解释。

信息框1.1

如果您刚刚进行了体育运动，比如完成了几千米的长跑，那
么，您在短时间内会非常激动：您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是并不
生气。但是，您在慢跑喘气时听到一个路人的让人恼火的话时，您
会怎么样呢？您在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刚一到家就听到指责，您又会
作出什么反应呢？在这种场合或类似的场合，您有可能作出攻击性
的反应吗？

非常激动情况下的相互挑衅。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攻击性行为的诱
因是受到侮辱和挑衅。如果人们在已经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将冲突对方
的话解释为人身伤害，那么，就很可能作出攻击性反应。指责和侮辱
——更为严重的是打人——很快就会使对方想到报复，从而形成攻击性
行为呈螺旋型上升的趋势。这种螺旋型趋势很多源自很小的矛盾，接着



各自都伤害或指责对方；从而争执的焦点越来越多，结果形成“焦点扩
大”（英语：issues proliferation）。（Rubin et al.，1994）

滑稽电影以逐渐升级的互相挑衅描绘了这种社会情景。插图8.1复
述了电影《胖子和傻子》中的典型例子。这组图片首先表现的是演员劳
莱和哈代拿着一棵圣诞树要兜售给一个陌生人。然而，这两位推销员的
纠缠不休让这个人感到非常恼火，于是他打了一个很不友好的手势，劳
莱和哈代对此不能置之不理，他们接着就开始捣毁这个“难缠的”顾客的
房子。当然，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房主进行了报复，将这两个不
请自来的推销员的汽车砸坏了。电影中为了娱乐观众而设计的情节，当
然不能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相提并论，国家之间如果长时间相互威胁、侮
辱和挑衅，结果就会演变成军事冲突。

每个人面对挑衅和侮辱都作出相同的反应吗？或者说，每个受害者
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是否作出攻击性反应，完全取决于这种性格特征
吗？在寻找这种性格特征的过程中，自我价值首先使人们产生了研究的
兴趣。



插图8.11　引自电影《胖子和傻子》中的一个例子，能说明双方相互挑衅的过程能使攻击性行为不断升级。值得注意的是，争执的焦点越来越多。

自我价值

低下的自我价值不是强烈的攻击意愿的培养基。公众显然普遍认
为，自我价值低下的人，不怎么自信，看不起自己，很容易作出“敏
感”反应；这样的人——偶尔会听到这样的论点——攻击他人，是想改
变自己窝囊的形象；因此，他们由于微不足道的冒犯也会采取攻击性手



段。这种观点真的符合实际吗？根据罗伊·鲍迈斯特的看法，答案明显
是否定的。（Bushman & Baumeister, 1998；2000）现有的研究结果不能
证明，犯罪行为、暴力事件和攻击性行为都是自我价值感较低的人干
的。那么，自我价值与攻击性意愿就毫无关系吗？

插图8.12　根据希腊神话，美少年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因为这种自恋无法实现，他备受爱慕之苦；最后他幻变成了一株水仙花。（那喀索斯像，卡拉瓦乔作，
1598—1599年）

攻击性意愿和自恋倾向。大部分攻击性行为都是那些自以为了不
起的人实施的。这样的人也被称为自恋者（Narzissten）（源自希腊神
话，美少年那喀索斯（Narziss）迷恋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因为这种
爱始终无法实现，于是折磨着他，最后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株水仙
花。）

上述意义上的自恋者认为，侮辱是对自己高估的高大形象的威胁，
因此他们要通过攻击捍卫自己。（Bushman & Baumeister, 1998）他们
的“回击”显然是想惩罚攻击者，迫使其立即停止侮辱，不能再犯。
（Baumeister et al., 1996，2002）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那些过分重视
自己高大形象的人才会作出这种敌对的反应，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



错觉的结果。相反，那些威望确实很高又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人，在受到
外来攻击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感到威胁，因而也不会立刻进行防御。但
是，一个人是否作出攻击性反应，还取决于当时所处的环境。

环境对攻击意愿的影响。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他的行为之间存在
怎样的联系，这是环境心理学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Hellbrück &
Fischer，1999）比如，我们知道，住在人口密度很大的住宅区的人比那
些住在人口密度不大的小区的人更具有攻击性。（Bell et al.，1996）对
于在什么情况下预计人们会采取具有攻击性行为这个问题，社会学家往
往回答说，一是向外人隐瞒身份的人，二是那些权威人士，他们要求别
人服从实施处罚的命令。色情电影会增强观众的攻击性行为，这种经常
听到的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信息框8.3试图作出解释。

信息框8.3

观看色情表演会提高攻击性吗？
各种表演内容之间的区别。今天的众多媒体，不管是纸质的

还是影像的，都充斥着性描写或性图像。色情表演和淫秽表演之间
的界线难以区分，这无疑还取决于观众本人的观点。仅仅为了方便
起见，这里将只区分暴力和非暴力的色情表演。（色情
Pornographie这个概念源自希腊语；Porna意为古罗马妓女的表
演）“对‘色情’这个词似乎难以下一个贴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
义”（Selg & Bauer, 1986），所以这里只强调一点：非暴力的色情
表演明显指成年人的性活动，表演者明显是自己同意的；因此，在
这个限度内，赫伯特·泽尔克将这个概念称为色情的或肉欲的。
（Herbert Selk，1988）相反，暴力的色情表演是在某种强迫措施或
惩罚措施的威胁下进行的性活动，妇女通常是受害者。

色情表演对观众的影响。观看性感的裸体会使许多人产生愉
悦的感觉，但是不会引起性冲动。（Selg，1988）相反，非暴力色
情表演更能使观众产生性冲动（Byrne & Kelley，1984）；但在通
常情况下不会使人对女性发动性侵犯。（Donnerstein, 1984）然
而，如果色情表演有暴力内容，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增强观众
的攻击性，但不是针对其他男性，而是针对女性。（Malamuth,
1998）二是增加这样的可能性：观众看了表演不愿意设身处地为强
奸受害者着想，却容忍对女性的侵害。（Donnerstein & Linz，
1995；Donnerstein & Malamuth, 1997）

男性看了色情暴力表演可能强化“强奸的神话”。色情暴力表
演大多按相同的模式描述或表演强奸情节：女性受害者起初奋力反



抗，试图摆脱男性侵犯者，但是受害人因侵犯而兴奋起来，最后非
常享受这种暴力的“被占有”。小说《飘》就是这样描写女主角斯佳
丽·奥哈拉的。她反对男主角的调戏，哭着被拽到床上，但是醒来
时却愉快地哼着小曲。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媒体频繁描绘这样的情
节会造成以下后果：

——会强化男性心目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想法，即女性一开始虽
然会反抗，但是，被强有力的男性暴力占有以后，最终还是会感到
享受。

——可能的结果是，强化男性对女性的攻击意愿。

有人认为，女性内心深处是享受强暴的性的，并会将其当作其
乐无穷的刺激来体验，（388）这种错误的想法被称为“强奸的神
话”。（Krahé, 1998）当然，如果仅仅将色情媒体及其渲染的暴力
情景称为促成性侵犯的原因，那么就未免过于简单。70-80年代，
在丹麦、瑞典和德国，自由接触暴力色情媒体的人数日益增长，但
是这些国家的性侵犯率始终没有同期增长。（Bauserman, 1996）因
此罗伯特·鲍泽曼认为，为努力降低性侵犯率，应当集中揭示性罪
犯的经历和特殊的生活状况。可以肯定地说，相信强奸的神话将会
妨碍男女之间的真诚的交往。男人应当相信，当一个女人说“不”，
就是“不同意”男人的性要求。如果男人将这个“不”理解为“继续进
行”的暗示，那么就可能发生强奸的危险，强奸往往可能造成心灵
的和肉体上的创伤，并且会影响一个健康女性对性的看法。
（Golding, 1996）

暴力色情作品对男性的影响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男子都会受
暴力色情作品相同的影响。只有那些观看性暴力表演感到很受刺
激，并对强奸妇女表示容忍的男子，才会增强对女性的攻击意愿。
（Malamuth, 1986）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
特别想对女性展示权力和优势，对女性不怀好意（Malamuth,
1998），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这样的人也喜欢观看暴力表演。
（Malamuth & Thornhill, 1994；Dean & Malamuth, 1997）

身穿制服和隐姓埋名条件下个人身份的消失。人们很早就知道，
隐姓埋名的人会表现出在其他条件下没有的行为特征。从前法庭雇用的
刽子手经常戴着风帽（见插图8.13），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死刑的行刑
者一般以假名作掩护，这显然有助于他执行自己残酷的任务。同样，爱
尔福特的那个中学生也是戴了面具才开始射击的。



插图8.13　巴黎14世纪的刽子手。他戴上面具在别人面前掩护自己的身份，从而可以从容地执行绞刑。

去个性化状态下可能增强攻击意愿。在一项经典的实验中，菲利
普·津巴多观察了那些戴风帽、穿长袍、把自己的脸部和身体遮得严严
实实，因而无法识别其身份的女性。（Philip Zimbardo, 1969）在这样的
条件下，她们电击别的女性的意愿比那些不戴面具、佩着大名签的女性
高一倍。（这些被调查的“受害者”只是假装的，事实上并没有遭到电
击）身份的丧失无疑有助于采取这种行为，人们称之为“去个性化”。在
其他的许多研究中确实可以看到，对外人隐满个性的人伤害陌生人、欺
骗他人和触犯法律的意愿都比较强。（Aronson et al.，2002）女性在玩
有打斗场面的视频游戏时，如果她们的身份是大家熟悉的，那就很少会
表现出攻击性，但是一旦隐姓埋名地观看这样的片子，她们就表现出和
其他男性一样的攻击性。（Lightdale & Prentice, 1994）当然，人们在极
度隐瞒身份的情况下，也并不总会提高攻击意愿。



去个性化状态下接受社会身份的意愿比较高。在另一项实验中，
罗伯特·约翰逊和莱斯利·唐宁让测试对象穿上护士的罩衫；于是她们同
样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她们穿着这样的衣服实施的电击意愿低于其他穿
着正常衣服的人。（Robert Johnson & Leslie Downing, 1979）这一结果
使那些得出另外结论的人大感意外。难道人们在去个性化状态下不一定
会更具攻击性吗？如果认真看看大量研究人们在去个性化状态下的行为
的实验，确实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根据汤姆·波斯特莫斯和拉塞尔·斯
皮尔斯的观点，群体和个体在去个性化状态下宁愿适应特殊的情境标
准。如果一个人隐瞒自己的个人身份（隐姓埋名度提高），他的自制力
也随之下降，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社会身份，同时遵从群体标准（期
望）的意愿也比较高。（Postmes & Spears, 1998）如果一个群体（“我
们的群体”，详见第460页）对另外一个群体（“他人的群体”）持负面看
法，可能还有仇恨，那么，“我们的群体”的成员就会对“他人的群体”作
出极为强烈的攻击性反应。相反，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
员，那么他就会将关心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的准则（“我们是护士”），
就会接受一个相应的社会身份，就会照顾他人的健康而不是伤害他们。

奉命攻击。一个人在隐姓埋名的状态下是一个“没有姓氏的人”，是
很难跟踪的。一个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而且“没有被发现”，实际上是很
难追究其法律责任的。但是，在纳粹统治时期，那些残酷迫害集中营里
的犯人的人却并没有隐姓埋名。他们为什么能够犯下这样的罪行？后来
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时，他们只说自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是遵守现存
法律的公民。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服从命令。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命令实验。许多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只要大
人物下达相应的命令，他们就会非常愿意地去从事甚至杀人的活动，斯
坦利·米尔格拉姆自问，这样的服从命令是否也能在实验室中得到实
现。（Milgram，1966；1974）米尔格拉梅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社会心
理学家，他不幸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享年仅51岁。他在自己的学术生
涯中作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但最著名的还是他所进行的关于人的服从
的实验。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样一个情景：在所谓的学习和记忆实验中，测
试对象作为“老师”必须用残忍的电击惩罚一个犯错误的学生（实际上是
实验组织者的同事）。命令规定，第一次出错处以轻度电击（15-60
伏），依次处以中度电击（75-120伏），重度电击（135-180伏），超强
度电击（195-240伏）、剧烈电击（225-300伏）和极端剧烈电击（315-
360伏），倒数第二级的拉杆上贴着“危险”（375-420伏）的标签。最后
一级只贴着XXX（435-450伏）的字样。

当然，“学生”按照规定的顺序依次回答问题，不管正确还是错误，



都没有真的遭到电击。给他们的命令规定，在“老师”拉下300伏的拉杆
后要假装痛苦，然后猛烈地撞墙，马上拒绝任何回答。对于这种反应，
在场的实验组织者告诉“老师”，这样的行为应当被视为错误，必须施以
相应的惩罚。“老师”拉下标明315伏的拉杆之后，“学生”又根据他的命
令加强自己的反应。“老师”在施以更加严厉的惩罚后，就再也听不到隔
壁房间——那些“受害者”待的地方——有任何声响了。如果真正的测试
对象——“老师”此时拒绝施以进一步的惩罚，那他就会得到接连四次的
警告，不能怀疑实验，必须根据命令继续进行。这时测试对象会怎么表
现呢？

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实验的参加者总共40人，没有一个人拒
绝实施低于300伏的电击，到300伏时，有五个人停止了行动，九人最终
反对实施312-375伏的电击，而竟然有26人（占65％）对自己的“学
生”处以了450伏的电击！

后来的实验反复证明，其他民族的人在这样的实验中也绝对没有不
同表现。比如，在澳大利亚，服从命令的水平高达68％（Kilham &
Mann, 1974），约旦有63％的实验对象服从实验组织者的命令（Shanab
& Yahya, 1978），在德国的一项实验中，有85％的“老师”愿意根据相应
的命令拉下最强烈的电流拉杆。（Mantell, 1971）在荷兰进行的一项稍
微有所改动的实验中，有92％的测试对象愿意“服从命令”，在所谓的招
聘面试中用侮辱性的评论来影响求职者的成功机会。“求职者”恳求他们
不要恶意中伤，他们完全不予理睬。（Meeus & Raaij-Maakers, 1995）



插图8.14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很多人在权威的推动下，采取他们在正常情况下会予以谴责的反社会的行为。

不容忽视的是，测试对象——至少在实施较严厉的惩罚时——无论
如何要克服激烈的内心冲突，才能继续执行实验组织者的命令。有些参
加者表面上看不出有异常的征兆，但其他参加者明显表现出激动不安：
他们发抖、流汗、深呼吸、绝望地摇头。一位观察者对此有如下纪
录：“我看到一位成熟的处事不惊的商人，走进实验室时面戴微笑而且
自信。20分钟内，他变成了一个浑身颤抖、说话结巴、极端衰竭的人，
精神几乎崩溃。他不停地拉扯自己的耳垂，揉搓自己的双手，有时双手
攥拳，喃喃自语：‘噢，上帝，快结束吧。’但是他仍然继续服从实验组
织者的每一句话，自始至终都服从于他。”（Milgram, 1974）

许多测试对象之所以愿意毫不怀疑地实施这种攻击性行为，是因为
米尔格拉姆让他们面对的是知名大学的科学家的权威，在实验中将他们
的大部分社会责任委托给了科学家。如果公认的权威命令从事相应的活
动，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总之，米尔格拉姆在得出那些让他不安的结果
以后，多少有些无奈地说：“相当多的人都会去做别人让他做的事情，
而不考虑要做的事情的目的，不受良心的约束，总之，只要命令来自公
认的权威，他们就会照章行事。”（Milgram, 1974）现在，米尔格拉姆
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重复过多次，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对象，测试
环境也作了很大的调整（Blass, 2000）：这些研究以极其令人不安的规



律性不断验证着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实验的结果。

8.2.3　促进学习动机的若干条件

动机和学习之间的联系。“动机”和“学习”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比
如，许多人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知道，人们必须要有学习的动机。从科
学的观点看，这两个概念之间也存在联系。比如，伯纳德·维纳发
现：“往往可以从学习中推导出动机，而学习往往又依靠动
机。”（Weiner, 1990）在这一点上，这个关键问题说明：学习动机是怎
样激发的？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明了的回答。

自我实现的预期和其他动机。学生在争取好成绩时会经历成功和
失败。他们情绪上对此有什么反应，取决于他们怎么向自己和他人解释
这一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每一个学生在为之努力的学习领域就会形成
比较长远的自我实现预期（英语：selfefficacy），并且对今后的学习动
机产生决定性影响。学生在争取好成绩时的表现是不断努力和持之以
恒，还是学习意志不断消退，最后“一筹莫展”，就完全取决于这种自我
实现预期。

关于个人能力的观点

个人能力的感觉是可以通过努力控制的。孩子上学时就知道，学
校老师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必须完成。当然，他们很快还会知道，在学校
里不会一帆风顺，有时也会遇到失败。如果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他
们在完成学校作业时还算顺利，关键是什么，那他们多半会以某种形式
回答说，是“技能”（Können）。要阅读文章，就必须“能”阅读。如果
不“能”阅读，就必须练习阅读。心理学家往往说“能力”（Fähigkeit），
而不说“技能”（Können）。那怎么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能或能力呢？从小
学一二年级的学生那里可能获得富有启发性的回答，狄波拉·斯蒂佩克
将其总结如下：这些孩子“以为，聪明人勤奋努力，作出巨大努力，就
会变得聪明……一个人如果非常成功，那么他肯定付出了很大努力，而
且他一定非常聪明。如果他失败了，那么肯定没有付出努力，因此他也
不会聪明。”（Stipek, 2002）因此，六七岁的孩子认为，“聪明”和“变得
聪明”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根据支配低年级小学生的想法，
只要勤奋努力，刻苦学习，就能提高自己的能力。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普
遍认为，个人的能力是一个人的可变特征，是可以控制的，通过努力是
可以提高的。

以学习目的为取向。学生刚上小学的时候都以学习目的为取向



（“优等生”mastery或“学习分数”learning goals）。（Dweck, 1986; Elliott
& Dweck, 1988）他们希望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即使遇到挫折，也
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因为他们将挫折看作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能
够借此克服存在的缺陷。学习目的明确的学生不会因为错误和批评而感
到沮丧，因为他们坚信，达到学习目的不会轻而易举。当然，有很多学
生在小学阶段就不再以学习目的为取向，这一点在进入高年级之后显得
更为明显。他们只以业余爱好为取向。这非常令人惋惜，因为那些以学
习目的为取向的学生，学习动力特别强劲。（Elliott & McGregor,
2001）他们作为有内在积极性的学生，喜欢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尤其在
遇到困难的时候，毅力特别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处理问题
的方法，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技能。（Barron & Harackiewicz, 2001）那
么，是什么使很多学生丢掉了这种取向呢？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回答
是，学校及其各自使用的评价体系对学生养成怎样的能力观念产生决定
性影响。（Ames & Archer, 1988）

个人评价标准。学生能感觉到自己通过练习而逐渐提高的能力，他
们相信自身能力是可提高的。体育老师或教练可以拿学员当前的成绩与
以前的成绩进行比较，从而看到这些变化。老师可以告诉学生，他哪些
方面取得了进步，还有哪些缺陷需要通过练习加以克服。教练员可以让
运动员观看自己以前和现在取得成绩的录象，以便让他直观地看到自己
的进步。如果个人的绩效行为成为评价体系的基础，那么，这就是个人
评价标准（也叫任务取向）。学员如果成绩有明显提高，就会获得好
评，相反，如果成绩下降，就会遭到比较严厉的批评。（Rheinberg,
1980; 2001）

感觉个人的能力是不可改变的，而是社会比较后进行评价的结
果。学校的评分体系将一些学生的成绩同另一些学生进行比较。比如，
学生看到自己的分数就知道，自己在考试中取得的成绩比同学好还是
差。这种评价体系称为社会评价标准。由于学生长期得到老师完全相同
的或基本相同的评价，所以他们就会联想到，分数提不高，能力就不会
提高。如果询问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学生，他们学业的好坏取决于什
么，我们立即就能发现，他们在回答时会不断提到“能力”，他们的心目
中能力是不可改变的，以为自己对能力的提高毫无办法。比如，他们简
单地解释说：“我数学很好！”或者“我数学不好！”难道他们不能通过自
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成绩吗？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是无法改变
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作提高的尝试。

以表现目的为取向。学生如果逐渐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在学校里
获得好成绩并不是取决于学习的进步，而主要取决于同其他同学的比
较，那么，他们就会慢慢形成以表现目的为取向。（表现分数



Performance goals）（Dweck 2000; Dweck & Leggett, 2000）这在德语文
献中是作为“以自我为取向”（Ego-Orientierung）这个概念进行讨论的。
（Rethorst et al., 1995; Rheinberg, 2002）由于这种取向，他们的努力方
向主要是为了获得好成绩和好评价，避免批评。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达
到这一目的的学生，就是很好地适应了学校体制。以表现目的为取向在
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很盛行，因为关键是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也就是
说，首先要有能获得好评的一技之长。而一技之长必须通过成功的表演
表现出来，而成功又可归因于相应的能力。相反，在以集体主义文化为
取向的亚洲存在这样的倾向，在集体取得成功之后，不愿突出个人在其
中的作用。比如，一项研究证明，日本人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人的帮
助，或者归因于难度不大；而在失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归因于自己不
够努力。（Akimoto & Sanbonmatsu, 1999）

在以西方文化为取向的社会的竞争环境中，人们不能肯定地说无往
而不胜，所以就不断想办法，将失败说成是太注重自我价值，办法之一
就是自我让步。

自我克制是保护自我价值的手段。在提倡以表现目的为取向的环
境下，人们经常会做出一些在表面看来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甚至与他
们的实际目的似乎相矛盾的事情。虽然他们极为渴望获得成功，但仍然
想办法影响成功的机会，即自我让步（英语：self-handicapping）。这样
的例子有很多，比如：

——他们故意在考试或重要的体育比赛之前减少练习时间。（Rhodewalt et al., 1984）
——他们面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不像以前那样作力所能及的努力。（Riggs, 1992; Turner & Pratkanis, 1993）
——他们故意推迟一项既定任务开始和结束的时间。（Ferrari & Tice, 2000）
——他们将目标定得非常高，以致倾尽全力也无法实现。（Schultheiss & Brunstein, 2000）

如何解释史蒂芬·博格莱斯和爱德华·琼斯第一次称为自我让步策略
的行为呢？（Berglas & Jones, 1978）在一个以表现目的为取向、成员必
须彼此竞争的学习群体中，自我价值同个人能力的高低紧密相关。一个
人越能向外界表现个人天赋，他就被认为越有价值。成绩越好，能力越
高，反之亦然。当然，在竞争条件下，哪个学生都不能避免失败。如果
面临失败，以表现目的为取向的学生就会想办法保护自我价值。他们及
时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是为了将实际的失败归因于特殊情况和意外事
件。这样他们就可以防止大家说他们的失败是由于缺乏能力：考试前不
努力，彻夜狂欢，或者练习太少的人，失败了都会申辩，以便预防人们
怀疑他们的能力。如果运用了自我阻碍让步的策略后仍然取得了成功，
那么，可以预计自我价值会得到特别的提高。

以表现目的为取向的学生，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保护自我价值；为
了这一目的甚至会运用某些影响提高成绩的策略，认为真正的学习进步
和成绩提高反正是次要的。当然，一个人如果经常失败，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保护自我价值，那么，他就会面临无助的危险。
自暴自弃。学生如果因为不良的成绩评价经常被看作“差生”，那

么，他们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在于他们自己，确切地说在于他
们的能力较差。如果人们对平平的成绩感到自责，那么免疫系统就很可
能出现问题。（Segerstrom et al., 1996）既然个人的能力是不可改变
的，那么也就不值得再努力了。由于这种想法而形成的心态被称为自暴
自弃。（Dweck, 2000）不幸的是，卡罗尔·迪内尔和卡罗尔·德韦克已经
证明，这种心态很难消除。（Diener & Dweck, 1980）他们呼吁自暴自
弃的孩子，回忆自己以前做对了多少作业，又做错了多少作业。答案可
以说明，这些自暴自弃的孩子们明显会低估自己做对的作业数量，相
反，高估做错的作业数量。这表明，个人的想法可以导致对实际情况作
出不利于学生的错误评价。

自我效应的预期

个人对自己的成功的评价和预期取决于个人自己。第五章已经谈
到，阿尔弗雷德·班都拉就学习的动机及其动力作了重要评论。（见第
253页及其下几页）他的研究重点是自我效应的预期。当一个人面对某
方面的任务时，就会产生这种预期。他是否胜任，也主要取决于他是否
具有这方面的能力。根据班都拉的观察，在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是否能
够成功，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怎么
评价成功（Cantor & Kihlstrom, 1987），个人对自己有什么预期。如果
让学生向全班发表演讲，那么他们是否是优秀的演讲者，对将要取得的
效果的质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演讲者。
可见，自我效应是与主观评价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在执行某项任务时能
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不取决于他真的能那么出色地表现出让他表现的
行为。班都拉认为，对个人能力的自信就是自我效应。（Bandura, 1997;
2001）谁对自我影响力评价乐观，谁就为处理复杂问题占据了有利条
件，因为他们将这个问题视为可以应对的挑战。（Bandura, 1997）可以
看出，这与德韦克关于以学习目标为取向的理论非常相似。班都拉所说
的自我效应是与某方面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人们可以评价自己
的法语知识非常丰富，而英语或数学的知识比较欠缺。

自我效应预期导致成功和失败。班都拉深信，一个人的成绩（成
功和失败）取决于他在执行某项任务时的自我效应预期。（Bandura,
1989a; b）因此他坚持如下的相互联系：



自我反思。人们既然能够对自己的动机，甚至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
行思考，那么，他们也就能考虑到应当如何出色地完成任务。
（Bandura, 1997）人们应当借助这种“自我思考”或自我反思（英语：
self-reflectedness），设法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比如预测和预
期）是否胜任面临的任务。（Bandura, 2001）

提高自我效应预期。这种相互联系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
帮助学生提高自我效应预期。班都拉列举了学生可以启发自己的自我效
应预期的四个条件：

——个人以往的成绩。过去的成绩对未来的预期有直接的影响。如
果一个人在执行某方面的任务时大多取得成功，那么，他就会有比较高
的自我效应预期，相反，如果经常失败，他就只能降低自我效应预期。
如果一个女生在法语课上总能取得好成绩，她的自我效应预期就会提
高，相反，如果她在这方面的成绩一直很差，她就会降低自己的预期，
争取尽快放弃这门课程。

——代表性的经历。学生并不一定要亲自经历成功和失败。看到他
人的成功和失败以后也会影响自己的自我效应的形成。可见，以他人为
榜样也可以改变自我预期。（见第257页）如果一个人在完成某项任务
时发现与自己差不多的人（所谓相关的人）成功了，那么他就会提高对



自己能力的信心。（Bandura, 1986）旁观的人心里说：“他（她）能
行，我一定也行。”

——语言鼓励。具有鼓励性的“好言相劝”也可以提高自我效应预
期。很多家长和老师都知道这一点，而且本能地加以运用：母亲都会在
重要的考试之前对女儿说：“我知道你一定能够成功。”除了母亲，老
师、教练、男女朋友都可给以这种鼓励——但他们一定要让听者觉得可
信。

——自己观察自己的感觉状态。最后，学生还要注意自己面临考
试时的感觉。（Bandura, 1982）在面临一项任务时如果“感觉良好”，就
能因此而提高成功的预期，而感觉很差，则很可能降低预期。

感觉在学习动力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感觉归根结底是投入努力还
是丧失信心的发动机。

8.2.4　感觉经历是取得成绩的结果

对成功和失败的一般情结。一个人在努力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的
任务时，如果不解决成功和失败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达到目标。预期的
目标归根结底是对于成绩的情结。学习动机研究的代表人物早就指出了
这一点。（Atkinson, 1964）但是，维纳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成绩和情
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Weiner, Russell & Lerman, 1978）有一些频
繁经历的感觉明显只取决于在完成某项任务时的成功或失败。比如，人
们在获得成功之后会感到幸福、愉悦、满足，或者一句话，感觉就是
好。相反，遇到失败就会感到沮丧、郁闷和迷茫。这些纯粹“由成绩决
定的”感觉，不取决于人们是否为取得成绩而需要能力、努力或运气。

对成功与失败的情结取决于原因。在某些解释中还频繁出现其他
的情结。如果将一次成功归因于内在原因（比如能力、努力），那么，
就会对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就会对将来再次取得好成绩满怀希望。
当然，有这样的自豪感对处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是典
型的，因为他们具有积极的感情，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比别人更突
出。（Fischer et al., 1999）如果归因于外部原因（“问题不是很难”或
者“有点运气”），那么，人们在遇到失败时就应当承认，没有付出足够
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产生负疚感。如果人们认为失败是因为没
有能力，那么，就很可能感到羞愧。（Weiner, 1986; Weiner et al., 1978,
1979）但是，比较了成绩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则取决于此后会产
生怎样的反向思维。

反向思维。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也可能使人想到“如果……，那么会
怎么样？”这个问题。丹尼尔·卡尼曼和戴尔·米勒曾经提醒大家注意，这



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遇到的事情作出什么样的情感反应。
（Kahneman & Miller, 1986）这种情感反应也取决于反向思维的方向
是“顺向”还是“逆向”。顺向思维，就可能获得与比实际结果更好的结
果，而逆向思维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结果更加糟糕，怎么办。
（Roese, 1997）

根据丹尼尔·卡尼曼和戴尔·米勒的研究，反向思维对情感经历产生
影响。（Kahneman & Miller, 1986）通过反向思维，人们会想，会产生
哪些结果，而这些结果明显是不会出现的。如果一个人想象得到比实际
出现的更好的结果（即他的反向思维是顺向的），那他就极有可能感到
失望、不满和遗憾。相反，如果个人考虑的是另一种结果，即他也可能
得到比较坏的结果（即反向思维是逆向的），那么，他就可能作出反
应，产生有希望体验轻松和幸福的感觉。可见，一个人在对一件重大事
件后产生的感觉主要取决于他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可能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如果错过了一趟公共汽车，那想什么办法呢？

“如果……，那怎么办呢？”这个让人思考的问题，在多日常生活中
是经常会遇到的。有人只差五分钟没有赶上火车或飞机，这时他就会产
生特别沮丧和气愤的强烈感觉，会提出很多自责的问题：“我为什么那
么晚出发？”——“我为什么要绕道？”——“我为什么还要和邻居聊那么
久？”相反，如果有人迟到一个多小时，事先甚至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
事情，没有赶上原定的交通工具，那就会有另一种说法：及时从家里出
发，没有与任何人聊得太久，没有绕弯路，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堵塞得这
么厉害。这种情况就让人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不会对自己的倒霉感到沮丧和失望。不管怎样，人们以后会
吃一堑，长一智，确保不再因为迟到五分钟而误了大事。如果遇到特殊
情况，迟到一小时或更长时间，就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再遇到类似的情
况，是否可以想别的办法。

人们为什么会提出“如果……，那怎么办呢？”这样的问题呢？对于
成绩的反向思维的作用也许在于，对于未来作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如
果考试成绩不理想，想一想以前的做法是否有改进的地方，那么，人们
就可能认真地分析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同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如果通
过这种认真的反思找到更好的学习方法，那么，就是为将来提高个人成
绩创造了良好条件。（Galinsky & Moskowitz, 2000）

成功和失败的情结是刺激。人们努力追求成功，避免失败或挫
折。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特别努力。他们希望取得成功，
避免失败，但是，这只是间接地以成绩为取向。推动人们去努力的是希
望，希望得到结果之后能够享受愉快的感觉（自豪、满意和幸福），避
免产生消极情绪（羞愧、不满和沮丧）。首先在通往重要目标的漫长而



艰难的道路上，通常会遇到障碍和打击，从而成为放弃和停止不前的理
由，特别是在所追求的目标暂时无法实现的时候。幸好人们还有意志，
在意志的帮助下可以迎难而上。

8.2.5　意志心理学

关于人类意志的最初研究。早在上个世纪初，心理学家就开始研
究人的意志。但是，这项早期研究的批评者认为，意志是一个多余的概
念。比如，如果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为了最终通过考试而勤奋学习多
年，那么，并不一定要用意志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耐力，只需告诉学
生，完成学业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对他就具有极大的刺
激。不久前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了意志的作用。克劳斯·施奈德和
海因茨-迪特尔·施马特解释说：“必须作出决定，必须制定和追求目标，
而这个目标并不是基于刺激的动力，而是与刺激毫不相干，或者说不是
主要动力，这时意志的过程就启动了。”（Schneider & Schmalt, 2000）
在平常的解释中，一个人为了达到一个远大的目标，愿意去忍受贫困和
不愉快的经历，也就是说，他努力去实现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这个
人就被称为有意志力的人。比如，登山者甘愿受冻，甚至甘冒生命危
险，只是为了登上顶峰。（例子，见第400页）

例　子

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在一次探险中设定的目标是，独自一人
不带氧气瓶从西藏一麓攀登珠穆朗玛峰。梅斯纳尔在大雪和浓雾之
中最终登上了珠峰。他回顾说，他剩下最后的几步时不得不忍受巨
大的痛苦：“我休息时，像昏厥一般，呼吸时只感觉喉咙烧灼般的
疼痛……我几乎无法坚持。我虽然还能支配自己的感觉，但像没有
感觉一样。只是靠意志我才得以坚持下来。走了几步后，我的意志
也消失了，极度的疲倦差一点让我窒息。我自己躺下，静止不动。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完全没有意志。然后我才又走了几
步。”（Messner, 1984）

从愿望到坚持不懈的意志。在采取这项行动之前肯定怀着希望，
攀登这样一座特别难以攀登的山峰能够创造奇迹。但是，如果攀登者在
登顶途中的某个时刻“不能再攀登”了，那么，最初的愿望就会被某种阻
止放弃原计划的东西所代替。即使意志暂时看起来像“死的”一样，但它
还是会“复活”的，在意志的作用下最终登上了顶峰。那么试问，在最初



的愿望和导致这次艰辛行动获得成功的最终几步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
程呢？海因茨·海克豪森和他的学生为回答这一问题提出了卢比孔模
式。

用历史事件命名。公元前49年，战功赫赫的统帅尤利乌斯·凯撒在
几次胜利的战役之后，率领久经沙场的军团从高卢凯旋。但是，罗马元
老院这时却决定，将凯撒送上法庭，要求他放弃军队的统帅权。略为踌
躇之后，凯撒决定不顾元老院的决定，于1月10-11日，带领军队攻占罗
马。他甚至已经准备发动内战。越过卢比孔界河以后，他就开始实施破
釜沉舟的决定。海因茨·海克豪森利用这一历史事件，提出了名为卢比
孔模式的意志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愿望怎样变成选择，选择最终
又怎样变成意志。（Heckhausen, 1987）

决策之前。如果随便问一个人，他现在的愿望是什么，那么，可能
会得到一长串关于愿望的回答。其中，有些回答是仓促的，有些回答是
自相矛盾的。（Heckhausen, 1987）在问到动机的时候，我们必须反复
权衡，人们究竟希望什么：法尔科·莱因伯格解释说，人们首先想得到
全部有助于决策的信息，“权衡和思考出现意外事情的可能性，考虑他
人或形势发展对自己有助还是有碍，等等。”（Rheinberg, 2002）在这个
阶段，对原来富有诱惑力的愿望的消极观点往往会成为焦点。大多数
人，少数“永远优柔寡断的人除外”，随时都会结束思考的过程，作出决
策，对自己，也许还会对别人宣布自己的打算。因此，莱因霍尔德·梅
斯纳尔随便就决定：“我要登山。”他因此“越过了卢比孔界河”，因为没
有充分的理由，他就不可能作撤回自己的打算。宣布了自己的打算，通
常就意味着必须实现这种打算的自我责任。

行动之前。当然，有了想法，一开始还没有考虑好怎么去实现。因
此首先必须考虑，实现这个想法有哪些可能性。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
当时应当尽量考虑周全，他什么时间能够开始登山，应该选择哪条路，
必须采取哪些预防措施。这些考虑也总应该有一个结果：在马上开始行
动的时候已经形成具体的计划，计划应当明确，什么时候应该采取什么
行动，才能使想法成为现实。

行动计划的实施。行动计划在“行动阶段”予以实施。对莱因霍尔德
·梅斯纳尔来说，这一阶段包括出发和返回之间的所有行动。他在自己
的著作中描述说，他在登山过程中，与自己的向导必须灵活地面对不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恶劣的天气和其他困难。他反复遇到似乎无法
战胜的困难，这些困难多次差一点使他放弃行动，使他泄气。但是，他
的意志只要还没有消沉，那么，尤利乌斯·库尔所说的“行动控制过
程”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Kuhl, 1983; 1985）因此，人们具备以下
条件，才能在达到目的的途中克服种种诱惑和障碍：



——注意力的选择。注意力的选择，就是不要发生走捷径的事情。
准备复习考试，就是集中精力，阅读那些可以提高考试成绩的材料，尽
量不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或者音乐会。

——实用的信息处理。实用的信息处理有助于注意力的选择，因为
人们不会再去考虑，自己还有哪些可能更有吸引力的想法。甚至同朋友
打几轮网球可能使复习考试更有效的想法，也应当暂时放在一边。

——动机控制。为了能顺利实现这种实际的愿望，应当千方百计地
提升动机。比如，考生会想象取得好成绩后的自豪和喜悦，也许还能作
一次旅行，作为取得好成绩的奖赏。

——情绪控制。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时，应当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努力排除消极情绪，千方百计地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考生应当反复说服
自己，对迄今所作的考试准备是满意的。

——经得起失败。几乎没有一种想法不经历失败就可以实现。如果
遇到失败，就应当想办法，而不要把失败当成自己的负担。考生可能觉
得，自己的准备没有跟上计划。他可能会把失败归因于计划的错误。但
是，必须消除可能影响考试成绩的种种顾虑，以便今后冷静地专注于眼
前的学习。

——环境控制。个人的环境应当不断改变，使它不能成为影响实现
既定目标的诱因。考生在备考期间应当将电视机搬出自己的房间；关闭
门铃。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通过很有效的行为控制，随时抵御阻碍实
现既定目标的种种诱惑。有时变得“软弱”，一时疏忽自己必须实现的目
标，无疑是人的一种可爱的天性。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不要由于经常
的让步而成为“意志薄弱者”，在实现一个既定目标时遇到困难，就选择
新的目标。

行动阶段以取得结果而结束。可以认为，一个人达到了目标，但在
不利的条件下也可能失败。梅斯纳尔最终登上了珠峰。考官向考生证
明，他通过了考试，而考生会拿自己所得的成绩同自己的期望作比较。

后行动阶段。行动阶段结束之后，还要进行评估。比如，考生会考
虑，自己对取得的成绩是否真的满意。评价过程结束以后他要么感到自
豪和满意，要么感到失望。（见第397页）他可能还会知道，他的成绩
不符合要求。一旦考试评估不符合自己的预期，就会提出原因何在的问
题。如果目标没有实现，就必须明白，是否值得继续追求这个目标，或
者，是否有理由再花精力去进行考试复习。特别是追求目标不成的时
候，不能在自己奔向目标的过程中半途而废，不应当瞻前顾后，而应当
尽快说明自己的想法，以便再次追求自己觉得必须追求的目标。
（Beckmann & Heckhausen, 1988）相反，成功的考生——特别在他有好



心情的时候——应当有新的愿望，明白自己下一个需要追求的目标是什
么。

启动自我体验

在本章结束之际，请您考虑，如果您在每次动用了意志以后所
发现、发明和发展的一切都从周围消失了，那么，怎样改变您现在
的环境呢？如果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时，那您会发现，所有原
来在动用意志之后产生的东西都不见了，那么还剩下什么呢？

如果您突然重新生活在一个我们的祖先动用意志创造的东西都不存
在的星球，那么，您只要有一个天然的洞穴作为栖身——当然是赤裸的
——的地方，就肯定特别高兴，因为这样您就可以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
得到某种保护。此外，您还希望，在这样的“住所”之外能找到一些充饥
解渴的水果。但是，您在想象这一幅整体图景之前，可能始终在考虑这
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您产生这种想法，因为能够使您这样激
动的书，当然也是不存在的。



9　情感心理学

承认历史上对情感的科学研究的困难。人的感情对思维和判断的
作用起初是被低估的。心理学家长期认为，情感仅仅是影响理性行为的
破坏性力量。（Cacioppo & Gardner, 1999）当然，情感研究最初还受到
了其他评论的妨碍，比如，1933年，有人在心理学的著名的专业杂志上
撰文声称，在一门科学的创始阶段，估计每一个敢于为先的人总会提出
完全不可思议的理论。（Meyer, 1933）要克服这种“幼稚病”，就需要能
够将这样的论文作为“无稽之谈”加以揭露的专业人士。对于上述文章的
作者来说，1933年明显有迹象表明，心理学正在逐渐成熟。他观察到，
目前“在我们的科学心理学”中已经没有人再研究人的意志了——这种说
法在当时显然是不贴切的。（见第399页及其下几页）因此他敢于预
言，情感也要遭殃了。他根据自己当时的预言认为，到1950年，即他的
文章发表17年后，心理学家只会嘲笑情感和感情这两个概念，因为这两
个概念无非能反映从前那些希奇古怪的东西。那么，半个世纪后的今
天，情感研究的状况究竟怎样呢？这两个概念确实一如既往地被心理学
家低估了吗？它们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最终确实成为稀罕物了吗？只
要翻阅从近年来出版的心理学文献，就能明显看到，人们对这一研究的
感情在兴趣方面绝没有丧失。根据一位研究者的报告，对这一研究对象
的认识目前似乎已经爆棚。（Buck, 1985）同时却没有听到有人试图将
人类生活和经历这一重要领域的正当研究斥为“无稽之谈”。

情感和感情的区别。人们在谈到自己感情世界的纯粹个人的体会
时，接着就应该使用感情这一概念。如果情感成为研究的对象，从而假
定具有一定的共性，那么，就可以说是情感。当然可以认为，对情感的
科学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用感情积累的经验是一致的。

感情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感情是绝对无法
从人的日常体会中排除出去的。如果突然没有情感了，人们的生活和体
会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要切实回答这个问题，光凭想象是绝对不行
的，因为从幼年时期开始，无数的经历都与感情紧密相联。有人认为，
只有感情才能给人的存在以生气。比如，如果不能感受到伴侣的爱、重
逢自己尊敬的人的喜悦、通过考试后的自豪以及身处逆境时得到帮助后
的感激之情，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上述例子说的都是能愉快体
会到的感情。但是，失去亲人后不感到悲哀，信任被滥用后不感到失
望，考试前不感到焦虑，受辱后不感到愤慨，也是没有情感的生活。这
样的生活能不空虚和无聊吗？一个生命，在接收和处理信息以确定与环



境相适宜的行为时，没有任何感情投入，就与机器人无异（当然，技术
人员最近也在尝试为机器人编入感情程序）。

感情为人们适应环境服务。继续进行这种思维游戏是没有意义
的，因为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可能极少有生存的机会。感情是作为进化的
结果形成的。（Tooby & Cosmides, 2000）没有情感的人愿意与他人为
伴，同他们一起为生存而奋斗吗？没有感情的人愿意努力追求异性伴侣
和生育后代吗？没有感情的父母能有足够的动力精心照料自己的孩子
吗？如果人们没有感情的设防，如何能够停止普遍的、持续不断的彼此
伤害，甚至互相杀戮呢？如果人们没有对生命威险的恐惧，为何要躲避
危险？当然，人们也许没有估计到，人也会由于愤怒、嫉妒或者绝望等
而折磨甚至杀害他人。

本章概览。心理学虽然承认情感对人的生活和体会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它还远没有科学地描述和理解情感。但是，确实已经认识到，感情
是以生理变化为基础的，认知参与了这种变化的过程，而感情的体会和
描述受到文化的影响。本章将介绍这方面的一些认识。



9.1　情感的特征和分类

描述自己的感情经历的困难。如果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讲述自己在
某一情况下的感情经历，往往不着边际。人们经常听到，他们的感情经
历是“难以置信的”、“惊心动魄的”、“非常引人入胜的”。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还要附加表情和手势，让人再经历一次过去的事情。但是，在这种
生动形象的表演汇报中，人们通常会发现，所有可用的描述手段，归根
结底无非是人们对实际经历的贫乏的描摹罢了。最后人们不得不承认，
感情是根本无法描述的，听众最好自己去亲身经历。

9.1.1　人的情绪的组成

科学家也觉得难以界定情感这个概念，特别是文化还参与决定人们
对感情的分类方式。比如在英语中，感情有2000多种概念，而在荷兰语
中，与感情有关的单词只有1501个，在汉语中只有58个，在马来西亚语
中只有7个。（Russell, 1991）此外，对感情的体会有些深刻，有些肤
浅；有些感情是积极的，有些感情则是消极的。但是，尽管如此，情感
研究人员还是广泛地一致认为，情感是在至少三种因素——生理的、认
知的和文化的——的影响下形成的。

情绪。感情可以瞬间产生，可能只持续数秒，也可能持续数小时。
而情绪可以体验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关于产生情绪的原因，往往说不
清。情绪是指不太激烈的情感，但可以对日常行为产生极大影响。一个
人的日常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情绪。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知道，
一个人要是情绪不好，就会因一点小事而大动肝火。

一天和一周中的情绪波动。尽管情绪的波动没有情感波动那么强
烈，但是不仅在一天当中，而且在一周之中都可能有某种变化。比如，
请大学生定期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他们就会回答说，他们在一天当中
（12-18点）感觉最好，清晨和夜晚感觉最差。（Watson et al., 1999）许
多成人回答这个问题时会说，他们在周五和周六感觉最幸福，而周一和
周二感觉不太好。（Larsen & Kasimatis, 1990）戴安娜·波文和同事们就
人的情绪与自己的生物钟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生物钟提示到了该睡觉的时刻，情绪就会变得糟糕。生物钟稍有变
动，就会导致情绪的变化。如果一个人在周末很晚上床睡觉，第二天起
得很晚，他的生物钟就会进行调整。但是，如果周一需要早起，而因为
周末的行为可能早起不来，那么就会产生情绪的变化，通常情况下情绪
会变得恶劣。体温处于一天当中的最低点时，情绪多半也处于低谷，相



反，体温处于最高点时，估计情绪也会很好，甚至通宵不睡也无所谓。
（Boivin et al., 1997）

元情感。

寻找与原色相应的元情感。在感觉心理学的色彩理论的鼓励下，
不由得要询问是否存在与原色（见第176页及其下1页）相应的元情感
（也叫初始情感“Primäremotionen”或基础情感“Basisemotionen”）。前面
已经指出，将三种无法再分解的颜色——红、绿、蓝——调和在一起，
可以调配其他各种颜色。事实上，心理学家反复将元情感相互组合，当
然，结果大相径庭。（Ortony & Turner, 1990）比如，有的表格只列出
两种元情感，即“痛苦”和“欢乐”（Mowrer, 1960），有的表格则列出包
括六种（Ekman, 1984）、八种（Plutchik, 1980）甚至更多种（Izard,
1971）。这么说来，研究人员难道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决定元情感的
种类的吗？凡事都有一个度，因为归根结底，每一份表格当然都是以某
种标准为基础的。

确定元情感的标准。作者们选择元情感所采用的标准也是不一致
的；但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标准：

——元情感在孩提时代就已形成，与以后的经历无关。孩子在很小时就会表达恐惧和愤怒，而自豪感和羞耻感则形成较晚。（Lewis, 1993, 1995）
——元情感在各种文化中都有表现，并得到了观察家们的一致解释。
——元情感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这三种标准不可能得到广泛的认同。比如，日本人坚持认为，必须
承认“取决于某人的舒适感”（Lazarus, et al., 1970）是元情感；当然，他
们可能也不指望得到其他文化的代表人物的认同。以西方文化为取向的
心理学家高度一致地认同“愤怒”为元情感，而以亚洲集体主义文化为取
向的心理学家则认为“羞耻感”和“丢面子”非常重要。（Kitayama &
Markus, 1994）文化心理学家指出，只有在某一文化背景下被认为十分
重要的情感，才可以称为元情感。（Roseman et al., 1994）当然，保尔·
埃克曼已经考虑了上述前提中的多个前提，以便划分作为元情感的某种
感情。

保尔·埃克曼的六种元情感。保尔·埃克曼展示了不同文化的人的脸
型照片，如插图9.1所示。他想问调查对象，每一张面孔表现的是怎样
的感情状态。（Ekman，1973）



插图9.1　这些脸型表现的是什么感情呢？

埃克曼发现，不同文化的人在解释面部表情时虽然存在一定的差
异，但是由于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他们的一致性也非常明显。首先，
恐惧、愤怒、厌恶、惊奇、悲伤和喜悦等情感的表现是一致的。
（Ekman, 1993）同样，许多西方的和非西方的社会成员也都知道“蔑
视”。（Ekman & Heider, 1988）此外，调查对象在互相分开的时候还会
告诉你，在哪些条件下通常会产生这些感情。可见，他们懂得在遭到侮
辱、威胁和损失时通常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Ekman, 1984）对大
部分人来说，插图9.1所示的脸型照片从左到右依次表示：愉快、愤
怒、悲伤、惊奇、厌恶和恐惧。因此，埃克曼认为，感情是由遗传决定
的。每个人都知道，人们能体会到的感情多种多样，问题在于如何解释
感情的产生。

比较复杂的情感的产生。罗伯特·普拉切克（Plutchik, 1980）提出
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几种元情感混合在一起，就可能产生比较
复杂的情感。比如，皮亚杰研究道德发育实验中的那个小女孩，在母亲
不在时偷偷地走进厨房，偷吃蜂蜜时就既有喜悦也有恐惧。她接着会体
验到哪些比较复杂的感情呢？愧疚感！再举一个例子，普拉切克认为，



嫉妒是爱和怕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认知过程对比较复杂的感情的产生也起某种作用。大城市的

行人如果遇到向自己乞求施舍的人，情感上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这取
决于这位行人如何理解别人所说的困境。如果他把这种贫困归因于“喝
酒”，那么就会表现出愤怒；如果行人相信这个乞丐陷入困境不是自己
的过错，那么他就极可能会产生同情。如果这个行人认出乞丐是以前本
企业被自己无理解雇的同事，那么还可能产生愧疚感。在第一种情况
下，即认为是酗酒的原因，人们就会深信陷入困境的人是咎由自取；在
第二种情况下，人们会觉得帮不上忙，无法改变他的困境；最后，在第
三种情况下，由于解雇的决定无法改变，所以会产生自责。在所有这三
种情况下，感情变化都是在认知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Weiner,
1982）

最初能体会到的元情感的数量，很快就会多得数不胜数，因此必须
加以分类。

情感的分类。尽管情感的种类很多，但还是可以根据以下两个标准
（“方面”）加以分类：

——根据体会到的愉快或者不愉快这种感情的程度；
——根据体验的强度；比如，幸福和欣喜，二者表示是愉快的感情，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幸福和欣喜之情比高兴的感情更强烈。插图9.2再现了26种感情经历的顺

序，这是詹姆斯·罗塞尔的研究成果。（Russel, 1980）



插图9.2　情感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根据詹姆斯·罗塞尔的观点，情感可以分为四类：强烈的愉悦感、微弱的愉悦感、强烈的不悦感、微弱的不悦感。（Russel, 1980）

如果像罗塞尔那样按照“愉快”和“不愉快”程度对感情加以分类，那
么，人们首先就会感觉到：积极的和消极的感情是不能同时体验的一对
真正的矛盾。这样说正确吗？

不同的但可同时体验的感情。约翰·卡乔波请大学生们在一个强度
标尺上标注他们对舍友的感情的积极程度。（Cacioppo et al., 1997）然
后给他们另一个标尺，让他们根据自己对同一个人的消极感情对他作出
评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对舍友的消极感情的程度与积极感情的程
度没有关系。因此，人们可以同时对一个人既有积极的感情也有消极的
感情。怎么可能对同胞同时有积极的感情和消极的感情呢？对大脑的研
究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表明，处理亲近情感，比如爱和
幸福的细胞和处理疏远情感的细胞处于不同的大脑区域。（Davidson,
1994, 1998）特别是当人们产生强烈的感情，比如恐惧、愉快或惊奇
时，同时发觉身体也有变化。这是自主神经系统影响的结果。



9.1.2　自主神经系统的作用

自主神经系统的两大分支。许多日常表现表明，感情和生理变化
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我们听说，某人害怕得汗毛直竖；某人激动得发
抖；某人吓得额头直冒冷汗；或某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晚上走在冷清的
街道上，突然觉察到危险，马上会心跳加速，直冒虚汗，口干舌燥。所
有这些身体变化都是自主神经系统的责任。它自动调节体内的许多过
程。但是，正如信息框5.3（见第232页）所描述的，还有其他能够控制
这些过程的可能性（比如，生物反馈）。自主神经系统由两大“分支”组
成：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两大分支遵循的乍看起来是对立的目
标，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插图9.3显示，人体的大部分器官都同这
两大分支密切相关。

插图9.3　自主神经系统由副交感神经（左）和交感神经（右）组成。这两大部分联系的器官相同，但是对这些器官的作用却不同。

交感神经系统。简单地说，交感神经系统可以比作汽车的气囊。它
主要是在遇到危险时提供紧急反应所需的能量。一个人如果感觉到危险
并因此作出害怕的反应，就需要这种能量，以便能够反抗或逃跑。遇到
这样的情况时，从紧挨肾的上方的腺体（肾上腺）分泌出一种人们称为



荷尔蒙的生化物质。这些物质使人体保持激动状态的时间与停留在血液
中的时间一样长。为了使肌肉处于最佳状态，交感神经系统和肾上腺素
可以通过肝脏将糖分等输送到血液，加速心脏跳动。为了使身体不至于
过热，皮肤腺就分泌出汗液。由于在产生这种生理反应的同时会改变皮
肤的阻力，所以就产生了借助所谓的“测谎仪”来检验供词的真实性的想
法。信息框9.1描述了这一方法及其缺陷。此外，支气管扩张也是交感
神经系统和荷尔蒙作用的结果，它可以缓解反抗的人或逃跑的人的呼
吸，因为他需要获得更多的氧气，心脏跳得更快，血压升高，肌肉获得
更多的供血。

信息框9.1

测谎仪能测出真相吗？
大多数人不能识别谎言。大多数人都很难识别谎言这种东

西。不久前，英国有个政治评论员接连接受了两次采访。在采访
中，有人问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哪几部。他在一个采访中说了实话，
在另一个采访中说了假话。电视和广播随后播出了这两次采访。有
一家报纸刊载了采访原文记录，请公众发表意见，哪次采访的回答
是真实的，哪次回答是说了谎。结果只有53％的调查对象回答正
确。（Wiseman, 1995）

揭穿谎言的传统方法。阿拉伯的贝都因人早在几百年前就能运
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揭穿故意的谎言：让嫌疑人舔炽热的烙铁。在古
代中国，强迫嫌疑人咀嚼米粉，过一会再吐出来，以便检查吐出物
的湿度。（Kleinmuntz & Szucko, 1984）这些方法当然不是科学认
识的结果；但是，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它们的立论也并非毫无根
据。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撒谎者由于紧张不安，嘴巴干燥；炽热的
烙铁很快会烧伤舌头，因为没有产生可以起保护作用的水汽。

生理刺激度的测量。现代方法的出发点也认为，人们故意说谎
时情绪会激动。因此人们试图测量生理刺激的程度。为此人们使用
一种通称为“测谎仪”的仪器。但是这个名称却起了误导的作用，因
为并不存在一种可以证明说谎的仪器，人们只能记下一个人在交感
神经的作用下受到刺激的程度。为此人们使用一种所谓的多种波动
描述器（Polygraphen，意为：多面描述器，因为这种仪器可以同时
记录身体的多种反应：呼吸、心律、血压和皮肤电阻）。测试可能
的谎言的典型方法有两种：节制提问测试法（英语：Control
question test）和了解事实测试法（英语：Guilty knowledge test）。
（Dahle, 2003）



插图9.4　利用多种波动描述器测量和记录皮肤的电阻——内心紧张的表现。

节制提问测试法。在进行典型的节制提问测试中，要比较犯罪
嫌疑人对“相关问题”（比如，与所调查的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问
题，如：“您杀死自己的阿姨了吗？”）的反应和对“节制提问”（比
如，虽然能引起激动，但和实际犯罪行为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
如：“您一生中有没有伤害过他人？”）的反应。一个人从来没有伤
害过他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
否定的。尽管如此，这样的提问会使调查对象更加激动，即使节制
性提问得到肯定的回答。从理论上看，说谎的人对相关问题的生理
反应比对节制性提问的反应更加强烈。这种方法的适用性经相关测
试表明，用这种方法可以正确识别80％的人有罪和63％的人无罪。
换句话说：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往往会将无罪者错认为有罪
者。（Ben-Shakhar & Furedy, 1990）

了解事实测试法。了解事实测试法比较可靠。在这种测试中，
不询问犯罪嫌疑人，他是否杀了自己的阿姨，而是比较具体地提
问：“阿姨是在20点、23点30分、午夜还是两点30分被杀
的？”——“凶器是左轮手枪、猎枪还是冲锋枪？”这种问题的内容
明显以清楚了解犯罪过程为前提。了解事实测试法是基于这样的观
点：罪犯只有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才会反应激动，因为他要选择
怎样回答，而无罪的人不管怎样回答，反应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
说，罪犯已经意识到自己有罪。如果运用了解事实测试法时掌握足



够的事实真相，那么就很少会出现差错。（Iacano & Patrick,
1999）

目前还正在形成其他的测谎方法，比如，分析脑电波、血流变
动，运用电脑比较“真”“伪”表情。所以这些方法都认为：一个人会
有很多迹象泄漏他的谎言；但这是不正确的。因此安全顾问艾伦·
泽利科夫说：“已经到了将多种波动描述器这种滑稽连环画作者的
奇异发明扔到奇思怪想和荒诞信条的垃圾堆里的时候了。”（Alan
Zeilicoff, 2001）

副交感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可以比作机动车的刹车。它可以
使身体过程重新“恢复正常”：每分钟心跳频率在摆脱险境后重新降低，
不再口干舌燥；在中央器官的交感神经的影响下减少的血液恢复正常传
输。副交感神经系统可以使人体节约能量，提供新储备。那么，自主神
经系统与某些情绪有关吗？

各种生理刺激模式与某些情绪之间的关系。如果仔细观察日常对
话，偶然就会发现，其中有些说法涉及情感与某些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
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比如，会听到这样的话：某人因为某事而“大发雷
霆”。如果遇到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人们就会说，真是让人“毛骨耸
然”或“胆战心惊”。这里所说的联系是否可以得到科学的证明呢？

罗伯特·列文森等人经研究证明，害怕、愤怒和悲伤与心跳加速有
关。（Levenson et al., 1992）他将愤怒与害怕加以相互比较后还发现，
愤怒时的血压比恐惧时更高。愤怒时皮肤温度升高，而害怕时则降低，
上面复述的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也能证明这一点。同样，其他的基本
情绪，如恶心、惊奇、愉快和悲伤也可以分别从一定的大脑活动和自主
神经系统的激动模式中找到原因。（Damasio et al., 2000）因此，列文
森深信，大脑中的这种联系是“固定交织的”，因为在所有的文化中几乎
都能实际找到这种联系。比如，在苏门答腊这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背景
下，居民在公开的场合尽量隐藏自己的情感。此外，全球五大洲的其他
37个国家也证明普遍存在这种联系。（Levenson et al., 1992；Scherer &
Wallbott, 1994）

9.1.3　对未来感情的预知

到此为止，所谈的都是感情，这些感情是人们在此时此刻已经体验
到的或是对过去发生的、目前仍然记忆犹新的某一事件的反应而产生的
感情。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的很多决定，在时间上预先付出了
自己的感情。比如，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可能会问，她现在的男朋友是否



就是“自己命中的那个男人”。年轻小伙想知道，哪种职业可以使自己永
远幸福。旅游爱好者面临的抉择是，下一个假期去登山还是去海滨。对
工作不满的职员会考虑自己是否辞职或提前退休。作出上述这类决定的
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望以什么样的感情面对将来。一个人能够
设想将来才可能产生的感情，从而据此作出决定吗？首先从长远来看，
能够正确预知憧憬未来的感情吗？

持久性错误。提摩西·威尔逊及其同事（Wilson et al., 2000）在多次
研究中询问人们，如果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某种愉快的或不愉快的事
情，他们自己会预知产生什么样的反应。然后验证这些预言，看看在这
些事情真的发生之后，会产生哪些情感反应。

信息框1.1

如果您中了大彩，从而成为百万富翁，您会想到那将是一种什
么感觉吗？估计您一开始就会说，对于这个喜讯肯定会“大喜”和幸
福。但是，您估计一下，这种喜悦能持续多久呢？您对“中大奖”所
感到的幸福能持续多久？信息框9.2（见第430页）将讨论这个问
题。

在另一项实验中，调查年轻的教授们，他们为谋求一个终身职位而
作出的努力成功或失败以后，他们自己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Gilbert
et al., 1998）调查对象预言，他们会对一个终身职位感到非常满意，也
就是说，多年以后也会感到满意。有一个典型的回答说：“要是我的工
作丢了，那我的雄心抱负就毁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有些教授
获得终身职位之后，再次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比那些没有获得终
身职位的同事感到更加满意吗？不！两组人员在满意度上并没有明显的
差异：获得终身职位的教授并不比没有获得终身职位的教授更加幸福，
没有获得终身职位的教授也没有比他们客观上比较成功的同事更加不
幸。威尔逊说，两组教授在作出预言时都成了持久性错误的牺牲品，因
为他们高估了由于愉快的或不愉快的事情而产生的感觉的持久性。
（Gilbert et al., 2002）同样，有些人对于健康检查的积极或消极的结
果、爱情关系的继续或结束、考试成绩的好坏，产生的情感反应也是如
此。这种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大多数心情愉快的人与那些不得不面对
不愉快现实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Gilbert et al., 1998）

即使是一场悲剧的受害者，从此成为瞎子、瘫子或有其他残疾的
人，也会适应自己的身体残疾，大都能对正常的生活感到满意，尽管需
要社会的其他人的帮助。（Chwalisz et al., 1988; Schulz & Decker,



1985）不得不截肢的人，起初对这种因事故致残而带来的身体不便感到
非常抑郁，有些人甚至想到自杀。他们无法想象，今后每天怎么忍受不
能控制四肢的身体。但是，一年后再去访问这些残疾人时，他们大多数
人都会说自己感觉“很好”，甚至“非常好”。（Whiteneck et al., 1985）如
何解释他们在预言自己未来的感受时出现的这种错误呢？一次苦难造成
的常年的情感结果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夸张地作出预
测呢？

看待重大事件的视野过于狭隘。产生持久性错误的原因在于，人
们看待将来可能发生的负面事件或重大事件视野过于狭隘。（Gilbert &
Wilson, 2000）此外，他们忽视其他因素和经验；他们在展望未来的时
候几乎没有想到那些能够使自己快乐和满意的经验。因此，他们看待正
面的人生大事也是如此。丹尼尔·吉尔伯特和提摩西·威尔逊发现，有些
人梦里到海岛度假，那里有阳光、海浪和沙滩，就像进了伊甸园，然而
当他们发现自己其实很赏识日常秩序，需要智力激励，依赖现代世界的
供应以后，可能就会感到失望。（Gilbert & Wilson, 2000）此外，人们
还低估自己免疫力的影响。

否认自己的免疫力。如果问正在接受艾滋病预防检查的人，他们五
周以后知道了检查结果将有什么感觉，那么，他们会认为，如果结果不
好就会感到“沮丧”；如果得到的结果是阳性，他们就会“情绪高昂”。如
果五周后去了解真正的结果，这时就会发现，收到不理想结果的人并没
有像他们预计的那样绝望，而得到理想结果的人也没有像自己预计的那
样兴奋。（Sieff et al., 1999）与那些期望落空，没有获得终身职务的教
授们一样，原本以为医生会作出不良诊断的病人也可能低估自身的免疫
力。吉尔伯特及其同事称之为“否认自身免疫力”（英语：immune
neglect）。（Gilbert et al., 1998）因此，人们会低估自己拥有的顺利同
人生苦难作斗争和重新适应的速度和能力。许多人即使面对巨大的不
幸，也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他们绝不会像自己估计的那样，一味感到
绝望。

以前有人默认地假定，某些人生事件会改变情感结果。在这方面有
待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哪些条件能导致感情的产生，比如是在愉快的事
情发生之后，还是在遭到不幸或损失之后。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健康婴
儿的降生感到欣喜，而对一位近亲的离去感到深切的悲伤？在情感心理
学的众多理论中可以找到答案。



9.2　解释情感的理论观点

一百多年以来，心理学家致力于阐释感情是如何产生的。其中很多
答案经过了认真的讨论。下面将要介绍的几种影响非常深远的情感理
论。最古老的一种理论是威廉·詹姆斯提供讨论的，这种理论至今仍对
心理学研究具有影响。（Davidson et al., 2000）

詹姆斯—朗格的情感理论

“我们悲伤，因为我们哭泣。”如果问及“健全的人类理智”，那么，
根据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存在一个简单的顺序：“我们失去财产，就会
感到悲伤并开始哭泣。我们遇到一只熊，就会感到恐惧并赶紧逃
跑。”（James, 1884, 1890）詹姆斯问道：“逃跑难道不能有完全不同的
跑法吗？”他解释说：“完全相反，我的理论认为，身体的变化是在感觉
到刺激事件的瞬间发生的，而我们感觉到体内的变化是一种感觉状
态……我们悲伤，因为我们哭泣……我们害怕，因为我们颤抖……如果
没有伴随感觉出现的身体状态，那么，身体状态形式上就是纯粹认知
的，苍白无色的，没有感情的温暖。”由于丹麦心理学家卡尔·朗格几乎
同时发表了类似的思想（Lange, 1887），所以今天人们仍然称这一理论
为“詹姆斯—朗格的情感理论”。插图9.5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固守的因果联
系，这种联系名叫“身体的”情感理论，至今仍是讨论的重点。
（Papanicolaou, 1989）



插图9.5　根据唐姆斯—朗格的情感理论，一旦感觉到某个事件或事情的发生，就会引起身体的某些变化，而感觉到这种变化以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感情体验。

詹姆斯—朗格理论的缺陷。对詹姆斯—朗格的情感理论提出严厉
批评的是生理学家瓦尔特·坎农。他认为这种理论主要存在三个缺陷
（Cannon, 1927）：

——身体刺激不会产生特别的情感。如果给人注射肾上腺素——一种能够使身体增加能量的荷尔蒙，那么人们会说，注射后心里虽然会觉得激动，但并没有特别的感情
体验。

——身体反应的延迟。比如，如果说在冰冻的路面上开车打滑，会使人感到非常害怕，但是后来，只有进入“安全路面”，才会感到心悸。因此，自主神经系统致使身体
发生变化还需几秒钟。

——非常一般的生理变化。生理变化通常很普遍，以致不能据此区别各种感情。在感到害怕的时候，心脏明显会加快，但是，在愤怒或者热恋的时候，都会产生同样的
身体反应。

关于截瘫病人的结论特别严重地动摇了詹姆斯—朗格的理论。乔治
·霍曼自己也是半身瘫痪，他在调查了很多病人后得出结论说，脊椎损
伤越厉害，对感情的体验就越弱。（Hohmann, 1966）比如，一个女病
人在谈到一个燃着的烟头掉到自己床上之后的情感反应时说：“我本来
可能被烧死，但是好笑的是，我竟然无动于衷……我一点儿也不害
怕。”截瘫的病人的感情也许是另一种样子。荷兰心理学家鲍布·贝尔蒙
德发现，这样的病人在遭遇事故之后，要么表现出强烈的害怕、愤怒、
焦虑或喜悦心情，要么在受伤以后毫无变化。



詹姆斯—朗格的理论得到证明的若干结论。有人可能认为，坎农
的批判彻底驳倒了詹姆斯—朗格的理论。但这是不正确的。大家可能还
记得罗伯特·列文森的研究（见第414页），他已经证明，元情感都能够
引起一定的生理激动。这样的内部变化在一个人说有相应的感觉之前，
就能通过这个人的大脑得到证明。这一结论与詹姆斯—朗格的理论明显
是一致的。而且还有其他支持这一理论的值得注意的结论。

启动自我体验

请您站到镜子前面，并尽可能地按照下面的指令去做：“抬高
眉毛，缩短两边眉毛之间的距离；尽可能抬高眼睑；最后将嘴唇左
右拉向耳朵的方向。”插图9.6就是再现了根据这个指令完成的脸部
表情。您心中最终能觉得有这种害怕的体验吗？

插图9.6　按照明确的指令变化局部肌肉，最后可以表现害怕的表情。

亲朋好友有时候为了鼓励遭到不幸的人，会建议他“直面人生”或
者“干脆一笑了之”。威廉·詹姆斯早就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可能性。他
提出自己的情感理论时，正值因失去双亲而备感痛苦之机。因为这种丧
亲之伤，他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Miller & Buckhout, 1973）但是，
詹姆斯发现了如何应付这种打击的方法。他解释说：“如果我们要想克
服不期而至的感情，那我们就必须坚持，必须保持冷静，在那种感情发
生的时候，就抑制我们要爆发的状态。”（James, 1884）这样的建议真
的能够适用于每一个人克服悲伤情绪吗？人们能通过随意塑造喜悦、生
气或悲伤的表情体验到相应的感情吗？自己去尝试，也许能找到答案。

如果哪个人能够作出一种通常能表达某种情感的表情，从而产生相
应的感情，那就是获得了面部反馈假说（英语：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的证据。（Strack et al., 1988）事实上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
性：只要人们故意放声大笑，就可以抵消自己刚刚经历的痛苦，消除自
己的消极情绪。（Kleinke et al., 1998）

保尔·埃克曼及其同事（1983）让测试对象依次活动面部肌肉。除
了要他们作出害怕的表情外，还要保持脸部肌肉的运动，直到将愤怒、



惊奇、恶心、悲伤和愉快的表情都表现出来。（见第408页的插图9.1）
但埃克曼没有明确说明是哪种感情；他只限于命令变动面部肌肉。当测
试对象尝试执行每一个命令时，已经完成了对他们的身体的生理学测
量。这一点表明，面部表情与一定的测量值是吻合的。比如，当他们的
面部表情表现为“恶心”时，他们心跳就减缓，反之，在表示悲伤、害怕
和愤怒时，心跳则加快。在表示恶心时皮肤温度下降，而在生气时皮肤
温度上升。因此这足以表明，面部肌肉可以表达某种感情，也能记录自
主神经系统的变化。据此可以断定，不仅情感对身体的表现形式产生影
响，而且表现形式同样也参与决定体验到的情感。（Duclos & Laird,
2001）

在弗里茨·施特拉克所做的另一项实验中，找借口请测试对象用嘴
唇衔住或用牙齿咬住铅笔，如插图9.7所示。（Strack et al., 1988）要他
们在这两种条件下评论漫画，表示他们喜欢哪些漫画，不喜欢哪些漫
画？这不仅取决于漫画本身，而且还取决于用牙齿还是用嘴唇衔住铅
笔。这种联系该如何解释呢？

插图9.7　如果用牙齿咬住铅笔，就能促进发笑的肌肉，而用嘴唇衔住铅笔，那就很难发笑。

果用嘴唇衔住铅笔，就很难笑出来，这样的漫画就显得不好看。相
反，用牙叼住齿铅笔就有助于做出笑的表情，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对象会
说，这样的漫画有趣多了。有意思的是，测试对象丝毫没有意识到，他
们的脸部在一种情况下比另一种情况下容易露出笑容。体态还可给以相
应的配合。如果身体站得笔直，给人一种“自豪”的印象，那么，别人也



可能会体验到这种自豪感；因此这也称为身体配合假说。（Stepper,
1992）

人们做出一副表情，比如表现出开心的样子，大脑中其实并没有形
成与真正的开心相应的状态。（Ekman & Davidson, 1993）因此，面部
表情和身体配合虽然可以表现感情，但是姿势和表情并不是人形成感情
的唯一原因。

坎农—巴德情感理论

身体刺激和感情体验同时发生。瓦尔特·坎农认为，上面介绍的关
于截瘫病人的结论可以支持他自己提出的，还署上另一位心理学家菲力
浦·巴德名字的理论。（Cannon, 1927）插图9.8再现了他们确证的联系。
根据坎农—巴德理论，关键是感觉器官首先将关于刺激感情的刺激情况
的信息传递给大脑（特别是传递给丘脑，当然，丘脑对感情体验的作用
至今仍有争议），丘脑将接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后，同时向两个方向传
递：向“下”传向自主神经系统，引起生理刺激，向“上”传向大脑皮层，
从而产生主体的感情体验。根据这一理论，生理变化不像詹姆斯和朗格
所认为的，是产生感情体验的前提，因为这两种反应是同时发生的，互
不依赖的。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截瘫病人所说的感情是
在感觉到自己的面部表情后作出的反应。（见第419页）



插图9.8　根据坎农—巴德情感理论，人对事件或事物的感觉会激活大脑的某个部位（丘脑），丘脑将接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后，会同时向两个方向传递：向“下”传递激活自主神
经系统，向“上”传递给大脑，可以产生有意识的情感体验。

两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许多科学家现在关注的不是首先澄清究
竟是詹姆斯—朗格理论还是坎农—巴德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产生感情体
验的生理学基础。也就是说，感情不仅仅是对刺激的自主反应，感情还
取决于如何阐释对自身身体和外界条件的感觉。

情感的认知理论

通过身体刺激和想象产生情感。20年代初，西班牙医生格雷哥里
奥·马拉尼翁关注的问题是：如果简单给一个人注射肾上腺素，即能刺
激交感神经系统并提高兴奋度的荷尔蒙，那么这个人是否会因此产生感
情。（Cornelius, 1991）他在一家法国杂志社发表了自己的认识。
（Maranon, 1924）

在马拉尼翁给人注射这种荷尔蒙之后，有些测试对象告诉他说，他
们体验到了现在被称为元情感的感觉：他们要么感到悲伤，要么感到喜
悦。另一些人对他说，他们感觉到了某些身体的变化，比如：“我心跳
加速”，“我的脖子感觉发紧”。这些测试对象偶尔还说有“似乎的”感



觉：“我觉得自己似乎很害怕”，“我似乎有什么开心的事”，“我似乎想
哭，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自我感知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马拉
尼翁曾诱使对肾上腺素产生元情感反应的第一组测试对象展开某种想
象，比如，让他们想到过世的父母或生病的孩子。这些测试对象就为自
己感觉到的刺激度的上升找到了解释，而另一组测试对象只能说出自己
感觉到的东西——某些身体的变化。

这位西班牙医生根据观察得出结论说，情感是由身体因素（法语：
l'émotion végétative）和“心理的”或主观的因素（l'émotion psychique）组
成的，而“心理的”或主观的因素可以用来阐释感觉到的身体变化。几十
年后，人们将马拉尼翁的发现称为情感的双因素理论。

情感的双因素理论。上个世纪中叶，斯坦利·沙赫特和杰罗姆·辛格
研究分析了当时所有的情感理论。（Schachter & Singer, 1962）他们倾
向于詹姆斯认为的生理刺激是情感的中心因素的观点。两位作者还认
为，坎农所说的生理刺激在自我感觉上几乎无法区分，也是正确的。因
此他们同那位西班牙医生一样总结说，身体激动对于本身而言不会引起
情感体验。人们只有在兼顾外界刺激的情况解释自己的极度兴奋时才会
产生情感。

人们有些不敬地称沙赫特和辛格的理论为“老式投币唱机理
论”（Jukebox-Theorie der Emotion）。（Mandler, 1962）按照这个比
喻，可以将激动的状态比作投一枚硬币就开始运转的老式投币唱机。这
种唱机得到刺激，就开始播放音乐。但是选择哪个曲目——进行曲、情
歌还是活泼的舞曲——则取决于使用者按哪个按键，取决于他如何解释
自己所处的环境。情侣不一定想听进行曲，参加狂欢派对的人可能不想
听轻柔的情歌曲调。如果一个人生理上受到刺激，但找不到原因，那
么，他就会尊重暗示性刺激，设法说出这种感觉到的刺激。比如，一个
人观看一场网球比赛到终场，他可能就会将心跳加速、出汗、呼吸急促
归因于激动。如果一个人在看牙医的时候出现这种生理反应，那么，他
就可能说这是因为害怕。可见，沙赫特和辛格在提出情感双因素理论时
应当考虑到生理刺激及其对生理刺激的解释。



插图9.9　根据情感的双因素理论，在感觉到一般的身体变化（生理刺激）后，要从附近环境中寻找原因。感觉的身体变化与找到的原因可以得到一致的解释。

刺激从一个情境向另一个情境的转移。莱纳·赖森采恩仔细研究了
沙赫特和辛格的理论，并作了验证：这一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当时
的其他结论相一致。（Reisenzein, 1983）赖森采恩在关于检验这一理论
的详细报告的引言中指出，这是“理解情感的最具影响的认知入口”，因
为沙赫特以自己的论文不仅为努力提出扎实的情感理论，而且为解决具
有社会心理学和治疗学意义的其他问题起到了激励的作用。赖森采恩的
检验结果证明，只有一个由此导出的联系是可以证实的：如果一个人在
A场合受到刺激，那么，这种刺激结束后的残余会在B场合导致感情体
验的增强。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根据多尔夫·齐尔曼的观点，这种情
况可以称为刺激转移。（Zillmann, 1996，见第383页）难道所有的身体
变化真的都能够像情感的认知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得到解释吗？约瑟夫·
勒杜克斯（LeDoux, 2001）的回答是，不，因为存在各种不同的大脑系
统。

例　子



在一项研究中，让测试对象首先（A场合）在家用运动器械上
进行高强度的运动，这当然会提高对他们的刺激。他们结束这一运
动几分钟后，他们遭到其他同伴给予的所谓惩罚的一系列轻微打击
（B场合）。这样，由于运功而产生的刺激所持续的时间要比测试
对象所认为的要长。因此，测试对象在B场合无法解释，自己为什
么会激动。于是他们寻找诱因，并且不是在原来的运动中（A场
合），而是在现实的B场合（错误地）找到了这个诱因。这样一
来，所谓“惩罚”就会遇到持久的异常激烈的反抗，他们将其解释为
愤怒，而且（在原先的体育运功之后）会感觉比在其他场合，比如
在不是由于提高刺激度的运动之后遭到惩罚的场合，更为恼火。

勒杜克斯发现的认知理论的另一个变化。约瑟夫·勒杜克斯指出，
有不同的大脑系统指挥各种情感。（LeDoux, 2001）有些系统会起到条
件反射的作用。比如，害怕是由一个小小的大脑结构——大脑解剖学家
称之为杏仁体（也称杏仁核）——的活动引起的，无需作出任何阐释。
通过极为迅速的转移方式，遇到危险情况时能立即启动身体的预警系
统。其他感情，比如自豪感或负罪感，只有在解释和回忆以前的类似情
况后才会产生。因此，人们体验到的情感是按照以下过程产生的：

——通过大脑反应和身体反应的共同作用；
——通过解释和回忆类似的情况。

遇到危险刺激时遗传因子快速启动身体预警系统。因此可以认
为，有些情感，比如害怕的感觉，马上可以产生，也就是说，在大脑皮
层还没有收到任何信息，还有足够的时间“问明”情况以前，就能相应地
作出反应。勒杜克斯深信，人类在遗传上早就准备好用害怕对“危险”事
物，比如对蛇、对龇牙咧嘴的动物，对快速移动、快速接近的物体作出
反应。其他复杂的刺激在身体预警系统启动之前必须首先由大脑来核
实。所以，如果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发现，这次考试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
样简单，那么，他的认知过程就要首先分析自己的答题思路、考官的表
情、他的说明等许多内容，然后他才会感觉到自己额头上冒冷汗。随着
两种不同速度的转移方式的发现，瑞典心理学家阿恩·欧曼的结论也就
得到了解释。根据她的结论，人们在人群中可以很快发现那些生气或令
人恐惧的面孔，相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找到友善和中性的面孔。
（Öhmann et al.，2001）

逆向过程理论

传统的情感理论的其他解释缺陷。没有一种关于感情的理论可以



解释所有的现象。比如，众所周知，很多慢跑者在开始跑步锻炼时感觉
都非常不好。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坚持每天跑步？跳伞爱好者说，他们
在第一次跳伞之前和跳伞当中都非常害怕。他们是如何慢慢克服这种感
觉的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定期去蒸桑拿的呢？凡是每次都能积累相
应经验的人都知道，再不好的感觉，进入蒸汽浴室后就会立刻消失。詹
姆斯—朗格理论未能回答这个问题。沙赫特的理论也没有回答这个问
题，他没有解释登山运动员为什么在悬崖峭壁上下左右攀登，尽管他们
一刻也不否认这种情况的危险性。理查·所罗门认为，可以用自主神经
系统的一个特征——逆向过程——来解释上述这些事情。（Solomon，
1980）

自主神经系统的逆向过程。如果将神经系统逼向一个方向，它会
以同样的力量反弹。（Mook, 1987）它始终努力保持平衡。开始是积极
的感觉反应，接着就是消极的感觉反应，或者相反。比如，在某种条件
下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A状态），比如幸福感或愉悦感，然后就会出
现一种与第一种状况相反的B状况：比如，人们会感觉没有意思。由于
这两种状况是作为对手出现的，所以B对A起到弱化的作用，结果愉快
的状况就被弱化了。此外，B状况比先出现的A状况更持久。由于A状况
先消失，所以B状况没有对手以后甚至会更强烈。所罗门的理论使人有
一种想到清教主义的感觉：生活中的善行总要以不快为代价，而不幸也
往往孕育着更好的前景。跳伞者的例子可以表明，在他第一次极度恐惧
地从高空跳下飞机后将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尽管如此，这样的过
程要重复多次，直到跳伞最后成为他的爱好。

跳伞是一个例子。第一次跳伞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非常害怕的，
甚至有惊慌失措的感觉（A状况）。所罗门的理论说明，第一个感觉反
应产生之后，接着会产生与第一反应相反的感觉。在惊慌或害怕产生之
后，就会出现使跳伞者体验到轻松的B状况。而这逆向的过程还有一个
重要特征：B状况比A状况来得迟，消失得也慢。跳伞者安全着陆后，
还心有余悸，目瞪口呆。几分钟后，稍许的幸福感才能取代害怕心理。
许多人都知道这种克服险情后的正面感觉。跳伞者还清楚地记得跳伞之
前和跳伞时的害怕感觉，他为什么还会继续去跳伞？根据逆向过程理
论，A、B两种状况会逐渐改变自己的特征。



插图9.10　攀岩与跳伞一样，一开始都会让人感到非常害怕。逆向过程理论可以说明，这种危险的体育项目为什么会成为人们乐此不疲的休闲活动。

跳伞有过几次经验之后，B状况逐渐增强，使A状况逐渐减弱，害
怕的感觉逐渐减少。因此，跳伞者能够越来越镇定从容地（因为至今没
有发生什么事情）从高空跳下。在第一次，也许几次跳伞中体验到的轻
松的感觉，与每跳一次的体验一起逐渐变成愉悦感，而且这种感觉越来
越强，逐渐抵消害怕的感觉。



9.3　主观幸福感：特征和产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理学家几乎只研究“负面”感情，即研究
恐惧、愤怒或者悲伤的感觉。造成这种片面性，临床心理学家的活动至
少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本来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才来进行咨询和治
疗，希望克服悲伤，在恐惧中生活得更好，或者希望在心理学的专业人
士的帮助下消除对于夫妻关系中的不良感受。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这种
情感，以便在提供咨询和治疗时能够有的放矢。

但是，接受治疗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满足感，能比
原来更幸福。人们只要感到幸福和满足，就会体验到这个世界的安全
（Johnson & Tversky, 1983），用于决策的时间就会更少（Isen & Means,
1983）；关心同胞，帮助需要帮助的同胞的意愿就会更高：“心气顺
了，就会乐善好施。”（Salovey, 1990）今天，很多情感研究者已经不再
说“幸福”和“满足”，而是说“主观幸福感”。（英语：subjective well-
being, Diener, 2000）如何解释人们在主观幸福感方面的彼此差异呢？下
面首先回答什么是主观幸福感，然后再详细解释这个问题。

主观幸福感的特征。为了将主观幸福感，即对自己生活的满足感纳
入研究的范围，我们必须能够把握主观幸福感。我们首先应当怎么做
呢？我们提出相应的问题或使用规范的方法，比如采用发放“生活目标
和生活满足感的问卷”（Kraak & Nord-Rüdiger, 1989）。“人们越是相信
自己的愉快的时候多，不愉快的时候很少，越是从事有趣的活动，体验
到的喜悦越是多于痛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满足”（Diener, 2000），
那么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就越强。埃德·迪纳设计的简短问卷很简单，人
们自己都可以轻松回答。（Diener, Emmons et al.，1985；Pavot &
Diener, 1993）

启动自我体验

请注意下列五种说法，然后说明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或反对这些说法。请使用下表中从“非常同意”到“坚决反对”的括号
内的阿拉伯数字。

坚决反对　　（1）
反对　　　　（2）
勉强反对　　（3）



既不反对也不同意　（4）
勉强同意　　（5）
同意　　　　（6）
非常同意　　（7）

五种说法：

请计算您的总分，参考下表得出您的结果。

这个问卷只包括测试对象的主观陈述，强调的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
幸福或不幸的个人看法。幸福仅仅是一般的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方面。此



外，在一般的生活满意度方面，如果积极感受多于消极感受，才能认为
存在主观幸福感。那么，产生主观幸福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9.3.1　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

从日常生活中，通过与各种不同的人的交往可以知道，人们彼此在
满意度方面的相差很大。有些差异一目了然，比如有些人感觉非常幸
福，而另一些人却总是怨天尤人。那么如何解释主观幸福方面的这些差
别呢？在探索产生这些差异的条件过程中，没有发现主观幸福感同年
龄、性别和智力等方面有什么联系。（DeNeve & Cooper, 1998; Diener
et al.，1999）但是，如果仔细地观察人性特征，并强调一个人是否发展
社会关系，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那么，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一定的内
在联系。

人性特征

在实现和错失重要目标方面作出的不同解释。索尼亚·柳博米尔斯
基和李·罗斯研究的课题是，人们在设法实现个人的重要目标获得成功
或遭遇失败以后，作为幸运的人或不幸的人，对此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Lyubomirsky & Ross, 1999）柳博米尔斯基和罗斯发现，“幸运”的人会
对所达到的目标的吸引力加以提升，而“不幸”的人对所达到的目标的吸
引力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加以贬低。那么，这两组人要是都没有实现自
己的目标，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在这种情况下，“幸运”的人会大
大贬低原本渴求达到的目标，而“不幸”的人即使遇到挫折也不会改变自
己的初衷。那么该怎么解释这些不同的反应呢？柳博米尔斯基和罗斯就
自己的结论解释说，“幸运”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的命运是最好的：他们实
现目标，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最有吸引力的目标，相反，他们没有实现目
标，是因为这个目标显然不值得追求。“不幸”的人的想法则是另一种样
子。看样子他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只有不尽人意的选
择，对他们而言，实现目标与否，在生活质量方面不会产生太大的差
异。幸运的人是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他们自得其乐，由此“维
护，甚至拔高自己的满意度和积极的观点”。（Lyubomirsky, 2001）一
个人有机会生活得幸福，但这种机会显然不是随机分配的，而是——而
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自我创造的结果。“幸福不是人们可遇的，而
是人们自己创造的”（Csikszentmihalyi, 1999），正像谚语所说的：“每
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当然，并不能把这句谚语理解为所有人
都有同等良好的条件，去“创造自己的幸福”。希克森特米哈伊里自己知



道，他提出的如何变得幸福的建议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因为社会上有许
多人出于一己私利，鼓励尽可能多的人购买名贵的汽车、名贵的饮品、
名贵的钟表以及参加豪华旅游，以提升自己的身份，从而变得幸福，尽
管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

幸福是一般的、稳定的个性特征。满意度的鲜明程度，主观幸福
感，是大多数人的非常稳定的个性特征。有些人如果对以往的生活感到
非常满意和幸福，那么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估计也会感到幸福和满意，
反之亦然。（deNeve & Cooper, 1998；Dener et al.，1999）此外，在一
个生活领域（比如家庭生活）中感到幸福和满意的人，在其他领域（比
如职业领域）中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因此可以认为，只要不遇到特别重
大的意外情况，稳定的个性特征是人们感到幸福或不幸的前提。即使遇
到重大事件，也只是在短时间内会改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如果问人
们，什么样的事件会长期改变自己的主观幸福感，那么他们往往会回答
说，结婚、婚姻关系的破裂、调换新的职业或长期住院。（Gilbert et
al.，1998）但是正如前面已经介绍的，对这种预言的测试表明，对它们
的有效性不能估计过高（见第415页），因为事实上这类生活事件对人
们心情的影响大约只有三个月。（Suh et al.，1996）主观幸福感的鲜明
程度在长期的生活中，而且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都显得相当稳定，这又
如何解释呢？这方面可能有遗传因素的作用。

遗传条件是感到幸福与满意的决定性因素。一项有2000多对双胞
胎参与的实验表明，双胞胎的亲缘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在主观幸福感的
程度方面也非常一致：要么都非常幸福，要么都非常一般，要么都非常
不幸。（Lykken & Tellegen, 1996）有些人天生就心情愉快、从不怨天
尤人，这种心情就为他们感到幸福和满意创造了良好的前提，而他们具
有这样的心情，与别人也就能够很好地相处，反过来又会使他们更加乐
观。

社会关系的影响

夫妻关系稳固的人主观更幸福。主观幸福感的程度同婚姻状况有
关。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所作的研究表明，一般来说，结了婚的人比没有
结婚的人感到更加幸福和满意（Diener et al.，2000），男女都一样。而
且结了婚的人比没有结婚的人总的来说更加健康，经济上也更有保障。
（Stack & Eshleman, 1998）当然，婚姻一旦出现矛盾，就会造成消极的
后果，首先是健康方面的消极后果，特别是女性。（Kiecolt-Glaser &
Newton, 2001）总的说来，如果双方只是同居而没有结婚，那么主观幸
福感就不太明显。对于个中原因的解释目前还不够明确，因为有幸福感



和满意感的人可能更容易找到伴侣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很多事
情说明，稳定的夫妻关系可以使人更好地处理和容忍日常生活中的各种
问题。

社会的支持和个人的乐观。人并非生活在孤岛上，作为社会生物
还需要他人。特别是在遇到生活困难时，他人可以提供社会支持；许多
的研究明确表明，社会的支持可以产生治疗效果，也就是说，可以增进
人的身体健康和普遍幸福。（Cohen et al.，2000; Schuch, 1990; Uchino
et al.，1996）因此，人们的幸福感还取决于自己主观上是否想到，在需
要的时候他人会而且能够倾听和帮助自己。（Myers, 2000a）在以集体
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比如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支持甚至比在以个
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更能使人感到幸福。（Lu, 1999；Lu et al.，
1997）

9.3.2　富裕和主观幸福感

穷国和富国的比较。众所周知，全世界的富裕程度并非都是一样
的，有非常富裕的国家，也有非常贫穷的国家。很容易联想到，人们生
活的国家越富裕，人们就感到越满意。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穷国和富国
的人是否对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看法，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回答这
个问题。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考察了43个国家的居民的收入情况和他们
所说的富裕之间的联系。（Inglehart, 1997）他很快发现了这样的联系：
所考察的19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可以说是比较幸福的，而生活在最贫穷国
家的人表示不太满意。可见，比较富裕的国家的人感到幸福的比例明显
高于贫困国家。（Diener, 2000）比如，斯堪地纳维亚地区的人和瑞典
人平均都非常富裕和满意，而穷困国家的人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居住条件也非常差。当然，如果只比较人均社会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
的国家，那么就不会发现满意度和国民富裕程度之间的联系了。爱尔兰
人在接受调查时——因为他们的收入比较高——满意度平均高于保加利
亚人；但同时，在80年代，爱尔兰人表现出来的生活满意度通常高于富
裕程度比他们高两倍的德国人。（Inglehart，1990）

富国居民的富裕程度和满意度。一个反复得到验证的结论表明，
在迄今调查的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的富人认为自己的满意度只略高于穷
人。（Myers, 2000a）这一结论也许要归因于富裕国家能为所有居民提
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比如，这些国家通过开办学校，为所有人提供受教
育的机会；有良好的交通设施；住房都有上下水设备；有医院；有健全
的司法体系，等等。在这样的国家，比较富裕的人为什么并不比贫困的
人感到更满意呢？问题在于，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金钱真的不能使人幸



福？信息框9.2就探讨这个问题。

插图9.11　如果将穷国与富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富裕程度和满意度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收入非常低，以致不能解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就感觉非常不满意；如果社会总产
值超过临界值，平均收入的多少就不能反映满意度的高低了。

信息框9.2

金钱能使人幸福吗？
财富的有据可查的积极结果。拥有很多钱的人，就可以轻易

达到普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目标。根据埃德·迪纳和罗伯特·比斯瓦
斯-迪纳的归纳，在这个世界上，收入较高的人群拥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优势：

——他们的寿命比较长；
——他们儿童夭折率比较低；
——他们成为刑事犯罪的牺牲品的机会比较少；
——他们的生活遭受厄运打击的可能性比较小；
——他们的孩子很少辍学。（Diener & Biswas-Diener，2002）

如果单看这些正面特征，人们应该会认为，较富裕的人与较穷
的人相比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彩票中大奖后的满意度。每周都有数百万的人企图通过买彩
票中“大彩”。他们希望购买彩票的支出总有一天能得到丰厚的回
报。大奖得主的余生真的会因此而幸福，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



么”，从此享尽“荣华富贵”吗？我们对22名彩票大奖得主的生活满
意度作了调查，他们分别中了50000-1000000美元的大奖，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说，最初对这种“天赐的钱财”感到非常幸福，但他们的
满意度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所改变；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不像
以前那么乐于参加诸如购物、读书会和朋友聚会等日常活动了；
（Brickman et al.，1978）有人还与原来亲朋好友闹了矛盾，因为这
些亲朋好友要求分享这笔天赐的钱财。因此可以认为，至少有些人
并没有因为中大奖而长期感到原本所期望的幸福。总之，大奖得主
只在获得中奖通知后的短时间内感到高兴。（Brickman et al.，
1978）

收入提高后的满意度。大多数人都不会将收入的提高视为中大
奖的结果，而往往会视为工作积极的结果。初涉职场的人，收入定
期提高，满意度肯定会越来越高。然而，一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实
际上挣得越来越多的人，并不比那些收入在同期内收入几乎不变的
人感觉更满意。（Diener et al.，1993）起初人们会因为“口袋鼓
了”而高兴，而需求的增加同时又会使人贪得无厌。在工业国家，
消费欲望的增长通常高于个人收入的增长。繁荣过后就是经济衰
退，这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因为“人们的物质欲望膨胀容易，
压缩就困难了”。（Diener & Biswas-Diener，2002）

富豪的满意度。埃德·迪纳及其同事曾经向《福布斯》杂志评
选的美国最富的100个人书面调查他们的满意度。结果49个富豪作
了回复，其中有五分之四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金钱可以使人主观
上感到幸福，也可以使人主观上感到不幸；他们说，这完全取决于
怎么花钱。（Diener et al.，1985）而有的调查对象则真的感到不满
意。很明显，富豪们的幸福感只略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有些超
级富豪甚至觉得不幸福，比如，其中一个调查对象说，他不记得什
么时候真正感到幸福过；而另一位接受调查的女士认为，她的财富
不可能消除因自己的孩子问题所体验的贫困。

越看重物质利益，主观上就越不满足。需要注意的是，一个
国家国民收入的提高，并不会使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同步提高。这个
结论表明，将自己的生活目标定于收入提高的人通常感到不满意，
是不足为奇的。有人对41个国家的大学生作了调查，结果表明，越
看重物质利益的人，满意度就越低。（Diener & Oishi，2000）相
反，那些致力于发展个人关系、投身于社会工作的人，主观上明显
表现得非常幸福。埃德·迪纳和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解释说：“过
多地看重物质利益，结果会很糟糕，因为有些目标是永远无法实现
的；即使一个人非常富裕，他也有可能得不到或享受不到的商品和



服务。”（Diener & Biswas-Diener，2002）
建议：撇开物质追求，设定生活目标。金钱能使人幸福吗？

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如果他们的基本需求得
到满足，即有了满意的住房、吃喝不愁、安全有了保障，那么，其
他的物质利益也就不会再提高他们的满意度了。钱越多，追求幸福
的要求显然也会越高。在芝加哥，对不同收入的人作了调查，问他
们每月挣多少钱才算满意。大多数人回答说，他们的收入应当大幅
度提高：年收入少于三万美元的人，希望能提高到五万，年收入达
到十万美元的人认为挣到二十五万才能满足。（Csikszentmihalyi，
1999）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过上
满意的生活呢？埃德·迪纳和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的回答说有。他
们的答案是：回避贫困的生活条件，移居比较富裕的国家，选择一
种不以物质富裕为内容的生活目标。（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以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主观幸福感。
如果让一个生活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回答关于满意度
这个问题，那么他在寻找答案的时候就会考虑不同于生活在以集体主义
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观点。（Suh et al., 1998）在以个人主义为
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主要以自己的感受为取向。这种非常安逸的感
觉通常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相反，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
背景下，社会标准起比较大的作用；人们在作出判断的时候，还要考虑
家人和朋友的幸福安康。这种不同的取向对日常生活中的决策也产生影
响，比如婚姻和职业方面的满意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生活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如果对自己的婚姻或
职业感到满意，那么就会继续或保持。但是，他们一旦感到失望，就非
常想改变现状；相反，生活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倾
向于维持自己并不满意的婚姻，或继续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因为他
们在作出决定时还要考虑他人和社会标准。因此，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
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离婚率和职业变动的比率往往高于在以集体主义
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因此，生活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
为取向的社会中的人，更强调自己的责任感，而不太强调个人的满意
度。”（Diener, 2000）

9.3.3　社会比较和主观幸福感

为什么金钱不能使人幸福？富人不一定，至少不是明显地比自己的



同胞感到幸福，这一点该怎么解释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财富不是生来
就有的，更确切地说，财富的多少只是比较而言的。人们要么拿自己同
别人作比较（社会比较理论），要么拿自己的现状与自己过去作比较
（适应水平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

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
别人比较的结果。进行这种比较并非只限于同自己周围的人，媒体广告
和电视画面中的男男女女，都可能是比较的对象。当然，优先与哪些人
进行比较，这对于个人的满意度具有决定性作用。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
当然取决于人们是往上还是往下进行社会比较。

往上和往下进行社会比较，主观幸福感的不同程度。莱德·惠勒和
昆尼塔特·米亚科请几个大学生在两周时间内详细记录，他们在哪个时
间段将考试成绩、能力、性格或者其他方面同他人进行比较，有什么感
受。（Wheeler & Miyake, 1992）结果表明，“往上比较”（同那些在各个
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比较）会产生消极情绪，而“往下比较”（同
那些在各个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则会产生积极情绪。如果同
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较，那就必然会产生嫉妒心理，而同“不如”自己的
人进行比较，就会产生满足感。众所周知，主观影响对感觉过程起很大
作用，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感觉。（见第456页及其下几页）因此，应
当考虑到其他人其实根本不具备的优点。进行这样的社会比较，结果只
会得出不利于自己的错误结论。法国哲人沙尔·孟德斯鸠（1689-1755）
早就指出：“人们只是希望幸福，那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想
比别人更加幸福，那就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确信，别人比我们更幸
福。”

如果人们同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那容易得到满足。当然，还有
另一种可能性：索尼亚·柳博米尔斯基在研究中得以证明，满足的人与
那些不满足的人比较，不太关注自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的东西。
（Lyubomirsky, 2001；Lyubomirsky et al.，2001）当然，人们本身通常
不会主动进行那些有利于自己满意度的比较。人们试图通过治疗影响他
们的社会比较。鼓励患有轻度抑郁症的人阅读那些症状比他们严重得多
的患者的记录，感觉就会好得多。（Gibbons，1986）

随着对社会比较过程的认识，还可以说明人们在职业生涯中收入提
高了，而主观幸福感没有相应提高的原因。因为他们喜欢同那些收入水
平与自己差不多甚至更高的人进行比较。（Gruder, 1977）这就为产生
嫉妒情绪提供了可能——这并不仅仅局限于职场。英国哲学家伯特兰·



罗素（1872-1970）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发现：“乞丐不嫉妒百
万富翁，却会嫉妒其他混得比较好的乞丐。”有可能消除这种嫉妒吗？
罗素对此表示非常怀疑，因为他解释说：“单凭成功并不能消除嫉妒，
因为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神话传说中，始终有比自己更加成功的
人。”（Russel, 1930）即使不精通历史的人，也会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中
看到，有些人拥有的东西，大多数观众是没有的。习惯看电视的人，经
常受到刺激，对富人的生活方式赞叹不已，久而久之就会提高自己的物
质欲望。（Schor, 1998）

插图9.12　每天的电视节目定时向观众播放名流和富豪的生活场面。如果将他们的生活同自己作比较，那么，很多人就会产生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

人们不仅可以与别人进行比较，也可以与自己进行比较，即将自己
的现在与过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对个人的满意度会产生哪些结果呢？

现在的幸福感同过去的经历相比

比较快地适应新的愉快或不愉快的经历。上面已经指出，人们对
于愉快的事情，比如中彩、收入增加和比较好的成绩，第一反应就是非
常高兴（见第430页及其下1页）；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改善了的
生活状况，然后就习以为常了，对于不久前还很新奇的事物也“无动于
衷”了，不再视为特别兴奋或不舒服的理由了。可以想象，人们所遵循
的标准是在自己以往的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利用这个标准是为了
评价经历是否愉快。假如月收入——不管对个人来说是高还是低——在
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处于同一水平，那么，人们既不会感到特别苦恼，也
不会感到格外高兴，他们会对这种一成不变的收入状况无动于衷。如果
有朝一日收入提高了，那么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但是评价的中心



点事后就会慢慢移动，甚至不再把业已提高的收入视为收益。
遭受挫折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而在这种情况下，评价中心

点的移动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找回积极的幸福感。比如，如果人们患了重
病，或者进了班房，那么，评价中心点就向下移动，使他们的糟糕情绪
不会延续得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久（见第414页及其下1页）；因为适应一
段时间后，他们会用新的视角看待这一事件。不过遇到悲剧性的生活事
件，比如失去亲人，这时评价中心点的回归就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根本
无法回归。（Frederick & Loewenstein, 1999）但总的来说，可以认为，
一个人一生中的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明显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可以比作
体重的标准值（见第367页及其下1页），它可能同一个人的秉性或其他
个性特征有关。（Lykken，1999）

一个人遇到客观上积极的事件时，他的评价标准的中心点会不断向
上移动，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在乏味的日常工作中希望不断发生新的积
极的事件，以便使自己的满意度每次都能暂时回归。（Kahneman,
1999）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状况客观上得以改善以
后，中心点也会移动。昨天还被视为贵重物品的东西，比如，第一辆小
型汽车、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日常生火的煤炉，现在已被舒适的大
型轿车、彩色电视机、自动调控的集中供暖设备所代替。昨天还让人感
到非常满意的生活，今天只能让人们付诸一笑。因此，只有在现实经历
的背景下才能体验到满意或不满意。

快速适应进不了人间天堂。如果人们那么能适应生活中的好事，
而且还想进一步提高原本已经很舒适的生活条件，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
问题：人是否能创造一个人间天堂，在那里可以永远感到满意。人的这
种特性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富人们哪怕财富再多，也只是一时感到高
兴。富人们虽然拥有巨大的财富，却未必比一个乞丐更幸福，因为乞丐
对路人的慷慨施舍会感到欣喜万分。我们也许可以与克利夫·史戴普·路
易斯（1838-1963）一起思考他在《纳尼亚传奇》的结尾所描述的那种
可能性。他在书中说，在天国，人们会发现条件非常好，想要多少财富
就有多少，而且还能不断增长。他在书中还说，在天堂的生活中，即使
遇到开心的事情评价中心点也不会上移。路易斯认为，天国的生活是一
个永不完结的故事，“在那里，每一章都比前一章更好”。

9.3.4　促进产生幸福感的条件

增长动机取代缺乏动机。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几十年前就指出，西
方文化背景下的很多人往往感到不幸福，因为他们的动机是永不满足。
（Maslow, 1970）人们在这种匮乏动机的驱使下，很多人都希望拥有自



己没有的物质财富。他们越是不断争取获得更多的、他们认为能为自己
带来幸福的财富，实际上他们越是感到不满意。（Csikszentmihalyi,
1999; Myers, 2000b）因此，马斯洛提出了增长动机的价值观，按照这种
价值观，人们不应专注于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是应当专注于使自己产生
满足感的东西：自己有什么，自己是什么人，自己能够做什么。

抛弃恐惧和无聊：投身工作。米哈伊·柴科金特米哈伊认为，工作
能对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Csikszentmihalyi, 1990）柴
科金特米哈伊从马斯洛的研究中获得了重要启发。从而他问道，在怎样
的条件下，人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完全没有时间概念，甚至忽略自
我，忘记一切烦恼，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呢？柴科金特米
哈伊将这种全身心的投入某项工作称为流态（Flow）。为了进一步研究
这一现象，他采访了运动员、舞蹈演员、登山队员、艺术家、工人、国
际象棋大师、外科医生、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麓的农民以及其他很多人。
他在采访中发现，在世界各地，各阶层的人都有流态的体验。他是这样
强调这种现象的：“所谓流态就是一个行为接着一个行为，虽然遵循某
种内在的逻辑，但似乎不需要行为者的任何干预。行为者所经历的仿佛
是从这个瞬间统一‘流向’另一个瞬间的过程。同时，他是行为的主人，
在自我和环境之间、动机和反应之间，或者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几
乎浑然一体。”（Csikszentmihalyi，1975）

那么，在什么前提下才能体验到这种流态呢？柴科金特米哈伊认
为，当人们全力以赴从事某项工作，而且这项工作又正好是自己力所能
及的，那么，就可能出现这种状态。过于简单的任务会使人觉得无聊，
而过于困难的任务又会使人产生恐惧。柴科金特米哈伊坚信，一个人
——不管是医生、商场售货员还是面包师——只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生
活，在职业生涯和荣誉活动或业余活动中，都可以体验到流态。当然，
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挣钱，而不是因为有兴趣去从事某项工作，业余爱
好只是为了“消磨时间”，那么他就不会从这些活动中体验到幸福。充满
激情地去制作手工舰船模型，打理花园或弹奏乐器，比仅仅享受自己想
象的舒适要觉得更加满足；与朋友进行高雅的谈话，要比坐在电视机前
消磨时间觉得更加幸福。个人的满意度也是社会交往是否满意的结果，
因为情感体验是通过社会交往传递的。信息框9.3说明，可以证明，诸
如满意度和幸福感这种积极的情感，对寿命也有影响。



9.4　通过表情社会地传递情感

所谓情感完全是指个人的体验形式。每个人都是独自体验自己的苦
怒哀乐。还有这样的情况：有人在别人面前刻意隐瞒自己的情绪，而别
人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偶尔向别人透漏一些迹
象。但是，情感在社会交往中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人们希望与朋友一起
分享自己的情感体验，也许还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解。表露自己的情感
确实能够增进相互理解，但同时也能引起误解和矛盾。如果完全排除个
人的情感因素，那么人与人之间怎么进行交往呢？

信息框9.3

积极的情绪能延年益寿吗？
黛博拉·丹纳和同事们研究了180名天主教修女在上个世纪三四

十年代撰写的自传体手稿，当时她们的平均年龄为22岁。研究者通
过对这些手稿的研究发现，这些年轻的姑娘描述积极情感（比如愉
快、兴趣、爱和希望）的频率比较高，而描述消极情感（悲伤、恐
惧和无聊）的频率则不太高。（Danner et al.，2001）这些修女的寿
命和她们描述消极情绪的频率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她们很少提
到消极情绪。因此，积极情绪和寿命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
些描述积极情绪最多的人的寿命要比那些描述积极情绪最少的人长
十年。如何解释这个结论呢？丹纳认为，最可能的是，修女们在撰
写自传时使用的描述积极情绪的词汇，是与她们乐观的生活观念有
关的，而乐观的生活观念可以降低心血管系统的压力。（Danner，
2004）将来还需要加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与主观满意度相关的
情感以及由其决定的生活方式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无疑，上面已
经说过（见第149页及其下1页）情绪积极的人笑的时候比较多，这
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刺激作用。因此可以认为，一个人经常体验到积
极情感可以促进自己的健康和满意度。（Fredrickson，2002）

9.4.1　表达情感是为了增进理解

“没有感情的通知”对他人的影响。上个世纪50年代初，技术人员
接到了提高航空安全的任务。因为航班不断增加，所以无线电通讯部门
应当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波段。技术人员设计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可以



在不影响信息内容的情况下，过滤掉人声的上下频率。他们用这种方法
成功地增加了无线电频道的数量，从而增加了在同一时间内控制塔和飞
行员之间的通话，但是很快就发现，驾驶舱的乘员们并不认可这种方
法。当时，着陆动作不像今天，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着陆时飞行员
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同时还要最大限地度地信任领航员的指导。但
是，技术人员开发的程序所传达的声音是由机器人发出的，因而讯息听
起来就是毫无感情的。飞行员希望在着陆时能同自己可以信任的领航员
通话，而这是单调乏味的声音做不到的。这个技术上毫无瑕疵的程序从
未走出最初开发它的实验室，因为人际交流感情色彩完全被过滤掉了。
（Bootzin et al.，1986）因此技术人员首先必须学会，在给声音编码
时，一定要保留声音的人性特征。

使用“情绪符号”代替脸部表情。有过在网上进行书面交流经验的
人——不管是写电子邮件还是在聊天室聊天——，都有可能误解对方的
意思，尤其是在对方开玩笑的时候，因为在网络空间没有非语言的面部
表情。为了消除这一缺陷，人们设计了用键盘即可打出的符号。这种符
号就是“情绪符号”（Emoticons），这是由英语单词“情绪”（Emotion）
和“符号”（icon）组合而成一个复合词，插图9.13列举了几个这样的符
号。

插图9.13　为了弥补见不到聊天伙伴的非语言的面部表情这种缺陷，在网上聊天时经常使用这样一些“情绪符号”。

还有一些表达情感的缩略词源自漫画语言的表现形式。比如* freu
*（开心），* heul *（哭叫）或* knuddel *（心乱）；句子结尾的* g *
是“grins”或“grin”的一般意思，即“笑得合不拢嘴”。（Storrer, 2001）当
然，确实在网上与同伴交流思想时，使用这些情绪符号才是有意义的。
这些情绪符号能起到与面部表情一样的作用吗？个人独有的表情只有在
社会情境下才能显露瞬间的情感吗？

情感表达的社会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看到或听到有人独自一
人大笑或大声叫骂，大多数人都会立即注视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的行
为非常怪异。这种反应难道就表示一个人开心的时候没有权利独自发
笑，或者，心中有怨气的时候就不能表达吗？难道表情不是经常反映一



个人的情绪吗？迹象表明，事实并非如此。199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期
间，有人调查了22名金牌得主在整个颁奖阶段的心情。这些运动员都
说，自己在整个颁奖阶段都觉得非常开心。但是，他们在等待颁发金牌
的时候，看着升国旗，听着奏国歌，却很少笑容。他们只是在接受表彰
或者与公众见面时，才展露笑容。（Fernández-Dols & Ruiz-Belda，
1995）

还有一些研究证明，只有别人在场并注视自己的时候才会表露自己
的感情。保龄球爱好者一掷成功以后，首先不是微笑；一般来说，他们
只有在转身看到自己的朋友时，才会会心地一笑。（Kraut & Johnson,
1979; Ruiz-Belda et al.，2003）孩子也是这样。有人发现，妈妈在旁边
的时候，10个月大的婴儿玩得很开心。他们只要看到自己的母亲，往往
就会笑。（Jones et al.，1991）

插图9.14　一个人的表情不一定是感情体验的表达。金牌得主站在领奖台上时，肯定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但是，除了在颁发奖牌和与公众见面时，他们的表情通常都
非常严肃。比如米亚·哈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



启动自我体验

您下次逛商场时，可以观察其他顾客在什么情况下会笑。是在
下列情况下会笑吗？

——明显独自在商场；
——告诉熟人或朋友什么事情；
——听到熟人或朋发告诉他们什么事情。

如果商场里的顾客的行为像罗伯特·普罗文所研究的一样，那么，
他们发笑，主要是因为与朋友和熟人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他
们尤其会笑，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而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对别人说些什
么。普罗文认为，笑实际上是友谊和关系亲密的表示。（Provine,
2000）

因此，人们通常不会旁若无人，脸部长时间没有表情。在家里，即
使心情非常愉快，也很少笑，除非旁边有其他人。因而情感表达具有明
显的交流功能，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同他人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

但是，可以因此认为始终能正确理解别人的表情吗？人们必须学会
这种暗示，或者必须掌握在各种文化背景下都能保证相互理解的遗传程
序吗？

9.4.2　情感表达的生物学的和经验的前提

达尔文和动物的情感体验。1872年，查理·达尔文撰写了《人类和
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他在书中认为，动物和人类的情感差别只是程
度不同而已，没有质的差别。他解释说：“低等动物明显同人类一样能
够体验到快乐和痛苦，幸福和悲伤。”当然，达尔文也认识到自己这一
认识的局限性，这一认识在经验层面用于动物确实是行不通的，因为他
断言：“谁能说出一头母牛在照料垂死的小牛并看到它很紧张的时候的
感受呢？”今天，有些心理学家与达尔文一样坚信，感情是进化的产
物。（Tooby & Cosmides，2000）

查理·达尔文说，动物早就有一定的情感表达方式：比如，动物露
出牙齿，就表示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准备去吃掉对方。达尔文指出，人
类也能够通过“露齿”表达自己的愤怒。达尔文确信，感情的肢体表达方
式流传很广，所以具有遗传的基础，而不是通过学习能够掌握的。达尔
文认为，早在没有文字语言的时候，感情表达是相互理解的工具，比
如，在打猎、抵御侵略或者挖凿洞穴的时候，否则怎么能进行合作呢？



基因影响通过面部表情表达感情的方式。将近过了100年，达尔文
所断言的联系才引起心理学家的关注。（Euler, 2000）感情表达真的有
遗传基础吗？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可以证明这一点。卡罗尔·伊萨德
和同事们调查了一些非常幼小的孩子，从而发现，婴儿在出生后不久就
能传递让照料他的人大吃一惊的感情。（Izard et al.，1980）甚至在九
周大的时候，婴儿就能通过表情向父母表达喜怒哀乐。（Izard et al.，
1995）甚至连先天失明的婴儿，虽然看不到别人的脸部表情，却也能向
别人表达喜悦和愤怒这样的感情。（Goodenough, 1932; Eibl-Eibesfeld,
1973）刚刚成年的先天失明的盲人也是这样，他们能同视力正常的人一
样，向别人传递各种情感。（Galati et al.，1997）当然，研究人员可以
解释这些脸部表情，但不能像解释视力正常的人的感情那样，解释盲人
这些感情隐含的意思（欢乐除外）。难道经验在个人的感情表达方面也
起某种作用吗？

感情表达也是学习体验的结果。如果感情表达完全是由基因决定
的，那么，在这方面就不会有文化之间的差异。事实果真如此吗？亚洲
的婴儿同欧洲的婴儿一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吗？琳达·卡姆拉斯专门研究
了这个问题；她调查了11个月大的中国婴儿、日本婴儿和欧裔美国婴
儿，发现中国婴儿表达喜怒哀乐时较之其他两组婴儿，比较克制。
（Camras et al.，1998）九个月大的婴儿，由于先天失明，没有任何视
觉体验，因而用表情表达情感的方式明显不如视力正常的婴儿。
（Tröster & Brambring, 1992）。这一结论表明表情表达也需要学习。最
后，鉴于经验的影响，还发现，经常看电视的孩子也是表情表达的出色
评判者，“他们也许是因为从电视中看到了太多的非语言的情感表达方
式”。（Feldman et al.，1996）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他人的观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条件下进行
的，也就是说，有前因后果的。这种前因后果难道也不能对阐释产生一
点影响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让人看了一张带有面部表情的照片，大
多数看过这张照片的人比如都认为是恐惧的表情。但是，如果告诉他
们，这张照片实际上表达的是愤怒，那么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很
多看过照片的人接着会说，他们看到的照片表现的是愤怒情绪，不能说
是恐惧。（Carroll & Russell, 1996）在所有的文化中，人们在表达元情
感时虽然大同小异，但都不是十分明晰，因此环境刺激还对情绪的解读
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能给人什么启示呢？（Hejmadi et al.，2000）

遗传因素和经验共同作用于情感的表达。希拉里·艾尔芬拜因和纳
里尼·安贝迪分析了对来自42个国家的22148个测试对象的情感认知所作
的79项研究的成果，在这个广阔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世界各地的
人都能通过对面部表情的解读发现元情感。（Elfenbein & Ambady,



2002）他们两人还能比别人更快地识别某些情绪。当然，一个人的情绪
不仅可以从他的表情，而且可以从他的声音和手势中解读出来。一个人
心情愉快，就会清楚地表现在他的脸上，而声音则不会这么明显地表现
这种喜悦情绪。愤怒的时候则相反，愤怒主要通过音调的高低，而不是
面部表情表现出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非常有意思的是，总的说
来，人们能够较快地发现一个人的愤怒情绪，因为这样的人可能会制造
危险，而发现愉快的情绪、即没有威胁的情绪，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另见第424页）

艾尔芬拜因和安贝迪的研究成果还证明了经验的影响，因为他们发
现，观察者在判断同一民族或同一种族的人，即观察那些他们经常与之
打交道的人时会比较准确。因此在元情感方面也表明，遗传的影响也离
不开人们在同本民族文化以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交往时所积累的
经验。一般说来，人们都具备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对各种文化的研究
表明，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能从别人的表情中发现其情绪。（Leppänen
& Hietanen, 2001）

9.4.3　所表达的情感对旁观者的影响

在社会环境中表达情感，只有在受众懂得解释表达者的非语言信息
时，才有意义。达尔文就是以这种相互理解为出发点的，因为当一个愤
怒的攻击者“咬牙切齿”的时候，可能的受害者只有正确理解他所表达的
情绪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逃跑或抵抗），才可能免遭劫难。这种从确
切解读他人情绪的过程中积累的自救本能早在幼年时期就有表现。很多
以解读表情和手势为目的的过程，对于成年人来说是自动发生的，因而
发生得非常迅速：他们能够很快发现，一个微笑的人是幸福和满足的。
（Fiske & Taylor, 1991）因为资源有限，人们的认知过程在设想社会现
实的时候也非常节约。（Fiske, 1993）

母亲表达的情感对婴儿的影响。无论在德国、希腊、美国还是在
南太平洋，世界各地所有的父母所表达的情感都能对婴儿的情绪产生影
响。心情愉悦的父母通常都能让子女几岁时就养成情感愉悦的习惯。他
们愉快的情绪会感染婴儿，因为他们相应地向婴儿表达了自己的情绪。
（Keating, 2001）将12个月大的婴儿放在一块，他们可以爬到自己母亲
身边的玻璃板上；当然，他们必须爬过一个有一定深度，但不会吓着他
们的坑。他们敢于爬完这段让他们觉得有些不安的路吗？母亲们在有些
情况下会表现出愉快和给以鼓励的表情，而在有些情况下则表现出害
怕。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在行为方面会受母亲表现出来的情绪的影响吗？
研究证明，74％的小孩子愿意跨过这个似乎很小的坑，爬向他们的母



亲，而只要母亲表现出害怕，孩子就不敢往前爬。（Sorce et al.，
1985）“阅读”他人的情绪，以此得到自己采取什么行为的提示（英语：
social referencing），这种能力孩子在一岁时就已经具备了。婴儿早在三
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只要表现出惊讶，他们就会显得紧张。（Tronick,
1989）一岁大的孩子摔倒以后，一般都是先看爸爸妈妈的反应，由此决
定笑还是哭。（Walden & Ogan, 1988）孩子还没有经验，还不能在周围
随心所欲地活动，因此他们必须学会识别母亲的表情，以便知道自己是
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当然，成年人已经具备很好的“接收器官”，能够根
据别人的表情知道他们的情绪。

给予微妙的提示性刺激也可以读出情绪。如插图4.18（见第188
页）所示，将小灯固定在面部的不同位置，就能看到面部表情的各种变
化，特别是在黑暗中。观察者接着就能通过灯的移动看到面部表情。
（Bassili, 1978）同时还表明，面部各个不同的部位比其他部位能更好
地表达某些感情。（Bassili，1979）

9.4.4　在社会状况下表达情感的规则

文化方面的表达规则。以个人主义为取向和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
化背景下的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将感情同什么信念结合在一起。
（Mesquita, 2001）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是发自内
心地“宣泄”感情。（比如，“卡特琳生气了。”）反之，在以集体主义为
取向的文化背景下，反映的是客观现实性，人们认为自己是“属于”社会
的。（比如，“我们生气了”。）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
们通过感情互相联系，而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突出
的是个人的特殊性。这种文化差异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表达感情的规
则。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更为开放、更为持久地表
达感情，而诸如日本人就喜欢在他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
（Triandis, 1994）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表达感情，
比如表达同情、礼让和难为情等，要比德国人和美国人明显得多，相
反，亚洲人很少表达负面的和自我表扬的情感，无非是敷衍了事，否则
就会影响在紧密交织的社会网络中的集体感情。（Markus &
Kitayama，1991；Matsumoto et al.，1988；Scherer et al.，1988）在别人
面前不得不经常隐瞒的感情，显然是很难发现的。尽管如此，人们还要
对他人作出适当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培养更加敏感的感
情感知能力。很明显，相应的学习过程很早就开始了，因为早在小学阶
段，中国的孩子就比澳大利亚的同龄孩子更为明显地表露出元情感。
（Markham & Wang，1996）



在一种文化中，需要表现哪种情感，它们在某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表
达，以及哪些情感不宜在人前表露，都取决于各自的情感表达规则。
（Ekman et al.，1987）比如，在亚洲的许多国家，一个人死了，他的亲
戚朋友显得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相信，人死之后就是摆脱了人世间的痛
苦，在彼岸世界幸福地获得新生。相反，在基督教主宰的西方文化中，
人们在葬礼上要表现得痛不欲生。他们这样表达悲痛之情就是告诉别人
自己的生活状况。此外，有时观察者不顾自己的文化方面的表达规则，
比如，在痛不欲生的人面前，不合事宜地讲笑话。表达规则还决定人们
对味觉和嗅觉的反应。比如，有些菜肴会使大多数中国人感到兴奋，却
会使很多欧洲人感到恶心。比如，一个欧洲客人想要通过自己的脸部表
情告诉自己的中国朋友，对不起，不要过于盛情地请我吃桌上的饭菜，
主人是否能够理解这一点，只能取决于他是否能多少知道一点根深蒂固
的情感表达规则。

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规则同样也决定所表达的情感的强度。
在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国家中，人们脸部表达悲伤的表情要比中欧国家的
人们强烈得多。相反，英国人的情感总的来说很少外露，人们称之为英
国式的“含蓄”（understatement）。在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文化中，形成
了一种情感表达规则，根据这种规则，在父母亲表现出兴奋、激动或震
惊的场合，年轻人表露自己的情感是不相宜的。在相应的场合，年轻人
必须保持“克制”（cool），以便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是完全能够控制和
压抑自己的情感的。在通常情况下，不同性别的人也不能遵循同样的情
感表达规则。（见第446页）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规则是潜在冲突的根源。在文化背景
不同的人聚会时，由于存在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而相互之间又都不了
解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有可能发生冲突。比如，在通常情况下，美
国人往往比德国人会笑。这两个国家的人对于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
不该笑，有明显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不同的学习经历可能导致相互误
解。比如，进行商务谈判之后，美国人经常认为，德国的谈判对手冷漠
而保守，而德国人则认为，美国人表面上笑容满面，真实的情感却深藏
不露。（Hall & Hall, 1990）日本人也用满面笑容来掩饰不快的情感。
下面这件事情就可以证明，从中也可能产生误解：

在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学生学习东道国语言的课堂上，发生了这
样的冲突：在一次讨论中，一名阿拉伯学生正在介绍自己祖国的传统。
他在介绍中的一个细节让一个日本学生觉得不愉快，这个日本学生作出
了一个典型的日本式反应：微笑。阿拉伯人看到这种表情后质问日本
人，阿拉伯的习俗难道有这么好笑吗。被质问的日本人此时不仅感到不
愉快，而且明显感到受了侮辱。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笑容满面。



不过此时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屈辱感——真是他的不幸——只能假笑了。
阿拉伯人也同样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他走向日本人，怒不可遏地揍日本
人，直到老师劝阻才住手。（Tavris，1989）

这个阿拉伯学生显然认为，这种微笑始终是一种讨厌的感情流露。
这种理解也是达尔文和艾克曼得出的结论。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微笑
需要有某种社会环境，而且在这种环境存在某种诱因。比如，人们微
笑，是想向同伴传递某种讯息。因此，在打招呼时展露的笑脸不一定表
示这个人真的心情愉快，而是告诉对方：“我很友好”，或者“我希望我
们能彼此友好相处”。那个阿拉伯学生显然不了解感情表达的社会功
能。日本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同学可笑才笑，而是因为他想把自己祖国的
文化背景下的人都能理解的信息告诉在场的同学。一个观察者通常如何
才能知道某种肢体语言要表达的意思呢？他可以从情感的表达规则中得
到答案。那个阿拉伯人肯定不了解日本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规则。信
息框9.4将介绍一个悲惨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两位政治家都以自己的
情感表达规则为取向，却都不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信息框9.4

政治家轻视不同文化的表达规则会引发战争吗？1991年1月9
日，为避免因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爆发战争作最后的努力（“争取
最后的和平机会”），伊拉克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在日内瓦举行
会谈。陪同阿齐兹参加会谈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同母异父兄弟。
贝克试图说服他的阿拉伯谈判对手，只有萨达姆·侯赛因下令立刻
从邻国撤军，美国才不会进攻伊拉克。



插图9.15　1991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伊拉克外交部长塔利克·阿齐兹举行会谈，以避免因萨达姆·侯赛因下令突袭科威特而爆发战争作最后的努力。

根据文化人类学家哈里·特里安迪斯的描述，此次会谈的关鍵
时刻是这样发生的：贝克向阿齐兹声明说：“如果你们不采取行
动，我们就要向你们发动进攻！”（Harry Triandis，1994）美国国
务卿说这样的话，就是以所有西方特色的外交官都能理解和运用的
表达规则为取向：简单、清晰、镇定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贝克没有
对自己的谈判对手大声叫嚷，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指手画脚。相
反，萨达姆兄弟的表现则完全像一个典型的伊拉克人。他特别注意
贝克的肢体语言，他以阿拉伯的表达规则为取向，表达正常的交往
形式。谈判结束后，萨达姆的兄弟立即打电话，根据自己的印象将
美国政府所持的立场告诉独裁者：“贝克根本没有发火。”他还说，
美国人只想会谈，并没有准备发动进攻。根据这一点，萨达姆就指
示他的外交部长，继续保持强硬态度，不作任何让步。美国外交官
和阿拉伯外交官之间产生的误解导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数以
千计的人死于这场战争。

有些政治观察家推测，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听信特里安迪斯的描
述，反而认为美国人为了解放科威特而极有可能发动进攻。但是，这位
独裁者估计美军只会动用比较弱小的武装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及其装备
必须经过远距离运送。萨达姆认为，他的由12万士兵组成的共和国卫队
能够迅速击败这些敌人。伊拉克统治者据说毫不怀疑，华盛顿在遭到军
事失败之后，就会承认自己对科威特的占领。当然，同样存在这样的可
能性，萨达姆·侯赛因由于贝克的外交表演而低估了美国人的决心。



男女不同的表达规则。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喜欢比较强烈地
表达自己的感情（Ross & Mirowsky, 1984）；另一方面，她们也愿意在
公共场合向别人表达害怕、悲痛或者孤独等负面情感。（Cherulnik,
1979; Hacker, 1981）哭泣被视为“不大气”（Vingerhoets et al.，2000）。
男人的“不大气”的情感至多只能同自己所爱的女性倾诉，而不会向同性
朋友倾诉。总之，男人在同女朋友或妻子的亲密谈话中会叙述自己的强
大，而不会叙述自己的忧愁和软弱。（Peplau, 1983）不管男人还是女
人都会有感到孤独的时候；但是女性更容易同自己信任的人谈论自己的
孤独。（Borys & Perlman, 1985）由于共同决定这些行为的规则不是遗
传因素决定的，所以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掩饰情感的表达规则。归根结底，表达规则还要求通过表达其他的
情感来“掩饰”某些情感。比如，给美国和日本的测试对象放映诸如截肢
或其他外科手术这类带有恐怖情节的影片，同时悄悄拍下这些观众的脸
部表情。如果日本人和美国人单独看这样的影片，那么，他们的表情相
同：对影片描述的情境感到厌恶和恶心。但是，如果在放映现场有一位
科学家，那么，日本人就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代之以微笑，因为他
们遵循的表达规则是：有权威在场时，不能表露任何负面的情绪，以免
冒犯权威。在这方面，日本人明显会情感表演。

情感表演。尽管非常讨厌一个人，但出于礼貌往往还要对他笑脸相
迎。如果一个人必须表达自己实际上根本没有感受到的情感，而且要向
别人表达出与现实情境相适应的情感，这就是情感表演。（Hochschild,
2003）特别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估计他们在直接接触顾客的时候都
能表现出积极的情感，比如，空中小姐对乘客必须友好，即使这个乘客
举止傲慢，态度蛮横；人们对教师、护理人员、警察和售货员也提出同
样的要求。（Zapf et al.，1999; 2003）比如，护士面对可怕的死人场面
必须保持镇静。（Strauss et al.，1980）在国际对话或商务谈判中，人们
接触很多，这些人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好感，甚至可能相互反感。但是
理性要求，要想取得积极的结果，就要“逆来顺受”。这样“伪装”情感或
者掩饰真正的情感难道就不会被对方发现吗？



插图9.16　微笑是对客人热情周到的表示，是很多服务行业的雇员的职责，即使与实际的内心感受不合拍，也必须装模作样。

9.4.5　“伪装”情感的可能性

出于私利伪装情感。日本人是因为相应的文化背景下的表达规则，
出于礼貌掩饰某些情感，而骗人的把戏则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础。罪犯
想方设法给法官留下无辜的印象。唯利是图的商人使出浑身解数，“力
劝”顾客买下价高质次的商品。有些人显然比另一些人更能表演这种欺
骗的把戏。比如保尔·艾克曼证明，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表演
者”，“他毫不费力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伪装负面的情感”。（Paul
Ekman, 2001）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希特勒拜访英国首
相张伯伦，并向他保证，无论如何要避免战争的爆发，而这时德国军队
已经开始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两位政府首脑是通过翻译进行会
谈的，所以张伯伦不可能注意希特勒的语言表达，而这些表达也许已经
表明他在说谎。

观察家发现伪装的情感。在社会交往中，重要的是能够正确估计
他人传达的信息中的真实内容，虽然后果不会总像那些通常擅长伪装情
感的独裁者们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是，通过仔细的观察也不能看穿
别人的“假面具”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深信，在这方面，再高明的表
演也会露出破绽，因为他断定：“只要有眼睛看、有耳朵听的人，就能



相信尘世的人不能掩藏任何秘密。即使嘴上不说，手指尖也会说；每一
个毛孔都会泄露他的秘密。”（Freud, 1905）

例　子

一个游客的箱子里装满了走私品，他却对海关官员说，没有什
么东西需要报关，他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或类似的情况下，一个人
能伪装吗？对机场安检的调查表明，不管是训练有素的海关官员，
还是一般的观察家，除了偶然发生的机会，都不能鉴别旅客是否夹
带了走私品。（Kraut & Poe，1980）即使为了更有效地甄别谎言进
行特别的训练，收效也微乎其微。（Kassin & Fong，1999）

插图9.17　阿道夫·希特勒被视为伪装情感的高手。可能因为这一“天赋”，他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骗过了其他人，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张柏伦。

但是，既然大部分人真的都无法在别人面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
那么就可以发问，人们的真实情感是由于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暴露出来的
呢？如果想透过表面现象洞察一个人，那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呢？

保尔·艾克曼和华莱士·弗里森给女大学生放映上述带有恐怖情节



（见第446页）的影片。这一次，实验者在放映结束后面向测试对象，
调查他们看到的影片内容。（Ekman & Friesen, 1974）在调查中，邀请
其中几位女大学生进行伪装，假装她们刚才看到了美不可言的情节。在
调查过程中，拍摄下了她们所有的举止。然后，向观众放映这些画面
（无声的），让他们说出，哪些女大学生说的是实话，哪些是在受命装
模作样。事实上，大多数观察家都能发现，哪些女大学生在说实话，哪
些在装模作样。而艾克曼和弗里森感兴趣的只是，扮演者的哪些肢体语
言暴露了自己的秘密。有些观察者是从脸部表情，有些观察家则是从体
态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肢体的各部分都以同样的方式传达真情吗？略加
判断就能否定这个问题。脸部表情提供的讯息明显少于身体的其他部
位。这一结果让人意外，因为艾克曼认为，人的脸部表情无疑比身体的
其他部位更能表达情感。（Ekman, 1980）他认为，在相应的肌肉活动
的帮助下，脸部表情毕竟可以表达大约7000种不同的表情。如果不信自
己的一般印象，而是相信特别精确的测试，那么从脸部表情还可以发现
什么呢？不久以后，艾克曼再次从档案中提取了那些看过带有恐怖情节
的影片的女大学生的表情录象。（Ekman, Friesen & O'Sullivan, 1988）
在她们伪装的笑容背后，难道还有暴露的暗示吗？艾克曼经过仔细检查
后发现：女大学生们虽然在真实地微笑，同样在假装回答，但她们微笑
的方式有细微的差别，只要仔细对照插图9.18的图片，就可以发现这些
差别。



插图9.18　不同条件下的笑容。哪些笑容是情感的真实反映？

插图9.18左上图是唯一表现真实微笑的图片。在其他图片上，测试
对象都力图装出愉快的样子，虽然她们在回答关于这部内容让人恶心的
电影的问题。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她们的笑容还含有其他的情感。
在右上和左下的图片中，嘴唇都略微上翘，暗示厌恶的情感。在右下的
图片中，双唇紧闭，表现悲伤的情感。艾克曼的例子表明，“伪装”情感
的人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这一发现是在利用了电流图的实验
方法以后取得的。

出于礼貌隐藏真实情感。艾克曼的测试对象也许要问，为什么让
她们向别人作假说，在影片中看到了妙不可言的情节，而这些情节真的
非常恐怖。毕竟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也没有什么理由这样伪造自己的
印象。如果人们不想为了礼貌而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那么，在日常生
活中会经常会遇到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情况。收到一件小礼物，自己并
不喜欢，但是却不能向赠送人表露这种情感；有人家请客，饭菜并不可
口，但不能给主人留下自己不喜欢的感觉。

人们能够同样很好地向别人掩饰自己对饭菜的不喜欢吗？托马斯·
吉洛维奇致力于回答这一问题。他让测试对象尝尝并不太好吃的东西，
同时要求他们，不要说出真实的体验。测试对象的努力掩饰能成功吗？
测试对象相信，观察者会发现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事实并非如此。测试



对象屈服于“被看透的幻觉”（英语：illusion of transparency）：他们以
为，自己的私人想法和情感比实际情况更容易被他人看穿。（Gilovich
et al.，1998）研究人员不用特别的仪器，就能发现测试对象的伪装。使
用特殊的技术设备能够更容易发现伪装吗？

使用电流图测量不同的情感体验下肌肉的本能活动。为了掌握肌
肉的本能活动及其同情感的联系，很多研究人员采用生理学的研究方
法，即采用电流图。将针（电极）插入面部肌肉的各个部位。然后请测
试对象看诸如能够引起积极和消极情感的图片。由肌肉中的面部神经引
起的活动显示在屏幕上。使用这种方法，比如可以发现，愉快和好奇等
正面情感能增强面颊肌肉的活动，而生气、焦虑和恐惧等情感能刺激额
头和眼睑的肌肉的活动。（Dimberg，1990；Tassinary & Cacioppo，
1992）使用电流图还可以证明，在肌肉活动的层面上，真实的微笑和伪
装的微笑之间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两种不同笑容之间的区别。保尔·艾克曼发现，一个人遇到到真正
开心的事情时，就会双颊上扬，露出微笑，以致眼睛周围的皮肤起褶。
相反，尽管人们根本没有这个兴趣，还要让他们进行情感表演，让他们
想法微笑，但是面颊肌肉不会上扬至眼睛周边，而其他肌肉同时则会使
嘴唇斜着向上。（Ekman & Davidson，1993）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在假装
微笑时也能使眼睛周围的肌肉一起活动，因此，只要仔细观察，就能识
别大多数人的伪装的情感。（Frank et al., 1993）莎士比亚显然早已认识
到，有些人非常善于伪装，因为他在话剧《亨利四世》第3幕第2场中让
格罗斯特公爵说：

我还可以笑，笑着杀人，
向深深伤害我的东西大喊“好”，
脸颊遍布着被迫的泪水，
我的脸能够适应各种情况。

人们又将真实的微笑称作“杜胥内笑容”，因为法国人杜胥内·德波
洛涅是第一个对上述两种微笑加以描述的科学家。当然，不只是面部表
情透露人的情感，身体的其他部位也被视为“情感的窗口”。



9.5　通过体态和手势社会地传达情感

无需语言的理解：肢体语言。人们不但可以通过表情展露情感，
而且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活动推断出别人的情感。温南德·迪特里希得
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他在两名职业舞蹈演员的身体上安置了
13盏小灯，然后让他们在开动的摄影机前跳舞，表现恐惧、生气、悲
伤、喜悦和惊讶、反感等情绪。然后迪特里希让大学生们观看录制的舞
蹈录象，学生们毫无困难地就能指出每一个舞姿所表现的情感，何况他
们只是在黑暗中看到灯光。（Dittrich et al.，1996）舞蹈只不过是肢体
语言的一种形式，因为人们还可以通过站、坐、走和打手势的方式，通
过身体姿势（伸展还是蜷缩），将有关自己的感觉的信息告诉观察者。

普遍的和特殊文化背景下的肢体语言。同表情一样，有些肢体表
达形式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理解。一个欧洲人在某个国家旅行，他高兴、
恼火、愤怒和忧愁的情感，这个国家的人都能看出来。（Buck，1984；
Matsumoto & Juang，2004）同样，一个人如果步履缓慢、身体前倾、脑
袋低垂，那么，不管什么文化背景下的人都能看出他的悲痛心情，一个
人受到打扰后产生沮丧的身体信号也能到处得到理解：避免直接的目光
接触、羞怯的微笑、头部和肩部的一些运动等等，印度、日本和美国以
及欧洲的人都了然于心。（Keltner & Anderson，2000；Keltner &
Buswell，1997）然而，许多肢体表达特征是与各自的语言和文化相关
的。

例　子

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的一部分）背景和他的肢体语言之间有着
密切的联系，这可以从描写纽约市长（1933-1945）菲奥雷洛·拉瓜
迪亚的多语种资料电影中得到证明。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的先辈是
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他长年从事外交活动，能说流利的依地语、德
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观察者能从关掉声音的电影片断中，知道这
位前市长说的是哪一种语言吗？事实上这是可能的，因为非语言的
信号，即活动方式、姿态和眼神都能给观察者提供足够的暗示。双
手划圈是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标志性动作，却不是美国人的特点。

表示喜爱和厌恶的非语言的肢体信号。人与人之间存在程度不同
的感情；有人觉得某些些人很亲近，是因为对他们产生了友谊甚至爱
情，而对另一些人则没有好感，甚至只有反感。通过对社会情境的观



察，也能够发现这种程度不同的感情吗？

信息框1.1

请您观察您的朋友，他们在社会交往中有哪些非语言的信号：

——他们和所接触的同伴之间有多大的空间距离？
——同他人发生身体接触吗？
——是否含笑注视对方吗？
——同伴之间有目光接触吗？这种接触每次一般持续多长时

间？

肢体信号无疑能表明相互交往的人彼此感觉得到的好感程度，但
是，单独的一种肢体信号则不能充分表明某种关系的质量。比如，目光
接触首先就能表明这一点。眼睛经常被视为“心灵的窗户”，因为眼睛开
启内心感受的钥匙。当你遇到一个不是特别喜欢的人，你注视他的时间
很可能比注视另一个你感觉比较友好的人短一些。没有人能够像恋人
（还有母子）那样长时间相互对视；当然，仇人相见，双方对视的目光
也比较长。可见，如果两个人彼此对视超过几秒钟，那么，他们接着不
是相互倾诉衷情，就是想要对方的命。（Kleinke，1986）两个人之间保
持的空间距离通常也能表明彼此之间的感情。原则上说，在所有文化
中，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积极，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亲近。陌生人偶然
相见，双方之间的距离很少不超过一米，而朋友或初恋情人相见，彼此
之间的空间距离就几乎为零。当然，阿拉伯人、希腊人或法国人之间的
交往一般比美国人、瑞典人或瑞士人更接近（Sommer，1969），不管
在什么文化背景下，女人之间的交往比男人更接近（Sussman &
Rosenfeld，1982）

还有一个非语言身体信号是抚摸。抚摸普遍被视为友谊的象征，也
是性吸引力的象征。但抚摸同时也是支配和控制的体现。比如南希·亨
利发现，年长的男人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以抚摸女人或社会地位较低
的年轻人，反过来则不行。（Henley，1977）可见，研究人员如果试图
推断有关人员的情感和私人亲密度，就必须注意很多的非语言信号和各
种文化的特点，而且还应当关注社会交往发生的过程。

从缺乏沟通到变色龙效应。人们在交往中因肢体语言不同而彼此
留下不能沟通的印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尤其如此），这时人们就会
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感觉彼此不能正确理解。相反，相互交谈的人们如
果用手势和表情进行沟通，双方就能相应地达到互相理解与和谐。因



此，使用肢体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即求同存异的能力，是相互之间能
够很好理解的前提。（Bernieri et al.，1996；Bernieri & Rosenthal，
1991）如果不能进行或只能泛泛地进行这种沟通，那么就应当提高沟通
能力，因为人们非常喜欢模仿表情和手势。（见例子）

例　子

塔尼亚·沙特朗和约翰·巴奇让一个头脑简单的测试对象和一个
有意安排的测试对象（实际上是实验主持人的同事）一起做一道
题。（Chartrand & Bargh，1999）实验主持人的同事的行为有些怪
异，他不是抓耳挠腮，就是一只脚来回移动。主持人秘密观察了那
个头脑简单的测试对象，结果发现，他最后也做出同样的动作。后
来的调查表明，他并没有意识这是在模仿。在进一步的实验中，沙
特朗和巴奇请他们秘密安排的同事，模仿那个头脑简单的测试对象
的某些动作。这种模仿对头脑简单的测试对象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呢？他觉得这位同事比其他那些没有模仿自己的人更为友好，尽管
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模仿他自己。

假如两个人交往频繁，相识已久，相知甚深，那么，他们可能就有
很多共同的手势和其他表达方式；比如，在肢体语言方面会相互模仿。
正像变色龙会根据周围环境的颜色变化一样，他们也彼此适应；因此，
沙特朗和巴奇将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彼此模仿某些举止、姿态和表情
的行为，称为变色龙现象。此外，结婚日久、幸福美满的夫妻有很多例
子，可以证明变色龙效应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比如，丈夫正在眉飞
色舞地向几个朋友叙述某件事情，描述时的表情和手势都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这时，在一旁的妻子很可能会发现，她情不自禁地也会做出这
样的表情，尽管没有那么强烈。这是当事人无意识的模仿，因此他们之
间的沟通是没有任何意图的。这种模仿意愿很可能是在进化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如果向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作出高兴、悲伤或吃惊的表情，那
么，他很可能会凭记忆模仿这种表情。（Meltzoff & Moore，1989）这
种模仿可能是体现一种生存反射，（Izard et al.，1995）因为孩子通过
模仿增进同母亲的社会情感联系（见第75页及其下几页），并以这种方
式提高自己关心照顾那些无助的生命的意愿。这种早已存在的模仿倾向
可能是后来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因为模仿在一般情况下有助于人
们进行彼此交流。（Lakin et al.，2003）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个体之间
在模仿肢体信号方面的意愿或前提方面的差异，也许是一些心理学家称
之为为“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9.6　情商

五种基本能力。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两种智商，即人际交往能力
和内省能力（见第348页及其下1页），与有些心理学家所说的情商是一
致的。这个概念首次由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在1989-1990年发表的一
篇文章中使用，并通过新闻工作者丹尼尔·戈尔曼的介绍而举世皆知。
（Goleman，1995）有人坚持认为，情商由以下五种基本能力组成：

1．了解自己的情感。人们相互之间的区别在于，对自己的情感有
多少了解。不了解自己的情感的人，也就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你叫他
怎么知道与什么样的人共同消磨业余时间，特别喜欢什么样的汽车或者
决定选择哪一种职业生涯？不了解自己的情感的人，通常也大多内敛，
这反过来又对人际交往产生不利影响。

2．控制自己的情感。如果不会克制地表达自己的现实感情，那么
首先就会对人际交往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对上司的某个决定感到恼火，
那么，在某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咬紧牙关不开口”，“忍气吞声”或
者干脆把这件事“放到一边”，也就是说要想方设法控制自己的负面情
感。

3．自我激励。为了达到只有下定决心才能达到的目标，人们往往
就会千方百计地不让自己分心，（见第401页及其下1页）人们不能为了
小利而放弃远大的未来。

4．了解他人的情感（理解他人）。人们一旦具有很高的情商，就
有条件推断他人的情感、希望和需要，也知道应该对他们作出什么反
应。

5．与人交往的技巧。就是说应当估计到别人对自己会作出什么样
的情感反应。情商高的人，不仅能了解自己的情感，而且能很好地估计
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别人怎样的情感反应。

对情商的批评之声。丹尼尔·戈尔曼首先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其次
才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的代表作《情商》不仅销量很大，而且至少被翻
译成了30种文字。几乎所有的批评意见都认为，这个概念本身非常模
糊，与人的其他性格特征之间的关系很不明确。因此，迄今为止，戈尔
曼描述的能力尚缺乏经验基础。不过，人们毕竟还在致力于开发情商的
测量仪器。（Otto et al.，2001）当然，批评者在对情商这个概念的评价
方面是不同的。有些人认为，情商并没有包含传统的智商和性格测试所
取得的成果（Davies et al.，1998），这个概念完全是“倒退”、“误
导”和“多余”。（Schuler，2002）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概念至少是一
个有意义的研究假设，并承认它包含卓有成效地继续发展的论据。



（Schmidt-Atzert，2003）不管怎样，关于情商还是有正面意见的。
情商高，适应能力就强。有些作者认为，拥有高情商的人，也就

拥有了适应自身环境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良好条件。（Fisher &
Ashkanasy，2000）这样的人能够同他人建立密切的社会情感纽带，能
够自我克制自己的情感，从而能够更容易地防止过分的沮丧、恐惧和愤
怒，不急着去实现眼前的愿望，从而能创造机会达到长远的目标，所以
他们在生活中与那些在传统地理解智力方面超过自己的人相比，更能获
得成功。（Salovey & Pizarro，2003）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难道也是情
商越高，就越能取得成功吗？

了解他人的情感是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前提。研究人员并不非一开
始就拒绝接受情感这个概念，而是首先设法弄清这个概念，它是否包含
建设性的“具有探究价值的假设”，罗伯特·巴隆就是这样的研究人员。
他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企业家非常成功地创办了企业，雇用了
大量职员，而有些企业家的努力则完全付诸东流。巴隆提出的问题是，
企业家努力的成功与否，难道也是由情商所决定的吗？巴隆反复证明，
学习能力强，能“读懂”他人情感，而且能很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人，
与那些这些方面能力不那么突出的人相比，具备更好的条件在经济上获
得成功。（Baron，2000；Baron & Markman 2000）如果这两种能力与
情商有关系——这尚待进一步验证——，那么，这也许可以间接证明，
情商可以决定企业家努力的成功与否。将情感引入科学研究这一点证明
——情商这个概念的批评者也会不得不承认——不是“哗众取宠”。



10　社会过程心理学

“小世界”问题。如果学生们每人收到教授的一封亲笔信，委托他们
将这封信转交给某个人，而这人住在500公里以外的一个学生们从未去
过的城市，那么，学生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信封上只有收信人的
名字、地址和职业。但是，学生们不得直接通过邮局将信寄给收信人，
只允许通过朋友或本人叫得出名字的熟人——当然也不得通过邮局——
传递。这封信必须在一个人一个人之间“漫游”，最后到达“目的人”手
里。这封信要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最终到达预定的收信人手里呢？

斯塔利·米尔格拉姆是因研究服从命令而闻名天下的心理学家（见
第390页及其下1页），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而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说
明，收信人——住在美国——距离信件的第一个传递人2400公里，而且
属于不同的种族。（Milgram，1967；Korte & Milgram，1970）按照所
说的传递规则，信件传递的成功率如何呢？令人意外的是，五分之一的
信件都到达了目的地。信件通过个人的朋友和熟人传递多半都会取得成
功。信件传递通常只需要七个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可以使两个互不相识
的人（第一个发信人和最后一个收信人）取得联系。人们实际上是生活
在一个小世界（small world）。米尔格拉姆的结论能说明什么呢？

本章概览。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张社会的关系网中，通过这张网认识
很多人，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其他更多的人则是熟人；而这些人又认
识其他的人。很明显，每个人只需要通过七个社会“环节”就可以与成千
上万人取得联系。但是，这些联系是如何建立的呢？社会心理学家解释
说，这首先取决于社会的感觉，偶遇以后是希望进一步发展关系还是保
持距离。一个人在与人实际接触之前即已形成的态度，也是能否形成实
际的社会交往关系，与一个男人／女人的交往是否会产生好感、友谊抑
或爱情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社会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它在社会情感方面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特征如何决定社会的交往过程，这些问
题将在下面予以详细描述。



10.1　社会的感觉

社会感觉是理解他人的过程。白天去大城市繁华的商业街，人们
会看到很多人，对他们的相貌大多只是一瞥而过，因而只看到一个大
概。但是放眼看去，就会看到别样的情景：人们与一个人或几个人是直
接互相接触的，比如，一个行人走过来请求帮忙（“您可以把这张纸币
换成硬币吗？”），或者你在观望某个行人，想问他一个问题（比
如：“您能告诉我附近哪里有邮局吗？”）。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这
样的情景：人们都想很快地找到可能的或实际的接触对象。进化心理学
家认为，判断他人的能力很可能是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如果人类能够迅
速而有效地识别，哪些人可以成为朋友，哪些人可能成为敌人，谁值得
信任，谁不应该信任，谁可以帮助自己，谁充满恶意，那么可以大大增
加生存的机会。人类在生活的初期，都是以小群体生活的，每个群体大
约只有40-100人。（Flohr，1987）为了能够生存，他们当时根据规定，
可以信赖自己的群体，能被自己所属群体的其他成员所接受。相反，人
们认为不认识的人始终是危险的，他们会危及食物储备和自己的生命。
（Barkow，1980）能够迅速了解他们和他们可能的意图，无疑是一个生
存的优势。

构思给一个人画像，可以比作侦探侦查犯罪事实的工作。侦探寻
找罪犯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有时还需要询问证人，以便从所有单个的
信息中获得犯罪过程的全貌，找出犯罪嫌疑人。同侦探一样，人们在印
象形成的过程中阐释用词和行为，以便将这些信息拼合成尽可能协调的
整体。

社会感知过程的质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他人的印象，在
多数情况下能促成社会交往的没有矛盾的过程，由此可见，印象不可能
都是错误的。社会感知过程真的能够有效地形成印象吗？为了回答这个
问题，纳利尼·阿姆巴迪和罗伯特·罗森塔尔拍摄了13个优秀女大学生助
教上课的过程。（Ambady & Rosenthal，1993）然后，两位研究人员分
别从片子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剪下各10秒钟的镜头。接着再将剪辑的片
子放给其他学生看，请他们就这13个他们不直接认识的“女老师”的自信
性、主动性、社会情感等方面作出评价。根据总共30秒的教学工作所作
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自始至终在班上参加听课的学员作出的一
般评价。因此，只需很短时间的观察就足以获得对他人的比较准确的印
象。

怎样才能比较快捷和准确地对他人作出评价呢？长期以来，许多社
会心理学家认为，理解他人的过程，同对物理事件的感知过程是一致



的。但是，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日益频繁地动用那个认知心理学家在
记忆研究中使用过的公式化概念。（见第287页）当然，首先必须收集
关于一个人的信息，并加以整理，以便将他“归类”，然后找出适合他的
公式。

10.1.1　社会公式及其功能

早在第六章就已经指出，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看法，人类关于某一
事实的知识是经过分门别类、以抽象的形式加以存储的。比如存在“凳
子公式”、“书籍公式”和“餐馆公式”，同样，社会心理学家以社会公式
的存在为出发点。怎样感知他人，社会公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某人
经过多次交往后形成的认识，被称为个人公式。在第一次接触时，人们
以从间接观察获得的信息中得到的公式为导向；这种公式被称为程式。
程式对第一印象的形成起很大作用。

程式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遇到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尽管如此还有
这样的情况：对一个人保持亲近还是疏远，需要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
那么，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启动自我体验

请您设想一下，您登上一辆公交车（比如地铁、城铁和公共汽
车），发现有很多空位。如果您想坐下，那您无论如何得与某个陌
生人坐得很近。在您作出决定之前，会注意哪些外部特征？您作出
一个决定需要多长时间？您估计那个坐在您旁边的人是什么身份，
根据您的判断，其他那些您不愿意坐在旁边共度旅程的人，又有哪
些特征呢？

用公式化目标对他人进行分类。一个人开始与完全陌生的人进行
社会交往时，首先要非常快速地将其“分类”，以便“选择”适合他们的公
式；从其他的信息中可以提取这样的公式。

注意表面特征。一个人与他人初次见面，多半会注意容易观察到的
一些表面的身体上的和非语言的特征。（Park，1986）比如，人们很可
能首先关注对方的性别，判断他的年纪，注意他的肤色、穿着、姿态等
等。这种对表面特征的观察和加工是无师自通的，因此，这一有根有据



的过程可以迅速地、自动地完成，而人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Fiske &
Neuberg，1990）根据这些观察到的信息就可以将人进行分类，这种分
类被称为“社会分类”：比如，将一个人归入“女人”、“青年”、“手工业
者”、“犹太人”、“亚洲人”或者“老人”这样的社会类别。因此，比如人们
在登上公交车，寻找一个适当的座位时，就会“询问”自己的公式，“士
兵”、“黑人”和“朋克”哪个是自己合适的座伴。

印象形成的过程通常不是与将人们分门别类同时完成的。与每次分
类相联系的是对已经归类的人的个性特征，还有能力和动机等方面的认
识。这样的认识主要不是基于个人的经验，而是舶来品，因而就是公
式。（Hilton & von Hippel，1996）

公式使思维简单化。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特别强调“公式”这个
概念。（Walter Lippman，1922）他是从当时仍然浇铸入模的活字印刷
术推导出这个概念的。根据这个观点，人也具有认知形式，即预先完成
的想象图，这种想象图可以移植到作为某个特征的载体被归入这个类别
的每一个人身上。如果只遇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些特征的载
体，比如她具有女性的特征，因此她就被归入“女人”一类，前提是“选
择”合适的公式——“女人”，将其内容“浇铸”到眼前的人身上。

比如将一个人归入“女人”一类以后，那么就可以根据流行的公式赋
予其以下特征：美丽可爱、善解人意、热情大方、多愁善感或低三下
四。（Williams & Best，1990）而根据性别公式推断是一个男人，他的
特征也许是争强好胜、支配一切、强壮有力、专横跋扈或特立独
行。“公式是赋予某些社会集团成员的可被感知或假定的特征。个体通
过公式，主要是根据明显的特征，将另一个个体归类，并赋予其大多不
太贴切的特征。”（Ludwig，1991）人们一旦选择了一个公式，那么他
首先对这个公式，而不是对眼前（尚不熟悉的）这个特殊人物的特征作
出反应。因此，公式允许它的载体走认知的捷径，以便消化吸收社会各
界的大量信息。由于将别人公式化只需耗费很少的精力，所以毫不奇
怪，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偏爱动用现成的公式，试图通过这样的公式
获得第一个总体印象，特别是在非常忙碌、没有时间的时候（Gilbert &
Hixon，1991；Pratto & Bargh，1991），在喝醉酒的时候（von Hippel et
al.，1995），或者在认知疲劳的时候。（Bodenhausen，1990）

对社会各界的简化的感知。人们通过自己的外表、言谈、姿态和
表情所表达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如果感知者对这么纷繁复杂的信息不会
整理，不具备处理这些信息的认知的简便法则（启发式）（见第328
页），他就会陷入混乱。（Gilbert & Hixon，1991）所有的公式都是如
此，同样，公式也能使人简化对复杂世界的感知。公式体现的是被归入
一个类别的所有人的共性，而不用寻找某个人的特性和个性；如果以公



式为导向，那么就会犯过分普遍化的错误：“女人是多愁善感的”，“意
大利人容易冲动，充满激情和生活乐趣”，“失业者都是懒鬼”。但是，
分类又会缩小一个群体内部的个体间的差别，同时也会缩小类别之间的
差异。（Miller & Prentice，1999；Stangor & Lange，1994）

快速而自动地将别人归入“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人们可能只
根据公式去评判初次见面的人，或者相反，努力去了解他的全貌。选择
什么方法去了解他人的全貌，还取决于这个人公认为属于“我们群体”还
是“他人群体”。人们对之认同、有归属感的群体，被称为“我们群体”；
比如说“我的祖国”、“我的宗教”、“我的”或“我们的运动俱乐部”、“我
的”或“我们的公司”，表达的就是这种“我们群体”的归属感。不属于我
们群体的人，被称为他人群体；人们脱离他人群体，不认同其目标，称
他们为“他人”。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本能地区分敌友（“自己人”和“外人”）的
倾向，可能早在人类发展中就作为适应性优势表现出来。在乘坐城铁的
时候，人们可能不愿意坐在一个不是“自己人”的人旁边。原因在于对我
们群体和他人群体的成员的不同评价。

自我公式和异己公式。我们群体的成员都会遇到善意的目光，这体
现为附带很多正面特征的自我公式。人们将异己公式强加给他人群体的
成员，并赋予他们很多负面特征，认为他人群体内部的成员都是一个
样：只要说到“他人”时，就会说“他们都是一个样！”，而只要说到“我
们的人”，就会说得事无巨细。当然，我们群体的成员对于个性化的倾
向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比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
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一个群体
的和谐会得到非常尊重，因此亚洲人更注意我们群体内部的和谐一致。
（Páez et al.，1998）人们将这种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明显
存在的、认为他人群体的成员比属于“我们的”人相互之间更相似的倾
向，称为奥斯特朗和塞蒂基德所说的“他人群体同质性效应”（英语：
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Ostrom & Sedikides，1992）

公式是社会适应过程的诱因。借助于社会分类法和他人群体同质
性效应可以说明，究竟怎样去了解别人。但是，公式也能对感知过程产
生影响。也就是说，从公式中可以推导出预期，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就
可以使他人适应这种预期；这个适应过程是通过自我可以实现的预言和
公式威胁完成的。

公式对感知和记忆的影响。大约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白人对黑
人采用的是非常负面的公式。戈登·奥尔波特和莱奥·波斯特曼给白人测
试对象看插图10.1所示的图片，图片描写的是一节地铁车厢中的乘客。
（Allport & Postman，1947）从图上可以看到一个穿西服的黑人和一个



手拿剃须刀的白人。在实验过程中，一个测试对象可以短时间观看这张
图片，然后向另外一个没有看过图片的人“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幅图的
内容。第二个测试对象必须将听到的内容口述给第三个人，依次类推，
直到转述到第七个人才告结束。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感兴趣的是，人口
相传的图片内容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插图10.1　戈登·奥尔波特和莱奥·波斯特曼为研究负面公式怎样改变感知这个问题而提供的图样。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发现，通过转述，图片的内容完全走了样。因
此，在实验进行到多一半时，最后一个测试对象所听到的是，那个黑人
乘客，而不是白人乘客手里拿着剃须刀，在有些转述中甚至说，那个黑
人拿着刀子作为武器，摆出威胁的架势。在很多实验中，所转述的内容
归根结底与当时流行的公式相一致，但是与所展示的图片内容相矛盾。
这个至少被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测试对象当作标准的公式，极有可能
使人作出决定：远离那个黑人乘客。这两位研究人员当时公布的结论如
今已多次得到证实。

例　子

苏珊·菲斯克在一项实验中放映一部描述一个女人的电影，菲
斯克向一部分测试对象介绍说，这个女人是服务员，向其他的人介
绍说，这个女人是图书管理员。（Fiske，1998）在影片中，这个女
人有一系列活动：比如听古典音乐、喝啤酒、看电视、和她的丈夫



调情以及吃巧克力生日蛋糕。当后来请测试对象凭记忆复述看到的
活动内容时，才发现，测试对象在回忆的时候也是以公式为导向
的：当测试对象认为自己看到的是服务员时，他们记得的多是同这
种服务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比如喝啤酒等；而在认为看到的是图
书馆员时，听古典音乐就成了被记得最清晰的活动。

公式的一项功能就是优先关注那些与公式的内容相一致的信息。关
于确认偏差的影响前面已经指出（见第329页及其下1页），由于这种确
认偏差，感知者首先提出那些能够证实自己现有知识的问题，而忽视那
些没有把握的问题。可见，在人的感知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曲解周
围环境中的事实和事件，使其与公式相一致。但是，公式不仅对感知过
程产生影响，而且还能以复杂的方式带来这样的结果：真正实现以公式
为依据的预期。

自我实现的预言。由于公式而产生预期，而这种预期还表现为行为
方式。马克·斯奈德及同事在一项经典研究中，请原来互不相识的男人
和女人进入不同的房间，让他们在那里彼此打电话。（Snyder et al.，
1977）在通话开始前给男人们看各自通话女伴的照片：给一半男人看的
是漂亮女性的照片，给另一半男人看的则是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女性照
片。女人说的话都被录了音，以便她们接着可以复述给独立的评判人
听。这些评判人既不认识这些女人，也不知道有她们的照片。结果表
明，评判人认为温和、友好的女人，正是她们的谈话男伴认为印象深
刻、有吸引力的女性，而那些被认为不那么温和与友好的、与男伴通话
的女性，就是男伴在照片上看到的“难看”的女人。这一结果表明，以为
在与有魅力的女人通话的男人，在提出问题和对各自通话伙伴的话语作
出的反应方面，总的来说也许好于那些认为在同没有吸引力的女人通话
的男人。可见，女人们的反应友好与否，也取决于自己男性通话伙伴的
言谈。显而易见，男人们通过预期作出了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且通
过这种预言对女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教室里通过观察可以揭示自我实
现的预言带来的令人难忘的结果，信息框10.1将介绍其中的几个例子。

信息框10.1

老师会区别对待“聪明的”和“愚笨的”学生吗？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生于德国，1933年移居美国，

他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请人们注意：实验者的预期可能对实验结果
产生影响。后来罗森塔尔后来回忆说，很可能“我在无意中以某种
方式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按照我对他们的期望行事。我在博士论文



中虽然没有证明这一点，但这是一种有待解决的假
说。”（Rosenthal，1991）后来，这一假说在他与学生一起进行
的、要求学生安排、实施和利用实验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此外，罗森塔尔还让学生作动物实验，要求他们在五天内观察
老鼠如何学习避开迷宫中的岔路，尽快地到达有食物作为酬劳的目
的地。罗森塔尔在实验开始时对其中一半年轻的实验者（其实是扮
演测试对象的角色）说，为他们挑选的都是“聪明的”老鼠，它们都
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他对另一半测试对象则说，他们用来实验的都
是“愚笨的”老鼠，一看就知道不会取得太好的学习成绩。其实这两
组老鼠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所有的老鼠都是罗森塔尔随机挑选的。
（Rosenthal & Fode，1963）

随后对实验记录的研究表明，负责用“聪明的”老鼠做实验的学
生在全部五天中记录的学习成绩，都好于那些用“愚笨的”老鼠做实
验的学生所作的记录。这种在年轻的“实验者”心中激发的预期肯定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各自的实验结果。而这种预期的结果显然就是
区别对待老鼠。比如，询问那些以为是用聪明老鼠做实验的“实验
者”，他们回答说，他们对待老鼠越来越温柔。从此开始了“预期效
应”的讨论。罗森塔尔得出结论说，如果实验者仅仅通过自己的预
期就能改变这些啮齿类动物的学习行为，那么，教师的预期影响学
生的成绩也是可能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插图10.2　罗森塔尔告诉一些学生他们实验的老鼠“非常聪明”，从而激发他们（并不正确的）预期，而告诉另一些学生他们的老鼠“非常愚笨”。最后那些想象中
的“聪明”老鼠果真比“愚笨”老鼠取得了更好的学习成绩。仔细的测验表明，“实验者”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不同预期对待老鼠。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罗森塔尔和一位女同事一起访问了一所小
学，以便在几个年级进行测试。（Rosenthal & Jacobson，1968）他
们对老师们说，测试结果可以说明学生们将来的成绩。研究人员很
快回来，告诉各个年级的老师，根据测试结果，一些（实际上随机
挑选的）学生将来有望取得好成绩。学年末罗森塔尔再次进行了测
试，这时他发现，他原本随机挑选的学生，主要是低年级的学生，
与其他同学相比真的取得了相对大的进步。罗森塔尔证明的预期对
行为的影响也以皮格马利翁效应闻名于世。（根据希腊神话传说，
皮格马利翁是一位艺术家，爱上了自己雕刻的美女雕像，应他的请
求，女神阿芙洛狄忒赋予雕像以生命。）后来的研究证明，老师们
对待那些自己寄予较高期望的学生，往往不同于那些期望较低的学



生。比如，能力较强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表扬；而且老师
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营造更为温暖的社会情感氛围。此外老师经常请
这样的学生回答问题，因而有更多回答问题的机会；如果他们回答
不了，老师也宁愿换一种问题的提法，而那些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
就没有这种待遇了。（Jussim，1989；Jussim et al.，1996；
Raudenbush，1984）在父母和孩子、医生和患者以及雇主和雇员之
间也存在皮格马利翁效应。（McNatt，2000）

公式威胁。根据罗森塔尔的研究，拥有较高社会权力的人（比如老
师）可以向社会权力较小的人（比如学生）表达能推导出预期的公式信
念，以致让他们实现这样的信念。克劳德·斯蒂勒注意到，还有可能实
现以公式为基础的预期。（Claude Steele，1977）一些黑人和白人大学
生被某所精英大学录取，这已经证明他们非常优秀。他们应邀参加斯蒂
勒主持的一项非常困难的语言测试。在开始回答问题以前，斯蒂勒对一
半参加者说，他想测试他们的智力能力，而告诉另一半参加者说，需要
回答的问题同智力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对结果的分析表明，如果学生们
按照斯蒂勒所说的这是智力能力测试的说法回答问题，那么黑人学生的
成绩明显不如白人学生。相反，他们如果认为这一测试同智力能力无
关，那么，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成绩就没有多少差异。（Steele
& Aronson，1995）怎么解释只有黑人大学生对这样的预示——自己参
加智力测试，成绩一定不会太好——作出反应呢？为什么当这些黑人知
道测试同智力没有关系时，他们的成绩就会好得多呢？斯蒂勒回答说，
成绩受到影响是由于“公式威胁”（英语：stereotype threat）。

某个群体的成员如果有这样的印象：有人将要根据不利于自己群
体、却被普遍公认的公式对他或她作出评价，那么就存在公式威胁。尽
管斯蒂勒选择精英大学生作为测试对象，但是其中一半是黑人，而很多
世代以来，公式都证明黑人的智力比较低。但是，只有一个原因影响成
绩，那就是黑人大学生在临考前想起了这个公式。还有一些研究已经表
明，一个人的成绩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考试时想起的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公式。

例　子

玛格丽特·施和同事们挑选一些亚洲女大学生，让她们解答数
学题。（Shih，Pittinsky & Ambady，1999）其中一组在测试开始前
要回答一些问题，让她们记住自己是亚洲人，并想起亚洲人的数学
能力高于一般水平这个公式。结果这组女生的成绩真的好于其他在



开始时未被提醒自己是亚洲人的女生。其他问题是要亚洲女生在数
学考试开始前想起自己是女性，从而想起女性在数学方面比较差这
个公式。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年轻的测试对象所取得的成绩不如比
那些在测试前没有被提醒自己是女性的学生。

如在考试过程中，考生想起负面的、可应用于自己的公式，就会影
响成绩，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约翰奈斯·凯勒就这个问题回答说，这
是遇到公式威胁时采取的一种策略，这样可以防止产生消极的成绩预
期。（Keller，2002）考生可能心里想：“如果我考得不理想，那都是我
的种族（我的性别）和我本人的错。”可见，人们一旦援引负面的公
式，这种公式就会使人不寒而栗，就会担心自己的成绩得到与这个公式
相关的预期的证实。这样引起的恐惧（“焦虑”）和紧张接着就会真的对
认知过程产生负面影响。（Osborne，2001；Quinn & Spencer，2001）
成绩差反过来又会得到这个公式的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能力和动机很
强的学生与那些能力和动机比较弱的学生相比，受这种公式的影响往往
更大。（Wheeler & Petty，2001）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来说，“成绩”是
他们的自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与那些不那么看重大学（中
学）考试成绩的人更加看重源自公式的威胁。“女性没有数学天赋”这个
公式也是如此：一个女人越是认同自己的女性角色，她就越容易受到公
式威胁的伤害。（Schmader，2002）

人们在反复成为公式威胁的受害者以后，就会慢慢改变自我设计：
学业成绩不再能长期损害自我价值感。相反，一个抵御恐惧的策略就
是，不再去“认同”那个目标，即成为那个成绩最好的人；这种“不认
同”的后果是，成绩确实会下降。（Aronson et al.，2002）

是否可能避免或至少降低负面威胁所造成的糟糕影响呢？这个问题
事实上早有回答。比如，约翰奈斯·凯勒发现，他在说明考试的公平
性，即明确说明所进行的数学考试没有性别差异以后，10年级的男女生
之间在数学成绩方面的性别差异减少或消失了。（Keller，2002）年纪
较大的人情况也是如此，他们遵循的公式是，记忆力很差，经常忘事。
但是，如果在记忆测试前提醒老年人，老人有智慧，那么，他们能取得
很好的记忆成绩。（Levy，1996）儿孙们看到祖辈失去记忆，他们应该
进行自我批评，考虑一下是否是自己的过错。

如果认为很好地了解他人——哪怕属于他人群体的人——对于自己
的目标非常重要，那么，就不会仅限于通过分类和公式化去了解他人。
（Fiske & Taylor，1991；Macrae & Bodenhausen，2000）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考虑的是，自觉竭尽全力去认识这样的人的特点，得到关于他
们的尽可能好的印象。（Fiske，1993）对于那些对自己具有或者能够具



有特别意义的人，人们极有可能去收集尽可能多的、可以归纳为个人公
式的信息。

个人公式

在作出行为预言方面尽可能提高准确率。在同他人交往的基础上
形成可以归纳为个人公式的认识。个人公式涉及一定的已经有了较多接
触的人：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老师、朋友、领导或同事。对于可能
已经认识很长时间的人——比如自己的配偶或生活伴侣的行为——人们
可以根据各方面的经验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言：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知
道，他或她会对新环境作出怎样的反应。

面对改变个人公式的阻力。个人公式应当可靠，它能为人们同某
些重要的人物建立联系提供可能，甚至能避免同他们发生不愉快的矛
盾。如果这些人有“与其不相应的”，同时也有违长期经验的行为方式，
那么，人们首先不太想到改变与这些人有关的个人公式。如果一个被认
为一贯“非常可靠”和“非常守时”的女朋友某天迟到或无故没有赴约，那
么，人们首先会认可这种暂时的（“可变的”）状况，并不会直接追究她
应负的（“外部的”）责任，以便不改变——至少暂时不改变关于她的个
人公式。可见，人们只有以个人公式为依据的预期反复并以非常突兀的
方式落空以后，才会质疑并考虑改变个人公式的内容。这一点说明，归
因（Kausalattribuierungen）在社会感知中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10.1.2　个人感觉过程中的归因

人们不只是要争取得到关于别人的印象，人们都知道，与自己交往
的人说的话语所包含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往往关系到双方能否继续
交往。比如，当一个年轻男子恭维一个年轻女子的美貌时，她也许就会
问，他说的话是真的，还是为了创造条件，让她满足自己的要求；当一
个男子受到一个女子的戏弄时，他也许就会设法打听，她是真的对自己
有好感，还是在开自己的玩笑。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采用归因的方法
才能解释清楚。

通过实验证明非人领域的归因。在对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归因时，
人的倾向是多么明显，比利时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米乔特为此做了实
验，这项实验使用的材料非常简单，而且很容易重复。（Michotte，
1954）他使用一块硬纸板，在上面画上黑、灰两道线。（见插图10.3）
然后将硬纸板垂直挂在一根轴上，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罩子罩上；人们
只能看到一条水平的缝隙——在插图中为虚线。当人们透过缝隙往里



看，只能看到一截硬纸板；因此，观察者只能看到灰色的或黑色的方
块。慢慢绕轴转动硬纸板，观察者就能看到，方块沿着水平方向来回摆
动。

插图10.3　左图：硬纸板图示。硬纸板可以转动，通过水平的缝隙可以看到一截硬纸板。同时可以看到两个方块，这两个方块相继接近又彼此分开。（右图）

只要慢慢而匀速地转动硬纸板，就可看到A（黑色方块）似乎在向
B（灰色方块）移动，最后在B处短暂停留。观察者随即就能看到，B在
运动。只要A的接近速度快于后面B的运动速度，那么，看上去B的移动
仿佛是A引起的；米乔特的一些测试对象在解释自己的感受时说，B可
能对A很生气。相反，如果A慢慢接近，B快速离开，那么，测试对象就
解释说，B的移动是本能的逃避，可能是由于害怕A而逃避。观察者主
要是根据A和B之间的短暂接触得到这些印象的。相反，如果A和B接触
的时间长一些，那么，观察者就把所看到的东西解释为两者之间暂时的
协调，但是两者在交往的过程中总归会闹翻，最后分道扬镳。

考虑到归因是更好地理解行为方式的前提。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里
茨·海德第一个指出，如果社会心理学家不注意观察者们将哪些原因归
于人的行为，那么，他们只能非常有限地理解这种行为。比如一桩婚姻
陷入危机，能否持续下去，完全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解释（即归因）。
（Heider，1946；1958）如果妻子发现丈夫日渐冷落自己，她就会这样
想，他是否不爱自己了，或者是否工作太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陪
伴自己了。如果妻子将丈夫的行为归因于越来越不爱她，那么她就很可
能不会再努力去维持这种婚姻关系，而她“工作太忙”这种解释是可信
的，那就另当别论。（Bradbury & Fincham，1988）

海德确信，所有人都在忙于自己的日常工作，像“天真的”心理学家
那样行事，以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使人预知自己的行为。归因
理论的内容是，“路人”运用什么规则，将观察到的（自己的和他人的）



行为归于一种或多种原因；每次得到的（准确的或不准确的）解释对后
续行为产生怎样不利的影响。可见，人们之所以要进行归因，因为人们
在很大程度上想理解自己的经验。人们还想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以
便决定对别人的行为作出何种反应。毫无疑问，人们对所看到的事情不
会非要找到解释。比如，一个人汽车爆胎了，他站在车旁，这时他可能
首先想到的是，希望哪个司机能停下来帮忙；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
会不停地寻找原因，为什么没有车子停下来。（Ross & Fletcher，
1985）

确定内因和外因的规则。哈罗德·凯利深受海德思想的影响。如果
要将行为归于内部原因或外部原因，那么，就必须运用一定的规则。
（Kelley，1967）如何知道朋友推荐的电影是否真的好看？凯利认为，
只有在进行详细了解以后才能知道答案。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注意三种
不同的信息：特殊性、一致性和一贯性。

特殊性。特殊性（英文：distinctiveness）取决于朋友对所推荐的电
影的评价有多么非同寻常和独一无二。这位朋友是一个觉得什么电影都
好看的人（低特殊性），还是他的这个评价有别于他对以前看过的电影
所作的评价（高特殊性）？

一致性。此外应当考虑，这位朋友的评价和其他人的评价之间有多
少一致的地方（英语：consensus）。这位朋友的推荐可能纯属个人看法
（不一致），而其他人都认为它不好。当然，如果其他人在看过电影后
作出与这位朋友一样的积极评价，那么就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一贯性。最后要注意评价的一贯性（英语：consistency）。所谓一
贯性就是，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经常表现出同一种行为，还是会对这种
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这位朋友在多次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总说肯定的话
吗（高度一贯）？他在第二次看过这部电影后不再推荐了吗（不一
贯）？

从插图10.4可以看出，人们在什么条件下用内因、什么时候又用外
因来解释所看到的行为。如果特殊性、一致性和一贯性都很高，那么，
根据凯勒的理论可以归于外因；相反，如果特殊性和一致性很低而一贯
性很高，就可以归于内因。



插图10.4　凯勒的归因理论兼顾特殊性、一致性和一贯性的信息。

凯利认为，人们在寻找表现出来的行为的原因时就像计算机的工作
一样，搜索和考虑可用的信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凯勒所揭示的规
则吗？人们通常确实是遵循这些规则的。（Försterling，1992）但是，
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且认知资源有限，特别是由于时间的压力，
所以总是设法以简化的方式行事，因而就可能犯错误。

归因过程中的错误

有益的归因。如果经常遵循凯利所揭示的规则，那么，就可以无误
地预知归因了。尽管运用这些规则需要时间和精力，但人们在进行归因
时实际上往往要依据逻辑思考。（Trope，1989）但是，有时候对人们
明显有益的是，满足于唾手可得的、而又无法得到充分证实的解释。比
如，在家里，儿子不打招呼就从妹妹的房间拿走便携式收音机。如果小
姑娘发现丢了收音机，可能马上就能猜到“嫌疑犯”是谁？

有些归因在某些场合明显比另一些场合有用。比如，一个学生带着
不理想的学习成绩回家，他想避免父母的批评，于是就提高上面所说的
（凯利所说的）一致性的程度，说自己班里几乎所有人成绩都不好。情
感和偏见对归因过程就像对一般行为一样产生影响。下面简单介绍归因
过程中的另外两个错误。

归因过程中的基本错误。李·罗斯称在归因过程中犯基本错误，是
观察者中广泛存在的倾向：在阐释别人的行为方式时，通常低估环境影
响的多样性，同时又高估内因的作用。（Ross，1977；2001）迹象表
明，这种基本错误是信息处理中的自动过程的结果。比如，看到别人在
楼梯上滑倒，多数人立即会想到这个人太笨拙。这起“事故”完全可能是
由环境引起的，但观察者自发地喜欢在个人身上找原因。（Van Boven
et al.，1999）当然，这种基本错误并非不能避免。（Sabini et al.，
2001）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有意识地再次分析这次归因，就可以防止
犯这样的基本错误，从而找到环境方面的原因（楼梯潮湿或太滑）。从



环境方面找原因可以说是信息处理中的控制过程的结果。（Gilbert，
1989）毫不奇怪，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在评判他人时犯这种错误，至少
在那些（以西方价值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文化背
景下，每个成员都对自己的命运高度负责。（Jellison & Green，1981）

插图10.5　争吵中的人往往犯归因错误。他们将“对方”的行为归为内因，而把自己的行为视为是环境影响的结果。使用这样的解释他们自己就很难解决冲突。

观察自我时喜欢从环境找原因。奇怪的是，人们在解释自己的行
为时，往往喜欢从环境方面找原因。做了好事就粉饰自己，而将自己的
失败归咎于环境。（Campbell & Sedikides，1999）一个人在楼梯上滑
倒，就可能指责楼梯太滑（即外因），而看到他滑倒的人则喜欢说他笨
拙。相互争吵的人还能提供很多例子，说明观察自己和他人时的不同归
因。（Jones & Nisbett，1987）正如下面的争吵片断所说明的，冲突双
方的不同看法很难解决冲突（Forsyth，1987）：

旁观者：你昨晚没有给我打电话！
行为人：我真的很忙，我要准备考试。
旁观者：你不再爱我了！
旁观者：你操心过洗衣服的事吗？
行为人：噢，这个事我忘了。
旁观者：你真没责任心。
行为人：这是真的，因为我确实在忙别的事情。

旁观者明显喜欢归于内因（缺少爱，无责任心），行为人则归于外
因（需要考试，忙于其他事情）。

为什么人们喜欢将自身的行为归于外因，把他人的行为归于内因
呢？这有很多原因：

——经常观察自身行为对环境的依赖程度。人们了解自己原则上
甚于了解他人。（Monson & Snyder，1977）每个人都在各种不同的环
境下看到过自己，从而体会到，自己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环



境。人们根据自身的经验知道，自己对他人也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对
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更确切地说，人们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观
察他人，如果感觉他人是友好的，就可能认为，他们一定比较友好。

——高度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是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存在一种非常
明显的倾向，即自认为是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而更愿意认为可以把
别人玩于股掌之上；最常见的是硬说他们自身有一成不变的内在原因。

——各种不同的关注点。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区别行为者和旁观者
的不同关注点。行为人，比如某个在楼梯上摔倒的人，首先关注的是周
围的环境（楼梯），找到自己能将摔倒归因于其的特征（也许发现那里
的台阶太滑）。而对旁观者来说，他关注的是行为人的行为（在楼梯上
滑倒“引人注目”）。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引人注目，所以琼斯和尼斯贝认
为，旁观者就倾向于将行为人视为事故的肇因。（Jones & Nisbett，
1987）

文化对原因感知的影响。迈克尔·莫里斯和彭凯平发现，英文报纸
对犯罪事实的报道集中关注罪犯的特征，而中文报纸对同类犯罪行为的
解释更关注环境原因。（Morris & Peng，1994）埃拉·诺伦萨扬和理查
德·尼斯贝证实，在以个人主义文化为取向的西方国家，人们首先认为
原因在个人，而东方和亚洲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首先关注的则是生活背景
或集体（Norenzayan & Nisbett，2000）；亚洲人认为，“人受着广泛的
社会关系的约束”（Choi et al.，1999），并受这种社会关系的比较强烈
的影响。（Ji et al.，2000）

有些人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但在一个由于其集
体主义文化的出身而具有责任感的家庭中成长，这样的人（双重文化背
景下的个体）在归因时是什么倾向呢？让这些人看一幅画，画面是一条
鱼游在一群鱼的前面。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通常会
对这幅画作这样的解释：游在前面的鱼是其他鱼的首领；而在以集体主
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则会解释说，其他鱼跟着前面那条鱼。双
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感知这幅画，取决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以什么
文化背景为导向，因为他们熟悉两种文化。可见，如果同时举起的旗帜
使他们想起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他们就说其他鱼跟着游在前面的那条
鱼，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旗帜会通过生活提醒他们，游在前面的鱼是其他
鱼的首领。（Hong et al.，2000）

信息框10.2报道了能给苦难的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另一个归因错误。
一个人已经陷于困境，而旁观者可能还会认为他应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因为受害者可能撼动旁观者对“公正世界”的信仰。怎样能恢复这种信仰
呢？一种可能是，在评价——倒不如说偏见——中断定，受害者是罪有
应得。



信息框10.2

公正世界的信仰能对陷于困境中的人产生不好的影响吗？人
们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大量令人震惊的
事件。而日常生活中一些同样的令人不愉快的个人经验又是这些报
道的补充。人们自己不照样可能成为不治之症、交通事故和犯罪事
件的受害者吗？这样的可能性不是也在经常困扰着每一个人吗？如
果将命运的打击完全视为意外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事实上是任
何人也无法预言和避免的。但是，人们也可以将一件意外事故作出
很好的解释，以便降低，甚至消除它对感知者的危害。这样就可以
使人不感到恐惧的威胁。

“公正世界的信仰”也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梅尔文·勒纳早
就指出了它的这一功能。（Lerner，1980；Lerner & Miller，1978）
根据这种扎根于基督教伦理传统、在当今的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信
念，这个世界的公平关注的是，每个人得到的自己应得的，每个人
挣到自己应争的一份。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勒纳发现，“人
们相信一个公正的世界，是为了迎合某种对未来抱有信任、希望和
信心的感情。”那么，一个人听到其他人成为暴力犯罪、自然灾
害、事故等等的受害者时，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为了不放弃对“公正世界”的信仰，他可能会采取下列两种措施
中的一种：要么自己努力帮助受害者，要么认定受害者是罪有应
得。在采取第二种措施的场合，他会说服自己，只有恶人才会遭到
这种不幸。他断定，这种不幸事件“无论如何”是受害者的过错。只
有做了坏事的人才会遭遇这种不幸——如此自欺欺人。持这种观点
的人是不会遭遇这种不幸的，因为他们只做好事。（Lerner et al.，
1976）

心理医生马丁·西蒙兹报道说，他曾同强奸、突袭和诱骗案的
受害者进行过一百多次谈话。（Symonds，1975）这些受害者反复
对他说，周围的人通常都是指责他们，而不是同情他们。甚至重病
患者，比如癌症患者，都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现在是为以前做的错事
赎罪。（Abrams & Finesinger，1953；Ferring & Fillip，1987；
Montada，1987）对公正世界的信仰也许有助于看到他人痛苦的人
降低威胁感。相信世界公正的人确实很少感到失望和压抑，与那些
没有这种信仰的人相比，他们显得更为满足。（Lipkus，1991；
Zuckerman & Gerbasi，1977）相反，那些最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
帮助的人，往往因此才知道，旁人认为他们遭遇不幸的命运是咎由



自取。

10.1.3　偏见心理学

有些人可能声称自己没有偏见。但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毕竟还能
听到这样的话：公开表达以贬低某些群体为内容、不惜以各种形式歧
视，甚至毁损他们为结果的评价，与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不相容的。但
是，人们是否真的能免除偏见吗？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
致力于揭示可能有利于偏见产生的社会条件。激发这一研究兴趣的是一
项关于少年夏令营中发生的群体冲突的经典研究。

穆扎菲·谢里夫在夏令营中观察。1954年夏天，穆扎菲·谢里夫和他
的同事邀请11岁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参加一个夏令营。（Sheriff，1961）
这个为期两周的活动的参加者以前都是互不相识的；他们也不知道，自
己的行为将得到系统的观察。出发的时候就安排好让这些少年分成两个
小组先后到达营地，分开居住，因此一个小组并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小
组。这种隔离促成了群体的身份。第一周每组进行合作活动：徒步旅
行、寻找藏宝、准备饭菜和搭建帐篷。在最初的几天中，两组都选出了
自己的组长，形成了各自的归属感：一组自称“响尾蛇”，另一组取
名“雄鹰”。一周以后，谢里夫安排两个组见面，参加一系列的比赛活
动，比如篮球或拔河。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可以赢得诱人的奖品。在比
赛过程中，起初还讲规矩，不久就越来越不讲规矩。根据谢里夫的观
察，比赛开始以后，少年们频频产生偏见：表现出对角逐对方成员的负
面看法。这种偏见在胜利的一方进行庆祝活动后更为强烈。活动组织者
让“胜利”的小组早一点到达活动地点。于是这些因此而得到便利的人就
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大吃特吃冰淇淋和最好的糕点，等到失败的小组到
达时，已经所剩无几。对立的两个小组很快演变成敌对的对手，导致彼
此之间真正的争斗。这些“教养良好的”少年在天真的观察者眼里转瞬之
间就变成了一帮“卑鄙下流、精神错乱和道德堕落的少年”。（Sheriff，
1966）下面详细描述在许多比赛的场合产生的偏见的特征。

偏见的特征

偏见的三个组成部分：认知、情绪和行动。谢里夫的夏令营起初
分开的两组人在碰面后很快就形成敌对公式。（见第461页及其下1页）
这种负面的公式就是偏见的认知部分。他们知道“对方”是“胆怯的家
伙”、“肮脏的猪”和“龌龊的赌徒”。这些特征会不加批判地加到他人群
体的每一个成员头上。每个中立的旁观者都能在“他人”身上立即发现的



行为差异，带有偏见的人对此却视而不见。但是，每个群体都有一种自
我形象，即自我恭维的“我们－公式”；比如，成员们认为自己是“勇敢
的”、“杰出的”和“友好的”。

偏见的情绪部分表现为对“他人”的敌视、否定甚至仇恨。消极态度
会在行动部分，即行为方式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通过这种行为来
贬低，甚至侮辱他人群体的成员。人们称这种由偏见引起的行为为歧
视。比如在某种情况下烧毁对手的队旗，到他们的房间翻箱倒柜，双方
将苹果作炮弹进行互相攻击，砸烂门窗玻璃。

插图10.6　穆扎菲·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们确信，两个小组之间很快就会产生敌意和猜疑。竞技比赛，比如拔河，会使对手之间的紧张升级到无法容忍的程度。

掩饰和间接表达的偏见。在现代社会，偏见不是公开、坦率地表
达出来，而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对此很可能
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他人群体的成员表示歧视是“不礼貌的”。令



人担忧的是，即使在今天，种族主义也没有完全被消灭；种族主义多半
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Dovidio & Gaertner，1999）比如，一个
异性恋的白人在别人面前可能会力图表现为一个宽容大度的同时代人，
声称他对黑人和同性恋者都没有偏见。但是他尽管这样信誓旦旦，当他
在公交车上坐在黑人或同性恋者旁边的时候，就可能会表现得非常不自
在。当然，不应忽视的是，现存的偏见在有些条件下比在另一些条件下
更容易“掩盖”。

插图10.7　在谢里夫的夏令营里，两组之间的比赛开始之后就有很多例子说明存在歧视的现象。图示攻击对手的营地。

动机理论关于偏见的解释。穆扎菲·谢里夫在组织夏令营时运用的
社会心理学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当时他还不能运用关于偏见产生的
明确认识。在谢里夫的夏令营结束几年后，社会心理学家才提出这样的
理论，断言存在谢里夫早就想验证的因果关系：社会身份理论和实际冲
突理论。

社会身份理论。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吉夫本人是波兰犹太人
的后裔，曾经目睹纳粹犯下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的行为。作为大屠杀的幸
存者，他不仅有科学兴趣，而且有个人兴趣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犹太
人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Brown，1986）因此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他在实验中试图证明，什么是导致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分离的“最低限
度的群体状况”。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塔吉夫请测试对象参加了多个实验。他每次根
据不同的、但始终是肤浅的观点将测试对象分为两组。（Tajfel et al.，



1971；Tajfel，1981）比如，根据硬币的正反面决定测试对象的分组，
并给他们加上诸如“蓝队”、“红队”之类的名称。他反复对测试对象明确
指出，分组完全是任意的。在实验结束以前，塔吉夫总是请每个参加者
对其他所有测试对象（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分发“奖品”，并作出评
价。结果通常是一样的：测试对象总是喜欢给本组的成员比他人小组的
成员以更高的奖赏。测试对象普遍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优待自己小组的
成员，虽然分组是随机的。为了达到这种贬抑效应，塔吉夫不允许同组
的成员彼此接触，也不要求两组进行竞赛。但是，随机分组的结果可能
降低了自我价值感，而贬低他人是抬高自己的唯一可能性。（Lemyre &
Smith，1985）

为了解释抬高和偏爱自己群体的问题，塔吉夫（Tajfel，1981）和
其他人（Turner，1987）运用了社会身份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每个人
都争取提高自我价值。这种自我价值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个人身份
和多个社会身份。（Tajfel & Turner，1986；Mielke，2000）人们的社
会身份来自自己有归属感的群体。可见，人们一方面通过个人的业绩
（见第392页及其下1页），另一方面通过所属的成功群体来提升自己的
自我价值；比如，所在的体育俱乐部赢得了比赛，自己就会感到骄傲，
尽管自己没有参加比赛。根据曼弗雷德·施密特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结
论，东德人在重新统一十年后仍有独特的东德人的身份，而没有德国人
的身份；因此毫不奇怪，新联邦州居民的这种长期的群体归属感明显提
升了自我群体的价值，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东德时期毕竟也取
得了真正的成就”，绝不能全盘接受“自私的优越的西德人”所带来的一
切；旧联邦州的公民在设法证明自己对“不自主的可怜的东德人”的评价
时，同样也隐含着对身状况的优越感。（Schmitt et al.，1999）

社会身份理论的重点是目前已经通过研究多次得以证明的两个假设
（Brewer & Brown，1998；Capozza & Brown，2000；Rubin &
Hewstone，1998）：

——危及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加强提升我们群体价值的动机。
——提升我们群体的价值就会增强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能愉快地体会到强烈的我们群体的感情，人们为自己的群体而感到自豪。

一个人越看重社会身份，他与自己的群体的纽带越牢靠，他对他人
群体的威胁所持的偏见就越强烈（Crocker & Luhtanen，1990），这种
威胁不管是在社会、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一样的。

例　子

以色列历史学家和耶路撒冷副市长马龙·本维尼斯特发现，对



于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来说，各自的社会身份是他
们的自我形象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身份不断提醒着他们，他
们不是谁。（Benvenistî，1995）本维尼斯特自己就居住在一条两
种信仰的成员混居的街上，但是，尽管空间距离很近，他感到非常
遗憾的是，孩子们至今“没有找到哪怕一个阿拉伯朋友”。
（Benvenistî，1988）

对自己的群体崇尚有加，对他人的群体则颇有微词，这显然是自我
价值感在作祟。（Fein & Spencer，1997）根据维多利亚·艾瑟斯及其同
事的研究，人们对某些重要群体的标准和价值如果感到怀疑，那么就特
别容易对它们产生偏见。（Esses et al.，1993）比如，一个“我们群
体”如果高度重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制度，那么，这个群体成员就
可能对同性恋者持有偏见，尽管同性恋者既没有与他们争夺劳动岗位，
也没有与他们争夺其他资源。

当然，塔吉夫没有充分考虑到，对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的评价是如
何形成的，还取决于个人的特征。因此，维尔纳·海克纳发现，一个硕
果累累、得到别人承认、对自己非常满意的人，往往比那些牢骚满腹、
没有自我价值感的人更少歧视他人群体。（Herkner，2003）

实际冲突理论。谢里夫夏令营里的一组少年，并没有因为贬低他人
而提高自己的自我价值。而他人却抢了他们的某些东西，比如获得了诱
人的好处或袭击了对方的住处。实际冲突理论说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
会导致产生偏见。（LeVine & Campbell，1972）历史上给人们留下深刻
印象的是，艾略特·阿伦森（Aronson，1999）以文献证明，19世纪的美
国报纸是如何发表人们对中国移民的看法的。中国人在金矿劳动，成为
有限的可支配劳动岗位的竞争者，当时他们被白人称为没有教养、道德
败坏和嗜杀成性的人。而当这些移民帮助建设危险而困难的跨大陆铁路
时，人们对他们的偏见就自行减弱了，在这个时期他们被描述为刻苦、
勤劳和友好的人。在这项工程结束以后，中国人再次成了与内战后的退
伍士兵争夺稀缺劳动岗位的竞争者，在当时的报纸报道中，中国人又成
了无恶不作、唯利是图、诡计多端和令人讨厌的人。

有史以来对稀缺资源的不断争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由于生活
必需品的储备与“奢侈品”一样都是有限的，所以就不断发生争斗，在争
斗中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

例　子

旧约中就有关于争夺稀缺资源的记载；比如在《出埃及记》中



写道：“上主对摩西说：我赐给你……，和他们的后代到那土地
去。我要差遣天使引导你，我要赶走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
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的丰饶地
方。”（《旧约·出埃及记》第33章第2-3节）约书亚记还描述了约书
亚如何带领以色列十二部族渡过约旦河，如何在上主的旨意下灭除
了耶利哥的居民，后来又在战役中征讨各地，直到以色列人占领整
个地域。

如果一个社会集团拥有更多的土地、占据更多的职位、行使更多的
权力，那么弱势群体或失败者往往就会感到沮丧和嫉妒。如果他们不能
改变分配斗争的结果，那么，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迈克
尔·克莱尔认为，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会导致世界上形成众多的冲突源
（Klare，2001），比如，在阿拉伯半岛、里海和南中国海对石油的争
夺，在尼罗河和约旦河对水源的争夺，在利比里亚对可用木材的争夺，
在安哥拉对钻石的争夺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对铜的争夺。这个世界
的很多偏见无疑是不公平的或仍没有解决的分配斗争的结果。（Olzak
& Nagel，1986）

相对匮乏的程度。比实际匮乏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相对匮乏的程
度。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很多政治家寄希望于旧联邦州居民采取一致行
动，以帮助前民主德国经济上已经崩溃的各州。然而社会心理学家看到
了产生另一种反应的危险。德国西部已经达到很高的生活水平，在重新
统一之后从未真正陷入危险。但是，尽管如此，旧联邦州的居民还是对
收入较少、丧失自我、明显需要帮助的“东德佬”产生了偏见，旧联邦州
的居民作为一个群体担心会丧失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Bobo，1988）

因此，问题在于，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想什么办法来消除这些深刻影
响民族和国际共存的偏见。

消除偏见的可能办法

动用媒体提出劝告。1992年德国发生了多起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这
引起了大多数民众的不解和憎恶。人们希望采取一定的措施消除这类歧
视性行为；同时出版反对仇外的报纸和图片广告，电视广告片也挑选了
一些人，报道他们与那些在德国生活和工作、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
的人进行交往的美好经历。借助大众媒体真能改变人们的观点吗？社会
心理学家约翰·布莱汉姆根据美国采取的类似措施认为：“这种宣传运动
不是特别有效，因为这些措施只能稍微改变人们的观点。”（Brigham，
1991）关于种族群体的观念对那些有这种观念的人是很重要的，而重要



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补充说，这是人的本性，当
他平静地坐在那里时，他是不会受那些有违自己信念的信息影响的。
（Aronson，1999）

交往假设。社会心理学家最早提出的建议是，相互之间存在偏见的
各个群体的成员应当尽可能多地交往。（Allport，1954）通过频繁的接
触，人们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从而相信自己对“他人”的公式化观念是
错误的。美国在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以后，白人和黑人学生都可以在
公立学校一同上课。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措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更
确切地说，取消种族隔离以后，负面的偏见甚至更深了。人们希望以这
种方式提升黑人的自我价值，但是黑人的自我价值并没有什么变化，在
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降低了。（Amir & Sharan，1984）加强人际交往虽然
有助于消除偏见（Emerson et al.，2002），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也
就是说，只有当不同的种族群体和各个种族的成员作为同等价值的人相
互进行交往，才能共同达到一个所有人都追求的目标。

将他人群体的成员说成是具有个性的人。纳粹党的策略之一就是
将犹太人说成不能算作“正常人”的生物，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低等种
族”。美国看守给伊拉克监狱里的囚犯戴上头巾，作为审讯前的准备，
去除他们的个性特征；剥夺了他们的个性，虐待他们或者甚至杀害他们
就很容易了。（Horwitz & Rabbie，1989）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即为他
人群体的人创造机会，使他们表现为人并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那么就
能消除偏见吗？使他们表现为“人的模样”，并不意味着人们认识和了解
他人群体的每一个人。（Bodenhausen，1993）更确切地说，这意味
着“我们和他们都有人的特征，我们都有同样的喜怒哀乐。”（Bordens
& Horowitz，2002）我们告诉人们，人们不仅非常熟悉那些对自己怀有
偏见的人，而且与他们一样有很多本质特征，这虽然不是什么有效的办
法，但是，至少在极为反感的情况下，尤其可以降低产生歧视行为的可
能性。（Fiske & Neuberg，1990）

例　子

肯尼斯·博登斯和欧文·霍洛维兹（Bordens & Horowitz，2002）
提请大家注意，1993年拍摄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生动地表明，
向持有偏见的人指出他们歧视的对象的人性，会产生什么效果。辛
德勒让1200名犹太人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成功地保护了他们免于
集中营的屠杀。但是德国看守得到命令，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枪杀
所有囚犯。当这一刻到来时，士兵们出现在阳台上；他们将武器对
准这些工人，准备执行命令。但是，士兵们和犹太人已经有过不少



接触；士兵们也有很多机会看到辛德勒与犹太人之间的人性交往。
辛德勒在作拯救他保护的人的最后努力中，朝看守喊道：“你们想
作为人还是刽子手回到家中？”这部影片表明，听到他喊话的人因
为这一呼吁而产生了内心不安，并慢慢地离开了现场。

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合作。谢里夫在他的夏令营营员身上很快发
现，在比赛结束后，简单地使两组成员言归于好是不够的。他让他们一
起看电影，一起吃饭。然而，这样做只能为这些对手们提供继续争斗的
机会。因此谢里夫为两个小组布置了他们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任
务：修理为所有人提供饮用水的管道；拉食品的车爬不上坡，只有大家
共同努力才能将它拉过陡坡。

插图10.8　为了使敌对的两个小组重新言归于好，谢里夫布置了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图示：两组成员将一辆货车拉上陡坡，另外，他们使用的绳子是他们之前
作为对手进行拔河比赛时用的绳子。

谢里夫布置的任务是经过选择的，而且可以完成的任务。两个小组



中的所有成员应该说都有很好的机会为克服面临的困难作出自己的贡
献。然而，如果管道修好了还是不来水，如果货车拉不动，那怎么办
呢？预期的效果很可能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两个小组的合作成功，是
消除负面观点的重要前提。（Worchel，1986）如果敌对的两个小组的
共同努力未能奏效，那么，就存在这样的危险：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
恶化，因为他们会互相推卸责任。此外，重要的是，两个小组在完成任
务的过程中确实进行了合作，为完成这项任务每个成员都付出了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重新组合”。（Dovidio & Gaertner，2000；Gaertner
et al.，2001）响尾蛇和雄鹰一旦由竞争者或者干脆说对手转变成一个工
作组，那么，互相争吵的“我们”和“他们”就会变成单一的“我们”，而“我
们”体现为一个已经形成新的我们群体这种身份的团队。



10.2　从相遇到社会吸引

有关社会感知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通过极短时间的观察即可形成
对一个陌生人的印象。第一印象怎么样以及如何对不熟悉的人作出最佳
反应，公式起很大的作用。比如，售货员知道，她应当怎样对待一个新
的顾客；海关关员只要对一位正在走过来的游客看一眼，就可以决定是
否该仔细检查他的行李；餐馆服务员看到顾客一进门，就知道应该向他
推荐什么样的菜肴。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交往主要是因为客观目的，很少
是，也许根本不会是因为一个社交伴侣一定要遇见另一个社交伴侣。这
里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人们在这种多半较为短暂的社会交往中，对
一些人可能会产生多一些好感，而对另一些人则没有什么好感。但是总
的来说，对很多这样的相遇都不会有太大的感情投入。在通常情况下，
这种相遇不会自动使人想到继续交往或者以后再次见面。但是同样不能
忽视的是，很多牢固的社会关系应归因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偶遇。在起
初完全无意识的首次相遇中，有些事情肯定会使当事人想到继续交往。
社会关系能够继续发展，而不是在短时间内结束，显然是其他的条件起
了作用。那么，一次短暂的相遇能发展成为长期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
什么呢？两个人之间的邂逅能结成友情或爱情，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个
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这些问题的刺激下，社会心理
学家试图揭示人们相互吸引的条件。

启动自我体验

请您尝试列举决定您曾经感到被您最好的朋友所吸引的原因。
您再努力总结一下影响您顺利结识一个人的原因。最后，什么原因
使您对周围的某个人感到特别讨厌？现在请您比较一下您对这三个
人的描述。您现在能猜到哪些原因能增进，哪些能阻碍令人满意的
社会关系的形成了吗？

10.2.1　促进产生第一次社会接触的条件

空间距离。空间距离是决定两个人之间能否形成相互吸引的关系的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遇的几率有多大，同样取决
于空间距离。（Latané et al.，1995）两个人之间因相遇而产生友谊，大
多是因为比邻而居、同班学习或者为同一个雇主工作。（Berscheid &



Reis，1998）这种联系因此表明，与那些在附近能够定期看到和遇到的
人建立联系，是最容易的。当然，社会规范肯定也产生影响，因为人们
在经常相遇的场合希望彼此友好相处。（Michener et al.，2004）最后，
这种经常相遇的机会也能为彼此了解提供良好的前提。

提供刺激物的频度和评价。提供刺激物越频繁，人们见到或听到
刺激物的次数越多，人们对刺激物评价就越好。罗伯特·扎乔克已经通
过实验证明了这种内在联系：他让测试对象看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单
词。（Zajonc，1968；1970）他说这些词来自土耳其语。他让参加实验
的人猜哪些单词是褒义的，哪些单词是贬义的。想不到测试对象的回答
惊人地一致：他们猜Civadra，Jandara和Lokanta是褒义的，而猜
Saricik，Afworbu和Ikitittaf是贬义的。测试对象是怎样猜到这些单词的
不同含义的呢？一方面，对某些单词的回答取决于它们的外形；另一方
面，测试对象的回答也取决于他们以前看过这些单词的频率。看汉字、
无意义的音节以及人的脸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绝对不是只在实验室中
能发现这种内在联系。

例　子

当埃菲尔铁塔于1889年建成时，这个“怪物”的设计曾一度遭到
冷遇，因为人们觉得它很丑陋。后来，这一建筑物的图片向公众大
量发行，久而久之它就成了巴黎令人喜爱的标志。（Harrison，
1977）

此外，每个人难道没有听说，一首听得“耳朵生茧”的流行歌曲，人
们第一次听到时并不喜欢，甚至还有反感吗？信息框10.3描述了一个实
验，在实验中频繁给老鼠提供刺激，以便使它们成为莫扎特音乐的爱好
者。

目前，已经有200多项研究结果表明，不管刺激物是什么，字母、
无意义的音节、汉字、乐曲或者表演艺术作品，随着提供刺激物的频率
的增加，感知者对它们的评价也会不断提高，只要刺激物不是令人太讨
厌或者观察者还没有厌烦。（Bornstein，1989）同一个人的频繁相遇也
能提升对他的好感吗？

信息框10.3

老鼠如何成为莫扎特音乐的爱好者？



美国心理学家亨利·克罗斯及其同事从老鼠一出生就每天给它
们播放各种不同的音乐。（Cross et al.，1967）第一组听莫扎特的
曲子，听了52天，每天12小时。乐曲有《魔笛》，有交响乐，还有
室内乐。第二组在同一时间听舍恩伯格的曲子，其中有《月光下的
皮埃罗》、《净化之夜》和《祷歌》，而第三组则什么音乐也不
听。休息15天后检验老鼠们是否产生了特定的喜好。将老鼠放入有
两个分格子的笼子中。只要它们在一个格子中跑动，就能听到莫扎
特的音乐，而在另一个格子中能听到舍恩伯格的曲子。在测试阶段
播放的曲子老鼠们以前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喜好很明显。原来听莫
扎特的老鼠，选择继续听莫扎特，而第二组老鼠更喜欢听舍恩伯
格。此外，第三组老鼠（以前没有接受过音乐“教育”）喜欢莫扎特
甚于舍恩伯格。

朝夕相处和产生好感。人与人朝夕相处如何增进社会关系，很多年
前在一所警察学校就已经得到证明。（Segal，1974）按照当时通用的
惯例，将这些准警察按姓氏的字母顺序进行分班和分宿舍。六周后进行
的调查结果是，参加者中总共有65对成了新朋友。其中29对（占45％）
的朋友的姓氏第一个字母不是相同就是在字母表中相邻。由于这种独特
的分班和宿舍分配方式，Schmidt更有可能和Schneider或者Richter，而
不是和Apel交朋友。朝夕相处明显能使人产生好感。“频繁露面”这个因
素还能在其他方面发生作用。

启动自我体验

如果您有数码相机，请您给自己照一张头像，将照片洗印成正
反两张照片。您更喜欢这两张照片中的哪一张？您还可以问问您非
常熟悉的同伴，他们喜欢哪一张。您的评判同您亲戚朋友的看法一
致吗？

您很有可能对那张印反的照片评价更高，而非常熟悉您的人可
能认为那张正常的照片更好。您如何解释这种不同的评价呢？

人们每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左右相反的脸，对此已经很熟悉；而人
们在照片或胶卷上看到的则相反，正如别人看到的一样。（Mita et al.，
1977）可见，熟悉效应的结果是，人们经常认为自己的照片——与他的
好朋友和熟人的看法相反——照得不好。政治家们非常了解这种在公开
场合频繁露面的作用，因为他们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在尽可能多的人面前
——最好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



上述内在联系可以说明，经常遇到的某个人，就可以争取他成为朋
友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频率相遇不完全是形成社会好感的决定性因
素。警察局案卷表明，抢劫案和谋杀案中罪犯和受害者有不少是相互认
识或比邻而居；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Berscheid
& Walster，1978）因此，人际间的频繁相遇即使有助于人们相互之间形
成好感，但肯定不是决定性因素。外表也起作用吗？

外表的吸引力。如果询问熟人和朋友，他们在评价他人时是否注重
他们的外表，那么，他们通常会说，外表仅仅是非常表面的特征，在评
价他人时不起什么作用。对他们来说，吸引力更多的是由内在价值决定
的，但实际上，在所有工业国家，化妆品的花费都很可观，整容外科专
家从来不愁缺少顾客，此外，大多数人对据说能美容健身的体育活动趋
之若骛，这一切怎么能够与上述标准答案相吻合呢？因此，有时必须采
取这样的措施，以便对外表进行某些“修补”，因为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
说法，容貌的魅力是由遗传因素共同决定的；这种说法主要以下三种认
识为依据：

插图10.9　人际间频繁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形成和产生好感。

——在对容貌的魅力方面的评价高度一致。如果请调查对象用刻
度为1-10的标尺对所提供的脸型作出魅力评价，那么，结果将是，不管



是儿童还是成年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来自多么不同的文化背
景的人，他们的评价都非常一致。（Langlois et al.，2000）

——幼年时就喜欢漂亮的容貌。朱迪思·朗格罗瓦让两三个月大的
婴儿成对地看各种不同的脸部照片，并且记下这些年轻的测试对象长时
间注视哪些照片。（Langlois et al.，1991）结果表明，婴儿们更喜欢看
漂亮的脸蛋，而不喜欢看不太漂亮的脸蛋。很明显，婴儿能够根据不同
魅力作出区分。这些测试对象还很小，还没有学会美学的文化标准。朗
格罗瓦强调说：“婴儿们不看《时尚》杂志，也不看电视节目，但他们
能作出与成年人同样的评价。”（Cowley，1996）

——容貌的魅力与某些特征的紧密联系。观察者要根据脸型评价
魅力，就会考虑脸部的某些特征，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女人的眼睛大、
颧骨高、鼻子小、笑靥动人，那么她的脸就有魅力。（Cunningham，
1986）而一个男人如果下巴宽，就能得到正面评价。（Cunningham，et
al.，1990）通过自身实验还能体会到影响魅力评价的其他特征。（见第
486页）

朱迪思·朗格罗瓦推测，普通照片具有高刺激值，是因为它们与典
型例子（见第311页）——面部的特别标准的例子很相似，因而显得很
可信。（Langlois et al.，1994）

人们为什么在社会关系中喜欢漂亮的人？一方面，肯定可以归因于
通行的公式，根据这种公式漂亮的人比不太漂亮的人具有更多正面的个
性特征。因此有人就认为，长得标致的人同时也是有文化的、成功的、
友好的和平和的，是具有很高社会阅历的。（Dion et al.，1972；Eagly
et al.，1991）大众媒体在强化这种公式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我们只要看看，在几十年中，好莱坞卖座率最好的影片都
是怎样塑造人物的，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长得漂亮的男男女女
比不太漂亮的人更聪明、更有道德，也更平易近人。（Smith et al.，
1999）

信息框1.1



插图10.10　成对的男女头像，您觉得哪个更漂亮？

根据各种面部特征的平均值，用电脑合成的照片。上面两张照
片是根据两个人的面部特征合成的，而下面两张是根据32个人的面
部特征合成的。

如果您像大多数成年的评论家一样回答，那么，您一定喜欢下
面的两张照片，那是“综合”32个人的面部特征用电脑合成的。而上
面两张照片只综合了两个人的面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
一张照片综合的面部特征越多，大多数观察家就会认为越漂亮。您
能解释自己的这种选择吗？

某些有据可查的内在联系也是以公式为基础的吗？如果总结90多项
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的体型美不美，其实同他
的智力和自我价值是没有关系的。（Feingold，1992）当然，也不能排
除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影响，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的
面部魅力评价越高，几年后他们取得的成绩越大。（Frieze et al.，
1991）这样的结果说明，人事主管和上司在招录面试和决定升职机会
时，也会受当事人的外貌的影响。

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和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对魅力的
不同评价。拉德·惠勒和金永美让很多生活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
背景下的韩国人看许多男男女女的照片，并根据漂亮程度进行分类。
（Wheeler & Kim，1997）结果是，他们认为长相端庄的人是正直（高



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也就是说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具有很高价值
评价的社会品质赋予了他们；反之，韩国人不认为富有魅力的人是独立
的、自信的，因为这些品质只有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才是
值得追求的。长相好的人，根据普遍适用的公式也是一个好人；但怎么
好，要视各种不同的文化而定。

10.2.2　促进相互吸引的条件

继续最初的社会交往也取决于表面因素。表面特征——比如接触
的频率和吸引力——首先决定的是，某个人在一次偶遇后是否能够引起
比别人更多的注意。一次短暂的，确切地说随意的社会接触能否形成长
期的社会联系，还取决于社会伴侣能否相互“适应”、能否创造相互融合
的条件。只有当事人愿意坦诚布公，根据自己的印象权衡“收益”和“成
本”，公正的愿望得到满足，他们才会设法继续保持这种社会联系。

社交伴侣的相似性

物以类聚：相似性。“物以类聚”是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早在公元
前400年，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谈到了这种现象。他认为，人
们选择那些在善恶观上与自己一致的人作为朋友。按他的说法，人们容
易对那些与自己类似、与自己有类似期望的人产生好感。如今社会心理
学家已经搜集了很多证据，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具有非常稳定的友谊
和爱情关系的人在观念和观点方面高度一致。当然，鲜有这样的情况，
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同自己的朋友或伴侣完全一致；但重要的是，人们在
核心问题上保持一致，即基本保持一致。（Gonzales et al.，1983）儿童
和成年人都是这样。一旦人们发现，自己同某人在兴趣、信仰和价值观
方面很接近，就会产生某种共同归属感。（Arkin & Burger，1980）与
此同时，对那些同自己的“感觉和想法完全不同”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反
感。

相似性和社会吸引力之间的联系第一次在广泛的层面上得到证明以
后，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人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规律：人际间越是一
致，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强。（Byrne，1971；Berscheid & Reis，
1998）然而，情况是复杂的。首先，人们在首次相遇后是否能继续交
往，是需要时间的。（Curran & Lippold，1975）第一次接触时人们交
谈的主要是明显的共同之处（业余活动、爱好、喜欢某个音乐流派等
等）。当人们彼此交往一段时间后，相似性和吸引力就会相互发生作
用。人们比较喜欢对自己有好感的人，或者在感觉上减少实际存在的差



异。（Clark & Reis，1988）
已经建立稳定社会关系的人，尽管在外貌、文化水平和智力方面非

常相似，但是，他们在选择朋友时首先关注的显然是他们之间在信仰、
观点和兴趣方面的高度一致。该如何解释这种论点呢？这方面无疑有很
多原因。首先，一致性是频繁交往和共同活动的良好基础，可以一起观
看体育赛事、跳舞或者远足。另外，如果人们知道，另一个人同自己的
观点一致，就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另见第498页及其下1
页），并增强自信心。在主要方面都很相似的人，也期望进一步发展愉
快的、令人满意的交往，因为已经不存在频繁争吵的主要原因。
（Gonzales et al.，1983）

异性不相吸。但是，真的可以普遍认为人是“物以类聚”的吗？俗语
不是也说异性相吸吗？温顺的男人和强势的女人结为伴侣双方不是也很
满意吗？这种说法有时是符合实际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例子是否真
的能够证明这句俗语。伴侣之间总要在自己的角色分工的形式上取得一
致。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迄今为止尚未能证明异性相吸这种说法。
（Buss，1985）即使已经建立非常稳定的社会关系，但同样存在差异，
因此仍然可以认为，伴侣关系的维持靠的是他们在主要方面取得的一致
性的巨大影响力。

唐·伯恩的吸引过程两阶段论。唐·伯恩也认为，两个人如果在兴
趣、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彼此就不会产生吸引力。因
此，他提出吸引过程的两个阶段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人们在社会交往
的初始阶段就能避开那些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在那些剩下来的人中，
再选择那些同自己最为一致的人。（Byrne et al.，1986）

相互性准则

“我喜欢你，因为你喜欢我。”恋人们，特别在开始恋爱的阶段，
彼此都会比较频繁地表白正面的感受。这样的表白无疑是为了提升对方
的爱慕。根据相互性准则，别人对自己有好感，自己也会给以回报。反
之亦然：人们对不喜欢自己的人也感到反感。从这种联系中可以得出结
论说，一个人对他人有吸引力，就是他喜欢那个人吗？这个问题还取决
于，这种喜欢是真的，还是为了骗取别人的好感仅仅说说而已。一个代
理人希望自己的溢美之词能够促进潜在顾客的购买动机，极有可能因为
被看穿而事与愿违。如果听的人感到别人对他说的友爱、赞美的话都是
真心的，那么，他就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好感。这样说来，朋友和生活伴
侣在长时间的生活过程中一直都只能正面表态吗？

他人的吸引力具有他人评价性表态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们都喜



欢听别人发表正面的看法，因为正面看法迎合自己的自我价值。我们觉
得最喜欢那些经常赞美和钦佩自己的人吗？遇到那些开始说话有所保
留，甚至很难听，但是后来又逐渐提高价值判断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埃里奥特·阿伦森研究了这个问题。（Aronson & Linder，1965）他发
现，人们并不特别喜欢那些对自己的评价特别好的人。更确切地说，人
们最喜欢那些开始说话逆耳，后来慢慢将原来的难听话转变为正面评价
的人。人们很可能认为他人的不那么好听的话更为可信。一段时间听不
到赞美的话也许更能提升自我价值。

一个人如果总是听到别人的赞美声，那么，阿伦森认为，这种赞美
就会逐渐丧失它的刺激值。两个人之间只有坦诚相告，知无不言，包括
逆耳的话，才能形成互信的关系。阿伦森解释说，两个人确实彼此喜
欢，就可能比一味“相敬如宾”的人更能长久地保持彼此满意、相互激励
的关系。（Aronson，1999）如果朋友之间也不能坦率地说出不喜欢对
方的地方，那么，他们就是在演戏，最后必然分道扬镳，因为他们不再
能彼此坦诚相告。人们一定希望好朋友也能自愿接受不太有利于他自己
的话。（Swann et al.，1992）好朋友不仅应该承受别人的批评，而且能
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弱点”。我们可以向自己信任的朋友承认自己恼
火、嫉妒或忌恨（哪怕说出“最坏”的品质），而不用害怕朋友会疏远自
己。真正的朋友有助于我们接受这些“负面”品质。在非常私人的、友好
的关系中，双方必须坚信不会遭到对方的伤害；没有这种自信，就不会
产生信任关系。信任关系形成以后，处在良好的伴侣关系和友谊关系中
的人们就愿意彼此敞开心扉了。

自我开放。在审视朋友之间和恋人之间产生的亲密社会关系时，应
当注意，社会交往的过程完全取决于伴侣之间彼此自我开放的程度。通
过自我开放（英语：self-disclosure），人们就能彼此分享非常私密的经
历、感受和愿望。（Jourard，1971；Derlega et al.，1993）伊纳·格劳指
出，在自我开放的过程中，交流事实信息（比如：“我的老师在学校笑
话我。”）并不起决定作用，更确切地说，重要的是说出“这件事在情感
上造成的不良结果（从此我就不敢当众讲话了）”。（Grau，2003）当
然，这种信任对话近期才作为伴侣之间一个令人向往的特征得到承认。

承认伴侣之间的信任对话是近期发展的结果。以前几代人还不认
为信任对话是伴侣关系存续的重要条件，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约1830-
1900）的特征就是，夫妻之间进行对话，不能交流个人的想法，更不能
谈论自己的性生活问题。为克服这种“无话可说”的状态，西格蒙德·弗
洛伊德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强调“谈话疗法”的意义（Hendrick &
Hendrick，1992），并为夫妻对话铺平了道路，这对于今天的情侣们来
说很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尊重一定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越来越自我开放。要“进入”一个人
的私人生活领域，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两个人初次见面时只交流
一些表面的信息；比如谈谈自己的业余兴趣，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或者
特别喜欢去什么地方度假。在开始交往的时候，人们很少谈论关于自己
的具体细节，因而很少能听到别人的真心话。如果两个人一见如故，那
么，就很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刻再次见面。一个公认的准则是，对于对话
伙伴所说的私人想法，也要相应坦率地加以回应；在这一点上人们将之
称为“自我开放的互动性准则”（Rotenberg & Mann，1986）。这个向前
推进的过程类似于舞蹈初学者，双方小心翼翼，不敢向前迈步：“我放
开一点，你也放开一点，但是要适度，不要超过我们目前的关系！”尊
重互动性准则主要是在友谊关系的初始发展阶段，而建立友谊关系时间
较长、而且已经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则另当别论。（Won-Doornink，
1979）

自我开放的作用。人们只愿意同那些对自己有好感，有可能进一步
交往的人透露自己的私人情况。（Shaffer et al.，1996）如果谨慎地开始
自我开放，那么，信任和积极的感觉就会接踵而来：在形成友谊关系和
爱情关系的初始阶段，彼此慢慢倾吐的私人情况越多，相互之间的好感
就越增强，彼此就越满意，共同生活的意愿也就越强烈。（Bierhoff &
Grau，1999；Collins & Miller，1994）罗伊·鲍迈斯特和爱伦·布拉特斯
拉夫斯基解释说：“不断发展的私密关系会激发强烈的热
情。”（Baumeister & Bratslavsky，1999）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或
者不能向别人开放，那么，他十有八九是不幸福的，是孤独寂寞的。
（Meleshko & Alden，1993）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内在联系是在以
西方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研究结果。

以个人主义文化或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自我开放。在
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与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
下的人相比，更喜欢在各种社交场合谈论自己的事情。这种差别也引起
了塔基·莱博若的注意：她在采访日本妇女时，后者回答的都是她们的
社会关系，几乎不谈她们自己的情况。（Lebra，1984）而美国妇女几
乎不谈她们的社会关系，却主要谈她们自己。欧美人强烈希望自己独一
无二，与众不同。（Triandis，1989）

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在非常私密的谈话中，非常渴
望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他们在谈话中主要使用“我”，而很少
使用“我们”。（Triandis，1995）他们同那些在个人情感上与自己类似
的人分享内心的想法。相反，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则同
自己集体建立情感纽带。

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自我开放，主要是通过语言



进行的。而在远东国家，这种口头交流则得不到太多的重视。更确切地
说，那里讲究的是德行，在别人没有明确表达之前，去迅速而准确地猜
测别人只是模糊表达的情感和愿望。（Barnlund，1989）因此，在诸如
中国、日本或韩国的文化中，通过言谈向别人透露自己的想法是不合适
的。更确切地说，人们希望，通过观察对方的非语言的表达“读懂”对方
的内心愿望和情感。在这方面有人非常含蓄地告诉我们，他们关注的是
比如眼神、体态等。

10.2.3　通过爱情建立社会情感联系

千百年来，人们主要是听凭作家们在描写爱情，讲述由于爱情而产
生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直到不久以前，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对爱情
进行科学研究。众所周知，恋爱中的人不仅懂得奉献和关怀，而且也会
以爱情的名义撒谎、欺诈、偷窃甚至谋杀。罗伯特·斯腾伯格和苏珊·葛
雷杰克抱怨说，心理学家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爱。（Sternberg & Grajek，
1984）当然，最初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支持，甚至还引
起了误解和尖刻的批评。人们回答申请人说，“生活中的有些事情始终
是秘密”，所以根本不必去寻找“为什么一个男人会爱上一个女人，或者
相反”这一类问题的答案，这是符合千百万人的愿望的。（Rubin，
1988）由于这种观点，当时还有人建议，纳税人的钱不是为了满足对情
色的好奇，而是为了满足对科学的好奇。在这场争论中，无疑存在极大
的误解，因为严肃认真的社会心理学家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揭开两性之间
相遇时所体验的奥秘。但不容忽视的是，爱情关系在生活中占据重要地
位，即使不像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描写的那样，也有成千上万艘战
舰由于爱情的情感体验而驶向征程。

自我拓展。幸好还有无数的人将能够建立爱情关系视为巨大幸福的
体现。然而为何爱情能够让人感受到幸福呢？亚瑟·阿伦及其同事认
为，一个人恋爱的主要动机，是希望能够拓展自我。（Aron et al.，
1998；2001）接近一个人的同时也会了解他的资源、观点和身份；比
如，可以分享另一个人的朋友、他的爱好、他的观点，当然还有他的爱
情。

爱情关系破裂是悲伤和绝望的诱因。与此同时，同样不能否认的
是，爱情关系破裂能引发绝望、极度悲伤、失去信心和其他消极情绪，
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如果离婚，父母可能无法解决夫妻间的冲突，孩
子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关于爱情的研究能够防微杜渐，防止发生这种有
违人性的情况，那么，所花费的研究资金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投资。

爱情各种形式之间的区别。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了自古以来就存在



的区别，他们将强烈体验到的罗曼蒂克的爱情同逐渐形成的伴侣之间的
爱情相区别。这两种爱情的表现是相互独立的，但是，通常是一种关系
发展成另一种关系。在科学研究中基本确定的概念，比如，“喜
欢”、“爱情”和“热恋”，正好同人们在日常对话中的理解完全吻合。
（Lamm & Wiesmann，1997）

爱情的各种形式

罗曼蒂克的爱情是有时限的强烈的情感体验。一项对200年间的相
关画报、杂志的研究表明，在上述时间段中，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在工
业国家开始慢慢形成。今天，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形式的爱情是“强烈
地渴望同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的状态”。（Hatfield，1988）如果这种爱
情得到回应，人们就会感到满足和愉悦，如果没有回应，就会感到空虚
和绝望。

罗曼蒂克的爱情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Hatfield & Sprecher，
1986）：

——认知部分。认知部分使人全神贯注于所爱的人，并将其理想
化。

——情绪部分。情绪部分引起性激动，产生情欲吸引力和想结合的
愿望。

——行为部分。行为部分的表现是努力在时空上尽可能近地接近另
一个人。

在罗曼蒂克爱情的初始阶段，人们的感情最为热烈；初恋情侣时常
会感到“小鹿在心头乱撞”。信息框10.4说明，这种强烈的好感为什么会
被错误地解释为越来越强烈的生理激动。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罗
曼蒂克之爱，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而并不像人们原来所设想的那样，只
是欧洲较晚的“发明”。比如，居住在生活方式还没有受到西方观念任何
影响的地区、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群中也存在罗曼蒂克之爱和伴侣之爱
的区别。

例　子

尼萨是居住在喀拉哈里沙漠的狩猎和采集社会的游牧妇女。她
能够明确区分对自己丈夫的爱和对情人的爱。她解释说：“婚姻关
系是温暖的、亲切的和稳固的，另一种爱是充满激情的、令人激动
的，当然，通常也是草率的、没有把握的。”一个欧洲女人同样也
说过尼萨的这种关于罗曼蒂克之爱的话：“当两个人走到一起时，



他们的心在燃烧，热情高涨。过一段时间热度就会冷却，一切又恢
复原样。”（Shostak，1981）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体验罗曼蒂克之爱的可能性存在于人的大脑；
因此，这种爱在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都能以某种形式得到证明。威廉·
扬科维克和爱德华·菲舍尔（Jankowiak & Fischer，1992）研究了166种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学记载并发现，至少在其中147种文化背景下存
在罗曼蒂克之爱。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在其余的文化背景下没有罗曼蒂
克之爱，而只是说明现有的人类学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这一点。

信息框10.4

强烈感到的肉欲激情为什么会被错误地解释为越来越强烈的
激动？罗马神话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人们都希望被调皮的小爱神的
金箭射中。某个人一旦真的成为金箭的“牺牲品”，他就会立刻爱上
他周围的一切，爱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甚至爱上一只动物。艾
伦·波谢德和伊雷娜·沃斯特认为，这个故事确实也有一定道理。为
了解释这个问题，他们运用了沙赫特的情感的双因素理论。
（Berscheid & Walster，1974，1979）正如第九章已经所介绍的
（见第421页及下1页），这一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情感体验取决于
他如何解释越来越激动时的心跳加速、双手发抖、脸色发红。如果
他说不清原因，他就将激动直接归因于环境中任何可观察到的事
物。被爱神之箭射中的人最初的反应可能就是生理上的激动。于是
他就在周围环境中寻求解释。如果爱神之箭射中的是一个男人，他
就会将这种无端的激动解释为对当时在场的某个女人的爱。远在罗
马时代，那时还没有沙赫特的理论，罗马诗人奥维德斯（公元前43
年-约公元18年）就在自己的作品《爱经》中建议年轻的男子同希
望爱上自己的女子一起观看角斗。用今天的眼光看，奥维德斯是希
望女性观众把因在男性陪伴下观看角斗而产生的激动，解释为爱情
和性好感。恐怖电影、环形滑道和体育锻炼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尤其在面对现场的倩男靓女的时候。（Foster et al.，1998；White &
Kight，1984）多尔夫·齐尔曼称这种情况为刺激转移。（见第423页
及下1页）

沙赫特的理论还可为战争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战士突然找到爱情
提供解释。莎士比亚在爱情悲剧《罗密欧和朱丽叶》中还吸纳了另外一
种效应。两位恋人的父母一直试图终止他们的情侣关系。然而，因父母



—子女冲突而不断引发的争吵得到了相反的结果：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浪
漫爱情反而因为家庭的争吵而越来越热烈。

今天，至于仅仅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所理解的罗曼蒂克之爱的
特征，至少有五种看法（Lantz et al.，1975，1977；Michener et al.，
2004）：

——没有事先接触，真爱从天而降；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个人可以点燃真爱之火；
——真爱没有任何障碍（“爱情最终必胜”）；
——情人眼里出西施；
——应当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也就是说，在选择爱侣时，只能由爱情决定，而不能由其他（比如理性）的看法决定。

以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罗曼蒂克之爱。在
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很多人认为爱情是缔结婚姻的前提，
而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则必须尊重家庭期望、社会
责任和宗教规范。在亚洲的广大地区，在建立长期的关系之前，作为结
婚的前提考虑得更多的是实际的方面，几乎不考虑个人的感受。（Dion
& Dion，1988，1996）在将爱情被视为婚姻前提的国家，结婚——当然
还有离婚——的频率较高，而出生率较低。伴侣的吸引力很重要。在以
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特别是在那些主张听任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国家，是先结婚，后恋爱。（Levine et al.，1995）

应当看到，西方主流国家的离婚率相对较高，因为——至少部分地
——人们生活中的强烈的情感体验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伴侣们可能
无法长期保持伴随罗曼蒂克之爱而来的深刻体验。（Simpson et al.，
1986）如果人们后来遇到了另一个可能重新点燃自己的罗曼蒂克的爱火
的——当然只是短暂的——人，就很容易鬼迷心窍，认为现在终于又找
到了“真爱”。但是，那些长期发展并保持夫妻关系的人则认为，“真”爱
在于伴侣式的爱情。

伴侣式的爱情是经久不衰的好感。罗曼蒂克之爱发生在伴侣关系
的早期阶段，这时伴侣彼此之间还没有完全倾心。对对方的吸引力可能
在几个月后，也许再迟一点就会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彼此适
应，也许可以采取“随波逐流”的方式，因为如果在罗曼蒂克之爱的阶段
生了孩子，那么，作为父母应当优先为孩子着想，不能再只考虑自己
了。（Kenrick & Trost，1987）伴侣之爱（英语：companionate love）不
仅指朋友之间彼此产生好感，也指情侣之间彼此产生好感。伴侣之爱不
是体验激动，而是体验内心的感受，因为伴侣关系这时已经很稳固，通
过充满信任的谈话彼此能够更好地相互认识。（见第491页）关于罗曼
蒂克之爱和伴侣之爱之间的区别，在罗伯特·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形理
论中还有详细的论述。

罗伯特·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形理论。罗伯特·斯滕伯格根据爱情的



八种不同的基本形式（他将爱情分为七种不同的形式，将第八种称为无
爱）认为，所有的形式都取决于具备或缺乏三种成分。（Sternberg，
1986）这三种成分由插图10.12所示的三角形的三个角表示。

插图10.12　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形理论。根据斯滕伯格的观点，各种形式的爱情都是激情、亲密和责任三者的组合。

因此，斯滕伯格认为，爱情不是由两个，而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他
将伴侣之爱细分为亲密和责任（英语：commitment）。研究结果已经表
明，这一理论非常符合人们对于爱情的普遍观念。（Aron & Westbay，
1996；Buhl & Hassebrauck，1995）这三个部分是：

——激情。如前所述，激情表示强烈的、往往是情欲的感觉和伴侣
想融为一体的愿望。

——亲密。亲密指以自我开放、共同活动为内容的部分。伊纳·格
劳和马丁·库姆普夫发现，“亲密指彼此希望对方更加幸福，尊重对方，
可以期望对方给予或获得社会支持以及进行信任对话。”（Grau &
Kumpf，1993）这种关系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这个部分的鲜明程度。
（Hassebrauck & Fehr，2002）

——责任。责任（英语：commitment；相应使用的德语概念是
Bindung）是指这样一种责任：即使遇到困难，“代价”增大，也要继续
这种关系。夫妻关系以责任为轴心的伴侣相互关心对方的幸福，在共同



生活中感到幸福，特别是在困难时期能够相互信任，彼此提供社会支
持。（Sternberg & Grajek，1984）

根据斯滕伯格的观点，爱情的三个部分虽然不是按固定不变的顺序
发展的。（Sternberg，1986）但也存在这样的倾向：激情在爱情关系发
展的初始阶段总是处于首位；然后是亲密，这是自我开放的结果；责任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充分发展。

各种形式的爱情是激情、亲密和责任相组合的结果。从插图10.11
可以看出，三个部分组合成七种不同形式的爱情；除了前面已经详细描
述的形式（激情之爱和罗曼蒂克之爱）之外，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插图10.11　在战争时期会发生许多引起生理激动的情况，当时在场的女兵可能会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爱情。

——喜欢：“喜欢”是不负责任的亲密，就像在同事之间的关系中可以体验到的那样；
——痴迷之爱：痴迷之爱——比如青少年对某些歌星的喜爱——虽有激情，但没有亲密，也不负责任；
——空洞的爱：空洞的爱虽然彼此还承担责任，但已经感觉不到激情，彼此也不愿意开诚布公；仅仅出于理性的原因才勉强生活在一起的夫妇体现的就是这种形式的爱

情；
——愚昧的爱：有些人“一见钟情”，虽然充满激情，也愿意承担继续发展关系的责任，但彼此之间不愿开诚布公；
——完美的爱：斯滕伯格认为，完美的爱情是爱情关系的理想，因为这种爱情将亲密、激情和责任融为一体。囊括爱情关系的三个成分的伴侣，就很有希望长期保持夫

妻关系。



插图10.13　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双方彼此互有好感、进行坦诚的交谈，彼此都有责任感，才能长期保持。



10.3　群体对成员的影响：适应

两个人初次见面，可能会提出很多关于怎么对待对方的问题。面对
一个表现热情的人，可以简单地打招呼吗？两人之间应该保持多大距
离？一个男人可以不假思索地邀请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共进晚餐吗？再
次见面时应该怎么打招呼呢？拥抱对方，亲吻对方的双颊吗？可以长时
间地注视对方的眼睛吗？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每个读者都知道
答案。然而，对不同文化进行的比较表明，世界各地的答案是不一样
的，答案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有些行为方式在一个社会中被视为结识的
友好开端，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可能被视为侮辱。（见第443页——情感
的表达规则）在所有的文化中，行为都是由社会成员公认具有约束力的
社会标准调节的。这些社会标准已经规定，对某些事实应如何思考和感
受，在特定的环境下应如何表现。社会标准仿佛是水泥，是它在凝固社
会制度。（Morris et al.，2001）但是，这种标准是如何形成的呢？怎么
做到让社会成员接受的呢？藐视这些标准的人又是如何被“教化”的呢？
这些问题人们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如今已被视为经
典。

10.3.1　经典实验

如果人们想知道，今天是否在下雨，只需望望窗外就可以一目了
然。同样也很容易发现，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冬天还是夏天。日常生
活中关于物理现象的问题，通常非常明确，同别人的答案也高度一致。
但是，如果遇到不能马上和一劳永逸地确定的情况，该怎么办呢？该作
出怎样的反应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尝试与他人取得协调，从而
以这种方式创造一种社会实现。

穆扎菲·谢里夫：自我运动现象。人们如何回答没有明确答案的问
题，穆扎菲·谢里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研究了这个问题。谢里夫在研
究中利用了视觉感官系统的独特性。（Sherif，1935，1936）人们对视
觉器官的特性可能已经有过体验。在夜色朦胧中，注视天空，可能发现
一颗刚刚闪亮的星星：这个闪光的天体似乎在来回摆动。谢里夫在实验
中就利用了这一效应。

谢里夫让置身于漆黑的房间里的测试对象看一个光点，请他们根据
自己的感觉印象推测光点移动的幅度。光点实际上在特定的位置没有移
动。人们称这种错觉为自我运动现象。谢里夫实验的特征是，要求肉眼
看到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测试对象一定会觉得没有把握。



谢里夫每次先将一个测试对象带入房间，请他推测光点的移动幅
度。这时他发现，推测者的回答五花八门。比如，有些测试对象认为，
光点的移动幅度只有二至四厘米，而其他人则认为，移动的幅度有十五
厘米，甚至达到二十厘米。每一个测试对象经过几次推测以后，答案逐
渐趋向稳定，也就是说移动的幅度很小。有些测试对象认为移动值非常
接近十五厘米，而有些人说移动值在三厘米上下。这样每个人都有了自
己的基准值和参考值。

谢里夫的主要问题是，如果人们看到不同的参考值以后相互产生影
响，那么，他们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因此他将三个测试对象叫到一起，
他们的预测值分别固定在三、八和十六厘米上下。谢里夫再次让他们观
察光点，并请在场的测试对象大声说出自己的预测值。这种情况经过多
次重复后可以发现，测试对象得出参考值是由于相互影响而趋于一致。
在这轮实验中，上述三个测试对象最后说出的参考值都接近九厘米。

在实验的最后部分，再次让测试对象单独说出预测值。结果是，他
们还是坚持之前在集体环境中所说出的数值。在集体环境下确定的数值
显然是每个人都比较愿意接受的。

由于上述肉眼的不足，谢里夫的测试对象不可能理解这种物理现
象。尽管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的推测彼此非常接近，并
将社会现象代替了看不见的物理现象。

如果向人们提出原则上可以明确回答的问题，而他们在说出答案时
发现别人同自己的答案不一样时，他们的答案还会彼此接近吗？

所罗门·阿什：在社会压力下作出判断。20世纪40年代，所罗门·阿
什在大学学习心理学时，行为学派还主宰着教学内容和方法。有机体能
适应所有的外部条件，就是他们的机械观念之一。（见第35页）阿什也
了解谢里夫关于自我运动现象的实验。但是他怀疑，人们是否能像谢里
夫在测试对象身上看到的那样普遍容易接受影响。他认为，只要刺激条
件允许作出明确的判断，大学生就应该能够得出恰当的结论，而且他们
不会轻易改变这一结论。比如，如果要他们证实，男人平均比女人高20
厘米，在非常古远的时代只有女人，男性新生儿的预期寿命是25岁，社
会上大部分成员每天吃六顿，大约只睡四五个小时（Tuddenham &
MacBride，1959），那么，他们就会痛斥这种论断——推测——是荒谬
的。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阿什进行了一项实验（Asch，1956），这项
实验同谢里夫的实验一样，当时在心理学史上占据稳固的地位。

乍一看来，阿什的实验属于感觉心理学领域。七个大学生与一个实
验组织者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实验组织者请他们找出长度相同的直
线。在每一轮实验中都让测试对象观察并列放置的两张卡片。（见插图
10.14）右边一张卡片是三根不同长度的垂直线。每个测试对象必须根



据自己的印象指出一根与左边那张卡片上的参照直线一样长的直线。

插图10.14　阿什实验的刺激展示：卡片B中的哪根直线与卡片A中的直线一样长？在大多数情况下，测试对象在实验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阿什布置的任务并不困难，因此，测试对象一个人独自完成时几乎
不会出错。但是，如果在场的六个人都异口同声地、不动声色地作出错
误的回答，这个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在阿什的实验中，实验组织者
安排了六个熟人参加，他们的任务是在实验过程中一致作出错误的回
答。那些真正的、一无所知的测试对象（他们当然丝毫不知道别人与实
验组织者之间的约定）对这种与自己的感觉分明抵牾的回答该怎么办
呢？在123个“真正的”测试对象中，至少一次同意多数人的错误判断的
占76％；58％的测试对象在上述情况下甚至两次或多次出错。测试对象
的行为显然同阿什原来的预期背道而驰。

一致的行为取决于环境条件。所罗门·阿什当时进行了多次实验，
研究各种环境下的一致性行为。因此，当时人们就已经比较清楚，在有
些条件下，人们多少会甘愿迎合他人的判断。在场的人越多，接受一个
判断的压力就越大，但有六七个人在场，这种情况就尤为明显。
（Wilder，1977）有意思的还有，阿什的一组测试对象自己面对的是陌
生人，朋友们在看法不一致时不会马上遭到社会排斥，因此，在反对自
己非常熟悉的人时，不用同时担心他的脸面。（McKelvey & Kerr，
1988）此外，如果有一个盟友同时不惧大家的压力，那么，他也会不愿



意接受大家的自己感觉不合适的意见。（Asch，1956）有趣的是，第二
个不听从多数人意见的人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测试对象的看法。只有感觉
到其他人也不愿意接受大家的看法，才能增强自己的独立性。（Allen
& Levine，1971）

10.3.2　接受社会影响的不同原因

与自我运动现象不同，在所罗门·阿什构建的实验情境中，每一个
参加者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回答问题。因此，在这两种实验条件下，迎合
他人的判断存在不同的原因，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接受社会影响有
两个不同的条件：一是信息的影响，二是社会标准的影响。

信息的社会影响。谢里夫选择的是这样的问题，独立判断人在回答
这样的问题时一开始几乎不可能取得一致。尽管如此，每个测试对象都
希望作出尽可能贴切的答案。测试对象在说出预测值时也许会感觉不自
信，而当他听到别人作出不一样的回答时，会更不自信。接着，他就会
明显受这样的想法所左右：要是预先听到别人的判断，自己的判断也许
会更贴切。古人早就说过，一人想不出两主意。在某种情况下，有人甚
至设想其他人比自己知道得多，知道采取适当的行为，在这种情况，最
好的办法似乎就是人云亦云。比如吃饭的时候，要是不知道怎么吃一道
特别的菜肴，那么只要瞄一眼明显见多识广的邻座就能获得宝贵的信
息。

例　子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1984年夏季学期在曼海姆大学讲学
期间体会到，在不同的社会中，风俗习惯是多么不同。（Myers，
2002）这是他第一次到德国参加学术活动。当迈尔斯教授结束讲演
时，他期望听到掌声，但他马上发现，在场的人没有一人鼓掌，而
是用自己的指关节敲击课桌。学生们的这种反应是什么意思呢？迈
尔斯的脑海中闪电般地出现了一些想法：“难道他们不喜欢这个讲
演，敲击课桌以示反感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所有的人都公
开侮辱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何况他们的脸上丝毫没有表现出
反感。不，我敢说，这必定是德国式的暴风雨般的掌声。那好，我
也来凑凑热闹吧。”

迈尔斯通过观察，从德国学生那里获得了富有教益的信息，了解了
这个国家的人在公开场合与教授告别的方式，知道了自己以前不知道的



学术习惯。但问题是迈尔斯为什么愿意迎合其他人。他为什么不以教授
自己熟悉的方式予以告别呢？其实，别人敲课桌，他可以鼓掌。迎合公
众的动机显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表现出一致性，不仅因为其他人
能够传递重要信息，而且还因为不能讨人厌，以免遭到别人的社会排
斥。（Deutsch & Gerard，1955）

规范化的社会影响。规范化的社会影响在于，个人心里存在“和大
家一起游泳”的压力，因为不遵守某个重要规范，就可能面临遭到别人
排斥的惨痛经历。迈尔斯作为德国一所大学的客人，可能不想让别人讨
厌和反感。在这方面，他的行为类似阿什实验中一无所知的测试对象。
人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范，即符合不成文的社会准则。社会准则告诉
人们在一定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行事。（Cialdini & Trost，1998）个人的
动机显然是，符合社会规范，从而迎合别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期
望，以便得到他们的认可。

附和者能避免不愉快的经历。所罗门·阿什在一致性实验结束后所
作的调查中，测试对象向他承认，不与在场的多数人保持一致，是非常
困难的。有些人起初以为，那是一些绝招或错觉。在调查过程中，有些
人对自己产生怀疑，怀疑自己的视觉、自己的判断力，甚至怀疑自己的
精神状态。有些人虽然确信自己预测值的正确性，但还是同意多数人的
意见。因此，大多数测试对象最后作出的回答，都与自己原先（肯定正
确的）感觉印象背道而驰。有一个测试对象在随后的调查中解释
说：“其他人也许认为我是卓尔不群。”哈罗德·杰拉德在回顾自己以前
做的一致性实验时还记得，一个起初情绪很好的测试对象在某种情况下
突然情绪失控，请求允许离开房间。（Gerard，1999）当这个年轻人再
回来时，他“似乎病了，满脸倦容”。当杰拉德问他为什么要退场时，他
回答说，他忍不住想吐。这位测试对象规避了规范化影响，但是杰拉德
感到忧虑的是，看看，他为争取独立性必须付出多大的代价。

启动自我体验

如果您定期参加学习小组（学习班，研讨班等等），那么您就
会发现，其他学员都非常注意这样一点：没有一种破坏公认规范的
表现是“不受处罚”的。您要特别注意，学员们为什么大笑。这样的
大笑是谴责违规行为的有效“武器”。大笑多数是对有趣的行为表现
作出的反应，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大笑就是要使违反社会规范的
人失去自信，也就是说，说了有违答题行为规范的话，就很可能受
到惩罚。



虚拟社会情境中的影响。现在很多人通过互联网上相互联系。他
们通过消息群交换意见，在聊天室聊天。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在虚拟
社会中，成员并不实际接触，而是远距离接触，甚至匿名接触，这是否
也会产生社会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卡特林·麦肯纳和约翰·巴奇
（Mckenna & Bargh，1998）调查了一些讨论小组，这些讨论小组就很
多问题交换意见，比如说体重超标、股市走势或者性问题。意见得到认
可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较之那些意见遭到否认的成员，成了讨论
小组中的积极分子。下面的例子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社会支
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不知道两种规范中的哪一种
可以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例　子

1998年3月，一个名叫莱瑞·弗洛施塔德的男子给一个旨在互相
提供社会支持的小组（社会“支持”小组）的成员发了一封电子邮
件，向他们述说了一个悲剧性事件。他说，他同自己的前妻因为五
岁女儿阿曼达的抚养问题长期打官司，他感到不堪重负。当他确信
阿曼达要从自己的身边被夺走时，他作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据他
自己说，他是这样落实这个决定的：“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让女
儿看她最喜欢的录像，然后送她上床睡觉，接着我锁上了所有的
门，点燃了自己的房子。我走进自己的卧室，等待火势蔓延。当我
听到女儿的哭叫声时，从窗户爬了出去……我当时的样子就像一个
疯子和受虐者，直到警察到来。警察认定我女儿的死是一次意外事
故。”

在支持小组的200个成员中，有三个人告发了此事。弗洛施塔
德被捕了，准备认罪。其他成员在知道有人把这件事向警方告发
后，其中有些人感到非常愤怒，但不是因为这一冷血的谋杀，而是
因为“好管闲事的叛徒”告发了因坦诚相告而得知的事实。有一个人
写道：“这是一个真正地道的社会支持小组吗！”这个网上讨论小组
的成员显然陷入了冲突，因为他们据以作出判断的准则和价值发生
了矛盾：一方面要坚持法律准则，告发凶手，另一方面要坚持
对“自己的”小组成员保持忠诚，不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任感到失望。

在以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一致性。人们在
多大程度上迎合群体的意见，也是由个人的文化属性决定的。参加20世
纪中叶前后所罗门·阿什实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别人的判断，这一
点也许已经不再适用于他们的儿女，因为迎合一致性的意愿在慢慢地、



持续地降低。（Bond & Smith，1996）如果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进行比
较，那么，就能看到，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
背景下的人表现一致性行为的意愿同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
人相比，显得更为强烈。“个人主义者”对个人的权利评价很高，相
反，“集体主义者”认为，社会责任与和谐比个人的权利更重要。正如中
国有一句谚语所说的“十指连心”。一个欧洲人在一家以西方价值为取向
的大城市的咖啡店点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卡普奇诺，就会有一种正合我
意的享受感。如果某人在韩国首尔点了这样一杯饮料，他可能就会有一
种作了另类选择的不悦感。（Kim & Markus，1999）金喜正和黑兹尔·
马库斯就这种差异解释说：“在韩国，标准的、常见的和传统的口味一
般也是个人的最佳口味，不同于‘正确’口味的特殊口味，通常会被视为
最差口味。”（Kim & Markus，1999）对于个人主义者来说，独特也就
意味着自由和独立，而集体主义者将社会约束与和谐同一致性相结合。
如果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重复阿什的实验，就能看到较多
的一致性行为。（Bond & Smith，1996；Cialdini et al.，2001）当然，
虽然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非常注意迎合“我们”群体的愿
望，但是集体主义者不信与自己对立的他人群体的规范。（Triandis，
1972）

10.3.3　多数人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反应

阿什私下的同事只列举所有人都能清晰听到的（错误）答案。他们
并不想让每个测试对象都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一个普通的小组
中，如果有一个人的意见同大多数人不一致，多数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反
应呢？他们也会像阿什实验中的熟人那样保持冷静吗？斯坦利·沙赫特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Schachter，1951）

沙赫特关于附和者和偏激者的研究。沙赫特研究了一个由六七名
成员组成的讨论小组；后来陆续补充了一些人，他们是实验组织者安排
的熟人，测试对象是不知道的。这些熟人扮演预演的角色，也就是扮
演“附和者”或“偏激者”的角色。附和者始终赞同多数人的意见，而偏激
者则明显表示突出自己：他固执地坚持不同的观点。那么，这个小组对
附和者的行为和偏激者的行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结果是反应方式截
然不同。

多数人同偏激者进行激烈争论。偏激者刚刚说出自己的不同意
见，其他成员总是马上同他展开争论。视各个小组而异，人们同偏激者
争论的次数通常比同附和者多7-11次。显然，大家都想说服持不同意见
者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几分钟后，多数成员就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徒劳



的。于是就不再理睬这个偏激者。讨论结束后进行的选举就再没有给这
个人提供参加其他有更吸引力的小组活动的机会。小组的多数成员认为
他不好交往，干脆将他拒之门外。相反，人们继续同附和者一起完成任
务则没有任何疑虑。

10.3.4　持不同意见者改变多数人的信念

自从穆扎菲·谢里夫的自我运动实验之后，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几十
年来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迎合多数人的看法，并以这种方式表现出自
己的附和行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不愿意尊重共同生存的准则，那
么，整个社会无疑会陷于混乱。在一个规定靠右行驶的国家，人们就不
能靠左行驶；如果有人穿着泳衣参加葬礼，就会招致吊唁人群的愤怒和
驱逐。但是，一个社会难道真的希望自己的成员无一例外地迎合多数人
的观点吗？科学难道不是因自己的个别代表不懈追求起初人们普遍不接
受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吗？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在这方
面提醒人们注意弗洛伊德、伽利略、达尔文以及其他历史人物的贡献。
（Moscovici & Nemeth，1974）

科学和电影中的例子：单个人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在伽利略说出
自己的观点之前，太阳绕着地球转被视为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当伽
利略反驳这种观点，断言行星围着太阳转以后，他以及其他人便陷入了
与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的激烈冲突。在宗教裁判所面前，伽利略迫于
巨大的压力收回了自己的学说。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向人们演示经自
己的理论所证实的研究结果。伽利略渐渐地终于动摇了自己对手的信
心。伽利略是如何对大多数人施加影响的呢？

电影《十二怒汉》以戏剧的方式表现了这样的情节：一个人在讨论
中反对十一个人的意见，即反对多数人的意见，这十一个人起初认定被
告有罪。亨利·方达扮演的第十二名陪审员，从一开始就认定被告无
罪。在激烈的讨论中，最初的持不同意见者终于一个接一个地说服其他
陪审员改变了有罪判决。这部影片描述的持不同意见者对多数人的影响
在法庭上是鲜见的。（Stasser et al.，1982）在法庭上不会有像亨利·方
达塑造的那样了不起的人物。



插图10.15　电影《十二怒汉》以戏剧的方式描绘了一个人通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坚定的决心影响多数人改变判决的过程。

少数派的代表：不讨人喜欢，但能干和真诚。塞奇·莫斯科维奇深
受那些尝试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自己观点的历史人物的影响，于
是他决定，在实验室中与同事们一起研究少数派对多数派的影响。
（Moscovici et al.，1969）他邀请四名测试对象参加一个名为观察色觉
的实验。另外两个测试对象是实验组织者的熟人，这一点当然是不让他
人知道的。他让测试对象观看一组色泽强度不同的投影在墙上的蓝色图
片，要求他们说出这些图片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事先同熟人说好，
一般（错误地）说是绿色的。在实验中有8％的（真）测试对象说，他
们看到的是绿色的。在随后的逐一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测试对象认
为，在实验中至少有一次看到的图片是绿色的。很明显，少数派（那两
个“知情者”）对大多数人的判断产生了重大影响。偏激者虽然都像沙赫
特实验中的测试对象一样，得不到别人的喜欢；但是，大多数人在一定
的条件下还是非常愿意认同他们的能干和真诚。（Levine，1980；
Bassili & Provencal，1988）可见，人们不一定非得发展友谊关系才能对
人施加影响。偏激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动摇多数派？莫斯科维奇还
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

行为风格影响多数派。多数派的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
而少数派只有通过自己的行为风格才能赢得影响力。关键不完全在于他
们说什么，而在于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少数派的任务首先在于，
设法让多数派的成员倾听自己的意见，让他们了解自己。个人想要对多



数派施加影响，首先必须成为能被群体接受的成员，否则他的观点就可
能无人相信；（Hollander，1958）“革命者”首先要适应，然后才能敢于
批驳多数派。（Bray et al.，1982）

始终不渝地坚持不同观点。在《十二怒汉》中，最初的持不同意
见者之所以能够改变多数派的判决，就是因为他反复要求发言，毫不动
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内心里已经决心指出检察官有罪指控中的漏洞，
以解救被告。少数派必须明确而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不能
对自己存在丝毫怀疑，他们的成员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始终众口一词。
（Moscovici & Personnaz，1980；Clark，2001；Crano，2000）

身处险境：坚定性兼顾灵活性。少数派在面对多数派时不能表现
得固执和过分的死板，应当给听的人留下诚实坦率、头脑灵活的印象；
他们应当灵活变通，不能表现得毫不妥协和教条。（Nemeth et al.，
1974；Erb & Bohner，2002）此外，莫斯科维奇等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在
人数上占优势的美国同行面前也曾扮演少数派的角色。自从阿什研究之
后，美国心理学家几乎只研究多数派对其成员的影响。莫斯科维奇在论
证自己的观点时持之以恒，始终不渝，终于使美国同行改变了他们有些
片面的研究方向。当时在美国出版了很多既研究多数派影响，也研究少
数派影响的著作。

一旦少数派能够让多数派基本倾听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影响力就会
相对持久，因为他们能传播的是通常很难改变的个人信念。虽然多数派
能强迫其成员“公开认错”，但是这样的认错绝不可能与内心的信念相一
致。独裁政权的局限也在于此，他们特别喜欢搞群众集会，要求群众宣
誓效忠。他们显然更多地寄希望于多数人的影响力，并强迫人民顺从。
查理·斯诺（Snow，1961）写道，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发生骇人听闻
的暴行首先是因为多数人的顺从，而不是因为少数人的反抗。



插图10.16　独裁政权经常组织群众集会，希望人们宣誓效忠。比如1940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会，希望通过统一安排的宣誓效忠对持不同政见者施加影响。

孤身斗士和少数派是社会僵化的遏制者。查兰·奈米斯认为，孤身
斗士和少数派在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过程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
（Nemeth，1986）他们不是一贯正确，甚至犯过错误。但是，正因为他
们始终保持独立，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所以能够引发他人再次思考
他们的出发点，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审视问题，考虑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
性。因此，能够容忍少数派、让他们有机会发言的民主政体，就拥有最
好的条件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法国医生古斯塔夫·勒庞在研究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后得出如
下结论：“仅仅因为是群众的一员这一事实，人们就从文化的阶梯上倒
退了很多级。作为个人，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个体，而在群众中他是
冲动的人，野蛮人。”（Le Bon，1895）勒庞的根本错误在于仓促地作
出总结，因而他忽视了这样一点：很可能也存在这样的条件，在这些条
件下，人们正因为个人在多数派面前的表现而能够取得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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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当今世界，芸芸众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人人都可能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与不幸，往往陷于彷徨无助，
心理压力重重。很多人希望能够更加了解自己和他人，以便释疑解惑，
自我调节，达到理想状态。为了寻求帮助，您可能把目光投向家人、朋
友，甚至专业咨询人员和书籍。本书就是这样一本书，它不仅介绍心理
学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作者从人自身出现的各种心理现象出发，
尝试帮助广大读者作出科学的解释，并解决各种心理问题。

本书的作者格尔德·米策尔博士（Dr. Gerd Mietzel）是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职业和继续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教授。他的著
作《心理学入门》（Wege in die Psychologie）自从1979年初版以来，大
受欢迎，一版再版。本书即根据其2005年重新修订的德文第12版译成。

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本书的宗旨就在于，让广大读者通过
阅读，拓展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与一般的普通心
理学教材不同，作者尽量避免诘屈聱牙的专业术语，从问题入手，以明
白晓畅的语言、生动的实例，配以插图，并经常“启动（读者的）自我
体验”，以致不仅适用于专业工作者，而且适用于不具备该专业基本知
识的读者，不管哪一类读者，通过阅读本书，都能对自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有所裨益。

当然，作为专业心理学家撰写的书籍，本书的学术价值也非常值得
一提。作者苦心孤诣，旁征博引，数度修订。本书资料翔实，不仅信息
全面而新颖，而且既涵盖了心理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不仅总结和吸收了
心理学研究的历史成果，而且吸收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书后所
附的参考文献即可见一斑。本书堪称基础心理学的杰作之一。

全书除前言外分为十章。第一章：心理学的总之、观点和应用；第
二章：人的发展心理学：基础和开端；第三章：青春期和成年时期的发
育；第四章：感觉心理学；第五章：学习的基本过程；第六章：记忆心
理学；第七章：问题的解决及其前提；第八章：动机心理学；第九章：
情感心理学；第十章：社会过程心理学。

应中央编译出版社之约，我们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前言及前五章由
张凤凤翻译，后五章由金建翻译。中央编译局蒋仁祥译审统一校订了全
部译文，并统一编辑体例；陈聪、张娜和王艳娟完成了参考文献的录入
和整理，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本书对人本身的关注，译者在翻译本书时，每每油然而生共



鸣，这也是译者能够翻译完成这部四十多万字的著作的动力所在。不
过，译者受专业知识所限，尤其对心理学知之甚少。初涉心理学方面的
翻译，实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译文虽几经斟酌，但难
免还有错漏疏忽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书最后附有原作的参考书目，原作引文在本书中所在的页码为原书页码。为了方便读者使用，本书原书页码印在相应的页边。

译者
2010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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